
        
            
                
            
        

    







移去国际了解的魔障
许倬云[1]
最近读到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亚洲的去魔化》，引发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亦即所谓东方与西方之间，究竟该如何相对？学历史的人本来就逃不开这一问题的纠缠，只是近几年来西方霸权的专横表现于中东的冲突，“东方”继日本及东亚四小龙之后中国与印度的急剧发展，无时不迫人思索：那些恩恩怨怨如何方能解开！
不同文化认知 有蔽有偏
奥氏显然也是根据他研究汉学的经验，不得不在此时再度思考欧洲人士对于东方的认知及其演变历程。他将欧洲与“亚洲”作为对立的双方，其主要论述是欧洲建构“自己”时，实系以所谓“亚洲”为其对比的“他者”。于是，“欧洲”是一个囫囵的观念，“亚洲”也是一个囫囵的观念。奥氏此书讨论的时段是18世纪。不过他特别说明，他所关注的时代是1680～1830年间那首尾均有延伸的18世纪。在那一百多年内，欧亚内部均有重大的变化，而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理解，也前恭后倨，从近于盲目的崇拜，逐步发展为“彼可轻易取之”的蔑视。果然，接下去，即是欧洲人对于东方世界的步步进逼、巧取豪夺，最终实质上奴役东方，至今又已是一个世纪了。
奥氏此书是今日后现代的解析，寻找欧洲人不同世代对于东方世界不同的认识，指陈历史上欧洲人收集的东方知识，其性质各有特色，而这些特色往往又根源于当时欧洲人自己的独特视角。其实，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认知，无时无刻不是由“自己”看“他者”，都有所蔽，有所偏。奥氏书名是有关亚洲的去魔化，实则，今天是21世纪了，欧美文化系统的人士对于世界人类的其他部分，又何尝不是还在此时自设的迷雾之中？解迷去魔，谈何容易？奥氏陈述18世纪欧洲对于亚洲的解谜，又何尝不可解读为我们这一时代依旧还需不断解谜破魅？
中国早期也受魔障附身
欧美文化系统人士，对于“东方”最大的迷障，即是以“亚洲”为“东方”，笼统地将其当作自己的“他者”，建构了一个自己为中心的虚幻世界。这一心障与智障，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又何尝不存在？
中国文化在史前时期多元共存，到了春秋还是南北东西各有异同。秦灭六国，政治上统一；汉重儒家，思想也定于一尊。自此以后，中国文化在东亚的龙头地位，四邻不能挑战，也因此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不免自负；用今日的名词，中国人的文化沙文主义，遂成为附身的魔咒，历久不能自拔！两千年来中国难得以平等观念处理涉外事务，不是自大，即是屈服。由于这一重魔障，中国在大洋航运开拓以后，即使民间力量已经参与国际海上活动，文化精英及政府官僚却懵然不知世界已经开始的巨变。自此以后，西潮东来，而中国呢？先则有乾隆对于英国使团的自大，继而有鸦片战争的昏聩慌乱，之后则是义和团代表的愚昧荒唐。最后，中国又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由自大而自卑，“崇洋媚外”之风，从清末延续至今。
西方开始正视东西差异
不仅中国，日本又何尝没有附身的魔障？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是西方文化的优等生，从里到外一切模仿欧美，以致比西方帝国主义更为帝国主义，成为东方世界的祸害。
回头看看日本的维新、中国的洋务甚至五四运动，东方对于西方文化，只是照单全收，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终究只是未落实的口号。明治与五四人物似乎都未认真省视西方文化演变的线索，于是在输入西方文化时也很少推敲其中必然与偶然的因素，以致始终欠缺深度阐释与由此而进行的熔铸。
现在，正如奥斯特哈默诸人所做，西方人士已在省察自己的文化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了。已故的萨义德曾提出“东方主义”一词，陈述“东方”实由“西方”的立场界定。自萨氏以来，从地中海东岸到太平洋滨这广大的“东方”地区，学术界与文化界还是很沉默，至今未见从省察自己与省察“他者”往返映照，庶几真切地认识自己也认识别人。
消弭误解 化解东西冲突
毕竟，全球性的经济正在成形，在21世纪“西方”与“东方”必然会合。吉卜林“东是东，西是西，两者永远不会交集”的诗句，终将被证明为错误的自负。我们不愿看到目前两河流域与波斯湾-红海地区的灾难扩及世界别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长期的误解及由此发生的冲突，再加上石油能源惹起的贪念，都导致今日全世界恐怖活动与暴力侵略的灾难。我们若不早做努力从根本上消弭“西方”与东亚太平洋地区之间彼此的误解，则亨廷顿文化大冲突的预言，也将会不幸而言中。
这一深刻省察自己与“他者”之间认知差异的工作，当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共同志业。西方已有人着手了，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该开始想想了！

[1]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现为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研院院士。



新世界与老亚洲
杨照[1]
15、16世纪在西方兴起的大航海浪潮是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大航海的冒险探索才让原本各自独立发展，仅有零星、偶然交会的文明，彼此认识、彼此冲击，才诞生了一个以全地球为领域的“世界”新概念。
大航海时代真正惊人处，不是其冒险探索所发现的，而是远赴海洋冒险这个意念冲动。人的肉体存在，从来不是为海洋生活所设计的。航海技术上的突破，不足以改变一个事实：长程远航极其折磨人，而且时时处处布满了死亡陷阱。离开熟悉、温暖的土地家园，挤进脏臭狭窄的船舱，朝根本不知道的所在航去，有道理吗？奇怪的是，15、16世纪，欧洲许多人竟然视之为生命最大的意义所在！
大航海时代之所以可能，依赖于当时欧洲人对陌生事物的好奇。从未到过的地方，从未看过的景色，从未想象过的动植物，比安稳的土地，对他们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这才使得他们前仆后继，愿意为未知赌上一切。
可以这样说：大航海必须以欧洲自身知识系统的动摇为前提。在稳定的知识系统中，人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生活所需的一切答案，当然就不会对陌生事物好奇，甚至不会假想假设陌生事物的存在。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出发航向完全未明的水域？
中国就是长期笼罩在稳定的知识系统中，因而不可能与海洋、海洋的另一端发生什么关系。中国自给自足的知识关怀中，容不下“彼岸”的想象。看不见的东西不属于这个知识系统，也就不需、不能思考，当然也就不可能好奇、想望。
从16世纪起，大航海陆续带回来的海洋“彼岸”的信息，进一步动摇乃至改造了西方知识。原本出于冒险、传教与财物掠夺动机的航行，很快就多增加了一条理由——为了知识的扩张。
于是航行除了原本牵涉的商业资本家、水手和传教士，多加了一种必要角色——博物学家。从16世纪到19世纪，远洋船只随船带着博物学家，几成惯例。
博物学家带回来令人看得瞠目结舌的奇特动物、植物和矿物标本。他们同时也带回来令人听得目瞪口呆的远方故事——关于那些无法任由他们捕捉、风干带回家的人与社会的故事。
那是一个惊讶地发现异种、异俗、异语、异文明的热闹时代，较为科学的客观描述及理解方法还来不及建立起来之前，一个丰富而有趣的“轻信”时代。
翻看那个时代航海博物学家带回的异文明记录，最突出的特色，必然是其光怪陆离。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戏仿航海家记录，写了《格列佛游记》，里面有小人国、大人国，还有以马为人的国度。斯威夫特固然夸大了海外国度的奇貌，不过我们别忘了，本来航海志里就充满了各种常识上不可能、航海者却坚称自己亲见亲历的怪事怪物。
为什么航海者带回来的故事都那么怪？今天透过异文明历史的比对，我们有把握明确地说：那些光怪陆离，不管是航海者看到的印加帝国、日本还是他们看到的塔希提岛，几乎都不是事实。他们不见得是刻意捏造，而是一种要在海洋彼端看到“异物”的预期扭曲了他们的经验，使他们成为不忠实、不可信的观察者、感受者。
航海博物学家先入为主，要找到“异物”，也就意味着他们带着清楚的欧洲标准来搜寻海洋彼端的印象。“异”者，异于欧洲既有的事物。寻找“异物”的人，敏锐地看到的、不自觉夸大的，一定是和欧洲“一般”“平常”不同的现象。
所以，那些光怪陆离的异物记载，与其说是关于印加帝国、日本或塔希提岛的，还不如当作欧洲人流浪心灵中以彼岸经验刺激出的华丽想象与欧洲既有知识经验主流不断辨证对话的结果。
原本就是出于知识系统的不安，才有大航海创举，进而大航海带回来的“异物”信息又不停地摇晃着欧洲一般人赖以生存的世界观。
那两三百年，欧洲经历了知识系统的大破大立大重建，而这知识系统上的变化，正是分隔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那最鲜明的分水岭。
有趣的知识系统变动发生在18世纪。对待大航海时代中找到的“彼端”，18世纪开始试图不只是记录其怪模怪样和传奇，而是去理解。18世纪也开始收拾原来不同船只、不同航程、不同人搜罗到的片段，试图建立起系统来。更重要的是，18世纪欧洲人看见海洋“彼端”的动机慢慢从主观中走出来，试图找出一套客观方法论来。
主客异变之间，从而有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与前面的时代相比，18世纪欧洲的异文化知识，不再那么狂野放任，充满了自我中心的想象，转而浮现了一点秩序，尤其是浮现了一点想要参与并对这个领域有所贡献的人不得不遵守的规范。不过和后来的19世纪相比，18世纪却又还没有明确的社会制度管辖这套异文化知识的产生、流传与评价，也就是说，异文化知识尚未“专业化”“体制化”，尤其尚未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合为一体，而有着较大的个人、学派特色空间。
在欧洲人的异文化想象和异文化理解中，亚洲当然占有重要地位。早在大航海开拓前，欧洲已有对亚洲的模糊传说，而且已经认识到亚洲有着和欧洲一样高度发展的文明，和非洲或美洲的情况大不相同。
欧洲人或夸张对亚洲文明成就的“惊艳”，或夸张对亚洲“原来不过如此”的失望幻灭。在这两种极端态度间的取舍，往往不是决定于亚洲是什么，而是欧洲本身需要什么。
亚洲比其他地区更关键地扮演了这段时期欧洲建构自我形象的对照角色。当欧洲需要新的文明标准以砥砺自己奋起时，他们便抬高亚洲的成就；反过来，当他们需要鼓舞具侵略性的自信心时，他们便不客气地贬抑亚洲。亚洲知识、亚洲印象，被不断抛掷、搓捏，进行无穷变形。
《亚洲的去魔化》整理的，就是18世纪知识系统大变动中欧洲人与亚洲知识、亚洲印象纠缠的过程。这里面固然有逐渐累积增加的亚洲经验，同时也有更多欧洲本身快速变动的矛盾冲突。透过欧洲人的眼光，我们可以部分复原18世纪亚洲的相貌，不过，看得最真切的，毕竟还是欧洲眼珠光影中幻映出来的他们自我的形影吧！
《亚洲的去魔化》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我们深入到18世纪欧洲知识世界里。我们不必也不能将当时欧洲的知识，视为亚洲写真。不过倒是可以回头借此对亚洲自我历史认知与欧洲的想象建构，对这段西方逐步凌驾东方的过程，有更深入更细腻的掌握。

[1] 杨照，本名李明骏，1963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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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试图确定欧洲在当代世界的位置之际，没有任何时代比18世纪更富启发性。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看待其他文明，自然会有“种族中心”的倾向。透过许多例子，这一点便可被轻易揭露并证明，尤其是在一个似乎将全球意识、多元文化认同或活跃的世界伦理等概念廉价地视为无关紧要的突发观念的时代。如果我们都算是世界公民的话，那么两百年前那些未受任何电视报道、远途旅游和网络传输之惠而想成为世界公民的人的努力便显得微不足道了。看来也似乎如此。不过，这类当代的自大心态却是时代错置，正好缺少了原本以为在启蒙人士身上所欠缺之物——理解“陌生”时代和文化的特性。从某些方面来看，18世纪对我们来说正是陌生的。在适当理解或介绍非欧洲文明上，从那个世纪到我们这个世纪之间，并没有任何持续的进展，反而只见到长期丑化非西方的世界。透过各种主流的“主义”，这点便可一目了然，诸如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爱德华·萨义德二十年前又补上了一个东方主义。这些倾向和态度出现在1800年左右那极具关键性的“分水岭时代”，若要断言这个时代已完全被跨越，当然是过于轻率。
对18世纪的学者和文人而言，研究及认知“理解”——这个词语我借自恩斯特·舒林的名著《黑格尔与兰克对东方的世界史理解》——非欧洲文明，并不只是一场假面舞会和虚荣的自夸行为。因为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德国和意大利的启蒙人士所在意的“人类科学”跨出了欧洲，所谓的美洲与南太平洋野人、亚洲的蛮族与文明人，都受到造访、描述和评论。亚洲不再是个异国风味的配料，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体验世界的中心地带。这种普遍并具有比较性质的人类科学伴随着大众对各类亚洲事物的广泛兴趣，在18世纪最后四十年中达到了发展高峰。就在世纪更迭前夕，对东方语言、文学及哲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业化阶段。然而，法国文化史学家雷蒙·施瓦布所称的“东方文艺复兴”，却从未成为影响深远的教育力量。波斯文、梵文或中文仍无法打破古希腊罗马及古典语言在19世纪意识中所占据的人文主导地位。东方文艺复兴产生了东方学科。不过，由于亚洲研究只留给了语言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的负担遂告减轻。这种世界性的人类科学退让给许多个别学科，而现代欧洲则成为这些学科的共同重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最近。
18世纪的亚洲去魔化，一如整个世界的去魔化，是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矛盾价值的变化过程。一方面，去魔化意味着丧失了前现代多样性的思想宝库，一种美学经验的溃败，一种“让生动鲜明的概念蒸发成一种模式，亦即将图像化为概念的”（尼采）能力的胜利。有秩序的世界才可加以支配。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或者说后现代的感性经验，一直在反抗这一点。亚洲的再度魔化，特别是充满古神话的印度，在1800年后也并未让人久等。如果今天某人认为“陌生国度”还不够陌生、缤纷和具有异国风味的话，便以各种疏离的方式来满足需求：其极致就是“新纪元运动”对西藏深邃哲理所存的各种幻想，但那和真实的亚洲并无太大关联。而另一方面，去魔化意味着一种理性的胜利。只要不再相信女巫会飞，就不会去焚烧她们，最后也就会怀疑到底有没有“女巫”。亚洲的去魔化剥除了一个长久以来被视为各种宗教和文化源头的大陆的光芒，也剥掉了它的魔力。在短时间内，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或中国人成了欧洲人的远邻，尽管存在许多明显的种族差异和沟通难题，彼此却仍可进行一场几乎未被扭曲的对话。不过，19世纪初期种族主义——仿佛就是能为人着想的浪漫主义的阴险双胞胎兄弟——出现后，却毁掉了这个机会。
这本书的主角就是那些哲人，不管是在旅途中还是在书桌前伏案写下游记，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清楚看见去魔化的矛盾心理，他们也试着将不同文化间持续不断的和谐与冲突，拼凑成一种合理的关系。这些人包括让·夏尔丹、伏尔泰、亚当·弗格森、爱德华·吉本、卡斯腾·尼布尔、亚历山大·罗素、亚布拉罕-杨金特·安奎特-杜培宏、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及其他人。狄德罗、乔治·弗斯特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则隐身幕后，我们只能猜测出他们大概会写下哪些有关亚洲的文字。我很愿意介绍几乎默默无名或完全消失的作者，借此扩充启蒙运动时代哲人的名单。然而，本书绝非一本致力于完备18世纪欧洲人所撰著之亚洲文献的百科全书，这尚需更多的精力与篇幅，而且最后可能只会成为一本史料汇编。另外，很可惜我无法详列所有参考过的研究文献，至于“理论”则隐匿在书中。我也不得不放弃原本在书中要处理撰述的有关亚洲的宗教、法治体系和语言。外文引述基本上会加以翻译，但在个别例子中，由于原文重要或颇为迷人，我则保留下来。至于亚洲语言的人名，我采用简化的拼音方式。
我要感谢这项研究所倚赖之藏书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大英图书馆、伦敦图书馆、东方暨非洲研究学院图书馆-马斯登藏书、慕尼黑及柏林的国家图书馆、弗莱堡大学图书馆。多年来，朋友与同事给我提供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和书目上的帮助，在此，我无法一一致谢。不过，那些试图帮我这个政治及经济史学家了解文化研究的朋友，则要好好记上一笔。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伦敦和斯蒂格·福斯特、保罗·卢夫特、雷金娜·舒尔特及彼得·马歇尔初步谈到这个题目。后来在弗莱堡，我受教于威廉·亨尼斯，发现了至今难以想象的政治学世界。恩斯特·舒林为我打开了史料史和回归史学之路。和伏尔克·莱歇特共同编辑“古文献中的异国文化”系列，则成为我几年来灵感的来源。如果不是学术讲座邀我到柏林客座一年，零星的研究也绝不可能汇集成册，我在那里完成本书初稿。我由衷感谢，特别是于尔根·科卡和那个杰出讲座的所有工作人员。从我1996年及1997年的同侪身上，我总能获益良多。我谨将此书献给达素彬，感谢这位近代中国及中亚的专家。



第一章 前言
我们西方人在这些发现中，已证明自己在才智和勇气上胜过东方国家。尽管往往他们百般不愿，我们依然在他们那里安顿下来。我们学会他们的语言，教授他们一些我们的工艺。不过，大自然赋予他们一项优于我们的长处，盖过我们所有的长处，那就是他们不需要我们，而我们需要他们。
——伏尔泰[1]
20世纪末，这个世界尝到了一些19世纪遗留的恶果。欧洲人征服全球四大洲这个史无前例的过程的恶果之一便是在面对那些在军事上溃败、经济上遭到剥削及因为科技落后而显得弱小甚至自卑的文明时，露出一种自大高傲的态度。“西方人”，即英国领导下的各个欧洲强权与野心逐渐勃发的美国，尽情享受着胜利的滋味，尤其是在亚洲这个地区。征服、排挤并殖民统治美洲原住民、非洲黑人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各群岛上的原住民，似乎很理所当然。自从首次听闻这些原住民以后，欧洲人毫无疑问地就在面对这些古希腊罗马以降在民族志中被称为“野人”的民族时，产生了一种自我优越感。但相对来说，亚洲一直是欧洲的重要对手，一个有强大的帝国、富裕的社会、辉煌的文化成就和令人敬畏的宗教的世界。[2]几千年以来，欧亚大陆相互影响。农业的诞生和传播，便是一个欧亚共同扩张的过程。[3]亚洲民族不断介入地中海周围及其北边国家的历史，并将地域辽阔的俄国纳入他们的马上帝国。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部虽被并入罗马帝国，但直到近代，都是亚洲在威胁欧洲，而不是欧洲威胁着亚洲。安息人（Parther）[4]、匈奴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攻击过东西罗马帝国及其后的王朝，有时甚至在已信仰基督教的地区统治长达数百年之久。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局势，莱布尼茨这位冷静仔细的观察家仍旧担心会有新一波的蒙古入侵，或许是因为1657年至1666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入侵罗马尼亚和摩拉维亚一事[5]依然令人记忆犹新。“若非这些鞑靼人互相交战，”1699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他们将会淹没大部分的世界，正如当时成吉思汗的作为一般。”[6]
亚洲的“没落” 欧洲的自大
和莱布尼茨严肃的、在当时即已显得杞人忧天的忧虑相比，19世纪末所谓的“黄祸”警讯，不过只是想要激起恐慌的宣传手法而已。当时亚洲的政治力量的衰落几乎已成定局，文化威望也褪去光芒。在上一次世纪更迭之际，即帝国主义高峰期，亚洲大部分地区都臣服在欧洲的殖民统治下，就连大胆的先知都不敢预言此一情况将会终结。像中国、暹罗（后来的泰国）或奥斯曼帝国等半殖民地国家的主要领土虽然完好无缺，但政治活动力却急遽萎缩。只有日本透过无与伦比的集体力量和前所未见的外在优越条件，由受害者一跃成为欧洲强权与美国现代化的小老弟。此外，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会在亚洲各地盛行，主要也是因为外国人的操作，之后逐步被当地势力接收传承下来。整个亚洲似乎丧失了历史动力，没落成为一个现代化失败者的大陆。弗里德里希·冯·威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这位奥地利国民经济学家——思虑细密认真，非一般帝国主义的摇旗呐喊者——以下述句子在1909年表达出一般欧洲人的看法：
亚洲这个人类的摇篮，堆满了由软弱卑下的民族所构成的垃圾，再也无法运用当代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发展机会。[7]
历史似乎正要离开亚洲和亚洲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几乎没人会反对冯·威塞尔的看法，而之后的数十年，也只有少数人起而驳斥。欧洲大门前的第一个新活力标志，便是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在1923年开始实行的果断且成功的现代化政策。然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亚洲人才在全世界的注目下赢回他们的历史动力：从1941年12月日本攻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起，不到两个月，英国号称无法攻克的新加坡要塞就举白旗投降，之后则是1945年的越南革命和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然后是1946年到1949年间，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纷纷独立。
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最后的25年间，除了大范围持续不断的贫富不均现象外，面对一个经济发展特别蓬勃、多数人生计得以维持的亚洲，欧洲再也没有高傲的理由和借口了。欧洲拥抱的这个特殊意识的最后一个借口——亚洲人只会模仿，却没有创造能力——也站不住脚了。亚洲自我的文化民族主义现在已浮现出来，在西方人的监护之下展现出自觉，拒绝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甚至把欧洲人长久以来认为亚洲颓废至极的陈腔滥调，换成了西方世界即将没落的预言。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这种意识形态的防御战斗赢得了世界政治上的意义。在面对西方人时，日本、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的声音，宣告了自己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组织形式的优越性。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特别突出，而1997年亚洲经济风暴之后则较为沉默。[8]西方观察家证实好斗的伊斯兰和“新的黄祸”又再度出现，也不排除在这些好斗的文明阵营中即将爆发冲突。[9]
到了20世纪末，19世纪末欧洲的傲慢所剩无几，欧洲再也无法统治世界、控制全球经济及文化独尊。如果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那20世纪应该可以称为北美洲的世纪，21世纪则有可能是中国的世纪。对历史学家而言，探索一个长期以来认为欧洲强大且无可匹敌的特殊意识[10]及面对其他文明时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地位的信念的源起，倒是一个不错的时机。这种特殊意识立足于早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在启蒙运动时期，化为一种放弃宗教命定论的世俗世界观；在19世纪则掺入了种族主义，决定了欧洲人在海外的举止行为；到了去殖民化的时代，则降格成为无所不知的高傲态度。回到这个意识成形的年代（18世纪），一则意味着通过史料来说明一个简单的思想史论题——各种概念的兴起与衰落（在此指的是欧洲出现过的特殊情况）[11]——并借此来批判欧洲的虚伪、错觉以及权力背后的妄想，而自从爱德华·萨义德那本影响广泛的论战手册《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1978年出版以后，这种批判即采取揭露的姿态不断进行下去，其中还夹杂片面的夸张描述。[12]再则，一个无法用单一论点来掌握的文化世界随之开启，而且它未曾受到定焦于欧洲内部事务的历史研究重视。那个文化世界就是欧洲人在启蒙运动时代所关心的亚洲世界。
人类的大地图
启蒙运动时代的欧洲思想界是世界主义取向。不像之前及特别是之后的时代，这个时代国界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13]虽然18世纪的学界能够驾驭多种语言，而且学者大都还能理解拉丁文，但这种语言已不再居主导地位。密切的沟通网络，如信件、相互拜访以及在国外工作等方式，把巴黎、爱丁堡、伦敦、圣彼得堡、乌普萨拉（Uppsala）、哥廷根、莱顿（Leiden）和都灵等地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14]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甚至在国外的文化圈子中，寻找能够参与传播知识这项大工程的志同道合人士。有一段时期，中国的文官精英似乎可以胜任这个角色。启蒙主义被设计成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运动。
知识大众对来自亚洲、美洲、南太平洋和非洲的报道，比以前更感兴趣。汗牛充栋的游记满足了这个需求。几乎所有学者的图书馆及公侯的藏书中，都有当代重要的游记文献。[15]在这个时代末期，柏林地理学者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偌大的私人图书馆几乎收集了所有以欧洲语言撰述的有关欧洲以外世界的文献。[16]地理学者约翰·特劳高特（Johann Traugott）由于十分留心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在1789年为报纸读者出版了一本大部头的土耳其字典。[17]从欧洲思想史来看，在18世纪中期开始写作出版的这一代人，眼界首次扩展到全世界。1777年，国会议员及政治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悲天悯人的印度诠释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读完当时威廉·罗伯森（William Robertson）所写的当代历史杰作《美洲史》（History of America）后，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给他：
现在人类的大地图一下子展开了，再也没有任何野蛮的状态和野蛮程度，以及优美的表达方式，是我们这一刻所见不到的，例如：欧洲和中国两者彻底不同的文明教养，野蛮的波斯人及阿比西尼亚人（Abyssinien）、鞑靼人和阿拉伯人奇特的风俗，北美和新西兰的蛮荒状态。[18]
几乎与此同时，让-尼古拉·德默尼耶也有类似的说法，他拥护让-雅克·卢梭的论述，在自己那本精彩的民族志百科全书中汇编整理出关于所有民族的知识，并撰写序文表示：“我们现在几乎认识了所有文明的及未开化的民族，对它们进行比较的时候已然到来。”[19]1767年，苏格兰的社会哲学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发表了一篇关于整体社会学的论文，已能引用各个时代和文化的资料。“新的发现，”他在尚未从库克船长的南太平洋之行获益之前，即已解释道，“让我们几乎能够知道人类所处的各种状况。”[20]
在这句话出现时，东方世界早已不只出现在欧洲人的图画和文字中。欧洲人几乎已无法割舍来自“东印度”的香料，他们穿着印度的棉花布料和中国的丝绸，喝着阿拉伯咖啡和中国茶。[21]来自土耳其和印度的鸦片，助长了浪漫文学的虚假天堂，至少在英国成了一种大众毒品。[22]18世纪的亚洲成了感官上可以触摸和消费的东西，进入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已见过中国瓷器。1735年，一名亚洲民俗史作家便谆谆教诲自己的读者，何不去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23]东方效率良好的经济结构，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潜在的威胁。1700年左右，来自中国的竞争便已让法国的商家伤透脑筋。[24]
约在1750年和1820年间，法国、英国、德国及意大利的学者与文人，比在这期间之前及之后的同辈，更能理所当然地随时注意着海外的发展情况。所获取的有关远方国度的消息，多半不只是因其娱乐价值而受重视。这些信息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以及往往被当成故事书阅读的《圣经》并列，成为人类经验科学的原材料。这种人类科学跨越国界，超越文化并且——如伯克和德默尼耶所指出的——可以做比较；来自全欧洲各个不同科学范畴的作者，都对此有所贡献。第一位在欧洲具有影响力的启蒙运动作家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即已从世界各地收集关于人类行为的案例。无数的作者亦追随着他的典范。
到了19世纪，这种全球性的知识参考范畴消失了，或确切来说，已经残破不堪了。欧洲以外的文明，现在交由新成立的东方研究学科及同一时间出现的民族学或人种学专家负责，他们自成一格，而主要学科的重要学院派学者则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欧洲。[25]以下的例子大概就可详细说明这一点。18世纪的德国重要史学家，如哥廷根大学的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洛策尔及约翰·克里斯托弗·贾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只要在信息来源许可的条件下，就会彻底研究亚洲民族的历史，并将其纳入他们的世界通史草稿中。19世纪举足轻重的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则相反，他后期的作品《世界史》（Weltgeschichte，1881-1888）只着重于自己眼中古希腊罗马时代及随后在欧洲具有历史分量的民族。兰克这位综观欧洲全局的人物，还对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怀有一定的兴趣，因而甚至被德国大众视为东方学专家。[26]到了他的学生那一代，一个窄化的欧洲，甚至是日耳曼中心主义，取得主导地位。只有几位像奥托·欣策（Otto Hintze）、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马克斯·韦伯和库尔特·布赖西希（Kurt Breysig）等不受主流思潮影响的例外人物，在世纪交替之际，运用东方科学的新知识承接启蒙运动时代的世界主义。
论述压力 教育包袱 偏执症
18世纪的世界主义和对非欧洲世界的兴趣到底有多认真、多自然？人们对好好认识“其他”东西到底有多努力？这实际上是不是一种点缀了异国风味的欧洲中心主义，甚至有可能是那些披上流行外衣、过于好大喜功的欧洲知识分子的虚荣幻想？[27]当时，欧洲的观察家是不是走出了自我陶醉的小房间？他们是不是只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上述这些问题不仅碰触到主观的企图和个人诚信的问题，也在探索知识的社会与文化局限，探索一个文明下的人类如何好好认识其他文明成员的可能性。讨论这些题目的新文献，看法倾向质疑，并各执一词。
其中一方是所谓的“偏执论述模式”。美国文学研究者爱德华·萨义德和他的一些门生信徒帮欧洲文化强加上一个无所不在的偏执症，认为其在展现帝国主义权力之际，无法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顶多只是将之视为默默接受政治掌控、被用于科学分析的对象。萨义德一直相当小心，只将这种全面的“意识形态质疑”局限于19世纪及20世纪。他在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的行动中，发现了他所谓的“东方主义”思维模式的开端。[28]事实上，这类论述分析[29]的强大煽动力量，在于批评欧洲东方学基于客观主义的自我认知，以及欧洲东方学介于“探索事实”与“暗藏帝国主义野心”之间的冲突。[30]
在18世纪，这种帝国主义野心还不存在。1800年以前，欧洲人多以传教士、旅行研究者、外交人员和武装商人——而不是殖民领主——的身份出现在亚洲。1800年左右，在亚洲的帝国和公侯领地中，欧洲的殖民地还相当稀少：先是葡萄牙人，紧接着的是1670年左右对肉桂贸易感兴趣的荷兰人，通过他们在1602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在锡兰岛（斯里兰卡）海岸进行殖民统治。法国革命战争时期，荷兰殖民领地于1795～1796年落入英国手中。由于伦敦认为锡兰具有战略意义，未再将锡兰交还给荷兰——就像大约同一时期的好望角一样——并于1802年宣称该地为英国王室殖民地，但该岛内陆仍由康提（Kandy）国王统治。1815～1818年，英国人利用国王与贵族间的争执及后来仇外的民间暴动，占领整个锡兰。同样在1818年，英国人最后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征服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18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即已在富裕的孟加拉国握有实际主权。1798年，除了孟加拉国及其首府加尔各答外，毗邻的比哈尔（Bihar）、大城孟买和印度南方一些小地区也落入英国手中，而许多邻近的印度公国成了英国的同盟或客户。接下来的20年中，英国一跃成为全印度的最高领主。爪哇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据点，荷兰也透过附带的各种干预行动，驯服了附近的岛屿；直到1830年后，荷兰人才牢牢掌握了印度尼西亚群岛。至于菲律宾，可以说是西班牙的另一个墨西哥：这个欧洲人在亚洲最久的大型殖民地，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由马尼拉那座商业桥头堡以及教会难以有效掌控的菲律宾乡间人口所构成的松散结合体而已。18世纪末，欧洲和亚洲仍处于一种棘手的权力均衡中。直到1818年在印度建立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ica）[31]，以及锁国的日本在1853～1854年开放这段时期内，天平才开始倾斜。
欧洲旧王朝时代的学界，同样也缺乏19世纪的那种认知。他们试图尽可能了解异国文化，并将异国的信息纳入自己的世界观中。不过，当时尚未出现宣称自己对所研究的文明享有垄断地位，并踌躇满志、相信自己比东方更加了解东方的各种专业化亚洲学科。知识与权力的联结，正是继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之后出现的论述分析重点，但这种联结直到18世纪末仍然非常薄弱，整体上并未以主流思潮的形式出现。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即可观察到，将“论述分析”用于研究欧洲对非欧洲文明的认知，已在国际上崛起成为一种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而“论述分析”的崛起是人文科学一个普遍运动中的一环——该运动指出了文化现象“被架构出来”的特色，并强调以语言意义来掌握一切现实的突出做法。以前人类生活世界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则被解读为集体想象力的发明与产物。人们可以证明，所谓表现出浪漫主义民族精神的古老传统，实际上是直到近代才被杜撰出来的（“被发明的传统”）。人们发现，“民族”并非社会上或生物上的事实，而是一个虚拟出来的大型团体（“想象的共同体”）。原本似乎理所当然适用于亚洲研究的概念，如今在怀疑目光的解剖下，却成了西方科学的创造物：例如，真正的印度思想既无种姓制度的概念，也未曾将印度教视为一个同一性质的、与其他“世界宗教”处于同一神学体系层次的信仰理论。这些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发明”。[32]
这种发现是否能立刻证明“架构性的”概念和命题是个谎言，而且无法运用？这无疑还在未定之天。有些概念与命题完全可以成为进行科学描述和解释的有用辅助工具；每个科学模式的建构，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假定，而非幻想的成果。论述分析毕竟在质疑“外人的描述”上有其功劳，但这种质疑不可导致相反的结论，以为“自我的描述”总是比较真实，因而比较可信。论述分析思维模式的出发点，就是论述的“不真实性”：那些宣称描绘出真实世界的科学陈述，其实并没有如此做；从这一点来看，它们只是提供了有关自己和其作者的信息。这样一来，其标准也就没有正确性与真实性可言。
因此，有关异国文化的古老文本仅仅具有修辞策略上和语意学程序上的趣味，而“话语分析”便透过修辞策略和语意学程序，制造出“外来性”或“异类性”。于是人们不再探问那些特定的“表述”是否接近事实，不再追根究底找出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恰当地重现了真相。而同样让人不感兴趣的，就是过去已被接受、值得使用于认知的标准。举例来说，一名1750年的游记作家坚持尽可能细心客观地观察和报道，他的读者也以同样的标准来判断他：从论述分析的前提条件来说，这一点就必须略而不提。论述分析从一开始就想当然地假设，对异国文化和异国社会状态的论述，必定具有虚构造假的性质。这样一来，虚构捏造与事实陈述、凭空想象与经验认知之间的差别就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被一笔勾销。任何欧洲人对非欧洲文明的表述，似乎都成了傲慢的幻想；那对于呈现欧洲人的意识状态具有极高的旁证价值，但无关乎异国文化的实际状况——反正这是欧洲人的认知所无法企及的。后现代的嘲讽态度在思索过去时，反而显得时代错置。思想史因而弃绝自己的任务，不再探索过去的意义，反而成了一种政治意图下的谩骂工具，比任何简化的意识形态批判还要恶劣。
第二种比较传统、理论上比较没有野心的论述方式，可以被称为“失望的人文主义模式”。它所针对的也是同样的东西。这个模式的捍卫者也怀疑，启蒙运动时（以及之前的人文主义时期）广受重视的世界主义是否在面对异国文明时，果真导致欧洲人意识的开放。不同于爱德华·萨义德基于米歇尔·福柯的思想所发展出来的偏执论述模式，失望的人文主义模式并未全盘否定任何合理认知欧洲以外真实情况的机会。他们采纳诠释学的基础假设，认为如果做出了足够的努力，每个文化所隐藏的含义亦可跨越文化界限来理解。这种跨文化的理解，却不能像19世纪实证主义的东方学所相信的那样，可以按部就班取得。设身处地的解释只能在最顺利的状况下达成，而且还要归功于天赋奇佳的阐释大师那种跨界的艺术，这几乎是个不可能的机遇。
于是，一群研究欧洲人所持有的美洲图像的历史学家得出一个伤感的结论：在1500年至1750年这250年中，众多拜访及描写美洲的欧洲人中，没有人真能在异国文化挑战下无条件打开自己的认知能力，没有人取得一个以美洲为中心的美洲图像。欧洲并未在“自然”和“为对方着想”下对这些新发现的土地和文化产生兴趣，只是透过接触对方，在物质和精神上大发利市。有关美洲的知识，完全停留在自我中心上[33]，错失了借接触来理解的大好良机。不仅是因为自我中心以及缺乏跨界的勇气对此有所影响，欧洲人带到新世界的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教育包袱，也脱不了关系。一个跨文化诠释学的大型计划，不是因为“缺乏”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解而触礁，反而是因为“过量”。
正当过去的旅行研究乐于指责海外旅人所谓的缺乏教育、轻信和天真之际，新的失望人文主义则反过来控诉古希腊罗马对近代异国文化观察家的思想专制。因此，绝非因不理解所见之事物，导致白白错失一个和平理解及接触对方文化的机会；反而是因为抱持着古希腊罗马的民族概念、亚里士多德的奴隶理论和奥古斯丁满怀恩赐的命定神学，导致过于相信自己能够理解实际上只是将事先设好的框架套上去的东西。在这个框架内，新的事物很快便被已熟悉的东西同化。[34]如此一来，美洲——或这种思考方式可以轻易转嫁过去的亚洲——便成为欧洲教育史上的外一章。
这种观点也不能令人满意。一方面，它将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作为衡量历史陈述的标准：以完全不预设前提的方式来认知异国的真实情况。针对这种“自我参照”所做的批评，打击到了一切认知的条件。“由自我出发”来认知异国的努力方式——这也是启蒙运动时代一些批判偏见的思想家心中的想法——最后却成了一种幻想。每个诠释都将自我与熟悉的事物，将传统与事先的判断，作为理解的前提条件。[35]另一方面，显得理所当然的是，那些还算有文化的近代早期欧洲人所认知的异国文明，会不断被他们的古希腊罗马知识框架打断。欧洲人的亚洲图像在那个高等教育立足于研究希腊罗马经典的时代中，绝对无法和同时存在的古希腊罗马图像分开。[36]不过，18世纪时，古希腊罗马的标准已失去了约束力。1731年，法国启蒙运动初期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布兰维利耶伯爵，便表示阿拉伯人的历史至少和希腊与罗马人的历史一样富有教育意义。[37]伏尔泰后来也有类似的看法。1768年，莱比锡的文化史学家约翰·克里斯托弗·阿德隆（Johann Christoph Adelung）接着表示，古希腊罗马权威学者的世界知识相当不足，大家必须阅读当代旅游作家的作品。[38]1790年左右，古希腊罗马的普遍权威地位受到质疑。接触亚洲文明比早期接触蛮荒美洲，更加有效地撼动了这种权威。直到世纪交替后的“第二次人文主义”，才以新的论述复兴了这种权威。
论述分析和失望的人文主义这两种解释模式，于是殊途同归地取得了类似的诊断结果。不管是一个无可避免、僵化成时势所趋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密谋[39]论述的后果，还是一个无法摆脱自我传统偏见的结果，近代欧洲人所撰著的有关美洲及亚洲的文本，被认为只不过是一场认识论的大灾难。研究缺乏真相、艺术价值不高的文本，这么做的理由最多只是为了透过文本中不断重复的证据，证明非欧洲文化在欧洲征服世界的时代中所蒙受的误解、扭曲及丑化。直到“后殖民主义”的现代，两个阵营的许多代表人物才相信有可能接近“异国”的真相。
假如这种不可知论就是针对“历史上的异国图像”所得出的最后定论，那么继续研究这个题目也就毫无意义可言。所有关于美洲、亚洲及非洲的藏书，其内容就形同欧洲人愚蠢自大的文献资料，最好干脆束之高阁算了。还会有替代性的做法吗？
有一种最显而易见的替代性做法至少还差强人意：回归到不先做批判的历史写作，将欧洲人不断扩张视野的行为，视为纪念一种近代西方认知其他文明的独特机会。[40]说来没错，近代没有其他任何重要文化创造出胜过欧洲文化因为对遥远异国感到好奇而发展出来的科学。[41]不过，这种知识扩张和欧洲帝国主义与殖民扩张的过程不能分开来谈。这种知识的认知和帝国扩张的特质是紧密结合的。此外，在一种烙印着思想史上追求进步并对不断仔细测量与将实际情况图像化深感兴趣的地理大发现历史背后[42]，隐藏着一个科学史过于狭隘的概念。近代早期的亚洲文本，只以现代东方学和民族志的史前史资料身份出现。这个方向白白错失了文本分析的心得，未将史料置于撰写当时的时代脉络之中，反而将之纳入一个时间序列，而此时间序列的最高峰就是今日的研究成果。人们对近代早期前往亚洲旅行的人最感兴趣的是，按照今天的标准，他们“已经”正确看到的是什么。只有对制图学、正确的自然描述，以及适度范围内的语言学来说，这种增加认知的“内在历史”（immanente Geschichte）才在一定的范围内有益处。
认知差异
这本书会试着采取其他途径。那些不假思索被标示为亚洲“图像”的东西，多半都出现在文本中。透过文本，我们可以努力挣脱困境。之所以从文本出发，并不是因为“文化”本身可以被理解为文本[43]，因此可在文本解释中实现文化史的目的，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比文字更好的史料，可以将异国文化的印象与幻想输入我们自己的认知与思想脉络中。对文学研究者而言，文本应该是他们学科中的基础；对历史学家来说，文本则是社会范畴中个人创造的结果。我们感兴趣的，应该先是文本的形成过程。个别的文本出现之前，都先有经验、意图、认知、想象、观看、听闻、既定风俗及革新意志等过程。虽然多数文本是研究时不可或缺的材料，但其本身却是许多复杂过程中很晚才出现的结果。第三章至第七章便是在处理这些勾画出“异国图像生成逻辑”的过程。这种逻辑中包含了旅行及许多殖民所需的知识，包括“行动观察家”[44]与异国文化环境的实际接触与互动，包括整个学者世界及他们自己的认知兴趣和判断标准，最后也涵盖了依循“利用与竞争”法则的文献市场。
因此，欧洲人的亚洲文本不该被视为自行衍生的静态“代表”，而应该置于社会实践过程中相当具体的共同脉络之内。如此便可观察到文本在真实情况和虚构、教导和娱乐间不断变动的现象。若将异国文化的本体架构及外部图像视为泾渭分明的对比，并仅仅着眼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涵，或只是探究文本的经验正当性，势必将忽略近代早期的重要亚洲记述之多元意义。正是这种多元意义赋予了文本持续的魅力。若无此魅力，文本恐将只是欧洲人自我陶醉的表达方式，或仅仅是来自已有认知的先入为主的肤浅之见。文本同时具有两种意义：既是欧洲人想象力的草图，亦是以当时的认知工具去了解真实的各种尝试。
共同脉络化的第二个层次，便是将个别叙述置入论证的相互关联性之中，也就是论述分析的“论述”之中，即在使用这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概念时，不采纳源自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架构。亚洲事物以多重姿态成为欧洲人辩论之际的论证：蛮荒与文明、进步与堕落、统治与正义、国家的富裕与贫穷、女性的权利与幸福、宗教的真理与谬误等辩论。本书后半部分会处理一些这方面的辩论。本书不是图像史，而是“理解的历史”及其工具的历史：包括了概念及构成概念的各种惯用语，或思想史学家波考克（J. G. A. Pocock）所谓的“语言”。[45]
这种理解的对象便是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差异并不是从头到尾完全不同。提到亚洲常常是欧洲的“异类”，只是老生常谈。不过，在个别作者眼中，这些差异到底在哪？如何评价这些差异？如何针对各个亚洲文明进行比较，看出它们以何种特殊方式有别于欧洲，并且彼此之间产生差异？粗略的“二元对立”思想，例如一概将自我和异国视为对立，只会让人更难理解这种微妙的认知差异并确认差异何在。“异国风格”不是一个清楚绝对的范畴，而是一个相对且变化多端的范畴。[46]来自17或18世纪、将欧洲与亚洲结合在一起的个别文本陈述，都需要重新衡量这种文化差异。史学家的任务在于重新建构这种测度方式。为什么要如此做呢？欧洲在18及19世纪界定自己为非亚洲。现在有趣的并非此事已经发生，而是如何出现了这种情况。满足于一个倒置世界中的简单思考模式的时代，早已过去。在具体的个案中，哪里可以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特殊差异？这种差异会被视为优越或低下吗？这种差异是可以跨越的，还是自然生成、无法改变的？我们该如何尝试克服差异所带来的惊恐？是透过抵制来排斥异国文化，还是试图同化接纳、合理妥协，又或者是以殖民方式来控制，以西化改革来消弭不同之处？[47]
是否这无数个别的差异，会积累成一个重大的思想史发展过程，并纳入欧洲人的意识变迁史中，则是这些问题当中最难回答的一个。本书最后一章会试图提出一个答案。
空间
我必须先说明，这里研究的不是一个德国的、法国的或英国的“亚洲图像”，而是整个欧洲对亚洲的观察和陈述。当然，各国陈述间的差异无可避免。殖民利益与日俱增的英国人看印度，便和因外交无力而殖民事业远远落后但可能因此保有更大评断自由的德国人有所不同。不过，在18世纪，这种国别上的细微差异却被启蒙运动的全欧参照空间弭平。在欧洲境内，思想的影响路线往往已非双边的：法国人孟德斯鸠的英国图像在德国造成重大影响，比英国的自我表现可能还要巨大。对亚洲的辩论，同样也在全欧展开。当时的学者懂得多种语言，对不能驾驭多国语言的同时代人来说，那些来自亚洲国家内容丰富的一手报道，也在短期之内被译成多种语言。
像17世纪90年代认识了伊朗和日本，并针对两国写下颇受赞扬的学术作品的安格贝特·坎弗（Engelbert Kaempfer），是一位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自德国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医生。他以德文撰述日本的手稿，被英国收藏家和科学研究的筹划者汉斯·斯隆（Hans Sloane）爵士购得，并于1727年以瑞士人约翰·卡斯帕尔·朔伊希策（Johann Kaspar Scheuchzer）颇不忠于原稿的英文译本出版。而在欧陆，则是1729年朔伊希策译文的法文翻译较有影响力，连在当时较懂法文而非英文的德国也不例外。只能阅读德文者，必须依赖法文的二手翻译（1749年），直到坎弗的原稿在1777年至1779年出版为止。[48]对18世纪的文学市场来说，这种复杂的出版命运很典型。我们可以察看安格贝特·坎弗的生平——他在但泽（格但斯克）、托恩（Thorn）、克拉科夫（Krakau）、柯尼斯堡（Königsberg）（加里宁格勒）及乌普萨拉求学[49]——而他的公开影响主要是“德国的”。其实，这更是一种全欧性的学者共和国的现象。[50]同样，法国耶稣会——也就是成员自认为是世界主义精英的一个团体——的中国报道中，也没有太多专属法国的中国图像。在莱比锡及哥廷根求学的瑞士巴赛尔城近东旅行家约翰·路德维希·布克哈特（Johann Ludwig Burckhardt），在英国“非洲协会”委托下从事旅行，并以英文撰述，也未呈现出典型的瑞士人观点。[51]至少，我们必须浏览一下以法文、英文及德文撰述的亚洲文献。许多文献也以荷兰文、意大利文及俄文出版，至于18世纪西班牙文及葡萄牙文的报道，则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
在亚洲这个对立对象中，又有什么可以了解的？欧洲人的亚洲论述出现在国家、地方及洲际三个层次。首先，大家撰写的对象是可以区别开来的政治实体（中国、奥斯曼帝国、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等），或现代意义下可以清楚辨识出来的国家（波斯、日本、暹罗/泰国等）。在更进一步的论述中，则会处理到个别的民族、城市或地方。这自然是观察者直接的认知角度：可以亲眼看到北京的街景，而不是“中国”。不过，这种地方的视野绝非一种单纯的近处观察。随着愈来愈了解一个国家，或自以为了解时，旅行家的企图也就愈大，他们会想特别注意不同的地方和区域。“打死人，”德裔丹麦籍的东方旅行家卡斯腾·尼布尔（Carsten Niebuhr）也向一直对异国法律习俗感兴趣的大众报道说，“连在也门‘伊玛目’[52]统治的小地方都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更甭提整个阿拉伯地区。”[53]这种细节观察，随着英国人自18世纪晚期在新近征服的印度地区所从事的详尽方志记述而达到高峰。[54]
在国家及地方这两种层次之上，还有一个洲际的评论方式，意即比较不同的亚洲国家和文明，并概述“亚洲”及“亚洲人”，或“东方”及“东方人”。这种相当抽象的看法，绝不只在窝居在家的卧椅哲学家身上见到。每当——这常常出现——一位旅行家描述一个景象或一种行为方式，并评之为“典型的亚洲特色”时，这种洲际的评论模式就产生了作用。这三种模式几乎同时出现在丰富的文本中。如果想要掌握这三者，就必须像当代人理解这种表达方式那样，把“亚洲”视为一个整体。[55]伊斯兰的西亚、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及往西直到埃及，甚至摩洛哥，都包含在内。特别是埃及，被视为整个亚洲的前哨站。[56]有些人甚至如此推测，中国文化不也源自埃及吗？[57]在18世纪，奥斯曼帝国愈来愈被视为“亚洲的”，也就是一个非欧洲政权。在18世纪末，提到亚洲人，几乎也把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及波斯人涵盖进去。
断代
本书所处理的18世纪，界线并不在1700年至1799年之间。这是一个“漫长的”世纪，约起自1680年，终于1830年。[58]在这一点上，思想史的标准及断代的规则必须和欧亚关系的实际历史节奏结合起来。
关于起始日期，轻易便可达成一致看法。研究欧洲启蒙运动的史学家几乎都认为，启蒙运动哲学家［贝尔、丰特内勒（Fontenelle）、洛克］在17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59]，而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新式的旅行观察家——这些通晓当代科学的学者或士绅，出于追求知识、传教任务或外交目的，踏入遥远的异国，而非因为热爱冒险及商业利益。[60]1680年到1730年前后，成了开拓亚洲的英雄时代。有关这个大陆几乎所有国家的状况，这个时期出现不少以实际经验为依据所做的精确描述，直到19世纪仍被视为典范。这些描述助长了巴洛克及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异国情调时尚，如法国的东方时尚，从拉辛（Racine）的悲剧《巴亚柴》（Bajezet，1672）开始，到安东尼·加兰德（Antoine Galland）1704年至1717年出版的部分《一千零一夜》译本而达到高峰。[61]17世纪80年代中期起，身为法国大众先驱的耶稣会教士为法国大众报道了中国的消息；这些报道使得法国自18世纪30年代起，在艺术及工艺美术上兴起了中国风格。[62]17世纪80年代起，像暹罗这样重要的亚洲国家，首次成为欧洲人的关注焦点。法国外交官西蒙·德·拉·卢贝尔（Simon de La Loubère）的作品《暹罗王国》，成了普受赞誉及模仿的第一手出色的国家记述。在同时代人眼中，只有让·夏尔丹（Jean Chardin）那本名列近代重要游记之一的《波斯游记》（1686年出版片段，1711年则完整出版）可与之抗衡。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主要记录在那位永不知疲累的旅行家让-巴蒂斯特·塔韦尼耶于1767年起即不断以各种不同版本重印的《游记》（Voyages）中。不久后，1667年至1678年以英国领事身份待在士麦那（Smyrna）［今伊兹密尔（Izmir）］的保罗·莱考特（Paul Rycaut）爵士，以空前的细密手法描述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系及社会生活。这时，荷兰文的亚洲文献重要性锐减[63]，法文、英文以及慢慢出头的德文，成了描述亚洲的主要语言。
一些重要的实际日期，随着这种亚洲报道在质量上的大幅提升而推迟出现。对亚洲而言，这个世纪末开创了类似“近代晚期”的纪元。17世纪80年代，和路易十四同代、在名声上不相上下、在治国艺术上却凌驾其上的康熙皇帝，在1644年满清逐鹿中原、政治动荡的数十年后，确立了新清朝治下的中国内部和平状态。一百多年来，清帝国宛如一个欧亚超级强权，经济上自给自足，以近代标准来看，是个富裕、文化自觉、不为欧洲帝国主义政策所动的国家。[64]17世纪初，日本德川幕府驱逐天主教传教士或令其殉教，并以集体处决方式压制当地的基督教。1639年起，日本严格执行锁国政策：外国人禁止在日本停留，日本人则不得离国。只有1638年提供船炮给平户诸侯用来镇压日本天主教徒无谓起义（岛原之乱）[65]的荷兰人，可以在极严格的条件下继续从事贸易活动。在长崎港的人造岛屿“出岛”上，在类似监禁的条件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和日本人隔离，只能和外事警察官员、国家委任的翻译人员及妓女接触。[66]在内部稳定、外在主权及经济动力上，日本更胜中国。1710年左右出现在日本，而中国要到该世纪中才浮现的经济与生态问题[67]，尚未让这两个国家在面对工业革命前的欧洲时落于不利地位。
就如同对中国一般，17世纪80年代对整个东南亚来说，也是个分水岭，不过是厄运之始。[68]截至168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都能成功压制其从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总部到整个爪哇的当地对手。[69]现在这个肥沃且人口众多的岛屿，大部分落入了一个颇不完备且力量薄弱的殖民统治下。1688年，和英国光荣革命同时，暹罗经历了一场政治变革。这个“暹罗革命”在欧洲颇受瞩目。在路易十四派遣众多外交使节为法国世界政策赢得的潜在伙伴——具有国际观的国王那莱（Narai）——死后不久，仇外的反对势力便推翻了那莱的首相康斯坦丁·费尔康（Constantin Phaulkon）。这位希腊人娶了一名日本基督徒，依照欧洲方式生活，周遭全是法国教士和英国商人。[70]暹罗自此与世隔绝，虽然不像日本那样严格，但也十分严重，不再是过去那样的传教地区和贸易伙伴。
在17世纪90年代，或许可以精确标示在1689年[71]，印度强大的莫卧儿王朝已越过了其帝国高峰期，不过，这连目光敏锐的同时代人都暂时无法察觉。然而，1707年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之死，却跟着暴露出相对北方强大邻国而言，其松散的帝国机构中一连串致命的缺陷。短短几年内，莫卧儿王朝四分五裂；残余的主要部分变成了印度的一个普通强权，一个原来帝国的影子。虽然，这些戏剧性事件还未打开英国殖民统治的大门，却在最短时间内改变了南亚的政治地图；18世纪60年代之前，英国还未控制印度这些幅员辽阔的国家。当地政治势力先是中兴，并将莫卧儿无远弗届的伊斯兰王朝转变成一个多元的国家体系。没落的伊斯兰逊尼派萨非王朝在伊朗还苟延了一些时候。直到1722年，阿富汗部落的入侵摧毁了这个合法的王朝，长期的纷乱和篡夺才戏剧性告终。不过，欧洲人却无法在政治或商业上从中渔利。[72]
最后出现的，是近代伊斯兰第三个“火药帝国”（Gunpowder empire）[73]——奥斯曼帝国。和近代其他年轻的伊斯兰帝国相比，奥斯曼帝国极能自保。自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以来，奥斯曼帝国成为地中海东岸主要的政治要角，16世纪时，甚至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强权。[74]有关帝国由盛而衰的过程，至今已有许多文献和争论。和印度与波斯及后来西班牙世界帝国的快速瓦解相比，奥斯曼帝国的没落非常缓慢无形。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就算不再是基督教世界的梦魇，仍是一个强权。1683年攻占维也纳失败，打断了这个长期以来战无不胜的奥斯曼军事机器的扩张力量。卡洛维茨（Karlowitz）合约的缔结（1699年），使苏丹失去了匈牙利，标志着基督教势力开始击退奥斯曼帝国。不久前气氛仍然低迷的欧洲，一下子改观：在原本恶魔般的敌人图像外，受骗的土耳其丑角现在出现在艺术作品中，就像莫扎特歌剧《后宫诱逃》中的后宫守卫奥斯明（Osmin）一样。
就算不是所有个别的发展趋势都方向相同，仍有许多事件一起出现，这令1680年后的年代成为亚洲历史上的转折时期，也成为欧亚关系的关键年代。如果回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企图辨识出亚洲不断没落及欧洲兴起的转折点的话，那就过于简单。中国没有任何没落的迹象，反而刚进入一个被视为“清朝盛世”的长期繁荣阶段。日本在17世纪保有传统，慢慢创造出19世纪后半叶对其现代化有利的前提条件。至于在其他发生内战及体制崩溃的亚洲地区，欧洲人也没讨到多少好处：贸易萎缩，更别说军事干预及建立殖民统治所费不赀。整体而言，从权力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来看，18世纪是个欧亚不稳定均衡的年代。与此相对，出现了一种思想上的均衡状态，令这个时代的思想比后来征服世界的西方人所流露出来的胜利意识形态，更加令人着迷，是迄今更具意义的力量。英国史学家卢梭和罗伊·波特（Roy Porter）便陈述如下：
当时欧洲本身具有足够的自我批判能力，能免于自以为是，虽然还不至于将其他文化当成平等对象看待，更不会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打交道，却仍承认那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不过为期甚短，之后白人历史使命的逻辑便要求压制、拆除及摧毁这些文化。[75]
这种均衡在19世纪前30年被打破。现在，欧洲早期的工业化改变了经济力量，不利于后来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时，欧洲借着新的侵略性格，入侵其他文明。英国人完成了印度的征服，赋予这个殖民国家至今超过百年的有效模式。1825年至1830年，十分血腥的反荷兰起义，在亚洲早期殖民主义第二个桥头堡爪哇上，标示出一个过渡到更加直接掌控当地社会的殖民主义形式。[76]不像18世纪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1821年的希腊自由战争，再也不是纯粹的强权政治。反土耳其的政治宣传，将双方的血腥冲突转化成西方世界追求自由和东方暴行间的斗争。同样在19世纪20年代，清王朝也开始因来自印度的鸦片走私，进入瓦解过程，导致了1840年至1842年彻底去除中国神秘面纱的中英鸦片战争。与此同时，多民族的沙皇帝国，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其境内）现在受到民族主义蛊惑的俄国国民和外国人划清界限”[77]，其对象主要是那些沙皇臣民中的非基督教徒。在北美，印第安人则在政治上失势。[78]
约在1815年至1830年，亚洲论述也出现变化，导致一个思想上的时代断裂。在有关描述欧洲以外的民族和文明的文献中，原有的叙述方式和看法还在新的世纪中持续了一阵子。1805年，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开始出版重要的美洲游记作品，为兴趣广泛的旅行家百科全书式认知异国文化真实情况的启蒙运动传统，划下了辉煌的句号。[79]1818年至1820年，一般大众又见到耶稣会自17世纪早期在中国收集而来的高水平各类知识汇编书籍[80]，宛如过去的空谷回音。亚洲认知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现在进展迅速。1822年，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破解埃及象形文字，巴黎成立亚洲协会；1823年，皇家亚洲协会在伦敦成立；在随后的1845年，借鉴自古典语文学和其他“学校人士”的德国东方协会出现了，它成为德语地区东方研究者的社团。[81]
随着亚洲知识因专业化而成为专业学科，亚洲知识却在教育知识中被边缘化，接着，在欧洲意识中亚洲的威望大损。这个过程在1830年左右结束。1822年，当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其世界史哲学讲课中，判定亚洲文化的世界史意义早已过去时，便开启了新的纪元。在世纪交替间的20年中，把学习波斯文、印度文或中文当成古希腊罗马经典传统教育外的补充甚至第二种选择的那种兴奋，也冷却下来。德国中学继续教授着希腊文，而非梵文或波斯文，歌德后来那种对包含亚洲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的业余狂热，也无任何仿效者。当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这位诗人及翻译家嘲弄歌德时，便已提到了职业东方学者的自大态度：
他尝遍了西方，
现在开始酿造东方。[82]
在这一年代，近代那种旅行方式也终于失去其理所当然性。除了从夏尔丹到洪堡这些具有英雄性格，及包括探勘南北极某些活动地点的个别学者外，冒出了企业组织下出游远方的人士：观光客。[83]《布洛克浩斯百科全书》（Brockhaus Conversationslexikon）这样解释观光客：“一个不为特定目的从事旅行的人，例如科学目的，而是只为旅行而旅行，之后再加以大肆描述。这一定是个在风俗习惯及观点上具有细致世界观的人，但在他的描述中却留下了没有边际的主观态度。”[84]“没有边际的主观态度”到那时为止，是游记作家最严重的原罪，一种公开的谎言。
1841年，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发明了一次付清款项的旅游方式。1833年，已有从法国组织出团的土耳其之旅，开始时，一定还是个漫长而冒险的活动。[85]1839年起，便有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关于东方国家的旅游手册出版[86]，一种可以立即参考使用的书籍，和针对待在家中的学者同侪所撰述的旧式游记毫无相同之处。1840年左右，赫曼·冯·普克勒-穆斯考侯爵即已在上埃及的底比斯记下“惨遭艺术之友……蹂躏”[87]的字句。1847年的《布洛克浩斯百科全书》中提到的当时最受欢迎的观光国家，即现在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西班牙、葡萄牙“及特别是直到印度的整个东方”。[88]在苏伊士运河开放前20多年，印度已成为大胆度假人士的活动范围。
如果要找个图像来好好结束这个时代，那就是1829年10月在里海上度过60岁生日的洪堡：这位曾经征服丛林和安第斯山的学者，现在是位轮船上的旅客。[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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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知识之路
第二章 亚洲—欧洲：界线、均衡、等级
我第一次踏上亚洲的土地，我一下划艇就趴在地上亲吻土地，仿佛那是我的精神祖国一样。[1]
老迈的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Joseph von Hammer-Purgstall），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三四位东方学者之一，如此回忆他年轻时的一个重要时刻。哈默的“亚洲”不止一个。首先，那是一个地理名词。哈默越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苏丹的领土上已旅行了一阵子。不过，这位25岁的奥国外交部助理翻译官，在1799年9月不仅抵达了温卡尔·伊斯凯莱西，也同时进入了“亚洲”。年轻的哈默在跨越大陆、变换世界之际，或许深深感受到一种激动的情绪，然而这种情绪之后则成了陈腔滥调。在金角[2]这个两大洲交会、景色如画之地，可以轻易察觉这种激动情绪。在此，哈默的“亚洲”亦是一个“精神祖国”，一个概念。哈默在此一圆他渴望的文学研究的愿望，召唤出亚洲是文明源头这个古老的概念。
俄罗斯帝国中的亚洲及欧洲领土
欧洲在哪结束？亚洲从何开始？这种问题往往要视欧洲的变动与活跃程度而定，很难清楚回答。[3]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欧洲东边界线的问题又再出现，没有定论，成了欧亚大陆在世纪更迭之际政治上，或许也是文化上的最大挑战。[4]无数文献现在证明“欧洲”是个文化上建构出来的产物。在“欧洲”这个观念与意识的历史中，可以见到一长串完全不同的尝试，分别从外在的边界到内部的共同特质来界定欧洲的“身份”。[5]“亚洲”也是一个欧洲设计出来的概念。在“欧洲”这个概念被接纳前，亦即在19世纪中期之前，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日本海之间，没有任何文化具有一个超越文明的整体观念，一个涵纳所有高级宗教——连基督教也源自“亚洲”——及各种不同人种特质的民族实体。“东方”“东边”（“远东”—“近东”—“中东”）“东印度/东方印度”等，也是随意界定，尤其是基于欧洲判定异国文化行为的归纳划分需求。就连我们今日所习惯的洲际划分模式，亦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惯例，而非源自地表的物理结构。为何乌拉尔山以东及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边在地理上应该完全不同，实在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6]
那时候起，关于欧洲界线的问题，就有各种令人吃惊的可能答案：文化空间和地图学上的空间，两者不一定吻合。例如，由荷兰人奠立，1806年最终由英国人接收，成为其亚洲舰队中转休息站的南非开普敦，是不是真的位于非洲？一名持怀疑态度者在其1816年的旅行印象中陈述道：“开普敦完全是欧洲风味，让人提不起兴趣，至少对那些从西方来的人来说是这样。”[7]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19年所建的亚洲基地巴达维亚，亦不断有类似评语：虽然有许多有色住民（特别是中国人及马来人），这里仍是一座热带的荷兰城市，华丽雅致，“可和欧洲最重要、最富有和最美丽的地方一较高下，甚至某些方面还略胜一筹”。[8]在殖民主义扩展之处，人们也立下了界碑，确立了欧洲的边界。在这些桥头堡结束之处，亚洲跟着展开。
对海路旅行者而言，洲际的界线很少是种感觉的问题。在告别和抵达之间，只有茫茫大海，因此一离开船，也就踏进了亚洲。不过，对陆路旅行者来说，这件事就困难多了。在政治边界不明之处，就需要其他标记。对有些人来说，“亚洲”在伊斯兰尖塔取代教堂塔楼及听到祈祷报时人的喊声而不是教堂钟声之处开始，或是碰上第一个骆驼商队之处，便表示他们抵达了亚洲。[9]反之，英国外交官詹姆斯·查士丁尼·莫里尔（James Justinian Morier）1812年10月5日从波斯越过了边境的阿拉斯河时，立刻就知道他不在俄国，而是抵达了欧洲。他没见到骆驼和骡子，而是见到了推车和马车。[10]欧洲可是轮子的世界。[11]
从陆路前往亚洲，要经过巴尔干半岛或俄国。自17世纪初开始征服与开垦西伯利亚后，多元民族的沙皇帝国便跨越了欧亚大陆。18世纪时，在埃德蒙·伯克的《人类大地图》中，俄国就已包含了无数的社会文化差异：从圣彼得堡、雷瓦尔（Reval）（塔林）、里加（Riga）及（后来的）明斯克等西化城市社会中的无数社会差异和层级，到西伯利亚的狩猎采集民族。[12]对跨越许多俄国内部文化分界的旅行家来说，亚洲的重要界线在哪里不过是个没什么实际意义的问题。亚洲显然先从政治上的帝国界线开始展开。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这是一个军事上的扩张界线，一边针对伊朗和奥斯曼帝国等伊斯兰强权，一边面对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再来便是抵御不断被击退的高加索山地民族。
1829年8月，冯·洪堡以沙皇政府的贵宾身份，造访了草原边界的防御工事，即抵御中等大小的吉尔吉斯部落的“防线”。[13]他之前见到的是种完全不同的边界：和中国比邻的疆界。圣彼得堡和北京在1693年及1727年签订了达成实际上权力均衡的法律条约，确定了边界及边界交易的形式。自此（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个双方严加防守的疆界，或许是世上最平和及稳固的强权分界所在。[14]西欧旅行家很高兴抵达清朝的领土：“……边界旗帜的这一头是惊人的大片荒地，但另一头，中国人住在村落及畸零地上，开垦了土地。”[15]抵达中国这方最重要的边关市镇双子城——恰克图/买卖城（Kjachta/Maimaicheng），便意味着再度踏入文明之地，那里的街道和屋院“整齐清洁，正如在荷兰小城所见一般”。[16]恰克图虽然位于清帝国的蒙古部分，却并不处在一个持续开发的地区的边缘。对精疲力竭的旅行家来说，直到抵达数百年前搭来抵御亚洲内部“蛮族”的长城时——在横穿戈壁沙漠的最后一段旅途中，一个最受人欢迎的景观——才算回到了文明的“空间”中。1720年11月2日，当由里昂·瓦西列维奇·伊兹梅洛夫（Leon Vassilevič Izmailov）伯爵率领下离开圣彼得堡13个月后的俄国使节团在大约40英里外看见长城时，“我们的一名团员大喊‘陆地！’，仿佛我们一直都在海上”。[17]
代表团成员之一的苏格兰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在他后来详细的旅行叙述中，毫不怀疑长城这边的国家根本不用害怕和西欧相比。中国边境官员的接待已经非比寻常：“我从未碰到过如此殷勤的接待。”[18]对这位相当客观的观察家及大多数18世纪横穿西伯利亚的旅行家来说，抵达中国不只是踏入一个陌生的异国世界，而且是在世界最长的陆路旅行劳顿后，再度回到文明的土地。和俄国与波斯的边界相比，这种差异更加明显。在1804年至1813年第一次俄国伊朗战争（也是伊朗和欧洲基督教强权最早的冲突）后，阿塞拜疆北部的汗国被并入沙俄，这个边界地区便被描写成人烟荒芜的地带。[19]
和旅行家的边界经验不同，地理学者试图将欧亚大陆分成两块。在这些地图学及专业术语后面，有的不只是地理学知识的长足进展。18世纪以降，愈来愈精确的空间描绘工具已足以勾勒出政治的远景。所有近代的帝国强权——从西班牙到清帝国——都运用地图来详细描绘自己统治及占领之地，并规划帝国的未来领土[20]，俄国也不例外。这个王朝的欧亚双面性格，打开了进一步建立想象的机会。
1719年建立自己制图局的彼得大帝，在1721年大北方战役中击败了瑞典后，宣告莫斯科的沙皇国为帝国，或以西欧强权的标准来说，为一殖民王朝。自此，西伯利亚不再是个广袤的垦殖地区，而是帝国之内与欧洲领土相对称的部分，依据帝国意识形态来扮演自己的角色。如此一来，区分王朝为亚洲及欧洲部分的问题，首度成为地理上及政治上的问题。将顿河［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笔下的“塔内斯河”（Tanais）］及和黑海相接的亚速海视为欧亚间界线的古希腊罗马传统，在近代仍具影响力。[21]在法国重要的地理学者纪尧姆·德利尔（Guillaume Delisle）的欧洲地图中，基本上把顿河这条界线而不是更西面的界线当成“莫斯科欧洲”和“莫斯科亚洲”的分界。[22]18世纪30年代，当了13年俄国战俘的瑞典军官菲利普·冯·斯塔伦伯格（Philipp von Strahlenberg）及身为沙皇彼得大帝地理顾问及西化理论家之一的瓦西里·塔提斯切夫（Vasilij N. Tatiščev），则把这条界线向东移至乌拉尔山区。[23]西欧地理学者还要等上一阵子，才采纳这条乌拉尔山界线。1759年，在研究文献之后，伏尔泰得出结论：“欧亚的界线仍然模糊。”[24]但在1771年，18世纪末知名的地理学者及自然科学家彼得·西蒙·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将乌拉尔山边界细腻定义成一条物理生态的界线[25]后，这条界线才在西方文献中获得认可。最后，由于乌拉尔山区南端界线延伸的问题悬而未决，大陆界线遂被约定俗成地划定在沿乌拉河直到里海的这个范围中。[26]
在俄国人的意识中，这个帝国内部的界线划分具有重大的意识形态意义。[27]西伯利亚被“亚洲化”，成了彼得大帝转向西方寻求认同，也就是在国家机构、统治意识形态及精英文化西化下的“欧陆”俄国的殖民储备空间。西伯利亚的亚洲化，结合了现在从西方地理学术语中借用而来的“大鞑靼”概念，并试图在北方领土的文字记述中，唤出一个类似俄国的墨西哥或秘鲁的画面。与此同时，沙皇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欧洲对亚洲的优越性，借以模仿西方殖民强权的帝国意识。对商业的各种深厚期望，似乎暂时得到了满足。
不过，当19世纪初期北亚的暂时繁荣所依赖的皮毛贸易失去重要性时，西伯利亚的声望也跟着下跌。叶卡捷琳娜女皇执政期间皇冠上最为闪耀的珠宝，成了无用和野蛮的饰物。罗曼诺夫王朝下的欧亚姊妹关系，在俄国大众眼中成了王朝兴起的西方和原始停滞、似乎只适合流放囚犯的东方之间的尖锐对比。19世纪20年代中期后，在俄国的价值重整中出现了一种声音——根据个人品位及政治方向的不同，通过对俄国社会进行激进的改革或者保守的创新，将西伯利亚的单纯朴素注入进来。[28]就在1830年波兰十一月起义遭到镇压的同时，英国、法国及德国的自由媒体造出一个沙皇“东方专制”扩张的骇人图像。[29]在18世纪末，就有个别声音提醒要注意俄国这个“西方的天敌”[30]，或至少对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改头换面的专制抱持疑虑的态度。1748年，孟德斯鸠就已察觉到沙皇王朝市民社会的缺陷，并预言在一个农夫“不能自由脱离地主”并歧视贸易的国家中，是无法摆脱专制的。[31]至少对他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沙皇王朝的欧洲部分甚至在彼得改革后，仍是一个东方强权。俄国自我及外人认定为“亚洲”或“半亚洲”文化的这个大题目，在19世纪后半叶又继续得到激烈的讨论。[32]
奥斯曼帝国：欧洲强权还是野蛮的异族文化？
关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关系，之前已有类似的争论。从地理上来看，一目了然：正如欧洲在西南结束于直布罗陀海峡，东南结束于博斯普鲁斯和赫勒斯滂[33]。正如俄国一样，两大洲在一个帝国范畴中交会。奥斯曼帝国时强时弱地控制着从埃及到阿尔及利亚的非洲地区，是个跨越三大洲的帝国，由一个绝大部分来自基督教巴尔干地区及黑海的多种族统治精英阶层管理。[34]古希腊罗马后期及中古地中海地区的大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清楚地看出，奥斯曼帝国绝不能只被视为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家。[35]然而，在地图学的惯例上，仍然采纳“欧洲土耳其”及“亚洲土耳其”的区分方法。地理学参考书籍经常在不同的书册中，单独处理亚洲和欧洲的土耳其。
一个地图上“欧洲土耳其”的存在，是不是也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是个欧洲强权？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实际上，一个欧洲国家体制正在慢慢成形，愈来愈多的评论家都一致表示，在奥斯曼帝国中发现了这个体制的要素。[36]在奥斯曼帝国1683年围攻维也纳城及1687年的莫哈奇（Mohács）战役——在苏莱曼大帝于1526年取得控制匈牙利大部分土地之处发生——惨败之后，基督教国家和奥斯曼帝国间的强权政治关系转变，舒缓了“土耳其人祸害”的实际状况，土耳其人的图像也因而去魔化，促使欧洲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凌驾于这个过去宿敌的永恒题材。[37]1671～1672年，年轻的莱布尼茨要求法国占领埃及，并前往巴黎亲自游说科尔贝（Colbert）部长攻击奥斯曼帝国时，便已看出奥斯曼帝国地缘政治学上的弱点。[38]几年后，巴尔干半岛上的奥斯曼人果真开始遭到击退，一个绝非持续进行的长期过程，但已不再需要一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十字军意识形态，就像在强权政治之初试图为梵蒂冈效力的“神圣同盟”一样[39]。17世纪70年代起，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语言已是“欧洲的”，而非“基督教的”。[40]
由于18世纪的欧洲强权体系被视为一种权力均衡的价值中立机制[41]，因而现在几乎不再赋予奥斯曼人为非信徒这个事实任何政治意义。在国际政治中，宗教及意识形态从未像在18世纪那样无足轻重。只要奥斯曼帝国依循基督教国家所要求的、以理性权力政治原则制定其外交政策[42]——而这意味着利己与缺乏伦理精神——那就没有任何借口将土耳其人视为欧洲政治中的“异端”。1765年，埃德蒙·伯克称奥斯曼帝国为一欧洲强权时，便表达出一般人的看法[43]。在这个世纪（18世纪）后半叶的许多政治学及史学作品中，奥斯曼帝国以欧洲的一部分现身。约翰·克里斯托弗·贾特勒在其系统描述世界上所有已知民族状况的《世界统计概论》（Allgemeine Weltstatistik）一书中，把奥斯曼帝国当成欧洲强权来处理。[44]当时贾特勒在德国最前卫的哥廷根大学的同事路德维希·斯皮特勒（Ludwig Spittler），则把奥斯曼帝国纳入他的欧洲史中。
在这一时期，将欧洲重新定义为一封闭的价值社会的新趋势已显而易见。1774年，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被批评不具任何国际法概念。[45]1791年，埃德蒙·伯克收回自己早期的看法，宣称奥斯曼帝国由于其不同的宗教文明，是亚洲的一部分，不能纳入欧洲的国家体系中。欧洲这个体制不仅是权力均衡的机制，也是一个可以回溯到民族大迁徙时代、具有独特历史根源的价值社会。[46]同一时期，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其《人类历史哲学观》（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5-1791）中，以“欧洲的外族”这一标题来处理土耳其人，表示土耳其人不属于“古老欧洲的基本民族……在远古之际即已纳入其中”。[47]赫尔德跟着详细写道：
来自土耳其斯坦（Turkestan）的土耳其人，尽管在欧洲停留超过300年，对这个大陆来说，却依然陌生。他们结束了几千年来成为自己及世界负担的东方王朝，在无意识及被动的情况下，继续向西朝欧洲挺进。透过袭击欧洲强权，他们在同一世纪长期清醒保持着坚强无畏，在其治下的其他异国政体尽皆臣服；和他们将欧洲最美的国家化为沙漠，将曾思虑甚密的希腊人变成不忠的奴隶及邋遢的蛮人这种无可比拟的祸害相比，倒有一丝益处。有多少艺术作品被这些无知之人所摧毁！有多少遭到破坏，再也无法恢复。对所有住在其中的欧洲人而言，他们的王朝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只要时机一到，必将灭亡。因为这些千年之后仍想当亚洲蛮族的外国人，他们何必待在欧洲？[48]
在此，不是土耳其人的宗教受到批评——赫尔德使用土耳其人种这个字眼，而不是奥斯曼的政治王朝名词。将“民族融合”视为欧洲发展特色的赫尔德[49]，却不怎么支持以人种的因素排斥土耳其人。是他们不愿，显然也不能和一个高等文化同化这一点，让他们在赫尔德眼中成了欧洲土地上一个不受欢迎的外人。他们无法接纳“欧洲的共同精神”[50]。相反，在土耳其人治下的巴尔干民族却被赫尔德视为“欧洲人”，和希腊人一样，几百年来成为奥斯曼专制王朝的受害者。这样一来，便和奥斯曼人摧毁小亚细亚及希腊的古希腊罗马遗址，并将土耳其人来临前的肥沃土地化为荒地的批评结合起来。亵渎罗马治下欧洲在小亚细亚留下的文化遗产，似乎证实了土耳其人的外国性格。[51]
自从再也无法批评奥斯曼人向外侵略，像托马斯·桑顿（Thomas Thornton）这样以英国海外分公司商人身份在君士坦丁堡住了40年的亲土耳其作家，便显然更有理由指出，奥斯曼帝国已从一个声名狼藉的帝国主义者，转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政策下（特别是俄国）的客体。[52]这样一来，批评重心就集中在奥斯曼政权的非欧洲部分及土耳其文明上。保守的法国政治理论家路易·德·博纳尔德说得简单明白，土耳其人从未把巴尔干半岛当成家乡，他们只在欧洲扎营。[53]
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以文明欧洲之名进行干涉拯救，变得愈来愈有可能。例如，1795年，哥廷根大学中最活跃的学者克里斯托弗·麦纳斯（Christoph Meiners）反问道：
为何我们世界上的重要强权……从未想过，至少将希腊诸岛从穆斯林惨无人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免其遭到荒芜灭绝？我们可以说，像土耳其人这样征服统治的民族，对从未尝过幸福，反而从一开始就陷入不幸，并且苦难日增的国家而言，不具任何有效权利。[54]
这虽然是一种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强权色彩的论述方式，但从受压迫民族的幸福程度来说，却导出外国干涉其他强权内政的权利。看到英国在印度近来的军事胜利或爱尔兰状况的一名英国作家，也赶紧阐明，不是任何以武力取得的外国政权都是非法的；只有像奥斯曼那样的政权，将其臣民置于“无知与奴役这种令人麻木的桎梏下”，拒绝赋予他们一种启迪人心的“知识与善行的交流”，才是非法的。[55]
众所周知，欧洲并没有对抗奥斯曼的大型解放战役，但奥斯曼帝国也未曾因为以第六名“欧洲强权”参与维也纳会议（1814/15），而被纳入从现在起、在18世纪完全自行运转的均衡原则下所形成之确保欧陆内部和平的标准基本共识中。[56]这意味着，在紧急状况下，欧洲的边缘比欧洲政治体系的内部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因此，除了俄国，欧洲强权没有希望看到在18世纪发展成为可靠及可预期的体制强权的奥斯曼帝国瓦解与毁灭的任何政治企图。自1804年爆发了反奥斯曼的民族起义起——起先在贝尔格莱德“帕夏（Pascha）区”，接着在多瑙河侯国，最后在伯罗奔尼撒——欧洲政府便面对着一个两难困境（直到希腊的解放战争时，才不得不做出决定）：应该支持臣民反抗欧亚最老的统治王朝之一——奥斯曼王室，而违背所有后拿破仑时期的政府所分享的避免革命的原则吗？还是应该屈服于群众的压力，将热爱自由的希腊人对抗土耳其专制的起义行动英雄化，凸显出土耳其人的暴行，但同时又低估希腊人的残暴？1821年爆发的希腊独立战争，最后在意识形态上缓和下来，不被解释成为会影响欧洲带有指标作用的民族革命运动，而是保守地恢复了被土耳其人夺取了几百年的权利。[57]1822年4月在开俄斯岛（Chios）上，土耳其人屠杀了大约三万名基督徒，这场大屠杀作为最严重的一次对土耳其的侵害，导致后来奥斯曼帝国血洗伯罗奔尼撒半岛，因而人神共愤，介入干预几乎无法避免。1827年，英国、法国及俄国在一次国际法及维也纳和平体系无法涵盖的集体行动中，于纳瓦里诺（Navarino）摧毁了一支土耳其埃及舰队，希腊起义者因此躲过一场几乎注定的灭亡。[58]
在希腊的解放战争中，一个近几年出现的源自欧洲知识界、本质上非欧洲的，最后还带有泛希腊纲领的奥斯曼政权的野蛮图像，首度具有政治意义。有像拜伦（Byron）爵士这样的外国志愿者赶来拔刀相助的希腊起义，可以和古希腊人反抗波斯大王的举动比拟，成为欧洲反抗黑暗亚洲的象征。然而，在意识形态上将希腊视为西方的前线国家，在判断上也有不妥之处：19世纪早期的希腊人是否真的在近两千年中仍保有古希腊人的核心？他们是否可能已被东方化？他们真的还是我们的吗？[59]
直到1920年，土耳其才失去他们在欧洲大陆最后一块大型领地（除了伊斯坦布尔及其附近地区），因而局限在地理上的亚洲。不过，在19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及其在欧洲相应的土耳其文明的“亚洲”特性，几乎没有可争议之处。肃清奥斯曼帝国所失去的领地上的土耳其人，可被轻易合理化。不同于年轻的约瑟夫·哈默，对大多数他的同时代人而言，“亚洲”并不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开始，而是从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半岛国界所在之处开始。
亚洲：最重要的大陆？
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的观点，或许是有意针对泛希腊文明的反土耳其歇斯底里症状。1822年，在他关于君士坦丁堡住民立论充分的社会学概论中，他将希腊人列入“东方国家”中：“从他们的语言和东方语言的近似程度来看，就足以证明他们源自东方。”[60]这位熟知风土人情的重要东方研究者，借此稍稍批评了那种将“今日的”希腊人视为古希腊人直接后裔及“西方”身份载体的企图。哈默同时引述了一种将古希腊视为古东方子文化的传统。这种看法尽管有些争议，但在18世纪的学者中却十分普遍。[61]不过，多数人都一致认为，要在欧亚大陆的大框架下观察欧洲。[62]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有一次把欧洲说成亚洲的西部半岛，因而激怒了在他那个时代成为主流的欧洲中心论（inklusive Europazentrik）。[63]然而，这种看法在17世纪及18世纪，并且直到亚历山大·冯·洪堡把欧亚关系（气候上的）比为布列塔尼和法国其余地区的关系的说法之际[64]，都是理所当然的[65]。
好战的亚洲民族——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及土耳其人——对历史的影响，特别是对地中海地区的影响，构成了近代早期通史写作中一个不断备受讨论的中心主题。[66]19世纪时，关于欧洲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和亚洲处于不断互动下的看法，才暂时退居幕后——直至现代才被史学家重新发现。[67]此外，还包括了亚洲是所有文明发源地这个不断重复出现的普通概念。17世纪后期的作家认为，亚洲在古代世界的三大洲中，是气候上最适宜且富饶的地区，是宗教、艺术、法律、城市生活及君主国家政体的起源地。[68]亚洲也是世界救赎历史上一个特许的地区：伊甸园人类诞生的所在，耶稣基督现身人世的舞台。虽然，在18世纪末，对伊甸园所在位置不再那么确定，但亚洲的声望依然承受住了启蒙时代的质疑，毫无损伤。一如以往，研究这块大陆，特别是近东地区，仍普受推荐，因为那是“所有人类的故土”，所有文化由此散播出去[69]，“所有仍持续正面发展的宗教中最合乎理性者的发源之地”[70]。从物质上来看，欧洲“最珍贵的果树”和葡萄都要归功于这个世界之地。[71]1793年，哥廷根的历史学家阿诺德·赫尔曼·路德维希·赫伦在他的《论古代世界重要民族之政治、交通与贸易》（Ideen über die Politik，den Verkehr und den Handel der vornehmsten Völker der alten Welt）一书中，再次总结了近代早期对亚洲的看法，并做出以下结论：
在古代世界三大洲中，只有亚洲能牢牢抓住人类哲学历史研究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只观察单一民族，并试着透过他们的眼光，掌握我们人类的整体。[72]
赫伦写下这些话，是在欧洲人相信自己的文明优于其他文明之处主要在于科学领域的时代。他慎重地继续说道：
就连科学知识史，不管西方如何努力充实这种知识，并转化成自己的财富，最后还是会带我们回到东方，如同我们不仅在东方找到自己的故乡，也可发现所有其他扩展成为世界主要宗教的宗教。[73]
尽管赫伦只对古代亚洲感兴趣，但是他还是建议要研习现代的亚洲。面对一个只在古老文献及建筑古迹中可以捕捉到、被爱德华·萨义德有充分理由认定为西方“东方主义”标志的没落的古代亚洲[74]，近代亚洲在赫伦及他那位懂得将古代研究和当代奥斯曼帝国评论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代人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眼中，依然有一定价值。
整个18世纪，古代亚洲的声望维持下来，但在1800年左右，现代亚洲的评价显然比1700年来得负面。对经济关系的评价便可显示出这一点。约翰·奥格尔比（John Ogilby）在其可观的纲要作品《亚洲》中有理由表示今日的大帝国与贸易强权都位于亚洲；就连美洲新近发现的金矿，也无法和亚洲的宝藏抗衡。[75]1754年，温德姆·毕奥（Wyndham Beawes）那本也翔实记载欧洲以外地区的商人手册，依据最新的旅人报道，勾勒出一幅经济繁荣的亚洲图像。亚洲人并未消极地把自己的宝藏献给欧洲的掠夺者和殖民者，而是积极模塑自己的经济生活，一开始便只留给欧洲商人和商社一小杯羹——这个看法已被今天的研究证实。[76]1800年左右，亚洲这个整体在多数观察家眼中，却只是个经济落后、需要欧洲助一臂之力的地区。当赫伦在一个时代结束之际，再度宣称亚洲这个最重要大陆的威严时，1771年，拥有广大读者的英国作家古斯瑞已有了完全不同并在后来不断得到重复的类似看法：
亚洲接着引起我们的注意。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亚洲是世界最知名的地区，但一和欧洲相比，却几乎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让我们有所受教。在亚洲，由于十分忠于古代习俗，并有强大的专制强权，居民的创造力遂遭扼杀，无法产生欧洲国家所特有的多样风俗与特色。[77]
当时把欧洲和亚洲拿来比较，并非新鲜事。亚洲在世界史中占有特殊地位的观点，正是和欧洲对比之后得出的结果。一名类似古斯瑞的作家有新的看法，认为欧洲和亚洲是在进行一场发展竞争，而亚洲输了。有些人有理由对此兴高采烈：“长期以来，亚洲在世界上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但现在只能让人缅怀追忆。”1796年，一本法国的世界知识书籍如此说道。[78]1791年，像东方旅行家和革命政治家沃尔尼（Volney）这样心思缜密的思想家，便注意到东方国家中令人绝望的不自由及落后状态：“整个亚洲埋在深沉的黑暗中。”[79]但这是亚洲的特质吗？沃尔尼不愿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做出粗糙的划分。他同样也指控当时仍保有农奴制度的欧洲国家并未高明到哪儿去的压抑状态。[80]亚洲早已不是最重要的大陆，但对沃尔尼来说，依然还有前景。
特质类型与百科全书
16及17世纪，欧洲在新世界盖上了它的烙印，自己却固守在一个旧世界的阴影中。古代亚洲的文化威望，特别是旧约中的亚洲，依然没有断裂。来自中国并被欧洲知识分子贪婪接纳的新信息，似乎表示当代的东方依然具有强大的文化生产力。不过，莱布尼茨所期望的知识分子间的文化对话，可惜不曾实现。18世纪后半叶，欧洲在思想上已摆脱当时的亚洲，敬而远之，视之为产生阻力、带来压迫的传统。其中也包括了自己的亚洲情结。
的确，过去两者有某些共同之处，如基督教及伊斯兰中古时代的骑士制度[81]，但欧亚关系现在愈来愈被架构成为一种集体的对抗，因而出现特别戏剧化的冲突局面。在启蒙运动史学家的解释下，十字军东征主要展示出基督教教徒的狂热和被误导的追求名誉。1769年，平常不太习惯激烈批评的威廉·罗伯森，干脆把十字军东征称为“一座独一无二的人类疯狂纪念碑”[82]，给收复耶路撒冷的萨拉丁苏丹打的分数，明显高于入侵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不过，1780年，梅利（Mailly）在有关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著作中着重点完全不同，首度强调出文化间的斗争：“这是欧洲和亚洲的斗争……。”[83]模式简化起来。“欧洲”和“亚洲”有了各自的轮廓，各自在一道鸿沟的两边对立。无怪乎正好是赫伦这位晚期启蒙主义者发出警告，不可将整个亚洲过度简化，同时他特别点出了这个大陆的多元文化。[84]他对亚洲历史与民族的初步观察，介于小心翼翼的简化和特别注意个别地区、国家及文化的特点之间。当时法国地理学大师、拿破仑最器重的地理学者——孔拉德·马尔特-布伦（Conrad Malte-Brun）的看法则不那么保守，对同时代人来说，也更具代表性。1812年，他十分肯定地提到，“亚洲民族的道德特质”，普遍的基本特点便是不会变动。[85]
这个时期，弥漫在整个19世纪的“亚洲人”及“亚洲”的固定形象已经散布开来。观念的统合和二分密不可分。一个新的东方概念形成，“东方”和伊斯兰画上等号，没有预留任何空间给譬如说埃及非伊斯兰的住民（像科普特人）（Kopten）及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在世纪之交，一种新的认知愈益重要：认为有可能透过异国风味的现象来探究亚洲的本质。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86]已概括提到亚洲人的柔弱与懒散。[87]1806年，一份新的亚洲杂志的纲领性前言表示，“亚洲人的风俗与思维方式和我们不同”。[88]这类的“深刻认知”能够让人迅速找到目标。特殊之处很快便被还原为一般之物。奥斯曼人变成了“完美的亚洲人”。[89]认识了亚洲人，也就认识了奥斯曼人。就算有被歪曲的嫌疑，标准还是固定下来。那个仿佛说“亚洲人会说谎”的偏见，躲在这些现象背后窥伺着。谁相信这一点，便会特别注意到爪哇人和马来人的诚实，因为他们有违“东方民族在这方面的一般缺陷”。[90]例外证实了规则。
最后，在文学类型上酝酿出一个大陆。1824年，有着丰富波斯经验的退休英国外交官詹姆斯·查士丁尼·莫里尔出版了他的《伊斯法罕的哈奇巴巴奇遇记》（The Adventures of Hajji Baba of Isfahan）。此书立刻成了畅销书，亦让莫里尔成了种族小说的创始人。他企图在故事中描述形式上并不会让欧洲流浪汉小说读者感到惊奇的风土人情。这部流浪汉小说在伊朗出版后没有被视为反波斯的讽刺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与描述能力，地方色彩浓郁，和同一时期那些异国幻想作品大不相同。贫穷工匠背景出身的骗子哈奇巴巴，被描写成一名十分让人喜爱的流浪汉，整天得过且过，靠着说谎和虚构的故事做到高官，接着又立刻身败名裂。他没有现代欧洲人该有的合理生活计划、坚毅性格及认真态度。生命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厄运。哈奇巴巴具备所有他的创造者认为是波斯人民族特质的特性。更有甚者，哈奇巴巴是东方人，在他身上体现出东方。[91]
在20世纪末，大陆特质集中在个别人物身上的现象，和另外一个随着18世纪展开、完全不同的“异族”智力机构形成对比。1769年，巴泰雷米·戴伯罗（Barthélemi d’Herbelot）出版了一本超过千页的大开本书籍《东方图书馆或认识东方民族的通用辞典》（Bibliothèque orientale ou dictionnaire universel contenant généralement tout ce qui regarde la connoissance des Peuples de l’Orient）。戴伯罗的作品整合了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法国关于近东和中东的研究。在枢机主教马萨林（Mazarin），以及之后的科尔贝的推动下，法国学者已在国家委托下收集希腊文手稿、罗马的钱币及各式各样有关古代的东西，亦旁及东方语言手稿。[92]巴黎的王室图书馆因此成为欧洲东方手稿的最大收藏中心。1692年，能够阅读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迦勒底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的戴伯罗[93]，被聘为法兰西学院东方语文教授，他大概是这方面最为杰出的专家。戴伯罗几乎完全根据各地区的原文出版的文献及原始手稿，撰写出一部巨著。而且，在他死后由其友——《一千零一夜》的译者安东尼·加兰德——附上一篇纲领性的导言，以备出版。这是本结合了方志学、历史、近东及中东文化的百科全书，整个18世纪都赖以参考。[94]爱德华·吉本亦称这部作品是自己了解阿拉伯人及土耳其人历史的主要文献之一。[95]
戴伯罗和加兰德的“东方”，不是一个和西方对比鲜明的伊斯兰世界。两人——加兰德尤其明显——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相遇的空间，仔细照顾到伊斯兰势力范围中的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他们发现从旧约与古希腊罗马世界，经过拜占庭帝国直到现在，存有一种连续性。他们不强调差异和文化冲突，而是强调互补及相互影响。《东方图书馆或认识东方民族的通用辞典》一书涵盖八千多条以字母顺序排列下来的条目。[96]由于戴伯罗在安排材料上没有自己的体系，也不刻意修饰，便尽可能在推论范畴上保持开放[97]，没有任何简化“东方”的地方，题目广泛全面，展示出一个庞大与无比多样的文明图像，无法还原成“本质”。这个被诱发出来的世界具有无尽的多样特质，一如加兰德在翻译中给同时代读者展现出来的《一千零一夜》。无数当地的文献说明了东方这个地域的广度与巨大。戴伯罗那部巨著所代表的认知非欧洲文化的方式，就是拒绝随意将异类的人过于本质化，只用固定几个肤浅的标志来加以掌握。
欧洲优先：泛欧洲的全球化
在亚洲仍备受尊崇的年代中，亦不乏视欧洲为世界最有价值的大洲的声音。在瓦斯科·达·伽马发现通往印度的海路几年后，葡萄牙作家便否定了亚洲的优越地位。[98]18世纪后半叶，欧洲优先的看法就定型成为不断重复的普通概念。地理学家约翰·格奥尔格·哈格（Johann Georg Hager）表达得简单明了：“欧洲虽是世界最小的地域，却是最美好的。”[99]1783年，那位学贯古今，对欧洲以外的世界绝无敌意的旅行家及自然科学家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Johann Reinhold Forster），也是著名的乔治·弗斯特之父，认为欧洲位于一座“出色完美的顶峰上”。10年后，英国哲学家及无政府主义理论奠基者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则把欧洲视为“世界最文明与最幸运的大洲”。[100]1785年，收藏家和消息灵通的杂家安东尼·弗里德里希·比兴（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并不是一流的原创人物——把同时代人的论点综合如下：
欧洲虽是地表上最小的大陆，却是最重要的：一，因为其他地区的植物栽培不如这里；二，因为欧洲比其他三大洲加起来还要强大；三，因为欧洲人对其余大部分地表保持谦卑的态度，或令其富饶，就像他们透过他们的航运、旅行和贸易将地球主要大洲绾合起来；四，因为欧洲数百年来是科学与艺术的中心；五，因为欧洲人，对真神及世界圣地的认识才扩展到地表其他大洲。[101]
比兴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欧洲正处于工业化之初，尚无领先印度和中国这些高效率工商出口经济体的迹象。欧洲的经济优势仍在农业，亦即在“植物栽培”的质量上；在政治方面——约在旧王朝末期——还未取得高度的自由。欧洲真正的优势表现在其扩张的动力上：军事政权的扩张、殖民垦殖、透过“航运、旅行和贸易”创造出现代的世界体系、传播宣扬基督教。18世纪末，从生物学及民族志方面来解释欧洲的优势地位，几乎没人相信，只有哥廷根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麦纳斯在1793年看出“浅肤色及美丽的……民族部落”在世界史上享有特权[102]。他成为后来种族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尽管在18世纪的评价中，亚洲是艺术及科学的发源地，但后来，正如比兴所言，欧洲成了艺术及科学的“中心”。1719年，修道院院长杜伯斯（Dubos）权威陈述出这个来自丰特内勒观念[103]的想法：艺术与科学绝不可能远离欧洲，除非有人暂时提及，仿佛置身亚洲和非洲的南方海岸游荡一般。[104]杜伯斯也把在希腊人及罗马人手上发展到完美程度的战争科学算入科学范畴中，爱德华·吉本后来把这一点和在亚洲受到忽视的政治科学，视为西方面对东方之际，一个权力政治上的重要加分[105]。把自由的欧洲和专制的亚洲任意对立起来，仍然不足以让人心满意足。[106]自由派政论家、后来的英格兰大法官亨利·布鲁厄姆，发现了欧洲特有的“在行政艺术上的完美知识”及一种缓慢朝公民国家与在君主专制政体公众控制中享有更大自由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导致这种过程的原因，不仅在于贸易的文明作用，亦可溯及印刷术所带来的知识与教育普及。[107]18世纪愈是向前发展，欧洲的评论家就愈加明白，欧洲基本上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胜过亚洲。不过，到了19世纪初期，成功转化为控制自然的自然知识，才在欧洲——也只在欧洲——普及起来。地理学家马尔特-布隆是第一批表达出这个看法的人之一，并进一步把欧洲文明的胜利解释为科技的胜利：“我们的意志甚至战胜了令人畏惧的自然力。”[108]重大的殖民工程计划时代即将来临。
比兴不容置疑的正确论点（第三点）——近代欧洲的优越性在于欧洲是唯一促使全球产生互动的文明，不该只被解读成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辩词。对眼前世界社会的形成过程，18世纪的作者要比19世纪的帝国主义理论家更敏感。在他们的许多文章中，可以发现他们对这个发展过程的张力相当惊讶。除了当代最伟大的欧洲史学家及最佳的散文作家爱德华·吉本，没人拥有足够的机智与技艺从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对英国鲱鱼价格的影响来指出全球化的开端。[109]不过，这个关联并不乏人清楚描述。让-雅克·卢梭认为贸易、旅行与征服，让各民族更加接近，也逐渐抹除他们生活方式上的差异。[110]对许多同时代人而言，洲际的经济联系清晰起来：欧洲组织了一个黑奴与糖的泛大西洋贸易活动[111]；欧洲消费着印度与中国的产品，而由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来支付。[112]1754年，温德姆·毕奥补充了一个史学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再度发现的事实：世界贸易绝非和欧洲扩张一起开始；在此之前，阿拉伯人即已在亚洲、非洲及欧洲间开展大规模的海上贸易。[113]
不管是过度夸张，还是事先预知，有些作者乐见欧洲取得了世界政权。1801年，也就是帝国主义时代开始前四分之三个世纪，修道院院长德·普拉德（Abbéde Pradt）这位对世界政治敏感的政论家，即已写下欧洲就像世界首都这样的话：欧洲发现了令其他人为其利益而工作并以“世界贡品”填满自己国库的秘密。[114]其他人较不犬儒地认为，必须凸显出知识与良好风俗，也就是启蒙运动精神遍及全球的现象：欧洲的最新科学水平，已在加尔各答和秘鲁首都利马展现[115]；各大洲之间互相交流着观念和时尚；由于船只愈益优良、可怕的海上疾病——坏血症得到成功抑制，加上在亚洲国家兴建旅店，长途旅行变得更为安全与舒适；全球教育质量也改善了许多。[116]1772年至1775年，善于旅行的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在他儿子乔治的陪同下，与库克船长一起环游世界）便认为航运——不管是出于贸易目的，还是科学性地认识世界——是一条绾合人类的“纽带”：
有时在人类中开始疲乏的社交与爱情纽带，经由航运而更为频繁地交错在一起，也更精确地绾合起来。因为如果人们迫不得已要摆脱疏离的高傲心态，接纳对我们来说是陌生人的帮助与殷勤时，那我们才会发现一个人和一个国家并不只因他们自己，而且因为其他人与国家而存在，并互相帮助。[117]
旅行，特别是“满足求知欲”的旅行，只对“有教养的民族”有意义，却只有欧洲已在全球活动。同样看出贸易逐渐联结起世界各大洲的伊曼努尔·康德，却对这种全新的交流结果抱持疑虑，也比较实际，不像热情洋溢的人类之友弗斯特。康德发现贸易往往在亚洲扩展成为侵略与殖民。在他后期的文章《论永久和平》中，他认同当时日本和中国政府有权限制他们国家的口岸，即便此做法抵触了人类、思想与商品自由交流的理念。正如孟德斯鸠、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和许多其他对此问题发表看法的作者一样，康德也期望透过旅行和贸易，“遥远的世界各大洲能相互达成和平的关系”。[118]不过，这位哲学家接着提出警告：
我们在此比较一下世界各个文明，特别是经营贸易的国家的冷淡态度，他们在造访陌生国度和民族（和他们的征服者同一模样）时所展现出来的不公，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对他们来说，美洲、黑人国家、香料岛屿、好望角等，在发现之际，是无人拥有的国度；他们视住民为无物。他们透过贸易失败这种刻意的借口，把外国战士带到东印度（印度斯坦）来，靠着他们压制当地人，煽动不同的国家进行大规模战争，导致饥荒、暴动、背信及一连串各式各样压制人类的暴行。和这种客人打过交道的中国及日本，因此学聪明，虽然允许第一批，也是唯一的欧洲人——荷兰人进入，却不是登堂入室，而是把他们像犯人一样和当地社群隔离开来。[119]
从柯尼斯堡观察世界的康德，和其他人一样认识到当时的全球化倾向。他见到启蒙运动和权力政治的矛盾，并设法透过法律规章，让欧洲所推动的世界一家能有益于所有人类和民族，且不发给欧洲人征服世界的特许证。康德因此建议一种可被理解为旅行与访问自由的“世界公民权”，但不是毫无限制的迁徙自由。他想在法律上隔离殖民主义——一种激进的主张，就连法国革命分子都会害怕。同时代的其他人，没人像康德那样如此彻底地思索着早期全球化和欧洲优势的难题。
欧洲启蒙运动史学家中最具洞察力的系统论者，哥廷根的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洛策尔（August Ludwig Schlözer），并不像康德那样，以规范的意图来处理各民族间全球关系脉络形成的问题，而是采取如何将其纳入符合时代的历史写作的观点。施洛策尔并不想撰写颂扬欧洲在其他文明面前崛起的历史。除了罗马人及中世纪的日耳曼人外，在他的历史架构里主导并建立世界帝国的“主要民族”中，也算上中国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及土耳其人。而希腊人及埃及人的影响力，在他看来，只能属于“算是重要的民族”。[120]施洛策尔的世界史架构在18世纪后期的经验范畴中，并非从目的论上建构一个欧洲化的世界。在之前的时代中，这个世界史已在寻求“国家与世纪之间的联系”[121]，并“巧妙比较”[122]不同文明中的历史现象或世界各个部分——如施洛策尔客观所言，借以发掘出发展过程中的一致与分歧。施洛策尔认为现代欧洲的成就，并不像比兴及更加果断的修道院院长德·普拉德所想的那样，在世界性的权力扩展上，而在如“罗盘、火药、纸、印刷术、眼镜、钟表及邮政”等知识成就上。[123]“靠那些发明的帮助，我们发现了三个新的世界，并征服、掠夺、开发或蹂躏它们。”[124]在启蒙运动后期的思想脉络上，施洛策尔提出了无远弗届且对现代来说仍值得思索的想法，即非欧洲中心的世界史写作会是何种样貌。施洛策尔保有过去300年来欧洲文明进展的印象，并不足为奇；当时没有任何作者能声称世界上所有国家与文化完全平等。
在18世纪，相信现代欧洲具有世界史优势并认为自己“有点文化”的人，也就是像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或荷兰等国的欧洲人，“让我们不仅胜过当代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也胜过古代最开化的民族”（施洛策尔）[125]，这并不必然会排斥与低估其他文明。施洛策尔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先有欧洲创造出来的全球性交换与沟通关系——一个现代的世界体系，才有可能促成超越任意组合的国别与民族史的世界史写作。欧洲的扩张，创造出一个能够纳入不同历史进程的全球认知架构。施洛策尔和由一批开明的英国作家撰写的、1736年至1766间出版的巨著《有史以来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即已详细描述了欧洲以外的历史[126]，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一种含纳一切的欧洲中心论的可能性。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这位消息灵通的历史哲学家，结合了现代欧洲的价值优势和认真处理其他文明原有意义的人类历史计划。[127]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身上，他是欧洲最成功的东方代言人之一。他翻译的书籍和促成的研究几乎涵盖所有亚洲文化的文学、法律及历史领域。琼斯从未质疑过欧洲的优越地位。他视欧洲的成就“辉煌卓越”[128]，一生信守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美学标准，但仍能重视并喜爱波斯诗歌或印度梵文史诗。这种兼容并包的欧洲中心论自始至终是启蒙运动的特征，而局限在西方白人“文化世界”的排他性欧洲中心论，则是19世纪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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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变换角度：欧洲自由心证的表现空间
文化转移与殖民主义
令18世纪后期的作者印象无比深刻的全球整合，起先仍主要局限在海岸地区的网状联系中，因此和今天所理解的全球化不同，根本谈不上在未被殖民统治的亚洲社会中有生活方式西化的现象。[1]就我们所知，对亚洲各国来说，那时欧洲还不是被模仿的对象。当时亚洲各地只有传教士在散布西方文化，而除了菲律宾人自16世纪起深受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影响，在其他地区西方文化几乎很少能够持续影响社会大众。16世纪最后10年的日本原被视为耶稣会的希望所在，但是到了17世纪初期，德川家康新建立的幕府王朝将基督教视为非法宗教，传教活动因而遭遇挫败。至于两百年来在中国大费周章的传教工作，直到1800年时仍未使可观的人口信奉基督，也未渗入信守儒家理念的文官精英中。另外，伊斯兰世界长期以来一直抗拒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就连在英国及荷兰的殖民地中，基督教亦只获得些许进展。直到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都禁止在其领地上从事传教活动，以避免引起印度人不必要的不安。[2]令造访巴达维亚的西方人一直感到讶异或愤怒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及其附近地区的有色臣民竟然从未得到过基督的教诲。[3]
在欧洲近代早期的亚洲扩张行动中，最显而易见的欧洲文化可以说是宗教，但其影响却显得相当有限。文化转移大都是经由其他途径在小范围中进行：透过殖民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透过引进某些西方科技（主要是军事领域）及艺术方法——在中国是透过耶稣会的实际（天文、制图及建筑）影响，在日本是透过独一无二、成了各类西方知识闸门、目标明确且制度化的“荷兰科学”（兰学）。
欧洲主要透过商品与亚洲发生接触，欧洲商品很快即已深入这个大陆的偏远之处。18世纪20年代，四处旅行的英国商人乔纳斯·汉韦便发现波斯征服者纳第尔·沙阿国王三分之一的军队穿着欧洲的织布。[4]1800年之前不久，在外国人近乎绝迹的缅甸，民众已穿着来自欧洲的羊毛大衣与背心，而军队基本上是使用法国和英国制造的步枪。[5]一位名为塞缪尔·特纳（Samuel Turner）的外交官吃惊的同时记载道，在几乎没有欧洲人踏入的西藏，英国的锦缎布料普受欢迎。[6]在不丹，他先以波尔多葡萄酒和草莓果酱招待大公和他的朝臣，促成当地对西方美食潜在的进口需求。[7]欧洲商品世界的影响最为无远弗届。欧洲的进口商品透过当地的贸易网络，打进了从未有欧洲人进入的地区。欧亚的相会成了一种交互占有商品与事物的过程。[8]
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有一种具有穿透力的影响，大幅超出欧洲商人、士兵、传教士及研究旅行者的活动范畴。1769年，路易·卡斯蒂永（Louis Castilhon）在自己所撰、观察敏锐的《论述》（Considérations）一书中已提出警告，表示海外贸易活动也会导致风俗“败坏”。在世界相互交流与贸易的繁荣时代，几乎已无全然未受欧洲介入之处；真正的民族特质已难辨认，只有少数同时代的民族可能还保有古代民族的稳定与坚毅。[9]几年后，孜孜不倦收集人类文化学材料的让-尼古拉·德默尼耶（Jean-Nicholas Demeunier），便发现人类愈来愈单调，因而推荐学习古代和现代民族的民族志。[10]
在欧洲商品深入亚洲偏远角落的同时，茶、咖啡、丝绸、细致的棉布、瓷器等亚洲产品，也征服了欧洲市场。[11]18世纪初，亚洲贸易对欧洲经济及文化的影响，明显强过欧洲对亚洲的影响。直到18世纪末，天平才开始向欧洲这边倾斜。[12]
欧洲对亚洲的文化转移和欧洲人对亚洲人的殖民统治，两者绝无任何固定关系。文化转移多半是在欧洲人殖民扩张机会最小的地方才最显著，例如在日本。直到1800年前后，亦即欧洲对东方世界负有文化使命的观念开始产生影响力，并由此导出“殖民统治是行善的工具，用于传播优越的文化价值”这种制式论点之前，欧洲在亚洲进一步扩大统治范围的措施都会受到舆论的强烈指责。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前的殖民活动遭到批评，在清教徒的观点下显得不堪入目。当代竞争者的殖民活动自然也备受攻击，例如英国人眼中的荷兰人。不过，自己国家的殖民活动一样也遭到审判。康德、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乔治·弗斯特、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或冯·洪堡等未直接卷入母国帝国扩张计划的德国评论家，还能保持一定的超然距离。不过，英法的批评家则是激烈攻击自己政府的政策。
他们的动机南辕北辙。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冷静的推论中证明殖民主义某些层面的非理性，尤其是在贸易独占中。[13]现代人看来“保守的”议会政治家埃德蒙·伯克挑起长年弹劾第一任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战役，抨击他在面对爱好和平的印度贵族时，促成或同意过度使用武力，并且违法乱纪。伯克深恐这种粗野的政治行为会反击祖国。[14]“旧体制”末期的激进文人、修道院院长莱纳（Raynal）和丹尼斯·狄德罗及其他人，共同撰写出那个时代的国际畅销大书《欧洲人在两个印度殖民与贸易之哲学史与政治史》。他们运用骇人的景象和各式分析，巨细靡遗地控诉欧洲征服者和殖民者在东西两半球的暴行，呈现出一种历史哲学的草图，第一次让人意识到，海外扩张的独特意义如何影响了现代欧洲的自我形象。
不过，启蒙运动时期和19世纪不同，并未将欧洲征服世界的举动视为理所当然之事。欧洲再也没有出现过像莱纳及狄德罗所撰写的这样具有控诉力量的作品。在18世纪，即便原则上不否认欧洲扩张之合法性、愿意容忍一种“温和”殖民主义的人，也会关注一件事情：适用于全人类的正义感是否受到了伤害。伯克对沃伦·黑斯廷斯做出了最严厉的抨击，认为他醉心于一种地理伦理学：可以肆无忌惮地把在欧洲被贬为专制和犯罪的东西强加于印度人身上。[15]启蒙运动时代对殖民主义所做的批评（其中或许以狄德罗的表达方式最为深刻）[16]，驳斥了一种论点，即欧洲知识分子只懂得自闭式的妄自尊大，而且自从扩张主义时期开始以来，便无可救药地与权力同流合污。尽管如此，当文明之间的接触开始日益失衡之际，即便“自由心证”或许还不是主导性的态度，但它早已成为欧洲与异国打交道时的固定戏码之一。1791年，苏格兰大史学家威廉·罗伯森即在自己最后一部巨著《关于古代印度知识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Disquisition Concerning the Knowledge which the Ancients had of India）中，表达出这个看法。[17]罗伯森1777年出版的《美洲史》，不仅为伊比利亚半岛的强权及社会，也为美洲的原住民，斟酌过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活动的收益与花费。不像同时期的莱纳和狄德罗，他较不特别凸显欧洲人在新世界的残暴行径，并免除西班牙及天主教会在征服之际犯下的血腥罪行。不过，他毫不怀疑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相遇时会导致灾难。这并不是个人放浪形骸的结果，而是巨大的社会差异及西班牙人无法认出这种差异有多大的必然下场，因而错过促使一切进步的大发现机会。罗伯森了解，当时的印度不能完全与16世纪的美洲相提并论，但他认为仍有必要针对其英国同胞在南亚的新一波侵略行动提出警告。他所采取的方式并非借由论战来批评殖民主义，而是透过敬意十足的描述来凸显印度教及印度文化的成就。70岁的罗伯森并没有变成印度迷，不至于像几年以后某些德国浪漫主义者那般，认为恒河岸边的婆罗门具有最深邃的智慧——例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808年所撰写的《关于印度人的语言与智能》（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一文，即展现出此种态度。罗伯森类似年轻他约20岁，并更进一步浪漫神化印度的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8]，以关怀的同情心来看待印度文明，并以宽容的态度接受其差异性与固执性。罗伯森不否认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基础，也不太掩饰自己对现代欧洲成就——尤其是科学——的欣喜之情。不过，他既不把宗教，也不把对进步的狂热，当成衡量其他文化并轻下判决的绝对价值标准。[19]18世纪90年代，晚期的罗伯森、赫尔德与撰写《论永久和平》一文、已老迈衰弱的康德，代表着一种很快便少见，并随着欧洲最后一位启蒙主义者冯·洪堡一起消失的态度：一种批判自我及批判殖民主义的世界主义，而且这种世界主义非常认真地对待异国文明，因此不会以保护者之姿来凸显其异国风情。
种族中心论的理论
1717年，28岁的法学家及酒庄主人查理·路易·德·孟德斯鸠，即所谓的德·拉·布列德男爵，刚成为波尔多法院（议院）法官，开始撰写《波斯信简》（Lettres persanes）。1721年，该书以161封旅法波斯人寄给自己朋友及妻子的信件形式匿名出版。作者利用太阳王统治法国时的东方热撰写此书，书中的东方不是纯幻想的畸形产物。孟德斯鸠研究了一些旅游文献，特别是1686年让·夏尔丹的大部头波斯游记及保罗·莱考特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作品，亦知道戴伯罗的《东方图书馆或认识东方民族的通用辞典》及加兰德的《一千零一夜》。[20]他的读者也熟悉其中几位作者。当孟德斯鸠透过波斯人李卡（Rica）嘲弄法国人的时尚癖时，许多读者即可体会出来，那部有关亚洲的文本把东方描写成没有时尚变化的静态空间，这样才能解释李卡的讶异之情。孟德斯鸠笔下波斯人的行为与判断，绝非捉摸不透与随心所欲。他们的举止一如18世纪早期有文化教养的读者眼中的东方人。“异国信简”这种文类的差劲模仿者，为了向新闻检查人员或读者的挑剔口味掩饰某些观点，往往让文中的人物蒙上最猥琐的非西方式外衣来逢迎讨好。孟德斯鸠却与之不同，不但可以鲜明呈现一个可信的对立世界，把后宫当成权力斗争的场所，还能够利用虚构的外地人观点来充分利用嘲讽的优势。
孟德斯鸠关注的主要对象虽非东方与波斯，但其实也很在乎，因为他1748年的重要著作《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的关于东方世界的专制的著名理论，已在1721年表现出来。一个至少让同时代人看来可信的东方，成了精湛的角色游戏的背景。读者也都心知肚明，书中对摄政时期法国百态的嘲讽及某些严肃的陈述——如第121封信对殖民主义的批评——已是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在发言了。这种疏离的文学技巧相当迷人，因而有十几部作品继续模仿这种技巧。《波斯信简》虽然没有发明具有异国情调的游记技巧，但还是成了这种文类的典范。[21]至少奥利弗·歌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世界公民，或伦敦中国哲学家给其东方友人的信简》及若译·卡达索斯的《摩洛哥书简》（写于1768年至1774年，1793年出版），尽管没有《波斯信简》包括至少21名通信对象那样多彩多姿，却依然继续发扬这种文类。没有其他此类作品像孟德斯鸠这样，以大量深刻的描绘来呈现东方。
孟德斯鸠选择了保持距离的“人种志”观点，避免陷入文化上的先入为主之见。而那些先入为主之见里面，包括了一种对周遭环境所抱持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态度。波斯人李卡从巴黎写信给威尼斯的同乡雷帝（Rhedi）时表示，对法国人而言，所有外国人都显得可笑。[22]第44封信中，乌兹别克（Usbek）人——我们认为听到了孟德斯鸠的声音——提到了一本游记，大概是1698年弗罗热（Froger）的《非洲海岸游记》（Relation d’un voyage aux côtes d’Afrique）[23]。这份资料描述了法国水手遇见几内亚的一位国王，“他坐在一株树下，审判他的臣民。他高傲地坐在一根木块充当的王座上，仿佛坐在莫卧儿大君的宝座上一般。……这位既虚荣又穷困的公侯问外来的人，大家在法国是不是会提到他。他以为他的名字无人不晓……。”[24]
孟德斯鸠的确开了当代“野蛮”政权这个老套说法一个廉价的玩笑。欧洲的情况变得颠三倒四：非洲的国王坐在太阳下，却根本不是一位太阳王，反而像是一名莫卧儿大君——对这位写信的东方人而言，显然便是最高的文明标准（这可以看出孟德斯鸠的方法谨慎）。但若去除种族意味以后，这两位太阳王的角色完全可以依据反讽的规则对调。路易十四不正因追求名誉和虚荣自负，而派遣外交官及传教士前往暹罗和中国吗？
孟德斯鸠借着黑人国王的种族中心主义，反映出其白人同僚的种族中心主义。但这种文学表达方式从18世纪末开始，已因泾渭分明的东方-西方二元思考方式而遭到排除。例如，从18世纪90年代西方外交官的身上我们即可看出此点：他们在北京对乾隆皇帝一统天下的措辞以及象征性宣示优越地位的做法深感愤怒，虽然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之君，并且有资格展现出像太阳王那般的高傲姿态。[25]这样一来，种族中心论现在完全成了他人的短浅狭隘，同时却绝不对法国的极端高卢中心论及英国益显排外及自满的盎格鲁民族主义进行相对的自我批判。[26]在世纪交替之际，如果有谁向看不惯“土耳其种族中心主义”的人提出质疑，反问他们欧洲是如何对待土耳其人的[27]，恐怕只会让别人感觉一头雾水。
不过，在18世纪，除了孟德斯鸠外，欧洲思想的视野内仍存有普遍批评种族中心论的可能性。1768年，德国文化史写作先驱约翰·克里斯蒂安·阿德隆认为，和把自己当成世界标准的古希腊人相比，中国人、日本人或埃及人的种族中心论，令人可以忍受。[28]宗教通史巨著作者安东尼·库尔·德·热伯兰，把几乎所有民族都具备的自我中心观，评为“导致人类不幸的最重要因素”。[29]长年担任爱丁堡大学伦理哲学教授，并和亚当·斯密同属苏格兰启蒙运动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的亚当·弗格森，看法显得理智，认为隔开比邻的“蛮族”或彻底创造出对立的世界对所有处于发展阶段中的社会塑造认同来说是必要的。各种社会必须创造出“外来”对手，透过排外的共同体，例如透过对抗其他族群或国家的战争，来克服天生的不和与散居。[30]这种社会学的基本规律，并未阻碍弗格森激烈抨击欧洲近代的种族中心论。不同于一种几乎到处可见、在一定程度上“显得天真的”种族中心论，欧洲和中国一样，发展出一种文明分级的理论。它实际上难以克服，并表现得像是一种已经成真的预言。[31]“我们自认是善良风俗与文明的典范，在没有我们自己的特质之处，我们便认为没有任何值得知道的东西存在。”[32]
与弗格森同一时代的苏格兰人詹姆斯·邓巴（James Dunbar），更为明确地驳斥了这种最后否认其他人生存权利的优越感。他在18世纪70年代写道，今日的欧洲人和其他人类不同，仿佛就像在其他轨道上运行一样。[33]他借此抨击新近怀疑人类具有共同起源的论调，因为那些看法打破了“生命体系的一统性”，并基于对不同人种所做的假设而否定了所谓“较劣等者”的自然权利。邓巴先知般的警告勾勒出欧洲优越感的实际影响。早在种族思想激烈爆发前，其忧心的预示便超越了所有同时代人的忧虑：
根据这个理论，压制或灭绝一个低等民族，对人类来说，将不再那么令人惊骇。他们的不幸将不会高声唤来我们的援手，而公共道德及国际法，只会出现在住着高等人类的少数地区。[34]
1692年，政治家、外交官及哲学短文作家威廉·汤朴（William Temple），即在《论英雄美德》（Of Heroic Virtue）一文中指责欧洲人认为自然法及国际法只适用于自身的倾向。[35]詹姆斯·邓巴则继续多走了一步，而且推断出这种可分割的普世原则将导致的后果。
跨文化的成就比较
对欧洲人种族中心论的批评，会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其中一个结果，便是移动了评价的砝码，把异国文明说成优越，甚至是典范。在18世纪，这种现象不断出现。尤其是耶稣会教士笔下巨细靡遗的中华帝国，随时看来都是欧洲的模范。至于这个中国观是否承受得住当时及今日的批判检验，只是个次要问题。异国的理想在当时欧洲内部的争论中，扮演着修辞诡辩的角色。
其中，博学多才的政治哲学家及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哥特罗伯特·冯·尤斯蒂（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根据耶稣会修士的有利报道，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射在遥远的中国，视之为衡量现代欧洲的批判标准。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位今天被人低估、具有可观原创力的作者，可和年纪相当的亚当·弗格森相比。他试图把对国家与社会的观察从标准的自然法讨论中拿来进行经验历史的分析，并在正义、自由及实用的观点下实际判断国家机构。[36]尤斯蒂和许多作者一样，拿异类和自己相互对比。他那部内容丰富的著作《比较欧洲和亚洲与其他被假定为蛮族的政府》（Vergleichungen der europäischen mit den asiatischen und andernvermeintlich barbarischen Regierungen，1762），特色就是建立在批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上。尤斯蒂认为，只要欧洲人的想法未调整成把其他文化当成自己的社会及政治机构来认真对待，东方乌托邦便不具任何说服力。任何比较之前，必须要有可资比较的基础。尤斯蒂再也无法依靠有关亚洲优越的传统观点。因为早在1750年，英国的政论家及历史学家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已能从欧洲近来的幸运演进中，做出欧洲已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甚多，进行比较已毫无意义的结论：
不用进行任何比较，欧洲是地球上最幸福与最有价值的地区，这已不言而喻，如果不去证明这一点，也不会有什么人反对……。[37]
尤斯蒂开门见山地反驳道：
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观点，让我们自以为是，把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贬为在我们周遭四处爬行的可怜小虫；事实上，我们也是如此对待他们的。我们的举止行为就像整个地球的主人一样；我们毫不考虑，便强占了其他三大洲所有民族的土地；我们在他们的国家中颁行法律，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奴隶；如果他们有丝毫反抗的企图，我们就彻底铲除他们……。[38]
尤斯蒂在书中用有系统的方式呈现出，应如何为欧洲的政治秩序——特别是实际政治措施——构思出替代性的做法。他当然并不推荐把中国的国家文官考试体制直接拿来欧洲使用，他也未忽略不同的文化前提。如果他赞扬其他民族的机构，他首先会尝试训练自己的读者，使之具有设身处地的能力。就他的处理方法来说，他对司法的讨论便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出色例子。[39]
出于理性的观点，尤斯蒂首先列出各种一般的基本原则，尤其注意不能伤害公民的自由：法律应该“明确且无可争议”；正义必须“以最不偏不倚，对任何人及利益都一视同仁的方式”来处理。[40]他跟着指出，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司法的特性也不同——“却可一样优秀”。[41]他的第三步，便是检验可凭经验找到的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尤斯蒂并不认为中国诉讼的简明是种典范，反而持怀疑态度。他欣赏霍屯督人（Hottentotten）的司法，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亦可以说是孟德斯鸠那位非洲国王的司法体系。关于霍屯督人，也就是科伊科伊人（Khoikhoi），近代早期已有许多报道；拜访他们是访问好望角的旅客最爱的短途行程之一。[42]尤斯蒂无须幻想，完全可以依赖游记。[43]描述过霍屯督人的司法体系后，尤斯蒂便考察这和自己一开始所列出的一般基本原则吻合到何种程度，得出他们的司法具有“远超出所有欧洲司法”质量的结论。[44]尤斯蒂继续表示，现在认为这些非洲黑人蛮族不能和我们相比的人，或许会相信“缅甸人从事艺术和贸易，因此比较类似我们，尽管我们一样把他们当成蛮族”的比较。[45]检视这个引自西蒙·德·拉·卢贝尔十分精确的缅甸报道案例，让尤斯蒂深信，缅甸的司法虽然不比欧洲的好，但“至少一样优秀”。[46]
经过这番详尽论证之后，欧洲的特殊意识还能够剩下多少呢？所剩下的只有能被理性呈现出来的相对优越性。“因为一个民族只表现出理智和教养，”尤斯蒂说，“毫无疑问并不够；必须拿出证据和证明（Beweise und Zeugnisse）。”[47]不过，欧洲人无法一直做到。
如果欧洲人的正义程序和霍屯督人及缅甸人的相比并不差，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时，老天，那有什么理由高傲自负，认为自己是地球上最理性与最文明的民族？我想在这里彻底提出这个是不是有必要进行各种比较的问题。如果这些民族是蛮族，那我们一定也好不到哪儿去。[48]
在某些方面，尤斯蒂的文学技巧可以和孟德斯鸠的《波斯信简》比较。孟德斯鸠尽管透过他笔下的波斯通信人士，在有些段落流露出一名法国哲学家的想法，却不允许完全的专断。当李卡和乌兹别克人评断欧洲时，那是外国观察家的理性声音，他们或许并未完全明白自己所见。民族志以一定的距离观察欧洲，但没理由认为这样一种外在角度总会优于内在角度。孟德斯鸠是在玩游戏，一种谨慎、未退化成全然相对论的游戏，在观察和判断世界时，有不同的可能观点。约翰·海因里希·哥特罗伯特·冯·尤斯蒂也是一样。依据自然法则和对人性的认知，可以演绎出正确政治事务的原则。但那些原则不会完全反映于真实生活，而只是出现于人类所创造出来、具有独特文化含义的各种机制当中。地球上的任何文化，包括现代欧洲的，并不比另一个文化更快地通往理性。在任何不受自己物质精致化程度影响的文化中，才可能出现符合理性的社会及国家机构。这有相当大的好处，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学习。尤斯蒂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便是让欧洲知道这种学习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在他那边，设身处地变换观点的做法也固定地以理性为依归。不过，理性不只在人类学上是普遍的，在民族志上也是普遍的。理性不只是个别人类与生俱来的，也分布在各大洲的民族与社会中。和亚当·弗格森及孟德斯鸠一样，尤斯蒂尚未主张现代欧洲排外的理性独占论，因此也不知道把负面及非理性的行为归咎于异国文化中的其他人。对这些真正的启蒙人士来说，一种“野蛮民族学”是多余的，因为民族学会对文明化有所贡献。启蒙运动在研究埃德蒙·伯克的人类大地图上的贡献，并不在于心态上疏离其他民族，并把其他民族异国情调化，而是在于理性地聚合他们的经验。
演绎出来的正义
尤斯蒂绝不是唯一指出文化之间“相对性的认识”的欧洲作家。1649年，地理学家伯恩哈德·瓦伦纽斯（Bernhard Varenius）发现，对日本人而言，他们眼中的欧洲人就几乎和欧洲人看日本人一样可笑。[49]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致力于一种具有美学意味的种族中心论，将一切不熟悉的事物拒斥为野蛮；休谟的看法是，一旦有了这种情绪上的冲突，而且相关各方都据理力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有益的自我怀疑。[50]法兰西学院后来的“秘书”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Jean-François Marmontel）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中指出，各个文化对可笑事物的看法皆有不同。[51]让-尼古拉·德默尼耶提出相对的思想试验，靠着想象，把欧洲的风俗移到非洲：如果我们在非洲人身上见到某些欧洲人的行为，就会感到惊讶和怪异。[52]勤奋收集民族志信息的德默尼耶，并不只在欧洲以外地区收集材料。和亚当·弗格森一样，他的民族志并非研究外国人的学科，而是有关人类社会化的各种变化形式的知识。1798年，查理·阿塔纳塞·瓦肯奈尔（当时他还是一名有抱负的年轻人，后来成为法国的学术贵族）也加入其阵营，尝试说明社会发展形式与认知方式的交互影响。他认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必然视游牧民族为蛮族，同时也批评更为发达的工商与贸易民族因为奢华而软弱腐化。[53]这种想法并不完整，但有趣，指出认知异国文化的知识社会学的可能性。
提纲挈领地要求变换角度，和真正落实到文章中，是两回事。杜撰文学的作者上手比较简单，实际上，他们往往也不太动脑筋，只把在欧洲旅行的土耳其人或中国人打扮得像穿上了嘉年华会的服装，不像孟德斯鸠，赋予他们自己真实的文化身份。许多《波斯信简》这样的文学类别，并未呈现其创作者的东方图像：某些虚构出来的“土耳其人”，举止行为就如同一般放荡不拘的欧洲人。
要求在历史作品或游记中描绘真实情况的人，就得大伤脑筋，看看有无其他的描述可能。譬如，历史学家可以运用当地的文献和历史作品。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并不是第一位这样做的欧洲史学家，但往往比其他人更会玩弄一种高超的变换角度游戏，例如，他不会把拜占庭及奥斯曼史学家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观点修改成同样的故事，反而保持当时的相对性，并一一列举出来。[54]他稍晚在自己的大作《奥斯曼帝国史》（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1827-1835）中呈现出欧洲人及奥斯曼人对法老时期埃及的截然相异的看法。[55]哈默亦出色标示出——有部分无法避免——欧洲或帝国历史写作的界线与位于自己文化范畴界线外的民族的民族志：
色诺芬（Xenophon）、恺撒、修希底德及塔西佗虽然把自己同时代大部分的历史流传给后世，但少了波斯帝国的历史著作、英国宫廷诗人及高卢巫师的传说来正确验证他们的真实性。[56]
史学家及旅游文学作家亦可试着保持价值中立及不偏不倚的判断，透过欧洲这边可资比较的东西，平衡“异类”所谓的负面特质。1688年至1723年，苏格兰船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东非和中国之间的地区从事贸易航行，留下许多受访地区生动的描述。他认为，如果在罗马可以见到一名圣人用于书写的手臂遗骸，那东方也就毫无神奇之处。[57]约在同一时间，声名狼藉的地中海穆斯林海盗，并不比基督教徒海盗，特别是野蛮的马耳他骑士，来得凶残。[58]1762年，尤斯蒂提醒他那些可能把阿拉伯人视为蛮族的读者，在葡萄牙最近有52人被一群“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活活烧死。[59]爱德华·吉本最喜欢的修辞手法之一，便是保持不偏不倚的判断。例如，他津津有味地叙述着十字军东征者和他们的穆斯林对手，如何把对方说成蛮族。吉本不断提到西方蛮族，自觉乐在其中[60]，因而以相当友善的态度描述早期的伊斯兰，借此和中古早期的基督教进行论战。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不断为亚洲争取正义，却未对1218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人占领布哈拉（Buhara）时的“大量暴行”默不作声。不过，他未勾勒出亚洲骇人的凶残面貌，反而继续谨慎说道：“拜占庭史学家在法兰克人攻陷君士坦丁堡（1204）时所提到的暴行，又出现在占领布哈拉之际。”[61]
访问中国人及泰米尔人的信
真正的亚洲人在欧洲文本中直接发声，亦可清楚呈现出变换角度的情形。这在近代早期特别少见。孟德斯鸠有理由嘲弄那种宁可相信旅行家的东方报道，也不听信其住民说法的态度。他的李卡在巴黎一个社交场合中遇见一位“十分自信的男人”，对任何事都有看法，亦包括波斯。这位来自伊斯法罕的李卡立刻发现，自己遭到夏尔丹和塔韦尼耶这两位伊朗旅行家的作品的“驳斥”。[62]亚洲人的话要听，因为每位旅行家和研究者都少不了当地的消息人士，但在欧洲的文本中，我们很少听到他们发声，而且几乎都无最后的决定权。
在欧洲人抱持近乎谦敬的态度接触亚洲文明之处，最早听到这种真实的声音。这适用于部分耶稣会的中国报道，但这种报道少得可怜。例如，尽管耶稣会的中国报道包含了翻译中国文献，却很少见到生动的对谈。1773年，声势如日中天的中国乾隆皇帝，答应接受耶稣会教士米榭·班乃特（Michel Benoît）（蒋友仁）那次出色的访谈，同时也让裘塞波·潘奇（Guiseppe Panzi）（潘廷章）教士绘制肖像，算是唯一的例外。我们无法验证文句的真实性，不过这场谈话看来可信，绝不能视其为耶稣会为了宣传而加以虚构的产物。这次访谈的特殊之处，在于角色的对调，因为是由皇帝发问，教士回答。[63]
乾隆是他那个时代最老奸巨猾、最成功的权力政治人物之一，可以和同时代的腓特烈二世及叶卡捷琳娜二世相提并论。他向传教士详细打探欧洲的政治情况。皇帝问道，在那些从欧洲带来的铜版画中，有些在夸耀你们君主的胜利：他们是击退何种敌人，才取得这些胜利的？[64]在这些公侯中，难道没有一位能够维持和平的？一个欧洲国家一跃而统治其他所有国家的机会有多大？欧洲君主透过婚姻结盟而有亲戚关系，如何还能互相交战？现在法国和俄国的关系如何？现在有法国学者在圣彼得堡的宫廷中吗？之后，这位亚洲最强大的君主放得更开，问这位法国教士，耶稣会能不能从欧洲把葡萄酒运来，能不能在中国酿制他们的酒，葡萄烈酒是不是比米谷烈酒更有益健康等问题。[65]
班乃特教士的访谈一定在巴黎耶稣会中心遭到了彻底修改。文中幽默地勾勒出一位十分理智的政治家，虽然对欧洲所知不多（至少像当时一名欧洲统治者对中国所知的程度），却正好问出所有事情的关键。这篇文字没有运用任何异国风味的疏离手法。乾隆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可以看出他世界观的文化局限。皇帝绝非目光短浅的世故之人。他所说的，一点也无“典型中国人”的味道。没有任何人类学上的障碍，把这位同他宫中耶稣会教士侃侃而谈的中国皇帝，和登载这篇文字的《耶稣会士书简集》的欧洲读者隔开。然而，其成效一如孟德斯鸠和尤斯蒂透过其他方法所达成的一样，仍是外在的惊奇与批评：读者会这样，（或许）也该这样反应，因为欧洲不断发生战争，而中国内部一直和平的这个问题并不太合理。伟大的莱布尼茨不也问过这样的问题吗？
18世纪能和直接访谈乾隆相提并论的其他亚洲文本，便是清教传教士巴塞洛缪·齐根巴格（Bartholomäus Ziegenbalg）在欧洲所出版的《马拉巴书信集》（Malabarische Korrespondenz）。[66]1706年至1719年，齐根巴格活跃于印度东南太平洋岸的丹麦小殖民地德伦格巴尔（Tranquebar）。[67]他的作品包括99封南印度人的信，是1712年到1714年间应传教士的书面问题而回答撰述的。这些信由齐根巴格的同事约翰·恩斯特·格林德勒（Johann Ernst Gründler）从泰米尔语翻译评注——根据一份在哈勒虔信派传教中心再也无法重构的修订——并于1714年及1717年在“哈勒报道”的框架下分两卷出版。多数信件的作者看来是丹麦贸易公司的高级翻译及巴塞洛缪·齐根巴格的泰米尔语老师阿雷帕（Aleppa）。让阿雷帕信奉基督教的各种尝试全都失败了。在他的信中，尽管经由各种过滤，我们还是听到印度教“异教”的声音。
这些信基本上涉及宗教问题，其次是泰米尔社会的共同生活。传教士试图厘清泰米尔的神祇世界、创世神话、历史观、仪式程序、日常生活及当地人对基督教的看法。在最后这个问题中——只从这丰富的材料中举个例子——通信者以坦白保守的态度回答。在第二卷第十五封信中，他在赞扬基督教教义后，深入批判这个针对他的问题——“异教徒对基督教徒法律、教义与变迁的看法”：
至于基督教徒让人无法接受之处，在于他们引进了许多坏习惯。例如，他们不刷牙，他们上茅房时不清洗，他们不在圣池净身。女性在分娩后不洗澡。他们乱吐口水。当他们接触过受鄙视的性别后，也不会再清洗。他们抱怨并诅咒所有东西。当他们领圣餐时，他们说面包是圣体，并饮基督的圣血，这是我难以理解的。他们许多行径都不洁净，包括吃牛肉。如果他们没有这些行径的话，所有的马拉巴人便会信奉他们的宗教。[68]
在另一封信中——第一卷第二十六封——通信者彻底分析了传教活动，起先相当不满这些丹麦哈勒传教士认为泰米尔人“邪恶愚蠢”，接着就进行反击：
虽然我们有许多地方值得批评，也普遍有许多不该有的恶行及不公，但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我们是异教徒，有完全不同的礼拜仪式，就意味着我们之中完全没有好人及善行。不过，我们有许多好人，做着各种不同的善事：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中有圣洁的人，找不到任何罪行。难道一个弃绝所有罪行，追求良善的法律，会是个让人无法成圣的恶法？每个民族都有在其他民族眼中看来荒谬的特殊服饰、风俗与法律。宗教也是如此。神的造物和神的行径是多样的，因此也受到多样的礼拜。……
此外，我们可以同样在从欧洲来到我们国家的基督教徒中，发现许多可议之处。要是我们从宗教行径来判断的话，我们根本找不出基督宗教有什么优点。因为我们发现他们没什么正义及贞洁行为。他们没做什么善事，不太施舍，不会忏悔，喜欢收礼，爱喝烈酒，折磨活的动物并拿来做成食物，根本不重视身体清洁，鄙视他们身旁的其他人，十分小气、傲慢，并易动怒。[69]
齐根巴格和格林德勒在哈勒的传教主管及他们在哥本哈根的政策赞助者，并不以冷静客观的科学精神把这些文本看成民族志的文献。这是消息来源，有助于马拉巴海岸的传教工作顺利进行；同时也是宣传材料，让期望提供财物资助的家乡民众看到刚起步的传教计划——于1706年展开——的机会与难处。齐根巴格和格林德勒这两位杰出的宣传家，为达到这个目的，比他们在中国、印度或加拿大的天主教同事，更凸显出当地的反对声音。没有其他的游记达到这种规模。
尼布尔的猴子
最常出现在18世纪关于欧洲角度变换的亚洲文本形式，便是欧洲人有关亚洲人对欧洲人印象的报道。读者对天真的亚洲人对欧洲抱着荒谬想法的故事，即和对自己的智慧很有信心的乾隆皇帝或一板一眼撰写书信的泰米尔人完全相反的例子，总是感到兴趣盎然。同样，他们不管这是真实的事件，还是报道者自己的加油添醋。当一名越南南部的部长在1749年9月30日问一名法国外交官，欧洲有没有女人（当答复者恶作剧般回答没有时，他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70]，或1793年秋季，当中国官员从远地赶往北京，参观英国马戛尔尼使节团带来的一只据说每天会吃50磅煤块的母鸡[71]，或1762年12月，当欧洲自然科学家在红海边让罗黑亚（Loheia）地方的酋长在放大镜下看一只虱子，令他陶醉无比，并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阿拉伯虱子，那只在玻璃下面的动物必定是只欧洲虱子”[72]时——读者见到这些见识不高的东方人，便感到兴高采烈。他们似乎无法正确了解欧洲、欧洲人及他们的科技花招。
不管是可笑，还是怀有敌意，或两者兼有，在许多欧洲人看来，他们对欧洲的无知，或对欧洲的扭曲图像，正如大家所以为的那样，成了亚洲文明成员的特质。不过，并非所有的旅行家都玩弄着这种廉价的把戏。正是那位说出虱子故事者的卡斯腾·尼布尔，不断试图在其他的观看及行为方式下，来理解其中的含义。尼布尔是1761年1月7日从哥本哈根出发的丹麦阿拉伯远征队的一名成员，他们经过埃及、西奈半岛、红海，在1762年12月中抵达他们实际的目的地——也门。在他的五名同伴相继去世后，尼布尔继续前往印度，经过波斯、两河流域及叙利亚，于1767年回到哥本哈根。[73]
在尼布尔详尽、没有欧洲那种自我吹嘘的随性报道中，不断出现那种插曲，只见欧洲人不仅观察、研究，并以自己的标准来判决异国文化的环境，而且知道自己是外国人，当然会被当地人如此观察着的事实。尼布尔的特别之处，在于察觉到这种观察外人的角度变换游戏的发展情况。在开罗，这六名旅行家已察觉到在阿拉伯人中比后来更严重的敌意时，尼布尔则好好观察了一名埃及杂耍艺人的猴子：
对一只猴子来说，东方的长袍大概不太合适，因为它大多时候要靠四肢行走，于是在埃及，人们往往把训练成会跳舞的猴子照欧洲人的样子打扮。这给那些一般的穆罕默德信徒把我们比成猴子的机会，特别当他们见到一名昂首阔步、衣着光鲜的欧洲人，腰身挂着一把水平的长剑，从衣服间朝后伸出，就像猴子的尾巴时。[74]
尼布尔并不拿猴子的欧式穿着，来证明顽固的东方人对欧洲一直抱有所谓的敌意。他找出一种出于实际的功能性合理因素让大家都能了解的解释：宽大的马裤并不适合跳舞的猴子。尼布尔并未责怪这些“一般的”，也就是和欧洲人少打交道、没什么教养的埃及人，拿这一点对欧洲人做出有点讨喜的模拟。
有些其他的旅行家也怕遭到这种愈来愈普遍、把亚洲人一概而论——特别在19世纪后期——的偏见及仇外指控，而寻求其他理由来解释这种敌视欧洲的行为。1777年，一份耶稣会报道问道，当欧洲人抱怨被中国人欺骗时，不是往往对谁开始欺骗谁只字不提吗？[75]1826年，一名英国外交官肯定暹罗人对欧洲人的印象来自他们自己有葡萄牙血统、在暹罗社会中没有显赫身份的臣民身上；这种印象也移转到其他欧洲人身上，尤其是英国船员们的闹事斗殴，更常证实暹罗人最糟的偏见。[76]就连1835年以军事顾问身份被派至奥斯曼帝国、对土耳其人一点也不友善的普鲁士军官、后来的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Helmuth von Moltke）也不得不承认，土耳其人理所当然对欧洲人没好印象，因为他们只认识骗子。[77]
1775年秋，瑞典医生及自然科学家卡尔·彼得·通贝里在日本唯一允许外国人活动的港口长崎观察到，日本人讶异于“欧洲人往往对自己人不太友善讲理，粗暴咒骂殴打，并用其他残忍手段对付自己的水手”。[78]日本人瞧不起欧洲人，既不是难以理解，也不是毫无道理，尤其是荷兰人上至国外商行主管全都积极投入走私之际。桑伯格抵达不久后，就发现“头人”（Opperhoofds）及船长十几年来以特制的大礼服运送走私品。日本人这时十分奇怪，荷兰人看起来缩成了一般正常人的身体大小。[79]除了安格贝特·坎弗那部经典作品外，桑伯格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及一本18世纪权威的日本报告的作者，并未想到指责日本人仇外。他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立场。
回到卡斯腾·尼布尔，他总在尝试解决僵化的东西二分法，并给予他人观点应有的评价。尼布尔在一份历史笔记中指出，1738年也门的摩卡港遭到法国战舰炮击时，当地居民绝未对欧洲人采取一概而论的敌视防御态度，反而让英国人及荷兰人在城中不受骚扰地生活下去：那种常被强加在穆斯林身上敌视所有“法兰克人”的敌意，压根无影无踪！[80]尼布尔这种去东方化的常识的另一个例子是：1826年，率领一个英国外交使团前往缅甸的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在那里碰上一种观点，认为英国人的财富一定源自炼金术——这种信念在他看来当然可笑荒谬。[81]克劳福德以他那时典型的方式来看问题。尼布尔则不然，他在1763年3月听到也门人说，当地居民以为丹麦及德国的研究旅行家有制造金子的能力。尼布尔说，这十分理所当然，因为对至今只认识欧洲商人的阿拉伯人来说，事实上不得不感到奇怪，“我们千里迢迢而来，却什么事都不做”。[82]这些外国人花了许多钱，却显然没在赚钱。这总得有个解释，制造金子的推测绝不荒唐，很接近也门人的认知层次，甚至说来还是个蛮合理的假设。
从他不断努力从他们的思维中去理解他所遇见的非欧洲人对世界的解释来看，卡斯腾·尼布尔一定不是他那个时代典型的旅行家，但他也不是特例。环球航行的德国人乔治·弗斯特、1795年以英国公使身份出使缅甸的迈克尔·西莫斯（Michael Symes）、1783年至1784年前往西藏南部的塞缪尔·特纳及1808年前往阿富汗的蒙特斯图尔特·艾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瑞典人桑伯格（1775年至1776年前往日本），还有1799年至1804年展开美洲之旅的亚历山大·冯·洪堡，他们和尼布尔一样，代表着和他者保持对话态度的人物，并不把欧洲人永远有理当成公理。他们也尊重其他民族对欧洲的认识。一部分——或许是大部分——旅行家嘲笑未到海外旅行的亚洲人对欧洲事物一概无知之际，在这种对立的传统中，总是有像塞缪尔·特纳这样的人，对藏族人丰富的地理知识讶异无比：扎什伦布寺（Tashilumpo）的一些僧侣对欧洲大国的相对位置有模糊的概念。[83]按照欧洲的科学标准，他们的观念粗浅，但从十分有限的信息渠道及缺乏迫切的实际必要性来看，能掌握住关于欧洲的地理知识，已让人肃然起敬了。
但不是所有认同当地观点的行径，都和深入的文化好感有关。1793年，担任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使节团军需官的约翰·巴罗（John Barrow），可以理解中国人为何嘲笑他们访客的紧身衣饰和脸上的粉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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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小心！不可把巴罗解读成度量宽宏的文化相对论者，而必须正确解读他。中国人和欧洲人在小节上不同，这对他来说恰好微不足道且可轻易克服，因为基本上他认为中国文明比较差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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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旅行
约翰·马尔科姆爵士（John Malcolm）的客人
1825年6月18日，英国驻法大使诺森伯兰郡公爵的巴黎住所举办了一场小型晚宴。[1]主人是约翰·马尔科姆爵士，他之前因好奇而前往法国参加查理十世（Karl X）在兰斯的加冕典礼，现在则在大都会巴黎享受几周的假期。1783年到1822年，约翰爵士除了几次短暂停留在家乡外，一直以东印度公司雇员的身份待在印度及波斯。他现在挂着少将的军衔，处于退休状态；1827年，他再以孟买总督身份回到印度任职两年多。[2]那晚的贵宾是当时全世界最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及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此外，还有尤利乌斯·冯·克拉普罗特（Julius von Klaproth）男爵及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爵士。居无定所的语言天才克拉普罗特在科学界的名声并非毫无争议，却拥有令人难以领教的过人精力[3]：在柏林王室图书馆自学古汉语，1802年起担任歌德的中国研究顾问。[4]他到蒙古、格鲁吉亚及高加索旅行过，出版过许多有关亚洲地理、历史及语言的作品。尽管克拉普罗特在法国及俄国发迹，却在1823年耍了一个重要的语意学手段，将新的“印欧”语言学改名为“印度日耳曼”语言学。[5]在某些人眼中，他是普鲁士间谍，当他试着把在一张中国地图上“发现”的列岛以他死去的赞助者扬·波托茨基伯爵之名命名时，轰动一时。[6]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是第一位以中文和中国皇帝交谈的英国人（家族来自爱尔兰）。他父亲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爵士便是1793年至1794年马戛尔尼勋爵出使北京使节团的代表。当年12岁的托马斯在漫长的旅途中，从两位同行的中国教士处学到了基础中文，因而能在1793年9月14日晋谒乾隆皇帝时令其大吃一惊。小斯当东接着长年出任广东的东印度公司代表。1817年，他返回英国成为议员，常在中国事务上受其政府咨询。1823年，他和伟大的印度学家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成立了皇家亚洲协会。[7]
那一晚，冯·洪堡几乎就像在其他参与过的社交场合，主导着谈话，谈的是墨西哥和秘鲁，尤其是冯·洪堡当时的主要焦点——地球的气温分布。在此，我们只对四位名人的生平感兴趣。四位都有过长距离的陆地旅行经验，但全都未像库克船长那样“发现”过全然陌生的地域。不过，在他们自己组织或参与的旅行中，他们都对自己勘查的国度有重要的新认识。四位全是受人敬重的专家。冯·洪堡对拉丁美洲的认识，大概胜过所有当时在世的拉丁美洲人，此时正好出版了自己美洲之旅巨著的核心部分：三大册《新大陆赤道地区旅游纪行》（Relation historique du voyage aux régions é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1814-1825），一块世界文学的瑰宝。马尔科姆爵士则通晓印度，在印度四处旅行，并写过许多有关印度近代历史的作品；1815年，他的《波斯史》出版，为他赢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并成为全面论述伊朗历史的代表作品，近百年都未被取代。克拉普罗特基本上是位中亚专家，不断受人引述及咨询。斯当东爵士是大英帝国举足轻重的中国专家，其学术成就在于翻译了清朝最重要的律法文献。[8]
四位权威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欧洲以外的知识都和帝国有关。最不明显的要算冯·洪堡。1799年至1804年，他以私人名义自费到西班牙的殖民王国内旅行时，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西班牙政权。但他的旅行计划仍要视西班牙殖民地当局同意与否而定，所以1829年他毫无选择，只能透过接受沙皇的官方邀请来认识俄国及西伯利亚。[9]克拉普罗特是沙皇帝国的枢密官，身负扩张沙俄版图的官方任务，前往东亚和东南亚旅行。斯当东孩提时就以英国公职身份出游。至于马尔科姆爵士，身为将领、外交官、行政首长及学者，已是当时最成功的帝国缔造者之一。
从多方面来看，马尔科姆爵士的客人深富启发性：19世纪初期（其实在18世纪后半叶即已如此），旅行家已能够功成名就。从他们的社会地位来看，他们是学者，同时也是士绅、社会精英的成员。他们不是出于冒险乐趣而从事旅行，而是怀有科学目标，并获得国家赞助。他们的知识对帝国有利；就算是冯·洪堡的改革建议，亦有益于西班牙当局，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这种层级的旅行无法顺其自然，反而要求最严密的组织。1800年左右，这种高阶旅行成为当时旅行活动的特点。1815年，《爱丁堡评论》的匿名作者从中分出了低阶旅行，认同当时透过出色专家取得的报道水平，却遗憾再也没有任何事物会让这些信心十足的人物感到惊奇。不像17世纪那些提笔写作的商人和珠宝贩子——他指的是夏尔丹和塔韦尼耶——从事未知的冒险，低阶旅行者和一般民众有更多的接触。[10]
不过，在“漫长”的18世纪，在欧洲以外的脉络中“旅行”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并非前往英国、德国、法国或意大利旅行的地理上的延伸。欧洲以外的旅行，从来不是一般的出游，即便在周全准备后，仍是一项艰苦危险的任务。[11]布拉格以东的旅行已可算入。[12]旅行家承担着比欧洲内陆旅行更多的报道义务。委托人和观众比较热衷精确的报道，而不是刺激的经历与旅行者的心理状态。现代欧洲大幅领先古希腊罗马及其他文明，不就因为透过实验和旅行的经验而获取到的知识吗？[13]
欧洲以外的旅行，基本上是种旷日持久的活动。一场还算彻底的近东之旅，应该要花上两年的时间，更远的地区费时更久。对许多欧洲人来说，前往亚洲是其职业活动的序幕，可能永远不会回来，或到晚年才能归国。这一点必须纳入我们的旅行定义中。例如，派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要考虑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欧洲。一名全欧倚重的学者安东尼·戈比（Antoine Gaubil）[14]神父，1723年4月抵达北京，1759年7月在北京去世，再也不曾离开过那座首都。[15]100年前，中国传教活动的支柱学者尼可罗·隆戈巴尔迪（Niccolò Longobardi）[16]神父，甚至在中国待了58年。戈比因为自己的法文与拉丁文文笔愈来愈差而臭名昭著——这是积极融入中国环境的结果。[17]在欧洲人看来，戈比算不上一位旅行家，就像摩达维亚亲王德米特里厄斯·坎泰米尔（Demetrius Cantemir）一样。1687年，这位重要的奥斯曼帝国历史著作作者（1734），以15岁之龄前往伊斯坦布尔，一直待到1710年，其间只曾短暂离开过。[18]1740年至1755年，以商人和厂主身份住在君士坦丁堡的让-克劳德·弗拉夏（Jean-Claude Flachat），和王室关系良好，成为第一位获准进入苏丹后宫的欧洲人。[19]他算是“旅行家”吗？
马尔科姆爵士当然是为帝国事务而周游印度。相比较而言，其他的耶稣会教士不像戈比那样恋栈，会被中国皇帝派遣到帝国的偏远地区，例如康熙皇帝的杰出外交官让-弗朗索瓦·热尔比永（Jean-François Gerbillon）[20]，在1688年至1698年，八次冒险进入蒙古。[21]这些人并非从欧洲展开他们的亚洲旅行经历，而是从加尔各答或北京这样的亚洲基地出发。只有扩大旅行的概念，这些或多或少一直定居在亚洲的欧洲人才能算是“旅行家”。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大部分重要的亚洲文献，是在这种看来持续接触的背景下写成的：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旅游文学，却是第一手亚洲文本。
官员的眼泪
我们对18世纪海外旅行的印象，可以说来自沃利斯（Wallis）、库克、布干维尔（Bougainville）及拉彼鲁兹（Lapérouse）等船长横渡太平洋的壮举，这些都是当时最轰动的旅行活动。[22]塔希提岛是18世纪的大发现。相形之下，亚洲早已耳熟能详，似乎也没有让人激动的秘密。詹姆斯·库克刻意避开亚洲。在他最重要的旅行，即1772年至1775年的第二次环球航行中，他在绕过非洲后，立刻便在印度洋下方的南极纬度朝东继续航行。18世纪20年代，谢尔沃克（Shelvocke）船长已对亚洲没太大兴趣，“因为我们已熟知亚洲的海洋与国家”。[23]“从前陌生的国度，”一名前往中国的旅行家同时表示，“已被好奇的欧洲人多次造访并详尽描述过，就像对我们自己的祖国一样熟稔。”[24]1730年，有人便说德国人已熟悉东印度[25]，伊斯坦布尔及小亚细亚海岸也因许多记述而成了“老掉牙的东西”。[26]1800年左右，可以这样说，没几个国度像波斯那样普受造访[27]，印度焚烧寡妇的行径也常被提及，根本没必要继续重复旅行探索，[28]至于欧洲前往印度与中国的海路旅行，虽非完全没有危险，这时亦已成为康庄大道，对有野心的船员来说，再也不是挑战。[29]1816年，英国船长亨利·艾里斯（Henry Ellis）前往中国，确信再也见不到任何新奇的事物——自然也没见到什么。[30]
这是奖牌的一面。在另一面，还是可以发现许多新的民族与生活方式。这里特别是指西伯利亚、高加索和里海的国家：一个直到18世纪才被开发出来的巨大民族志经验范畴。在印度，有些民族、宗教团体及政治组织，要随莫卧儿王朝的衰亡才出现在欧洲人眼中，就像锡克族（Sikhs）及马拉提族（Marathen）。[31]像也门这样只是听闻过的国家，现在也被——卡斯腾·尼布尔的也门——深入考察及详细描绘。越过沿岸地区的旅行家，往往觉得内陆人从未见过欧洲人似的：对他们来说，还真是一种颠倒过来的哥伦布式发现。愈无哥伦布、麦哲伦或库克那种海路的发现，陆路旅行的声望也就愈高。喜爱冒险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表示，前往孟买或巴达维亚，再从那里舒舒服服地前往其他地区，然后以“东印度旅行家”的头衔夸夸谈论着远方的民族，根本不算本事。[32]一封耶稣会的信简中提到，沿岸地区和内陆的差异，就像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巨大。[33]
然而，还是有所谓真正的第一次接触，甚至就在中国门前。18世纪，朝鲜是亚洲最封闭的国家。欧洲人对与中国接壤的这个汉化王朝的印象来自两处，一是透过耶稣会的百科全书得知中国人汉族中心世界观中最重要的属国的知识。[34]透过朝鲜人，也就是那些耶稣会修士在北京见到的朝鲜使臣，欧洲人反倒在1623年取得有关基督教传入这个遗世独立王国的第一批消息。1790年左右，自称为天主教徒的朝鲜人人数已成长到千人左右，这不是直接的传教结果，而是研习译成中文的基督教文献所造成的。他们在接下来的那些年中，遭到严酷的迫害。[35]1600年之后不久，当一名使节由北京带回一张欧洲的地图时，有关西方的世界知识便已传入朝鲜。1631年，另一名外交官从北京带回一支滑膛枪、一个望远镜、一口自鸣钟、一张世界地图及一些天文书籍。同时，裘利欧·阿列尼（Guilio Aleni）[36]修士的《职方外纪》中文版在朝鲜受到钻研与评注。[37]尽管朝鲜不让传教士及欧洲商人进入，但在19世纪早期，他们对西方已非一无所知。欧洲人了解朝鲜的第二个来源是1668年亨德里克·哈梅尔（Hendrik Hamel）的日记。他1653年起因船难而在朝鲜停留了13年。不过这份日记普受质疑，直到19世纪早期才被当真。[38]
1816年9月，阿美士德（Amherst）勋爵出使中国失败（勋爵无法进行重要交涉），随同的两艘英国军舰“阿尔切斯特号”（Alceste）及“天琴座号”（Lyra）侦察了朝鲜西海岸10天之久，达成了类似南太平洋岛屿的第一次接触。事实上，朝鲜人及欧洲人直到此刻，都没有任何直接接触；没有任何欧洲民族志文献描绘过朝鲜人及他们的服饰。“天琴座号”船长巴兹尔·霍尔（Basil Hall）及“阿尔切斯特号”的随船医生约翰·梅里欧（John M’Leod）的报道，记录下欧洲这一方的珍贵时刻。[39]
不过，这说不上是类似布干维尔船长式的亢奋事件。朝鲜不是第二个塔希提岛，霍尔船长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前来，也不是一位准备妥当的民族学家。船上当然没有人懂得朝鲜文，一名随船的中国仆役是个文盲，无法阅读朝鲜人写下的中文。霍尔及梅里欧费了好大力气才和起先小心翼翼的朝鲜村民稍稍融洽相处。礼物和金币并未达到目的。让这些不受欢迎的访客吃惊的，是这些朝鲜人既不惊慌，也没有一如预期出现“蛮人”那种天真雀跃的欣喜之情：
这些人态度高傲，显得镇定冷静，缺乏好奇心，倒让我们感到奇怪。[40]
他们反而清楚表明他们的想法：
一个男人带来大家共同的想法，希望我们离开。他为了表明这一点，拿出一张纸像船帆那般高高举着，对着风吹的风向，并指着船。他似乎想表示，现在正好顺风，我们只需要扬帆就可以离开这座岛。[41]
当霍尔船长和船员三天后，即9月3日，想在另一处搭乘小艇上岸时，朝鲜人传达的信息还是一样不太友好。这次更令这些欧洲人摸不着头绪：
他们拿着扇子比着自己的咽喉，有时候也比着我们的，似乎想让我们明白，我们留下来的话，有许多人会被砍头似的，只不过不知道那是指他们自己，还是我们。[42]
当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人，甚至可能是位文官现身，来到“天琴号”上交涉时，敌视的情况才稍微缓和下来。首先，这位德高望重的人——霍尔船长称他为“酋长”——发现这些外人听不懂朝鲜语，跟着又得知他们连汉字都无法阅读——没有开化的明证。[43]巴兹尔·霍尔继续描述着这位高官和英国海军军官间的外交礼节哑剧，在他们共同小酌樱桃白兰地时达到高潮，笔锋幽默动人，没有诋毁嘲弄朝鲜人。这名“酋长”是19世纪早期文献中文学描绘上最动人的亚洲人角色之一，而那个场景则是不同文化成员间无言沟通最美的一幕。
直到英国人发现这名官员的随从迅速测量完整艘船，并记录下帆具与武器时，才明白这些朝鲜人绝非无知蛮人。[44]在多方相互拜会，看来成为朋友后，朝鲜人开始时的不信任一下子转成不断努力测试西方的文化技术。那名老“酋长”在“天琴号”上用早餐时，显得相当积极：
他尽情吃着桌上所有东西，用着他大概第一次见到的刀叉及汤匙。开始时，他显得笨拙，但后来熟练后，便拒绝换成为他准备在一旁的筷子。他真的迫切地想接受我们的习俗，当我们以中国人的方式端给他一杯茶时，他瞧了瞧我们，跟着把他的杯子递给仆役添上牛奶与糖。这位老先生显然十分心满意足地品尝着。他彬彬有礼，轻易适应了和他完全不同的民族风俗，这着实令我们讶异。只要想想，他之前可能对我们一无所知，那他得体的举止似乎就不只能从他崇高的社会地位来解释，也可由那个我们至今还未注意到的社会的文明程度来观察。无论如何，这件意外值得重视，因为这表示，不管不同国家中的社会如何不一样，礼节形式依然放诸四海而皆准。这名老酋长正好体现出这种文明性格。他喜欢我们试着取悦他，所有他注意到的东西同时也让他深感兴趣。他十分好奇，当他明白一件起先让他讶异之物的用途后，总是无比满意。没有任何的故作惊奇，没有任何的过度钦佩。毫无疑问，他是位有良好教养和敏锐观察力的人。[45]
巴兹尔·霍尔没有隐瞒英国人对这名“酋长”处事方法的困惑不解：他的观点完全不同于落后蛮族对西方成就的目瞪口呆——从早餐的茶到船上大炮——反而表露出一种全然客观实际的兴趣。他相当自信，可以试验一下变换角色的小把戏，而不出卖自己的文化。在这场相会结束之际，他礼貌而果断地要求英国人尽快离开他的国家。当他们不准备这样做时，他痛哭出声，大声诉苦，表示他的人头将不保：
这时酋长痛哭流涕，转身离开，头靠着一名随从的肩。当他离开时，他不只抽搐哭泣，还不时咆哮出声。[46]
这两艘船最后还是扬帆驶离了。
碰上这种戏剧性的转折，霍尔船长也难以解释。要不是他先在这名“酋长”身上见到另一种文明人士，并高度推崇这样一位非英国人（也包括欧洲），视他为一名绅士的话，这位“酋长”也不会突然行为成谜，让他不知所措。[47]那种为人所熟悉、可超越文化界限被认同的精英人士的得体举止——简而言之，即所有的优雅行为——还是不敌一种令人震撼、完全另类的感情表现。在社交举止的表象背后，还暗藏着让人难以理解的情绪冲动。巴兹尔·霍尔带着全然矛盾、无法以文明与野蛮的对比方式来解释的印象，离开了朝鲜海岸。他没用高人一等的语言来掩饰自己的茫然，也未落入亚洲人性格摇摆的老套说法，这让他的报道显得真诚：
我们毫不遗憾地离开那个港湾。那名衣着华丽的长须老酋长，的确让我们大家印象深刻。不过，他的忧心、怯懦、幼稚，有损我们原本对他的敬意。但是，这一情况却让整件显得不太一致的事件多了额外的趣味，面对那位老者全然未知的命运，他可笑的性格也就显得无足轻重。[48]
这位后来离开皇家海军，成为一名所谓的旅游文学作家，并和他人一同成立皇家地理协会的巴兹尔·霍尔，在几页之间便记录下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的亚洲中，一次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第一次接触。“阿尔切斯特号”及“天琴座号”继续向琉球群岛航行，那个西方人同样没接触过的地方，住有一个聪明、亲切、爱好和平的民族：终于在中国海中找到了塔希提岛！[49]这次具体的相会可再算是一次纯粹的第一次接触。不过，在这个个案中，欧洲并非完全不知道这个被发现的地域：西班牙的报道已简略提过这些岛屿，北京宫廷内的欧洲科学大使安东尼·戈比神父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中也根据中国史料描述过琉球，并附上一张详尽的地图。[50]
直到1816年前，朝鲜这个隐士王国——不久以后就有人喜欢那么称呼它——未受西方人打扰，因为那里没有任何贸易机会。1711年，饱学的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nthanasius Kircher）及亚图神父（Pater Jartoux）已详细提到著名的朝鲜人参的神奇功用[51]，并可经由中国大量取得。英国的访问舰队暂时未取得任何成果。直到1876年日本入侵后，朝鲜才打开了一扇国际贸易之门。直到此时，西方人也才取得有关朝鲜的详细消息。从地理学上来看，霍尔和梅里欧的简短报道没有太大价值，绝无法取代之前亨德里克·哈梅尔的文献。
海洋与陆地[52]
18世纪，前往印度及这个次大陆以东地区国家的航运，愈来愈安全舒适。最重要的技术突破，乃是造出能够精密测量海上经纬度的航海仪。长久以来，人们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1714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英国甚至成立了一个高阶的“经度委员会”（Board of Longitude）——首任主席是艾萨克·牛顿爵士——并以爵位来悬赏取得科学成就的人士。1770年，才智出众的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后，终于造出一个能够满足航海员实际要求的器具：一种大量减少海上人员损失的发明，有助于不再绕道航行，并在英国海权的世界扩张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53]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1753年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建议改善船上膳食，成功防治坏血病上。坏血病是一种缺乏维生素的恶疾。海军上将安森在1740年至1744年的环球航行中，一共损失了1410人（占全体船员总数的73%），其中997人死于坏血病。[54]不过，自库克的环球航行起，这种疾病再也无足轻重。在奥托·冯·柯策布斯（Otto von Kotzebues）长达3年半（1815-1818）的第二次环球航行中，再也没有人死于坏血病。[55]科学航海术全面取代感觉及目测掌舵后，属于英国及法国最高帝国方案的完美海图也才有可能出现，而其使用也变得理所当然。[56]
尽管有此“航海革命”，欧洲东印度公司货运帆船的航行，还是无法和库克、拉彼鲁兹或克鲁森斯腾（Krusenstern）（一名为俄国效命的德国船长）等被当成展现国家威望来处理的、配备完美的航海远征队相比。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船，多为500吨～1200吨，算是相当舒适的船只。不过，一名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到1688年的德国矿场专家及后来的科堡市市议员约翰·威廉·沃格尔（Johann Wilhelm Vogel），在1716年衷心建议未来从事海上旅行者要不断向上帝祈求，并避开不良伙伴。而这个建议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依然适用于一般乘客。人们带上口粮，包括一大堆大蒜，还有暴风雨时不该喝的烈酒。喝酒过多很危险，因为醉后易跌落船外。卧铺应该位于船中央。[57]在见到多半乱无章的装船方式之际，人们只能庆幸自己的行李居然可以凑齐。有些人禁不住想起那句古老的谚语：“打死父母的人，还犯不着被送去东印度。”[58]船上的情况完全视阶级和航行者的任务而定。水手自然最苦，干着粗重的体力活，服从严格的纪律，睡在统舱的吊床上，食物微薄。士兵和工匠情况稍好。以专家身份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德国人所写的游记有个特点，即疏远“亵渎上帝”及酗酒的水手“族”。[59]大家保持着自己的市民身份。
住在后甲板船舱中受雇或出差的上流人士，虽因周遭的纷乱而一样岌岌可危，但在这个海上阶级社会中的待遇显然舒适许多。他们最受不了船上动物的臭味、隔邻粗鲁水手的吵闹声、自大愚蠢的军官及无聊，就如18世纪40年代末那位经常旅行的植物学家、经济学家及殖民地代理人皮埃尔·普瓦弗尔在一篇激烈抨击航海旅行的文章中所抱怨的那样。[60]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洛策尔这位旅行理论家——而非实践家——在他哥廷根大学的旅行艺术讲座中，特别强调被迫生活在一起的经历：“在海上最能清楚认识人，至少是容忍人。大家差不多像结了婚一样。”[61]就算上流人士也躲不过常在船上爆发的传染病。他们亦闻着无风之际不到几天便聚在船壁的秽物臭味。如果情况恶化，船只得靠划船之助拖往其他地方。[62]世界各个海域都有海盗及其船舰。在海上遇见其他船只，都令人担惊受怕。任何航行都有可能遇上船难及沉没。[63]
在19世纪后半叶亚洲逐渐引进铁路之前，没有任何技术进展能够改善陆路运输的条件，让其变得类似海上旅行那样轻松快速。毕竟在1825年时，从伦敦绕过好望角前往加尔各答的海上旅行，在搭乘最好的船只及顺风的情况下，只要5个月，最长不超过8个月（和50年前一样）。[64]而在1800年左右，陆路旅行的情况和速度，几乎和亚历山大大帝或马可波罗的时代一样。1808年及1809年，哈福德·琼斯（Harford Jones）爵士所率领的英国使节团（《伊斯法罕的哈奇巴巴奇遇记》作者詹姆斯·查士丁尼·莫里尔亦参与其中），以每天19英里的速度抵达波斯。当地骆驼商队平均速度35英里，没有辎重的军队可达70英里。[65]欧洲人不得不使用当时的地方交通工具。和当地人相比，他们没有任何技术优势，没有和亚洲内陆船运相比时现代帆船所拥有的优势。
不像水上旅行一定是集体活动，陆路旅行可以是物资匮乏的个人行动。17世纪初，亨利·布朗特（Henry Blount）走过英国和埃及间的6000英里路程，在他同胞中获得“伟大旅行家”的绰号。[66]1602年至1605年，葡萄牙耶稣会修士本托·鄂本笃（Bento Góis）是第一位沿着由印度经阿富汗，越过帕米尔高原前往土耳其斯坦，再到中国东部苏州（他死于苏州）这条极端艰巨的陆路旅行的欧洲人。[67]1661年4月，任职皇室钦天监算数家的来自林茨[68]的耶稣会修士约翰·克鲁伯（Johann Grueber）[69]，由北京出发前往印度。1661年10月8日他到达拉萨。他是第一位抵达圣城拉萨的欧洲人，但他对圣城没有任何描述。他是第一位越过喜马拉雅山的欧洲人，在经过尼泊尔、莫卧儿王朝首府阿格拉（Agra）、波斯及小亚细亚后，于1664年2月抵达罗马。[70]18世纪，这种个人壮举变少，只有伊波里托·德西代里（Ippolito Desideri）在1712年至1728年重复过克鲁伯之旅。[71]这个世纪后半叶最惊人的个人壮举，应是苏格兰人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的非洲之旅。1763年至1773年，他经由北非、叙利亚、埃及、红海，抵达埃塞俄比亚皇帝位于贡德尔的宫廷；1770年10月，他抵达蓝尼罗河的源头。[72]布鲁斯在献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游记中，写到自己越过一个包含各种令人害怕、有害健康或致命的地域，抵达“不幸与世隔绝，甚至从未听闻过陛下大名及美德”的地方。[73]
在18世纪的亚洲，大型的陆路旅行已不再是个人行为，即便还是有不畏长途跋涉的人士，如博岑（Bozen）[74]的耶稣会修士约瑟夫·蒂芬塔勒（Josef Tieffenthaler），在30年中周游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75]17世纪90年代，受到莱布尼茨支持的耶稣会计划——直接和中国交流，不受东印度公司控制，开辟一条由罗马到北京的陆路——在1712年被搁置。[76]18世纪最常使用的两条欧亚道路，一条是由圣彼得堡经西伯利亚及蒙古通抵北京，俄国外交使节团及商队大约要花上16个月[77]；另外一条长途路线则是由地中海经美索不达米亚前往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多使用这条路径。他们最偏爱的路线——760英里长的大沙漠之路——是由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通往波斯湾的巴士拉（Basra）。1791年，一本旅游导览建议，如果愿意相信土耳其人及阿拉伯人，又不坚持英国食物的话，可以走这条路，作为不像海上旅行那般无聊的替代性选择。[78]这条路径在1751年至1798年间最受青睐[79]，并在那些揣测拿破仑可能入侵印度的年份里享有一定的政治知名度。[80]
东亚：抵达长城
是否能够广泛深入地了解亚洲的不同地区，主要视其是否易被欧洲人接近。不同于19世纪后半叶，许多亚洲政权在18世纪尚能控制外国人的进入与流动。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东亚。朝鲜是一个完全闭锁的国家，可算特殊个案，而日本则与其相当类似。整个18世纪，日本严厉执行锁国政策，只有荷兰人还被允许在人造的出岛上继续经营他们的小商行。[81]1708年，在镇压基督教70年后，意大利人乔瓦尼·巴蒂斯塔·西多蒂（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是1853～1854年门户开放前最后一位冒死进入日本本土的传教士。他立刻遭到逮捕，1714年11月死于被囚禁的地洞中，可能是饿死的。[82]英国人对日本不太感兴趣，也或许是认为在遭遇日本人及荷兰人的共同抵抗时，任何冒进必然会失败。英国在拿破仑发动战争之际占领了荷兰的殖民地爪哇后，于1813年派遣两艘船舰前往长崎，以打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独占，但他们最后不得不折返爪哇，一无所获。他们也把原本准备献给幕府的礼物中最珍贵的一样，即一头活生生的大象带了回来，这头大象让那些登船的日本官员彻底察看了一番，也在日本——是当地所见过的第四头这种动物——留下深刻印象。[83]
18世纪时，沙皇王朝发展成北太平洋最活跃的海上强权，但也未让日本人特别重视。1811年7月，当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戈洛夫宁船长来到千岛群岛南方从事地理测量工作时，他和六名同伴因为之前个别俄国人进行武装骚扰、在千岛群岛住民之间所造成的不安，遭到日本警卫扣押，被拘禁长达26个月之久。这些俄国人得到不坏的待遇，但日本人使用各种特务工作的技巧，从他们那里套取信息。尽管戈洛夫宁船长和陪伴他回来的里科尔德（Rikord）船长事后发表了富启发性的报告，但是透过此次接触，日本人的欧洲学或许比欧洲人的亚洲学取得了更大的收获。[84]至少1804～1805年，亚当·约翰·克鲁森斯腾船长率领的俄国第一次环球航行队伍已未得到盛大的接待。克鲁森斯腾可以仔细探勘日本周围海域的水文地理，但几乎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在陆地上只见到长崎。[85]唯一能接近内地的机会，便是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官方代表身份，前往江户参拜幕府——荷兰人仿佛被分封者一般，必须定期踏上这约90天左右的宫廷之旅。然而，路线总是一成不变，而且透过安格贝特·坎弗1691年至1692年的出色报道以及卡尔·彼得·桑伯格1776年稍嫌薄弱的复述，已为欧洲熟知。[86]
中国的情况类似，却又完全不同。1860年以前，对西方人而言也说不上有迁徙自由，但仍有更多的旅行及获取信息的机会。这可分成三类。首先，清帝国的海外贸易不像日本那样受到严格管制。基本上，中国当局并不在乎哪些外国人造访了由葡萄牙人管理的澳门及广州的欧洲商行。几乎所有文字记录的中国之旅，至少都会略微描述广州。[87]若有谁跨不出广州，便使用一个奇怪的假说来掩饰窘境：反正中国到处看起来都是同一个样子。[88]
18世纪，耶稣会修士仍然继续着他们的中国报道。17世纪，教士在宫廷中的地位、在文官学者中的威望及所具备的科学知识，要比后继者来得高。在早期他们留下许多依据在众多省份跋涉旅行而撰写的优秀风土描述，特别是阿瓦罗·赛门多（Álvaro Semedo）[89]于1642年出版及加布利耶·德·马加耶斯（Gabriel de Magalhães）[90]于1688年出版的书籍。[91]不过，直到1688年2月，第一位法国耶稣会修士抵达北京后[92]，欧洲读者才开始被有关中国的文献淹没。18世纪中期左右，法国人或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已凌驾于对某些欧洲边陲国家的认识之上。路易·勒·孔德（Louis Le Comte）[93]的科学成就没有一些修会兄弟来得高，却是一位机灵的作家，在1696年出版了一本很快受到多方引用的风土人物入门书。[94]1702年起，《耶稣会士书简集》在巴黎出版，定期收集传教士来自北京及东南亚的信件。1776年，即1773年解散耶稣会后，《耶稣会士书简集》改称《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道德、风俗论集》（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 des Chinois），直到1814年共出版了16册。1735年时，相关材料已相当丰富，巴黎耶稣会修士让-巴蒂斯特·杜赫德已能据此写出四大册的中国百科全书。该书不久便被译成英文、德文及俄文，成为有关中国的重要权威作品。[95]1742年，学者暨作家的郎格莱-迪弗雷努瓦已可以说，“大家详尽正确地认识今日的中国，已如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96]修道院院长格罗西耶（Grosier）50年后再度更新信息，并于1818年至1820年出版了耶稣会有关中国的最后一批信息。[97]大约自1710年起，耶稣会在北京宫廷中的地位下降，而那是他们之前必须完全仰赖其庇荫的地方；18世纪30年代起，他们只不过是紫禁城中的技术人员。在他们最开通的支持者康熙皇帝于1722年去世后，基督教在中国完全陷入困境，内陆传教愈来愈困难。从他们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耶稣会修士在内陆周游的机会逐渐减少。他们在大城市受到排挤，变得较依赖运用中国文本，而不是自己的经验。[98]
第三种在中国旅行的形式是外交使节团。对非传教士来说，没有任何机会认识中国内陆。1692年至1795年，共有三个俄国使节团、两个葡萄牙使节团、一个英国使节团及一个荷兰使节团来到中国。[99]每个这类旅行都记载详细，最佳的要算1792年至1794年的马戛尔尼代表团。[100]1805～1806年，尤里·戈洛夫金（Jurij A. Golovkin）伯爵率领俄国使节团再次出使中国，约翰·马尔科姆爵士后来的客人尤利乌斯·冯·克拉普罗特也在其中。但他们在中国边界就折返了，因为在外交礼仪上没有达成共识。[101]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第二次英国代表团，也因类似原因失败，不过，他们毕竟还是抵达了北京，并促成霍尔船长额外前往朝鲜及琉球群岛。由于代表团走的是不同路线，而非日本宫廷之旅的标准路线，路上所见所闻也因而不同。中国当局提供运输工具及住处，西方外交官基本上只见到对方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1830年时，有些访客及报道表示中国部分地区几乎仍未受现代旅行家探勘，这种说法并不为过。[102]关于这个国家所有省份的旅游报道，要到1900年左右才出现。
东南亚及南亚：帝国的迁徙自由
没有其他亚洲国家像日本、朝鲜及中国那样，执行严格的外国人政策。欧洲人对东南亚国家的兴趣及是否进入这些国家，要视当地的政治发展及经济情况而定。[103]整体来看，18世纪对双方来说，都是个衰退而非扩张的时代。18世纪末，欧洲对暹罗的了解基本上仍依赖路易十四与那莱国王短暂外交蜜月期（1673～1688）中所出现的许多且部分十分精确的报道；此后，双方只有少数的旅行接触。越南自17世纪10年代起分裂成东京的黎氏北朝及由北朝分裂出来的阮氏交趾支那后，天主教传教活动特别活跃成功，同时也益遭敌视。1624年起，亚维农的耶稣会修士亚历山德罗（Alexandre de Rhcdes）奠定了传教活动基础，并于1650年出版了有关东京的第一份民族史论文，其他的传教信息也随之而来。[104]第二份资料是中文的报道，主要来自有朝贡义务及汉化的东京；耶稣会修士在欧洲传开了这份资料。[105]直到17世纪末，西方商人才经常造访越南。马戛尔尼外交代表团在前往中国途中，曾在沱灢湾（Turon）[106]短暂停留，出版了一些报道，不过只限于沿岸部分。缅甸、老挝及介于暹罗与越南间、颇受蹂躏的柬埔寨，比其他位于印度后方的国家更少受到造访。1727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冒险报道，大概一直是西方有关高棉最常被引用的资料。
亚洲罕有人前往旅行的地区，自然包括了整个喜马拉雅山区。[107]直到尼泊尔廓尔喀族和中国间的冲突引起英国人注意前，传教的个体旅行家——特别是耶稣会修士伊波里托·德西代里，他是第一位描写圣山冈仁波齐峰（Kailas）的欧洲人——是最重要的消息来源。东印度公司两位政治代理人——威廉·奇克帕翠克（William Kirkpatrick）及更为重要的弗朗西斯·汉密尔顿-布坎南（Francis Hamilton-Buchanan）——的报道主导着欧洲19世纪的尼泊尔图像。[108]17世纪欧洲几乎无人知晓“西藏这个大型瑞士”[109]，而18世纪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德西代里的报道没有出版。再一次，中文的资料相对最为可靠。[110]沙皇前来朝圣后，佛教臣民带回的传说传到了俄国。[111]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1774年派遣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接着在1783年派遣塞缪尔·特纳出使西藏。两人都写下详细生动的报道；特纳的报道在1800年出版，而波格尔的要到1876年才由手稿中整理出版。[112]由于文献稀少，少见的资料便特别突出。不过，波格尔和特纳的报道当之无愧。《喀布尔王国记》（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Caubul，1815）也是如此，那是约翰·马尔科姆爵士的朋友暨同事蒙特斯图尔特·艾尔芬斯通在他1808年出使回来后所撰的作品。1722年，阿富汗人入侵波斯时，即已踏入近代史的舞台，但直到艾尔芬斯通，才出现关于这个在帝国时代保有其独立性，且欧洲人从未轻易进入的国家的报道。
相反，没有其他亚洲国家比印度更易进入，没有其他国家在17世纪即已被密集造访。莫卧儿王朝允许欧洲人自由旅行，换句话说，并不理会外国人。[113]在一个多民族的帝国中，外国人根本不会引人注意，甚至无足轻重。欧洲人加入了王位继承者之间的战争。他们任职于宫廷，致力于贸易。在18世纪，有些欧洲人以军官及武器技师身份受雇于印度大公。和中国与越南相比，传教活动在印度扮演着次要的角色；有关印度的文献，并非由传教报道主宰。在18世纪，也还有英雄般的个人旅行家前往印度。没人比亚布拉罕-扬金特·安奎特-杜培宏（Abraham-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更能体现这种类型。他是个怪人，一位语言天才（奠定了古波斯语言及文学的研究），空想家，同时也是一位讲求精确的地理学家及现代政治局势的冷静分析家。[114]安奎特仇视英国，这有点不合时宜：在步入老年后，他还恳请拿破仑从英国人手中解放印度，并自告奋勇率军远征。[115]当时，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已无可动摇，有关印度的文献所用语言全是英文。
在英国人征服并建立起其帝国威望的地区，旅行的特质也跟着彻底改变，由冒险变成了公务活动。在“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下，危险的再也不是当地人，而只是炎热、疾病及偶尔会打扰艺术之友参观印度庙宇与如画景色的老虎。[116]约1770年至1830年间的印度内陆之旅，几乎全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的活动，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旅行是在胜利取得的军事阵线后方。除了行政长官、税务人员、土地测量者及制图师，现在亦有心平气和且不带偏见撰写被征服的民族及胜利的英国历史学家在此旅行，因而诞生了伟大的作品：詹姆斯·伦内尔（James Rennell）撰写的莫卧儿王朝的历史地理及当代地理，詹姆斯·格兰特·达夫（James Grant Duff）撰写的马拉塔族史（大英政权最危险的印度对手），或弗朗西斯·汉密尔顿-布坎南——“观察最敏锐的印度保萨尼阿斯（Pausanias）[117]”[118]——对南印度乡间社会经济的微观剖析。[119]第二种旅行形式则是跨界突进：越过帝国的安全界线，进入日后可能合并的地区或只是一再反抗的邻国。于是欧洲人造访并描述了旁遮普（Panjab）的锡克族、俾路支人及其他一些民族。随着帝国建立，边疆文学也逐渐形成。
近东：古代朝圣团
伊朗是政治权力关系的另一个例子。1783年时有理由这样说，波斯是所有亚洲国家中被欧洲人研究最透彻的一个。[120]萨非王朝（Safawiden）（1501～1722）的国王允许迁徙自由，欧洲旅行家也充分利用这一自由。为何波斯会吸引如此众多的饱学旅行家，原因难以断定。在文艺复兴后期，一个旅行初兴的时代，波斯这个奥斯曼帝国的东边敌人，是一个比不断和欧洲发生冲突的土耳其更加欢迎欧洲人的国家。近代伊朗的奠基者国王阿巴斯一世（Abbas Ⅰ）（执政期为1588年至1626年），是东方第一位对西方开放，并似乎完成类似都铎英国或法国亨利四世所进行的政治现代化的君主，比彼得大帝早100年，比明治天皇及其幕后推手早250年。17世纪，当萨非王朝的辉煌逐渐褪去，阿巴斯一世的几位后继者成了凶残的“东方专制”的真实典型时，波斯仍有其他吸引人之处：通往印度洋及在陆路上通往印度次大陆的地理位置、文化古国的声誉、宜人的气候、“波斯波利斯”的废墟——按1754年一本旅游导览所言，是地表上最壮丽的废墟。[121]
18世纪伊朗之旅的文学文献数目大减，且无任何新的旅游及风土描述能和17世纪的科学及文学叙述的高峰期相比[122]，其原因并不在于像日本那样实施计划性的锁国政策，而是1722年阿富汗的入侵及之后国家体制的瓦解。除了波斯波利斯的一些零星访客外，波斯不像小亚细亚、埃及及后来的印度，能吸引前来学习的旅行家及观光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在亚洲国家旅行，没有比无政府状态的波斯更加危险的，也没有其他国家在贸易及战略上如此不具吸引力的。直到拿破仑战争及英俄大结盟时期，波斯才在帝国冲突中以同盟角色或缓冲地带获得新的价值。1800～1801年、1808年（彻底失败）及1809～1810年，印度总督三度派遣以约翰·马尔科姆爵士为首的外交使节团前往波斯。[123]这些经验都记载在马尔科姆爵士所撰《波斯史》的后面几章中。如此一来，在19世纪早期，波斯之旅便被政治化了。
关于在奥斯曼帝国周游的可能性及旅行参访，基本上没有任何资料，个别地区的差异过大。18世纪，亦有数千名欧洲人以被绑架者及被勒索赎金者的身份与北非的伊斯兰地区，即强盗之国阿尔及利亚打过交道，该地统治者只是名义上臣服于苏丹。一批仿莫扎特模式“被囚在东方……”的囚徒报道文学因此出现，其中也有外交官、神职人员及前往旅行的自然科学家的作品。[124]由于希罗多德的描述，埃及一直是欧洲人心目中的法老之国，尽管距离欧洲不远，但它在17及18世纪早期吸引到的访客，却不比伊朗多出多少。这绝不是政治上有无旅行机会的问题。亚历山大港有人参观，或许还包括开罗及金字塔；由红海前往印度的旅行者会经过苏伊士，朝圣客也会拜访西奈山上的圣叶卡捷琳娜修道院。
大约1585年后，有过近代第一批学者参访埃及的旅行潮，最大收获便是牛津大学天文学及数学教授约翰·格利弗斯（John Greaves）的《金字塔志》（Pyramidographia，1646）。直到19世纪，这本书仍是对金字塔最为科学的描述。[125]几乎在同时，亨利·布朗特提醒大家，除了法老的古埃及，亦不要忘了当代埃及——一个生动的大国。[126]第二波旅行潮约在1740年，两位伟大的旅行家——一位是饱学又勇敢的理察·波考克（Richard Pococke），他也是知名的古希腊语文学家及冰川研究者，另一位是丹麦船长弗雷德里克·诺顿（Frederik Norden）——分别深入上埃及，并在配上华丽插图的大型著作中记述自己的旅行。[127]不过，不管是他们还是后来追随他们足迹的其他旅行家，都未牢记布朗特的劝告。对欧洲而言，当代的伊斯兰埃及（也包含部分基督教科普特族）依然隐而未显，除了17世纪二度来到埃及的约翰·迈克尔·万斯雷本（Johann Michael Wansleben）所留下的札记这个例外。[128]直到萨瓦里（Savary）1785年至1786年的旅行信简及沃尔尼1787年的划时代报道，“生活在现代的”埃及人才进入欧洲大众的意识中。
直到那时，都有理由可以解释为何好古观点成为认知埃及时的主流。[129]在埃及，见不到传教活动（像在中国及越南）、贸易（在日本）、外交（在暹罗、波斯）或殖民行径（在印度、爪哇）等现实利益。对伊斯兰有兴趣者，自可在伊斯坦布尔更为轻松地研究逊尼派。然而，又是英法间的世界利益冲突改变了这个现象。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的军事冒进行动成功，同时展开了帝国方志学的时代。这个国家促成的集体计划规模宏大，连英国在印度的活动都相形失色。1822年，商博良解开了埃及象形文字之谜，埃及学这门新的学科跟着诞生。
小亚细亚，也就是狭义的土耳其，是亚洲最常被造访的地区。甚至在与基督教强权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基本上还是可以在小亚细亚旅行。[130]伊斯坦布尔是亚洲最著名的城市，亦可以说是欧洲最宏伟的城市，在规模和美丽程度上胜过其他城市：“我们在法国没有可以和其相比的东西。”[131]就如同前往罗马、巴黎或维也纳一般，观察家于旅行及写作时“衔接着前人的足迹”[132]，原创的作品愈来愈难见到；多数的记述作品出自法国人之手。
尽管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文献汗牛充栋，旅游及报道作品这种文类还是少见。正如在所有其他伊斯兰地区一样，天主教及新教的传教活动几乎完全绝迹。使节团类的报道——对了解中国、暹罗、波斯及莫卧儿王朝的印度来说都相当重要——无足轻重，原因是欧洲强权在伊斯坦布尔——在亚洲也只有该地——派驻常任大使，因而没有必要周游该国。这样的使节或大使都是饱学之士，或至少赞助着其他人的科学活动。[133]少数一些人有足够能力与兴趣自己写书，像1747年至1762年驻伊斯坦布尔大使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爵士，他是一名杰出的土耳其学家，亦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及威廉·琼斯爵士的朋友，或许也是18世纪英国最优秀的土耳其专家[134]；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大使安得罗西（Andreossy）伯爵，他写过一本有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自然地理及伊斯坦布尔水道的作品。不过，特别重要的方志作品却是出自低阶的外交官。博学的保罗·莱考特将自己1667年至1678年在士麦那（伊兹密尔）担任英国领事的工作经验，转成土耳其王朝的（当代）历史。[135]在1799年至1807年间，博学多才并勤勉不倦的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曾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担任奥国的各种外交职务。在波特和哈默-普格斯塔之间的世代，伊格纳斯·穆拉甲·多桑算是最优秀的奥斯曼帝国专家，尤其熟悉该国的司法体系及文化。他原籍亚美尼亚，先是长年担任翻译人员，1782年至1784年为瑞典代办，1795年至1799年为驻伊斯坦布尔大使。他根据研析史料而完成的《奥斯曼帝国概述》（Tableau générale de l’Empire Othoman，1787-1820），内容翔实，对20世纪初期的奥斯曼学来说仍是“不可或缺”。[136]
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地区少有或从未有欧洲人造访：内陆的安纳托利亚、黑海的部分地区、波斯的边区、利比亚、商队路线以外的美索不达米亚，或是直到卡斯腾·尼布尔才仔细探勘的也门。造访希腊及小亚细亚沿岸的频率则特别高。在这期间旅馆大量出现的伊斯坦布尔，于18世纪后期成了贵族骑士之旅的东边终点站：人们由维也纳经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及亚得里亚堡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再继续搭船前往意大利或马赛。[137]这条路线还可顺道造访雅典阿提卡、伯罗奔尼撒半岛及小亚细亚沿岸的古代遗迹。古希腊两度在此被重新发现或重新架构：一次起自1755年，出现在约翰·约阿希姆·温克曼（Johann Joachim Winkelmann）的想象及艺术理论中；一次是在1751年，透过两位年轻的英国建筑家詹姆斯·斯图尔特及尼可拉斯·雷维特（Nicholas Revett）之手，他们由“艺术爱好者协会”派出，拿着专业的画笔。许多旅行家跟随着他们的脚步。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漫无目的地前来学习及修身，有些人主要是来收集纪念品及掠夺。1801年至1803年，托马斯·布鲁斯（Thomas Bruce），即艾尔金（Elgin）伯爵七世，侵占了部分帕提农神殿的檐壁雕饰（并在1816年卖给英国），他便是此类人物的代表。出使中国的外交代表团成员会偷偷把长城或北京城墙的砖石藏在口袋里，并在瓶子中灌满黄河水[138]，相形之下，奥斯曼政府简直就是无能或无所谓，才会容忍私人在古代遗址上大规模挖掘。不过，一些旅行家过分的为非作歹行为，却难掩许多造访希腊及小亚细亚沿岸的博学访客共同在19世纪初奠定的此区生动的方志研究。[139]英国的炮兵军官威廉·马丁·黎克（William Martin Leake）几乎和弗朗西斯·汉密尔顿-布坎南的科学性南印度研究同时，且运用类似的方法学，完成了一本有关奥斯曼帝国希腊化地区的详尽地理描述。[140]
黎克及布坎南作品中那同时为帝国政治战略利益服务的严格科学研究，并不符合大众口味。诗人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d）首创一种只先出现在地中海地区、深具文学魅力的新式主观学习之旅。1806年至1807年，他由巴黎出发，周游了威尼斯、雅典、伊斯坦布尔、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及突尼斯，再回到巴黎。他并不反对偶尔带回小礼物的行径——“我一直都偷拿一些途中名胜古迹中的东西”[141]——但他最在乎的，还是古迹及圣地中的宗教经历。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感性经验，而不是波考克这类旅行家实事求是的态度。夏托布里昂前往埃及与巴勒斯坦旅行，是要更进一步想象圣经的故事。[142]夏托布里昂可以一直嘲笑同行者的古代妄想[143]，但在巴勒斯坦，他不想让别人注意到自己因为不断受基督教感动而显得疲惫的样貌。[144]
当我们认定这些旅行家只对自己周游过的古代遗址和圣经纪念物而非当代风土人物感兴趣时，并不算冤枉他们。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令人讨厌，只是因为受雇而无法避开；至于喜爱幻想的古希腊爱好者，也很少幻想在希腊牧羊人身上见到伯里克利时代希腊人的后裔。这类古代朝圣者只出现在奥斯曼帝国中：他们到东方旅行，却从未抵达那里。
冒险家及变节者
在一定的条件下，旅行者的目的、意图及旅行的方式可以相互整合起来。不像政治及文化上相当同质的欧洲（俄国边界以西），各种旅行形式并不会在18世纪的亚洲各处出现。例如，日本没有传教之旅，暹罗或中国没有观光学习之旅，而奥斯曼帝国见不到使节团之旅。
这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框架，必须透过细腻的旅行社会史及文化史来填补。[145]这可以从旅行的目的开始。18世纪，在记录自己亚洲行程的欧洲旅行家中，不受拘束的个人冒险家不像之前那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亚洲贸易的蓬勃发展及在爪哇与印度的殖民扩张，吸引前来一试运气的人，不过只有少数人致富而归——他们几乎没有出版过值得一提的报道。[146]直至约18世纪30年代，任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德国旅行家的经历，只在德文的亚洲文献中举足轻重。他们多半是单纯的水手、士兵及低阶的工作人员，在信息内容上比不上同时代的荷兰文献。[147]有些旅行勉强算是冒险：1659年11月，18岁的罗伯特·诺克斯在一次船难中，和他的父亲及16名船员一起漂流到锡兰（斯里兰卡）海岸，被康提国王拉加辛哈二世（Rajasimha Ⅱ）俘虏。20年后，诺克斯才逃到沿岸的一座荷兰碉堡中。1680年9月，他回到英国，行囊里装着一份刚起头的手稿，后来靠着皇家协会之助才写出那本出色的《锡兰岛历史概述》（Historical Relation on the Island of Ceylon，1681）。[148]
以个人身份自费前往世界各地冒险，然后写上一本大书的旅行方式，随着旅人跨出地中海沿岸的近东地区，在17世纪下半叶达到高峰。这类人士直到19世纪早期，才随着印度的逐步观光开发又再出现。[149]17及18世纪之交，卡拉布里亚（Kalabrien）[150]的法学家乔瓦尼·法兰契斯科·葛梅里·卡雷里（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 Careri）最能代表这种类型。由于厌倦自己的法官职务，并因家庭不睦与自己的冒险精神，他在1693年至1698年展开一趟世界之旅。葛梅里·卡雷里一定是位十分讨喜的人，他能闯入排斥外人的地方，亦有本事让别人大方邀请他。他到过埃及、巴勒斯坦、小亚细亚、波斯、印度（在那儿参观了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的营地）及马六甲。在他停留中国的8个月期间，不只游历南方，甚至也以非传教士及非外交官的身份来到北京。1695年，尽管有些耶稣会修士认为他是教皇特务，密谋对付他，他依然史无前例地晋见了康熙皇帝。他搭乘一艘著名的马尼拉级大帆船横越太平洋，在墨西哥停留11个月之久。他那本文笔优美、备受推崇的《世界漫步》（Giro del mondo，1699-1700），亦在意大利成了一本旅游畅销书籍。他长期被视为夸大吹牛者，只有少数人为他辩护[151]，但后来书中一些详细精确的描述都得到了证实。[152]葛梅里·卡雷里是个独特的人物。就我们所知，他是第一位搭乘当时的“定期”交通工具，特别是几乎定期出发跨越亚洲的大型商队与一年一度来回横越太平洋的马尼拉级大帆船环游世界的人。[153]后来，他还能和已多次提到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提并论：那位1688年以船长和商人身份出现在东方水域的苏格兰人，在随后35年中，来回航行于摩卡[154]及厦门之间。[155]他的报道有助于想要了解实情的商人与水手[156]，却把自己的冒险性格隐藏起来。
摩利兹·奥古斯特·冯·班耀夫斯基（Moritz August von Benyowski）伯爵则截然不同。1786年，这位匈牙利人试图帮助法国人占领马达加斯加岛，却失败身亡。1790年，他的旅行日记在他死后以英文出版，内容完全集中于1770年至1772年，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堪察加半岛及日本的经历与活动的惊险故事，后来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多次再版。有心的读者可以察觉其中夸大的无稽之谈，班耀夫斯基忠于事实的编年史学家大名虽然迅速褪色，但广大读者并未弃他于不顾：8年内，他的书在德国就已再版9次。[157]该书德文译者，即大名鼎鼎的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教授，因为生计因素接下这份工作。他对此书早有一定疑虑，遂在德译本中把他看来不可信、夸张或耸人听闻之处全数删除。[158]
当时，伟大的亚洲冒险家，不论真假，他们的时代早已过去。1790年，随着詹姆斯·布鲁斯出版了自己的报道，冒险的重心转移到了非洲。亚洲只剩下一些奇特的例外与怪人，引不起一般人的兴趣：在布维（Bouvet）[159]教士招募下而任职于中国宫廷的意大利画家乔瓦尼·吉拉迪尼（Giovanni Ghirardini），嘴里总哼着小调，在那些架子十足的耶稣会教士中，成了单纯的乐天派人士[160]；1802年，亚眠和约签订后被遣散的法国军官夏尔-弗朗索瓦·童伯（Charles-François Tombe），为了谋生，无奈搭船前往东印度，写下了深富启发性的巴达维亚记述[161]；另外还有以私人名义徒步越过半个西伯利亚的约翰·当答斯·柯克兰（John Dundas Cochrane）。[162]18世纪40年代周游在外的亚历山大·杜鲁蒙（Alexander Drummond）的游记更怪：他是一位易怒的观光客，而不是具有研究精神的冒险家（更不是客观的科学家）。他在法兰克福及阿勒颇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有趣的东西，抱怨东方缺乏饭店，到处只见脏乱和衰败。他的各种期望全都落空，连东方的盗匪都不屑袭击掠夺他。[163]这位穷家伙回到了家，经历不值一提。
文化上的变节者与之对比最为鲜明。在欧洲的观点下，这些人似乎在本质上越界跨入了其他文明。[164]跨离欧洲最明显的方式，便是改宗伊斯兰，这有其方便与实际的因素。伊斯兰海盗所在的阿尔及尔，有不少这类基督教的变节分子：部分是借此争取自由的变节囚犯，部分是逃离基督教国家的罪犯。如果他们被欧洲船舰捕获，下场将会特别悲惨。[165]欧洲水手改信伊斯兰，十分常见，也不受重视。[166]只有精英分子跨出这一步，才会受到更多瞩目。1800年6月，克莱伯（Kléber）将军被暗杀以后，留在埃及的法国远征大军指挥权落入贾克·阿布杜拉·孟努（Jacques Abdullah Menou）手中。他改宗伊斯兰的举动受尽嘲弄，部分出于政治上的动机，部分则是希望借此迎娶一名埃及女人——她甚至还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167]19世纪早期，许多改宗的欧洲人任职于埃及那位热衷现代化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宫廷中。[168]不过，似乎只有约翰·路德维希·布克哈特这位拥有一流科学知识的旅行家成了穆斯林。卡斯腾·尼布尔提到过一则听来的故事：有一位名叫西蒙的法国医生及自然科学家前往阿勒颇旅行研究，和欧洲人不愉快的经验促使他做出尼布尔所称的“绝望决定”，成为伊斯兰教徒。曾经劝阻他不要这么做的土耳其人，并未因此而酬谢他。对于身为医生的西蒙先生，虽然继续有人上门看诊，但“大家却瞧不起他，认为他不忠于自己的信仰及祖国”。[169]改宗者并未成为文化中介者，反而成了不同文化中的迷途羔羊。
改变宗教信仰前，有许多过渡阶段。同情自己科学工作所在的异国文化，可以表现于外在的标志。1680年，胡格诺教派的流亡者暨波斯旅行家约翰·夏尔丹爵士，穿着东方服饰出现在伦敦。1792年，当年轻的约瑟夫·哈默第一次在维也纳见到所崇拜的穆拉甲·多桑时，他穿着土耳其长袍，留着一条莫扎特式扑上白粉的辫子！[170]北京宫廷中一些有高级官衔的耶稣会修士，特别是17世纪的，都穿着中国官服。在认为他们的哲学及神学观过度偏向儒家的教会内部对手眼中，这一点更进一步证明他们成了无耻的异端。
在中国活动的耶稣会修士，在许多方面体现出生活在国外的现代欧洲人的典型特征。他们不是个体旅行家，而是拥有一种官方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是超国家的大型机构成员，另一方面是任职于欧洲以外政府中的专家，其中有些人应被另外视为法国王室的外交代表。欧洲专家在许多亚洲国家工作的过程中——多半是在军队中——并未放弃他们自己的文化及信仰。1503年起，印度大公开始雇用欧洲人。两位米兰铸炮师逃离葡萄牙人的控制，投到卡里古特（Calicut）国王的阵营中，为他在3年内铸造出300门火炮。[171]在17世纪，弗兰克斯·白尼尔（François Bernier）观察到，莫卧儿大君的炮兵部队是由高薪聘请的欧洲人负责。自莫卧儿部队能够灵活操作火炮后，他们的市场价值便随之下降。[172]法国顾问帮英国人的对手扩充军备，特别是马拉特人（Mahraten）及迈索尔邦（Maisur）的苏丹。1750年至1803年，大约有180名欧洲雇佣兵在印度叙职。[173]自18世纪初开始，奥斯曼帝国也任用欧洲的军事专家。这类工作没有任何文化上的义务。例如，1773年后，来自匈牙利的德·托特（de Tott）男爵将奥斯曼的炮兵部队现代化，改善其军事教育，建造多瑙河边界与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工事，但他却是个彻底敌视土耳其人的人，而他的同事，苏格兰人坎贝尔（土耳其人口中“英国的穆斯塔法”）则是一名变节分子，改变了自己的文化忠诚。[174]
研究者及工作人员
若将欧洲境内一般的旅行概念及其各种呈现方式套用到18世纪的亚洲，特别是地中海地区以外的国度，必将出现严重误解。与欧洲本土的不同之处在于，只要是有文字记录的旅行[175]，便非典型的个人计划。我们可以轻易数出不受机构束缚、自行出资的旅行家。在“漫长”的18世纪，一流的旅行作家只有葛梅里·卡雷里、沃尔尼、布鲁斯及冯·洪堡[176]——而后两者基本上是在非洲及美洲旅行。富有的业余人士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自行出资陪同库克船长从事其首次世界航行，没有撰写任何报道，只留下未发表的日记。其他的旅行家都是大型机构——国家政府、类似国家的特许公司、宗教修会及其他的教会法人团体——的工作人员。有些人也在私人资助的机构，如科学协会——约翰·路德维希·布克哈特，便受到约瑟夫·班克斯及其他人所成立的非洲协会资助——或某个伦敦、巴黎及圣彼得堡的学术机构委托下旅行。旅行变成国家化或官方化，是18世纪旅行史最重要的过程之一。此外值得玩味的小插曲是：1773年，法国解散耶稣会之后，待在北京的传教士——从教士降格为先生——便继续由法国国库资助。[177]
18世纪，探险及研究之旅逐渐成为涉及国家威望和帝国竞赛的事件。在海上，太平洋成了英法竞逐探险及航海成就最重要的舞台，俄国后来也加入进来。陆地上，在沙皇王朝举国推动下，实现了最大的亚洲旅行计划。18世纪60年代，政治与科学的利益在国际共同合作的大型计划中交会。
最重要的机会便是等候金星凌日这个非比寻常的天文事件，这天可以精确计算出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1716年，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预测这事将会在1761年及1769年发生，直到1872年才会再度出现同一现象。1761年，由于七年战争，欧洲各国天文学家并未达成协议，只有法国的努力获得一定成就。不过，在1769年欧洲政府、学术机构及科学协会所达成的相互合作——英国皇家协会特别活跃——则前所未见。[178]许多观测远征队被派遣出去，在地球的不同定点进行观察：库克和布干维尔前往南太平洋；1761年，曾在西伯利亚西部首府托伯斯克（Tobol’sk）观察过金星凌日的修道院院长夏波·奥特莱奇（Chappe d’Auteroche）则前往加利福尼亚；在印度洋上错过1761年金星运行的勒·根提（Le Gentil），之后就在原处守候第二次机会，最后又再次错失；1769年6月，有过科学训练的私人旅行家詹姆斯·布鲁斯在上埃及进行天文观测，未受任何政府委托；彼得·西蒙·帕拉斯则在西伯利亚设立观测站。
帕拉斯是许多受俄国政府委托对帝国亚洲部分进行科学开发的德国科学家之一。类似其他同时代的研究之旅，这类企图具有学术及帝国的双元特质，目的既是调查不同自然科学（地理学、地质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领域内的资料，亦是收集民族志及经济学上的统治知识，以便对沙皇王朝广袤的非欧洲领地进行政治控制及经济利用。帕拉斯是最著名的一位，但不是第一位和唯一的这类旅行家。
彼得大帝下令后，西伯利亚的科学开发[179]于1721年至1727年由来自但泽并在哈勒完成学业的医生丹尼尔·哥特利伯·梅塞施密特（Daniel Gottlieb Messerschmidt）的小规模研究之旅，跨入了新的阶段。从俄国战俘营中被释放出来、自称冯·史塔仁贝格、后来出版过一部极富价值的北亚方志研究著作的瑞典人约翰·菲利普·塔贝特（Johann Philipp Tabbert），陪同梅塞施密特长达14个月。[180]18世纪，梅塞施密特的日记只出版了部分片段，作者1735年于圣彼得堡去世，当时既感失望又穷困潦倒。当时沙俄帝国的远东部分——堪察加半岛——已是关注焦点。彼得大帝在位末年自行构思筹划的1725年至1730年的第一次堪察加半岛远征活动，比梅塞施密特的开拓性成就规模浩大许多，任务包括确定亚洲的东边界限，并寻找亚洲和美洲间的桥梁。领队为丹麦船长维土斯·白令（Vitus Bering）。他回来后，继续计划着第二次堪察加半岛远征活动。这次名为“大北方远征”的行动分成三个区域小队，共有570人参与，时限在1733年至1743年间。那是18世纪规模最大的亚洲旅行计划。科学方面的工作，由1725年成立的圣彼得堡科学院负责，它是当时欧洲最大的科学机构之一，并为西伯利亚远征队伍设立一个部门，成员包括两名年轻的德国教授：来自杜宾根学者世家的化学家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Johann Georg Gmelin）与来自哈福德（Herford）的历史学家与民族志学家盖哈德·弗里德里希·穆勒（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他们前去支持其他人，如自然科学家格奥尔格·威廉·斯特勒（Georg Wilhelm Steller）、历史学家约翰·艾伯哈德·费舍尔（Johann Eberhard Fischer）及学生斯迪潘·佩托罗维奇·克拉森宁尼可夫。只有克拉森宁尼可夫和斯特勒真的深入堪察加半岛，不过格梅林和穆勒也跋涉超过33000公里，大概是18世纪前半叶欧洲人所从事过的最长的陆地旅行。[181]
帕拉斯活跃在沙皇探勘政策的下一阶段中，基本上是1768年至1774年的学院远征队。此一活动的外在诱因，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企图利用1769年金星凌日的机会向外国展示俄国的高科学水平，同时再度促进帝国的经济开发。和“大北方远征”相比，学院远征活动规模较小，几乎全是陆路旅行。俄国及学院招募来的德国科学家各有任务。参与的德国人有考察帝国边界高加索及格鲁吉亚的约翰·安东尼·古尔登斯台特（Johann Anton Güldenstädt），身为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侄子的塞缪尔·戈特利布·格梅林（Samuel Gottlieb Gmelin）则探勘里海沿岸，还有领导并整合运用远征活动的彼得·西蒙·帕拉斯。帕拉斯造访了伏尔加河中游、乌拉尔山，抵达东边的伊尔库茨克及贝加尔湖地区。西欧大众很快便接触到这些德国学者的著作，以及他们同样参与远征活动的俄国同僚伊凡·伊凡诺维奇·雷培金（Ivan Ivanovič Lepechin）与尼可莱·佩托罗维奇·李可夫（Nicolaj Petrovič Ryčkov）译成德文后的作品。
这些旅行都是帝国研究之旅。旅行中非比寻常的“冒险经历”与危险——白令和斯特勒死于途中——则是不得不忍受的副作用，而不是目标。旅行者的动机不是刺激神经、热衷行动、厌烦欧洲或单纯的好奇。没错，不把发现与开发地球的工作交给草率的冒险家，是启蒙时期科学旅行的重要动力之一。相对于他们家乡的小型公国，沙俄的旅行计划为年轻的德国学者提供了飞黄腾达的机会：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不到22岁，便以正职教授身份受聘于圣彼得堡，而且条件丰厚；帕拉斯则是在25岁。前者担任俄国公职并不愉快，后来成为杜宾根大学校长，后者则以欧洲知名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在女沙皇封赐的克里米亚半岛领地上安享晚年。
16世纪时，意大利、法国及莱茵河上游地区的人文主义圈子，已开始按部就班地规划旅行。[182]人们不看旅行者的好恶，而是拟出观察计划。在格梅林及盖哈德·弗里德里希·穆勒之前，亚洲亦有观察与描述都很精确详细的堪称饱学之士的旅行家，像在波斯及日本待过的安格贝特·坎弗与约同时期在蒙古待过的热尔比永神父。不过，18世纪的俄国远征活动则首度结合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参谋总部般的后勤计划、谨慎的科学筹备工作、每日固定而有系统的结果纪录，以及在学院架构内进行系统化分析；首度借此为科学（及附带的政治）目的结合了各种努力。几乎就在“大北方远征”的同时，虽然置身于其他强权的殖民地中，但拉·康达明（La Condamine）的秘鲁及亚马孙河之旅也有类似的企图。[183]构成研究之旅本质的要素因而相互整合起来——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执行上有时则会受到阻碍。[184]这种旅行并不一定是如太平洋及环球航行者的船舰一般，移动的聚落似的远征。1761年开始的原为小型远征队的阿拉伯之旅，在旅行同伴于1763年死后，成了卡斯腾·尼布尔的个人表演。由于他事前准备妥善，才能单独达成许多研究目标——直到归国，他都自认是丹麦国王委派的旅行者，而不是四处漫游的个人。[185]詹姆斯·布鲁斯和从事美洲之旅的亚历山大·冯·洪堡（几乎）都单独完成了旅行。不过，行动所需的开销及其社会意义，使得欧洲以外的研究之旅几乎注定成为官方行动，旅行家则成了工作人员或接受资助的人士——这是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之类自由好斗人物十分憎恶的行为。[186]
1733年至1743年及1768年至1774年的俄、德北亚之旅，当时在亚洲其他地区无出其右者。欧洲重要的地理学家及制图师都在法国，但法国在亚洲并无殖民的机会。1798年，拿破仑占领埃及的举动，活像长期受阻的动力爆发出来，亦是法国学者进行的西方侵略活动。[187]这些事件促成了伴随大型官方科学性远征活动而来的军事侵略传统。[188]英国18世纪的官方旅行壮举，几乎完全展现在詹姆斯·库克所规划、近乎完美的三次环球航行中，德国及瑞典科学家亦有参与，但未如沙皇王朝的白令及帕拉斯那样位居显职。1774年（即乔治·波格尔到西藏那年）与1815年间（即拿破仑对帝国世界策略的压力危机降低之际），英国人从印度派出外交代表团前往几乎所有的亚洲邻近国家。这些代表团同样从事着某种形式的科学研究，却没有一个达到西伯利亚之旅的专业水平。
最后，在英国直接控制的地区，英国人占领荷兰的殖民地爪哇之际（1811年至1816），最高代表副总督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收集各种材料，这些都在他所写的重要方志记述《爪哇史》（History of Java，1817）中出现，该著作再度展现典型的英国——模仿尤利乌斯·恺撒——论述模式：以史学家和民族志学家身份出现的征服者。我们在约翰·马尔科姆爵士身上已见识过这一点。当时英属印度各个地区一一臣服后，很快便有了科学上的仔细探勘。这始于1765年，当时征服孟加拉国的罗伯特·克莱芙（Robert Clive）委托年轻的海军军官及土地测量员詹姆斯·伦内尔，以总测量师身份深入研究并测绘新取得的领地。[189]如叶卡捷琳娜大帝或下一章旅行家沃尔尼的例子，自18世纪后期起，五人执政团的法国紧随英国之后，憧憬建立有关新属地翔实、完整、系统及正确的方志数据文件。启蒙运动后期，欧洲这类精确工具，便属制图学与统计学。[190]1878年，在收集资料已有百年后，英国终于在印度成立了一个中央信息局——印度测量局（Survey of India），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所有英国在这个次大陆上的领地。18世纪后期起，这块陆地得到精确测量并制成地图，其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民族志、经济学（包含其税务能力）、社会学及历史资料亦被收集。如此一来，累积出大量的文献与地图、资料、风土记述及百科。由于有1815年第一位受到正式任命的印度测量员科林·麦肯奇（Colin Mackenzie）这样狂热的收藏家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出现有关手稿、艺术品及物质文化对象的大型收藏。[191]
英国、俄国与法国的官方研究之旅，成果全都汇集到大型的帝国档案局与博物馆中。平定并管理周遭地区，才有可能促成这类旅行，这不仅有助于继续促成科学知识的客观增加，同样也有益于成功驾驭及剥削被征服的亚洲民族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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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遇
外国的图像并未反映出实际情况，却是观察实际情况所得的结果。为了能够观察亚洲，必须置身当地。另一个差强人意的替代方式，便是观察旅行的亚洲人。18世纪时，很难在欧洲国家中遇见亚洲人。经由奴隶贸易而被绑离家乡的非洲人比亚洲来的人更为常见。非洲人以仆役（黑奴）、士兵或音乐家的身份，效命于公侯宫廷及私人。[1]但亚洲人只个别出现在欧洲，背后总有某个特殊的故事。东方国家出使欧洲的少数使节团颇受瞩目：暹罗代表团两次出使法国（1684-1685、1686-1687），波斯代表团出使英国（1626、1809-1810、1819-1820）及法国（1715），奥斯曼代表团出使法国（1533、1571、1581、1601、1607、1669-1670、1720-1721[2]、1741），维也纳（1665、1740）及普鲁士（1763-1764）。[3]
其他便是自己单打独斗来到欧洲的人士。我们只提几位中国人：1650年，在罗马培训出来的第一位中国耶稣会修士郑马努（Zheng Manu）；1668年随使者凡·胡恩（Van Hoorn）由北京来到荷兰、名为“戴比霞（Thebitia）”的医生[4]；1722年来到欧洲的不幸的胡建（Jean Hu）[5]；1750年至1754年，耶稣会修士在路易·勒格朗（Louis-Le-Grand）教团栽培出来的五名中国人；高类思（Aloys Ko）和杨德望（Étienne Yang）这个基督教家庭的两位小儿子，18世纪60年代初由贝尔汀（Bertin）部长在法国教育成为神父。[6]我们亦从那位卡尔梅克（Kalmükken）男孩“费奥多·伊凡诺维奇（Feodor Iwanowitsch）”身上得知：俄国女皇把他送给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巴登（Baden）长公主，她教育他，并让这位天才画家前往罗马。[7]欧洲唯一可能定期找到知书达礼的中国人之处，便是1732年由传教士马泰欧·里帕（Matteo Ripa）在拿波里创办、培训中国传教士的中文神学院。1851年，中国人在伦敦仍然罕见，以致一名中国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可被拿来展示，每次收取两先令。[8]和欧洲人大量东移相比，亚洲人在欧洲的数量整体来说寥寥无几。1602年至1795年，单单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就搭载了大约100万人到亚洲。[9]
既然亚洲人来不了欧洲，那欧洲人的印象只能来自前往亚洲的旅行及长期停留。这是如何进行的呢？在浏览过旅行地区及旅行动机后，我们必须在微观层次上来观察旅行。观察文本中的变化，是种相当复杂且在个别案例上难以重建的过程。我们只研究论断外国人并从中勾勒出“图像”的文本并不够，亦必须质疑那些相当具体的观察情状。由于旅行家很少观察其他的旅行家，当地人更难得记录下他们对旅行者的印象，剩下的只有文本本身。不过，那可是个丰富的矿藏。
劳累 失望 灾难
旅行者大部分时间要和自己相处。交通与住宿要先规划，而与官方机构的交涉问题必须解决。那个欧洲人在远方国度基本上还未享有治外法权，且未有炮艇与制裁威胁等保护特权的时代（一如帝国主义时代一样），陆路旅行是一种危险甚至致命的活动。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林奈（Linné）由乌普萨拉派出20名学生前往世界各地从事研究之旅，其中8人丧命，1人发疯。[10]类似库克船长1779年2月14日死于夏威夷的轰动事件，非常之多。1774年7月27日，塞缪尔·戈特利布·格梅林前往俄国女皇统治范围的另一头、里海边上独立的小国旅行，结果在杰尔宾特（Derbent）的监狱中去世，享年29岁。1813年夏末，之前已在苏丹南部被留置3年之久的威廉·乔治·布朗（William George Browne），在泰布利兹（Täbriz）与德黑兰间遭遇盗贼攻击身亡。[11]约翰·马尔科姆爵士朋友圈子中一位鲁莽的年轻人与那本文学味道浓郁的《波哈拉之旅》（Travels into Bochara，1834）的作者亚历山大·博恩斯（Alexander Burnes）爵士，在已算另一个新时代中的1841年为帝国主义丧命：1841年11月2日，当阿富汗民众反抗英国支持的傀儡暴君时，他在喀布尔街头被人用私刑处死。[12]传教士不时受到迫害威胁。尽管在18世纪，17世纪早期日本迫害基督徒的残暴行径及加拿大刑柱上的殉道者命运并未以同等规模重复出现，但至少在东京——越南北部的分裂部分——对基督教传教者而言，这仍是一个没有生命保障的国家。
死于疾病者的数目相当高。写出极富价值的游记，并把咖啡引进法国的让·德·泰沃诺（Jean de Thévenot），在从印度回欧途中，1667年在亚美尼亚力竭而亡。1763～1764年，丹麦的阿拉伯远征队员几乎全死于疟疾。1746年，格奥尔格·威廉·斯特勒在西伯利亚的图门（Tjumen）死于高烧。另一名西伯利亚旅行家约翰·彼得·法尔可（Johann Peter Falck），由于缺乏医疗援助而命绝。[13]1825年8月27日，兽医及马匹饲养专家威廉·穆克洛福特（William Moorcroft）在阿富汗北部死于高烧和力竭，他之前才逃离阿木达拉河（Amu-Darya）上游一名当地暴君及奴隶贩子穆拉德·贝格（Murad Beg）的囚禁。[14]有些地区特别危险：一点也不“蛮荒”的巴达维亚，开始还以卫生著称，却在1733年第一次疟疾疫病发生后成了热带的致命地点之一，不得不在那里停泊的船员都心惊胆战。[15]大自然在孟加拉国也同样反击着：1707年至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由英国派遣过来的民间雇员，半数以上死于当地。[16]1688年，安格贝特·坎弗在苦等之后，终于搭船离开波斯湾炎热的阿马斯港（Bandar Abbas）时写道：“真该好好谢谢老天，护我在这个疾病与死亡之地，仍能保有身心及财物。”[17]在类似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
报道中较少提及致命的旅途劳累，那是因为作者的性格与文学表现上的意图。18世纪陆路旅行家跋涉过的距离，没人比得上彼得·西蒙·帕拉斯，他基本上几乎完全不报道有关旅行状况的信息，而以狂热的客观论点专注于描述发生的事件。他那位在高纬度北方长途跋涉的前辈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虽然文风没有那么严谨，或许愿意告诉想听到同样情况的读者更多有关他经历过的危险及冒险事件，却不得不令他们失望，亦未描述读者期待见到的寒冷灾祸：
你们会发现，我的旅行，就算在最遥远的国度，往往装备十分舒适。因此，我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困顿之处，表现出困顿，并重复那些关于对西伯利亚蛮荒严酷环境的旧有抱怨。[18]
尽管组织完备，而且由国家赞助的大型远征活动后勤资源有助于格梅林的旅行，他的旅行也绝不是游览活动。1733年8月8日，出发前已有一名学生、一名土地测量员及一名器械师因意外死亡。接着，格梅林顺带提到一连串小型灾难：马车烧毁，原因是一个车轴没有润滑；船搁浅在沙岸上，原因是缺乏地图而迷路；被跳蚤、大蚊子及牛虻叮咬，不得不在苦寒下或熏得漆黑的“暗室”（像后来在西藏的塞缪尔·特纳）[19]中过夜。格梅林的笔记、书籍、工具及现金，两度被火吞没，和1824年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因为一场船上大火失去自己独特的爪哇收藏一样。[20]这位年轻的杜宾根人及他的旅伴盖哈德·弗里德里希·穆勒在沙皇的委任及士兵的伴护下旅行，虽然原则上他们可以享有官方的营区并征用马匹——1829年，冯·洪堡的俄国官式旅行，23周中共享用了12244匹马！[21]——却仍免不了不停对懒惰的船夫、贪婪的酒馆主人及不听命的村长生气。当农夫拒绝马匹被征用时，情况就会严重起来。[22]离俄国权力中心愈远，官方的安全通行证就愈无作用。在帝国的大东部，格梅林碰上了无法无天的事件和强盗。[23]在没有船夫的地方，外交人员除了有时自行游过河外，别无他法：如1719年伊兹梅洛夫出使中国的代表团那样。[24]
落单的人情况更糟。东方人著名的好客行为，并非一直可靠，至少只对看起来富有的旅行者有效。[25]若有谁不想跟尼布尔或安奎特-杜培宏一样，也避开接触欧洲人的话，会先在欧洲领事、商人或传教士处安顿下来，然后才会信任当地人的友善或交往方式。亚洲少见旅店，能够碰上经营良好的商队旅栈算是走运，那里几乎只有水，往往没有吃的东西。[26]商队旅栈必须经营下去，如果不行的话，就会像18世纪的波斯地区，只剩下荒凉的废墟。[27]亚洲和西方相比，不总是处于劣势。当加固的道路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仍是例外情况时，旅行者便已注意到中国通衢大道的高质量，就算近东及中东的道路相形之下也不逊色。[28]连接北京和长江地区的中国大运河，更早已被视为运输技术的杰作，在欧洲前所未见。[29]
找到善良诚实的当地仆役，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关键，有需要时，不停补给健康强壮的马匹，也不是个小问题。驴子在阿拉伯地区十分有用，牦牛在喜马拉雅山区不可或缺。格奥尔格·威廉·斯特勒为雪橇狗写过一篇衷心的礼赞。[30]在莫卧儿王朝，则只有皇室、贵族及部队才骑乘大象旅行。整体来说，马大概是欧洲旅行家在南亚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富有的人也使用轿子。牛车算是大众的长途运输工具，连低层次的外国旅人也常使用；在苏拉特（Surat）[31]和阿格拉之间，牛车商队要使用近两万头动物。[32]1777年至1784年，在印度旅行的修道院院长佩林（Perrin）就歌颂过牛是“印度最有用的四腿动物”。[33]稳定和耐力弥补了这种动物速度上的不足。
如果旅行者来到骆驼国度，几乎都会松口气。文学作品中全是对骆驼的歌颂及赞美，认为这是种最知足、生物学上最结实且个性上最稳健的骑乘及负载动物。然而，骆驼商队并不确保安全。经验丰富的东方旅行家托马斯·肖博士，先在阿尔及尔以英国商行随行神父身份展开自己的事业，最后成为牛津大学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1722年，他是由拉玛（Rama）到耶路撒冷6000人商队的成员，眼见在一位奥斯曼将军率领下的400名士兵卫队无法保护他们不受阿拉伯部落战士的残酷袭击。肖成了人质，整晚被粗暴虐待侮辱，最后被一支耶路撒冷阿加（Aga）[34]的快速攻击部队救出。[35]大体来说，商队（除了骆驼，往往也有马匹）仍是近中东及中亚相对而言最为舒服的运输方式。[36]所有商队成员都有繁重的组织工作，只能透过“纪律、警觉及团结”[37]来抵抗大自然与盗匪的挑战。错过商队的人，可能必须等上几个月才碰得到下一支商队，那他就有时间思索家乡的问题，例如想窃据财产的贪婪亲戚。[38]
欧洲旅人在以国宾身份出现之处，照理会享受到东方人免费的好客善行，不过仍须配合东道主的条件。1794～1795年出使中国的荷兰使节团，未如几个月前的马戛尔尼勋爵，受到尊重与外交礼节的对待，而被安置在有漏洞的破屋，有时晚上还被轿夫连人带竹轿搁置在野外，而且三餐不继。原本在巴达维亚习惯锦衣玉食、身材丰腴的代表凡·布拉姆（Van Braam）（Van Braam），回来时“瘦得像条小鲱鱼”。[39]1752年，阿米欧特（Amiot）[40]教士遭到对好学的欧洲人来说特别痛心的刁难：中国官员让他在一顶密闭无窗的轿子中待了45天，以牛步速度慢慢从南昌（江西首府）抬到北京。[41]
旅行上的身体负担和真正的劳累之间，只有一小步距离。期待落空，算是最为无害的。像尼布尔、格梅林或帕拉斯这种旅行大师，自然知道所有的期望虚空无用，却注意不对读者透露自己的失望之情。在他们身上，我们不太能见到他们愿意承认幻想破灭，不像荷内·卡利耶（René Caillié）那样。1828年4月20日他是第一位见到自己梦想中目的地的欧洲人——今天马里（Mali）的传奇沙漠之城廷巴克图（Timbuktu）：
我四处张望，所见景象让我大失所望。我把廷巴克图的辉煌和财富完全想象成另一种样子。乍看之下，这座城市只是一堆其貌不扬的土屋，周遭全是淡金色的无垠沙漠。[42]
当其他的旅人见到巴格达、喀布尔或北京满是尘埃的脏乱模样，或不得不确定中国并非只有楼台庭园的时候，他们便会失去对童话般东方的幻想。[43]有些人于是反其道而行，以饱经世故的环球旅人之口吻表示：不管别人再怎么描述中国长城，它对亲眼看到过的人来说其实并没有那样宏伟。[44]少数文章中流露着一股自然的、现实存在的失望之情——不太是关于东方观光上的不足，而是关于殖民地中的生活。就像萨克森地区的工匠约瑟夫·施洛德特（Joseph Schrödter），当拿破仑入侵埃及时，他刚好在那里逗留。施洛德特便到印度碰运气，“但一无所获”。[45]他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小兵抵抗迈索尔邦的提普苏丹（Tipu）时，由于体会到马德拉斯（Madras）有钱的英国人高傲自大，加上自己在印度没赚钱机会，便完全醒悟过来了：
没有财富，现在几乎不可能在印度这些普受好评的地区碰运气，一多半的人离开时就像来时一样；因为靠着一般的薪饷，很少有人能存下些钱。[46]
看来留在老家才是上策。
旅人难得让人看穿一件心事，虽然它必定是许多人曾感受过的，虽然它有违那些过度活跃、随时警觉的欧洲人为自己制造出来的文化形象，而且它被看成是一种典型的野蛮人心理状态[47]——无聊。当塞缪尔·特纳表示除了随机应变的本事外，耐性是旅行者最重要的美德时，他知道自己所指为何：1783年，他和已在1774年来到西藏寺院的前辈乔治·波格尔一样，努力打发时间。[48]在底格里斯河上航行，也可能会极端单调[49]，至少一名西伯利亚的旅行家说出了一个某些人会默认的事实：
我必须承认，在漫无边际的草原上旅行，会让人读起来感到十分无聊，而我只能这样安慰读者，我保证实际情况更加无聊：读者在此仅需一个小时即可阅读完毕，但我们要花上两个月又九天才能穿越过去。[50]
神秘的曼宁先生
一如格梅林清楚所见，游记读者非但对旅游的紧张状况、危险和精神危机感兴趣，最后还想知道旅人如何“克服”这些问题。至于真实的挫折情绪，只出现在不会公开的笔记中。我们有冯·洪堡的这些笔记。没有其他的文献比那位奇怪的托马斯·曼宁的日记更加坦白的。直到19世纪末，曼宁是造访过拉萨的唯一一位英国人。[51]这位诺福克（Norfolk）教区牧师的儿子生于1772年，尽管学术事业成功，却中断了自己数学家的生涯，到巴黎约瑟夫·哈格处，接着又到伦敦向一名中国人学习中文。他起先显然出于兴趣，想和希腊文进行比较，后来则对中国文化愈来愈感好奇。他的朋友、散文大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建议他：别再读旅游书籍，里面只有谎言。不过，曼宁脑袋里想的却是造访中国及西土耳其斯坦[52]。在皇家协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推荐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给了曼宁一个搭乘该公司船只前往广东，并在1807年至1810年间待在他们商行的机会。1807年11月，他向广东巡抚申请北京宫廷钦天监及太医一职，由于中国当局并未同意，他便决定绕道至中国西藏。
1811年8月，在一名中国仆役的陪同下，曼宁从加尔各答往不丹出发，没有官方任务、护照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他经江孜抵达拉萨。该城内著名的景点布达拉宫，欧洲人之前只从阿塔纳修斯·基歇尔《图说中国》（China Illustrata，1667）中一幅据格鲁伯所绘的图像得知。12月17日，九世达赖喇嘛——一名五岁的男孩——接见了曼宁。他献上一块锦缎、两个铜烛台及一瓶薰衣草香水给达赖喇嘛——不是出于鄙视，而是没有珍贵的礼物。自己则得到西藏书籍为回赠。1812年4月19日，曼宁在清朝驻藏大臣逼迫下，再度离开拉萨。在印度时，他拒绝与别人谈论自己的经历。他又回到广东继续学习中文。1817年，他以通译身份加入阿美士德勋爵出使北京的代表团。同年7月1日，却有人意外见到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和拿破仑相谈。留着修长胡子的曼宁，算是个诙谐的家伙及怪人。直到1829年，他才回到英国，住在达特福德（Dartford）一栋小屋中，周遭有丰富的中文书籍收藏。他死于1840年，没有出版过任何文章及书籍。直到1879年，他的旅行笔记手稿才出版问世。
从托马斯·曼宁的笔记，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自由人士，完全没有任何基于英国利益的考虑，是位翔实的观察家及善于嘲讽的评论者。曼宁并不在乎收集“有用的”信息，一如英国官方从印度派出的使者及特务所为；他并不关心西藏在刚开始的帝国主义棋局中的地理政治意义。他喜欢拿汉人在西藏的专横地位和他所鄙视的英国印度殖民政策相比，这是他偏爱的一个主题。除了大他一个世代的安奎特-杜培宏外，那个时代没有人像他那样不在乎当时有关亚洲的那些正面及负面的陈腔滥调。那种对异国事物应有的惊讶之情，他也感到陌生。他第一次见到布达拉宫时，并未因为景象动人心魄而目瞪口呆，却在走过山脚下的湿地时感到难受，联想起罗马的庞帝尼（Pontinien）沼地。布达拉宫得到他不经意的认可（“看起来还很完美”）[53]，不过，他也立即承认建筑结构既不具强烈的异国风味，也非立刻可以一目了然：“避开了我分析的企图。”[54]紧接而来的章节，并不像当时的游记般会顺道描写拉萨城，而是对西藏的帽子进行长篇累牍的推论。[55]
曼宁是当时英国优秀的亚洲旅行作家之一，或许是最优秀的。当他抱怨藏南光秃的山景时，不是用抽象的语句，而是这样描述：屋里一角，一盆刚抽芽的洋葱，是我这阵子所见最为翠绿的东西。[56]他描述旅人的痛苦时，没有独特的心理告白及自我折磨的坦率所呈现出来的伤感，没有抱着浪漫心态融入情境之中的虚荣意味，像是几乎同时在旅行的夏托布里昂所表达的那样，而是孤独、极端的气温（也包括在严寒中冻僵的手难以写作）与不合身的衣服带来的后果，还有风湿病痛的折磨、被自我幻象逼疯、欧洲人即便感到羞耻也不得不抓搔着身上讨厌的虱子，以及穷困的旅人出卖部分行李来筹钱等各种他经历过的情绪：从憎恨变化不定的环境，到布达拉宫中令人着迷的圣童。例如，在1811年9月18日，就在越过不丹边界不久后，有段极为生动的记述，但也显示出曼宁自我嘲弄的一面：
雪！我在哪？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没有我可以说话的人。我因为情绪失控而哭，而不是因为痛苦。一条长毛猎狗可能比我的中国仆役更是个好同伴。到处都是祭司及僧侣，跟欧洲一个样。[57]
曼宁是在亚洲的最诚实的欧洲人之一，也是最没偏见的一位。他既不相信欧洲的优越，也不准备夸赞亚洲。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想公开他的经验，因为觉得没人会了解他。我们倒是很想知道，他和拿破仑谈了些什么。
通译与对话
从托马斯·曼宁的日记中，可以学到许多有关旅人沟通的问题。他们如何准备？他们如何和当地人沟通？
曼宁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汉学家之一，但在晋见达赖喇嘛时，却识趣地避开了汉语。达赖喇嘛对一名中国通译说藏文，那名通译再对曼宁的中国仆役［孟西（Munshi）］说中文，他再对曼宁讲拉丁文：
我以拉丁文回答，再以相同的方式翻译传达回去。我早已习惯和孟西说拉丁文，没有我们无法表达的细微感受。尽管这很费事，但沟通还算迅速。问题和答案都能清楚传达，这是有通译在场时，在亚洲地区很少见的情形。[58]
那个时代，似乎还没有欧洲人懂藏文（不过，1715年至1721年耶稣会修士伊波里托·德西代里停留西藏期间，以藏文写过四本辩护教义的作品）。[59]通晓数种语言的重要人物一直都有，但知晓语言理论和实际运用语言之间仍有落差。实际运用往往先于理论知识许多。如果语言学的认知与娴熟生动的语言两者相互结合，就有可能产生传世的作品，如约瑟夫·德·普雷玛尔［Joseph de Prémare（中文名马若瑟）］的中文书《语法》，直到1831年，在作者逝世近百年后才出版，而且长期未被超越。[60]基本上，耶稣会传教士都是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例如，约阿希姆·布维除了中文之外，还会拉丁文、希腊文、叙利亚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及葡萄牙文。摩达维亚亲王与撰写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史学家德米特里厄斯·坎泰米尔，除了自己的母语外，还能说写土耳其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新希腊文、意大利文及俄文，此外，并可阅读古希腊文、斯拉夫语及法文。英年早逝的约翰·莱顿（John Leyden）是首批非洲学家之一，也曾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在爪哇的亲密工作伙伴，据说懂得45种语言，而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看起来则可驾驭17种语言。[61]25岁时，约瑟夫·哈默能把土耳其文或阿拉伯文流利地翻译成法文、意大利文或英文，而且土耳其文说得就像自己的母语一样。[62]印度学的奠基者威廉·琼斯爵士，对斯拉夫语系可能力有未逮，但在其他欧洲语言上则几乎如鱼得水，且是一名波斯文专家，在他短暂的一生后期，成了第一位能自由运用梵文这种丰富语言的欧洲人。[63]
至于其他人便需要通译。他们无所不在，在外交上扮演着显著的角色。自1721年起，法国官方便在一所语言幼校训练八岁左右的孩子成为土耳其文及阿拉伯文通译。1754年，在维也纳成立的东方学院（Orientalische Akademie），在培育前往奥斯曼帝国从事领事及外交工作的人才上更为成功。[64]然而，当地翻译的重要性并未因此降低。在奥斯曼帝国中，所谓的传译（Dragoman，出自土耳其文tercuman）是发展跨文化关系的特殊官员。1669年至1821年，奥斯曼帝国大传译的职位都握在富有的希腊正教家族手中。拥有职务者享有特权，特别是衣袍、马车及豪宅带来的身份象征，非穆斯林则难以享有。大传译在大臣和国外使节会谈，以及国外使节被苏丹召见之际担任翻译。他们翻译外交文书，写下自己和外交官谈话的备忘录。在国外使节眼中，大传译是奥斯曼外交当局的第二把交椅，待之以外交礼节。[65]
欧洲的大使自己任用的传译，以娴熟外语的中间人身份和异国世界沟通。他们并不只是单纯的通译，还是国情专家、收集流言蜚语的人士、间谍、顾问及亲信。他们多从帝国非土耳其的少数民族中招募过来——英国人任用源自意大利比萨尼家族的传译达两个世纪之久[66]。他们通常仍然是苏丹的臣民，无法确保其忠诚。这个亚洲独一无二的传译体系，愈来愈受攻击。传译滥用自己的中间角色，专横失信。也有人抨击他们面对土耳其人时，过于低三下四。1820年，一名英国外交官见到英国大使的传译亲吻一名奥斯曼部长的衣摆时，勃然大怒。[67]更糟糕的是，这些当地人对欧洲所知甚少。[68]只要想想，英国驻叙利亚阿勒颇领事的两名传译是希腊人，除了意大利文外没学过其他欧洲语言，也就可想而知了。[69]传译的功能和设立永久的大使及领事馆有关，除了奥斯曼帝国外，亚洲其他地区并无类似机构。
有猜疑心的东亚各国政府，并不希望外国人懂得他们的语言，并且带着自己的通译过来。他们相当重视翻译独占。16及17世纪初的日本有一些日语出色的外国人，如葡萄牙传教士、英国人威尔·亚当斯（Will Adams）及荷兰人弗朗索瓦·卡龙（François Caron）。随着锁国政策开始，情况起了变化。为了管理出岛上的荷兰人，在长崎成立了一个正规的翻译机构。该机构的存在，便宜了荷兰人，亦让他们不用费力学习日文。[70]约1808年起，一些日本人也开始学习英文、法文及俄文。[71]对常和克鲁森斯腾船长之名连在一起的远征队首领暨俄国大使雷札诺夫（Rezanov）而言，日本人并不褒扬他的事前准备工作：1804～1805年冬，他并无机会卖弄自己辛苦学来的日文，因为日本人和他以俄文交谈。[72]
中国宫廷则依赖耶稣会修士，他们的亲切态度及有问必答，使外国外交官十分受用。博学的帕瑞宁（Parennin）[73]神父，从1698年至1741年去世时都待在中国，是康熙皇帝的亲信与颇受欧洲学者欢迎的通信对象，在许多外交场合中担任通译。他因娴熟中文及皇室的母语——满文——而声名大噪，此外，他还懂得拉丁文、法文、葡萄牙文及意大利文。1689年，耶稣会修士在俄国与清廷的尼布楚条约交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份官方文件便是拉丁文版本。[74]他们其中几位担任中国高官，并以中国官方代表身份出席，影响力达到高峰。1655年，第一批荷兰使节团先由科隆的传教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代表中方接待盘问。[75]日本的外交使节团在锁国之前，也偶尔任用欧洲人担任中间人。在波斯，伊斯法罕“方济嘉布遣”修会的负责人、类似法国非官方大使的拉菲尔·杜·曼斯（Raphael du Mans），十几年来扮演着波斯政府及欧洲东印度公司联络人的角色。[76]
就算代表团中有其他语言人才，还是必须请在北京的传教士担任通译。马戛尔尼勋爵出发前从拿波里中文宣教神学院找来翻译李白标（Jacobus Li）。他结束了自己的神职训练，很高兴有搭船回家的机会。[77]李看来能够善尽职责——即便见到高官时的敬意及惧意有时让他舌头打结，但只有（前）耶稣会修士能够传达古典官式中文的“高等”文言形式及欧洲的外交用语。1793～1794年的马戛尔尼代表团，还面临其他问题：他们的译者——不管是李白标还是传教士——都不懂英文，于是官方的中文文书先译成拉丁文，再由随团德国萨克森的家庭教师伊登勒（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译成英文。[78]整体来说，缺乏直接沟通的语言，对欧洲派往中国的使节团不利。马戛尔尼勋爵这位最具洞悉能力、最客观的中国观察家，也只有一次突破了沟通障碍。在代表团于大运河搭船由北京返回杭州之际，他和清朝一位高官松筠[79]有过多次开诚布公、相互推崇的谈话。马戛尔尼在1764年至1767年担任过驻圣彼得堡使节，松筠则在中俄边界做过一阵子巡抚，因此两人可以用俄文交谈，不用通译。[80]
和其他亚洲的港口城市一样，在中国的沿海口岸沟通较不困难。欧洲商人很少学习当地语言。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及岛屿，不会阿拉伯文或土耳其文的人可用意大利文来沟通，即便英国及法国的贸易利益早已超过意大利城市。[81]在波斯湾及澳门之间的地区，葡萄牙文以通用语言的身份，一直存活到19世纪早期。去过许多地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似乎只靠葡萄牙文便在整个东印度地区顺利周游。如果会亚洲的第二种旅行用语——波斯文——碰到的困难就会更少。在印度，一些欧洲商人也能用上简单的洋泾浜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或莫尔语（Moors）。[82]直到18世纪中期，在印度的英国人几乎没人会当地语言。约1760年起，在这期间已成为孟加拉国领主的东印度公司，要求工作人员学习印度的官方语言波斯语，后来也包括印度地方方言。英国在印度的官员应在没有通译的情形下，能和他们的臣民沟通。[83]在18世纪，只有少数人达到这一目标。
亚洲人懂得欧洲语言的可能机会，比欧洲人娴熟亚洲语言来得大。1750年，瑞典的神职人员及自然科学家彼得·欧斯贝克在广东遇到至少会说基本葡萄牙文、法文、英文或瑞典文的中国人。[84]在西印度的苏拉特港，尼布尔在几年后确定几乎没有外国人学习当地语言，因为许多印度人会说葡萄牙文或英文，只有在训练及指挥印度士兵时，当地的方言才不可缺。[85]1822年，约翰·克劳福德担任英国在南圻（交趾支那）的使节，靠葡萄牙文沟通，并希望找到懂得这种语言的当地人。在暹罗，代表团遇见一位能说流利拉丁文的当地住民。[86]1795年，英国使节迈克尔·西莫斯船长在仰光的一次经历，可以呈现出在极端情况下沟通的复杂性。他在缅甸的王宫中遇到来自中国的代表团：
我对一名懂得缅甸话的穆斯林说印度斯坦语，他转向一名会说中文的缅甸人，缅甸人与仆役用中文交谈后，仆役再把信息重复给他主人听。[87]
西莫斯是否像托马斯·曼宁在拉萨那样，对这种连锁翻译感到满意，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发现，中国外交官员认为以天朝的高贵语言和一名低阶的外国人说话，有损尊严。
当地的语言掮客到底在印度占有何种地位，可从贝利（C. A. Bayly）的研究中读出。这位英国史学家指出，英国人在18世纪后期相当成功地打入当地封闭的信息传达者阶层体系。[88]在个别印度宫廷中书写波斯语（莫卧儿王朝及许多其后继国家的官方语言）的通信人员也很重要，他们半机密的报道在许多地方流通。这些通信人员是派遣他们出来的统治者的间谍，往往由正规的情报首长指挥。他们收集有关东道国的消息，散布真假难辨的信息，同时展现出委托者的政治影响。一名大公如果能在没有相互协议的情况下，在其他首府中安插更多的通信人员，至少代表他有更大的象征性权力。[89]就连18世纪70年代起愈来愈懂得巧妙且肆无忌惮操弄印度内部权力游戏的东印度公司，也任用这些情报人员，但不过度依赖他们。要能指挥他们，波斯文的能力便不可少，一些东印度公司的高级工作人员，这期间也都具备这种能力。
我们见到托马斯·曼宁有时和一名“孟西”一起旅行。这个名字或头衔狭义来说，是指一名文书、书记或翻译，但也可用来表示任何受人尊重的当地博学士绅。[90]在印度的孟西，就等同于奥斯曼帝国的传译及中国宫廷耶稣会修士。在当地社会中，他们比上述另外两个只在首都活动的团体，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前英国时代，孟西能以知识士绅和印度内部外交事宜专家的身份，取得独立的权力基础。在他们之中，也形成了不同于效忠某个特定公侯的抽象公职概念。[91]英国人起先视孟西为波斯文教师。他们在商行管理机构中担任秘书，地位更为重要。就连懂得一些波斯文或印度斯坦文的英国官员，也很少能驾驭过度讲究的官方文体的细微之处。在伊斯兰国度及中国与汉化的越南等书写文化发达的地区，若没有正确的语言，便难以想象能具备成功的外交手腕。孟西因此不可或缺，如果再更有能力，并值得信任，便会受人倚重，报酬可观。[92]历史上有段时间，细腻的孟西希望他们的英国新主子也能领会宫廷波斯语的诗意与华丽，那是有文化教养的印度大公们所珍视的。但西方追求效率的想法则将富丽的语言合理化，将官方波斯语降格成平实的通告内容。最后，这种官方语言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中完全被废除掉。[93]
语盲
就算旅游文献中只留下少数像1816年英国船员与朝鲜沿海居民间[94]那种哑剧场面，仍有许多旅行者——包括有文化教养的人士——因外语能力不足而常对周遭无所反应，更谈不上了解。这种文类会很快回避这个关键点，而且记述旅行的人士容易面对很大的诱惑，偷偷摸摸或有时甚至堂而皇之地渲染自己所不具备的本事。有多少书中提及的谈话，真是以那种流畅的形式在进行的？例如陪同马戛尔尼勋爵前往中国的约翰·巴罗爵士，在其普受引用的报道中多次制造出微妙的悬疑，教人禁不住怀疑他是否会说中文（但我们并不相信他果真有此能力）。不过，在越南，通译比在中国更难找到，我们不得不承认双方会出现沉默的状况：
由于我们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的语言，无法交谈，也就没必要在桌前一直逗留。[95]
不过，巴罗还是注意到，在越南透过不出声的手势来沟通，要比在中国容易。中国官员认为透过手势交谈有损尊严，但越南官员则不会。[96]整体来说，在东南亚，人们的举止比在高傲且注重外交礼节的中国来得简单。1822年，克劳福德博士被一名暹罗官员以热情的握手礼相迎，并被邀参加一场使用欧洲银制餐具的晚宴[97]——这在中国无法想象，1816年英国使节阿美士德勋爵在那里还被要求行叩头大礼，在皇帝面前跪拜三次！
至迟到了18世纪后半叶，旅行与国外经验的高级理论也要求讲究的旅行家应该努力学习困难的语言。语言方面的无知不是借口，而更不可原谅的就是身为文盲的旅行家还硬要冒充当地的国情专家。虽然并非每个人都同意威廉·琼斯爵士的观点，即认为如果学习得法的话，几乎任何语言都可在六个月内轻松有趣地学会，[98]不过除了一些下面还将提到的特例之外，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认同他的基本看法：
……对我们完全不熟悉其语言的国家，不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报道。[99]
另一个更高的要求则比较容易引起分歧：彻底认识欧洲以外国家及其语言的必备前提，就是要长期逗留，甚至尽可能担任当地的公职。[100]有许多例子其实是语言不通或外语能力不足而导致的错觉。如果无法深入异国的感官世界，便容易把可以用理性好好解释的东西，视为怪异或有异国风味。[101]缺乏外语知识，那旅行者在偏远及图示不明的地区，便几乎无法辨识地名。1737年，不懂阿拉伯文的丹麦旅行家弗雷德里克·诺顿，便在埃及碰上这个问题：常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102]谨慎与准备周全的卡斯腾·尼布尔，特别重视从当地人那里打听当地的地理名称。尼布尔亦发觉，东方的当地通译几乎都有个毛病：不知道科学（如天文的）术语。[103]再拿相当讲求实际的尼布尔来做例子：不懂当地语言的人，在接触及获取信息上，只局限于能用欧洲语言来表达的当地人。不过，绝非一直如此。当地社会中博学多闻及诚实不欺的成员甚至很少见，往往有许多人想利用天真的外国人——“认识外国人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104]，并乐于见到他们受到愚弄。如此一来，当地人口中最荒谬的想象，成了欧洲报道中的可靠说法。
尼布尔也指出，准备周全的旅行是必要的，但不保证能成功沟通。欧洲东方学家学院中的外语能力，并不一定就能实际运用于会话。在丹麦，大家认清了这一点，因此把丹麦阿拉伯远征队的语言学家弗雷德里克·克里斯蒂安·冯·哈芬（Frederik Christian von Haven）特别送到罗马的马龙尼特派教徒（Maronit）[105]处，让他学习阿拉伯口语[106]，可惜成效不彰。尼布尔不是教授、教师及上流士绅，只是一名懂些阿拉伯文，为远征队提供技术服务的土地测量员，在旅行中才自行学会和当地民众沟通时用得上的阿拉伯文。他显然如鱼得水，却在也门萨那讲究的宫廷语言上出现了问题。[107]冯·哈芬先生详细研究过阿拉伯文学，把他在那里发现的句子纳入他的谈话中。有一次他想表现得彬彬有礼，以在书上读到的句子问几名阿拉伯人：“你们的骆驼怎么样了？”原本想达成的沟通因而失败，尼布尔这名来自弗里西亚群岛（Friesische Inseln）的农夫之子，则以正常的人类理智来解释书呆子的局限：
东方人没有报纸，也不像欧洲人聚在一起时那样高谈政治。他们的天气也比我们这里稳定，因此也不像我们欧洲人这样爱谈天气。四处游牧的阿拉伯人谈他们的手工。当两名贝都因人，其中一位知道另一位的骆驼或其他动物，相互问着它们怎么样时，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就像欧洲的农夫互相问着谷物如何，牲畜是不是胖了等一样。[108]
语言学习要靠经验。
模仿与假象
一名旅者透过谈话了解自己所造访的国家的人民，而且尽可能学会阅读他们的文字——如威廉·琼斯和卡斯腾·尼布尔各以自己的方式所清楚呈现的——这是超越文化界线的对等交往的前提。不过，外语知识很少是双方势均力敌的，而是一种可以积累的沟通资本，外语知识愈多的人，可以取得优势，甚至可能获得权力。懂外语的人，可以非常自傲。他活在两个世界中，享受着自觉的角色变换所带来的好处，醉心于心机与想象中。亚历山大·博恩斯是名特务，乐于见到乌兹别克人的天真：“这些傻瓜！他们以为一名间谍必须测量他们的屋墙与城墙。他们一点都不了解谈话的用处。”[109]
语言在这里成了伪装，成了服饰的一部分，成了“改编式模仿”的例子，据斯蒂芬·格林布雷特所言，这阻碍了对其他人的真正理解。[110]在亚洲，难道要穿着当地的服饰旅行？在服饰上配合周遭环境的这个问题，既未在欧洲，也未在造访“赤裸的野人世界”时出现，那是亚洲旅行者的特殊问题。只有各个文明间的鸿沟相当深时，这种身份变化的戏剧效果才能真正展现出来。不过，在18世纪仍未如此。
到了19世纪，在一个静态东方世界幕后旅行的活跃西方人士图像也成形了。17及18世纪，前往亚洲的欧洲访客反而一直描述印度、中国或日本的街头动态生活。这些社会极度活跃。如莫卧儿及清朝皇帝等君主，会盛大出巡自己的王国，而在欧洲此等行为则已几乎消失。在商人、朝圣客、赶市集的农夫中，一名欧洲人，尤其是一名穿着不起眼的欧洲人，不过只是众多旅人之一。这个自乔叟以来成了普受喜爱的文学场景的活动共同体，很值得描绘。
谁穿着东方服饰，在行动上就可以方便许多。基本上因为这个缘故，几乎所有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与岛屿的法国商人都穿着土耳其风格的服饰，然而往往在帽子或头巾下还露出扑了白粉的假发。[111]一条欧洲旧王朝时期长度及膝的马裤，不一定适合热带的气候条件，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它并不适合。有些医生也把欧洲人在某些亚洲地区的高死亡率，归咎于不合适的衣服。穿着当地服饰，可以免于他人的好奇及纠缠，就算在进一步接触之际不想放弃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也一样。而且，也有当地人希望外国人这样入乡随俗。由于波斯人戴着帽子吃饭，英国人在拿破仑时代接待使节团时，同样在用餐之际戴着他们的三角帽。[112]
尼布尔在适应问题上，比多数其他旅行家更进一步。因为发现这有实际上的优点，所以他穿着阿拉伯服饰，遵循那个准则，尽量遵循当地习俗。[113]在波斯，他不懂当地语言，于是放弃了自己眼中纯粹的服装秀，其代价就是牺牲了自己的活动自由。[114]维持衣服装扮，让人感到可信，并不那么容易。外国人必须注意当地社会的衣服阶层等级。在衣饰是重要的身份地位表征之地，外国人自己的意图便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不过，对于融入体系之中，可能十分有用。对第一个访问越南的美国代表团而言，他们穿着二品文官的长袍，可以说是明智之举。[115]
18世纪，从尼布尔的例子中看来特别周全的旅行措施，到了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则变成了杰出的间谍艺术［如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爵士、查尔斯·道提（Charles Doughty）、劳伦斯（T. E. Lawrence）之流］，要不就是怪异的文化背叛行为。耶稣会修士穿着中国文人的长袍达200年之久，但对大约19世纪30年代后的传教士而言，则无法想象同样的举动。[116]在印度，自18世纪60年代殖民统治开始后，“出现了一种穿着欧洲服饰的文化强制行为”。[117]1830年，东印度公司雇员被禁止在公开场合穿印度服饰。这个决定原本是针对弗雷德里克·约翰·梭尔（Frederick John Shore）这名当地法官的，他穿着印度长袍出庭，强烈批评歧视合格的印度人担任殖民地公职的行径。[118]这名倔强的法官更换服饰，便解释了阶层体制的关系。
不论外语知识还是服饰适应，都是具有多重含义的。两者可以缩小文化距离，但也可能扩大距离。在欧洲的旅游文学中，真正接触异国人士时，很少表现得自然。和其他人平等对话，本身就是问题。文本中最美的时刻，也是在语意及权力的纠缠让位给完全个体式的好感与游戏的超文化规则之际。最美的“发现家友情”[119]之一，要算乔治·波格尔和当时约40岁的大昭寺喇嘛（班禅喇嘛）。1774年11月8日，他们两人第一次在谒见时见面，直到12月7日，又有过许多非正式的会面。他们以印度斯坦语交谈，那是大昭寺喇嘛学自他的母亲［一名拉达克（Ladakh）王公的亲戚］的语言。[120]对从未见过欧洲人的藏族人来说，波格尔可以很快在西洋棋盘上攻城略地。英国的第二名西藏使者塞缪尔·特纳则透过和喇嘛进行超越文化界限的棋戏规则，创造出一个意料之外的会面环境。[121]在棋盘上，一切平等，喇嘛成了强劲的对手。
认知机会的社会学
欧洲旅行家到底来到何种能够认知亚洲人的互动状况中？他们能看到并体验到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按照个案及文本来处理，不太可能一概而论。亚洲各国不仅在入境及旅游限制上有所不同，亦在当时的造访者可能接触的对象上有所差异。我们可以设想出一种能见度社会学。
造访者在家乡社会拥有何种地位并不重要。受访的民族根本无法读出欧洲社会的法律地位符号。旅行者的社会身份并无法透露出太多关于他们所期待的感知行为，充其量只展现了一些他们所接受过的教育知识。在旅行中，辨识不出旅行者的社会地位特征。除了在母国的殖民地，否则旅行者的社会身份会模糊不清。他无法一起携来他家乡的社会阶层模式。从受访者的角度来看，一开始他只不过是个难以估计的陌生人。
殖民地的社会——像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或者亚洲最宏伟的欧洲人城市（巴达维亚）——似乎更能确保等级地位的稳定，但它们绝非在复制欧洲的情况，而是地位上升者的社会。在那些社会里面，欧洲的等级秩序并未一成不变地移植过来。人们前往东方，多半因为家乡的情况过于窘困。他们是衣食无着、没有头衔的贵族之子和来自英伦岛屿边陲，即苏格兰与爱尔兰的年轻人，人数众多，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中谋生。[122]来亚洲的旅行者，都是社会关系不稳定的人。
在相对较小的殖民地区之外旅行的人，在家乡的地位无法立刻受到当地人认可。不过，也有例外。中断了在爱丁堡的法律学习，并娶了一名很快就过世的酒商女儿而致富的詹姆斯·布鲁斯，认为自己在十分艰辛的旅行中——懂得旅行的沃尔尼视其为“我们这个世纪最大胆的旅行”[123]——能够存活并成功的原因，在于一直以士绅的身份出现，到处受到统治者及贵族的瞩目。[124]真正的贵族在旅行时，会有所夸大，也几乎只对当地贵族感兴趣：在印度，他们只拜访公侯。
如果外国人自己就是朝臣的话，观察视野便会窄化。这可以拿18世纪在中国的耶稣会修士来做说明。他们在各省区的传教机会愈少，皇帝派遣他们出外交涉及制图的次数愈寡，他们就愈难取得有关中国日常生活的一手资料。“他们十分严肃的性格”，有碍他们踏入中国民房。[125]商人和过路旅人反而容易看到广州与澳门的民俗场景；不过，这也促成一种完全不同、至少和后来耶稣会修士高级文化精英观点一样片面的图像。出使旅行者的观察圈子更加受局限。他们一直受到可以充当提供情报人士的武装护卫及当地官方陪同人员的包围，要谒见当地不同阶层的官员。学者对他们不感兴趣；而城市中下阶层与多数农民——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集体群众。[126]
被这种群众盯着看，“仿佛我们是某种奇怪的非洲怪物”[127]，受到好奇的纠缠，甚至可能见到自己的假发被人拉扯[128]，总是会令出使的旅者恼怒生气。他们自然容易引起轰动，并在意自己的尊严。不过，大家较少承认的是，来自亚洲的外交代表团也受到同样的瞩目。[129]然而，有些人看到了被观察的好处。从他们的角度来说，那有助于自己的观察：1809年，蒙特斯图尔特·艾尔芬斯通在阿富汗发现，“大家想见到我们，反而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几乎各式各样的人”。[130]至于所有旅行家中最善良的乔治·波格尔，则认为好奇是文明化的标志，透过练习后会更加完善；当西藏当地居民挤向他们所见到的第一位欧洲人时，并不应该怪罪他们。[131]
医生的角色会让旅行者和受访的人群特别接近。御医的任务最为重要，可以进入内廷，有时甚至进入严密隔离的后宫。弗兰克斯·白尼尔在奥朗则布宫廷担任这个职务8年之久，并随他出征印度各地无数次。白尼尔也提到，他靠着自己的医术，逃离了掠夺成性的库里（Koully）人之囚禁。[132]关于检查染病的后宫妇女，她们在太监严密监视下遮着脸，甚至连把脉都不行的故事，不断转述着。[133]在亚洲各地，当地民众不断要求欧洲旅行者提供医疗援助。对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这样兴趣广泛的自然科学家来说，这是进行病理与流行病研究的好机会。[134]托马斯·曼宁在英国开始习医时，就希望以医生身份在亚洲博得欢迎，并悬壶济世。不过，在西藏，由于人群拥挤，立刻便让他厌烦，后来则酌收费用以调节需求。[135]有一阵子，担任过东印度公司马场场主的兽医威廉·穆克洛福特，发现在拉达克和阿富汗的人健康状况十分糟糕，于是他不得不延迟行程，以为数百人进行白内障手术。[136]显然，在许多地方人们都假定欧洲人有医疗能力。没有这种能力者，有时要靠比手画脚来克服状况。[137]1815年至1818年，以自然科学家身份参加奥托·冯·柯策布斯俄国世界之旅的阿德贝特·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建议未来想旅行的人士：
……只要地球有人居住，医生的名气就是最具保障的护照及通行证，而且只要他有需要，就一定会有可靠及丰厚的收入。[138]
在期望得到西方医疗帮助的社会（在中国与日本显然不是如此）中，以医生身份旅行的人，有十分有利的认知机会。他可以轻易不动声色地收集到实物。[139]在所有可以想象到的东道国，他的社会角色可以轻易被断定。他不只是个旁观及付诸行动的观察家，还是个可以助人的观察家。在旅行的外国人和当地环境的关系间，有种互惠的特性。以医生身份旅行的人，不同于漫游世界者、植物学家或古物收藏家，以单刀直入的方式惠人良多。他们不只拿取，也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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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亚洲为经验
巨人与独角兽
在18世纪，对文化的欧洲来说，亚洲愈来愈不是奇幻王国，反而逐渐成为欧洲文明中的人类与历史研究的巨大资料田野。这个研究并不只是那个时代以经验为依归的另一种科学，也触及了虚构文学。当人们得知愈多旅行者关于远方国度的报道，那以异国场景来架构文学活动的诱惑就愈大。不过，这也会逐渐进一步要求注意其中的说服力。文学中不可能成真的东方，至少也要达到近似的程度。1672年，拉辛在自己以土耳其宫廷为背景的悲剧《巴亚柴》（Bajazet）中，便已依赖不久前保罗·莱考特爵士才出版的《奥斯曼帝国现状》（Present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的法文译本。[1]孟德斯鸠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游历欧洲的波斯人李卡与乌兹别克两人的伊朗，而是运用伊斯兰世界旅行家带回的信息。十几年后，歌德深入研究亚当·奥利瑞尔（Adam Olearius）、威廉·琼斯爵士、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约瑟夫-皮埃尔·阿贝-雷慕沙（Joseph-Pierre Abel-Rémusat）及其他东方学家的作品，以为他的《东西方诗集》（West-östliche Diwan，1819/1827）添上尽可能货真价实的波斯、印度或中国色彩。他十分重视这项研究，还在《东西方诗集》的《批注与论文》（Noten und Abhandlingen，1819）中出版了部分研究成果。其他19世纪早期的作者，亦在关于东方的诗作中，加上引自亚洲学术文献的脚注。例如，拜伦爵士的《哈洛德公子游记》、托马斯·莫尔的《拉娜·鲁克：一段东方罗曼史》（Lalla Rookh：An Oriental Romance，1817）或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sander Puškin）的《高加索囚犯》（Kavkazkij plennik，1822）。[2]这类文学在虚构与真实间摆荡，玩弄着想象与现实的矛盾，而不采纳艺术的科学。能够表达出“真正”东方的叙述文学，会进一步要求自己应有的认知范畴。诗人早已无法杜撰亚洲，因为地理学家与东方学家确认亚洲已被发现。
自从大型的环球航行放弃原本寻找“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的希望后，世界地理的面貌终于成形。各大洲的轮廓与分布，现已确定下来。在这个终极世界中，还有许多“化外之地”：在18世纪热切向往下的乌托邦岛屿中，汇聚着民族志及梦想。[3]相同的自然法则到处适用，如果不是这类法则，也会是未被切割的可信规则与精确数据的证明力。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在1679年的一份匿名文献中，有人表示，中国人“会挤压他们孩子的鼻子，借以弄大些”。[4]17世纪的耶稣会报道中，没有这类荒谬的事情。在1768年还会相信旧有游记中的带尾巴人类（在中国台湾及菲律宾），基本上是因为理论上认为有个封闭的“生物巨链”存在[5]。另一个例子更为出名：自第一次绕行南美洲后，一个接一个的旅行者表示，在巴塔哥尼亚高原见过体型过人的巨人，甚至还和他们说过话。18世纪60年代，这些“巨人”受到测量，又回到一般人的正常标准。[6]如此一来，荒诞的巨人故事消失。不过，关于中世纪知名的神话动物独角兽，就麻烦多了。由于没人见过，也没找到其骸骨，有关它们存在的假设，便难以反驳。或许它们善于隐藏。德国布伦瑞克公国的内廷参事恩斯特·奥古斯特·威廉·冯·齐默曼（Ernst August Wilhelm von Zimmermann），一名动物地理学先驱——绝不是一名幻想家——在1780年十分详尽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警告说，在未彻底探勘亚洲内地与非洲前，不能做出完全否定的判断。[7]1783年，塞缪尔·特纳差一点找到独角兽。不丹的王侯表示自己拥有一只。要不是16世纪有些旅行家对欧洲人表示喜马拉雅山有独角兽的话，特纳也不会只靠一个简单的负面证据便做此断定：这位王侯提到他的神奇动物，但特纳说，“我却从未见过”。[8]其他的推测都不可能。大家都实事求是地看着一个去除魔法、没有独角兽的世界。
至少，到了18世纪后半叶，这只能算是透过实际经验认证的亚洲新闻之一。一如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简明扼要的表示，这种经验只有两种合法来源：“亲眼检视与书籍研究”。[9]
没有偏见
18世纪有种类似海外旅行的整体“大型理论”，成为最讲究的旅行家不断察视的标准。求知的渴望（好奇心）早已不足以成为解释的理由，进而可以把旅行者粗略地分成两类：动机低下与动机高尚的旅行者。[10]第一类包括所有单单出于个人因素而离开家乡的人士：出于冒险欲望、漫不经心、无聊、贪欲或失恋。动机高尚的旅行家，即“有远大前景、坚强想法”的人[11]，追求理想与无私的目标，愿意牺牲，无畏艰辛。一般看来，他们愿意献身于欧洲的科学，“征服”新领域，借由观察其他民族获得道德教诲，宣扬基督教，并透过传布启蒙运动精神，促成世界各地“风俗端正”。自约1800年起，说法逐渐转变：他们希望为自己的民族与公众利益服务。有些旅行家超越了这种往往一再重复的崇高旅行目标的基调，希望自己身为旅游四方且饱读群书的专家，成为“我们社会中东方国度的发言人”[12]，视保护远方民族免于欧洲人的偏见为旅行家的义务[13]，或更想克服所有民族的自大，弭除不同文化间的误解。[14]克劳德-爱蒂安·萨瓦里（Claude-Étienne Savary）在他的《埃及信简》（Lettres sur l’Égypte，1785-1786）开头，便表明旅行是“人类最具启发性的学校”：有助于克服自己的偏见，和自己的祖国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并突破“限制理性的传统”束缚。具有这样的心态，并能筹备周全的旅行家——萨瓦里自己的阿拉伯文十分流利——则会成为世界公民。[15]
1789年，印度旅行家安奎特-杜培宏——既有高尚的动机，亦有低下、接近一般民众的旅行风格——总结出高等旅行家的性格特征：
真正的旅行家是把所有人类视为自己兄弟的人，面对快乐与需求之际无动于衷，不会自大与行径卑鄙，视赞美、责难、财富及贫穷为无物。不囿于一地，以善恶观察者的身份游遍世界，不顾其创造者及某个特定民族所固有的动机。如果这位旅行家有文化教养，并具备清晰的判断力，那他会立即认出可笑之事及虚假的行为、习惯或意图。[16]
安奎特-杜培宏在此勾勒出一个准备周全、懂得外语、不断试图接触当地人的旅者的典范。[17]他脱离了自己个人，以目击者的身份介入他的周遭，而不中止自己的判断。正由于旅行者以自我净化的方式，按捺住自己低下的动机，不让其他人的观察行为和他们的动机（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发生关系，他才能取得一种同样天真的自发性判断力。在此观点下，旅行者必须经历三个步骤：首先，他应该摆脱偏见与自己认知力的其他不足之处，接着得亲眼观察，最后，才有权判断，但出声的已不再是有文化束缚的欧洲人，而是自己的理性之声。
第一步，要把高等旅行家从庸俗之徒中区分出来。努力抛开自己，脱离了利益与爱好，他才能达到客观。这种认知人类学理想的最早表述之一，出现在皇家协会秘书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为那位遭遇船难的船长之子罗伯特·克诺斯（Robert Knox）的锡兰报告（1681）所写的前言中。里面提到，在克诺斯的书中，不仅爱好冒险的人士会得到满足，在乎真实的朋友也会：
我至少相信，所有热爱真实的人会感到满意。据我和他的一些谈话，我认为他绝非出于利益、好感或憎恶、恐惧、希望，或只是吹嘘的意图，而说些奇怪的事，那有违他的判断。没有东西会让他偏离事实的真相。[18]
和这种客观对立的，便是偏见。这基本上表现在不以一般的理性观点，而以绝对化的主观经验为根据的判断中。一名评论家如此嘲讽一位公务旅行者，他带着中国一切都差劲的看法前往中国：“当人们偶尔大声说话一下，他立刻认为那是他们的民族性。”[19]这位带着负面偏见的旅行者，发现每个不愉快的接触都证实了他先入为主的看法。
在18世纪的旅行者身上，公正被视为面对外国人时该有的正义，而且，自己要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更重要的做法，就是努力不把其他人硬塞进幼稚的、未经理性思考的欧洲价值判断框架中。[20]若有谁前后一致地继续如此思考下去，最后甚至必须放弃进行比较。1809年，不识时务、亲土耳其人的托马斯·桑顿表示，“在描述国外风俗上，我摆脱掉民族偏见。在提及异国宗教时，我放弃以其他教派或信仰路线的观点与方式来做对照。”[21]如安奎特-杜培宏，桑顿也强调这种认知上的自我超越相当费力：
想要不偏不倚地描述一个处处有违我们自己习惯的民族——尽管可能让人比较抵触理性——需要超脱偏见、冷静观察及耐心研究，这只有少部分的旅行者才具备。[22]
只有少数旅行者会向自己与读者坦承，这种努力的最高形式便是自我修正偏见。这不只是摆脱偏见的练习，更是突出的道德成就。跨越喜马拉雅山的塞缪尔·特纳便是这种能够自我批评的旅行家。他承认，因结论过于仓促，对不丹人有不当的负面评价，但在旅行之际，便已修正过来。在另一处，特纳尽管十分愿意，且多方尝试，还是对无法习惯食用生肉表示遗憾。他可是心甘情愿尝试的。[23]不过，卡斯腾·尼布尔毫无疑问可以教育一群想法粗俗的群众，但他坦承：“当我第一次在君士坦丁堡停留时，我对穆罕默德信徒还抱有可怕的想法”，但这很快就被纠正过来。[24]
这种不偏不倚，不仅在东西方的关系中是必要的。只是在欧洲与其他文明间采取一个鲜明的价值对比时，人们会欺骗自己。相当独特且会评估价值的民族基本形式，是随着民族君主国家在欧洲的出现而形成的。[25]在成熟期的启蒙运动世界主义平息下来前，一些英国作者对“拥护教皇”的法国人，态度比土耳其人还要粗暴，而不算是亚洲人热情朋友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与东印度公司，可是深恶痛绝。
公正无私，不只涉及观察者和认知对象的关系，也可能意味着：批评其他观察者所谓的盲目。大家有时透过批判前任和对手的意识形态，证明自己具有优越的认知力。指出其他人的束缚，便是希望自己可以摆脱，让自己的优越立场变得可信。这种论证策略并不是证明其他人的认知错误，而是诋毁他们的动机。
活跃在中国的耶稣会修士，大体上早（而且还算有理）就开始质疑航海家与商人们的报道。[26]在18世纪后半叶，他们自己遭到猛烈抨击。起先，他们的清教对手勉强承认耶稣会修士在中国优于其他的报道者。[27]1773年，原是牧师的荷兰人康奈立斯·德·博（Cornelis de Pauw）激烈攻击耶稣会修士的可信度，不过，当他们的论点有助于他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时，他却毫无顾忌地拿来使用。德·博攻击耶稣会修士，认为他们让被启蒙的读者最易明白的“偏见”是，由于他们神职人员的精神状态的特点，他们对奇迹故事特别在乎。[28]的确，他的论点触及耶稣会修士最敏感的部位，特别是某些美化与迟钝死板，而不是符合时代、显得高雅的博学。不过，德·博帮中国卸妆、“还其本色”的计划，最后还是缩减了些。相形之下，批评耶稣会比较容易，但问题在于找不到太多共鸣。[29]1799年，德·博死前不久，对中国与耶稣会绝不友好的马戛尔尼使节团部分证实了教士们的数据，德·博的名声便开始动摇。例如，德·博估计中国人口只有8200万，低得荒谬；而马戛尔尼及同伴则采用教士阿米欧特根据中国资料得出的高出四倍的数据（很接近今天的估算）。[30]
法国自然科学家及海军特派员皮埃尔·索纳拉特（Pierre Sonnerat），也是一名自称公正无私的作家，但他谴责耶稣会修士时不同于德·博，因为他毕竟到过广东：他们无私的宗教性格是一种掩饰他们企图进行世界神权统治的借口，而他们理想化的中国则是宰制一个受人摆布的民族的神秘化柔性乌托邦。[31]马戛尔尼使节团中最犀利的中国批评家是约翰·巴罗，他强说耶稣会修士在耍手段，而且是墙头草：他们相信要说实话，但许多人（不是所有的）压下负面消息，以免失去皇室的恩宠。他说耶稣会修士上了中国人自我解释的当，因此也有了自己的偏见。所以，这位见识明确的评论者在观察外国民族时，“不以他们自己的道德基础来看，而以他们的真实情况”。[32]因此“哲学的”观察家有了一个认识论的范畴。他把自己视为不带偏见的理性人士，占有超文化观察家的位置。
不过，剔除偏见并不意味着排除原有的知识。这里出现了两难，是理论一直无法完全解决的，即使某些作品在实际描述中真的找到了折中的方法：一方面，过度的教育资产成了公平认知的负担；另一方面，要理解，必须要先知道。一个纯洁无知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可以见到很多东西，却理解不了什么。
保证公平，也可能成为抄袭的借口。莫名其妙来到印度洋岛屿的法国清教徒弗朗索瓦·雷古阿（François Léguat），在自己充满冒险活动的报道中，保证自己自觉地不去参考以前的游记文献，以免有损文中的坦白直接。不过，后来发现，事实正好相反：这位以描述自然出名的雷古阿，文学手法高超，却厚颜无耻地利用了早先的作者。[33]修道院院长让-安东尼·杜波（Jean-Antoin Dubois）的例子，则有点不同。这位逃离法国革命的神职人员，在印度南方生活了超过17年之久，基本上是在迈索尔邦。1808年，这位修道院院长将自己以空前详尽的手法记录下印度风俗习惯的大批手稿，卖给了在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1817年，他的手稿先以英文译本出版；1825年，这个民族志经典增版后的法国版本，由巴黎王室印刷厂印制，又再成为1898年英文新译本的参考版本。此后，本书不断重印；修道院院长设身处地的描述，让他不只是在印度受到持续好评。这位修道院院长因缺乏书本知识，而能轻松融入印度环境，名噪一时。他行李中只有圣经，之前对印度人所知不多，但“我让自己像他们那样生活，完全适应他们的各种习俗、生活方式、服饰，甚至他们的偏见”。[34]东印度公司的要员们推崇这种广泛的实际参与观察所得，这显然是殖民者英国人无法做到的，至于收购这份手稿的理由，主要是“作者完全脱离欧洲社会，因而长年来能够深入印度人性格中的黑暗与未知深处”。[35]公正的观察，似乎能够开拓对有一定知识者而言无法进入的深渊。1898年，英国首席印度学家马克斯·谬勒（Max Müller）教授还表示，身为印度习俗见证人的杜波，后人难以超越，也几乎没有其他人可以融入当地人的想法中。[36]看起来，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位修道院院长永垂不朽。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才发现杜波卖给东印度公司的手稿，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1734年至1779年在印度活动的耶稣会教士贾斯同-洛宏·库杜（Gaston-Laurent Coeurdoux）的。[37]
只有少数人还将无知视为公正，因而称之为旅行者的美德，尽管经常有人批评，事前对旅行目的地的详尽研究将减弱实地观察时的新鲜感。类似下述德国东方旅行家乌尔里希·亚斯培·翟成（Ulrich Jasper Seetzen）的说法依然不断出现：
透过文字描述、铜版刻绘等，我们对在某地旅行时所碰上的东西，之前就已有了清楚的概念，因此这些东西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减弱甚多，而我们的叙述方式也就没有那么生动；简而言之，我们的叙述必然会丧失其逼真性。[38]
然而，翟成深信当时的看法，即大家必须“先透过文献知道某地或某国奇特之处，这样才能唤醒自己的注意力”。[39]谁不理会这点，就要自行承担后果。1805年，俄国出使中国的使节团领队尤里·戈洛夫金伯爵的一无所知，便造成严重后果。他故意不去收集关于中国的信息，以便不带偏见地处理新的经验，却很快落入一系列外交礼节的陷阱中，连他饱学的随从也束手无策[40]，他的外交任务因而失败。1794年，在北京宫廷中，可怜的荷兰使节团也有类似遭遇。他们的第2号人物以20年来没读过任何有关中国的书籍而出名，因此碰了许多钉子。[41]整体来看，18世纪自以为天真的旅行家，几乎未受公开的推崇，消失在低级读物的底层。高等的旅行家则饱学、准备周全，而且不带偏见。
亲眼所见
在安奎特-杜培宏旅行壮举三段模式的第二个步骤中，成熟的旅行家发现要立足真实。他应该观察，并尽可能精确地去描述。他的任务在于“观察要锐利准确，描述要清楚、冷静及真实”。[42]在欧洲海外报道开始之际，已有能够要求正确的细心观察家。追求现实主义，并非启蒙运动的发现，在17世纪早期的一些旅行家身上已经见到这种现象[43]——早在那个世纪末，伟大的经验主义者已经出现：坎弗、拉·卢贝尔、德·布鲁因（de Bruin）、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塔韦尼耶。1822年，哈默-普格斯塔认为在可被验证的精确上，没人可以超越1632年吉勒斯（Gylles）对君士坦丁堡的描述。[44]约1670年后，一种经验性的认知态度，基本上得以贯彻：经验法则可以用来对抗古代和现代的学术权威。[45]经验主义的高峰之一，便是威廉·密尔本（William Milburn）1813年的划时代作品《东方贸易》（Oriental Commerce）。书中根据在孟买及广州间许多亚洲地区的七次旅行与十几年来的材料收集，十分仔细地描写了亚洲的大城市，没有添上一丝异国色彩或价值判断。[46]
“高级”旅行在其科学驯化阶段的核心是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中心又是亲自过目，即哈默-普格斯塔的“亲眼检视”。自希罗多德起，依赖目击证人的权威，对旅行者来说很重要。只有自己亲眼所见，似乎才算符合真实：至于观察者有没有夸大、误解或说谎，那是另外的问题。大家见到的图像，应该是通往真实的道路，而不是目的本身。1811年，图像与真实间的区分才随着夏托布里昂而出现：“我寻找图像，就这样。”[47]
在18世纪，亲眼所见，毫无疑问胜过亲耳所闻与皓首穷经。像大旅行家尼布尔、沃尔尼与波斯研究者詹姆斯·巴伊·弗雷泽（James Baillie Frazer），更是着重强调这一点。[48]在不尚空谈的时代中，单只保证自己亲眼见过某种东西，并不算大功告成，批评家随时会怀疑。葛梅里·卡雷里的身后名声，因而失色。当他安抚自己的读者时，只不过遵循着一个老传统：“我没亲眼见过的东西，我不会当真。”[49]不过，并不难证明他从何处抄袭其他的旅行者，而根据“谁只要说过谎……”这个说法，这位1700年左右，大概是地球上脚步最无远弗届的住民，也只能被判为骗子。1773年，那名相当正直且博学的旅行家詹姆斯·布鲁斯，从伊索匹亚和苏丹回来后，还得长年为其尊严奋战，因为一些有影响力的同时代人与英国部分媒体，认为他对非洲风俗的一些描述并不可信。直到后来造访同一地区的人士证实了他的观察，这位著名的陆路旅行家才得以恢复名誉。[50]
当认证真实的修辞再也不起作用，就得寻找其他途径。作者们往往借由承认自己视觉局限所在，试图证实自己的真实性。谢尔沃克船长在全球航行时，在广州港因病待在船舱，没见到中国，他公开承认这一点；相对于透过二手信息，这种做法显然对他而言比较可取。[51]1816年，出使中国的外交官亨利·艾里斯甚至顺带坦承自己深度近视，眼镜也有问题。其他许多旅行者一定也有这种现象，这对整个旅行文学类别来说，可是骇人听闻的事。[52]对此，可以再提及一般人喜欢看到却从未见过的东西：“许多作者写过的”土耳其后宫、暹罗的神祇判决、爪哇的犀牛等。[53]并没有太多作者，能有深入的认知批判。那名懂得思考的画家威廉·霍奇斯（William Hodges）便怀疑，在东方长期停留，并不会强化见识，而是令精神衰弱，抑制住原先的单纯印象，导致内心远离真实。[54]1769年，聪明的路易·卡斯蒂永便有了激进的疑虑：要是亚洲人是在演一出大戏给欧人看，甚至整个“东方专制”只不过是喜欢故弄玄虚的外国人所编导出来的，那会如何？[55]
还有其他人诚实坦承，并不理解自己所观察与描述过的东西。我们还记得，托马斯·曼宁站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前不知所措。透过耶稣会修士而在北京担任宫廷画家的让-丹尼斯·阿提雷（Jean-Denis Attiret）[56]修士，在1754年抵达中国后不久，画过乾隆皇帝出巡图。这个可怜的家伙，当然希望见到威严的中国仪式，却发现没有盛大的公侯行列可以入画，只有到处乱跑的人群：“他所见的一切，只是骚动混杂、乱七八糟。……他看到一切，却什么都见不到。”[57]不过，最后皇帝并未不满阿提雷的画。为什么？因为乾隆已见过西方绘画，知道其特殊的表现方式。身为画中主角的皇帝，可以从文化角度来解释画面的错误。
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再次十分详细地描写一个西伯利亚鞑靼村落中的屠羊仪式时，也立刻承认自己不懂其中含义：“如果知道其中的宗教含义，这个仪式会描写得更好。由于我在这里没有可以运用的信息，只能叙述自己所见。”[58]格梅林既未把这仪式解释成原始的胡闹（“迷信”），亦未以自己的理论强做解释。他不做任何评价，仅只如实记录这事件。并非所有欧洲人都借由自以为是的“哲学”评论来处理外国人，他们认为这种评论可以穿透事物外貌，触及事物本质。在观察者仔细描述自己无法了解的事情时，亲自过目是最诚实的方式。
在哲学的刑场前
安奎特-杜培宏勾勒“真正的旅行家”时，在去除偏见与亲眼仔细观察后，便是第三个步骤：判断。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后，科学的旅行家才会成为哲学的旅行家。身为这种人，他会评估自己认知的东西，依据理性标准来衡量所见。对于一位出色的旅行家而言，把这样的事实当成清楚的客体来记录，并不令人满意；格梅林在鞑靼村子的保守行径，并不算完成任务。同时代人期望旅行家能好好评估异国状况，最好能帮欧洲上一课。他不该吹毛求疵，也不该不加细查，就把欧洲的判断标准用在遥远的国家上，但他更不该保持中立。他应指名道姓地说出不合理与不公之处，谴责当地的专制君主，不应宽恕欧洲人的恶行。这种评价客观理性的观察家理想，是启蒙运动后期的一种理想。在随后的章节中仍不时提到的旅行家，便被同时代人赞美为接近这种“哲学”观察家的理想：如安奎特-杜培宏自己、在叙利亚与埃及旅行的沃尔尼、到阿拉伯旅行的卡斯腾·尼布尔、陪同库克船长搭乘“决心号”前往南太平洋的弗斯特父子、描写苏门答腊岛的威廉·马斯登，或亚历山大·冯·洪堡。
不过，只有少数人接近达到这个崇高的理想。欧洲人理性判断的整个方案，建立在摇晃不稳的前提之上。谁误解或滥用的话，可能便会以为安奎特-杜培宏的第一及第二阶段——去除偏见与仔细亲眼察看——是多余的，而只做出判断。例如约翰·巴罗这样的作者。1793～1794年，他和马戛尔尼勋爵待在中国，破坏了描述与评价的均衡关系。在他身上，判断不是来自事实的说明，而是前提。有关中国人的文明程度，观察材料往往不再被当成毋庸置疑的判断依据。如已经提到过的康奈立斯·德·博，这位“哲学”沙龙旅行家的法官态度，令他名誉尽失。他几乎没见过世界，却不怕对中国人与美洲当地人做出夸张（且常被引述）的判断。这些人根本只是判断过头的安乐椅旅行家，而不是真正的旅行家。哥廷根大学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麦纳斯，尤其是苏格兰历史学家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都是明证。
詹姆斯·密尔是哲学家与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之父，自己也是小有名气的政治理论家，他1817年出版的三册《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成了19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印度书籍。数十年来，东印度公司的新职员都靠密尔这部作品认识印度的历史与政治。作者的书写成就，让他能在东印度公司的伦敦行政部门平步青云。最后，他成了总检察官，类似印度问题的国家常务次官。
詹姆斯·密尔的《英属印度史》不只是19世纪后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前500页系统描述着前殖民时代印度教的印度文明。书中大部分内容，都在正面攻击印度文明，认为此一文明毫无价值，无法改造，因而密尔至今在印度声名狼藉。我们在此不该涉入这个判断的棘手背景中[59]，而是要注意密尔的特别认知态度。如前一世代的重要印度专家埃德蒙·伯克，詹姆斯·密尔从未到过印度，亦不懂印度语言或研究莫卧儿史料不可或缺的波斯文。不过，他特别熟悉西方的印度文献与当时即已相当庞大的官方材料，并受益于自1788年起在加尔各答出版《亚洲研究》的威廉·琼斯学者圈子的研究结果。此外，他读过许多有关其他亚洲国家的书籍，因而能在《英属印度史》中不断插入比较评注。简而言之，詹姆斯·密尔是位信息全面的饱学作者。
由于他的印度知识来自二手或三手资料，密尔事实上应该表现得小心与谦虚。据安奎特-杜培宏的标准与启蒙运动后期的旅行理论来看，他缺乏对异国文明做出判断的各种前提条件。然而，密尔未有任何谦卑的悔悟，反而调转矛头，质疑旅行者与东方学者的判断能力。他表示，当地的旅行者及观察家与东方编年史及手稿的译者，全都陷入某种当局者迷的盲目中。他们只见到小部分的真实情况，却草率做出以偏概全的推论。就算是位仔细的观察家，在长年逗留期间，靠着优秀的外语能力收集到有关印度的信息宝藏，亦毫无资格从更高的立场来下判断：
透过单纯的观察与学会外语而取得的心态习惯，和其他的完全不同，不管是综合、区分、分类、判断、比较、评估、推论、归纳及哲学论述等能力，简而言之：从历史材料的巨大矿藏中取得珍贵宝石的最重要能力。[60]
在詹姆斯·密尔的理解中，史学家在有限的眼耳见证中，以作品为代表，在自己类似法官的席位上引述与挖出任何他想纳入自己数据拼图中的片段信息。[61]只有同其观察对象保持空间与思想距离，有“哲学”倾向的史学家才能综览一切。只有他才看得透人类、政治及社会的本质，认出赋予个别信息意义所需的起因、影响及人类学规律。
由于詹姆斯·密尔有意拒绝亲眼勘查，从“哲学”上判断文明的要求，便脱离了经验的基础。启蒙运动的理性——密尔自认为其学生——在那个时代结束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依据。密尔并未借此开创学派。在他那个时代，不依循理论的经验主义观念已经出现，只收集事实，让事实自己说话。蒙特斯图尔特·艾尔芬斯通比密尔的《英属印度史》早两年出版的著名阿富汗报告，已采取这种方式。[62]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避免毫无根据的夸大，这种夸大对詹姆斯·密尔这样的小人物而言，只会带来难堪。约翰·克劳福德博士便是其中一个例子。1828年，这位十分开放的博学外交官将自己的暹罗之书分成游记与系统的方志两部分。游记以十分友善的笔触勾勒出和克劳福德相处愉快的暹罗人，他也十分愿意继续了解他们在文化上典型的行为方式；而系统的方志部分，则出现极端负面的评价，完全只是自主的“哲学思维”。启蒙时代“真正旅行家”的理想整体破灭了。
有疑问之阶级的方法
观察粗略，回忆骗人。谁会相信一名在多年后才写下印象，甚至还能记住谈话内容的旅行家？公众对实地经验之期待所产生的压力愈大，旅行作家也就愈愿意告知他们自己如何进行观察。詹姆斯·布鲁斯尽可能立刻记下所有看过的东西。哈默-普格斯塔每次在伊斯坦布尔漫步后，便立刻坐到桌前。在中国的欧斯贝克在口袋里记下所谓的笔记，避免被当成间谍。令尼布尔感到遗憾的是，在丹麦阿拉伯远征队第一阶段，即负责民族志的冯·哈芬教授还在世时，没有记下任何有关风俗习惯的笔记。[63]19世纪早期，报道的文类逐渐出现差异。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斯密（Andrew Smith）从自己在南非内陆的探险活动中带回一本有着田野记录的日记、一份精心完成的路线图及一份摘要报道。[64]
要让观察结果尽善尽美，不能只靠个别旅行家的认知秩序感观。在欧洲，很早就在规划“旅行学（Apodemik）”这种旅行艺术的理论。这套理论试图在从事必备的壮游（Grand Tour）的年轻士绅中，唤起认真对待旅行的态度，并建议如何获取最佳的认知结果。[65]原本只为欧洲内部设计的方案，也运用在跨文化的旅行中。1620年至1625年，西里西亚的贵族海因里希·冯·波哲（Heinrich von Poser）在其经由小亚细亚及波斯抵达南印度内陆的东方之旅中，已亦步亦趋依循当时文献中的旅游方法指导。[66]问卷是种系统认知异国的方法，但不算新。13世纪时，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zenz Ⅳ）试图透过发给权威人士的提问清单，尽量认识威胁基督教世界的谜一样的蒙古人。“现代民族志，”一名史学家这样表示，“亦无法问得如此全面与精准；掌握一个社会大型结社的重要标准都被表述出来。”[67]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指示一些雇员回答有关亚洲各个国家的问卷。在日本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活动达22年之久的弗朗索瓦·卡龙，受到上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督菲力普·卢卡斯（Philip Lucas）的31个方志问题启发，写下了17世纪（1636年之后写成，1645年出版）非传教士作者所撰最受瞩目的日本报道。[68]卢卡斯的问题是对陌生国度一无所知的人会问的问题。例如，他会对“日本有多大，是不是一个岛屿”、如何处罚罪犯、如何分配遗产及该国进出口哪些货物感兴趣。这些问题的普遍性，让卡龙有很大的施展空间来详细回答。
17世纪60年代起，英国皇家协会成员便为在异地旅行或停留的同胞提供类似的提问清单，其中包括驻士麦那的领事保罗·莱考特。[69]整个18世纪，这个传统仍然继续着，并特别受到皇家协会主席（1778～1820）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照顾呵护，他自己也参与了库克的第一次环球航行，是位经验老到的旅行家。1689年，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寄给传教士克劳迪奥·菲力波·格里玛帝（Claudio Filippo Grimaldi）30个基本上有关中国人科学与技术现状的问题，并在罗马亲自听到答案。[70]1766年，政治家、经济学家及社会哲学家杜尔哥（Turgot）为耶稣会修士派至法国的两名年轻中国人高与杨，拟了一份包含25个、部分相当详细的问题表格[71]，其中主要涉及经济问题，是耶稣会修士在例行报告中较少提及的。杜尔哥问了土地市场、稻米价格、利率与在中国各省的工资等问题。
哥廷根的东方学者暨神学家约翰·大卫·米夏艾利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给丹麦阿拉伯远征队提供的路上所用的问题，洋洋洒洒填满了一本书；书中还附有巴黎铭文暨文学院的额外提问清单。基本上，米夏艾利斯关心圣经中的地理及民族志。针对每个问题，米夏艾利斯都概述出当时的研究现状，其中几个问题，他设定正常的假设，希望旅行者可以提供经验性的验证。巴黎的学者比较在乎伊斯兰问题及阿拉伯人的政治关系与风俗，并想知道自中世纪阿拉伯的全盛文化后，是否“其科学成就已经消失”。[72]然而，尼布尔和同事只回答了少数问题。1764年8月，当米夏艾利斯的包裹送达孟买的收件人处时，远征队的成员只剩尼布尔还在世，正准备打道回府。[73]邮件的延误，亦令这些旅行的学者无法获悉丹麦国王的指示。那里规定每位旅行者必须记笔记，定期抄写寄回哥本哈根，还要收集自然历史藏品并购买价廉物美的阿拉伯文手稿——可兰经例外，因为土耳其战争后，欧洲已有不少。国王对阿拉伯的人口统计特别感兴趣。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也出于自己的分寸，旅行者不该带着科学征服者的激昂情绪，而该保持客人的温厚：
所有的旅行者面对阿拉伯人民，必须尽量彬彬有礼。他们不该反对他们的宗教，连暗中露出鄙夷之情都不该。他们应该克制自己，不让任何人恼怒，也包含部分会让一无所知的穆罕默德信徒疑虑的活动，好像他们是来挖宝、施展魔法，或打听不利于当地的事情。应该尽量低调行事，尽可能让人满意……。[74]
在沙俄探勘亚洲领地的帝国任务中，缺少这类体贴。在帝国高层规定的一般工作范畴中，这些大型研究计划的任务，是经由一系列会议商订，特别重视收集经济资料。有关土地性质、其农牧使用的可能性、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的状况、狩猎、水产业及养蜂的情形、手工及制造业的现状、土地矿藏的蕴藏量等信息都该收集。[75]1800年2月，印度总督韦尔斯利（Wellesley）下达十分类似的指示，要自然科学家弗朗西斯·布坎南测量之前不久所征服的南印度地区，这同样带有帝国动机。韦尔斯利不只详细列出观察客体，也列出布坎南应该提出建议的问题。[76]
在法国“意识形态者”——世纪交替的一种思想派别——那里，旅行者——一个基本上爱好发问的团体[77]——的方法论指南发展到巅峰。他们承袭了古典启蒙运动的动机，致力于将其转化成人类的经验科学。观念学派（Idéologues）的健将康斯坦丁-弗朗索瓦·夏瑟博夫（Constantin-François Chasseboeuf），以自选的名字沃尔尼著称。1783年至1785年，沃尔尼以年轻的独立人士与维冈（Vergennes）部长的特务身份周游近东，并在1787年出版《埃及与叙利亚之旅》（Voyage en Égypte et en Syrie）一书，这本书立刻成为一本结合了经验观察、哲学评论与高超叙事的杰作。十几年后，亚历山大·冯·洪堡仍称沃尔尼为“那种最能勾勒出不同环境下的人类的哲学旅行家”。[78]沃尔尼不只是刻画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图像的文人，一名社会图表学的奠基者，也是将旧的旅行学艺术理论坚持不懈转化成经验式社会研究的科学方法的人。在他三十岁即已出版的近东报道中，他已将国家二分成自然状态和政治状态。自然状态主要是指土地性质与气候，而政治状态则不只受政治关系的决定，也受种族、社会及经济关系决定。不同于早先经验倾向的旅行家，只要对农业没有直接意义，沃尔尼便放弃植物学与动物学的观察，因为他在这些学科上未受过训练。作为决定条件与环境，自然世界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有其吸引力。
旅行士绅的自我实现、吸纳教育知识后的自我完备与表露后的旅行动机，对沃尔尼而言，已无任何意义。无法升格至“哲学”表述高度的主观看法，已被剔出报道之外。因此，沃尔尼跟尼布尔这样先前“实事求是”的旅行家不同。旅行家竭力收集更多尽可能精确的资料，再依据严格的科学方法做出“哲学”分析。这种分析导致鲜明的判断，正如判断所免不了的那样，而沃尔尼所认为的旅行工作，应该对国家有用。沃尔尼仍然承认这种判断的相对性，不对任何一般人物做出自己的评价。但个人口味上的偏好以及其他相对的条件，还是使人无法不做出科学上的判断。[79]沃尔尼的哲学判断，特别针对异国民族“道德性格”所做的判断，跟詹姆斯·密尔的演绎与不容置疑的方式相当不同。要能做出这种判断，需要一个相当实际的验证方式：
大家必须和自己想彻底研究的人打交道，必须进入他们的情况中，好理解影响他们的力量是什么，并会产生何种爱好。因此，必须在他们的国家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实际运用他们的习俗。[80]
不仅必须和所碰到的偏见搏斗，也要和自己带来的偏见搏斗：
……心会偏袒，习惯则强大无比，事实难以对付，而幻觉廉价。观察者因此必须谨慎，但不要胆怯。无法不透过其他人的眼睛来观察的读者，必须同时监督着权威人士及自己的理性。[81]
1795年，在五人执政时的法国政府委托下，沃尔尼将自己东方之旅中已在运用来理解材料的体系，修改成名为“公众经济问题”（Questions d’économie publique）的目录，涵盖135个用语精确的问题。1813年出新版时，他换上更加清楚的名称——《旅行者所用的统计学问题》（Questions de statistique à l’usage des voyageurs）。这些问题是给法国外交官、领事与旅行代理人用的。不同于米夏艾利斯专为丹麦阿拉伯旅行者所写的提问书籍，沃尔尼的问题是能够普遍运用在地球上各个国家的认知体系。不只个别旅行者的认知应该受到训练；从革命时期与拿破仑时期法国的全面计划脉络下来看，沃尔尼更企图收集一种尽可能全面、最后能为政治所用、有关地球上许多国家的知识，而且尽可能以归纳妥善、可资比较的形式面世，可以说是个世界档案。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给这类大量情报收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拿破仑带着167位学者与艺术家前往埃及，在那里将收集来的材料编纂成《埃及记述》（Description d’Ègypte）这部巨著，于1809年至1823年间，分成9本文字册与14本图册出版。随后的数十年间，法国军队介入之处，就出现类似的数据收集大工程：1829年至1831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1839年至1842年在阿尔及利亚，1865年至1867年在墨西哥。[82]就算没有参与这类计划，自己单打独斗的旅行者，按照沃尔尼的意图，也该注意这种提问体系，以助整体的成功。在这种概念下，原本致力于旅行艺术教育的个别旅行家，成了一个政治情报机构中的小齿轮。旅行家不再自主。[83]
沃尔尼的135个问题，不是开放的清单与可增补修订的建议，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报告者不得擅自增补修改。1795年，法国政府在前言中明确表示，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不希望见到任何随意的记注，而是准确的回答。[84]沃尔尼的基本格式如下：[85]
（一）国家的自然状态
1.地理情况
2.气候，也就是天气状态
3.土地状态
4.自然物产
（二）政治状态
1.人口
2.农业
3.工业
4.商贸
5.政府行政组织
这些问题经常加上说明，以求更加精确。在农业的部分，沃尔尼加上特别指示，即要针对个别农民活动进行示范性及全面性的研究。此外，还要挑出两个或三个不同的村庄，如种植葡萄的村子与农耕村落。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一直靠最可靠的感觉器官——眼睛来回答。沃尔尼问题目录的官方前言，便特别鼓励手册使用者，由手册中的问题来主导他们和当地人的谈话；由于缺乏其他活动，便靠这些问题来打发他们的闲暇时间。这些问题应该传递下去，应该不断问着。[86]关于这类口头收集得来的资料，可靠性如何验证，沃尔尼并未交代。至于那些声称只复述自己视觉印象的人，多半依循一种修辞学的传统，而不是描述他们信息收集时的真实情形。经验老到的报告者亦十分明白这一点。例如，在威廉·马斯登身上，就可清楚发现这种显而易见的事。
1771年，17岁的爱尔兰人马斯登跟着哥哥任职东印度公司，来到苏门答腊西部东印度公司所属的明古鲁州。[87]他在那里待了8年之久，学得丰富的语言及当地知识。受到库克船长第一次环球航行后出版物的启发，并在有影响力的约瑟夫·班克斯赞助下，减轻了负担——自1780年起，他可以参加班克斯著名的“哲学早餐”——马斯登开始记述苏门答腊，当时亚洲最陌生的地区之一。1783年，《苏门答腊史》一书出版，就在马斯登回英国近4年之后。同年，28岁的马斯登已成为皇家协会成员。1795年至1807年，他担任过海军总部的高等职务，类似海军的永久常务次官。退休后，他写了许多作品，包括一本马来语文法与一本马来语字典，两本书都受自己与亚历山大·冯·洪堡的高度推崇。他是当时主要的比较语言学者之一。从某些方面来看，马斯登是沃尔尼的英国版：和他一样，一名自学有成的人，由中等市民攀爬至国家高官，没有玩弄当时的政党政治，一名活跃的年轻人，靠着一本方志记述成名，该书数十年来成了客观精准的范本，最后——像晚期的沃尔尼——也是一名亚洲研究的赞助者与先锋。
马斯登在他的《苏门答腊史》开端，就向读者保证报道内容毋庸置疑的真实性：
大部分描述到的东西，都来自我个人直接的观察。其他不是岛上人尽皆知的，便是根据任职东印度公司者的权威信息。他们常年和当地人交往，精通他们的语言、思想及风俗，最后性格上令人敬重，赢得人们深深的信赖，而能带来人证。[88]
直接观察便是视觉印象，是不熟悉这个丛林岛屿内部的马斯登在自己认知范畴中所能拥有的。不同于能够一直随着无数前人足迹去埃及与叙利亚旅行的沃尔尼，只要马斯登坚持达成百科全书式整体描述这座岛屿的目标，便只能依赖其他人的报道。他在自己的书中提到几位，但不全是这类口头资料。[89]面对他那些英国消息人士，他只剩下验证的方法，也是读者面对旅游报道时所能倚赖的。如果无法借由实际经验来验证，而消息人士又通过了可信度验证的话，那么最后就只剩下“信赖”一途。[90]
耳闻与道听途说
文学手法突出的游记，特色在于读者不仅透过作者“中介的眼睛”（沃尔尼）来看，也透过他的耳朵来听，结果对亚洲的印象因而产生矛盾。一方面，在那里可以听到欧洲人觉得陌生的声响：大城市中的南腔北调，一种无所不在的嗡嗡声（如乌兹别克的布哈拉），中国及越南街头上的铜锅、击鼓及摇鼓声，西贡特有、像喇叭般的象角声，中国船上指挥纤夫的锣声，波斯夏夜邻家屋顶上人们活动的声响。[91]
另一方面，而这是最强烈的印象，便是寂静。周游亚洲各处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最受不了葡属果阿夜里持续不断的钟声。[92]亚洲的城市比欧洲的来得安静些，因为那里少有铺上石块的道路，因为那里没有或只有少数轮子包上铁皮的车子。节庆宴席上没有客气的谈话，因为当地的东道主完全专注于饮食上。[93]基本上，宫廷的仪式都在欧洲所不习惯的安静气氛下进行。暹罗及中国西藏的谒见仪式中，几乎一言不发。中国皇帝周遭一片肃穆，因为朝臣与官员以不太出声的布鞋来回滑行。锡兰中部的帕拉瓦王朝宫廷中，大家都小声说话，如一位英国访客所言，为了保护国家机密。[94]如史学家哈默-普格斯塔所称，在苏丹穆拉德四世（Murad Ⅳ）（执政期：1623/32～1640）这位凶残暴君的宫廷中，为了保命，连外国人也不得不背着这位君主以精湛的身体语言来沟通。[95]如坎泰米尔所言[96]，苏丹接见外交使节时的肃穆宁静，不断得到描述。欧洲人对连苏丹自己都要靠手势来交谈的宫中聋哑状态感到着迷，据说他们“往往要用处决的惩罚来维系这种无比的缄默”。[97]在宫中，没人主动说话，在君主在场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想象朝臣互相交谈，“甚至也没人敢擤鼻涕或咳嗽，不管情况有多急迫”。[98]
口述资料的消息来源，也就是耳闻的报告，区分出一个有声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听觉环境。在报告这类自己无法亲眼看见的资料时，马斯登可以说是18世纪后半叶的典型人物。像旅行家塔韦尼耶与葛梅里·卡雷里，把观察到的和偶然听到的混在一起，已被后人当成戒鉴。1716年，约翰·威廉·沃格尔已在自己东印度一书的书名页，画蛇添足地加上了一句一般亲自过目所会做的严格承诺：“一切全出自自己的经验，而非得自在印度的谈话。”[99]
基本上，这类谈话是和其他欧洲人进行的，在轻松的条件下往往特别成功——一两瓶酒便敞开了他们的胸怀。[100]商人觉得自己对亚洲民族的“道德性格”负有完全责任，尤其是一些中国旅行家，似乎把他们在广州及澳门商行与酒馆中得到的看法，当成关于中国的事实，而在国际上宣扬。[101]像独特的近东旅行家托马斯·肖，毕竟也只相信当地欧洲人的地理与气候信息。[102]最认真的欧洲消息人士，一般仍是传教士。出使中国的旅人，在许多方面都要感谢他们。在中国的耶稣会修士不难透过自己的渠道，直接向公众传达他们的观点。不过，嘉布遣修会修士拉菲尔·杜·曼斯则不一样。他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从伊斯法罕实地观察发生于波斯的事件，并以无人可及的国情专家之身份，成为17世纪著名伊朗旅行家——如泰沃诺、夏尔丹、坎弗——既重要又秘密，而且并未一直标明出处的信息来源。1660左右，他自己暗中献给路易十四的部长科尔贝的波斯报道，直到1890年才编辑出版。他促成大家深入比较当时出版的波斯记述。[103]自己的外语能力愈差，停留时间愈匆促，当地环境愈不友善，造访者也就愈为依赖欧洲移居国外人士的信息。尤其在奥斯曼帝国中从事进一步壮游的旅行者，都受不了这种诱惑。[104]
向当地消息人士打探的意图，一般并不缺乏。有时，也没有其他选择：像旅行家塔韦尼耶与白尼尔，想知道苏丹与莫卧儿大君神秘后宫的事，便要从太监处打听，而保罗·莱考特则依赖一名来自波兰、在奥斯曼宫廷任职19年之久的乐师。[105]尽管有各种扭曲，欧洲的文献却是流传下来的最详细的资料。[106]就算整个国家保持神秘，好奇的人也会多方打听。1772年，约翰·戈特利布·格奥尔基（Johann Gottlieb Georgi）陪同彼得·西蒙·帕拉斯参加俄国学院远征队，在伊尔库茨克遇见1753年在当地成立的国立日本语学校教课的日本船难者，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访谈。这样一来，1775年，格奥尔基的西伯利亚报道中，便包含一些有关日本的消息。知名的东方学者路易·马蒂厄·朗格莱斯（Louis Mathieu Langlès）认为这相当重要，收入桑伯格所著日本作品的法文版附录中。[107]
善意绝不是成功的保证。一名荷兰船长表示，“透过一名通译之助”，在孟加拉国询问婆罗门有关他们的宗教，“但我不能夸耀自己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特定的东西”。[108]失望的人，怀疑别人不想对他透露任何事。冷静的艺术之友詹姆斯·达拉弗（James Dallaway）在伊斯坦布尔发现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一样不懂得自由交谈”。[109]实际上，在陆路上未受阻碍的旅行家，完全要依赖当地导游的知识。造访西藏的塞缪尔·特纳提醒大家应该相信导游，就算他们的建议一开始看起来靠不住。[110]在打破禁忌的大胆行动中——例如攀登圣山——他有时会看见自己遭到所有仆役的离弃。卡斯腾·尼布尔发现许多阿拉伯人不愿意告诉他许多地点与山峦的正确名字——“因为他们不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操这个心”。[111]小礼物及随和的个性，会加强别人告知信息的意愿。不过，不是每个当地人都是可信的权威。例如，在城市人口数量上，这些居民都有令人吃惊的想象。[112]经验老到的卡斯腾·尼布尔表示，只要有可能，便得试着找出这位消息人士的消息来源。[113]最愿提供信息的交谈对象，便是懂得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与靠一点小馈赠就可打动的穷学者。当然，也免不了对他们要友善：
只要对阿拉伯人客客气气，那就会得到这些穆罕默德信徒同样的礼尚往来，就像理性的基督教徒在欧洲对犹太人那样。[114]
尼布尔算得上一名相当体贴的提问艺术家，但他也觉得难以接近真正的饱学之士。他明白这一点：为什么“被一名外国人问一大堆问题”，他们该觉得有趣。[115]他建议，无论如何，应该要有相当耐心，间接地并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提问。有时，就算东方人说了谎，那也不是道德上有瑕疵，而是出于可理解的原因：例如，不信任外国人，或因为虚荣、知识不足，而不愿承认。无论如何，出游的地理学家与社会研究者，为了了解事实，应该尽可能询问更多人——那位谨慎的西伯利亚旅行家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之前便已建议过这种方法。[116]正如约翰·克劳福德详细观察的那般，口头沟通的机会，会因文化特性而有改变。在暹罗这个注重口头沟通文化的地方，比在受到中国影响、重视书写与目击文化的越南，透过耳闻的机会要更大。[117]
一个精神疲惫的欧洲人，偶尔也会对周遭东方环境的虚假感到绝望［例如1749年出任法国驻交趾支那大使的皮埃尔·普瓦沃（Pierre Poivre）即曾如此，他还因为下个不停的滂沱大雨而厌烦］[118]；大旅行家则面临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即必须验证口头信息的正确性。旅行家也必须配合读者对正确信息的需求，因为他们如同爱德华·吉本所指出的，已经愈来愈不满足于“道听途说的故事”。[119]然而与当地人接触的时候，却没有人能够像威廉·马斯登处理苏门答腊内陆报道那般，产生对士绅们的信赖感。于是，通常只能停留在猜测信息可信与否的阶段。写过一本重要锡兰报道的罗伯特·波西瓦（Robert Percival），保证只采纳“没人会质疑的”信息。[120]弗兰克斯·白尼尔在印度提到自己只听过焚烧寡妇的行径，但并不比其他自己亲眼所见的“不太可能的事”更不可能，尤其印度人一般都相信这个故事。[121]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安抚读者，自己书中任何不是亲眼看到的陈述，可能性都被验证过，“尽管我早已晓得，某些事情即便不是真的，至少也是有可能的”。[122]
当地知识：欧洲文本中的亚洲学
许多游记中都包含正确理解或误解的当地信息，缺了这些当地知识，便难以想象欧洲的与亚洲相关的知识会萌芽。口头信息在此也相当重要。欧洲人往往要靠当地学者才能理解困难的外语文献。单单因为这一点，口头信息便不可或缺。[123]但是，文字资料本身更加重要。正如18世纪后期的高等旅行理论，造访亚洲的人士如果缺乏外语知识，亦不能被轻易谅解，因而便会期待他们——尤其是史学家——更常使用亚洲的历史作品，甚至尽可能运用原始文献。1784年成立的孟加拉国亚洲协会，主席威廉·琼斯爵士本身是位语言天才，也表达出一个生动的原则：“亚洲国家对他们自己与彼此，比我们欧洲学者和旅行家所知还多。”[124]
实际上，欧亚科学合作的原则，早已受到重视。中国的制图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提洛南部的耶稣会修士马丁·马丁尼（Martin Martini）[125]，其《中国新地图册》（Novus Atlas Sinensis，1655）绝大部分是根据中国方面的准备工作而完成的。1708年至1717年，在康熙皇帝委托下，约十几名耶稣会修士分成几个测量小组，完成了中国的全面地图测绘，其中自然也有中国助手参与；尤其是西藏的地图，便是根据熟知当地的官员的信息。[126]1717年至1726年，耶稣会的地图册便以木版与铜版印制了四种不同的版本。这次计划也出版了许多中国版本[127]，促成当时大概已是欧洲最优秀的制图师让-巴蒂斯特·当维尔为杜赫德1735年的中国百科制作了包含十五张地图的地图册[128]，并在之后100多年未被替代。这个耶稣会地图册，便是融合记录在许多方志手册中的中国当地知识及欧洲测量技术与制图描绘的结果。[129]印度的制图测绘则是不同于中国的另一种模式。在这里，作战的英国人需要地图，促成了大型的制图计划；相反，战争本身也是收集地形资料的绝佳机会。[130]在此，“班智达（Pandit）”[131]不可或缺，尤其是在测绘英国管控外的地区时。[132]
中国耶稣会修士中最优秀的史学家——如17世纪的马丁·马丁尼与18世纪的安东尼·戈比——亦运用中国的史学。耶稣会修士总是拒绝质疑中国权威的可靠性。戈比“熟悉中国就像自己的祖国”[133]，正确地指出中国史学传统在史料批评上并不逊于欧洲。[134]耶稣会之外的学者，如那位全欧敬重的德金（Joseph de Guignes），亦是启蒙时代最重要的史学家及亚洲研究者之一，证实了中国史料的高度地位与精确性，且未加修饰，接近事实，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加以引用。[135]
穷兮兮的地方教士西蒙·奥克雷（Simon Ockley），在1711年到1717年，因负债而被逮捕前，是剑桥大学的阿拉伯文教授，在他两册关于伊斯兰阿拉伯人直至705年前历史的《撒拉逊民族史》（History of the Saracens）的重要前言中，毫不质疑阿拉伯史料的重要地位。尽管他苦苦抱怨阅读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阿拉伯文手稿——“尘封的手稿，没有翻译，没有索引，没有任何有助于其他研究的支持”[136]——的吃力过程，却仍视其为欧洲关于近中东史学的基础，史学家只能在这些阿拉伯文材料中稍加叙述与解释，以保住之前史学家的声音。他让阿拉伯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叙述他们的历史。[137]几年后，乔治·赛勒（George Sale）在自己的可兰经评译中，又再强调当地史料的重要性。赛勒几乎完全不理会11世纪以来欧洲人有关伊斯兰的论战，继续依据伊斯兰的诠注传统来解释可兰经。[138]
重视当地文本，加强了以下看法：欧洲研究亚洲的学者，基本任务不在讨论亚洲的文化，而在透过翻译，让亚洲文化和欧洲读者对谈。1800年左右，欧洲最优秀的日本专家伊萨克·蒂进（Isaac Titsingh）便代表这类看法。他认为翻译日本文献比欧洲最杰出的日本记述更有价值，因而自然放弃写作有可能取代坎弗旧有记述的作品。[139]他应该够格写作，不做第二人想。威廉·琼斯爵士并未如此极端，但1794年他在孟加拉国亚洲协会《论亚洲人的哲学》（On the Philosphiy of the Asiaticks）的演讲中声称，“随便哪一本著名的印度教书籍的正确译本，都比有关这个题目的所有论文与评述更有价值”。[140]
至于要忠于原文还是自由翻译，现在也成了不断被讨论的问题。在忠于原著与符合欧洲美感的两难之际，有些作者——如西蒙·奥克雷——主张模仿原始文本，其他的则赞成风格上西化。弗朗西斯·格莱德温（Francis Gladwin）在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的委托下，翻译阿布·法德·阿拉米（Abu l’Fadl ’Allami）关于莫卧儿大君阿克巴政府最重要的文献《阿吟·阿克贝里》（Ayin Akbery）。他在翻译中想象这名波斯文献的作者是以英文写作。[141]歌德喜欢威廉·琼斯爵士的译文，透过他细心的复古文采，没有经验的读者了解到亚洲文本中的陌生文化。[142]当然，“自由”翻译没有一定的层次，从死板拘泥到简明精练、原文重组与意译，或甚至不动声色加入评论等。理想的情况是，任何翻译都事先评析过原文的价值。[143]
司马光（1019～1086）12世纪末著名史作的节本《通鉴纲目》的译本便被不断指为错误连篇，难以阅读，那是德·梅拉（de Mailla）[144]教士由满文译本翻译完成，手稿1737年送回法国。1777年至1780年，修道院院长格罗西耶以12大册编辑出版。[145]这部作品单调的编年方式无人能及，却第一次给了欧洲读者中国历史绵延不断的真实印象。甚至对中国而言，这本书都过于强调静止不动的概念，却有助于在欧洲普及中国历史中那种相同事件不断轮回的观念。清朝皇帝将其列为圣典，所以德·梅拉才会选出这个最制式的中国历史作品来翻译。[146]正因他未加修改，才不断受到责难。30年后，亚历山大·道尔（Alexander Dow）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官成了伊斯兰印度的第一位英国史学家。道尔发现莫卧儿王朝与其伊斯兰前身的历史，只能根据当地（波斯文）资料撰述。他先从翻译菲利希塔（Firishta）的历史作品开始着手，但逐渐脱离自己的原始方案，最后完成一本名为“印度斯坦史”（History of Hindostan，1768-1772）的作品，现代西方作者的“哲学”观察，以不起眼的方式渗透进翻译文本中。[147]爱德华·吉本这位最讲究的历史文学鉴赏家，也怀疑因为道尔在不久前“发现”的古塞尔特吟游诗人诗篇，而将菲利希塔的风格换成了莪相的风格。[148]不过，道尔自己向读者保证，他把原文中的过度浪漫回归到一种“简明刚强”的文风，这种文风是自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后欧洲史学的主要风格。[149]
波斯文或阿拉伯文的翻译，往往要靠当地文化中的学者之助，才得完成。在发现印度教的印度文化之际，当地知识完全不可或缺。白尼尔即不时向一名班智达咨询有关莫卧儿宫廷之外的情形，那是他活动的主要地点。[150]有10年印度西南部经验的荷兰传教士亚布拉罕·罗杰里乌斯（Abraham Rogerius），他的《通往隐秘的异教之门》（De Open Deure tot het verbogen heydendom，1651）一书让欧洲第一次真正了解到未被宗教宣传扭曲的印度宗教观，书中大部分知识来自帕德玛纳巴（Padmanaba）这名葡萄牙属果阿的婆罗门难民。帕德玛纳巴让他熟悉《吠陀》与《往世书》等文献，并为他逐字翻译其中部分。他们两人则以葡萄牙文交谈。[151]18世纪80年代，威廉·琼斯爵士及1784年他所成立的孟加拉国亚洲协会的圈子中的西方学者开始科学地研习梵文。[152]1785年，第一位有基本梵文能力的欧洲人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 Wilkins），因翻译《薄伽梵歌》（Bhagavadgita）而享誉全欧；4年后，威廉·琼斯爵士翻译出迦梨陀娑（Kalidasa）的《莎昆达罗》（4～5世纪）一剧，更受瞩目。
和琼斯一样，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在印度亦是高等法官，两人展开了全面性的梵文语文研究。这次全面的“东方文艺复兴”完全依赖印度班智达的知识，他们为欧洲大师们做出了绝不可缺的贡献。渴求知识的英国人与博学的印度人接触，显得踌躇不决，双方的不信任一直没有消失。琼斯起先出于实际因素而研习梵文，以方便担任法官去控制最高法院内的班智达，并打破他们的翻译垄断。为了控制殖民地的司法，似乎有必要先在法庭设立某种沟通掌控机制，其次记录下印度的习惯法，按西方体系分类，并以英文公之于世。在学习期间，琼斯和一些印度学者建立起私交，特别是耆宿亚干那塔·塔加帕夏南（Jagannatha Tarkapanchanan）。不过，这段情谊总带有矛盾的情感：琼斯身为官员，是殖民统治机构的高级代表，但身为学者，则是班智达的学生。就连比其他人更愿意承认班智达贡献的琼斯，也认为应该尽可能将英国学者与殖民领主从当地学者与口译中独立出来。
英国在梵文研究上的优势地位并未持续多久。19世纪后期，从未踏进印度过，也从未和印度班智达交谈过的德国研究者，取得重大进展。他们对语言学的统治知识不感兴趣，而是长期侧重于语言起源与语言比较的理论问题。[153]和殖民主义的疏远同时造成了与印度的疏离，并导致了对当地知识的低估（轻视）。东方学这种自以为在知识上代表整个文明的科学东方主义，人们以为在一个毫无殖民利益的国度中就能发展完备。不过，欧洲与德国印度学的自主，不过是个假象。1917年，恩斯特·温狄施（Ernst Windisch）即已总结，这门学科是站在许多世代印度语法学家的肩膀上。[154]
亚洲人不仅大量参与狭义的亚洲文化学。在进一步认识亚洲遥远文明之后不久，一些欧洲的明智人士便已发现印度、中国或日本的经验式自然科学，和当时欧洲的并驾齐驱，甚至优于欧洲。1699年，约阿希姆·布维修士在一封由北京寄给莱布尼茨的信中，表达出两者都同意的目标：“从这个国家汲取有助于我们的科学与艺术臻于完美的东西。”[155]布维甚至计划在中国成立一所研习文化、宗教与文字的使徒学院，一种宗教科学与汉学研究机构，可以和巴黎的科学院交换成果。[156]莱布尼茨比布维更在意数学和自然。他比当地的耶稣会修士看得更清楚：在中国有利于传教士的政治环境，完全取决于康熙皇帝一人，而且不会持久，因此他迫不及待。大家必须竭尽全力，尽快从中国取得大量知识。[157]莱布尼茨并不把这视为一种科学寄生方式，而是综合互补的优点：欧洲知识的强项在于推理，而中国的美德则在实际经验与道德原则上；欧洲的知识出版给多数人知晓，而中国的只在狭窄的学者圈中流通。[158]
莱布尼茨的想法，仍然凸显出两个同一水平的科学世界基本上互利的合作，但到了18世纪末，则掺进了单方面的帝国欲求。尊重其他文明科学成就的现象，很快消失。对约瑟夫·班克斯这样有影响力的科学组织者而言，也只剩去骗取印度人或中国人少数仍胜过欧洲人的科技，如纺织或制瓷。[159]
亚洲在欧洲知识中最显著的贡献便是植物学。1662年，任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安德烈·克莱耶（Andreas Cleyer）来到巴达维亚。从1682年至1686年，他断续担任荷兰人在长崎的头人，利用这段时间研究植物，在德国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克莱耶把1360张日本艺术家所绘的植物图画寄给柏林的学者门泽尔（Christian Mentzel），而他把这些图片用在自己未出版的《日本植物》（Botanica Iaponica）一书中。[160]相反地，1712年，安格贝特·坎弗有关日本植物世界的全面性著作《日本花卉》（Flora Japonica）以拉丁文出版。此书的价值在于这部作品诞生之际，也就是17世纪90年代，日本植物学的发展有可能高于欧洲。坎弗受惠于日本植物学的成就良多。[161]细心的自然科学家也在印度发现当地植物学的优越知识。17世纪7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高级军官与职员德拉肯史坦的亨德里克·亚得瑞安·凡·里德（Hendrik Adriaan Van Reede tot Drakenstein），试图描述并分类当时部分由荷兰人控制的印度西南马拉巴海岸的热带植物世界时，不断采用除了阿拉伯与欧洲体系外的当地分类体系，亦逐渐重视其优点。在撰写巨著《马拉巴花园》（Hortus Malabaricus）（12册，阿姆斯特丹，1678～1693）时，他得到多位婆罗门与更多下层种姓，特别是艾沙瓦（Ezhava）[162]阶层的工作人员的植物知识与实际经验之助。由于缺乏其他文献，他们特殊的知识只流布在《马拉巴花园》这个欧亚共同的计划中。[163]凡·里德和坎弗的作品受到欧洲学术界大师，尤其是林奈的高度推崇。透过他们，亚洲植物学家的知识才进入了欧洲描绘自然的中心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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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报道、出版、阅读：从经验到文字
对我们来说，观看和耳闻的原始过程无法重建，对当时阅读亚洲报道的读者而言也一样。在摄影与科技记录声音与动作的时代出现之前，游记，特别是带有插图的游记，垄断了信息来源。当时，没有其他的竞争媒体能够动摇其地位。欧洲的亚洲文明“图像”全是文字叙述，再配合上素描与比较少见的毛笔绘图。对20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欧洲以外的世界是个图像的世界；相形之下，18世纪的亚洲则属于文献的范畴，是一个语言构成的世界。就算今天从未阅读过任何有关亚洲的书籍，甚至连有关亚洲的报纸新闻都不看的人，也自认可以从电视、电影与摄影报道中认识这个大陆。不过，近代早期不会阅读的人，便是一无所知了。
除了文字外，视觉印象基本上是次要的，但在某些例子中，视觉却很重要。塞巴斯蒂安·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所撰《世界志》（Kosmographia，1554）中的木刻插图与泰奥多·德·布里的游记选（1590-1634）中的铜版插图，就不比文字逊色，特别是近代早期美洲的代表图像——一再受到复制的食人场景。至于亚洲，则缺乏类似的耸动画面。许多图像材料中，必然会有一些不断重复出现，尤其在选集中一再被复制、令欧洲读者印象深刻的视觉代表画面：土耳其占领者的军队、伊斯兰城市的寺院尖塔剪影、莫卧儿大君的华丽宫廷与其饰有珠宝的大象行列、拥有多条手臂与动物头像的印度神祇、自我折磨的苦行僧、智者孔子的肖像、中国皇帝的春耕图、中国的万里长城与南京瓷塔、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棕榈树婆娑的欧洲风格城市巴达维亚、日本的佛寺及西伯利亚的萨满。
18世纪的亚洲图像学，绝大部分要归功于博学的耶稣会修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的《图说中国》（1667）、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的中国旅行记述（1665）、亚当·奥利瑞尔的波斯游记（1647～1656）、罗杰里乌斯的印度记述（1651）及1669年至1681年欧菲特·达波（Olfert Dapper）和阿诺杜斯·蒙塔奴斯（Arnoldus Montanus）的汇编巨著等作品。至于修道院院长普雷沃斯特（Prévost）的《旅行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1746-1761）或托马斯·萨尔文（Thomas Salmon）的《世界旅人》（The Universal Traveller，1752-1753）等丰富的图像汇编，便是利用这些基本资料，再加上新的画面进去。直到出色的画家与水彩画家能够加入18世纪末的大型国家之旅，亚洲才多彩起来，写实的风景与民情才跃入眼前。陪同马戛尔尼勋爵前往中国的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及曾和弗斯特父子一起参加库克船长第二次航行世界，在1780年及1783年间逗留印度的威廉·霍奇斯，便是两位新亚洲景观的艺术先锋。[1]霍奇斯之后几年，1786年及1793年间，风景画家托马斯·丹尼尔（Thomas Daniell）与威廉·丹尼尔（William Daniell）叔侄俩游历了大部分印度地区，创作出无数作品。[2]1800年之前，除了印度，亚洲没有任何地区像南太平洋一样拥有丰富精彩的图像。
如果图像能够深刻捕捉出幻想力，那文字便能给予18世纪读者最期望的东西：信息。
作为认知工具的游记[3]
我们不需把游记写作想成打道回府者在船上或一抵达家乡时，就已提笔把自己的旅行笔记转化成的相关叙述。只有当受委托者必须履行一项即将到期的报道义务，或作者想尽快动员买书的读者时——有时是在和参与同一行程或远征队的其他人竞争——才会发生。在国家赞助的活动中，往往会要求所有参与者把个人的笔记交给远征队领队或代笔人，当成官方报道的材料。[4]私人活动带有个人色彩的叙述——如果有的话——通常要晚些才会出版。因此，官方报道往往成了秘而不宣的集体工程，把分开的文献综合起来。只有少数作者——如蒙特斯图尔特·艾尔芬斯通——会大方与坦白地指出其他同伴的贡献，承认作品为集体的产物。[5]在库克船长三次世界航行或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这种轰动的旅行后，书市出现激烈的竞争，争先恐后，并强调原创之处。[6]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马戛尔尼勋爵关于自己1793年至1794年出使中国思想丰富的笔记，直到今日都未出版。许多报道一开始就根本不以出版为考虑，因为其内容或涉及外交机密，或者是“家族编年史的异国变体形式”。[7]
有关亚洲的知识透过许多渠道来到欧洲，信件往来是特别重要的一种。耶稣会这个团体在书信传递消息需求上，无人能及。在中国、越南或印度的修士手中，书信成为该修会在欧洲维持形象的一种宣传工具，一种巩固耶稣会修士全球性联络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传递科学知识的媒介。耶稣会传教士中最优秀的学者，不仅完成和巴黎及罗马的教会中心的例行通信，也是教会外的学术界所渴望的通信对象。反之，这也有助于类似约阿希姆·布维这种教士的声望，从他和伟大的莱布尼茨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开通信就可得知。其他的人际网络出现在伏尔泰、乌普萨拉的林奈、巴黎的学院秘书尼可拉斯·弗黑莱（Nicholas Fréret）及亨利-伦纳德·贝尔汀部长、罗伯特·胡克、约翰·雷（John Ray）、约瑟夫·班克斯及伦敦皇家协会的其他士绅、彼得·西蒙·帕拉斯及圣彼得堡的天文学家让-尼可拉斯·德里尔（Jean-Nicholas Delisle）、哥廷根大学的米夏艾利斯及施洛策尔，以及19世纪初柏林的卡尔·李特尔等人身上。寄送的不只信件，也有手稿。伏尔泰把自己有关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史草稿寄至圣彼得堡，要求当地学者评论补充，特别是有关西伯利亚的部分。[8]有些重要的东西则遭到搁置：1749年，大学者安东尼·戈比关于中国人纪年的论文由北京抵达贝尔汀手中，却直到1814年才出版，而针对那个论题的争辩已然成为明日黄花。
尽管有这类私下与公开的沟通机会，游记依然是描述亚洲最重要的媒介。有些报道有特定与狭隘的目的，如指导其他船员及旅行者。[9]但基本上，作者针对的是具有文化教养的读者。首先，他们期望能够客观叙述远方国度的实情。按照文类，游记被归入叙事文学中“故事”这个古老的类别。[10]其中不仅有今日一般意义上的故事，也有那种就事论事、对经验客体的叙述。例如，当安格贝特·坎弗写下《枣椰记》时，这个题目后则是一部关于枣椰这种植物经济学的专著。[11]直到18世纪末，讲究的游记应该包含对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记述。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的旅行家，往往在前言中即已歉疚地指出这一点。名气响亮的近东旅行家托马斯·肖，在其游记第二版中删除了部分有关植物学的篇幅，因为在这期间，科学已不太关注这一点。[12]
文体与真实
游记作者或至少他们的出版者，熟悉作品应被归类的文类传统。报道应尽可能以系统的方式传达尽可能多的信息，并在没有令人伤脑筋的自我中心下，以助欧洲增加知识。如果真的选择第一人称的形式，就得像卡斯腾·尼布尔或塞缪尔·特纳那样，必须相当低调地处理。报道必须坦荡直接地呈现对客体的看法。最受林奈推崇的游记，便是在阅读后，会有身处当地的印象。[13]不过，少不了有些在异国旅行与逗留之际的过程与状况的消息，以让被报道的客体显得真实。[14]不过，绝非所有的作者都遵照林奈与施洛策尔这种理论家的推荐，以帕拉斯及沃尔尼的冷静科学方式来写作。基本上，乏味、客观的尼布尔不断以细腻的幽默感来打破这种方式。
英国与法国的作者，稍微脱离了德国同侪高雅美观的理念。然而，有些人卖弄着自己不拘一格的文体，借此强调自己重视真实：皮埃尔·索纳拉特认为，“美观往往只是用来掩饰虚假”。[15]以精确报道成名的旅游作家托马斯·肖，则担心长年停留在东方的语言环境中，会破坏自己的英国文体，因此努力在作品的第二版中，剔除文字叙述上的缺陷。[16]让·夏尔丹已让一名法兰西学院成员润饰自己1671年有关苏里曼国王加冕的报道。[17]不过，表达上的优美辞藻和生动鲜明的描述，绝不能降格成精明的海外旅游文献使用者约翰·沙洛莫·赛姆勒（Johann Salomo Semler）在1764年所强烈非难的那样：一种“无用的兼容并蓄，许多旅行记述中刊登了无关紧要的琐事、无稽之谈与无益的故事，令读者倒尽胃口”。[18]只有涉及像地名、气象数据、语言学观察等不是琐碎的新数据时，那些小细节才会受人欢迎。[19]
1800年左右，在碰上事实与文体的矛盾时，大家的看法依然一致：蒙特斯图尔特·艾尔芬斯通表示，“有没有文体，根本无足轻重，只要我的叙述没有错误就行”。[20]不过，艾尔芬斯通的目标也是避免矛盾。在这个时代末，一些作者已能结合坚实的科学证据与叙事艺术，标准得到全欧认可，尤其是詹姆斯·布鲁斯、乔治·弗斯特与他们的朋友，以及——正如大家所言——他们旅行报道艺术上的学生，还有亚历山大·冯·洪堡，至少他的《新大陆赤道地区旅游纪行》（1814～1825）符合了法国与德国的叙事传统。
在故事传统这个文类框架中，有许多书写表现的可能性：如航海日志般的严谨路线指南，连海上或草原沙漠中的整日无所事事都要记录下来[21]，或像编年记事一样，记下各种所见的“日志记录”。俄国国家与学院远征队要求队员皆要执行，而塞缪尔·戈特利布·格梅林最为彻底：“我遵守那个制定下来的规定，一一列举出我在路上见到的所有自然物体，因为日志记录需要如此。”[22]还好，能力出众的格梅林，并未拘泥于细节，在一些“密集”描述自然与人类生活方式的段落上，贴近歌德的理想自然科学家，“每次只知描述勾勒出当地与附近最为怪异奇特的东西的特质”。[23]有些作者系统归纳自己的材料，或根据较大的地理区域来分类，和旅行路线无关。17世纪时，夏尔丹便以自己著名的波斯之旅做到了这一点；18世纪后期，沃尔尼成了这个方法的大师。托马斯·肖在简短的前言中叙述了自己的旅行故事。在路上时，他并未记下任何日志记录，而是一种后来改装成报道体系的系统化日记。[24]
在光谱的另一端，较为接近主观的通告，便是旅游信件集。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1716年至1718年在土耳其所写的信件。[25]相较之下，金德斯利（Kindersley）女士的印度信件在文学价值上逊色许多，但在历史价值上则不相上下。[26]来自亚洲国度的信件，也可当成科学通告的媒介，并不只在许多已出版的耶稣会信件中见到。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在自己的杂志《东方宝库》（Fundgruben des Orients，1809-1818）中，刊登了许多欧洲人来自东方的信件。1717年，皮顿·德·图内福尔（Pitton de Tournefort）标准的土耳其记述，便是以信件形式写成，至于瑞典图书馆员雅各布·约纳斯·皮翁斯塔（Jacob Jonas Björnstahl）的信件与萨瓦里的埃及信函，亦具有方志学上的价值。
博学的游记自然也要遵循亲眼所见的规定。旅行者间互相抄写，次数频繁，经常被人抱怨。根据相关的中国报道，细心的法国汉学家阿贝-雷慕沙发现旧有的报道不断以惊人的方式返老还童。[27]从18世纪初到18世纪末，对剽窃行为的容忍度，逐渐缩小到零。十分敌视印度的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威廉·田纳特（William Tennant），自从重要的《爱丁堡评论》批评家断定其《印度改造》（Indian Recreations，1803）一书，“所有稍微重要的事实，都是窃自他人那里”[28]以后，只能获得意识形态上与他立场相同的同志的支持。那种已经公开承认、以美学为依据来结合事实与虚构的文类，则又有些不同，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信简》或德·拉翁同（de Lahontan）男爵1703年的北美报道。[29]援引昔日旅行者的时候，情况亦随之而有所不同。
欧洲累积亚洲国家与民族的知识，被视为一种不分国家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情形下，所有一切，包括最为个体的旅行家（如托马斯·曼宁）都被纳入批判性增加知识的整体过程中。一些研究者把探勘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岸或印度部分地区等常被造访的地区，当成分工计划，认为读者已有之前游记的知识，因此部分试图补充，部分则在修正前人之不足。大家期待博学的旅行家认识所有古老文献，但不是服从权威，而是保持批判性的关系。例如，西藏旅行家德西代里在那个世纪初，觉得有责任不厌其烦地表示，自己必须反驳阿塔纳修斯·基歇尔及让-巴蒂斯特·塔韦尼耶等知名权威。[30]在18世纪末，这种心态理所当然。沃尔尼精心安排了和不久前受到压力的埃及旅行家萨瓦里进行辩论——“由读者来裁判”[31]，并把这场辩论当成他近东报道的基石之一。有时出于教养上的过度傲气，夏托布里昂不断参照古老的希腊及东方文献，但这种参照属于亦步亦趋地跟随，不在沃尔尼式的经验论所能容许的范围中；对匆匆一游的人来说，大概也没其他的选择。他的《巴黎至耶路撒冷游记》（Itinéraire de Paris à Jérusalem）第一版（1811）还加上了批注，但来年的第三版，为了版面美观起见，便删掉许多批注，把剩下的搁到附录中去。[32]
如果后来的同侪证实了他的说法，并在经验上加以验证，那这位旅行家的作品便具有经典的架势。托马斯·肖或卡斯腾·尼布尔的名气，基本上是基于他们完成了可被验证的正确地形描述[33]，后来的旅行家无法修正，也难以增补。弗兰克斯·白尼尔在法国的名气永不褪色，不只因为他以优秀的文学手法生动描述了17世纪的印度权力斗争，也因为他注意到当代历史的许多细节。[34]不过，至少有位作者，尽管有各种错误，他却甚至因为这些错误，备受推崇：在这期间，詹姆斯·密尔1817年的《英属印度史》还被当成培养殖民地官员的教科书，该书于1858年以怪异的版本重新出版。印度专家霍勒斯·黑曼·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在书中以冗长的批注反驳作者，几乎让老密尔体无完肤。这种对立文本，保有密尔功利主义檄文的原始形式，却贬抑其经验式的内容，从史料史的角度看摆脱了密尔的版本。[35]
经验式的证实或修正社会研究成果，要比观察自然、描述建筑及誊写铭文来得困难。在此，古老的偏见无畏批评，正如1818年修道院院长格罗西耶不得不抱怨的那样：他根据自己的判断，努力并耐心地纠正了德·吉涅斯对中国的错误看法，现在则被迫见到德·吉涅斯对责难毫无反应，任由错误继续重复。[36]更严重的是，这源于坚持“伟大”的概念的系统式误解。在这种观念中，最强大的便是“东方专制主义”。甚至彻底科学经验取向的报道者，亦把东方专制主义的存在当成前提，之后再提出证明。我在第十章会再详细讨论这一点。
选集 拼贴 超叙述
在从事报道的观察家与读者中间，还有整个文字企业：编辑、编纂者、译者、出版家。作品来到读者手中之前，目击者的原始感知要经过一道道的过滤机制。欧洲的亚洲图像，不是单纯的感觉印象转换成文字，也不是一次性的再现。这种再现本身，要先经过加工过程。
我们必须先从最极端的结果开始。一些最为重要的亚洲著作，从未撰写出来。亚历山大·冯·洪堡一直没有机会写下自己准备多年、公众期盼许久的亚洲之旅。[37]1829年，这位60岁的大师能够前往西伯利亚与俄国中亚时，他不是自己撰述报道，而是交由同事古斯塔夫·罗瑟（Gustav Rose），但罗瑟并未完成这项工作。[38]教士克劳德·西卡（Claud Sicard），底比斯的发现者，或许也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埃及专家，除了一些零星的杂记外，没有其他作品[39]。托马斯·曼宁拉萨之旅的详细报道，从未被找到[40]。约翰·布里格斯的伊斯兰治下的印度历史巨著，原本应有11大册的手稿存世，却在1817年因英国在普纳（Puna）的官邸遭劫而被毁。[41]有些旅行家没有机会把笔记转换成报道。1664年，约翰·克鲁伯教士由西藏与喜马拉雅山回来后，在罗马受到多位学者详细询问，自己则一字未写。[42]
编纂者在旅行家与他们的作品间上下其手，部分迫于无奈。威廉·穆克洛福特留下的笔记遭到詹姆斯·密尔的评注家霍勒斯·黑曼·威尔逊无情与差劲的编修。直到英国史学家盖瑞·阿德勒（Garry Adler），才得重建这位迷人的中亚旅行家的生活，而他主要是在寻找种马。[43]长期以来，一些被视为重要的方志作品，是透过一些从未到过当地的作者，运用匿名旅行者的材料写成，却未进一步声明。[44]编纂者处理粗制滥造的作家手稿，一如巴黎的让-巴蒂斯特·杜赫德要让自己远东修会兄弟的报道适应当代法国的文风与宗教政治特性。阅读英文的读者，只能认识在意识形态上被处理过的耶稣会海外信简，编纂者保证清除掉了所有耶稣会“对多数英国读者及所有具有理性与品味的人显得无聊可笑之物”。[45]英国读者毕竟比较偏爱道明修会修士多明戈·纳瓦雷特（Domingo Navarrete）1676年激烈反耶稣会修士的中国报道。1704年起，该书有了英文译本。
并非所有的游记一开始便以忠于原文的形式出现。直到1735年，即夏尔丹死后12年，他的波斯记述才大致编修完成；直到1811年，可靠的版本才出版。在印度生活超过40年的意大利医生尼可劳·曼努奇（Niccolao Manucci）——他也是莫卧儿大君奥朗则布的御医——以葡萄牙文写出的莫卧儿王朝史，至今依然基本可靠。[46]这位威尼斯人存留下来的手稿，只有少部分于1705年在巴黎被翻译出版。直到20世纪初，手稿才完全以英译出版。[47]葡萄牙原文从未被刊印。在其他例子中，原始文本也难以取得。德米特里厄斯·坎泰米尔的奥斯曼帝国史拉丁文手稿，透过儿子转手来到英国，由当地知名的史学家尼可拉斯·廷达（Nicholas Tindal）翻译。这个版本接着成了德文及法文版的基础。[48]
大部头与昂贵的旅游记述，往往有廉价的缩节版，常可轻易在所谓完全或基本上叙述欧洲以外世界的旅游文集中见到。这类多半成册的选集，在欧洲海外扩张的初期便已出现。[49]
1600年左右，如理查德·艾登（Richard Eden）与理查德·哈克鲁特（Richard Hakluyt）等编纂者，便已设定出编辑的高标准。旅游文集综合零星的材料，翻译外文文献，在理想情况下，出版未曾公开过的手稿，涵盖范围包括匆匆编成的汇编、五花八门的选集（其中旅游文章和编者评注的界线往往模糊不清），以及仔细考订过、讲究质量的大型文案。
近千页的《北部与东部鞑靼地区》（Noord en Oost Tartarye，1692），便属最后一个类别。担任阿姆斯特丹市市长长达13年且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理事会资深成员的尼可拉斯·卫特森（Nicolaas Witsen），为此书耗费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卫特森自己的旅行，从未跨出莫斯科以东。早年受教于莱顿著名的东方学者雅克·高里乌斯（Jacob Golius），加上锲而不舍的收集及和世界各地旅行家与学者的良好关系，让他成为北亚与东亚的优秀专家之一，并能在作品中介绍一系列当时大家都感到陌生的信息。透过他在莫斯科的通信对象、来到荷兰拜访他的俄国知情人士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内部往来信件，他收集到别人无法取得的信息。[50]至迟从皮埃尔·贝尔不久前出版的字典开始，文献汇编就成为一种可登大雅之堂的实务，卫特森进而将之发展成一种方法，用于呈现西伯利亚与东亚新发现的地理与民族志的多样材料。类似同期巴泰雷米·戴伯罗按照字母顺序编排的《东方图书馆或认识东方民族的通用辞典》，这位阿姆斯特丹市市长放弃了系统式精心处理材料的方式，采纳一种让人讶异的多样手法，却未强行纳入自我解释的体系中。
不久后，他的同乡弗朗索瓦·瓦伦汀（François Valentyn），一名学问渊博的教区牧师——在1686年至1694年及1705年至1714年任职荷兰东印度公司时，在摩鹿加群岛（Molukken）及爪哇待过——则采用不太一样的方式。[51]他那五册全开、近达5000页的《新旧东印度》（Oud en Nieuw Oost-Indien，1724-1726），是卡尔·李特尔《地球志》（Erdkunde）问世前欧洲最全面的关于亚洲的著作。他在其中致力于系统组织材料，却也不断受制于大量的材料，有时也因缺乏荷兰帝国周遭国家的消息，而被迫进行删节。写作及印制出版的情况，也导致有违原意的编纂方式，而不是一种结构平衡的叙述。[52]由于瓦伦汀不断刊登档案资料、日记、信函、外交指令、备忘录与其他原始文件——其中有些至今未曾出版过——便突出了这部巨著的开放性。约格·费许（Jörg Fisch）称之为“一种档案”并没错，总是可以在这部著作中察觉一位目标明确的作者在操作着。[53]
后来的旅游文集编纂者很少使用卫特森与瓦伦汀拼贴来源不同的材料的方法。18世纪初那部最为原创的作品，即安斯汉·丘吉尔（Awnsham Churchill）与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兄弟1704年出版的四册全开选集，更是接近原始资料，而且在随后的三个版本中还不断增补。基本上，至少在英国地区，这部选集是新的手稿材料，或者说是翻译自非英语系国家的材料。文章很少被删，基本上还原得相当仔细，然而归类却武断混乱。[54]1705年，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博士编纂的选集，成了市场上兵家必争的一件竞争商品，不过其中并无太多新东西，而且有大量删节文章。哈里斯选集第二版（1744-1748），由博学多才的文人约翰·坎贝尔博士修订，但其名并未出现在书名页上。他引进一种方法，不依原文来处理文本，而是以编纂作者的身份呈现大段落转述文字。由于混杂了关于历史及贸易的长篇论文，因而出现了一种大范围地区的描述。这种描述成为一种世界地理的记述形式，有些段落甚至是约翰·坎贝尔主导的英国《通史》大型方案中即已出现的通史形式。[55]
1745年至1747年，一套以出版家托马斯·爱斯特利之名走红，由约翰·格林（John Green）编纂的大型选集，则更进一步。[56]格林没有翻印任何原件，也根本不想——如他所言——“阉割”原稿。[57]他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改写所有叙事的段落，把材料划分成旅行日记与方志评注。这些加工叙述的章节，由不同的报道构成，成了所谓的文摘。这样一来，读者便可避免重复购买并省掉纸张与比较的开销：“读者在这里读到的是完整的描述，由无数分散与片段的报道构成，而不是那些报道本身。”[58]和早先的选集相比，这种方式提高了原材料的渗透力，亦让旅行文集继续发展成为一种叙述性的地理课本。[59]同时，握有生杀大权的编纂者介入叙事的目击证人与读者之间，原始文本的直接特性因而消失，只有偶尔出现的页侧出处证明，才会指出资料来源。甚至，在中国的例子中，如果当格林自己又再引用另一位编纂者——当然只会是杜赫德[60]，在目击者与最后读者间只会又再隔上好几层。
《爱斯特利选集》（Astley Collection）在欧陆引起广泛回响，激发出那个世纪两套旅游文集巨著。修道院院长普雷沃斯特15册插图丰富、每册都超过600页的四开本《旅行通史》（1746-1759）[61]，起先是在翻译爱斯特利选集，但自第八册起，英国出版社缺乏订单，不得不终止计划后，普雷沃斯特继续独立密集出版，特别着重于法国的旅行家。这位修道院院长翻译英文相当忠实，却未参考爱斯特利/格林选集中基本上是葡萄牙文、西班牙文与荷兰文的原始文本。他脱离英文范本后，基本上仍保留原有方法，但在删节及拆解原稿上变得更加激进。整部作品中——特别是第12～15册——旅行家的原文全被重新改写，镕铸成生动流畅的叙述文风。当时作为最佳小说作家之一的普雷沃斯特，懂得如何优雅热情地运用材料，不计一切代价来避免“无用的长篇大论与单调乏味的重复”。[62]
普雷沃斯特处理资料比爱斯特利/格林更加讲究，删除掉所有神奇及不可思议的东西，但也不像他的英国前辈，并不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单纯的文献记录，而是视其为叙述史学家的综合性成就。[63]“旅行史”有双重意义：既是旅行的历史，亦是受到探勘的国度的历史。普雷沃斯特的远大目标，在于“一个呈现出所有国家现今状况的当代历史与地理的完整体系”。[64]这也包括对欧洲外的关系，甚至更进一步，包括对欧洲人海外活动的“哲学”判断。普雷沃斯特并不好古，在他后来主导的书册中，他寻找当时尽可能传达合乎时代精神的图像的最新与最佳关系。因此，他和那些不太反思，也较不讲究的编纂者不同，他们只是单纯重印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初的那些畅销读物，未让他们较为无知的读者了解那些资料的年代与历史意义。[65]
1747年至1774年，以莱比锡戈特谢德的学生约翰·约阿希姆·施瓦布（Johann Joachim Schwabe）为主的学者圈子，编出21册全开的《奇异之旅通史》（Allgemeine Historie aller merckwürdigen Reisen），起先也是翻译爱斯特利/格林的选集，却添入许多自己的东西。他们起先根据普雷沃斯特那种“优美的写作方式”来翻译[66]，但随后发现了这位修道院院长的错误与武断，便额外参考英文原文及在荷兰出版的另一套法文版本，后来当然只能回到巴黎版。基本上，施瓦布和他的同事不像丘吉尔兄弟那样费心翻译非英文、法文与德文的其他语文原稿，却比普雷沃斯特更加勤奋地验证材料的真实性，以求可信。比普雷沃斯特在“专业术语”上更加贴切，令他们感到骄傲。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采用一种全面性的注释机制。不同旅行家的矛盾说法会被澄清，任何虚构之处会被剔除。正如爱斯特利/格林与后来的普雷沃斯特，文章遭到改写、概述、摘要及系统化，基本上，原文中的反思看法会被删除。[67]这套巨著也是用来阅读，而非参考。如施瓦布一开始的解释，不只是为将会出版的书册打广告：
这部作品本身希望读者读得愈多，就愈觉其迷人可爱：尽管一开始，由于列出陌生的国度及地点，有些情况显得十分晦暗，但会在随后的脉络中加以解释，不让人再有疑虑。如此一来，随着事态愈发明朗，每一刻都让人想再继续阅读下去。[68]
在世纪之交，标准出现了改变。一方面，普雷沃斯特这时遭到批评：步调过于缓慢、拘泥于细节、不够鲜明清楚——缺乏“绘画般的张力”——且在“哲学”判断上过于迟疑[69]，并根据当代读者口味加以删减改写。1808年，在书市上，这部大作的价格大跌，最后只因其中的插图而受人青睐。[70]另一方面，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编纂者回到忠于原文的朴实文献理想上，这在理查德·哈克鲁特于1589年首次根据文艺复兴人文标准所出版的选集中即已实现。1807年，一名最优秀的文献专家如此陈述这个通用标准：“最有用的选集，便是完整呈现所有原文，并仔细批评解释模糊的地方。”但是，他不得不补充道：“只不过购买者的数目恐怕不会那么多，出版商即便只想不亏本也很困难。”[71]
哈克鲁特的《航海原则》（Principall Navigations）自1600年以来再版，并非偶然，然而是以只印行325册的昂贵豪华版刊行。[72]英国最后的大型游记是以哈克鲁特的方式，而非爱斯特利/格林与普雷沃斯特的形式发行。1808年至1814年，苏格兰地理学者约翰·平克顿（John Pinkerton）出版了一套涵盖全球的选集，欧洲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此占有重要分量——17册中占有6册。[73]平克顿并未添入新的东西。[74]他以敏锐的判断力，从已出版的文献中选出自认是经典的文章。关于亚洲的4册中涵盖了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威廉·冯·鲁布鲁克到最近弗朗西斯·布坎南的南印度《概览》（Survey）等内容。他批评普雷沃斯特的筛选过于武断，全知叙述者的改写与“博学注解的无心炫耀”[75]破坏了原始的文章样貌，至于抨击施瓦布，则更有理。不过，注脚并非以当代的知识水平自以为是地更正过去的作者，而是只用来澄清客观事实与术语上的不明之处。平克顿自己遵守这套方式，专注于自己几乎不予评论的长篇引文，自己的地理世界观则另行出版。[76]
平克顿在英国将身为所有故事作家中最具雄心的游记编纂者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于格林和普雷沃斯特这种百科全书式作者，他们要在单一作品中结合起不同目标的想法则无法实现。地理学家再也不愿担任通史学家。旅游文学现在逐渐丧失其地理民族志知识工具的突出角色，逐渐只代表自己。查尔-阿塔纳塞·瓦肯奈尔内容丰富的非洲报道选集（1826-1831），几乎只能当成旅游史与地理知识的图解[77]，并未达到普雷沃斯特式同时是部非洲史的要求。旧有的游记慢慢归入博物馆的模式中，亦比之前更像文学经典。威廉·马斯登1818年的马可·波罗版本是划时代的。这位重要的亚洲专家重新翻译该书，并做出不久之前平克顿所批评之事，即运用详细的批注评论该书，“目的在于比较该书内容与后来游记及其他可信的文献中所涵盖的信息”。[78]一如同时期以其他方式来表现的歌德，马斯登想抹除马可·波罗的骗子之名，证明他的陈述精准可靠。这个成功的平反，不像18世纪选集中的注脚，不是要更新过去的信息水平，而是要赋予一位现已成为经典作家的作者的重要文本以历史地位。经由马斯登，马可·波罗成了之后读者眼中的中古作家。此后，不太可能单纯地阅读他，至于把他当成一名有解释义务的当代人来讨论他是否诚实的问题，则更显可笑。
从文艺复兴直到普雷沃斯特和施瓦布时代的游记编纂者，如果要感谢那些新的海外文献，那么旅游选集这个类别首先便会因为不断增加的信息包袱而瘫痪掉。18世纪最后30多年，国际地理文献多到已有自己的评论杂志。[79]平克顿得编出一份重要书单，但这无助于科学研究，对大众来说，也不够方便，必须再找其他的解决方法。孔拉德·马尔特-布伦起先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旅游年鉴》（Annales de Voyage，1807-1814），结合了旅游选集与旅游年鉴的形式，成为接触来自世界各地最新材料的出色尝试，这与平克顿的地理经典作家选集形成对比。平克顿把出版类似安格贝特·坎弗100年前——但至今继续存在——的报道（而不是桑伯格较新的游记），当成有关日本的有效信息[80]，而马尔特-布伦则先告知读者刚去世的伊萨克·逖辛格所留下的关于日本书籍、手稿、素描与钱币的收藏。[81]
许多专业杂志都对同时增长的海外及亚洲信息的供需做出反应，1788年由威廉·琼斯爵士的孟加拉国亚洲协会出版的《亚洲研究》为其中典范。许多在那上面发表的文章，迅速被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德国有约翰·亚当·贝格（Johann Adam Bergk）及其他人所编的《亚洲杂志》（Asiatische Magazin，1806-1811），或印度专家弗里德里希·赫尔曼（Friedrich Herrmann）和一名美洲专家共同编辑的《非欧国家与民族之学科与现代史杂志》（Magazin für die Kunde und neueste Geschichte der außer-europäischen Länder und Völker，1817-1818）。这类最佳出版品要归功于奇特的弗斯特家族的德语读者：父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子乔治与女婿马提亚斯·克里斯蒂安·斯普林格（Matthias Christian Sprengel），后者是施洛策尔的学生，1779年成为哈勒的史学教授。1790年，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创办《新异游记杂志》（Magazin von merkwürdigen neuen Reisebeschreibungen），自1798年他去世到1828年为止，共出版了37册。弗斯特自己编辑的前16册，基本上是关于非洲及大洋洲的新材料，亚洲部分则是关于印度的，每一部分都有十分详尽的附注。毫无例外的冗长文章往往同时出版，后来也以书籍形式出版。参与杂志编辑的斯普林格自己也发行《民族志与地理志最佳外国地理与统计消息选编》（Auswahl der besten ausländischen geographischen und statistischen Nachrichten zur Aufklärung der Völker-und Länderkunde，1794-1800）。其民族志部分，并不是以“自然”民族的科学研究为主的狭义人种学。斯普林格还和不久后去世的姐夫乔治·弗斯特一起构思这份杂志。像不久后巴黎的马尔特-布伦一样，博学的斯普林格只刊行最新消息，但与马尔特-布伦不同的是，他维持自己近乎全能的岳父的风格，保留注解。1798年，他即已出版前一年乔治·伦纳德·斯当东爵士在伦敦出版的马戛尔尼勋爵中国之旅报道的详细片段。[82]这份报道的范围受到批评讨论，斯普林格忍不住评述，表示乔治爵士显然以乔治·弗斯特的《环游世界》（Reise um die Welt）为写作典范，却不及其万一。[83]
旅游选集是世界知识的大纲，让使用者接触到一般无法接触到的知识。编者同时透过选择、编排与评论来塑造世界图像。个别的旅游文章绝不会单独存在，往往是刻意安排的一部分，和原本的观察已无太大关联。旅游选集分散成较不扎实、较不宏伟的著作，一方面意味着信息加工的现代化和科学化，但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埃德蒙·伯克的人类大地图瓦解成个别的地图。随着普雷沃斯特凌驾主导一切的历史叙述者百科全书式的秩序与声音消失后，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这种知识的框架。
改善的翻译
大量翻译出来的报道不只被用在大型的旅行选集中。在18世纪，没有其他文类像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特游记，如此受人瞩目，甚至超越了他们关于自己国家的有关作品。翻译自然成了无法理解原文或接触不到原作的读者的主要文本中介。像瑞典文或俄文，在欧洲的核心国家较少被人阅读，而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英文及德文等学校所教授的语言，在欧洲的学者与知识阶层间相当普及。从语言的使用轨迹也可看出，对1800年左右的日常用语而言，拉丁文的重要性不如前一个世纪，而英文则在同一时期由一相对边缘的位置，变得不可或缺，至少在德国如此。[84]基本上，几乎所有重要游记都会被译成欧洲的主要语言，原因并不只在于将这些可以获利的书籍普及到较不懂外语的市民读者中。此外，专业文章的翻译还有一种今天已不存在的功用：改良式的批评。原文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亦无翻译要忠于原著的法定权利。译者自视为翻译文本的主人，而非仆役。
这种自由，差异相当大。18世纪的译者，几乎没有臣服在忠于原文的前提下。[85]自以为是地扭曲翻译文本，绝无例外。1791年，库恩（E. W. Cuhn）将詹姆斯·布鲁斯的《游记》缩译成两册“节本”——如他自己的解释，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是因为这名苏格兰的非洲旅行家文字杂乱冗长，且“对这样一桩旅行来说，缺乏许多必要的基础知识，尤其缺乏哲学式的观察精神”。[86]在德国，不是每个人都抱持这种观点，因为不久前这部巨著的五册全译本已经出版。[87]两种德文版本皆有知名的学者评注补充。这种方式在世纪末相当普遍，尤其在德国。
不过，也有连乐于加工的译者都无法挑剔的原文。例如，在其他情况下自觉有权“删节不当之处及难以忍受的冗文”[88]的弗里德里希·鲁斯（Friedrich Rühs），却不敢冒犯蒙特斯图尔特·艾尔芬斯通的阿富汗报道，只在译本中添上一些恭敬的注释，便已知足。在其他情形下，译者保留原文内容乃因市场的苛刻条件。1804年，伊登勒便已将当年出版的约翰·巴罗爵士关于马戛尔尼中国使节团的报道原文译成德文，并抱怨道：“要为一段旅行添上可读的注释，译者需要比德国书展与其他译者的仓促竞争所能给予的更多的时间。”[89]胡特纳对德国读者简短解释了英国的特殊性，解释了巴罗提及的伦敦斯密费尔德市集（Smithfield Market）[90]，却未评论巴罗对中国极具争议性的看法。而且，也几乎没人比胡特纳更有权利这样做，他是唯一参与马戛尔尼使节团的德国人，在1797年即已出版自己关于这次出使的报道。
在启蒙运动的理想观念中，翻译应该透过补充与修正，成为优于原文的工具。这种要求是否得到认同，便是科学批评的主题。约翰·托比亚斯·科勒（Johann Tobias Köhler）翻译旅游文学的成就，便比其表面的评论更受地理学专家的推崇，而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主要作为科学研究上进行改良的文学中介者而知名。1766年，弗斯特父子来到英国，在那里先以英译旅行作品的出色译者博得名声。乔治·弗斯特自12岁起，即以父亲助手的身份专职翻译，先是将俄文译成英文。他的《环游世界》一书是18世纪德国文学的主要作品之一，先以英文写成，以便尽快和当时书市上其他有关库克船长第二次全球航行的报道竞争。之后，他才在1778年至1780年出版德文本。由于经济压力，弗斯特父子几乎被迫接下所有受托的翻译计划。约翰·赖因霍尔德之名和一些较无价值的作品挂钩，也是咎由自取。[91]他有机会将自己丰富的知识化为具有科学价值的方案，这会使他更具知名度，也更符合他的作品。[92]这样一来，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出现类似新作的译作。托马斯·培南特（Thomas Pennant）研究锡兰和爪哇鸟类世界的《印度动物》（Indian Zoology，1769）一书，在弗斯特父子手中扩增修订，连身为当时知名动物学家的培南特都承认1781年在哈勒出版的《印度动物》的德文拉丁文双语版本，优于自己的原作。之后，在弗斯特父子的版本基础上，这本书又译成英文第二版（1790）。[93]像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这样受到认可的学者编辑的作品，往往会被其他译本采用。在1798年一本非英文的重要印度报道的译作《东印度之旅》（Viaggio alle Indie Orientali，1796）中，弗拉·帕欧林诺·达·圣·巴托罗梅欧（Fra Paolino da San Bartolomeo）添入190条详细批注，后被1799年的丹麦文版本与1800年的英文版本采用。这种跨国的积累作用在启蒙时代是种通则，而非例外。
1788年至1793年，卡尔·彼得·桑伯格四册有关南非、爪哇及日本的瑞典文游记，可以当成另一个例子。[94]1792年，由于竞争白热化，第一册至第三册的两种德文译本同时上市：一种是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编辑，由年轻的库尔特·斯普林格（Kurt Sprengel）翻译，将原文篇幅缩为一半；另一种由斯特拉逊中学校长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格罗斯库德（Christian Heinrich Groskurd）执笔，桑伯格授权，只对这部特别冗长的作品做了一些文字上的美化。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却是1796年装帧豪华的法文版，这个版本由著名的东方学家路易·马蒂厄·朗格莱斯负责。他的这个版本以格罗斯库德的版本为蓝本，似乎也有参考原文，并采纳了弗斯特-斯普林格版本的一些删节之处及某些批注。朗格莱斯补充上自己的注释，在自然方志部分参考了著名的拉马克（Lamarck）。桑伯格的报道在20世纪初由部分法文版译成日文。因此，桑伯格的作品在欧洲经由二手翻译——在日本则经由三手翻译——产生影响。
在报道者和读者之间，还有一种只在例外情况下捍卫文本真实性的文学中介者。读者最后读到的往往是“多次加工”的整体结果，是删节、增补、调整、改写、评注、翻译及合并额外材料的结果。旅游选集的编辑显然用上了所有这些编辑的加工方法，使个别作品成为一长串加工环节的最后产物。如果普雷沃斯特的《旅行通史》这种汇编被莱纳院长——《东西印度的哲学及政治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deux Indes，1770）一书的主要作者——这样的次级编纂者删减掉的话，这种环节还会继续增加下去。[95]每个加工步骤都过滤掉信息，变换了观点，改动了评价。透过文字运作的机制，原本亲身报道所想保有的真实内容，遭到灌水杜撰。然而，这只不过是奖章的一面。在另一面，可能经由弗斯特父子、马提亚斯·克里斯蒂安·斯普林格、朗格莱斯、帕拉斯、瓦肯奈尔或霍勒斯·黑曼·威尔逊等批判学者的双手，透过编辑干预及客观评注，原始的文本在科学上得以强化，被纳入比较评估的测试光谱中，并透过精选，增加了使用价值。只要编辑不疏忽行事，他们可能就是这种文本最为谨慎的读者。一些作者不知道的，如正确的地理名称或人名，编辑都会补上。这类“重新改写”正是一种创造性阅读的结果，补上漏洞，在当时通行的知识脉络下传达文本。只要旅游文本有用，这种方法就有其合理之处。至于现在浅尝辄止式的阅读，文本的意义也就跟着丧失。
现实性与经典名单
18世纪末，在涉及亚洲的科学研究中，人们可以注意到一种更新信息需求的现象，对其他文明的过时报道产生新的看法。这导致大型的旅行选集再也无法令人满意，而编者却更加随意地进行批评，过时的知识水平依然顽固地附着在许多领域中。
在某些例子中缺乏新的报道。罗伯特·克诺斯1681年的锡兰记述的权威地位，持续约三个世代之久，只有弗朗索瓦·瓦伦汀的荷兰文作品（1724-1726）在细节的丰富上胜出，不过，该作品并不为人所知。[96]另有一名德国访客，基本上在记述自己个人的经历。[97]日本也有类似情况。整个18世纪，德川幕府维持着严厉的锁国政策。荷兰东印度公司积极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深恐别人觊觎，不像其英国对手——自沃伦·黑斯廷斯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便不怎么赞助博学人才，鼓励日本研究。因此，安格贝特·坎弗根据自己1690年至1692年间观察所写成的报道，在1727年第一次出版（以英文发行）后，100多年来一直是欧洲认知日本最为重要的资料。18世纪70年代，桑伯格造访日本后，补充了这位来自威斯特法伦（Westfalen）州的医生的旧有记述，但并未完全超越取代。詹姆斯·考勒斯·普里查德（James Cowles Prichard）这位周密的学者，在1844年写到有关日本人的身体特征时，还只知道引述坎弗。[98]1853～1854年，美国舰队司令马休·佩里（Matthew C. Perry）“打开”日本。在自己第二次旅程之前，他仍阅读坎弗旧有报道1853年出版的节本。[99]这类时代错置，并非完全无法理解。甚至更老的文献，如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的报道，在认识日本这方面仍保有一定价值，因为外国人最后是在锁国开始前的17世纪30年代造访过日本内地的大部分地区。
不过，在不缺乏新报道的地区，过去记述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图像，往往还能维持下来。1670年，弗兰克斯·白尼尔将克什米尔描绘成人间天堂。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在18世纪末，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19世纪初，仍相当依赖这位法国医生与哲学家的叙述；1810年，约瑟夫·格罗斯（Joseph Goerres）仍在宣传克什米尔是古代的政治中心与“地球之脐”的荒诞想法。[100]在某些例子中，会刻意唤起一种永恒东方的印象。如1744年伦敦出版的皇帝使节布斯贝克（Busbeck）近200年前所写的土耳其信简版本，并未对读者说明该书的形成脉络。[101]书中引自皮埃尔·贝尔《字典》的布斯贝克生活记录的所有的年代甚至都被剔除。这让人以为布斯贝克在自己无比生动的信简中，描述着当代的奥斯曼帝国。不过，其史料价值深受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的高度推崇[102]。
不想太过复杂的话，任何人在亚洲研究中还是会继续参考自己所熟悉及过时的经典作品。直到1730年左右，伯恩哈德·瓦伦纽斯的《地理通志》（Geographia generalis，1650）仍是亚洲地理的权威教科书籍。[103]1679年，一份流行的中国文献还让人以为1644年已被推翻的明朝还在掌权[104]，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1818年，博学的格罗西耶院长说中华帝国有15个省，但实际上，清朝早已将帝国划分成18个省。[105]1800年左右，其他作者还引用英国17世纪的主要权威保罗·莱考特，或甚至伊丽莎白晚期一本不断再版的《土耳其通史》（Generall Historie of the Turkes，1603）的作者理查德·克诺尔斯的资料，视他们为奥斯曼帝国的可靠权威人士。[106]1815年，当哈默-普格斯塔抱怨多数西方土耳其文献中的地理统计数据早已过时几百年，“对史学家而言，比对统计学者及政治家更加奇怪”时[107]，他自然意有所指。拜伦爵士兴致盎然地读着克诺尔斯张力十足、文字铿锵的历史叙述，便证明面对过时的文本仍有新的处理方式。[108]
往往是旅行家自己的威望让他保有读者对他的忠诚。例如马可·波罗在18世纪的名声颇望，在他长期被人贬为凭空杜撰的骗子后，早期耶稣会来自中国的报道却能证实他部分受到质疑的说法。[109]柏林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大概是所有现存欧洲旧日旅游文学最为杰出的专家，亦是批判式的读者。他便称赞马可·波罗游记“在许多方面，仍是不可或缺的独特经典作品”。[110]大家不断试着开出一份旅游文本的经典书单。1768年，地理学家布鲁岑·德·拉·马丁尼耶（Bruzen de la Martinière）表示游记共有四类：优秀、良好、令人质疑及荒诞无稽。按他的观点，亚洲游记中的优秀作品包括彼特罗·德拉·瓦勒（Pietro della Valle）、亚当·奥利瑞尔、让·夏尔丹、西蒙·德·拉·卢贝尔、马丁·马丁尼、克内尼斯·德·布鲁因、尼可拉斯·盖维（Nicholas Gervaise）、皮顿·德·图内福尔、路易·勒孔德及尼可拉斯·德·葛拉夫（Nicholaas de Graaf）等人的作品——一份今天大家也乐于认同的名单。[111]到了1800年左右，这份大家可以很快认同的排行榜，还可补上波考克、肖、坎弗及斯特勒，还有尼布尔、帕拉斯、马斯登、沃尔尼等人的最新报道，以及詹姆斯·库克和乔治·弗斯特关于南太平洋的记述。1811年，夏尔丹的波斯游记由朗格莱斯谨慎编辑后再次出版，在许多和他地位等同者眼中，成为“游记之王”[112]，直到亚历山大·冯·洪堡凭借美洲记游，才得凌驾其上。这些经典成为社会的义务教育财产，不只专家才感兴趣。正如1812年一位评论家不厌其烦地表示道，一般教育所需阅读的书籍，总有一天应该阅读完整的版本。[113]
在洪堡之前，旅行家的名气已受社会肯定。虽然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不得不体验到，国王乔治三世虽然接见他，却只和他谈论英国，而不提他之前才刚结束的世界航行[114]，但对当时尚未有人看出会成为大史学家的年轻的巴托德·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old Georg Niebuhr）来说，至少英国及苏格兰的所有大门都为他敞开。“你几乎无法想象，”1799年3月，他在爱丁堡写道，“他们在这问到并谈及父亲时，是何等推崇重视。”[115]这位阿拉伯旅行家的大名，至少在利奥波德·冯·兰克要求大家必须抱持卡斯腾·尼布尔的旅行胆识深入历史档案时[116]，变得家喻户晓。对沃尔尼而言，自己1783年至1785年的埃及与叙利亚之旅，是博取名声、版税与政治生涯的一条途径。[117]这本游记的成功，甚至超出他的预期。当他1796年至1798年前往美国旅行，却放弃成为托克维尔先驱的机会。不像那份无所不包的东方报道，在这本游记中他只写些比较严肃科学的东西：一本仅涉及美国气候与土地特质的论文。[118]功名成就，他已经有了。
阅读轨迹
那些“大规模的”及周围无数小规模的亚洲报道，到底有多少被阅读利用，一般难以判断。不过，毫无疑问，海外游记在大型的国家与公侯图书馆，在许多公共图书馆、读书协会及无数私人收藏中，构成一重要类别。约翰·洛克拥有195种旅游书目——对17世纪晚期而言，是个可观的数量。[119]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已从其父亲约翰·卡斯帕尔及祖父泰克朵（Textor Goethe）的收藏中认识了旅游文学。[120]在这个类别中算是翘楚的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拥有约1500种游记。在自己柏林的巨大图书馆中，仅关于亚洲地区的游记，卡尔·李特尔就有约1200本，还包括所有重要的旅游选集。[121]柏林学者约翰·贝奴尼斯（Johann Bernoullis）的图书馆更具代表性，在“异国历史及游记/一般旅游选集”的部分中，就涵盖了159种编目。贝奴尼斯估计，1780年左右，单在普鲁士的首府就有50多人有类似的收藏。[122]
说出哪位18世纪知名的学者与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游记、有关亚洲的史学作品及亚洲文献译本，还比较容易。孟德斯鸠与赫尔德对这种文类的深刻认识为人所知，爱德华·吉本在无数的注脚中，记录下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123]法国的伏尔泰、杜尔哥、布丰（Buffon）、卢梭及莱纳，英格兰及苏格兰的威廉·汤朴、约翰·洛克、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埃德蒙·伯克、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及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德国的施洛策尔、麦纳斯、布鲁门巴赫（Blumenbach）、赫伦、歌德、黑格尔及洪堡兄弟，便是这种文类的杰出专家。其他人，如康德，虽不熟知这种文类，但仍不断从中汲取养分。
这些对亚洲感兴趣的作者都有自己特殊的原因与目的。没人只想处理亚洲，没人试图对地理学特殊地区与亚洲研究做出贡献。他们全都尽可能完备自己的思想，而不局限于欧洲。与社会与文化生活的解释者相比，这在布丰、林奈或亚历山大·冯·洪堡等自然学者那里更易见到。毕竟伏尔泰、吉本、施洛策尔、赫尔德或赫伦等在寻找撰写世界史，或至少（吉本、赫伦）是欧亚历史的新途径。吉本的一个特殊之处便在其技巧，运用新的游记来准确描述与勾勒古代晚期与中古历史的场景。在描述亚洲民族对欧洲历史的影响之处时，他会参考所有自己能掌握的亚洲语言译本。学过几种亚洲语言的威廉·冯·洪堡，会在马斯登或帕拉斯的旅游作品中，发现一种世界比较语言理论的语言学原始材料。两位作者也给予康德有关人类学观察的材料。十几年来，塞缪尔·约翰逊可以说是伦敦文艺界的中心人物之一，对“真正幅员广阔的帝国有地理兴趣”，几乎对所有新出版的旅游文学都加以评论。[124]
今天几乎已完全没有文化含义的经济理论，亦在当时使用过海外的资料。亚当·斯密建立一套财富生产与分配的历史理论学说，并不只是试图解释欧洲的新发展，也解释着亚洲相对的落后。[125]托马斯·马尔萨斯在研究人口增长时，每一版都补充更多有关所有大型文明人口控制的民族志材料。[126]许多政治历史作家，想法亦趋广博。赫伦在自己各版的《理念》（Ideen，1793、1804、1815）一书中描写印度时，愈来愈少引用古代权威，反而逐渐参考新的旅游文学。埃德蒙·伯克是第一批认识到征服印度对英国内政有重大意义的人，并从中学得一种知识，令他成为18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最优秀的“印度通”之一。[127]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中发展出在社会化形式、政治秩序及环境条件等关系中的全球性体系。今日较无知名度的作家便跟随他的脚步，如英国医生威廉·法寇纳（William Falconer）在1781年出版了一本失败的环境通史，或以园艺艺术理论家著称的克里斯蒂安·盖尤斯·罗伦兹·赫许费德（Christian Cayus Lorenz Hirschfeld）在不久前草拟了一本世界待客史。[128]
阅读艺术
正如客观的旅游文学作家无法避免证明自己可信度的问题，他们的读者一样也会碰上审核这类要求的难题。只有一般受人推崇的旅行名家，才可免除这项义务。在其他例子中，读者有必要自行对文本的可靠程度做出判断。欧洲的思想越是遍及世界，作为一种人类一般科学数据基础的海外材料越是重要，批判式阅读艺术的要求也就更加提高。
当然，并非所有读者都能进行批判。像布丰、麦纳斯，甚至孟德斯鸠，被人指从各类质量不等的文本中随意摘取适合自己的段落，并非无的放矢。[129]在这个时代末，阿诺德·赫尔曼这位阅读仔细的读者便抨击路德维希·赫伦，不过却未达到科学性史料批评的全新标准，一如巴托德·格奥尔格·尼布尔以此对他发起的致命批评。[130]19世纪后半叶的阅读，便保持在轻信与受过训练的怀疑两种极端中。
在18世纪早期，史料批评取得了何种特殊成就，可以清楚地经由地理学的例子显示出来。让-巴蒂斯特·当维尔几乎没有离开过巴黎，却能从获取的信息中，透过比较和敏锐的综合能力，绘制出中国、沙俄、奥斯曼帝国及其他地区的地图。由于运用了许多新的测量数据，其精确性数十年来令人讶异不已。[131]这类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却很少出现在评估亚洲的历史材料中。自16世纪以后，批判式的史料研究已有可用的方法论规则。但对欧洲而言，这种规则却不被广泛使用。不过，人们仍然觉得有必要对亚洲史料做出某种判断。如果在描述同一件事实上，有两位或多位亚洲史学家的说法明显矛盾的话，那该如何做出评价？谁可靠，谁正确？首先，大家必须尽可能了解文本的背景，其断代、作者与其观点。对处于孩提时期的东方学来说，这是份艰巨的工作。[132]
奇格蒙·雅各布·包姆加腾（Siegmund Jacob Baumgarten）、约翰·沙洛莫·赛姆勒与他们周围的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744年至1804年间，他们根据英国的《通史》（共51册）编制自己70册的《世界通史》（Algemeine Welthistorie）。这个在费用上让施瓦布的《旅行通史》瞠乎其后的计划，亦在许多处理欧洲以外历史的书册中至少尽力做出一点史料的批评性评估。1744年，包姆加腾在“前言”中表示无法摆脱各种要求和多次的史料登录与比较后，只好“留意其他人的经验”。[133]这份计划必须一件件来解决。例如，涉及相互权衡有关成吉思汗历史的多份波斯编年史时，便会优先选择和当时中国史料（如戈比神父所译的）最相吻合的。[134]耶稣会修士不断推崇中国的史学写作。[135]整体而言，中国史学作品长期以来在整个亚洲被认定最为可靠，尤其是在中国人关于中国文化悠久历史的资料逐渐被采信之后。爱德华·吉本在史料批评上明显更进一步。当他质疑征服者帖木儿对待1402年被俘的苏丹巴耶济德一世的方式时，便详细讨论了他所发现的五六份相关史料，考虑到编年史学家自己的观点与他们和事件的亲疏关系。[136]最后，他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清楚的答案。和包姆加腾不同，吉本有新的想法，认为无法完全相信史料，因为史料全都带有偏颇。不过，18世纪中期左右起，史料批评不可或缺已是广受接纳的原则。随意处理材料的前人，愈来愈受抨击。[137]
游记和史料十分近似。随着18世纪后期已可以在旅游选集过时的例子中见到时间意识的增加，描述异国的历史感受也随之增加。游记可以很快成为过去的见证。1799年，眼见拿破仑入侵埃及，保卢斯（H. E. G. Paulus）推断：
大家很快就会需要把迄今为止的各种描述当成唯一可能的史料，以区分出长期绵延下来、几乎没有变化的真正东方和现代化与欧洲化后的东方……[138]
随着时间推移，游记评估发展成为一种批判性的艺术理论，摇摆在美学式的文学讨论与科学性的史料评价间——但明显偏向后者，因而游记多半根据所描述世界的客观内容来加以运用。基本的动力便是怀疑。这可能无远弗届，如卢梭，他通常怀疑一切，只撷取一些经典的文本——亚洲游记部分是夏尔丹、坎弗及几名耶稣会修士。[139]德·博的判断偏颇，不是令人信服的权威。他认为只有10%的旅行者说了实话：60%因为愚昧而说谎，30%出于利益考虑或故意而说谎。[140]像伏尔泰、吉本或施洛策尔这样深思熟虑的读者，不会如此极端，愿意个别评估，所以发展出多种批评策略。
首先，确实认识旧有文献是所有批评的基础。只有这样，才可能发现剽窃与排除那种“在旅游选集名义下，不断不假思索抄袭之前作者”[141]的文本。这种文类的出色专家可以追索出一长串特定说法与图片的来源。第二种观察方式，便是报道者的社会地位是否可信。但这不过是种无用的工具，因为至迟在18世纪，几乎所有受到公开讨论的旅行家都是学者及士绅[142]，基本上都有精确描述与中立见证的理念。“彻底热爱真理，”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朗斯道夫（Georg Heinrich von Langsdorff）表示道，对许多人而言“（这）绝非优点，而是任何一名游记作家的义务”。[143]
因此，可信度是道德、法律或认知理论的问题，而非社会问题。当约翰·巴罗爵士批评艾纳斯·安德森（Æneas Anderson）的报道时，便清楚呈现出这一点。安德森和他一样参与了马戛尔尼的中国使节团。他之所以对安德森提出强烈批评，并非因为其仅作为勋爵男仆的身份，而是因为他的回忆录……他的回忆录被一名肤浅的受雇文人弄巧成拙。[144]1742年，塞缪尔·约翰逊已在有关杜赫德神父中国纲要的长篇评论中，质疑作者这个身份未受重视：
当名气相当的作者做出显然矛盾，而两者不可能都是真的报道时，难道我们便可推断，其中一名以特定意图撰写故事的报道者是在骗人吗？[145]
约翰逊博士得出结论，在相同客体不同描述间的矛盾，基本上并非出于恶意，或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是由于旅行者在往往有限的观察机会下所犯的错误，应该将其视为“错误，而非谎言”。[146]
如果真是如此——而约翰逊的看法应该普受认同——那就还有第三种批评策略：找出不相抵触之处。如果多种相互独立且可证实并非剽窃的客观报道相互吻合的话，情况最为简单，可被视为证据充分。如果其中两种差异甚大，对无法亲自查证的国内读者而言，就只能找出一个文本比另一文本更加可信的证据。富兰克林先生喜欢波斯舍拉子的风景，而斯考特·华林先生毫不喜欢，那是不分轩轾的品位问题。不过，一位认定舍拉子的夏天温度几乎从未超过华氏七十三度，另一位表示那里从未低过九十度。谁是对的？斟酌过后的评论家认为富兰克林是对的，因为斯考特·华林被发现有些轻微的矛盾，比如九十度时，夜晚“冷得难受”的说法。[147]因此，他成了两位作者中，一般来说较不可信的一位。这样说来，必须区分文本内部与文本之间的不相抵触之处。然而，文本之内的一致，还是无法保证一篇报道的经验价值。18世纪初，在英国自称“乔治·撒玛纳札（George Psalmanazar）”的台湾异教住民，可能是位生于法国的年轻冒险家，高大、金发、拉丁文流利，他在1704年出版的《台湾变形记》这部全然虚构的作品中，写得令人信服、机敏过人，竟让作者暂时博得民族志权威的虚名。[148]撒玛纳札的书是种方志游记的出色模仿，等他被揭穿后，他的戏谑被视为谎言。这便显示出18世纪的欧洲对于亚洲文本的真实性有多严肃。
文本的比较——第四种策略——是最常被推荐的方法。苏格兰社会学家约翰·米拉（John Millar）在分析文本之间的一致与矛盾时，发现了一种确认作者可信与否的可靠方法，这种方法不需质疑他们是否诚实。[149]不过，不是所有情况都像那两名有关舍拉子气候的英国人那样矛盾。在中国有弃婴这种事情吗？如果有，规模多大呢？1773年，康奈立斯·德·博这名敌视中国的论辩家，自己从未到过亚洲，也不太注明自己的资料出处，便以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精神，以所谓的流行杀婴，犀利论证反驳中国具有文明精神。[150]现在几乎每本有关中国的新书，都会涉及这个论题。斯当东估计北京每年有2000个孩子被穷苦的父母弃置，巴罗的数字甚至高达9000，并以他特有的修辞语气重复德·博对中国人的指控。[151]不过，斯当东或巴罗并未表示，在他们与马戛尔尼勋爵1793～1794年的中国之旅中亲眼见过弃婴。几年后，另外两位观察谨慎的旅行家——并未让人怀疑他们对中国有任何偏见——确认，在中国多达数月的访问中，没有见过任何活生生的弃婴。[152]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的皮埃尔·索纳拉特接受弃婴的事实，但改变对这件事的评价，指责批评中国者的虚伪，并要求他们看看法国孤儿院中的悲惨情况。[153]
在这期间，澄清异国的真相之所以变得不太可能，是因为碰上疑虑之事时，原本最为可靠的耶稣会修士也自相矛盾起来。所有弃婴的报道全都来自他们。他们几十年来一方面指控中国社会中大概最令人发指的行径，另一方面却在缺乏新信徒的情况下，视此为可帮濒死儿童受洗的良机。[154]在德·博发现这个论题的论战潜力后，修会修士却吓得想努力降低对中国印象的伤害。他们表示，早期的修会兄弟可能误解了中国的习俗，并受到自己教义导师的误导，而且多是无可救药的病童，加上替耶稣会修士进行信简汇编的欧洲编辑可能将报道过度加油添醋，为受洗成就大打广告，总而言之，中国的杀婴行径，并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常见。[155]耶稣会修士这个惊人且独特的自我批评，最后造成偌大混乱，人们甚至开始质疑帕瑞宁与戈比这样声望出色的学者的见证。大家都在谈论“中国人杀婴”，却没人见过。当托马斯·马尔萨斯这位重要的人口理论学家试图了解中国的人口统计学时，米拉和其他受到推荐的批评性文本比较方法，对他并无多大用处。在这种情况下，他相当理性的解决方式便是，先将自己在耶稣会修士《耶稣会士书简集》中翻译过来的中文记述视为这个问题的可靠文献，接着在社会学的大脉络与中国人的再生产行为下，不受经验羁绊地探讨这类杀婴行径的功能。[156]透过理论论证解决。
这种比较的前提是，要有一定密度的观察数据。撒玛纳札未被立即揭穿，因为他挑选的是台湾这个没有其他欧洲人到过的地方，连耶稣会传教士也没有。那么大家要拿什么来和坎弗比较呢？他那时代并无其他的日本报道。欧洲人对中国庭园的了解，是根据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这唯一一位所谓目击证人的说辞。[157]他到底在中国见到了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因为其他的欧洲资料中没有可资比较的记述。克里斯蒂安·盖尤斯·罗伦兹·赫许费德这位明智的同时代人，也表示怀疑：为什么早期的旅行家没有描述到著名的庭园？杜赫德不是坚决认定中国人不太懂得园艺吗？甚至，他们不是少了园艺规划所需的数学吗？赫许费德并未认为钱伯斯在说谎。钱伯斯是否正确描述事实，只是次要的问题。赫许费德坚信钱伯斯是位有原创想法的人，真正热爱园艺艺术，在“自己的理解与自己的想象力中”发展出一种接近自然的新园艺想法：
他十分聪明，能将原属中国人自然精神中的要素融入这些想法中。总而言之，他在中国土壤中种植英国观念，借以引起更多注意，尽快付诸实现。[158]
因此，大家往往无法超出假设可信与承认某件信息可能性的范畴，这是种缺陷，但大胆的天才懂得化腐朽为神奇。没有多少人像爱德华·吉本这样谨慎指出某个说法的状态，他不是一位臆测式的史学家，而是一名经验主义者。要不是后来不断相信传说的可能性的话，他也不可能写下他伟大的历史作品。而詹姆斯·布鲁斯提到一则好故事。著名的东方旅行家托马斯·肖观察到北非的一个阿拉伯部落吃狮子。这超出了可能的范畴：听到这故事的欧洲人，“认为人吃狮子破坏了自然界的秩序，因为长久以来吃人是狮子的特性”。[159]因而，这位谨慎的医生在他的报道中舍弃了这段插曲，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他。大约10年后，詹姆斯·布鲁斯见到了类似的情况，并亲自享用狮肉。
铺陈的断裂
我们可以概括来说，18世纪，海外游记未被视为一种虚构文学的类别，而是为自然科学与一种泛文化的“人类科学”所用，是种透过经验来理解世界的工具。然而，游记仍是一种创造文学，而非客观、照相机式的记录。在旅行观察者的直接感官印象与欧洲读者最后从书架上取下的东西之间，存有许多中介步骤：这一直是种涵盖所有文学类型传统的记录，预设读者的期待与文学市场的需求会影响到写作的旅行家，还有出版者、插画师、印刷者及书商对书册的编制、生产与营销。文本也往往经由他人之手：审稿者、编辑、出版者，以及一直不觉自己该忠于原文的译者与时而实行开放的拼贴方式，时而——让人想到普雷沃斯特——随意改写原材料的汇编人士。
因此，异国的“铺陈”不是直接描摹真实的过程。另外，否定18世纪亚洲文本那种经验式的真实含义，视其为纯粹的幻想产物又太过分。在此，同时代人士要比某些后来的理论家明智许多。他们积极涉猎有关其他文明的知识，大量阅读亚洲文献，赋予历史、人类学、经济学及社会理论的讨论广泛的资料基础。他们知道，除了有关旅行者眼见耳闻的文献与东方资料的翻译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一种批判性阅读的艺术理论得到发展。这些方法包括按照文学传统编排文本，先入为主地持剽窃怀疑，查验文本内在逻辑的坚固程度，比较其他报道，最后才考虑可信度与可能性。评估旅行家本身也很重要：一位有名望的学者、士绅或尚礼之人，要比一位陌生的门外汉更可信。不过，这种传记体评估，评价并不像今天“真相社会史”的代表所给予的那么高。[160]文本的批判式查验与其真实性的斟酌主要是种理性思考与争论的玩意儿，它存在于一种让社会差异消失在持有财产平均主义观点的世界性的哲学家公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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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当代人与历史
第八章 历史的基本力量：草原战士、征服者、篡夺者
部落的亚洲：阿提拉（Attila）与后果
19世纪世界政治中一个持续的大型冲突，也是一场大型游戏，是当时最具侵略性的帝国——大英帝国与沙俄，在阿富汗、中亚及喜马拉雅地区所发起的一种冷战。英国人力图保护通往印度的海路，并期待以由波斯到西藏的一圈附属缓冲地区包围住他们最重要的殖民地。1842年中国开放后，英国在经济上渗入中国，需在更大范围的区域内自由施展。另外，沙俄经由殖民征服伊斯兰的内亚地区，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19世纪末，沙俄透过铁路开发西伯利亚，开始和平渗透中国东北三省。在这些帝国活动中，亚洲大陆中心只是一个棋盘，其中的民族成了消极的棋子——除了阿富汗人。一直以来，英、俄既无法直接统治，亦无法间接可靠地控制住阿富汗人。直到1907年划分势力范围后，英俄在亚洲的冲突才告解决。欧洲内部同盟角色的变动与1905年在军事上迫使沙俄屈服的日本崛起成为强权，更令情况没有转圜余地，内亚的消极角色亦未改善。反而，大型游戏的结束让这些国家丧失了在强权之间左右逢源的机会，帝国主义更加牢固地掌控着内亚。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内亚伊斯兰地区出现新的国家，地缘政治计划者梦想的欧亚“心脏地带”才赢回部分行动能力。然而，亚洲最后的大型帝国——中国，却从1990～1991年的世界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继续控制着内亚的关键地区。至于伊朗与土耳其等周边强权，亦加强自己在此地区的影响力。
今天的局势，几乎无法让人体会当时内亚在欧洲政治与世界观中的重要地位。数百年来，欧洲的内亚之梦是一场噩梦。自阿提拉的匈奴以降，内亚的马上民族便在东欧导致不安。黑格尔提到“历史的基本力量”：带有史前原始性格的民族，出没无常，不断影响着以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的历史。[1]1700年左右，只有少数欧洲人胆敢预测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来自东方的威胁。[2]大家不断想起，草原战士蜂拥而来，大型帝国因而毁灭：西罗马帝国、巴格达的哈里发、俄罗斯各诸侯国、拜占庭帝国、宋朝与后来的明朝中国。[3]
随着1644年来自长城以北森林地带的满族人统治了中国，北亚与中亚的这股征服活动仍未止息。1710年左右，阿富汗的部落战士开始入侵那些伊斯兰帝国，1722年摧毁波斯的萨非王朝，令伊朗大部陷入混乱。1739年，波斯的篡夺者，权力来自伊朗与土库曼的部落战士的纳第尔·沙阿国王，掠夺德里，给予数十年前依然辉煌的莫卧儿王朝致命一击。1747年及1759年至1761年，阿富汗人再次入侵印度北部。这些侵略释放出几十万名部落骑士。他们其中的一些团体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其他深入印度南部的，便强占土地，在当地人中以征收杂税的军事精英身份，发展出一套寄生统治关系。[4]直到18世纪90年代，印度北部仍弥漫着阿富汗人的攻击威胁，不过，英国人及其印度盟友多半还能成功抵抗。[5]同一时期，由部落联合发起的瓦哈比派宗教运动在阿拉伯人中逐渐变强，首度成功联合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的统治。1773年，瓦哈比派占领利雅得城，之后又占领各伊斯兰圣地，成为阿拉伯半岛上最强大的宗教政治力量。[6]直到1818年，苏丹派遣的埃及军队才成功摧毁第一个瓦哈比派的国家。
这类部落力量的复兴，绝非一种亚洲的主导潮流。由中国边疆蛮族统治的清王朝，便结合怀柔与高压的手段，在军事上成功彻底弭平蠢蠢欲动的蒙古部落——他们原来的对手与盟友。1757年，最后一支独立的蒙古民族部落——准噶尔部落几乎灭绝后，莱布尼茨所担心的、孔多塞在18世纪90年代仍旧指出的蒙古人再次蜂拥而至的威胁，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了。[7]不久后，游牧民族开始被驱离沙俄的草原边陲地带。[8]俄国与清帝国的军事控制和农业垦殖的双面手法，显示出工业革命前的帝国能终结内亚马上游牧民族的政治气脉。同时，印度阿富汗地区的部落突击，让人想到流动战士组织仍会持续为祸。自那时起，欧洲人便以“洪水”或“成群结队的动物”等自然形象来形容这类现象。连冷静的亚历山大·冯·洪堡，都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视为一种“发臭的微风”。[9]
如果18世纪的欧洲史学家赋予蛮族入侵这个主题重大含义，完全是因为当代史的因素。直到当代或近代为止，亚洲是个动乱不堪的大陆，影响到欧洲及其殖民地。从近来国家体制似乎相当巩固的欧洲，如伏尔泰整本书都在讨论的瑞典卡尔十二世这位放肆的征服者必然失败的这种情况来看，亚洲历史中以军事手段建立王朝的重要性便特别清楚。这样看来，征服活动源自游牧民族生活方式中的机动性。“战争，”布伦瑞克宫廷参事奥古斯特·费迪南·鲁德（August Ferdinan Lueder）写道，“在这里只是日常生活的延续……”[10]游牧民族的迁徙不定，正好和欧洲的稳定形成对比，“因为鞑靼民族在那里（北亚）四处迁移，他们的可汗不会定居任何一处”。[11]1692年，威廉·汤朴爵士在他的文章《论英雄美德》中把这一点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他把里海及黑海北边、多瑙河西边及奥克苏斯河（Oxus）东边的地带，以古代宇宙志学者的“西徐亚（Scythien）”来称呼，视之为自古以来历史动力的源头。[12]汤朴也断定，征服活动基本上由北向南进行，只有早期伊斯兰阿拉伯人的扩张是个例外。[13]
在18世纪的想法中，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文明欧洲”与抗拒欧洲的“亚洲部落”间的对立。到了19世纪，这种简单的二元世界观才成了典型，兰克视之为一种历史原则，即“文化世界”不断遭受非其成员者的攻击与威胁。兰克在他的《世界史》中，绝未完全忽视匈奴人与蒙古人，但不像比他早100年的爱德华·吉本，并未努力理解那些置身“文明”以外、宗教与国家体制不稳固的社会之内在动力，认为它们总是“对文化世界展现出野蛮的敌视”，其历史的行动方式便是“淹没”。[14]这种隐喻是种压力与对抗压力的机制，如兰克在作品结尾所表达出的一种古代与中古史的基本原则：“亚洲的原始力量毁灭性地向欧洲倾泻而来，幸好这里能够抗拒。”[15]于是，“不同民族体系之间的斗争”形塑出世界史，而这种观点只从“普遍发展”的角度来引申，以致古希腊罗马以后的世界仅仅被视为日耳曼与罗曼民族之争。如此一贯下来，在兰克同时代人的眼中，那两个民族理应“统治世界”。[16]
兰克绝非拒绝给予蛮族一丝历史正义。例如，他不得不将匈奴王阿提拉的建国成就，置于它西罗马的仇敌之上。不过，在“沙隆战役”上，他又再认为那是一场介于文明与野蛮的“理念矛盾战役”。[17]相反，那个时代主要以共济会理论家及一本匈牙利史的作者而成名的伊格纳兹·奥瑞流斯·费斯勒（Ignaz Aurelius Fessler）的那本已为德国历史写作新美学树立典范的阿提拉统治下的出色匈奴历史大作（1794），便对这种游牧民族攻击“文化世界”抱持高度理解。费斯勒反对早期罗马文献中已根深蒂固的匈奴人近似野兽、凶残无比的说法[18]，认为阿提拉是位相当明智理性的统治者，为其文化没落的民族设定追求名声与荣誉这种更高的新目标，摆脱了单纯的维生需求。匈奴的过度征服源自毫无节制的暴虐士兵，绝非匈奴人民族特质的展现，或政策计划周密的结果。最后，阿提拉与其战士不是出于贪图金银与毁灭欲望，而是受到长期酝酿、对罗马人可理解的恨意动员的：
民族骄傲和勇气结合，从现在起，匈奴人手中的剑成了报复另一个咒骂他们为蛮族的民族的可怕工具，因为他们比罗马人更正直、有正义感与自由，憎恨恶习与暴政的奴役锁链。[19]
苏格兰大史学家威廉·罗伯森之前便已警告过，不要利用“欧洲的”日耳曼人与“亚洲的”匈奴人：他们全都是蛮族；了解游牧民族的各种自由习性后，发现其社会组织基本上难以相互区别。[20]爱德华·吉本毕竟不想掩饰匈奴人的残暴，但仍推崇阿提拉是位明智的战略家与优秀的宗教立法者，并指出匈奴人对待奴隶比罗马人要仁慈。[21]
那个时代典型的兰克，采用“文明”欧洲的观点，对没有文化与混乱的外在世界的驱动力的起因，不感兴趣。关于亚洲史，他只对影响欧洲的部分感兴趣，对非文明人物，只愿意知道他们对文化的愚昧敌视。1824年，中亚专家伊萨克·雅各布·史密特（Isaac Jacob Schmidt）便已惋惜欧洲现在过分注重亚洲崛起的后果，而非起因。[22]然而，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18世纪，我们可以分出两种思想潮流。一种认为，历史的变迁源自移民活动和民族迁徙，征服活动便是其中暂时的极端表现[23]。另一种则研究历史中“蛮族入侵”的特殊起因。不是每个人都像沃尔尼，从不具特色的表面开始，简单地将游牧民族的侵略性归咎于嫉妒与贪婪。[24]驻士麦那的博学的法国领事夏尔·德·培松纳（Charles de Peyssonnel），分析了“蛮族”依附在帝国边疆政策上的行为。他拒绝将攻击性的蛮族和防御性的文明人简单对立起来，指出在帝国疆界之外的互动，某些地方比今日的研究还洞烛先机。[25]爱德华·吉本则发展出一套完善的游牧民族政治社会学，我们会在下一章讨论到。
革命的大陆
这些研究的结果会显示出，清楚与肯定地理解这些游牧民族，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想法，不只对亚洲史，也对全人类的历史有着无比的重要性。人类的大型革命不仅决定了亚洲的命运，也往往影响着非洲及欧洲，全都源自他们，并由他们发动。[26]
不只阿诺德·赫尔曼·路德维希·赫伦，还有许多其他18世纪的欧洲作家，都不断将革命的概念运用到亚洲的事件上，指的都是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的政治变动[27]，政治学者哥特弗立德·阿亨瓦尔（Gottfried Achenwall）因而便能要求：“那些民族的历史政治理论中首先必须探讨的论题，便是一个王朝或一个共和国的国体变动或革命。”[28]1792年，史学家约翰·克里斯托弗·贾特勒表示，世界史根本就是“大型事件，即革命的历史”。[29]但安奎特-杜培宏在法国大革命那一年，便已对过度局限于事件上的革命概念示警，建议史学家研究长期的过程与固定的社会关系。[30]他大可引用爱德华·吉本这位将东西罗马帝国长达千年的没落过程、正式采用基督教与封建体制在欧洲的确立同样视为“革命”的史学家。[31]
17、18世纪的亚洲，有许多在欧洲文献中被视为“革命”的事件：
——奥斯曼帝国中的颠覆活动，如1622年军人刺杀倾向改革的苏丹奥斯曼二世，或1648年处决不善统治的苏丹易卜拉欣（Ibrâhîm）；
——1688年，亲欧的暹罗首相费尔康失势；
——同年，葛孔达（Golkonda）落入莫卧儿大公奥朗则布手中；
——1722年，阿富汗入侵波斯；
——1767年，缅甸血腥侵入、瓜分阿犹他亚（Ayudhya）（大城府）的暹罗王朝；
——1768年，马木留克佣兵阿里·贝伊（Ali Bey）全面统治当时在奥斯曼监管下受到联合统治的埃及；
——1782年后，暹罗在国王拉玛一世（Rama Ⅰ）治下进行改革。
1644年，满族人征服中国的戏剧张力与残暴及之后几十年的和平，并未在18世纪重复出现。1654年，马丁·马丁尼神父的《鞑靼战役》（De bello tartarico）是十分精彩的目睹者报道，迅速被译成七种欧洲语言，和弗兰克斯·白尼尔描述奥朗则布崛起成为莫卧儿大君的报道，同为17世纪当代历史写作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之一。这部令人惊恐的作品常被编入其他选集中，栩栩如生地记载着中国的“大革命”。[32]
欧洲观察家探索着近代亚洲“革命”的共同性，以及其与同时代欧洲体系危机之间的关系——在今日的研究中，这一点又再被提及。[33]近代亚洲革命似乎比欧洲的变革，也比古代亚洲的变革来得残暴。如果不是宫廷革命的话（这在奥斯曼帝国中相当典型），便往往结合了内部危机与外部侵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颠覆具有一种治疗式的肃清效果。正如比较满族人征服中国与同时期英国清教徒革命所显示的，基本上，亚洲的巨大动乱并未克服旧有的政治体制，只在原有的基础上被重新建立。[34]18世纪亚洲最为惊人的“革命”——1757年起英国逐步征服印度，便和这个模式不同。[35]批评者与颂扬者都察觉，这场革命打破了亚洲政体的永恒循环。埃德蒙·伯克注意到，阿拉伯人、鞑靼人（蒙古人）与波斯人血腥入侵印度，但后来都很快被同化，英国人则反其道而行：“莫卧儿的入侵危害不小，我们的保护却摧毁了印度。”[36]反之，托马斯·毛理斯（Thomas Maurice）发出未来帝国拥护者的肯定声调，他的《印度斯坦现代史》（Modern History of Hindostan，1802-1810）以冷酷的笔触描绘出莫卧儿王朝的兴衰，以一种相当类似吉本的修辞写道：亚洲的历史，特别是在伊斯兰影响下的，只不过是一连串血腥的战争、屠杀与仓促建国；当一个沉思的心灵观察完这类“阴森可怕的狡诈、掠夺与谋杀的场面……转而看见一个政府的各种善行，而该政府不可动摇地建立于硬如钻石的道德与自由基础之上，并且拥有一部高贵的正义之书，以及沐浴于最纯净的宗教荣光下”[37]，他将发现对比是如此巨大。因此，他确定了新主人的历史使命：印度将会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从自我解放出来，并乐享严格但公正的法律统治。
帖木儿：王朝创建者与怪物
至迟自19世纪起，13世纪初蒙古世界王朝的创建者成吉思汗于1380年至1405年去世为止，在强大的征服活动下，统治了西亚的大部分，并侵入印度，且准备攻击中国，成了亚洲式毁灭癖与嗜血的化身。
成吉思汗是否真如德·托特男爵所认为的那样，“是位狂人，袭击全亚洲，来奴役他之前便已蹂躏过的世界”？[38]至少《世界通史》的作者们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成吉思汗“有权成为曾经拥有东方王座的伟大君主”。[39]他虽然残暴冷酷，却拥有莫大的勇气、智慧与判断力；他在军队中引进战功原则，宗教上也不是一位原始的偶像崇拜者，反而正是启蒙时代所推崇的自然神论者。[40]爱德华·吉本把成吉思汗解释成其民族的明智立法者。吉本在一个宝贵的注脚中表示，在成吉思汗和洛克的宗教法则间，可以发现奇特的一致性。[41]
在18世纪的幻想中，帖木儿要比较不为人所知的成吉思汗更受瞩目。由于两位统治者都是基督教宿敌——伊斯兰的对手，因此去世后仍在欧洲享有盛名，让大家几百年来未忘记他们。[42]人文主义者几乎还可算是这位征服者的同时代人，即已勾勒出独特的帖木儿形象。他们视其为一名具有雄心壮志的自食其力者，靠着他的能力和美德迫使幸运女神眷顾他，结合自己个人魅力和肆无忌惮选择手段时的最高目的理性，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崛起，和亚历山大大帝并驾齐驱，甚至军功凌驾其上。[43]不过，克里斯托弗·马罗（Christopher Marlowe）在剧作《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首演是1587年）中，也强调这位统治者的东方残暴。
18世纪有翻译过来的波斯文与阿拉伯文史料可资运用，东方人对这位征服者的评价，于是涌入欧洲文献之中。长期回顾下来，亦可在帖木儿身上看出蒙古王朝先人的身影。尽管他自己偌大的王朝在他死后即分裂，他的直系后代巴布尔（Babur）还是能在南亚建立起一个伊斯兰帝国。[44]1697年，戴伯罗在他的《东方图书馆或认识东方民族的通用辞典》中画出一张朴实无华的帖木儿肖像，以特有的简洁客观报道这位征服者的一生，其残暴在欧洲往往被夸大。[45]尽管戴伯罗仅局限于统治者的历史，读者在其作品第四册还是发现了一份简短的蒙古王朝结构分析，借以对比帖木儿帝国的特质。[46]
帖木儿的评价受制于史料的先期评估与当代的阐释需求。直到1772年让-巴蒂斯特·当维尔将他视为“亚洲的灾厄”为止[47]，帖木儿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当成一名善良宽宏的统治者。在早期启蒙运动的作家眼中，他能统治世界，完全出于个人能力：没有王朝的遗产继承，没有篡夺某位既成的统治者，没有一名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导师——打造其幸运的工匠，却听任其残暴。[48]帖木儿的个人魅力令18世纪的作家们着迷——他的领导心理学，他令其随从忠心热忱的能力，他坚定的决断力，还有他的阴险狡猾。[49]身为国君的成就，似乎抵消了他所造成的破坏。[50]在其谨慎的立法中，他也证明自己是位明智的政治家和国家的统一者。[51]只有约翰·海因里希·哥特罗伯特·冯·尤斯蒂这种不愿崇拜这位征服者的激进开明人士，才会把军事英雄视为危害民族的可憎人物，质疑帖木儿的威望。[52]但在这里，帖木儿性格中的“亚洲成分”也未受抨击。他在各个时代与文化的统治者类型中被纳入“征服者”的类别，他的错误、恶习与罪行基本上和不断被拿来与他相比的亚历山大没有差别。1783年，还有人表示，虚荣——“高贵心灵的弱点”，是其唯一的恶习；他阴险的敌人将残暴强加在他身上。[53]这种和历史脉络不断分离、具有建设性的政治家与王朝创始人的图像，一直保持到19世纪。[54]然而，这可能陷入当时政治正确的紧张状态中。1810年，英国一名崇拜帖木儿的人发现难以把他的英雄拿来与在许多方面和他相近的拿破仑比较，因而适度和他保持距离。[55]
对帖木儿的批判式评价，并非如大家推测的那样，由显然对他不太感兴趣、只粗浅描述过他的伏尔泰开始[56]，而是由同时期的德·吉涅斯开始。他在那部根据许多亚洲语言史料研究的大作《北狄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des turc，des mo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1756-1758）中，较马罗以降的早期作者，更强烈地突出帖木儿的黑暗面。德·吉涅斯并未采用他之前与之后所惯常的性格简述，从未清楚表达出他的评价。面对这位几乎从一无所有，从一种没有法律保护的流民身份[57]崛起的世界统治者，德·吉涅斯所擅长且启蒙运动大史学家吉本因此而推崇他的历史因果研究，对他也不太管用。[58]
在叙述帖木儿的生平时，德·吉涅斯只冷静描述着集体处决、摧毁城市及蹂躏整个地区。面对这样一位为其部队牺牲一切、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游牧帝王，他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不知所措。旧有的解释传统（有充分理由）推崇帖木儿实现其计划的目的理性般的精心算计，因为这一点，他成了中古时代“最现代的”君主，而德·吉涅斯则用价值理性的标准来衡量。如果至1380年，帖木儿的崛起仍在一般区域性的统治建构框架中游移，那来年对波斯的攻击，便表明他的野心变得没有止境：“帖木儿没有任何理性的动机来展开这场战争；梦想成为世界君王是其行动的唯一准则。”[59]德·吉涅斯后来对发现一种漫无目标的自主暴力行径，幻想摧毁所有的抵抗来建立世界和平，显然感到胆战心惊。[60]这位当代重要的亚洲史学家当然并未提到“亚洲式的残暴”。德·吉涅斯舍弃了旧式普遍颂扬君主的修辞模式，亦未受到刚出现的东西对立新模式之影响。他清楚的描述，十分直接真诚地呈现出“历史的基本力量”。
爱德华·吉本几乎为帖木儿写了一样研究精辟的一整章，面对这种矛盾的解释情况，他发现许多荒谬之处的可能性。他的帖木儿既是肆无忌惮的大屠杀凶手，亦是学者与西洋棋的文化之友[61]，既是幸运女神的宠儿，亦是不幸的推手：“……在他建立其王朝50年后，他生命中唯一幸福的日子，便是他放弃施展权力的那两个月。”[62]帖木儿出现在一个混乱的亚洲，起先似乎是位令人期盼的秩序重建者。他不是野蛮的自然力量，而是能分轻重的政治家。不过，方法压过目的，“整个民族在改革的步调下被粉碎”，在征服之后，没有新的建设。[63]整体而言，吉本的帖木儿是个破坏者，而不是行善者，刻画仔细，但大家觉得，对一名不只空谈统治世界且试图实现的毫无节制的人物而言，德·吉涅斯的简洁记录要比吉本优雅的推理来得公正。1815年，约翰·马尔科姆爵士在自己的《波斯史》中，仍依循吉本笔下的解释。他的帖木儿也非一个亚洲的怪物，而是一位迷途的天才，证明了只靠暴力和个人魅力是无法建立起帝国的。[64]不过，随着帖木儿的逝世——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如此对他盖棺论定——一个开放的边界与征服世界的骑兵时代，也在欧亚大陆告终了。从现在起，领土国家在四处巩固起来。[65]
纳第尔·沙阿国王：战争彗星与爱国人士
在他死后150年，人们对他依然感到恐惧。后来的印度副总督与英国外交大臣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视他与成吉思汗为“有史以来鞭打人类最为恐怖的两位人物”。[66]纳第尔·沙阿国王“这位从小人物一跃登上王位的18世纪著名的荼毒生灵者”[67]，可怕之处到底在哪？1688年，纳第尔·沙阿生于伊朗呼罗珊省（Chorasan）北部，为阿夫沙尔的土库曼部落平民之子。他从未否认过自己的出身，很早即追随浪漫的帖木儿的典范，一生自视为“刀剑之子”。[68]在1709年伊朗被基尔泽阿富汗人（Ghilzai-Afghanen）攻陷坎大哈（Qandahar）开始，至1722年伊斯法罕沦陷、萨非王朝被推翻为止的政治动荡局势中，军阀往往握有绝佳良机。阿富汗人无法在伊朗建立稳定的政权，抵抗邻国奥斯曼与俄国。纳第尔·沙阿这位不知法律为何物的边陲地带人物，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清除或笼络敌人。1726年，他为自封为萨非王朝继任者的塔赫马斯普二世国王效力，获得他先在欧洲为人所知的塔赫马斯普库利汗（Tahmasp Quli Khan）之名。1729年，阿富汗人遭到驱逐，摇摇欲坠的萨非王朝得以中兴，主要归功于纳第尔·沙阿。
纳第尔·沙阿这时转而对付伊朗的外敌。他攻击巴格达的奥斯曼人及阿塞拜疆的俄国人，扩张波斯的版图。1732年，他在一场政变中，以其子阿巴斯（三世）取代了软弱的塔赫马斯普国王；阿巴斯才八个月大，谁是摄政，也就不言而喻。1736年3月，这位军阀自行加冕为王，成立新的阿夫沙尔王朝。任何稍稍怀疑这个新政权的人，都被无情镇压。1737年，纳第尔·沙阿发动计划已久的印度战役。1739年3月和4月的德里大掠夺与屠杀，成为这场战役最为不幸的高潮。[69]22.5万人的死亡数字出没在当时的欧洲文献之中。[70]纳第尔·沙阿国王抢走了莫卧儿皇帝著名的孔雀王座与柯伊诺大钻石（1850年为维多利亚女王所有）。纳第尔·沙阿对统治大片印度领土不感兴趣，他返回伊朗，随后几年致力于扩张并巩固伊朗在波斯湾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边界，同时肆无忌惮地掠夺这片土地。反抗他的高昂税费的人越来越多，但往往被残酷镇压。逐渐被人视为疯子的纳第尔·沙阿，则任由这些暴行横行。一名英国旅行家对纳第尔·沙阿国王时代的波斯人不用头巾和帽子遮住耳朵，不同于其他穆斯林，感到讶异：没被割掉耳朵的人，都愿意骄傲地展示出来。[71]纳第尔·沙阿最后也染上帖木儿搭建头颅塔的习惯。不过，不同于帖木儿，那些都是他自己臣民的头颅。1747年7月1日晚，这位只由自己的阿富汗禁卫军保护的暴君，在一场惩罚起义反抗的库尔德族（Kurden）的战役中，被波斯随从刺杀在帐篷之中。
在18世纪的欧洲，纳第尔·沙阿国王和1722年去世的中国的康熙皇帝是近代亚洲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他的崛起与没落受到极大关注，成了遥远国度当代事件的教育典范。[72]由于夏尔丹、塔韦尼耶、坎弗与其他人的重要游记，人们对萨非王朝的伊朗的兴趣从未稍减。[73]来自北方蛮荒山区的阿富汗骑兵的入侵导致王朝覆灭，这固然值得重视，但在思索这类悲剧性的覆亡时，伏尔泰却想起三十年战争之际的德国、投石党运动（Fronde）时的法国，或蒙古人蹂躏过的俄国。[74]
欧洲人经由驻伊斯坦布尔和莫斯科的报刊特派员获取最新信息。[75]1728年，一份关于波斯动乱的详尽描述与分析出版：耶稣会神父塔德尤斯·犹大·克鲁辛斯基（Tadeusz Juda Krusinski）的《波斯最新革命的历史》（Histoire de la dernière revolution de Perse）。他亲身经历了1707年至1725年的事件，1722年，他于千钧一发之际逃离因被阿富汗人围困而挨饿的伊斯法罕。[76]克鲁辛斯基显然有点杂乱的拉丁文报道被译成法文，被另一名耶稣会修士让-安东尼·杜·科索（Jean-Antoine du Cerceau）改编得更为紧凑，成了刺激的故事。奥斯曼当局对伊朗“革命”甚感兴趣，将这部作品译为土耳其文，后再将这一版本译成拉丁文。[77]
在这部作品中，克鲁辛斯基/科索先用很长的篇幅研究了萨非王朝在上个世纪中叶即已开始的没落如何使得阿富汗人能在伊朗落脚。这些甚至在亚洲都默默无闻的阿富汗人，丑陋、肮脏、粗野，主要活动便是抢夺他人和互相掠夺。[78]另外，他们对待战俘与奴隶要比亚洲的一般情况来得好。天才领袖密尔·魏斯（Mir Wais）将他们的好战精力转移到相称的目标上。克鲁辛斯基/科索这时巧妙玩弄着他们读者的阅读期待。他们一定也想到了帖木儿，想象波斯被“一股可怕的蛮族洪流”袭击。[79]这些完全正确。颓废的萨非王朝被一小股战术巧妙的山区战士推翻，显然和1644年征服明朝中国的少数满族人情况相同。1725年，完成手稿的克鲁辛斯基，认为波斯的新统治者很快会融入并推动文明进步——近来还成功推动和当地精英的和解政策——这样一来，波斯的革命将成为其余过度停滞与娇弱的亚洲地区的典范。[80]蛮族入侵似乎具有命定的意味：蛮族的文明化，同时唤醒一个过度成熟与软弱无力的文明。
纳第尔·沙阿以“战争彗星”和“有史以来最为大胆的战士”[81]之姿崛起，证明克鲁辛斯基的预测为一谎言。纳第尔·沙阿让人学到其他教训。在他1732年发动政变和攻击奥斯曼王朝后，欧洲人才得知他的大名。[82]有关他的消息很快涌现，以致大卫·法斯曼（David Fassmann）这位勤奋的评论家在1738年即能出版一部厚达770页的著作《波斯国王纳第尔·沙阿的出身、生活与作为》（Herkunft，Leben und Thaten des Persianischen Monarchens Schach Nadyr），尽管是拿琐碎的伊朗历史来填塞。[83]在此，纳第尔·沙阿成了一位具有民族美德、信仰神明的救星，制止了他们的“蛮族”敌人，也就是“土耳其人、莫卧儿人及阿格瓦人（Aghwaner）”，让伊朗再次成为强权。他的秘诀之一，便是西化：引进欧洲式的纪律，让纳第尔·沙阿的部队强过对手。[84]在1734～1736年间，欧洲内部传说纳第尔·沙阿是个法国人、德国人或荷兰人。[85]
1742年，詹姆斯·弗莱泽（James Frazer）在《纳第尔·沙阿国王史》（History of Nadir Shah）一书中，讲述了纳第尔·沙阿由一名罗宾汉似的盗匪崛起成为一名大军阀的英雄事迹。内容大部分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波斯的代表威廉·柯盖尔（William Cockell）的口述资料，他在印度遇见同样也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弗莱泽。[86]弗莱泽/柯盖尔的纳第尔·沙阿，是个具有领袖魅力的人物，以国家仆人与民族救星自居，但他最关心如何维系部队的忠诚与战斗力。印度战役的主要目标也在于取得战利品与名声。[87]弗莱泽并未粉饰恐怖的德里掠夺，指出被杀的市民数字为12万，并仔细统计出印度遭到掠夺的战利品：大量的宝石与金银，1000头大象，7000匹马，10000匹骆驼，100名阉人，300名泥瓦匠，100名石匠等。[88]柯盖尔概述性地表示，尽管有这一切行径，纳第尔·沙阿几乎仍是一位无瑕的英雄人物：和士兵共患难的部队领袖，纪律严厉合理，记忆过人，并能同时处理多样事务，[89]简而言之，纳第尔·沙阿是位特殊的天才，打破了历史的既定程序，让僵滞的东方走上坦途。纳第尔·沙阿在这里带有点克伦威尔的影子，而且在这种性格刻画中，已具备征服者拿破仑的许多特质，令人讶异。纳第尔·沙阿的信徒早已对自己偶像的暴行见怪不怪，甚至表示，纳第尔·沙阿让莫卧儿大君的私人宝藏流通起来，对世界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90]他对宗教的冷淡与实际态度，以及对其官方代表的不信任，亦让他博得批评教会的启蒙人士的好感。
直到纳第尔·沙阿死后，他在欧洲的名声才转成负面。拿他和启蒙时期欧洲绝非毫无争议的英雄人物——亚历山大大帝相比，往往不利于这位波斯的僭主。[91]英国商人约纳斯·汉威（Jonas Hanway）不同于威廉·柯盖尔，虽不认识纳第尔·沙阿本人，但在1743～1744年间亲眼观察到其统治的后果，并做了详细报道，称他“是个残暴压迫的怪物”与“东方世界的灾祸”。[92]汉威并不只努力以心理学，也就是类似英雄式激情的退化，来解释纳第尔·沙阿政权陷入贪婪无度与残暴血腥的原因。他看出纳第尔·沙阿统治体系中一定会有的后果：其军事机器由于印度的战利品而变得娇弱腐败，这时成了一个永不餍足的火神，吞噬一切。纳第尔·沙阿先前的领袖魅力亦被其猜疑与无所不在的控制监视耗尽。他身为部队领袖与战略家的那种无可置疑的优点，其中还包括谨慎，并未让他成为一名明智的立法者与民事行政者。[93]
汉威的波斯悲剧图像，相当与众不同，并未神化其起因，却由于和事件保持距离，而失之简化。此外，纳第尔·沙阿后期让人想起罗马帝国暴君的暴怒猖獗，这在纳第尔·沙阿当时史官米尔札·马赫迪（Mirza Mahdi）的波斯文历史作品中也留下了见证。年轻的威廉·琼斯受丹麦国王之托，将这部作品译成法文。1765年，卡斯腾·尼布尔在舍拉子购得译本所参考的手稿，并带回丹麦。[94]根据这部年鉴，纳第尔·沙阿国王这时也被定型为怪物。琼斯写道，他身旁全是罪行与暴虐。[95]哥廷根大学教授克里斯朵夫·麦纳斯一直偏爱夸张的判决，在1795年沉迷于这个政权粗野的罪行中，大肆说着一种暴力幻想：
纳第尔·沙阿国王及其军事将领不断和只知道掠夺、破坏与残杀的粗野战士四处出击，所到之处，无论行省、城市及村庄，全是一片血腥与残破。……禽兽般的土库曼部队也从未出现像纳第尔·沙阿国王这样的可怕怪物。[96]
然而，一些具有命定观念的基督教作家可以习惯纳第尔·沙阿自视为上帝之鞭的说法[97]，为其恶行找出一定的意义。耶稣会修士约瑟夫·蒂芬塔勒认为德里这个罪恶之都，活该受到纳第尔·沙阿的惩罚：
那里（德里城）是个所有恶习、猥亵及不洁的罪恶渊薮，因而要像索多玛及蛾摩拉被硫黄火雨攻击一样，遭受战火袭击，以成河的血水灭掉不贞的地狱之火。在此，上帝需要纳第尔·沙阿国王为其愤怒之鞭，鞭打德里罪恶的居民。[98]
18世纪9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级官员——清教徒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视所有印度的伊斯兰征服者，包括纳第尔·沙阿国王，为上帝惩罚堕落的印度教徒的工具。[99]
未将纳第尔·沙阿国王丑化为亚洲的怪物，约翰·马尔科姆爵士在自己1815年的《波斯史》一书中，给予详尽的评估。熟悉部分波斯史料的马尔科姆对纳第尔·沙阿的看法，和吉本对匈奴王阿提拉的看法类似：一名迫切想以现有资源革新自己民族的爱国者。只不过阿提拉是名自尊受损的蛮人，而纳第尔·沙阿则将一个文明民族从18世纪最恶劣的蛮族统治中解放出来。[100]常被报道的征服德里的暴行，马尔科姆认为过于夸张[101]，而后期的专断统治亦情有可原；精神错乱或许可以用来解释某些事。在马尔科姆处，几乎察觉不到如汉威与1738年横越伊朗的奥特等旅行家的那种直接震撼。[102]他不断忽视他们对该国暴力与失序的见证，倒是令人吃惊。在他看来，纳第尔·沙阿的杰出成就，便是将波斯从阿富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重新唤起他们的民族自尊，纳第尔·沙阿至今受其同胞尊崇，便是其历史地位的最佳证明。[103]马尔科姆这位职业军事将领对纳第尔·沙阿可与近代欧洲重要统帅媲美的军事艺术深感佩服。马尔科姆在某些方面采用和纳第尔·沙阿同时代的欧洲人的看法，未在“我们”和怪物纳第尔·沙阿间划出文明与野蛮的界线，而是在波斯及亚洲蛮族间，也就是阿富汗人甚至包括部分娇惯的莫卧儿宫廷中堕落的印度人之间划出界线。身为一名现代革新者的纳第尔·沙阿，从自己的亚洲背景中浮现出来，打破了东方政体的永恒轮回。在他征服了部分阿富汗后，他并未进行血腥报复，而是将阿富汗人变为忠诚盟友。在印度之役中，按照亚洲历史的标准，这位征服者并不残暴，反而宽和。[104]
马尔科姆的恭维并未打消大家对纳第尔·沙阿的厌恶[105]，但他的话却比这位19世纪英国最富名望的波斯史学家的评价更具影响力。马尔科姆是由大英帝国征服者的角度出发。在滑铁卢那一年，他在纳第尔·沙阿身上见到的，并不是一位东方的拿破仑，而是有英国味的先驱者。他又如何能够彻底批评这位征服者？英国人在印度也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在当地部队中引进纪律，他们的战役也非和平性质，他们同样也强占了亚洲统治者的角色，并如埃德蒙·伯克愤怒地察觉到的那样，肆无忌惮地推翻整个次大陆的当地旧政权。从亚洲关系的架构来看，甚至是从英国列岛的社会脉络来看，东印度公司的统帅与官员正是类似纳第尔·沙阿国王这样的“战争彗星”与暴发户。不把纳第尔·沙阿视为突然冒出的基本历史鬼怪，而是一位具有领袖魅力的革新者，因而理所当然。虽然，他缺乏英国人最自豪的东西：稳定民心与征服者自我驯化的能力。
海达·阿里（Haidar Ali）：暴君与启蒙改革者
事实上，大英帝国有理由感谢纳第尔·沙阿，他摧毁了莫卧儿政权，让后来的英国能够轻易进军这块次大陆。当1757年罗伯特·克莱芙赢得普拉西战役（Plassey），揭开这个进军的序幕，纳第尔·沙阿的插曲已成过眼云烟，却令人难忘。[106]英国人可以大肆赞扬纳第尔·沙阿，反正他从未成为他们自己的军事对手。对18世纪后半叶的各个印度强权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统一的莫卧儿王朝迅速瓦解，随后出现许多新的政权。与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安定截然不同，甚至奥斯曼帝国的核心领域南亚都成了国家重新建构的实验室。帝国框架的瓦解，释放出1707年奥朗则布皇帝死后再也不受上层权力束缚的力量。[107]其中，包括旁遮普的锡克族——他们在18世纪逐步由宗教团体发展成一股政治势力，以及南印度德干（Dekkan）的马拉塔族。近代一名重要的建国者西瓦吉（Shivaji）[108]，于17世纪中期以武士与婆罗门种姓成员组织起一个新的政治精英团体，在伊斯兰的莫卧儿王朝中建立起一个敌对的印度教国家。统一王国瓦解，马拉塔族便在18世纪以松散的公社与不断变动的形式出现，对此，欧洲的政治理论无法解释，只能依靠模拟：有人觉得像是封建中古的采邑，有人甚至认为那是日耳曼部落的联盟。然而，出色的专家不得不承认，马拉塔族的体系独特，无法比拟：一种“蛮族式的”，有时候却是相当成功的组织形式。[109]马拉塔族发展成为英国人最强大的军事对手。1803年，他们被彻底击败，1818年，其国家剩余部分瓦解。
在印度的各邦中，海达·阿里与儿子提普苏丹统治下的迈索尔邦，在欧洲最受瞩目。1767年至1799年间，英国人和迈索尔邦四度开战。1767年至1769年，海达危及英国的殖民都会马德拉斯，缔结了对他有利的和平协议。1780年至1784年的第二次迈索尔战争中，和法国人结盟的迈索尔多次击败英国人，俘虏许多英国人。1784年，迈索尔势如中天，成为南印度最强大的国家。1789年，提普苏丹攻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盟友特拉凡哥尔王公，因而1790年初，英国人觉得有必要进行强力反击。1792年，英国人才赢得第三次迈索尔战争。提普失去大片领土，并需支付高额战争赔款，他将两个儿子质押给英国东印度公司，以维持和平协议。1799年，一小撮法国援助部队来到迈索尔后，韦尔斯利勋爵这位大英帝国在印度最具侵略性的总督，视之为绝佳的开战理由，摧毁了迈索尔的苏丹政权。提普在捍卫首府斯里兰加帕塔那（Srirangapattana）时身亡。[110]
不同于纳第尔·沙阿国王的例子，欧洲人在这里扮演着戏剧事件的旁观者角色，和迈索尔邦的冲突，成了英国大肆鼓吹战争的借口。双方血腥交战的第三次，尤其是第四次迈索尔战争，在英国群众眼中成了阴森的亚洲暴政和善良政权间的搏斗。在现场报道、当代历史作品、舞台与绘画中，海达和提普不仅成为自由英国民众甚至也成了他们自己人民的头号敌人。早期英国在印度的战争少被意识形态化，多半顾及其合法性，偷偷进行，但第四次迈索尔战争再也没有引起任何批评。摧毁苏丹政权，被视为光荣的民族事迹：不是征服（其实就是），而是将迈索尔人从伊斯兰暴政下解放出来。提普之死，成了正义的胜利。[111]
18世纪90年代初，对英国人而言，迈索尔是继革命的法国后，帝国的第二号敌人。相关图像都是敌视图像。看一下对这个南印度国家崛起的评价甚为有趣。海达·阿里作为一名嗜血暴君的负面图像是在其1782年死后，于第二次迈索尔战争中英国战俘报道自己被惨无人道对待时出现的。[112]英国人被迫接受无以复加的待遇：改信伊斯兰。[113]与此相对，有个有利于海达的图像。海达在世时，他最早的一名传记作家梅斯特·德·拉·图尔（Maistre de la Tour）表示，海达是印度继纳第尔·沙阿国王后最知名的征服者，但在天赋及文明贡献上胜过后者甚多。[114]这位带有强烈反英情结的法国人描述了海达的生活与其宫廷的状况。在印度表现专制的，并非海达，而是指控他专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15]
弗朗西斯·罗伯森（Francis Robson）立刻反驳他。他在印度待了20年，确信自己出席了英国人和迈索尔间的多数接触场合。罗伯森并未采用几年后反提普宣传时的那种过度修辞。他突出海达的残暴（不过，并不比其他印度统治者严重许多），却无法完全掩饰对他的敬重：在海达于1761年至1763年间成为许多地方王公的共主，并在后来几年将强大的邻居马拉塔族逐出迈索尔后[116]，长久未见的和平与适度的繁荣又出现在印度地区。也只有这种民事建设政策，才能促成海达在短期内组成一支精锐部队。[117]尽管他的最高目标是“彻底消灭印度半岛上所有的欧洲人”，罗伯森也不想过度怪罪这位君主。[118]
威廉·富拉腾上校赞同埃德蒙·伯克及其对英国在印度扩张政策的批评，以（更为）正面的笔触描述海达·阿里。他称颂海达依循欧洲原则，靠欧洲特别是法国顾问之助所建立起来的军队，并描述海达在1769年至1780年承平时期以彼得大帝般的雄心与毅力，将其国家建设成一模范国度：
在他出色的统治下，他的国度达到至今印度统治者未曾经历过的完美。各地的农夫与工匠生活富庶，农地增加，新的作坊成立，王国中一片繁荣。[119]
海达打击马虎行事与贪污，自行处理各种细节，不断监控，并让人为他朗读文件（他是文盲），随时接见民众。[120]换句话说，海达是位透过篡夺，而以新人身份取得权力的军事独裁者，类似纳第尔·沙阿国王，但不同于他的是，海达亦是位改革者与杰出的民事管理者。富拉腾重复一些梅斯特·德·拉·图尔即已提过的故事，并不清楚他的叙述是否根据亲身见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莫卧儿皇帝阿克巴以来，首次以欧洲启蒙专制代表者而非东方独裁者类型的方式来描述一名印度统治者。
1801年，孜孜不倦编纂海外信息的马提亚斯·克里斯蒂安·斯普林格，即我们所知的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的女婿与同事，在哈勒处理到这个题材。十年前，他已出版主要根据英国官方出版品编纂出来的丰富的马拉塔族历史。他对马拉塔族由一“粗野且掠夺成性的山区民族”，戏剧性崛起成为继英国后在印度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感兴趣。[121]史料状况尚未容许他勾勒出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社会的图像，但他已能够指出马拉塔族成功的条件：西瓦吉有远见的建国成就；系统地维持骑兵部队并完备骑兵战术；从欧洲佣兵与宿敌莫卧儿人身上学习，将掠夺发展成为生活方式；最后是敌视奢华与排场，坚守古老习俗。
马拉塔族仿佛以一个民族来呈现“历史的基本力量”，而海达·阿里则以领袖人物的身份体现之。迈索尔的命运也“为我们指出一般印度革命的绝佳图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地方可以迅速崛起成为强国”。[122]正如纳第尔·沙阿国王，海达也以“强盗”或单纯部队领袖身份效命于一名在1761年被他通过政变夺权、暂时当成傀儡的君主，就此开始自己的统治。不同于纳第尔·沙阿，这个军阀成为一名明智的立法者，发现推动经济的重要性，并取得重大成就。[123]并非海达自己的不足，而是其强邻马拉塔族与英国人的侵略性和妒忌限制了他。不同于英国与法国论及迈索尔的作者，斯普林格身处殖民争执与国际对立之外，只要在他的英国史料容许的情况下，他就试着由内部，也就是从海达与提普的角度来描述迈索尔的历史，没有任何引人争论的夸大。提普的表现比父亲差：自大、好战的穆斯林，排斥许多他的印度教臣民，最后削弱了自己的地位。[124]
在斯里兰加帕塔那被毁灭10年后，海达与提普治下的迈索尔的历史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史学家——马克·威尔克斯上校（Colonel Mark Wilks）。他在迈索尔生活了7年之久，深入研究马拉塔语与波斯文手稿、铭文、钱币及其他史料。[125]威尔克斯放弃胜利者的姿态。受到爱德华·吉本崇高的语气影响，他以怀古的感情回溯迈索尔这个伊斯兰国家的兴衰。他的海达·阿里肖像并未避讳其残暴与口是心非，但也认为英国人与一般的印度公侯在这两点上并不逊于他。在威尔克斯笔下——显然比在哈勒研究室中的斯普林格掌握更多信息——海达的统治优点无所不在：第二位更加成熟的纳第尔·沙阿国王；一名爱国的军事领袖，其战役多为防御性，而非攻击性；一个进步成为农业、贸易与手工业推动者的强盗。海达的“历史的基本力量”源自其不属于正统朝代兴替的出身。他的现代化政策受到欧洲影响，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建国范例。他有可能成为全印度的彼得大帝，要不是有个在治国及战争艺术与知识上胜过所有印度民族的民族出现的话，正如詹姆斯·密尔1817年以历史哲学的角度所解释的那样。[126]尽管有史学家马尔科姆的技艺，纳第尔·沙阿嗜血怪物的名声仍无法去除；反之，英国的宣传攻势则需全力抹黑海达与提普，尤其是考虑到海达几乎没有亚洲政治上那种蛮族老调。正是这一点，让他令人疑惧，感到危险：一名当地的现代化人士，如同几十年后埃及的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可能会让欧洲殖民开化的使命丧失先决条件与借口。
火山政策的现代化
阅读耶稣会传教士在17世纪前40年与1690年至1760年间由中国送回欧洲的报道，会有一种静止永恒的印象。这个图像对整个亚洲与欧洲的亚洲意识来说，并不典型。相反，亚洲比较是个政治动乱的大陆，用当代的话来说，是“革命”，就连中国都不能幸免。在1644年清军攻占首都北京与大约40年后的王朝和平盛世之间，这里上演着暴力程度胜过英国革命甚多的事件，和三十年战争不相上下。欧洲人清楚知道这一点。
1644年及之后的结果：这里——正如亚洲历史中所常见的——似乎再次爆发原始的“历史的基本力量”，如黑格尔所言，一种被释放出来、近似自然力的力量，朝文明中心烧燎而去。欧洲作者十分看重这种草原与农地、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流动与稳定的对比。没错，毫无疑问，这涉及世界史的一种基本差异。不过，在近代欧洲的亚洲文献中，这种关系未像后来那么明显，特别是在19世纪对立的思维方式与文献中，没人清楚拥护“文明”，抵制“野蛮”。这可从对中世纪两位重要的建国人物——成吉思汗与帖木儿的矛盾评价中看出。直到19世纪初期两人在约翰·马尔科姆爵士这样著名的作者笔下，都还未被清楚定型为“亚洲式残暴”的化身。他们的立法成就与政策中鲜明的目标理性，同样受到推崇。
在18世纪的亚洲，主要是僭主与彗星般崛起的军阀在表现，类似欧洲某些人物，如华伦斯坦（Wallenstein）[127]、克伦威尔与后来的拿破仑，引起人们相应的兴趣。他们证明了亚洲的政治火山绝未熄灭。波斯的纳第尔·沙阿国王是位国际知名人士，黑格尔概念中的世界史中有潜力的人物，有可能成为伊朗的彼得大帝。欧洲的观察家以记者般的好奇追踪他的生涯。后来出了什么事？纳第尔·沙阿的政权堕落成为亚洲现代史上最可怕的暴政之一，为道德腐败与纯战争政权的毁灭机制提供了清楚的教育范例。
迈索尔邦的海达·阿里苏丹并非那么可怕的人物，也不是一位民族领袖，只是一名重要的印度地方公侯。海达在全欧洲备受重视，其知名度不仅仅局限于和他直接冲突的英国，因为他似乎体现了一个对亚洲来说新的历史原则：坚定地将国家现代化，正好和旧式及堕落的“东方专制君主”相反。海达似乎是第一位发现必须用欧洲自己的方法与武器来击退欧洲侵略者的亚洲政治领袖。正是这一点，让他和他较为短视的儿子提普苏丹成为正在崛起的大英帝国特别危险的对手。迈索尔的试验完全失败，但海达·阿里并未完全失去其征服者对他的敬重。“历史的基本力量”的政治爆发力，在他身上转化为在旧王朝的废墟上重新建国的力量。帖木儿或纳第尔·沙阿国王骇人的战争风暴，已然变成了亚洲默默借改革来进行的抵抗，尽管起先这只是蛛丝马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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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野人与蛮族
在18世纪的欧洲人眼中，“历史的基本力量”是种“野蛮”力量。它是由外部侵入文明世界并摧毁文明世界的非文明。有些时候，其历史使命也可以是透过原始自然的纯朴，将文明从奢华与冷漠中解放出来。蛮族同时具有两种身份：既是“精致”的摧毁者，亦是“过度雕琢”的复仇女神。于最理想状况下，一些心向文明的蛮族发挥净化作用之后，进而吸收被征服者的文化，于是在那些地区形成了新的综合体。对许多人来说，中国的魅力即在此。“野蛮的”满族人在康熙皇帝统治下，将中国文明推向新的高峰。出于同一原因，康熙在欧洲人眼里成了亚洲最受瞩目的君主：身为和平皇帝的蛮族国王。[1]就像吉本笔下的哥特人泰奥德里希（Theoderich）[2][3]，对康熙的崇拜者来说，他是理想君主的化身：一名改过自新的蛮人。
并非所有的“蛮族”都具有“历史的基本力量”效应。多数蛮族早已不是世界史运动的主体，在政治上变得无关紧要，也可轻易地将他们像“野人”一样当成民族志观察的客体。只要在政治与军事上不用再去惧怕他们，便可将这些“异类”留给民族志与人种学。对亚洲而言，这个过程在18世纪展开。
失落的野人
如古代作家的描述，期待在亚洲见到人兽合体怪物的那个时代，约于17世纪中期即已一去不返。欧洲启蒙时代的亚洲论述充满幻想和期待，但没有过去那种想象。对启蒙时代的人来说，相同的自然法则放诸四海皆准。在亚洲有许多可能令欧洲人伤脑筋的东西，印度圣人的苦行看起来便难以理解。不过，欧洲的知识阶层中，没人相信有一个打破物理法则的奇异之国存在。18世纪初，安东尼·加兰德翻译了《一千零一夜》，以文学为欧洲创造出一个奇妙迷人、不可思议的亚洲，其中既充满自然精灵和飞天神毯，又存在着暴戾之气与荒淫无度。这个亚洲起先被威廉·贝克福特（William Beckford）的小说《瓦席克：一则阿拉伯故事》（Vathek：An Arabian Tale，1786），而后被浪漫主义当成素材与场景重新发现，并大量增添恐怖的成分。如拜伦、柯勒律治（Coleridge）、普希金、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泰奥菲·戈蒂叶（Théophil Gautier）、托马斯·莫尔及托马斯·德·昆西等诗人透过阅读游记，借以刺激自己的想象力。[4]虚构的与被当真的亚洲世界纠缠甚密，但多数的同时代人——不只是在作品中添上游记参考注脚的诗人——认为两者可以分开。
当想象之物在亚洲被去魔化以后，那么至少还有“野人”：不是兽人，而是还未接触现代文明的人类，不管那是令其升华，还是堕落——依观者自己的哲学角度而定。高贵的野人是在美洲被发现的，18世纪60年代又在南太平洋见到。自然人的神话在加拿大的森林与太平洋的岛屿上演。[5]欧洲早已驯服野性，就连发现野马都会让人大惊小怪。[6]亚洲大型王朝的外围，则还保有这种“野蛮的”社会状态。
每个亚洲高等文化都有自己对野蛮的看法，也往往和欧洲观察家的评价吻合。像中国的耶稣会教士报道镇压中国南部山区少数民族的皇室战役时，便完全透过自视为所有文明中心的皇室的角度。[7]台湾岛上非汉族居民与藩属国东京（北圻）野蛮的山地部落，都被视为野人。[8]1822年6月，英国使节约翰·克劳福德医生检查了一位其暹罗东道主介绍给他的佧族成员：
今天他们带来一位佧族的野人。这些人住在老挝和柬埔寨之间的山区，保有他们原始的独立。暹罗人只要一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地猎捕他们。结果，在首府中，他们多数成为奴隶。我的访客大约3年前被抓，脸孔和越南人的差异甚大。……他的智力水平比我预期的高很多。[9]
这位旅行家在越南见到邻近的柬埔寨人被视为蛮族，而在缅甸，卡伦族（Karen）被当成野人。[10]夏尔丹已经报道过，波斯人视邻近的莫斯科公国人及鞑靼人为蛮族。[11]几乎所有从欧洲角度被视为蛮族的人，都有自己的蛮族可以轻视。
关于欧洲边缘也有远离文明教化的民族这一点，各界看法倒是一致：拉普兰人、阿尔巴尼亚人、爱尔兰人、高地苏格兰人与一些其他民族。1813年，当俄国军队连同其鞑靼与高加索军团进入巴黎时，这里已许久未曾经历令人讶异惊恐的事了。特别是在高加索人身上，可以发现对野性的矛盾感情。他们只有一小部分成为沙皇的臣民与辅助部队。多数高加索山区民族抵抗逐步进逼的沙皇政权，以保有自由，却被说成“不懂宗教与法律、风俗粗鄙、强盗的成分多于窃贼、虚伪、狡猾，对自己及他人都不忠实”。[12]一名西方访客写道，在“掠夺上”，车臣人“最为出色”。[13]似乎只有在高加索这里，“拳头法则”主宰着一个无法无天的恐怖社会。不过，细心的观察家发现，好客或血亲复仇等习俗，可以当成类似稳固的社会机构的对应物来运作。[14]
18世纪时，最为野性的代表应是火地岛的住民、新西兰人与世纪末的大洋洲原住民及南非的布须曼人（Buschmann）。这种极端远离文化的情况，在亚洲甚为少见，最明显的证据便是少有人类学的报道来描绘最激烈的远离文化现象。绝不拒绝耸人听闻事件的威廉·丹皮尔保证，在自己13年航行世界的经历中，从未见过任何食人者。[15]在17世纪所有浩瀚的亚洲文献中，根据顶尖行家的说法，只有两位作者表示亲眼见过吃人行径，两个例子都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安汶岛。[16]到了18世纪，几乎就不再有这类记述，偶尔会提到因为饥饿而吃人，像18世纪60年代印度的巴特那（Patna）。[17]吉本很高兴能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基督教骑士，而不是亚洲人，描述成中古几乎最会吃人的人。[18]威廉·马斯登在其《苏门答腊史》中确认巴塔（巴塔克）族的文明程度已达穿花色织布、演奏管弦音乐及熟练操作滑膛枪，却仍崇尚一种吃人仪式。不过，这并非他亲眼所见，而是根据一份记载传统的文献所得出的结论，并且之后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这一结论。[19]1820年，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在彻底研究后报道说，在巴塔族中吃掉无法工作的老人是种习俗，这时因文明进步已遭废止。不过，他依然不太敢相信这个习俗真的消失了，预先写信给女友索美塞特女公爵夏洛特说：“……我决定带莱佛士女士一同前往内地，在巴塔族处待上一或两个月。如果没有听到我们的任何消息，那您便可以推测我们被吃掉了。”[20]斯坦福爵士和索菲亚女士毫发无伤地回来，但带回了惊人的传闻——有关巴塔族法律上的吃人行径，在承平时期每年要牺牲掉50～60名被判刑者。基本上，莱佛士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比欧洲近来的公开体罚差，也相信这种情况会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发生变化。[21]
写过两本关于缅甸详尽报道的迈克尔·西莫斯船长有份关于极端粗野的亚洲民族的少见描述。1795年春，在他受英国加尔各答东印度公司所托的第一次缅甸任务中，西莫斯和同伴造访了孟加拉国湾的安达曼群岛。他们沿着这里的海岸，遇见为数超过2000的人口，“一种退化的黑人、头发卷曲、鼻子扁平、嘴唇厚大”。[22]这些人完全赤裸，住在简单无比的树屋，几乎只靠渔猎维生，罩着一种被太阳晒硬的泥片以避开昆虫。西莫斯对这种半人类的原始状态感到吃惊，但称赞安达曼人的美德：他们未让外人诱去酗酒，被捕时，总努力争取他们原有的自由，并举行一种祭拜日月的仪式——在他看来是“未开化的人类最纯粹的虔诚形式”。[23]西莫斯这位谨慎的观察家，认为在没有明显的证据下将这些人归为食人族，过于草率，而且也无法澄清他们是否相信来世。他语带保留地陈述他的惊愕，没有过度的憎恶；反之，在他笔下也没有任何美化这种自然人的迹象。当西莫斯发现不利的动植物生态与缺乏烹饪器具导致慢性营养不良时，便可看出他是位从现实角度观察事物的人。简言之，这位有教养的英国军官可谓今日民族学所谓文化物质论（cultural materialism）或文化生态学的早期代表之一。
除了显得穷困的安达曼人外，亚洲的游记作家无法满足18世纪末对货真价实的野性的渴望。只有比南太平洋岛民更难接近的堪察加半岛住民才具备这种资格，因而他们仿佛成了北方的塔希提岛人。在大北方探险队远征之际，两名当代最为勇敢的旅行家造访并描述了他们：一位是年轻的俄国人斯迪潘·克拉森宁尼可夫，他在1737年9月至1741年6月考察了沙俄帝国最东端的堪察加半岛；另一位是格奥尔格·威廉·斯特勒，他于1740年9月抵达这个半岛，1745年3月才又离开。
关于“野蛮”民族的特质，自16世纪中期便开始激烈讨论。一般的答案是，简单说来，他们缺乏三样东西：法律、宗教与习俗。[24]讨论基础约莫停留在此，直到1748年后，孟德斯鸠、卢梭与弗格森勾画出一种突出分工与技术问题的社会学观念。尚未接触这类思想的克拉森宁尼可夫，则运用一种具体的标准，来确定自己是否在和野人打交道，即从未密切接触过欧洲人的人为野人，可从他们不知道酒与烟草上看出。[25]这一点适用于多数堪察加人身上：
堪察加的当地人就像该地一样蛮荒。一些人没有固定的住处，而和他们的驯鹿群一起由一地迁徙到另一地。……他们的性情与爱好显得粗野，完全不知道各种知识与宗教。[26]
克拉森宁尼可夫详尽的民族志，强调亚洲和欧洲的对比。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个极端，有个完美的对应文化。欧洲人和堪察加人［精确来说是伊捷尔缅人（Itelmenen）］的相同之处，只是双方都自认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类。伊捷尔缅人的时间感和欧洲人完全不同。他们不知道土地私有制，土地在那里甚多。他们与邻近民族的贸易，多半是一种仪式上的礼物交换，并非用来致富，只是用来取得必需品。他们的善恶观念完全是功利主义倾向，不具道德意味：“他们认为满足他们的期待与欲望的东西，都是合理与好的，而让他们陷入危险，甚至毁灭的东西，则是邪恶的。”[27]离婚十分简单，他们并不看重婚前的贞操。他们的死者用来喂狗——对于狗是最珍贵财产的社会来说，这并不令人吃惊：“在这里被狗吃的人，在另一个世界会驾驭更好的狗。”[28]他们最大的娱乐，便是无所事事。他们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打猎、捕鱼及工作。他们完全活在当下，对过去与未来不感兴趣。“他们没有财富、名声与荣誉的概念，因此，也不知道贪婪、骄傲与虚荣。”[29]
观察更加仔细的斯特勒，为堪察加半岛上热爱生活、没有物质欲望的伊捷尔缅人勾勒出类似的图像，他们甚至懂得以他们的音乐才能鼓舞这位巴赫与亨德尔的同时代人：
用完餐后，他们唱歌取乐。我们可以老实说，这个快乐的民族特别有音乐气质，他们的歌曲让人惊讶，一点也不粗野，而是旋律悠扬，符合音乐规则，节奏及装饰奏乐段动人，绝对不会让人想到是出自这个民族。如果把奥兰多·拉索斯的伟大清唱曲拿来对比……那种艺术以外的舒适感就比伊捷尔缅人的歌曲差多了，他们不只独唱，也懂得互相用声音伴唱。[30]
他们在性方面完全没有顾忌，也让他们来自文明地区的访客，在不发达的货币经济条件下适应当地自由：
前来堪察加没有女人，或没有和女性相知生活在一起的人，会被迫就范。如果不同房共枕来支付费用，那就没人为他洗衣、缝纫、侍候，或为他尽任何义务。[31]
在环游世界的布干维尔兴奋地告知欧洲“塔希提岛”这个人间天堂近20年前，斯特勒和克拉森宁尼可夫便已描述出一个前文明团体的纯真幸福。不过，第一印象并不准。布干维尔在南太平洋及之前在火地岛的“野蛮”住民身上注意到的那种没有阶层的原始民主，是其他人也已在北美一些印第安部落处观察到的。[32]克拉森宁尼可夫有类似观察：
（堪察加的）住民曾经无拘无束生活着，没有任何领袖，不用服从任何法律，不用支付任何税额。只有老人及表现勇敢的人会在村子中受到敬重，但无人有权力颁布命令或处罚别人。[33]
不过，这段日子早已过去。当研究旅行者来到半岛上时，哥萨克人在1697年血腥征服中所留下的痕迹已无法忽视。堪察加的一大部分成了受俄国剥削的殖民地，而沙皇除了紫貂皮外，对这里不感兴趣。[34]斯特勒和他的俄国友人已经看出，关于伊捷尔缅人真正的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再陈述的。1740年左右，他们变得好战；他们的氏族与村落相互争斗到彻底灭绝。情况一直如此吗？这是一种民族性格，还是俄国入侵后，各种社会关系转为残暴的结果？[35]这些访客无法回答。他们不得不承认，没有外人能真正造访“原始的”伊捷尔缅人。斯特勒笼统抱怨道，“剥夺掉原始的自由，对我们的兴趣与习俗影响甚大”，并以堪察加半岛上的情况为例指出：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堪察加在短期内变化甚大，情况比以前恶化许多。伊捷尔缅人和哥萨克人交往愈多，住得离寨城[36]更近，愈喜爱哥萨克及俄国人的新习俗，也就愈会欺骗、撒谎、阴险及虚伪；愈保持距离，反而还能在他们之中见到原始的诚实与美德。[37]
他关于原始人的梦想在其勘察南太平洋开始之前便已在亚洲破灭。当西欧知悉这份不具幻想的堪察加报道时——克拉森宁尼可夫的于1764年译成英文，斯特勒的于1774年译成德文——至少可以让仔细的读者注意到两点：一是，在民族学的实际情况中，无法清楚区分出“高贵”与“不高贵”的野人；二是，“异族”的真实情况往往在接触之际变得模糊。只有少数欧洲知识分子追随文明批评者卢梭的脚步，将乌托邦的期望投射在理想化的自然人身上。最常见的问题，便是野人如何成了蛮族。[38]
四种野蛮
18世纪，欧洲人不同于自己的社会的看法仍受到古代民族学概念的制约。许多近代理解异族的形式，希腊人早已想到：文明与其对立面的二元对比，文明的比较描述，气候及其他环境条件导致的生物学及文化上的差异，文化形成与演进的理论。[39]在其他文明中，如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也发展出个别相当类似的分类、解释与实际处理异族的方式。许多欧洲以外的语言中，具有和欧洲“野蛮”含义相应的价值标示。在标示异族的目录中，蛮族与野蛮的说法在18世纪的欧洲最常被使用到。随着时间演进，这种说法的含义变得相当模糊，因此从语源学上追溯其希腊文的用法，或试着做出一个过得去的精确定义，都没太大成效。在启蒙时代，并没有通用的蛮族概念。
第一，“野蛮”（Barbarei，Barbarie，Barbary）一词用来通称北非的“柏柏尔地区”（Berberland）。[40]由于当地掠夺人的海盗是地中海地区最可怕的和平破坏者，他们粗野的行径很快引起联想。第二，各种非人道的残酷行径被视为“野蛮”，不管犯下这种恶行的是欧洲人，还是非欧洲人。说欧洲人野蛮，意味着揭穿他们自视甚高的行径是种伪善。因此，真正的蛮人行为野蛮，便成了大家心知肚明的前提与最后的判断标准。当亚历山大·冯·洪堡认为欧洲人“在自己国家以外的行径，如同土耳其人一样野蛮，甚至更糟，因为他们更加狂热”[41]时，他重复了早期西班牙殖民批评者［如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惯用的语言。1762年，尤斯蒂问道，有没有比今日欧洲一般战争更严重的野蛮行径？并且，如果有的话，他要求他的读者要对此感到愤怒，而不是对海外食人族所谓的恶行愤怒。[42]类似奥斯曼入侵塞浦路斯的暴行，令哈默-普格斯塔想起“各个时代”的野蛮行径。对于恐怖伊凡、胡格诺战争、“圣巴托罗缪之夜”及俄国人在1573年攻占爱沙尼亚与芬兰温特斯坦（Winterstein）要塞的恐怖事件，他说：“如果这些发生在法国与芬兰，那和土耳其发生的事又有何不同？”[43]当吉本指出十字军和穆斯林（他比较同情后者）互相称呼对方为蛮人时，相对而言，便不把野蛮的指控看得那么严重。[44]
第三，“野蛮”的用法出现在一种集体生活方式并不文明之处。这不必涵盖相当残暴的行径，蛮人可能也是活脱的天才或无害的笨蛋。在此，野蛮是文明的对立概念，更明确地说，是种负面的概念。蛮族是无法分享帝国中心文化当然性的人——包括语言、宗教、法律观、社交方式。不过，非文明人概念下的野蛮，也可能是在王朝与高等文化历史循环中的退化阶段：如启蒙时期眼中的欧洲中古时期（特别是7世纪、11世纪及14世纪）。[45]伏尔泰与吉本特别爱指出文明历史中的再野蛮化。[46]
关于将异族标示为“野蛮”，可以不断争论下去。譬如，可以开玩笑说，蛮人便是觉得想要吃掉一个耶稣会修士的人。[47]在这些争论中，混杂着武断的区分标准、旧有的格式与新的经验。欧洲没人想将日本人视为“蛮族”。日本是亚洲唯一和欧洲文明不同，而一直受到认可的国家。至于中国，意见便已不一，即便认为中国野蛮的声音在当时只占少数。相反，对土耳其人便非如此，欧洲人看中的是他们的军事力量，而非佩服他们的文化，就算他们忠实的拥护者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亦视奥国和奥斯曼帝国间的冲突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冲突。[48]至少，这在17世纪是如此；自1700年起，他注意到严厉的土耳其风俗有一定程度的软化。[49]至于波斯人，自希罗多德起，便被视为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他们在16世纪及17世纪早期的政治中兴，似乎证实了这种评价。不过，18世纪的混乱情况，则令人质疑这一点。波斯似乎是唯一一个霍布斯自然状态——和一切搏斗——在当代实现的亚洲国家。许多提到亚洲民族野蛮的人，承认这个概念过于粗糙，无法掌握细节与变化。哈默-普格斯塔便认为，是否应该将在成吉思汗成为立法者与建国者之前的原始野蛮状态的蒙古人与之后似乎被组织起来的野蛮状态的蒙古人区分开来？[50]
第四，在18世纪，作为一种负面状态的野蛮观逐渐被作为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野蛮概念所取代。阶段理论古代已有，但在19世纪所谓进化论中，人们取得了详细的版本。在17与18世纪，这个理论和当时一些思想上极具争议的问题结合：关于圣经与其纪元和甚至可能远溯至亚当之前的异端民族历史的关系，如中国人、埃及人与迦勒底人（Chaldäer）；关于宗教观念的发展，特别是关于一神论形成的问题；关于语言起源的问题；关于由人类原始状态建构社会关系、社会不公与统治威望的问题。几乎在回答这类问题的所有理论当中，某一个“野蛮”阶段都扮演了某种角色。不过，其所指称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18世纪的时候，有一种观念已逐渐消失，即人类历史之初有过一个黄金时代，随后出现了各个野蛮时期。这种观念只保留在让-雅克·卢梭重新陈述的原始主义传统与早期社会具有强烈艺术才能的概念中，表现于匿名的民族诗篇及像荷马或凯尔特宫廷诗人奥西恩（Ossian）［后来发现他是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杜撰出来的］等人物中。[51]早期文化全盛时期与之后作为人类发展结果的堕落的观念——这种观念还用在个别的文明中——被人类由“开始的粗野崛起成为完美的文明”的理论取代。[52]
这些理论以两种方式呈现出来。[53]一方面，人们可以将从野蛮到文明、从自然状态到文化状态的过渡，视为一种自觉的机制：不管是透过明智的立法者，还是透过参与者间契约似的认可。另一方面，可以想象成一系列阶段逐步进展的方式。在16世纪讨论美洲新发现的印第安人的神圣与世俗定位的思想家中，“蛮族”是错过了发展的人类[54]；在18世纪晚期，大家基本上都认为他们有进步的潜力。在情况许可下，蛮族自己可以脱离他们的成见；此外，他们是可教育的。为何一个特定的民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处于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需要分别依据实地经验进行特别的研究。
在18世纪后半叶，“野蛮”多半被视为紧随自然的野性阶段后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另外，孟德斯鸠多将蛮族概念用于欧洲中古早期，而不是欧洲以外的文化中。他也将野人与蛮族区分开来：在他看来，野人以分散的小型团体或群体生活着，而蛮族则构成大型的政治结盟；一个多半是采集者，另一个是牧人。他一边以西伯利亚的民族为例，同时还以暂时能够建立王朝的蒙古人为例。[55]亚当·弗格森则视私有财产制为最重要的区分标准：野人不懂这一点；蛮族事实上知道，即便不像在进步的社会状态中那样受到法律保障。在蛮族处，第一阶段相对地过渡到形成明显的权力层级靠着不断的斗争来巩固与改变。[56]
这种介于野性与文明阶段间的野蛮概念，是描述性的，不带价值判断，比被视为非文明的单纯野蛮理念更丰富。不过，孟德斯鸠与弗格森已不太碰触这个概念，当时另一位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亚当·斯密则完全舍弃不用，反而精确区分出人类主要的维生方式：狩猎、畜牧、农耕、贸易与工业。社会学的野蛮阶段概念，于是成为一种粗糙无比的工具，但依然涵盖了全世界所有前现代的高等文化。19世纪时，这个概念只出现在后来的阶段理论者[57]及一些民族学进化论中。在19世纪30年代，这个社会发展普遍理论脉络中的类别，已演化成一个十分狭隘的定义：“蛮族”成了处于转型为定居、开始建构制度之过程中的游牧民族，以及没有文字与高等艺术、只具备“公民社会与国家体制之雏形”的农业民族。这个定义适用于多数非洲黑人、一些马来人种及不同的亚洲山区民族身上。[58]此时，蛮族概念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地方，而那里现在成为有人探索19世纪时的首选对象：有关“欧洲受到自己心中魔障威胁”的神话。
世界屋脊
亚洲当代住民中，没有人像在鞑靼地区的人那样符合18世纪的“蛮族”图像。不像竞争对手沙漠阿拉伯人，鞑靼人不只符合一种超脱原始粗野的动荡生活方式的标准，也体现出不久前才缓和下来的“历史的基本力量”。似乎从西徐亚人、匈奴人到土耳其人、蒙古人，再到于三十年战争时代征服中国的满族人等所有历史上的上帝之鞭，都来自那个“亚洲内陆的可怕大地”。[59]1788年，威廉·琼斯爵士还提及那个“北方群众的大蜂窝，战无不胜兵团的苗圃”。[60]换句话说，鞑靼地区是
民族的大温床，无数的蛮族在不同时期由这里涌入地球上的开化地区。[61]
在中古后期，“鞑靼”已是最著名的蛮族。[62]不像既以贝都因人身份住在沙漠，同时又拥有精致城市文化的阿拉伯人，鞑靼人似乎毫无例外地保留着俭朴的生活水平。[63]最西边的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与诺盖鞑靼人（Nogaitataren），住在欧洲。正如1820年让人微感惊讶那样，他们成了欧洲最野蛮的民族。[64]想要好好侮辱别人，便称他为鞑靼人。伏尔泰以此称呼印度的英国人，夏托布里昂则不断用来指称土耳其人。[65]
鞑靼地区位于何处？中古的亚洲旅行者尚能有个明确目标。蒙古大汗在哈拉和林的宫廷，在13世纪前半叶不只是内亚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古世界的权力中心。[66]在蒙古的王朝瓦解，中国在明朝治下（1368-1644）再度强盛，及16世纪末俄国开始向东扩张后，内亚在西方人眼中成了帝国之间的一个无人地带：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漫游着成群没有国家联系的游牧战士。
17世纪时，人们采纳了西鞑靼人（蒙古人）及东鞑靼人（满族人）的分法。不过，鞑靼地区似乎不只涵盖这两个民族的生活空间。正是这个地区模糊的边界，在一个领土国家巩固国界的时代，打开了异国想象的机会。英国地理学家理察德·布洛姆（Richard Blome）认为鞑靼地区介于伏尔加河和中国之间，南达里海，北至北极冰海，并在1670年提及这个地区的住民：
他们非常粗鄙、野蛮，有仇必报，绝不饶恕敌人，食之以为报复，但先放血做酒，以供宴饮。[67]
这在当时已是一种相当无稽的想象，并非因为扭曲的游记，相反，是因为缺乏中世纪以后的报道。但新的信息很快即已出现。尼可拉斯·卫特森与皮埃尔·亚弗瑞（Pierre Avril）各自在1692年将17世纪有关北亚及内亚的零散知识收集起来。18世纪30年代[68]，俄国新的跨中国之旅报道公布，还加上了瑞典战俘有关自己对西伯利亚印象的描述。[69]1735年，让-巴蒂斯特·杜赫德根据热尔比永神父的旅行与研究，将其中国百科第四册几乎全部用来描述这时已经归属清帝国的蒙古。[70]随着丹尼尔·哥特利伯·梅塞施密特1720年至1727年的旅行，俄国展开鞑靼研究，之后发展成为大北方探险队。[71]
亲眼所见导致鞑靼的图像不再那般戏剧化。“我们认为，”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1733年写道，“他们相当平易近人，我们过去所害怕的鞑靼人，现在完全是另一模样。”[72]不过，彻底厘清民族志还需要时间。自普林尼（Plinius）[73]以降，鞑靼地区住着“无数民族”[74]是文献上的习惯说法。不过，他们是谁，和非鞑靼人的区别在哪里，依然不明。如果使用最为广义的鞑靼概念，那蒙古治下（元朝，1279—1368）与满族治下（清朝，1644年起）的中国都成了鞑靼历史的一部分。[75]有时西藏会被列入，有时不会。卫特森1690年的鞑靼地区地图，首次让此区有了一定的精确程度；1706年，德利尔的地图超越了他，后来又被1735年当维尔的地图所取代。这些地图并未画出清楚的界线。不过，“大鞑靼地区”为介于东经五十七度及一百六十度与北纬三十七度及五十五度间的说法，至少能受认可。[76]
1730年，被俘后关在俄国的瑞典船长塔贝特——后来以约翰·菲利普·冯·斯塔伦伯格（Philipp Johann von Strahlenberg）之名被封为贵族，便已批评欧洲人不太愿意在“亚洲腹地”（他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之一）的各个民族之间做出区分。他发现一种对称的笼统做法：
亚洲腹地的住民今天称呼我们欧洲人也是一样，并不区分我们欧洲民族，而是一直称呼我们为法兰格人或法兰克人，不管我们是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瑞典人、英国人，还是荷兰人。[77]
1768年，西伯利亚研究者约翰·艾伯哈德·费舍尔抱怨得对，“当欧洲人提到鞑靼人，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谁”。[78]这种批评起不了什么作用。约在18世纪末，虽然将亚洲中央所有住民视为鞑靼人的做法不再吸引人，但排除蒙古人与满族人之后的狭义鞑靼人概念，变得更加普遍。[79]然而，这个概念还是不够精细，以致1824年，中亚研究者伊萨克·雅各布·史密特觉得有必要论及这个“没有内容、过时的……通称”。[80]
地理学、历史哲学及民族志上的“鞑靼地区”
18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件令人讶异的事，三种“鞑靼地区”论述各自同时浮现。
首先是一系列逐渐超脱鞑靼地区概念的物理地理学思考。18世纪地理学者中的笛卡儿学派几何学家菲利普·布亚赫（Philippe Buache），在世纪中发展出一种地形学的描述方法，主要用于归纳山脉特征与河川网络。这类分析让人注意到亚洲中央一座河流遍布的高原，亚洲的大型山脉从这里扩散出来，主要河流也源自其边缘。[81]构成亚洲中央的不是弯弓骑士来回驰骋的无尽草原，而是不适合人居住的沙漠、盐湖及寒冷的高原。[82]矛盾的是，这个贫瘠地区却是大河文化的自然源头。这种空间观产生了一种新的北亚、中亚及南亚的自然划分，如贾特勒所表示的那样。[83]关键在于，一方面，原先统一的鞑靼地区被分割为中亚及北亚，西伯利亚在地理上分裂出去。另一方面，“广袤无垠的鞑靼地区”有了更为细腻的面貌，中央高原的特殊高度浮现出来。1808年，地理学家奥古斯特·左伊纳（August Zeune）提及“高地亚洲的山谷盆地”；1817年，当时最优秀的亚洲专家卡尔·李特尔说到大陆“雄伟的中央”。[84]北亚和南亚一样——或许还包含中国——因此成了过渡到海洋的缓坡。欧洲几乎还不熟悉的巨大的喜马拉雅及兴都库什山脉，则成了世界屋脊。不同于纯理论家彼得·西蒙·帕拉斯，卡尔·李特尔毕竟到过阿尔泰山，并做出了迄今最正确的中亚山志学描述，提到一个位于“印度北部可怕山群中”的亚洲屋脊，“西藏及克什米尔王国便从那里扩散出去”。[85]
这种新的空间图像对历史哲学的鞑靼论述有影响。自伊甸园严格的圣经约束松动后，人类及其文明形成与扩张的理论家便在寻找人类的发源地。17世纪起，埃及成了一个极度受到捍卫的知识与智能的源头。[86]阿夫朗什（Avranches）的一名主教皮埃尔·丹尼尔·胡埃（Pierre Daniel Huet）提出中国是埃及殖民地这一论题。半世纪后，德金试着以其学术威望来证明这一点。[87]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则偏向印度。在18世纪后30年，让-西尔万·巴伊（Jean-Sylvain Bailly）的原始民族假设引起高度兴趣。[88]巴伊长篇大论勾勒出中亚高原为自然肥沃与文化成就的源头的看法。例如1788年，他在一封给伏尔泰的公开信中写道：
这个巨大的空间，这个许多河川的源头，密布的高山环绕着宽广的山谷盆地，避开了风和侵略者，和平的人类能在那里定居，建立王朝。[89]
不同于地理学家的认识，巴伊认定中亚肥沃，只不过游牧民族没有好好利用。为什么他们只是游牧民族呢？为的是要随时准备新的征服行动。然而，他认为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西藏不受干扰的秀丽高山谷地中，早期的“婆罗门”可以发展出深沉的智慧。这片土地曾经受到良好垦殖，人口密集，直到气候转恶，人类离开后，才变荒芜。[90]
巴伊的历史哲学之神话，极富想象力，主要根据来自修道院院长普雷沃斯特所编辑起来的少数报道。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在其《人类历史哲学观》中发展出类似的看法，论点稍微坚实些。在亚洲中央，也就是“有机力量最活跃的中心”，“万物最为欣欣向荣，发展过程最为持久、最为细致”，宛若“一个宽广的露天剧场，一个山脉之星，触手伸向不同的气候”，中亚成了高等生命的源头。[91]赫尔德将历史时代的蒙古人征服活动和“这个早有人住的地球背脊的原始迁徙”[92]区分开来。赫尔德的蒙古人图像是18世纪最为阴沉的。他根据帕拉斯的研究基础，将他们的外表描述成那种他在人间天堂克什米尔及其西边国度的“美丽民族”的极端对立面。所以，在赫尔德眼中，蒙古人与卡尔梅克人是亚洲人种中最亚洲化的：有着动物般的丑陋脸庞，“仿佛是人类中的猛兽”。[93]此外，他们柔弱、“女性化”，不以个体，而只以部落和群体来发展力量与权力。也难怪赫尔德不以爱德华·吉本般的细腻矛盾心理来断定蒙古人的历史角色，并完全忽视身为其民族立法者的成吉思汗的成就，将那对蒙古文明留下深远影响的宗教——喇嘛教——及一种书面语言归功于他。在赫尔德看来，蒙古人“有点像是猛禽”，“亚洲高地的野狼”，“世界的毁灭者”。[94]“历史的基本力量”在赫尔德的句子中，显得空前恐怖。
有趣的是，赫尔德并未将鞑靼人与蒙古人笼统等同起来，这种做法在他那个时代甚为普遍，就连内亚历史大师德金也都如此。巴伊运用一种不做区别的“鞑靼地区”与“鞑靼人”的笼统概念，正如1748年孟德斯鸠将蒙古人和满族人混为一谈一样。没人像修道院院长莱纳那样，将这些看法烙印在欧洲以外的广大读者群中。他在1770年正确地描写出当时的政治情况，注意到这时候多数“鞑靼人”已受中国与俄国的统治。[95]不过，莱纳常常不加批判地滥用他的史料，是一位不时自相矛盾的作者，并擅自做出缺乏系谱学证据的推论，甚至表示印度莫卧儿王朝的臣民也是鞑靼人。由于他视1644年满族人征服中国中原地区为新版的13世纪蒙古征服活动，因而忽略了，正是“满族人驯服了蒙古人的历史的基本力量”这一点。当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说明“鞑靼”共通之处何在的时候，莱纳既不采纳原始神话，亦不理会民族志或种族的论点。他所参照的是“住在布达拉宫大喇嘛的教义”的统一卷本，也就是喇嘛教，但当时关于喇嘛教的信息极不充分，以致当他表示大喇嘛高龄3000岁的时候，我们对他也就不忍苛责了。[96]这种论点还算巧妙，不能说错，但基本上会破坏“鞑靼”的历史哲学典型。因为，一方面，一大部分被莱纳视为鞑靼的民族为伊斯兰教或萨满教的信徒；另一方面，这样一来，藏族人便在“鞑靼地区”的想象建构中占有主导位置，也就是一个——至少在9世纪西藏王朝瓦解之后——没有“历史的基本力量”、不好扩张的和平民族。在莱纳书中，“鞑靼通论”（“Notions générales sur la Tartarie”）这一章清楚显现出鞑靼地区概念的内在对立关系。
回到赫尔德。身为少数历史哲学评论者的他，采纳了一些民族志的细腻论述。例如，他的鞑靼人包括乌兹别克人、布哈拉人及切尔克斯人（Tschirkassen）[97]，这些民族都被他视为“美丽民族”，尽管其中一些“已在草原上变得粗野”。[98]赫尔德的一种奇特的种族划分，刚好出现在十分接近俄国人的鞑靼人与蒙古人之间：“如果俄国人或鞑靼人和蒙古人混血，会生出好看的小孩。”[99]
基本上，历史哲学的鞑靼论述在黑格尔处告一段落。然而，我们在这里碰上文献保留不足的难题。黑格尔分别在1822～1823年及1830～1831年于柏林大学冬季学期所开的世界史哲学讲座，只有学生的笔记。1822～1823年的讲座比较可靠，留下三份笔记。[100]在这些讲座中，黑格尔详细论及中国。关于“蒙古原则”的补充部分，直到1824～1825年才开讲。我们同样也只从1919年格奥尔格·拉森（Georg Lasson）的学生笔记评注版得知这份材料。
黑格尔可谓精通亚洲文献[101]，因此在柏林1822～1823年冬季学期讲座中所出现的错误，让人难以解释。黑格尔根据不可靠的标准来区分鞑靼人和蒙古人，并解释道：“蒙古人统治中国，而另一个蒙古臣服于中国[102]。……我们所称的蒙古人也包括统治中国的满族人。他们和事实上的蒙古人无关，而属于通古斯族。”[103]黑格尔重复着耶稣会教士已多次修正的错误，将来自满州森林、身为狩猎民族的满族人也视为游牧民族。只有透过这类简化，才能自圆其说地挽救草原驰骋战士的通用说法。由于塞缪尔·特纳（1800）的西藏报道，黑格尔比莱纳多知道些喇嘛教；不同于莱纳，他在喇嘛教中，认出那是佛教的一种变种，并加以深入分析。他将喇嘛教视为游牧生活方式的补充物[104]，然而游牧恰好并非藏族人典型的生活方式。黑格尔综合了18世纪的主题，还加上中亚地貌的高原特质。他认为就高原住民而言，其特征为游牧方式与父权生活（亦即社会分化成个别的家族，没有强大的国家威权）、对未来的无忧无虑和缺乏“法律关系”，而这些都造成了好客与掠夺兼具的极端现象。出于未知的因素，或如黑格尔所言，“出于某种动力而向外活动”，他们不时“宛如滚滚大河”奔腾而下，蹂躏文明国度。[105]对黑格尔来说，高原、高山谷地，特别是亚洲大陆内部是好战的父权体制的源头，这些地方不时展现基本暴力，但迅速再度平息。
关于中亚历史哲学论述的特征之一是，除了赫尔德之外，一直不受民族学较新研究结果的影响。其所指称的游牧人生活，几乎不曾超出古代的老套说法。不过，中亚与西伯利亚的民族在18世纪成了民族志研究的重要客体。民族志的“鞑靼人”论述史，不该忽视中国人的研究及阿尔-比鲁尼（Al-Biruni，973-1048）的报道。民族志的研究并不采纳一种笼统的鞑靼人概念，而是专注于各个地域，和往往被纳入比较架构的特定人种有关。这些研究对原始民族的假说或关于世界史中马上民族角色的陈述不太感兴趣。
欧洲人在中国及其附属边陲难以展开这类民族志的观察。这类研究中最为彻底的是伊波里托·德西代里在1712～1733年的西藏研究，但在欧洲只有简短报道。[106]南怀仁、热尔比永及雷吉（Régis）等教士的描述——由于杜赫德而为人所知——多在描述蒙古的风光与气候，而不是住民的习俗。他们自然知道蒙古人分成不同的种族与部落。在某种程度上，当他们把蒙古人视为无害的原始人时，是以胜利者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于是我们在1735年杜赫德关于蒙古人的作品中读到：
他们满足安详，本性善良，性格欢乐，总是开怀大笑。他们既不梦想，也不抑郁。他们又有何理由如此？基本上，他们没有任何需要顾及的邻居，没有需要害怕的敌人，没有需要讨好的高官大人。他们不懂难以处理的交易及讨厌的活动，致力于他们十分擅长的渔猎及运动。[107]
我们注意到，蒙古人失去了历史的创造力，成了皇帝的被保护者或臣民。没人会再怕他们。帝国的和平显得静谧，简直可说天真。1822～1823年，黑格尔将这种平静升华成他在亚洲从未见过的安逸景象：
关于蒙古人及藏族人，他们这时被视为十分善良、开放、亲切、专注、乐于助人，没有印度人那种欺瞒、胆怯及无耻。这些民族亲切快乐地过着平静的生活。全国的祭司虔诚，每个百姓平静无忧地从事交易。整体来说，他们并不好战。西藏多半也免于战乱。[108]
黑格尔将成吉思汗骇人的骑兵子嗣说成并不好战，并将不是一直和平处事的藏族人同化进来。他只略微点到理由，但似乎低估了其历史意义。他几乎脱离不了内亚民族“现在多半受到俄国、少部分受到中国统治”的简洁论点。[109]为何蒙古人可被清朝击溃驯服，为何他们会从激进的世界征服者降格为傻瓜，他并未讨论。或许，他至少注意到一个重要因素：清朝皇帝有意用来当成统治工具的喇嘛教的和平作用。[110]
因此，蒙古人现在在欧洲人眼中，绝非亚洲的高贵野人。大家现在一致认为他们不够文明。对蒙古人来说，这并非好事。杜赫德已经这样表示：蒙古人肮脏恶臭，举止粗野，只分成贵族与平民的社会结构原始。和他们的兽群密切生活在一起，似乎让他们进入一个远离文明的原始世界中。[111]耶稣会的原始主义聚合了欧洲的与中国的，表现出帝国的高傲。1830～1831年，约翰·海因里希·普拉特（Johann Heinrich Plath）关于内亚历史，特别是满族的巨著出版——这本书受到赫伦通史观察方式的影响，自德金后，再次综观中亚及北亚的民族运动与国家建构，打开了中国非汉族的边缘民族研究的新一页。[112]
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骑士与异族
18世纪后半叶，西欧有关“鞑靼人”的民族学信息，基本上指的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而是在沙俄王朝内的部落社会。伏尔泰并未看错，沙俄王朝比世界其他地方有更多的人种、更多人类的独特现象及多样的风俗。[113]从北京与圣彼得堡来看，那1737年鞑靼人“统治三分之一强的亚洲”[114]的说法，早已不再适用。约翰·戈特利布·格奥尔基把他参与（1771-1774）彼得·西蒙·帕拉斯的学院远征队的印象综合如下：
所有的鞑靼部落并不是那样可怕，他们会在其他部落或邻近部落，视情况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寻求保护。其余的部落，部分是俄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大君、中国，特别是在波斯骚乱之前也是波斯的臣民，部分则是依附的属国。[115]
整体而论，鞑靼部落是沙俄王朝继俄国人后最大的“民族”。自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关于1751年至1752年西伯利亚之旅的书《一步一步》（peuàpen）出版后，逐渐译成西欧语言的民族学信息导致鞑靼人图像产生重大的区分。其中没有极端现象，不管是丑化或歧视中亚民族（赫尔德），还是将他们定型为天真善良的野人（杜赫德）。基本态度是种相互的实事求是——客观冷静的彼得·西蒙·帕拉斯的表现和活泼健谈的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及重视细节的当地住民友人约翰·戈特利布·格奥尔基略有差异。西藏旅行家塞缪尔·特纳也针对旧有的鞑靼人的陈腔滥调，提出自己新近的经验：“藏族人是人道亲切的民族……没有我们那种鞑靼人观念中的残暴。”[116]
报道清楚显示，绝非所有沙俄王朝东部广大地区的住民都是蒙古人式的马上游牧民族。这个光谱从被格奥尔基认为胜过许多俄国农夫的安土重迁的喀山鞑靼人（Kasan）[117]到流动不定，既畜牧又在大范围打猎的通古斯族——西伯利亚中部的主要人口。[118]旅行者对萨满教相当感兴趣。萨满教虽被视为异教迷信，但并不妨碍对其进行精确的描述。由于启蒙时期宗教批评中一个甚受喜爱的主题，许多荒谬及夸张的现象会被解释成祭司的欺诈，在这个例子中，则是“萨满与巫师的骗人把戏”。[119]大北方探险队的科学负责人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和盖哈德·弗里德里希·穆勒喜爱这种人种学的试验，不断要求萨满为他们“耍些魔法”。他们感到讶异，“骗局”常常被揭穿，当地人却绝不会立刻认为巫师失去法力。[120]至少格奥尔基自己在萨满教中发现“自然宗教的一般概念”，认为其惯性的源头在于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可怜有限的生命及青少年的缺乏教育。[121]多数作者都尽可能做出理性的解释。在这些早期的宗教人类学家身上，还见不到19世纪那样普遍将萨满教和原始宗教清楚归类在一起的现象。
民族志研究绝非只限于非欧洲人种的民族。塞缪尔·戈特利布·格梅林对阿斯特拉罕鞑靼人（Astrachan）的描述，或许可以说是18世纪沙俄王朝旅游文献中最完整的民族学速写。他也对东哥萨克人使用类似的研究与描述方法，那是一个由俄国与乌克兰农人组成的团体。[122]哥萨克人仿佛是俄国“内部的野人”，一个乐于被“教化”的未开化亚洲民族。[123]在欧洲也可发现“亚洲的”鞑靼人，因此鞑靼人不只在亚洲。到克里米亚半岛一游便已足够。
1634年，霍尔斯坦（Holstein）[124]使节团秘书亚当·奥利瑞尔观察到，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特使“残暴，怀有敌意”，倔强地面对沙皇，像一个同级强权的代表那样索取礼物，“沙皇阁下，为求和平，不是该相应地付出一些代价吗？”[125]过去身为一个草原独立强权，控制克里米亚半岛以外、黑海以北大片土地的克里米亚可汗国[126]，在一个世纪后已所剩无几。那是一个不断受到俄国侵略威胁的奥斯曼属国，然而，在其被吞并及最后一位可汗于1783年被废黜前，还能在整个欧亚地区保有独特的政治与社会制度。
卫特森在其1692年的简短描述中，强调克里米亚鞑靼人因猎捕奴隶与贩卖奴隶而臭名昭著。[127]身为掳人强盗、穆斯林及欧陆上的异族，他们似乎是基督教西方世界的超级敌人。西欧人很少自愿到这个鞑靼国家。在沙俄王朝刚征服该地的那些年头，造访的兴趣增加。克里米亚半岛气候相当宜人，吸引了想要看看欧洲土地上最后的亚洲蛮族的访客。
1771年，贩卖枝型吊灯及“镜面”的商人尼可拉斯·恩斯特·克林曼（Nikolas Ernst Kleemann）描述了自己多次在克里米亚进行商务旅行的印象。克莱曼不喜欢“爱自夸的”土耳其人，拿他们来和比他们名声更好的、善良及谦逊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比较。他对贵族的力量印象特别深刻，他们的“咨议院或国会”有效限制了王朝统治者。[128]不同于这位较冷静的贸易旅人，伊丽莎白·克蕾文（Elizabeth Craven）女士这位由于对婚姻不忠而被克蕾文伯爵逐出的妻子于1786年春造访克里米亚半岛，前来“散心”。她其实是个角色不明的实验品，因为新近并吞克里米亚的新全权统治者波坦金公爵在这位喜欢享乐的女士身上测试一种措施（“波坦金村”），此措施将用在即将造访克里米亚半岛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身上以掩饰这座半岛被战火蹂躏后的悲惨情况。[129]在这种条件下，没有出现任何稍具信息价值的游记，也就不足为奇。
相反，博学的法国领事小克劳德·夏尔·德·培松纳（Claude Charles de Peyssonnel）做出周密的研究。他亲眼见到这个没落汗国的后期，致力于描述其令人怀念的黄金岁月。在奥斯曼的东方专制与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君权间，他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发现了中古早期的封建状态：一名权力不大的君主，一个维持好战特质的强大贵族，一个（和俄国对比）自由农体制，其下还有一个多半由异族构成的奴隶阶级。顶端的显贵和欧洲的高级贵族一样，维持着同样的重视荣耀的习俗。对鞑靼贵族来说，在战争与和平之际，没有比荣誉更重要的东西——只是他们从不决斗。[130]18世纪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封建律法和“君权开始之际的法国……差不多”。[131]
培松纳在法国革命前夕的鞑靼骑士想象，极端欧化了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似乎比其东方邻居和俄国征服者更接近西欧的历史传统。这位法国领事完全没有顾及鞑靼人的伊斯兰教信仰与他们的亚洲面孔。这种高贵的骑士图像，是否比俄国（后来的苏联）视克里米亚鞑靼人为犯罪的低俗野人的宣传典范，更远离事实呢？[132]至少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鞑靼汗国仅仅部分符合了一般未开化的“鞑靼”特征：克里米亚鞑靼人不是萨满教徒及“异端的偶像崇拜者”，而是一种一神高级宗教的信徒。他们是自1440年由成吉思汗后裔吉拉伊（Giray）家族所统治的政治实体，在16世纪及17世纪是东欧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直到最后，它都还保有——如今日一名史学家所言——“近代国家政权的所有特征”[133]：一个运作着的中央政府，一个法律体制（结合了奥斯曼及中亚的成分），一个有高度城市人口的阶层区分的社会制度，一个活络的外贸，一个并不逊于奥斯曼及莫斯科公国的教育体制。可汗是艺术的赞助人和热忱的建筑业主；鞑靼的编年史学家为伊斯兰史学做出重要贡献。德·托特伯爵甚至想和沙欣·吉拉伊（Sahin Giray）可汗谈论莫里哀。[134]因此培松纳的信息没错：克里米亚鞑靼人绝非野人。只有在严格的标准下，他们才算“蛮族”，如此一来，他们的强邻俄国人及奥斯曼人基本上便不比他们文明多少。
在培松纳之后没几年，克里米亚半岛已是另一番风貌。1800年至1801年，英国矿物学家丹尼尔·克拉克（Daniel Clarke）造访这个半岛，在曾是鞑靼人奴隶贸易全盛要地的凯法（Kefe）［今费奥多西亚（Feodosija）］见到破毁的景象。俄国在这期间已经侵入：
在曾经辉煌的凯法城，今天只剩下50个家庭。……当我们到那里后，士兵可以拆平美丽的清真寺，或改为仓库使用，炸掉寺院尖塔，拆掉公共喷泉及摧毁所有公共渠道——只不过为了取得少量的铅。一些喷泉年代久远，装饰着大理石水池、浮雕及铭文。……希腊人在凯法留下的古代雕塑残件，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包括穆斯林未曾损坏的浮雕、铭文及石柱，现在都被俄国人捣毁，当成建筑碎料贩卖，盖成惨不忍睹的营房。……不久后，在凯法只能见到俄国征服者蹂躏过的痕迹。[135]
克拉克听到希腊商人骂俄国人为“西徐亚人”。[136]欧洲的鞑靼地区论述，就这样绕了个圈子回来。古希腊的继承人未将亚洲蛮族的远古名称使用于鞑靼人，反而将之使用于鞑靼人白皮肤的统治者身上。
1811年，地理学家莫里兹·冯·恩格哈特（Moritz von Engelhardt）及植物学家弗里德里希·巴洛德受皇室委任造访克里米亚半岛，他们能够描述的——正如70年前的堪察加——只剩殖民状况。这两位波罗的海的学者特别深入分析了沙俄一位最著名的思想大师的鞑靼人图像，即名副其实的国务委员彼得·西蒙·帕拉斯教授。他在1794年3月至7月间，受皇室委任前往克里米亚半岛。帕拉斯接着在1795年至1810年住在半岛上一个女沙皇为答谢他而送他养老的庄园中。他的克里米亚之旅报道，在1799年至1801年以德文出版。[137]帕拉斯在学院远征队时期，已是沙俄非俄国观察家中最大胆与中立的一位。在随同俄国征服者造访的克里米亚半岛上，他也没有高贵野人的浪漫想象，并同情其没落的悲剧。帕拉斯以经济利用与开发自然的观点来观察一切。
正如之前的帕拉斯，巴洛德及恩格哈特也批评鞑靼人差劲的土地开发，但他们反驳他们著名的前辈，不认为原因在于“劳动阶级天生的懒散，只为迫切所需的食物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工业”[138]。他们认为帕拉斯建议驱逐“将自己民族天生的破坏欲和蹂躏狂也展现于经济方面的”[139]鞑靼人，或将他们迁到俄国，“既不公平，亦不人道”。[140]鞑靼人并不懒散，而是生活俭朴。对帕拉斯这位“统计学者”而言，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决定人的价值。帕拉斯的眼中只有国家福祉，但缺乏对它的理解。难道这样，鞑靼人在道德上就较为卑劣，“文明国家的民族”就优于他们？[141]
因此，巴洛德及恩格哈特尖锐批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俄国土地政策。由于大部分鞑靼人的土地被没收并转移给外来的地主（其中也包括帕拉斯教授），鞑靼农人便失去了勤奋开垦土地的动力。常听到的抱怨便是鞑靼人的亚洲式迟钝，在工作时需要严格监督，因而这是一种殖民主义的伪人类学，基本上只是新领主自我实现的预言。[142]此外，抹黑鞑靼人的道德性这一点，必须强烈反驳。他们的好客绝非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种虚伪，而是认真遵循可兰经的信条。鞑靼人的好客和诚实给这两位旅行家以极佳印象。在他们看来，只要公平对待他们，鞑靼人会是好国民。他们聪明好学，因而是克里米亚半岛经济发展的最佳推动者，一定要好好利用他们的园艺与养蜂经验。相反的，许多新的殖民地主对改善农业不感兴趣，完全依赖新吞并的地产。[143]
这两位爱沙尼亚学者为被当成补充俄国殖民角色的自由鞑靼农民经济率直大胆辩护，让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图像符合现代的要求。培松纳想将他们复古，为他们辩护；巴洛德及恩格哈特则以类似企图，表示他们在明智的政治处理下，完全能够符合沙俄晚期重商主义的要求。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异国化及心态上的疏离，是殖民压迫者的策略。相反的，对他们友好的人会试着证明在他们非欧洲人的外貌后，并未藏有任何人类学上的差异，他们同样有权被纳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不过，在克里米亚鞑靼人大量逃往奥斯曼帝国及俄国垦民涌入后，在1800年左右，鞑靼人已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少数。帕拉斯的方案胜利，巴洛德及恩格哈特的建议来得太晚。
人种学与阿拉伯人的自由策略
克里米亚汗国无法纳入当代任何理论中，尤其抵触了“野人=鞑靼人=游牧民族”的公式。在18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中，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着独特的魅力。游牧民族和棕榈围绕的岛屿沙滩上无忧无虑的自然人一样，都是当代的一个象征。
正如在现代人类学中一样，18世纪的人亦偏爱一种狭义的游牧民族概念，即并不包含所有的流动生活方式，只限于牧民式的流动。[144]因此，游牧民族基本上是牧人，可在旧约、古代的民族学志文献与牧歌文学中发现。“现今存活的”游牧牧人，存在于历史上显赫、后来被大型领土帝国排挤到边缘的民族中。除了蒙古人外，基本上便是阿拉伯人——过去一样也是个“叱咤风云的民族”[145]，这时多半臣服在奥斯曼治下。关于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精确描述，并不多见。对定居于房舍和城市中的安土重迁的人类来说，似乎很难体会一种流动生活的极端形式。1776年起，并未亲眼见过许多蒙古人，使用其他旅行家（盖哈德·弗里德里希·穆勒、塞缪尔·戈特利布·格梅林等）报道结果的帕拉斯，成了研究蒙古族的、几乎是唯一的权威。[146]本杰明·别尔戈曼（Benjamin Bergmann）那份关于自己停留在卫拉特蒙古人或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处注重细节、充满好感的报道，在德语地区外，并不为人所知。[147]别尔戈曼认为卡尔梅克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欧洲。他并未因自己卢梭式对牧人简单生活的偏见，而不由自主地陷入模糊的空想，或将“异族”“建构”成“颠倒的世界”，而是试图以精确的具体例子来清楚呈现，譬如卡尔梅克人如何照料他们的马匹与骆驼。[148]
长期以来，关于北非、叙利亚及阿拉伯半岛上游牧住民的认知也好不到哪里去。1715年，让·德·拉·罗克（Jean de la Roque）——或该说长年驻阿勒颇的领事洛宏·达微（Laurent d’Arvieux），他是以拉·罗克之名出版游记报道的真正作者——将严肃、谨慎、沉默的沙漠住民图像大众化，而20年后，托马斯·肖将他旅行时给自己留下恶劣印象的阿拉伯人，视为强盗与蛮人。维孔德·德·帕杰（Vicomte de Pagès）这位富有的“哲学”旅者，在1771年世界之旅结束之际，陪同一个骆驼商队从巴士拉到阿勒颇，因而能了解到一些在他看来阿拉伯人的有趣生活。不过，当时关于阿拉伯游牧生活最为详尽的描述，要等到1772年卡斯腾·尼布尔的作品出版后。[149]在叙利亚研究游牧民族的沃尔尼，后来刻意努力——据读者来看，算是成功——达到尼布尔的水平。[150]而瑞士人约翰·路德维希·布克哈特则是19世纪早期的主要权威。[151]
18世纪的作者对游牧生活的理论思考，自然受到像帕拉斯与尼布尔等民族志学者的影响，正如他们也无法完全不受当代一般想象的影响一样。不过，游牧民族的论述，并不一定是来自一手观察数据的直接结果，或许其最重要的在于不断抽离像蒙古人与阿拉伯人等民族的历史角色的讨论。这种论述必须和“历史的基本力量”的讨论区别开来。在此意义下，这些民族被视为非历史的，同时是后历史的，亦是前历史的：之所以说是后历史的，是因为他们重要的历史演出已经过去；而之所以说是前历史的，是因为他们似乎陷入一种永恒状态中，成了一种遥远的过去的见证与残余。1820年，一名旅行家第一次见到蒙古游牧民族时，仿佛回忆起“父权体制生活的幸福时代”，而见到生活在圣经历史空间中的贝都因人时，几乎无法避免这类联想。[152]在阿拉伯人的例子中，这类怀古现象特别明显，可以在这里——不同于完全没有城市生活的蒙古人——区分成原始的沙漠阿拉伯人及现代的城市阿拉伯人。欧洲人的好感主要集中在这些沙漠之子身上，因为典型的说法是，城市阿拉伯人“具有文明社会的所有恶习，又未摆脱粗鄙的状态”。[153]一直注重差异的卡斯腾·尼布尔以城市与沙漠的对比来分析贝都因人，未陷入文明与野蛮的粗糙二分法中：
阿拉伯的城市住民，特别是海边及边界的，由于贸易及手工业而和异族混合，甚至丧失了他们许多的风俗与习惯。不过，随时将自己的自由置于财富与安逸之上的真正的阿拉伯人，则住在帐幕中的独立部落中，一直保有其祖先的古老统治形式、风俗与习惯。[154]
对尼布尔而言，沙漠中的生活绝不意味着文明的落后，亦非“天命”[155]的结果，而是一种俭朴、接近自然与自由生活的自由选择。贝都因人正确合理地选择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自由的爱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们不服从稳定的权威。他们生活在一种类似许多小团体——宗族与部落——的嵌合组织中，不断和更高更大的单位结盟。部落首领以父权方式统治家族与仆役。在部落首领去世或废黜后，不是长子继承，而是选出最能干的男性亲属接任。家族之外的其他政治权威都得汇报。“小部落领袖”绝非大部落领袖的附庸：
因此大部落领袖多视他们为其同盟，而非属臣。如果他们丝毫不满其统治，亦无法罢黜他，他们便赶着牲口到另一个乐意见到自己部落强大的部落去。不过，每一个小部落首领也得费心好好统治其家族，不然就会遭到罢黜或离弃。[156]
另一方面，贝都因人的自由和城里土耳其人的专制形成对比。做法实际的尼布尔并未像后来流行的那样，将这种对比绝对化。只有少数部落完全与世隔绝；它们以一种相当匮乏的生活方式，换取脱离外在影响与联系上的全然自由。[157]更为典型的是土耳其政权和阿拉伯反对力量的接触与冲突。因此，尼布尔觉得有义务驳斥土耳其人指责阿拉伯人是无法无天的强盗的指控。阿拉伯人当然会不断劫掠商队和个别旅行者，但他们很少会杀害他们，而是任他们在沙漠中自生自灭。反抗奥斯曼侵略的行为，只会因为宣传做假的目的而被视为强盗行径。
当土耳其人每年挥军进入阿拉伯，阿拉伯人不得不起而应战，特别是在公开战役中，以捍卫他们的权益。这一点并不能拿来和一帮强盗相比，因为这是由大部落首领所领导的，他们毫无疑问是沙漠的独立主人，有权抵抗任何企图以武力侵入他们领土的人。[158]
尼布尔的描述及后来沃尔尼与布克哈特的补充，构成了如沃尔尼所乐于表达的，一种独特的生活类型想象，同时是一种贝都因人游牧方式的理论。如果不考虑像叙利亚贝都因人所遭到的慢性饥荒，或俾路支人靠国际武器交易生存等无情的现实重点[159]，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建构出对沙漠住民部分是新田园式，部分是英雄式的美化，这在浪漫主义的东方绘画与20世纪初劳伦斯的文学作品中，达到高峰。[160]后来的伊斯兰学同样或明或暗地保留下这些第一批阿拉伯研究者的某些概念。
游牧生活的理论
18世纪在建立普遍的牧人生活理论上，有多种尝试。英国医生威廉·法寇纳便架构出一种特别多面、多半依据古代史料的理论。[161]法寇纳视牧人生活为介于货币发明与农耕普遍扩展之间的一个文化发展阶段。不同于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及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作为最早的生态学家之一，法寇纳重视当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田园生活特征的特殊环境条件：埃及的不同于西西里，阿拉伯的不同于蒙古。[162]一般可以这样说：在牧人生活阶段，人类展现井井有条的活动；从前十分松散的社会关系变得巩固；女性首度得到尊重。另外，“认为牧人生活是美德与纯朴的典范”[163]，并不正确。私有财产制引入后，导致了贪婪、吝啬与新的犯罪形式。货币的发明引来债务关系，导致贿赂及依赖。战争是牧人的一种生活要素，战争技艺便是最能促进他们理解力的知识。由于他们对城市生活没有感觉，不懂得围攻，所以对此没有耐性。[164]由于游牧民族没有固定住所，他们不知道神殿与神像。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神祇观念相当抽象，易于接受一神教，特别是其中最不形象化的伊斯兰教。[165]
法寇纳的田园生活例子，来自欧洲及亚洲，没有任何二分法的倾向。匈奴人、日耳曼人、西徐亚人与凯尔特人的生活及思维方式相近。同样不是东西对立意识形态者的爱德华·吉本，专于历史，对古代后期和对中古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游牧民族感兴趣。他对游牧民族做出一种概括性的阐释，是18世纪中唯一能够结合“历史的基本力量”与民族志观点的。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史学家之一波考克，便对此做出了一些重大研究。[166]由于吉本在不同的蛮族攻击浪潮中发现了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自然会试图理解这类蛮族的行为动力。
吉本以公元375年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Ⅰ）之死结束其《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十五章。他以描述375年7月21日袭击罗马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可怕地震与海啸开始了第二十六章。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撼人事件同时发生：匈奴入侵开始，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迁徙。这时吉本在继续自己的精彩叙述之前，停了下来，在“游牧民族的作风”这个标题下表露一些基本想法。[167]
按吉本的看法，游牧民族的实际状况和近代牧歌文学所勾勒出来的甜美田园景致毫无关系。[168]从生活方式来看，所有这些民族十分类似。由于他们并不耕种土地，而是逐水草而居，无法形成任何文化认同。杀死动物是“蛮族”的日常生活，因而也助长了面对人类时的残暴。吃马肉并非禁忌，反而是马上战争成功的秘诀之一。不断备战，并非源自鞑靼人或西徐亚人的“性格”，而是源自游牧的生活方式：年轻人住在流动的帐幕营地，互相比武习艺。没有任何家乡及土地关系会阻碍他们不断寻找牧地。在艰困的条件下生活，已为长途辛劳征战奠定基础。不过，游牧民族并不只靠牧群而活，他们亦是狩猎能手，从小便被训练如何准确击中猎物和迅速反应的能力。这种狩猎便是战争的前置阶段。因此，只需结合外来的冲击及内部的政治领导，便能引发马上游牧民族“历史的基本力量”般的大型攻击。他们的政治体制甚具弹性，杰出的军事领主很快便能出人头地。
以上是基础部分。吉本采用了苏格兰社会理论家不久前引进的维生方式的概念，将其当成历史分析的工具。在后来几章中，吉本深入讨论游牧民族战争动员的个别例子与特殊起因：阿提拉的匈奴人、穆罕默德之后几十年的阿拉伯人、成吉思汗治下的蒙古人。吉本论及伊斯兰起源的第五十章，是个精彩章节。在这里，他提到在沙漠阿拉伯人的生活中，骆驼的特殊重要性及其优于负载较少、用途不广的马匹之处。他述及如何逐步克服原始野蛮状态。在他看来，那并非单纯从一个阶段跃至另一个阶段。不同于匈奴人及蒙古人，阿拉伯人在前伊斯兰时期已过渡到未曾和贝都因人对抗的城市文化。那里的社会不是透过由上而下的强制机构来维系，而是基于相对平等基础上的自愿互惠关系。在吉本眼中，阿拉伯人的民主完全可以和希腊人与罗马人的相比，但不是建立在机构[169]与固定参与权利之上的对自由的爱，而是有其服从界线的个人对自由的爱。这种政治形式并非不稳定，也不会导致全面的无政府状态，同时也抗拒独裁专制，正如8世纪起逐渐在拜占庭与波斯的影响下所形成的那样。社会发展过程伴随着一首宫廷诗人的诗篇，里头涵盖了社会关系道德化及移风易俗的角色。吉本如何在这种条件下及天启与政治的交互影响中，见到伊斯兰兴起，成了所有通史分析最精巧的例子之一。或许历史上没有其他角色会像《罗马帝国衰亡史》中那位世界宗教的创始者那样得到如此谨慎的解释。在吉本笔下，伊斯兰是继基督教后，第二个结合领袖魅力与组织艺术，形成一历史力量的重要例子。
吉本的游牧生活理论奠定了自己中古时期泛欧亚解释的基础，其环境与维生方式的出发点是唯物主义式的，却未变质成气候或地理决定论，也未否定思想，特别是宗教信念的比重——那总是很麻烦地摆荡在迷信与狂热间。吉本认为历史叙述并不够。他想解释大型的历史运动，如伊斯兰的兴起，因此在法寇纳式的普遍性与重视地方情况间寻找中庸之道。这类历史学纲领超出了吉本的史料与权威人士的研究范围；他只能半推测式地加以说明。在他之前，或许只有孟德斯鸠在自己关于罗马人伟大与没落的小书（1734）中有过类似尝试。在吉本笔下，正好是游牧民族成了启蒙时代最细致的历史分析的展示客体。
安土重迁的胜利
18世纪最后10年及19世纪前10年，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见到安土重迁的“文明人”前所未有地战胜了流动的“野人”或“蛮族”。对非文明人的恐惧［米歇尔·杜榭（Michèle Duchet）语］完全受到克制。[170]社会理论家反映出这一点，因此这时多半视游牧生活为社会发展不稳定的过渡阶段。[171]“文明人”自己当然是流动的，透过军事征服和农地垦殖，扩大了自己的生活范围，牺牲掉非农耕者的空间。在此，流动性只是一个达成目标的过渡方式，而非生活形式，即便有阿根廷骑马牧人或（自19世纪30年代起）南非的“游耕布尔人”（Trekburen）这种位于分界线上的现象存在。不只北美印第安人、库尔德人、蒙古人及西伯利亚民族遭到击退，在同一时期，英国皇家海军为了打击奴隶贸易，在全球海域肃清了海盗——至少在波斯湾及马来亚海域并未彻底做到。一直以来，海盗是世界海洋强权特别难缠的对手。1816年，大英帝国不得不承认，虽然征服了印度这个斗士一样的国家或削弱了印度的好战性，却无法压制波斯湾的海盗。[172]17世纪宛如恐怖强权的加勒比海白皮肤私掠者，在18世纪初期即已被彻底根除。法国海军清理地中海；1830年，在法国介入后，长期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十分平和的“海盗国”垮台。
在帝国强权眼中，掠夺行径与居无定所差异不大。近代的领土国家设法对付有组织的掠夺行径与街头犯罪，并对付乞丐与流浪汉。他们试图安抚自己的臣民，好加以控制操纵。[173]如库尔特·赫特格（Kurt Röttger）所言，游牧生活未被视为自我组织的机构，“而是破坏秩序的否定机构”。[174]这在殖民世界中继续存在。传教士抱怨，游牧民族几乎无法开化、接受基督教义，还强行入侵殖民地。殖民改革者视他们为恶例。[175]在印度——特别是在1857年大型反英起义即所谓的印度叛变后——移民团体，即所谓的罪犯部落，遭到残酷镇压。[176]排挤与迫害亚洲“吉卜赛”民族的情形，在启蒙时期便愈来愈多，不管他们被视为印度或埃及的移民，还是土耳其间谍。[177]一提到吉卜赛人，就连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都忘了他著名的宽容：
一个堕落的印度种性，生来即远离一切神圣、正派及合乎市民规范的事物，而且几百年来忠于这种低贱的命运。在欧洲除了对之施行军事管教，让他们立刻遵守纪律之外，还有何办法可想？[178]
正如吉卜赛人的浪漫情怀——神秘的孤儿、热情的女郎、马车生活的自由等——要到“吉卜赛人问题”在治安上受到控制后才出现，北美印第安人要在没落后才冒出感伤的“维尼图（Winnetou）”[179]这种人物，欧洲人也在亚洲未必真的接触到高贵蛮族的地方，才会发现他们。孟德斯鸠已提及，自由的最后据点是在无法攻破的山区民族中。[180]阿富汗人、库尔德人、里夫卡拜尔人（Rif-Kabylen）[181]、廓尔喀人（Gurkhas）[182]、车臣人，还有提洛人（Tiroler）[183]、瑞士人及高地苏格兰人，自18世纪末起，都被美化为前现代风俗与自由的原始护卫。[184]因此，山区住民的评价得到惊人重估。他们这时再也不是危险的野人，会随时窜出他们的藏身之处，攻击和平的文化人类。十字军时期与马可·波罗让欧洲人感到不安的“山中老人”故事，亦被遗忘。在原来的记述中，这位伊斯兰伊斯玛仪教派（Isma’iliten-Sekte）的首领在信徒间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威，并派遣吸食毒品的年轻“杀手”到平原的城市中去，就像今日的恐怖分子首脑。只有像希威斯特·德·萨西（Sylvestre de Sacy）及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等东方学者对此感兴趣，一般人几乎无动于衷。[185]
在欧洲的大都会中，逐渐见得到令人不安的新的野人与游牧民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视爱尔兰人为现代游牧民族，十分憎恶他们，如同18世纪旅行者对最粗野、最居无定所的野人的看法一样。[186]1851年，亨利·梅休（Henry Mayhew）通过观察一般的游牧民族展示自己大型的社会全景型作品《伦敦劳工与伦敦穷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并将地球人口分成两种显著的类别：流动的与安土重迁的。[187]两者甚至在身体形态上都有差异，如他们的头颅构造。如梅休所言，所有文明中的游牧民族，都是安居社会的寄生虫。这时紧随着大型帝国贫瘠边缘地带的高贵蛮族与自然人，出现了构成新工业人口的低下流浪部落。早期的社会研究者梅休认为，伦敦街头的小贩与流氓无产阶级，更为接近南非的布须曼人，而非其同市市民邻居。梅休完全以18世纪和低贱蛮人相关的类别来描述他们：
游牧民族和文明人的差异，在于他们厌恶定期与持续性的工作；对未来不会未雨绸缪；无法评估自己行为的后果；迷恋麻醉药草与草根，有可能的话，还会酗酒；能忍受过度匮乏；相较之下，对痛苦没有太大感觉；赌博毫无节制，往往赌上自己的身家自由；喜欢放荡的舞蹈；乐于见到有感觉的生物痛苦；有仇必报；没有明确的私有财产观念；女性淫荡，轻视女性；最后是其宗教观念模糊：造物主的想象粗糙，完全缺乏上帝慈悲的概念。[188]
19世纪中期左右，浪漫的牧人情怀成为过去式。这时游牧民族成了凸显维多利亚市民性格的负面陪衬，变成了治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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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真假暴君
尼禄和所罗门的遗产
在近代文化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统治者类型学中，冈比西斯（Kambyses）[1]、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纳第尔·沙阿国王、早期伊斯兰的哈里发及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Ⅱ）（征服拜占庭者）和亚历山大大帝、恺撒、瑞典的卡尔十二世，有时还包括法国的路易十四，都被归入“征服者”的类别中。身为军事领袖，他们自然具有绝对权威。然而，他们的军事魅力遮掩了自己严苛的民事统治。相反，统治措施在和平时期亦表现得专断、残暴与非法的君主，则被归入第二种类型——“暴君”中。他们在东方与西方都有可能出现。英国的亨利八世——除了托克维尔外——往往被视为这一类暴君；清教徒眼中的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及伊凡四世（恐怖伊凡）亦属于这个骇人团体；同样的，彼得大帝在强调其恐怖统治而非其建设成就的人眼中，亦是暴君。德里的苏丹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Muhammad ibn Tughluq）（执政期：1325-1351）以围猎方式残杀臣民，在印度人心中留下痛苦的回忆。[2]当代最残暴的政治暴虐狂，并非野蛮的东方人，而是一名基督教世界边陲的小暴君，他总会将自己捕获的土耳其人立刻刺穿于木桩上。他就是瓦拉几亚的统治者弗拉德三世（Vlad Ⅲ）（“德拉古拉”及“刺穿者”）。哈默-普格斯塔称他为“刑柱暴君”，且提到他的大对头、同样放肆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对他的充沛精力佩服不已。[3]1644年至1647年间，在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遂行恐怖统治的叛乱者张献忠，则属于绝对“历史的基本力量”暴力的范畴。马丁·马丁尼神父认为他屠杀了成都60万居民，这个数字或许过于夸张，但毫无疑问，张献忠是中国史上最凶残的大屠杀凶手之一。[4]
张献忠不是典型的新贵与暴动者。并不偶然的是，其暴行在后来的中国文献中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整体说来，被欧洲观察家视为凶残暴君的近代亚洲君主并不多：明末与清朝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位皇帝被视为暴君；没有任何日本幕府统治者被视为暴君；莫卧儿皇帝中，最有可能的，只有杀害兄弟的奥朗则布（执政期：1658-1707）[5]，再就是南亚帕拉瓦王朝的拉加辛哈二世（执政期：1635-1687），罗伯特·克诺斯报道过其暴行。[6]在奥斯曼苏丹中，穆罕默德二世（执政期：1451-1481）及赛利姆一世（Selim Ⅰ）（“严君”，执政期：1512-1525）被写成肆无忌惮的君主，但只有被坎泰米尔疑为亲手杀了14000人[7]的穆拉德四世（执政期：1623-1640）与其较不极端的精神失常继任者、变态的易卜拉欣（执政期：1640-1648）及其子穆罕默德四世（执政期：1648-1687），被视为类似尼禄或图密善（Domitian）这样的嗜血怪物。随着在大整肃运动中处决成千贪官的柯普律吕·穆罕默德·帕夏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这个“奥斯曼历史中腥风血雨的残酷年代”便在1656年告一段落。[8]在欧洲人眼中，萨非王朝的国王似乎最符合东方暴君的形象。不过，基本上只有暴君苏丹穆拉德四世的同代国王萨非一世（执政期：1629-1642）及萨非二世［又名苏莱曼（Sulaiman），执政期：1666-1694］专断妄为、任意杀人的故事——显然有其道理——会在欧洲传布。[9]18世纪，没有一位亚洲统治者有类似的描述。在启蒙运动的同时代人中，许多亚洲专制君主并无可以炒作之处。
在欧洲文献中，亚洲君主被纳入建国者、王朝奠基者与明智立法者这种亚洲所罗门王原始典范的正面评价类别，要比纳入暴政模式更为常见。对这类符合现代欧洲历史中如亨利四世、伊丽莎白一世、皇帝卡尔五世、沙皇彼得大帝及18世纪普鲁士国王的人物来说，针对敌手与抗命臣民的严厉手段是被视为治国智慧，而不是暴政。在亚洲的欧洲殖民者中最有思想者，都想自己当立法者：斯坦福·莱佛士爵士视自己为爪哇的梭伦（Solon），威廉·琼斯爵士致力于求得印度的君士坦丁之名。在实现辉煌的统治成就后自愿放弃王位者，会被视为极具智慧的君主——戴奥克里先、卡尔五世、乾隆皇帝及苏丹穆拉德一世。
甚至在认为耶稣会修士赞美中国过于夸张的人眼中，康熙皇帝都未受到任何批评，甚至他那位不那么理想的孙子乾隆的人格，也少被抹黑。[10]威廉·琼斯爵士称他为“天赋过人，平易近人的人”[11]，而几乎同一时期，马戛尔尼使节团的报道，也绝未否定这个评价。德金对成吉思汗孙子忽必烈的智慧与统治艺术大为赞赏，毫未将他对中国的统治（1280-1294）贬为原始的蒙古人专制。[12]吉本对十字军的头号对手阿尤布（Ayyubiden）王朝的苏丹萨拉丁评价矛盾，但整体态度正面，并称塞尔柱人的统治者马力克（Malik）国王（执政期：1072-1092）为“那时代最伟大的君主”。[13]苏丹苏里曼“大君”，或“立法者”（执政期：1520-1566），被视为理想君主。[14]莫卧儿皇帝阿克巴（执政期：1556-1605）在欧洲拥有许多崇拜者，几乎没有批评者。甚至连对待所有印度事物最为无情的法官——詹姆斯·密尔，对他都未多指摘。[15]阿克巴的曾孙奥朗则布（执政期：1658-1707）几乎比所有前任更加血腥固执，却在熟知他的弗兰克斯·白尼尔处找到一位深具影响力的当代代言人。白尼尔视其为开明专制君主，尽管这个评价比较符合他的父亲沙贾汗（执政期：1628-1658）。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史学家罗伯特·奥姆（Robert Orme），认为奥朗则布名副其实，“可列在曾经统治过世界某地的杰出君主之间”。[16]
在欧洲，暹罗的那莱国王（执政期：1656-1688）一般被视为积极活跃、精力过人的独裁者。较不为人所知的雍笈牙（Alaungpaya）国王，创立了朝祚直至1885年的王朝，被视为缅甸的中兴者，才智勇气过人。[17]1802年统一四分五裂的越南的阮福映（即阮世祖）皇帝，亦有类似的评价。最后，“大帝”阿巴斯一世（执政期：1588-1629）的例子特别有趣。尽管这位近代伊朗国家体制的创始人统治其国极度专制，并如苏里曼大君与彼得大帝，杀害继位者，此外，还弄瞎多位儿子与孙子，但鉴于其巨大的建国成就，彼特罗·德拉·瓦勒及亚当·奥利瑞尔等欧洲观察家，都放他一马。1770年，平常相当敌视各种专制政体的鲁堡（Roubaud）竟把他当成理想君主；1815年，约翰·马尔科姆爵士则以类似“结构性谋杀”的理论为他开脱。[18]
在17及18世纪，亚洲君主并未全被描述与评为残酷的独裁者。相反，只发现几个真可被指认出来的暴君。更常见的，反是赞美这些所罗门式的王朝之父与和平君主（阿克巴、康熙），欧洲政治上层人物亦可从他们身上学习。马戛尔尼勋爵有理由不满他的谈判对手——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但他以下述回忆写下1793年9月14日这个重要会面的个人记录：
我就这样见到了“光芒四射的所罗门王”。我这样表达，因为此景让我想到我小时候所见的一出同名木偶剧。我当时印象十分深刻，认为真正呈现出人类的伟大与幸福。[19]
出于国家利益而严厉统治但会顾及王国与臣民的专制君主这一类别更为重要。在欧洲领土国家形成的时代，观察欧洲以外世界的欧洲观察家对亚洲的相对成就都表现出敬意。事实上，在近代的整个欧亚地区，都有国家建构、中央化与官僚化的现象。柯普律吕式的宰相让欧洲的“大臣”，如托马斯·克伦威尔、黎塞留及马萨林相形失色；都铎王朝的国王、法王路易十三及大选帝侯等，都比不上他们的亚洲同事，如国王阿巴斯一世、近代日本的奠定者德川家康、在一个世代之内以坚定的现代化为满族统治中国打下基础的努尔哈赤。大家在欧洲见到这种对比，避开了过于鲜明的东西二分方式。1769年，威廉·罗伯森以十分中立的角度写道，路易十一在法国创造出来的君主国家，“其绝对或恐怖，并不逊于东方专制政体多少”。[20]1700年左右，当耶稣会修士拿康熙和路易十四互相比较时，认为这对他们的两位大施主来说，都是一种恭维。
孟德斯鸠阅读约翰·夏尔丹爵士
事实上，对每位读者来说，东方古老的专制政体耳熟能详，仿佛观察自然法则一样，不会去问导致如此神奇的永恒结果的原因。[21]
史学家马克·威尔克斯在1810年提到的“自然法则”，透过一个论述流传了下来，但该论述未必基于对统治实务的真正观察。一方面，只有少数亚洲统治者被描绘成专制君主；另一方面，专制政体却被视为东方无所不在的现象，就仿佛不容置疑的定律一般，这种假设难以依据经验法则来修正。和这种假设抵触的事物，会被解释成证实了规则的例外。约翰·克劳福德这位使节显然几经周折才不得不承认：“在国王拉玛二世统治下的暹罗繁荣富庶，而他自己也少有残暴行径。”[22]
“专制政体”被当成体系概念，不被用来标志个别统治者的行为，而被视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秩序形式。因此，体系与“个别行为”之间的属性关联并非一成不变。首先，可以从体系的压制特质中，推断出个别统治者的实际压制行为[23]；其次，分开两者，那么一名有德行的君主亦有可能在一个恶劣的体系下行善[24]；再次，将体系视为一种标准，借此来衡量实际行为。当穆拉甲·多桑一再指出土耳其政治运作中一些无法忽视的专制之处表明奥斯曼人已背叛了自己与他们原来出色公正的国家机制时，采取的便是这种做法。[25]
除了体系特质外，专制概念中的另外两个重要成分已在古希腊的政治理论中出现：一种蔑视法律的独裁统治退化形式的非法专制政体，而且被特别归入“蛮族”之中。亚里士多德发展出这套关键性的相对论述，导致政治一体化的世界分裂为二。对希腊人来说，专制政体是所有宪法形式中最恶劣的，完全适合“蛮族”，因为他们在人类学上有其局限，缺乏自由意识：“因为蛮族的奴性类似于希腊人和亚洲人，比欧洲人更甚，因而可以忍受专制统治，不起而反抗。”[26]因此，相同的统治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脉络中，会有不同的评价。[27]
18世纪的“东方专制”概念有一部分用途仅仅在于进行论战，让人将欧洲的专制主义形式与对东方——尤其是土耳其——的负面刻板印象产生联想。例如，在英国人笔下，路易十四的暴政更甚于“土耳其大君”。[28]如果那些概念不打算零散，并希望提升到理论层次的话，便会置身于两种一脉相承的极端范畴之间：位于其中一端的是政治哲学家，他们采纳近代早期由马基雅维利、让·博丹（Jean Bodin）延续至约翰·洛克的亚里士多德国家形式理论，并努力将之配合时局加以现代化。[29]欧洲的亚洲观察家则位于另一端，寻求描述当地政治情况的新途径。16世纪，威尼斯使节在他们部分公开并印行出版的“报告”中，便已接近实际情况地分析了奥斯曼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这些报告一直未受反伊斯兰论战的影响，是一种对近邻世界强权的成功条件与弱点的沉着政治学研究，而威尼斯的命运和奥斯曼的一举一动息息相关。大约1575年起，这个苏丹王朝逐渐被视为一种非法的专制统治；同时，威尼斯的报告也丧失了贴近经验式的敏锐观察，逐渐变成是在指控一种愈来愈陌生的制度。[30]到了17世纪，欧洲人的关注焦点转移至波斯与莫卧儿印度。托马斯·洛伊爵士、白尼尔、塔韦尼耶、夏尔丹、泰沃诺、坎弗及其他旅行家，并不满足于东方宫廷生活中的轶事，而是寻求解释他们在近代伊斯兰帝国中所见到的特殊独裁统治形式。[31]
对东方专制理论来说，孟德斯鸠的重要性在于，其主要著作《论法的精神》（1748）综合了政治哲学与“哲学式”报道文学两种类别。因此，他发现了“专制制度的最后公式”。[32]孟德斯鸠将早期的主题总结成一种“理想类型”，即一种抽象的建构。他根据心理的基本情绪，将统治形式分成共和制（有民主与贵族统治两种）、君主制与专制，各有其生动的政治文化。共和政体的文化是德行，君主政体的是荣誉，专制政体的是恐惧。孟德斯鸠在发展出自己的专制概念之前，便效法塔西佗依据提庇留（Tiberius）的政权勾勒出暴政与恐惧所导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心理痛楚。[33]必须由四散在《论法的精神》各处的众多解释结合而成的专制政体理想类型，还涵盖了专制政权的结构，基本上呈现以下不同于君主政权的特征。
（1）专制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其意志与情绪即为法律。
（2）专制君主不受其他独立反对力量（阶级代表、教会）的限制。
（3）专制君主透过一种完全依赖他的行政精英——不同于身份贵族——来遂行统治。就连最高行政首长亦绝对无法保有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生命。
（4）在专制政体中，臣民宛如领主的“奴隶”。至少他们具有奴隶意识。
（5）在专制政体中，没有任何土地私有制度。所有土地属于专制君主，可在不同程度上运用其征收权力。专制君主多半也以所有私人财产继承者的身份出现。
（6）专制体系中的主导力量——恐惧，不只决定了与统治者的关系，也决定了互相视对方为潜在的告密者，而分裂成细小个体的臣民之间的关系无法形成一种超越国家的整体结构或公众，也就是一种市民社会。
（7）专制的社会关系也再现于如家庭与家族这样的小型范畴中。
（8）专制体制下的生活不以建设、未雨绸缪与成长为目标，而是生活在当下，发展出一种剥削自然环境的短视关系：
在这种国家中，不会有更新或改善：屋舍只盖给一代人使用；不开通沟渠，不种植树木；拿走土地上的一切，而不回馈；一切闲置荒芜。[34]
孟德斯鸠的专制概念，被视为独立于文本脉络受到普遍运用的类别，其批判的动力也来自这一点。由于欧洲也无法完全保证君主政体不会堕落成为专制政体，所以欧洲人亦无理由因和专制政体保持距离而沾沾自喜。对孟德斯鸠与多数他的同时代人而言，专制的统治形式毫无疑问是亚洲的典型，在那里“可谓如鱼得水”。[35]孟德斯鸠并不认为确认这一点即已足够，而是要探索原因。他发现两个独立的自然因素。一方面，经常在亚洲见到特有的绵延平原形成的大片空间，出于合理因素，会需要只有专制政体才能达成的中央化管理措施。[36]另一方面，炎热的气候助长人类的奴性，让他们比温带地区的居民更易成为专制政权的牺牲者。[37]介于极端的气候与不知节制的统治间，有一种模拟关系。在理论上，专制政体虽然不是一种典型的东方政治形式，但在历史现实上却是如此。
孟德斯鸠的专制概念将注意力由专制的外在形式转移到其结构与起因上。这种类型学上的区分来自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间的固定差异，只从方法论的因素上来看，亚洲的模式便已成为一种与欧洲的政治对立的世界。这种差异必须各自清楚发展，才能勾勒出理想类型。[38]显而易见，孟德斯鸠憎恶专制政体：想到这种可怕的政治体制，便令人毛骨悚然。[39]在这一情况下，孟德斯鸠有助于鼓动反亚情绪。亚洲是个没有法律基础的动荡所在[40]，立足于统治者与受奴役的臣民一样愚昧的原始统治形式之上。自由与奴役对立，治国艺术和杂乱无章对立，巧妙的权力均衡与专制君主个人意志对立。
孟德斯鸠的比较政治社会学建立在早先经验主义政治学的基础上。他自己并未描述过任何亚洲的政治体系。他的理想类型结合了一些他从关于伊斯兰帝国的报道文学中发现的特征。夏尔丹或坎弗的伊朗政治体系分析非常清楚地呈现出这个体系的运作方式，整体评价不像几十年后的孟德斯鸠所评论的那样负面。我们可以举出孟德斯鸠最重要的消息人士之一约翰·夏尔丹爵士（他读过他1735年的版本）为例。孟德斯鸠采纳了他哪些看法，没有采纳哪些看法？
对夏尔丹来说，阿巴斯一世以后的波斯政府是个专制武断的政权，而波斯人是“世界上最受压迫的民族”。[41]不过，这个体系的创建者阿巴斯一世只是剥夺王朝中重要人物的权力。他的继任者萨非一世（Safi Ⅰ）则开始不带任何合理的政治因素而任意杀害他们。恐怖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宫廷。夏尔丹在宫廷和国家间做出一个重要区分，这是在孟德斯鸠处见不到的：
波斯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高官特别易受波及，他们的命运全不可知，往往十分不幸。相反，人民的处境要比一些基督教国家的更加稳定舒适。[42]
在此，夏尔丹采取区别于社会的观点，这是他那位知名的读者所缺的：专制政体甚少触及多数人民的生活状况，就算触及，也不一定会造成伤害。[43]指控这个政体的，是受到威胁的贵族与胆怯的仆役阶级的不满代言者。
孟德斯鸠的专制政体是一个没有特征、完全无法自主的体系，治国艺术在这里没有发挥空间，而夏尔丹则强调在极端专制条件下君主个人能力可以施展的特殊意义。孟德斯鸠笔下沉沦在后宫中的神君，“懒散、愚昧且好色”[44]，但对伊朗历史的行家来说，那不过是衰弱与王朝没落的现象。如阿巴斯一世与和他不相上下的阿巴斯二世等成功的统治者都是十分活跃的专制君主，他们和清朝皇帝、16世纪的苏丹以及从阿克巴到奥朗则布的莫卧儿统治者一样，并不符合后宫的老调，他们之中没人是激情的盲目受害者。[45]政治体系的组织问题，多半是因为缺乏类似欧洲枢密院或贵族议会这样系统化的统治者咨询渠道，还有来自太后、宦官与后妃组成的私人内阁的影响以及在孟德斯鸠书中亦讨论到的缺乏长子继承制所导致的继位问题。[46]1762年，约翰·海因里希·哥特罗伯特·冯·尤斯蒂就事论事地反问道，和亚洲与非洲这普受诋毁的“蛮族”国家相比，欧洲的宠臣与情妇的影响力是否就比较微不足道？有鉴于许多疯子与呆子登上王位，是否储君的教养较佳，而王朝继位原则就比较理性？[47]至少，在被许多人同样视为专制的中国并非如此。那里的皇帝可以选出最有能力的儿子继位，这使得中国在1661年至1795年间由近代全世界最出色的三位君主统治。
夏尔丹还指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脉络，这是他的读者孟德斯鸠未加理会的：一个内部残暴的专制政权往往采取和平，也就是防御性的外交策略。专制与征服欲望在结构上是分开的。为什么？宫廷中的嗜血斗争不是来自像阿巴斯一世所费心培育的军人德行，而是出自奢华、娇惯与缺乏纪律。在后宫长大的王子成了周围人眼中最为残暴的国王，但他同时也缺少捍卫甚至扩张王朝所需的好战勇猛精神。因此，最残酷的暴君同时是一个输掉国家与王朝利益、迎接外来敌人的懦夫。[48]此外，专制君主也解除自己所惧的人民的武装，因而削弱了国家的武力。[49]当夏尔丹1677年离开波斯时，残暴的萨非二世国王正统治当地，军队完全腐化。[50]东方专制的理论家甚少顾及这个视角。
当夏尔丹讨论到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时，再次了展现出他的社会学分辨力。1669年，弗兰克斯·白尼尔在写给科尔贝部长公开出版、广受阅读的信中，以那位受人推崇的旅行家的权威详细解释道，在莫卧儿王朝中，除了个别的屋舍与花园外，皇帝拥有所有土地。[51]孟德斯鸠——就像一些其他写过亚洲的作者——采纳了这个观点，将其普及，并表达得不够谨慎：在许多——并非所有！——专制国家中，统治者自称是所有土地的所有人与所有臣民的继承者。[52]接着，他就跳过自己在夏尔丹处所读到的这个论题。夏尔丹在详细的分析中，将波斯耕地的所有权分成四种：国有土地、王室领地、宗教机构用地及私人土地。国王只能从王室领地直接征收全国统一的三分之一收成。国有土地则被严格区分开来，受地方政府管理，基本上用来维持军队。宗教机构用地（特别是捐赠的）来自不断增加的法人财产的赠予，对君主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土地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顶级的财产，但国家只征收微薄的租金，99年的租约还会定期更新，因而基本上是永久的私人产物。[53]
夏尔丹的精确描述并未支持专制君主垄断土地的论点——此论点后来到了孟德斯鸠手中却发展出一种远离现实、近乎神秘的独立生命。相反，夏尔丹的描述完全否定了那种论点，而且未曾提及受到特别压迫的农人。夏尔丹反而强调他们相对来说在各种税赋、佃租及领主徭役上比较轻微的负担，对他们平均的生活水平印象深刻：
他们生活无虞，我可以保证，在欧洲最富裕的国家有更多穷困的农夫。[54]
在夏尔丹分析完17世纪中期波斯的国家与财政体系后，绝非醉心于伊朗的他做出了整体的评价，其中只有几个观点可用于支持孟德斯鸠后来的专制理论。[55]和许多欧洲国家相比，这个体系展现出一系列优点：没有人头税，税务负担轻微，军队只对人口造成些许负荷，地主善待农民，他们之间有种如今日所谓的互助“道德经济”：
我们可以说，在领主与佃户之间有个真正互助的社会存在：亏损与获利会均摊，疾苦穷迫者总是最后受到波及。[56]
波斯百姓在物质生活上过得不错，如果没有伊斯法罕宫廷中国王的恐怖统治与一些腐败的臣子及地方长官滥权，就没理由将萨非时代的伊朗政体视为野蛮。认为国王的臣民为奴隶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相反，这位由法国移居过来的胡格诺教徒夏尔丹补充道，波斯人幸运地免除了基督教社会中的一种压力：教会的压力。那里既无寄生的修道院与修士，亦无不容异己的思想控制。[57]
这位和拉菲尔·杜·曼斯并列的欧洲最优秀的波斯专家并未试图低估他所深刻描绘的专制主义的弊端。他只视之为影响并不深远的堕落现象。对多数波斯人来说，专制政体不过是个和他们没太大关系的无能统治者所削弱的中央政权。宫廷中的疯狂行径不是衡量一个政治体制质量的最佳标准，最佳标准是臣民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其中最为穷困者的生活条件。阿巴斯一世大帝所创的体系经得起这个标准的检验。[58]夏尔丹认为将波斯或整个东方彻底贴上“专制主义”概念的做法并不正确。不像孟德斯鸠，他十分小心凸显出来的并不是和欧洲截然不同的二元差异，而是渐进的层次。从成就上来看，萨非王朝在伊朗的表现绝不一直逊于夏尔丹所熟知的国家——路易十四的法国与复辟时期的英国。此外，他也更正了关于东方残暴的老调中的一点：司法审判中的刑讯基本上比欧洲来得少见，虽然有可怕的死刑，但他在波斯的15年中未曾见过任何公开的处决。[59]
孟德斯鸠专制主义理论的观察客体并不是18世纪早期混乱的波斯，即最后几位无助的萨非国王治下的国度与阿富汗入侵及军阀纳第尔·沙阿国王的国度，而是王朝盛世之际稳定的波斯。他并不是在解释历史的基本力量，而是以理想类型来模塑一个特殊的政治体制。游记提供给孟德斯鸠这位大思想家的，并不只是资料：像夏尔丹这样的作者，便发展出一套对伊朗社会关系周密的描述、解释与评价。夏尔丹一直关注欧洲，他不是把欧洲视为理想化的标准或异国批评的对照物，而是经验标准，可借以比较同时期其他国家和波斯的生活。孟德斯鸠却把这方法极端化为一种不均衡的类型学。他只从夏尔丹深入钻研的伊朗分析中撷取能够勾勒专制主义架构类型的东西。
夏尔丹证明自己是位冷静的社会学家与政治科学家，而孟德斯鸠则是位大胆的政治哲学家。一旦经验分析的“可活动布景”被架设至一个普世的社会学多元体系之中，那些布景便产生新的意义，并于断章取义之下变得琐碎平凡。萨非政体中真实存在的各种矛盾，变成了千篇一律的丑化性固定用语。那种固定用语俨然已具有20世纪极权主义的种种特征，或许更适合用来解释极权主义，而非启蒙运动时期的东方现实。不过话说回来，孟德斯鸠清楚自己东方专制主义理想类型中的几何架构特质。他已在1734年论述罗马人辉煌与没落的作品中表示：
认为世界上有在各个方面都专制的国家政权的看法并不正确。这种政权从未有过，也绝不会出现。任何再不寻常的政权也总有其限度。[60]
然而，他在大作中并未重复这个警讯。尽管孟德斯鸠相当谨慎，不断偏离自己的笼统说法，但是最后还是让人察觉到一个截然二分的世界。这个二分并非来自民族性格与种族特质。孟德斯鸠并未在人类学上为西方个体喝彩，并未贬低亚洲文化，并未发展出一套在所谓西方特殊成就中达到高峰的神学式历史哲学。然而，受到奴役的亚洲人面临着一个无法避免的灾厄的影响：环境，也就是气候与地形决定着政治与社会关系。如何克服统治的反常形式这一对整个专制论述来说的关键问题，孟德斯鸠的答案并不乐观。个别暴君的统治相当不稳定，但亚洲国家的无数“革命”只导致生态所决定的同样事物不断重复。
专制主义与历史哲学
孟德斯鸠将原有的专制论述整理、集中、简化并归纳成比较可用的理想类型。在《论法的精神》的大框架中，这个理想类型自有其分量，使其能被用于不同目的，尽管可在论点上再行激进、经验验证上再行查核或历史哲学上再行定位。孟德斯鸠的文本脉络绝非静止不动，这个大型的比较模式会被拆除解体。
夸大的论点多半是为了诋毁邻国甚至其余的世界，同时夸耀自己在其中的独特角色。孟德斯鸠已经称赞过欧洲独特的运气。然而，这类说法可用让-夏尔·德·拉维（Jean-Charles de Lavie）的话来反驳：
如果除了欧洲人以外，世界其他民族都臣服在同一个统治形式（专制主义）下，我们难道能说那种统治形式不合法吗？[61]
另外一个超越孟德斯鸠的严肃课题便是历史哲学的解释，即视专制主义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对此，各有差异甚大的不同开端。
道路工程师尼可拉斯-安东尼·布朗热崇拜孟德斯鸠，只对人类早期的历史感兴趣，并研究神话的“精神”与宗教仪式[62]。在1761年出版的作品中（在这位早逝的作者死后两年），他视专制政体为早期神权政治的强化形式，最重要的特征为神意的君主化与其反面——政治统治的神话，两者结合成一种类似宗教的国家祭仪。君主被认为具有魔力。宗教与政治迫害携手并进。在特定的条件下——如在古希腊和罗马——权力滥用导致专制政体瓦解，共和政府取而代之。据布朗热的说法，原始的神权政治在西方导致无政府状态，却在东方导致专制政体；不过，西方由于在亚洲进行殖民，未受专制政体感染。[63]然而，古代共和体制本身也不稳定。受制于专制主义的遗产，罗马皇权政体的过渡期便清楚呈现出这一点。布朗热并未继续讨论如何再度终结专制政体，但从他对路易十五治下的国家与教会的看法中便能了解他的含义。[64]此外，十几年后，印度史专家马克·威尔克斯并未引用布朗热——很可能也不知道他的作品，却也界定出专制主义的本质：一种神权与人权的融合。[65]
布朗热详细研究了宗教与政治制度早期发展中一个特定的过渡，但并未勾绘出任何一般性的进步模式。要等布朗热死后，这类模式才进入启蒙思想的中心。第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便是杜尔哥对一种全然精神世界的通史的另一种速写，约莫和孟德斯鸠的大作同时出现。
杜尔哥这位哲学家、经济学家与政治家，比孟德斯鸠更加彻底地分析了专制主义。[66]他视专制主义为农业人口密集的大型国家建构中的必然附属现象。他并不看重气候，地球各处的政治范畴都服从一致的法则。亚洲与欧洲的差异主要在于，亚洲的专制主义由于征服活动而过早发展，还没见到任何固定的“风俗”，而在欧洲它出现较晚（约在罗马皇权时期），已无法彻底渗透到社会中。在杜尔哥眼中，专制体系在统治机构上来说并不稳定，因为专制体系立足于一个恐怖与掠夺的简单纵向系统。政治建构并非靠横向的支撑来巩固；反复无常的军队，往往是政治上野心勃勃的禁卫军，扮演着关键角色。最高行政首长，即“大臣”的位置，朝不保夕，往往无法施行有效统治。[67]然而，专制体系仍可长存，压制住各种精神生活，利用教育来制服个体，争取自由的企图难以出现。最后，专制主义成了一个习惯问题：人们听天由命，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在描述到社会形式的专制主义通过这种方式对政治的影响时，杜尔哥比孟德斯鸠更加激进：
我再补充一点，在大型的专制国家中，还会形成一种反映在私人生活习惯上的专制主义；这让个体更加麻木，剥夺掉社会大部分的财富与安逸，禁止妇女加入家庭的行政管理；这种专制主义把一切划一，禁止男女间的往来，让国民陷入麻木状态，阻挠任何改变与随之而来的进步。[68]
整体来说，杜尔哥认为东方专制主义相当顽强，不受任何内在变动的影响，其结构性的弱点被心态上自认不朽的能力完全抵消掉了。[69]东方世界似乎陷入了世界史的死胡同中。
受杜尔哥影响甚多的孔多塞，在1793年指控亚洲专制体系这种“无法撼动的存在”。[70]一些较不知名的作者，稍微修正了这种印象。1798年，查尔-阿塔纳塞·瓦肯奈尔以六个阶段来对抗孔多塞人类历史的十个阶段模式，终结了专制主义的黑色传奇，并从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认为17世纪的游记再也无法反映18世纪末亚洲的实况。亚洲也在贸易、工艺与艺术上有一定进步。如果专制君主能够巧妙运用这种新的机会，这些进步便完全可以巩固其权力。不过，这种势不可当的进步同时削弱了专制主义的体系：例如一名想从扩张的世界贸易中获利的统治者，就必须赋予商人更大的活动空间。虽然专制主义不会因为这种出于君主利益产生的自由化现象而瓦解，但会变得温和，丧失其残暴性格。[71]不同于杜尔哥，瓦肯奈尔并不认为历史上有所谓亚洲的特殊道路，而是期待一种体系上的趋同现象。
另一种论证方式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和拉维已经指出的经验性叙述与对专制主义的标准的评价间的矛盾有关。如果客观因素，如气候，说明了专制主义的存在，那批判式的推理还有什么活动空间？如朱立安·约瑟夫·维瑞（Julien Josef Virey）想到梭伦的名言：他没给雅典人最好的法律，而是最适合他们的法律。难道政治观念不是要符合当时的民族特质吗？难道“专制主义对亚洲来说不是相当合适，而共和体制在那里只会导致大量破坏”吗？[72]人类社会并不如孔多塞所想的那样能够根据一致的模式而臻完善；有的只是按不同文化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样一来，专制论述便成了普遍论与相对论的大辩论。孟德斯鸠所关注的东西二元论再也无足轻重了。
适用于全球的理想类型概念与世界史的抽象阶段模式是否真能用来理解实际状况？通则应该运用到何种程度才算合理？某些作者建议采用一种“中程”的专制理论。1820年，当外交官与东南亚专家约翰·克劳福德试着发掘历史的规律性时，他只想到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世界。他从两个观察出发。第一，专制统治源自征服的形式在这个地区早已不再扮演一些历史哲学家所赋予的角色，因而，专制政体必须通过该国的内部关系来解释。第二，政治压迫的程度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正如在瓦肯奈尔处一样，政治体系和文明发展产生关联，却是全然不同的风貌，专制政体并未因为进步的“现代化”而自我克制，反而因此取得了存在的机会。克劳福德勾勒出五种社会化的发展模式：①没有政治统治的野人平等主义；②遴选王权；③贵族间的世袭王权；④代议精英的联盟；⑤无限的专制政体。[73]最后一种形式是爪哇——一个物质生活发展程度最高的岛屿——的典型形式。克劳福德接着描述了爪哇人在其君主统治下极端卑下的情境，但注意到建立有效的专制政权和国内和平、有效的法律保障、更佳的行政管理及废除奴隶贸易有关。失去了政治上的自由，爪哇人获得更多的人身自由。[74]克劳福德避免在修辞上整体否定专制主义，亦未落入刻意嘲讽的相对论中，然而亚洲的“特质”使亚洲人毕竟无法了解与珍视自由，因而只配享有专制。
克劳福德在这儿以几分托马斯·霍布斯的经验式实证精神，着手研究一个贯穿大部分专制论述的反论题：惧怕无政府状态，惧怕一切互相对抗的霍布斯式自然状态。在经历过宗教战争与内战的欧洲，这只是一种历史记忆，但在18世纪，见过波斯、印度、暹罗、越南与一些其他国家的政治秩序瓦解后，亚洲几乎没有其他严重的政治问题。欧洲评论家清楚表示，对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公共秩序瓦解更糟的事，一名强大的专制君主绝对好过一群无法控制、不负责任的“小暴君”。[75]毫无疑问，对于招致陈词滥调痛诉的专制主义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反驳的看法。事实上，有比强大的暴君更糟的事，不过是在前现代的条件下，在极权主义的权力还未出现之前。不过，这个论题也非完全无趣。如果当地的和平人物不在了，跟着还有新的接替者——安定局势的殖民强权。[76]
沃尔尼这位哲人中最有经验的旅行家与旅行家中最杰出的哲学家，也有类似的结论。他的东方专制观结合了自夏尔丹以来分开的东西：个人经验与理论面向。[77]沃尔尼的历史哲学论文《废墟》（Les Ruines），依循杜尔哥的看法，认为专制政体源自大型王朝的征服建构与专制体系惯性的心理文化。[78]沃尔尼在此从他的第一本书——1787年的《埃及与叙利亚之旅》得出概括性的结论。他在书中一一仔细检视专制主义的运作方式与后果，特别是一种政治制度上的经济非理性，阻碍了人类创造财富，并破坏自然。[79]沃尔尼对专制主义的起因特别感兴趣。对此，他避开了孟德斯鸠式过于大胆的推测与笼统做法，如后来的克劳福德，宁可采用适用于地区性经验的可以验证的理论。[80]他公开反对孟德斯鸠的气候决定社会与政治关系论，也拒斥东方人厌恶工作的人类学决定论。[81]显然，今天近东住民的祖先在近乎相同的气候条件下曾经取得过巨大成就。对沃尔尼来说，奥斯曼人与埃及马木留克佣兵的军事专制不是客观上的必然现象，而是政治上可以解释的。奥斯曼帝国是个建立于征服活动之上，没有合法性的殖民剥削机器。[82]相对于欧洲来说，东方的文明落后状态，如科学少得可怜的进展与艺术的停滞，不是如沃尔尼的对手萨瓦里所认为的那样根植于语言及文字这种近乎不变的文化现实，而是将人类束缚在无知中的政治状态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宗教：“真正的原因，在于难以取得知识，首先便是缺少书籍。”[83]西方的优势在于知识丰富，在于克服宗教迷信与促成知识增长的社会机构。因此，沃尔尼是物理形态或人类学决定论的反对者。由于人们不必宿命般地去承受东方当下的情况，因而东方当下的情况可以在政治上加以改变。尽管沃尔尼并未明确提及欧洲要介入近东，但从他思想的脉络来看，进步的欧洲有权利进行解放式的干预，或许甚至是项义务。
质疑“东方专制”
透过历史化与政治化的方式，沃尔尼对专制概念的去神秘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专制政体并非无法摆脱的命运，而是一个可以修正的历史错误发展的结果。然而，沃尔尼所坚持的，甚至加油添醋的，是丑化专制政体。早一代单纯的启蒙分子便已要人小心，不可过于歇斯底里。1767年，不是一名公侯仆役的亚当·弗格森便言简意赅地指出：
一个专制政府有其一定的优点，至少可在文明调控时期，让其行径尽可能不引起不快，导致公然的恐慌。[84]
克里斯朵夫·麦纳斯指出，罗马拜占庭专制主义的重大成就，便是遏制住蛮族。[85]大约在同时，早期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奥古斯特·亨宁斯在讨论印度文学的场合中，以沃尔尼指责土耳其军事专制的语气说，在孟德斯鸠之际就已非完全不合理的质疑，可能是丑化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种异国风情的转移策略：
在莱纳及其他人那里见到对亚洲专制主义的夸大描述以及君主的嗜血残暴和奥姆拉（Omrahs）与拉贾[86]的压迫，对娴熟欧洲历史的人来说，并非什么新鲜事，而当白尼尔提到莫卧儿大君每说一句话，大臣们便在一旁喊道“奇迹！奇迹！”的亚洲人的可耻逢迎时，那和今日我们宫廷中的主要基调也没什么两样。[87]
有时，旅行者会表示没有见到预期中的可怕现象。1792年，巴罗并未在越南见到他在家中所读到的暴政；30年后，克劳福德在同一个国家发现，一般人民活泼快乐——“仿佛没理由抱怨似的”。[88]
有些作者将孟德斯鸠、杜尔哥及其信徒的理论加以经验式的检验，这和沃尔尼精确的叙述不同，尤其是在割舍掉历史哲学的含义上。1791年，托马斯·布鲁克·克拉克出版的《世界各国政府不同形式之概观》（Publicistical Survey of the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ment of all States and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一书便完全和历史哲学对立。这本献给边疆伯爵巴登的书试图对世界所有现存的政治体系做出相当仔细的分类，当然也包括孟德斯鸠区分（绝对）君主制与专制政体的著名问题。克拉克并未从内在动力来定义这些形式，而是由其可被观察到的外在表象来定义。他区分出有限君主制和无限君主制。对他来说，最高王权或无限君权指的是那种君主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并以部分他所沿用、部分他所颁布的法律来统治国家的制度。专制政体是无限君权的退化形式，很有亚里士多德的味道，且只在“君主对臣民的生命与财产具有无限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任意视臣民为奴隶时”[89]才会出现。暴政则是实际运作的专制政体的极端形式，在其中，臣民遭到“恶意及不人道的奴役与苦难”。[90]
当克拉克统计式地综观全球时，在运用这种国家法的精确定义上，他表现得完全不偏袒任何文化。他必定是位孜孜不倦的游记读者，借以获取各种小国的信息。他只能在非洲发现暴政：在摩洛哥王国与非洲内部的14个王国里，他认为其中的“卡方奇（Caffange）”及“摩诺穆奇（Monoemugi）”为世界上最恶劣的暴政。非洲也有许多专制政体。不过，几乎整个亚洲都受到专制统治，但也有例外：中国是亚洲唯一被归入无限君权的国家，和俄国、普鲁士、法国、哈布斯堡王朝与教皇国并列。克拉克将朝鲜与主权受到外在宗主国限制的朝贡国或保护国列入有限君权中：交趾支那、莫卧儿帝国的附庸戈尔孔达/康达或印度尼西亚岛上依附荷兰人的不同苏丹政权。只有欧洲有民主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帝国自由市、瑞士的各州与城市），亚洲则有一些“无政府状态”国家在高加索、卡尔梅克人的草原与阿拉伯半岛上。
克拉克在其古怪死板的图表中运用一种相当广义与正式的专制概念，其得自实际经验的范围与孟德斯鸠的世界图像难分轩轾。在过度简化的孟德斯鸠之前很久，人们便已试着将实际的专制体制分级。1711年的一本系谱学手册（其作者所知不算太差）便表示：土耳其苏丹施行绝对统治，却不断受到宫廷叛变破坏。摩洛哥国王统治更加绝对，因为他是唯一果真将臣民视为奴隶的君主。莫卧儿大君比苏丹更加富有气派，较不害怕自己宫廷中的政变。中国皇帝的皇室较不讲求气派，比其他专制君主更加节省，也更加富有；中国皇帝不靠暴力统治，他们靠完善的信息体系获取来自各地的消息，并将诏令发布至最偏远的省份。[91]这类亚洲内部的比较令人不断着迷。孟德斯鸠扎实的超级“专制”类型或许并不能说服许多人。或许“专制政体”不过是个幻想，有的只是各种不同的专制君主？[92]
孟德斯鸠已注意到，自己的专制概念尤其无法用来解释中国。对他来说，日本只是一个有着严格法律的边缘国家，而修道院院长莱纳视之为专制主义的典范例子[93]，其他人则表示日本是唯一避开专制主义的大型亚洲国家，没有那种堕落的后宫情事，统治者从未展现出一种更高的责任感。[94]在这个重要的例子中，君主体制与专制政体的二分法似乎无用武之地：或许那是一种专制封建联盟的混合形式？[95]不过紧邻莫卧儿专制政体，又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怎么可能诞生锡克族这个共和甚至民主的国家？[96]
伏尔泰已经反驳过孟德斯鸠，表示从未有过理想类型概念下的纯粹专制主义。他也逮到《论法的精神》的作者轻率使用问题甚多的资料。[97]1753年，也就是孟德斯鸠还在世时，伏尔泰批评了这种制造敌视图像的做法：自那时起，政治理论已考虑到君主政体退化成暴政的可能性。现在突然从偶然的脱序中，冒出一种独立的政治体系，将旅行家报道的荒淫情况断然解释成这个体系的本质，并从君士坦丁堡苏丹宫廷的特定习惯中推论出奥斯曼政权，进而是整个东方的特质。如此一来——伏尔泰在此并未特别提及孟德斯鸠——刻意招来一种“丑陋的幻影”，在其幽暗的背景下，进一步衬托出身为民族之父的欧洲绝对君主的美德，也就是一种强力支持君主体制的转移策略！
伏尔泰继续表示，作为一种目无法纪的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不符合任何历史经验。既难相信，像波斯或中国等古老文明没有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制度，也无法想象，那里的人能赋予统治者控制他们财产与身体的绝对权利。难以理解，君士坦丁堡一名工匠的儿子不能继承父亲的店铺。[98]聪明的约翰·理查森以伏尔泰的语气补充道，前现代的国家机构难道组织已够坚实，已有中央化的指挥力量？[99]
伏尔泰并未参与理论上的讨论。对他而言，根本没有专制主义理论这样的东西，因为整个概念的基础过于薄弱。他对正常人类理智的呼吁，鼓舞其他人彻底检视不容置疑的理论假设。关键问题不在于这种或那种边陲例子——如中国或日本——是否该被纳入理论的适用范围，而是是否合乎理论最能通用的地区：奥斯曼、萨非及莫卧儿的伊斯兰帝国。孟德斯鸠以最坏情况设想出来的例子受到保罗·莱考特爵士几页描述的影响，那是他在奥斯曼历史最为恐怖的时期结束之际所写的，完全符合孟德斯鸠的概念。不过，正如我们所见，面对夏尔丹冷静细腻的伊朗报道时，这位法官（指孟德斯鸠）便任意将这位旅行家的说法颠倒过来。
安奎特-杜培宏与欧洲人之亚洲图像的去魔化
批评孟德斯鸠理论最激烈的是他的同胞亚布拉罕-扬金特·安奎特-杜培宏。正如一个时代后的沃尔尼一样，他具有了解亚洲与懂得亚洲语言的优势——他自己在印度几乎生活了6年之久。[100]在他1778年出版的巨著《东方法律》（Législation orientale）中，他志在证明：首先，在土耳其、波斯与莫卧儿印度有成文法，可同时约束君主与臣民；其次，在三个国家中，私人拥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动产与不动产的所有权。因此“（东方）专制”特殊形式的说法根本无效，伊斯兰亚洲的政治体系可被整合到君主统治形式的一般理论中。[101]
安奎特-杜培宏是位学识渊博的人物。1771年，他出版了划时代的古伊朗《阿维斯陀经》（Zend Avesta）[102]的翻译：这份完全不受圣经及地中海古代传统影响的亚洲文献的第一次研究亦是一份真正多元世界史撰述的奠基文献。[103]1760年左右，他眼见英国开始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这个经验促使他探讨亚洲专制的问题。安奎特-杜培宏的反殖民主义并非全无瑕疵，最后逐渐露出一名希望法国人享有一定殖民利益的仇英人士的面目；不同于大英帝国，革命后的法国能够在平等与互惠的基础上和印度各国发展关系。[104]不过，这并改变不了《东方法律》一书中所欲推动的事实，即鼓动亚洲的穆斯林与国家反抗他们的欧洲的蔑视者，不让西方视自己为对手与敌人，并驳斥东西方历史发展有本质差异的论题。在作品开始，安奎特有段给印度斯坦人民的献辞，预言式地表达出印度原有征服者（莫卧儿人），及新征服者（欧洲人）的差异：如果北方凶狠的莫卧儿人被气候与印度的温和风俗击溃而融入这块土地，那来自海外一心只想剥削的异国政权也不会成功，他们首先会彻底改造印度。[105]安奎特的序言在文字上好好抨击了烙印在西方意识中被丑化的东方图像。他认为，评论家们的荒谬夸大之处在于过度执着地迎合欧洲特殊意识的方法：“欧洲沉迷在其法律的智慧中，而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东方，便该完全听任少数几个人脸色的摆布！”[106]安奎特并未把责任推到备受谩骂的旅行家身上，而是认为国内重要的理论家误解了他们的报道。基本上，大家应该可以通过中肯谨慎地评价严谨的游记取得一个接近事实与理性可信的图像。安奎特也以这一点要求自己的研究；这能彻底恢复安奎特认为客观的旅行家的声誉——我们已把他当作“高级”旅行的理论家了。[107]
他的方法在于，通过游记的引文来证明笼统论题的错误。孟德斯鸠宣称，在烙印着恐惧的专制统治下，荣誉——由贵族支撑的君主体制之特征——是陌生的东西，安奎特-杜培宏则以好几页的篇幅提出反证。孟德斯鸠表示，专制君主无知、懒惰并避免公开露面，安奎特却轻易就能提出相反的例子。就算专制体制的理论家——布朗热有时也受到激烈批评——例外地正确描述出一个现象，也会误解了其作用。例如，某些专制君主的目标的确是要尽可能深入控制臣民。不过，理论家们不断信誓旦旦地宣称并不存在的成文法条，反而正好粉碎了这种观点。即便没有一个广泛的官僚体系，贯彻具有明确形式、众所周知的统治者意见也能使专制体制功德圆满。[108]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没有任何专制君主打算被全体百姓畏惧。专制君主必须顾及某些团体的好意，和他们——如城市住民——结合起来抵抗精英团体的权力欲。以现代的话来说，安奎特发现没有“群众效忠”，政权便难以长期维持。他甚至指出，一个像孟德斯鸠所勾勒出来的专制政体事实上无法生存。[109]因此，理想类型既非再现一个现实，亦非预见一个可能的未来。书中300多页讨论的都是类似的问题。安奎特-杜培宏透过评论式的引文拼贴，抨击理论命题不遗余力，直到几乎赶尽杀绝。东西方的截然对立成了无数分级细致的政治与社会机会。极端异化的东方政治被带回到经验与证据充分的范畴中。
安奎特也提出专制论述趋向两极的问题。不是一切都像17世纪80年代一位旅行家公开表示的那样，是在教皇委托下写下攻击土耳其人的文字。[110]安奎特得出结论，专制理论最后是征服者与掠夺者的意识形态。如果表明东方的政治较为严苛，并找来一成不变的气候支持这个说法，不过是在为自己的残暴开脱。认为印度人不习惯所有权，那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掠夺他们，强占他们的土地。[111]在早期英国“显贵”掠夺的帝国主义时期，在待在印度的安奎特看来，整个专制理论不过是欧洲在印度暴行的特许证书，并如他所预见的，后来也包括欧洲以外的其他世界。安奎特最后在由亚洲归来并大声指控当地政府暴行的人士处也发现了一种虚伪的双重标准：欧洲人期望因其欧洲素质能在亚洲为所欲为。如果欧洲海关收税或没收走私物品，欧洲人是不会动怒的。不过，在亚洲，这类合法的国家主权运作绝对会被烙印上“专制主义”的标签。[112]
安奎特-杜培宏出自伏尔泰式启蒙精神的重要论点未被译成其他语言，显然也少被引用；论点多半遭到否决。[113]孟德斯鸠的理想类型虽很快就降格为老生常谈，但喜欢那种论调的人依然不改其志。例如克里斯朵夫·麦纳斯就使用所有已熟知的细节，在1793年强调一种极端唱反调的观点。[114]1842年，布鲁汉勋爵在其晚年作品、19世纪最后一份还顾及欧洲以外关系的政治学文献《政治哲学》中，详细钻研东方的绝对君主政体。他虽然致力于勾勒出细致的图像，未将中国纳入专制国家之中，但最后原来的老调依旧占了上风，仿佛安奎特-杜培宏的异议从未存在过一般。此外，专制君主的加税及宗教暴行虽然会受制于祭司与可能的人民起义，他们还是可以随时杀掉任何一位臣民。这种身家性命随时不保的威胁阻碍着那种未来取向的经济活动。[115]
印度：专制移转
安奎特-杜培宏对抗不了主流的舆论。不过，他还在世时，还是见到自己受到一些学术权威的认可。例如，查尔斯·威廉·鲍顿·鲁斯（Charles Wiliam Boughton Rouse）——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孟加拉国及后来伦敦的高等职员，还曾担任过下议院议员，并翻译过波斯文——曾把一本自己的《孟加拉国地产论文》（Dissertation Concerning the Landed Property of Bengal，1791）寄到巴黎给安奎特-杜培宏。鲁斯的贡献只能从十分复杂的英印论战脉络中来理解。这一论战自1769年起便围着印度地产性质的问题打转，并直接影响了孟加拉国所谓的《永久让渡法案》（Permanent Settlement）。这个1793年在土地法与税金估算上的革命性新制度在名义上一直持续到1947年英国统治的结束。[116]在此，鲁斯对东方专制理论一个核心问题的看法令我们好奇。根据他自己在当地的研究，鲁斯完全站在认定印度存在着继承地产并要求英国殖民政权承认当地的财产关系的人士那一方。由于大部分法律权利缺乏成文，碰上这种争论，便得依赖传统（古老的习惯）、习惯法（常见的惯例）及默认（民众的一般认知）。[117]鲁斯强调，在莫卧儿政权下，大地主与奴隶主的权利鲜少被任意剥夺。事实上，他们的地产不可侵犯，且可被继承。[118]他接着从意识形态的历史角度上溯到白尼尔与亚历山大·道的对立观点，称赞伏尔泰与安奎特-杜培宏没有附和东方专制该受谴责的调子。[119]他最重要的观点是，将亚洲社会视为全然陌生之物并不意味着宽容地接受不同之物，而是把自己有限的标准绝对化。[120]差异架构并没有为宽容创造出空间，反而证实观察者与文化法官的优越之处。鲁斯的观点无法贯彻到英国的印度政策中并不令人讶异。
鲁斯坦然的经验论绝非无动于衷的科学态度，而是有其政治目的。18世纪末，几乎所有的专制论述都是如此。政治上的战场逐渐由批评与捍卫欧洲的绝对君权转移到欧洲人海外帝国主义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上。1750年左右，人们提到东方专制主义时，指的基本上是欧洲。而在1800年说及专制主义时，想的则是亚洲：一个让欧洲人有机会自己扮演东方专制君主角色的亚洲。
这在印度最为明显。被托马斯·洛伊、弗兰克斯·白尼尔与让-巴蒂斯特·塔韦尼耶广为宣扬的莫卧儿皇帝的“东方专制”基本上随着1707年奥朗则布之死与最晚到纳第尔·沙阿国王1737年的入侵而终结。再也没有任何“莫卧儿大君”，即那个先是依照阿克巴图像塑造出来的象征财富与权力，后来被约翰·梅尔希奥·丁林格（Johann Melchior Dinglinger）为萨克森的“强人奥古斯都”转化成金子与宝石构成的奢华幻想——我们今天可在德勒斯登的“绿穹隆珍宝馆”（Grüne Gewölbe）参观到——的神秘人物。[121]英国人化身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权的武装商社，承袭了莫卧儿大君的遗产。对此，一个运用“专制”这个口号的批评，应时而生，首先来自帝国竞争对手那一方。英国、法国及德国的作家给在爪哇和锡兰的荷兰人——当然有其理由——贴上血腥暴君的标签。1793年，约翰·特劳哥特·普兰特（Johann Traugott Plant）在其关于亚洲岛屿的大作中表示，荷兰的自由与财富建立在受到奴役的印度尼西亚人的血泪之上。[122]法国观察家指出，英国政权，特别是在东印度公司发展最早、势力最牢的孟加拉国，为专制主义的现代化形式。1770年，修道院院长莱纳在英国开始在恒河口统治后几年，即已表示，孟加拉国人有理由怀念他们过去君主的专制统治：
一个计划周密的暴政取代了一个任性妄为的暴政。税收变得全面定期，镇压无所不在，而且绝对。原有独占的毁灭力量更加完善，并添入新血。简而言之，所有信赖与公众幸福的源泉都被毒化。[123]
其他的法国批评家也提到英国在南亚的新专制。[124]莱纳至少认为英国人讲究方法的暴政，胜过莫卧儿的黑暗暴政[125]；埃德蒙·伯克则在国会质询沃伦·黑斯廷斯总督时，把专制的概念保留给英国人的行径——他们入侵一个具有一定合法性与法律形式的体系。[126]在许多方面让人想到安奎特-杜培宏（但伯克似乎并不知道他的作品）的印度政治传统分析中，伯克逐步拆除孟德斯鸠运用于印度的专制理论；黑斯廷斯当然在捍卫自己具有争议的统治方法时引用了孟德斯鸠。[127]
伯克的靠山及战友、反对党的主要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在1783年甚至称黑斯廷斯治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政策是一种“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专制”。[128]此后，英国对莫卧儿王朝结构的说法，便视英国人对在他们之前统一这个次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前政权的态度而定。莫卧儿皇帝的统治愈是久远，观察起来也就愈加让人心平气和。因而，在这种矛盾中有两种倾向。一方面，出于教育因素，要记住旧有专制政体的骇人行径，好让印度人感谢幸福的当下。[129]另一方面，负面评价全都集中在最近的小暴君身上，其中包括迈索尔苏丹及马拉提的帕什瓦[130]——在英国征服时期曾以武力对抗英国人。敌人的形象愈是负面，预防性的武力手段也就愈显合理（已在提普苏丹的例子中表明）。莫卧儿王朝的辉煌时代消失在朦胧的怀旧中。韦尔斯利勋爵这位好战的征服者在身为加尔各答总督时盖起富丽堂皇且造价高昂的统治建筑，部分亦是希望展现帝国级别的华丽建筑。[131]
然而，还要再过数十年，英国人才象征性地承袭莫卧儿政权，那是在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采纳印度的皇帝头衔之际。在约1790年至1830年间，反而是如下三种概念并列。
（1）启蒙后期的观念，代表人物是总督康沃利斯（Cornwallis）勋爵（任期：1786-1793）——《永久让渡法案》及殖民官僚体系的催生者。他认为在印度必须以超乎个人之上的法律统治取代个人的专制政体[132]。
（2）对立的浪漫主义观出现在韦尔斯利勋爵周遭，如约翰·马尔科姆爵士、托马斯·门罗爵士及蒙特斯图尔特·艾尔芬斯通等人身上，他们认为具有统治魅力的白人领袖及无冕国王必须位居忠诚的当地随从之上，以一种强而有力的专制政体弥补近代欧洲已经历过的国家建构过程[133]。
（3）史学家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詹姆斯·密尔与其他以功利主义哲学色彩和“哲学激进主义”制定纲领者的概念，认为必须尽快肃清当地专制政体的所有残余；为了印度人的福祉，英国必须透过一时的教育独裁，在“出色的管理者操控的革命”之路上，引进西方文明具有价值（并非所有）的成就。[134]
三种统治模式有段时期都在印度特定的地区推行过。
中国：官僚管理
在18世纪末欧洲的专制论述中，中国的角色完全不同。不同于印度，这里的古王朝依然完整。和奥斯曼帝国相比，这里甚少受到西方的影响。当时还没人想到要以武力干涉中国，或甚至要其向殖民臣服。论述中国政治的维度在于，这里的“东方”政治体系直到19世纪初之前似乎未被来自内外的武力威胁松动。中国的两个特殊之处不可忽视：首先，那里的皇权不源自征服，而是一个两千年本土文化的古老产物；满族人在1644年后通过肃清像宦官专权这种情形，巩固了这个体系的改革。[135]其次，政治制度的悠久历史导致一系列实际君主（及其在儒家史书中的位置）进入帝王的组成图像中：早期神话般的理想帝王、荒淫无道的怪物[136]、残暴的开国君主及暴君，如秦始皇（执政期：公元前221-210）、明洪武皇帝（执政期：1368-1398）以及贤明的唐太宗（执政期：626-649），后者成了约翰·海因里希·哥特罗伯特·冯·尤斯蒂的“温和”君主之典范——当然还有清朝活跃的专制君主：康熙、雍正与乾隆。[137]
在不断出现的西方现代的有关中国的文献中，总是从描写18世纪初的“中国爱好”转变成了世纪末的“中国恐惧”。[138]尽管从文献中不能十分清楚地追溯这个变动，但还是有些脉络可循。这也难怪，单单耶稣会修士与他们犀利的批评者——道明会修士多明戈·费南德兹·纳瓦雷特，便留下了有关中国政体的全面记述。1735年，杜赫德的中国百科成了这个世纪后半段的权威资料。所有正面与负面的评价主要都根据其中陈述的材料。除了葛梅里·卡雷里外，没有任何私人旅行家的中国报道；外交使节团的成员多半只看到宫廷生活的外貌。此外，便只能依据耶稣会修士的叙述材料。明代后期的耶稣会修士勾勒出一个类似匿名的静态体系图像。在17世纪中期动荡血腥的改朝换代之际，历史的基本力量闯入这个神职人员的知觉中。在其平息后，三位重要的清朝皇帝康熙、雍正与乾隆，结合起完善的官僚体系与个人独特的领导魅力。
这个结合反映在杜赫德的书中。在其记述中，清朝的政治体系既非一种无限的专制，亦非一种威权的文官统治，皇帝在其中类似一名资政王。[139]杜赫德部分依循勒孔德的说法[140]，发展出下述关于康熙及雍正时期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论题。
（1）皇帝的权力“绝对，近乎无限”，以活跃的独裁君主身份施展权力。没有潜在的敌对区域强权，但皇子的独立意图（和莫卧儿王朝形成明显对比）受到抑制。[141]
（2）皇权的施展会受制于：
——成文法；
——皇帝在乎自己在百姓中的威望与历史的评价；
——皇帝要像父亲般照顾臣民的父权意识形态；[142]
——独立的御史制度：一种官僚职务，身为御史可以人民福祉之名批评同侪甚至皇帝与其内阁；[143]
——人民成功起义反抗暴君的传统。
（3）主要依据功名标准施行的国家考试，保证了官僚体系的高质量。[144]
（4）官员在民事司法裁判上对人民具有近乎绝对的权力。然而对抗滥权与无能的保护机制在于，辖区内出现的骚动不安必将拖累地方官[145]，因此官员最好事先将骚乱防范于无形。
杜赫德的著作及所有其他的中国文献缺乏鲜明的疯狂君主。在东南亚，18世纪中期之后也只有一名真正残酷的暴君登基：缅甸国王孟云（Bodawpaya）（执政期：1782-1819）[146]。因此，中国专制政体从未像波斯或奥斯曼那样令欧洲的想象力全神贯注。有趣而非恐怖的故事便已足够，如1752年阿米欧特教士所讲述的：当乾隆皇帝想庆祝母亲六十大寿，预见到严寒之际运河行船不便，便下令数千名民众不断搅动河水，阻碍结冰。[147]
杜赫德翔实的编著，激发了一些欧洲作者，特别是来自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周遭重农主义者的法国经济学派，将中国的体系过度理想化。他们的这种理想化可以说毫无根据，敌视中国的反应也随之出现，例如康奈立斯·德·博，就只抱持反对意见。1796年，当克里斯朵夫·麦纳斯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的专制政体最为恶劣时[148]，正和早期认为当代中国实践了哲学王的乌托邦世界的说法一样荒谬。[149]18世纪后半叶主要在法国进行的中国论战，比欧洲关于印度或奥斯曼帝国的讨论更加偏离实际，更不具体。在中国并无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可以经验处理的问题，如印度的地产问题。[150]当印度围绕着如何从对当地的认识来进行殖民管理的课题时，中国依然走不出欧洲可否从中国学习什么的老问题。这个问题在19世纪也未消减，如在英国引进文官考试上，中国的典范便扮演着一定的角色。[151]在“开明专制”时期的欧洲君主“温和化”，并且欧洲政治理论中的父权理念失去重要性后，似乎在农耕技艺与政治的道德哲学范畴上仍然需要中国的典范。
在18世纪的有关中国的大型论战结束时，大家一致同意中国没有明确的专制政体；孟德斯鸠自己就已在这一点上持保留态度。[152]不过，这是何种体制？格罗西耶对内部国家管理的精确描述几乎成了耶稣会修士的最后意见，远超出旧有的专制模式，并完全放弃政治理论的重大类型概念。[153]18世纪90年代的两个外交使节团，并未在政治体系的范畴上取得基本的新认知。
约翰·巴罗爵士并不放过任何指责中国人不文明的机会，但除了一般被他视为专制政体的政治制度上的滥用权力的情形（特别是贪污腐败）外，他没有太多批评之处。他甚至还意外地恭维了中国人：中国的新闻出版和英国一样自由，没有任何审查。专制政体虽然破坏了人民的密切关系，却带给国家长期和平。尽管皇帝名义上拥有所有土地，中国的自耕农与佃农却在事实上拥有自己的农地。市场自由几乎没有被垄断，没有封建的渔猎特权，没有任何领主有权封闭海湖及河川。税额低微，完全不会任意征收。[154]事实上，巴罗对中国的国家体制少有不满，基本上认为合理。他虽未想到中国的国家体制或许有可作为欧洲模范之处，但也不认为特别怪异及“东方式”，甚至在多数单纯的百姓眼中，还相当过得去。巴罗的上司马戛尔尼勋爵也有类似的冷静判断。不过，他清楚察觉（而且没错）这个体系中的裂缝，发现所有权力集中在君主身上，如果王朝落入差劲的皇帝手中，那一下就会翻覆。[155]
清朝盛世下的最后一个重要的中国政治分析，出自一个类似巴罗、基本上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但在对中国及中文的认识上强过巴罗甚多的作者，他在（前）耶稣会修士眼中，是个最危险的毁谤中国的人士：小德金（Chré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156]1784年，这位著名的东方学者之子首次和耶稣会中国传教活动的继任修会——“遣使会”（Lazaristen）的修士来到北京，接着担任法国驻广东代表多年。他陪同1794～1795年的荷兰逖辛格/凡·布拉姆使节团，担任翻译，在1800年回到法国。身为汉学家——1813年，他在拿破仑委托下出版了一本中文字典——及驻中国外交官员，他有点类似法国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
小德金并未使用专制主义的概念。在他关于中国政府的章节中，他主要是分析最醒目的特点：文官统治。他的分析重点中并不包括皇帝，而是大约两千名管理并维系王朝的高级官员。这位完全不依规范的作者只对耶稣会修士一直信以为真的父权修辞学的功用感兴趣：臣民对帝国领袖的爱戴必须靠不断的思想灌输与宣传来维持。[157]中国政治体系的成就——确保和平与福利，并维系王朝——完全依赖文官的素质，帝国中央机构的主要任务便是确保这种素质。小德金比前人表达地更加明确，这和良善的法律及一些作者所假定的中国古代政体无关，而对中国政府来说，巨大的管理任务便是要不断自我警惕。尽管有各种崇高的儒家准则，文官在结构上具有腐化的倾向，对听任他们摆布的人民则显得暴虐。维持这个机构正常运作免不了要有强大的中央权力。正如巴罗及马戛尔尼已指出中国会爆发“革命”一样，小德金也建议不要逼迫中国进行不适合他们的西方式改革，因为“不可能像统治欧洲人那样去统治亚洲人”。[158]对非殖民化的中国说这种话的人，主张继续维持当地的专制政体，但对受到殖民的印度则主张以新的开明领主取代旧有的专制君主。
奥斯曼帝国：禁卫军与纸老虎
1800年左右，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系，既无一种像在莫卧儿印度例子中那种怀旧回顾的态度，亦无像在中国例子中对一种独特的前现代制度惯性的惊讶之情。奥斯曼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和欧洲强权在北非及波斯湾之间的外交政策显然有关。在1768年至1774年的土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惨败。《库楚克开纳吉和约》（Küçük Kaynarca）在割地予俄国及各种特权上让步甚大，史学家因而视这一刻为奥斯曼帝国由一强权没落成只具抵抗能力的傀儡帝国的开始。在心态上和所有土耳其事物保持距离以及将奥斯曼排除在现在被视为一个价值共同体的欧洲外的过程中，奥斯曼帝国是否是个专制政权的问题已不再扮演主要的角色。大君帝国中的压迫现象不是最重要的辨别标准，而是面对像法国及英国这种国家，“文明的”、技术上的及经济上的落后状态。沃尔尼便持这种观点。
然而，沃尔尼相信专制是导致这些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的小册子《土俄战争之我见》（Considérations sur la guerre des Turcs et ds Russes，1788）——一种他前年游记的补遗中，他将老迈、堕落及衰弱的奥斯曼帝国和年轻激进的俄国强权做了对比，建议法国为自由贸易及外交上（而非军事上）去支持沙俄的考虑，放弃传统亲奥斯曼的态度。女沙皇寄给他一面奖章以资表扬，但他在1791年成为革命党人后退了回去。[159]
沃尔尼对统治的形式机构不感兴趣，而是关注一个政权对民众的具体影响。1787年，他在游记中以叙利亚的土耳其政权为例，将专制主义定义成一种状况，其中“多数民众屈服在一任意妄为、自私自利的武装团体的意志下”。[160]在《土俄战争之我见》中，他也理所当然地提到土耳其的专制主义，并表示沙俄同样展现出专制的特点，但基本上后果较不严重。因而，他忽略了至迟自安奎特-杜培宏起在专制论述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法律论证方式。因此，一个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便立刻对《土俄战争之我见》做出回应，他是小夏尔·德·培松纳领事，我们已见过他挺身为克里米亚鞑靼人英勇辩护。他坚持认为俄国有发展完备的专制主义，因为该国君主凌驾法律之上，而在奥斯曼帝国，连苏丹都要服从一部神权法典。他还顺带论及压迫的问题，表示土耳其士兵基本上是自由人，但俄国士兵却是受到奴役的农奴。[161]这位领事利用机会，也响应了沃尔尼对土耳其人“野蛮”的尖锐攻击。如果沃尔尼如他之前许多人那样，怪罪土耳其人破坏了古代的文物，培松纳则如此反击：十字军骑士、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及后来的希腊人对此亦有贡献。土耳其人有破坏圣索菲亚大教堂吗？难道今天的法国人要为尼姆竞技场残破的样貌负责吗？[162]
培松纳为奥斯曼文化与土耳其人民族特质辩护的详尽企图在当时已显得不合时宜，并毫无机会，很快就和一种极端的泛希腊主义一起消失。不过，苏丹目无法纪、不受限制的统治形象则不断得到修正。孟德斯鸠将奥斯曼帝国描述成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其中，所有的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人身上，因而导致臣民不受法律保护。[163]根据古典的专制理论，缺乏平衡的反对力量的整体论题也特别适用于奥斯曼帝国。不过，在比较具体的统治体系后，这个论题受到质疑。孟德斯鸠式的理想类型的完整图像出现裂缝。
如同黑格尔已经清楚辨认出来的[164]，没有任何国度像18世纪的中国那般缺乏可制衡君主无上权力的力量，那里既无教会，亦无半自主的地方政权，而著名的御史机构在关键时刻永远处于劣势。然而，根据大多数观察家的论断，中国是个治理相当良善、国内平和的国家，虽然莫卧儿皇帝不用应付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教士团体，但要——如伏尔泰正确反驳孟德斯鸠那样——顾虑其王朝中的大臣，不得不和他们达成某种妥协；王子作乱亦是该体系的一个结构要素。相比之下，伊斯坦布尔的大君受限更多。
伏尔泰并不是第一个指出，几乎没有一位苏丹能够完全控制首都的禁卫步兵部队；许多君主的确被这支精英部队罢黜甚至杀害。[165]苏丹的处境绝对比一名欧洲君主更加棘手。“确保禁卫步兵忠贞不贰”，1769年，威廉·罗伯森在分析奥斯曼政体时说道，“成了奥斯曼宫廷中……最高的统治艺术。”[166]大部分地区都在暴动，而非有效统治。[167]军队之外，宗教也约束住苏丹。长久以来，伊斯兰被视为专制政体的支柱，直到詹姆斯·波特爵士表示，苏丹的权力受制于宗教及法律。[168]一方面，伊斯兰法学者集团具有相当的制约力量；另一方面，宗教及世俗法保障了土地私有制，深入各类民众意识之中，甚至大君自己触法亦要受罚。而且，奥斯曼帝国中的人民不该被视为受到压制的沉默奴隶，反而是政治中的一个要素：
当土耳其人提到他们的君主，会用何种夸张的字眼？他们常常抱怨，大胆直言，咒骂君主及大臣，将匿名的污秽字条丢进清真寺。只要受到频繁及过分的压制与暴政刺激，他们便显得随时准备暴动一般。[169]
正如波特，之后两个世代的欧洲重要权威强调作为制度要素的法律的重要性。无论是穆拉甲·多桑（培松纳1788年批评沃尔尼时，便已援用他的说法），还是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都表示奥斯曼帝国是个有人身保障的法律国家，人民有权控告国家。在深入的叙述中，他们让欧洲读者理解了奥斯曼的法律制度，因而打破了无可遏止的东方专制统治的陈腔滥调。[170]老练的伊斯坦布尔商人托马斯·陶顿说法类似，称孟德斯鸠“纯粹”的专制主义为一政治理论的有趣建构，一种不符现实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171]
因此，孟德斯鸠的奥斯曼专制主义的幽灵到了苏丹谢里姆三世（执政期：1789-1807）这位文明人士及谨慎的改革者时，便不再作怪。被当成体系的专制政体很少再被提及。当提到土耳其专制主义者时，多指沃尔尼概念下的，而非恐怖及阻碍进步的统治实况。对一些该国最优秀的专家来说，土耳其的问题不是专制过度，而是缺乏一名真正开明的专制君主。1787年，土耳其事务的重要专家穆拉甲·多桑便渴盼着奥斯曼敌人长久以来所惧之物：“一个杰出的人物，一位贤明的苏丹，开明，果断”，把这个国家推进现代。[172]1798年，拿破仑相信，至少在埃及，他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来自西方的光
作为退化统治形式的专制主义理论有许多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祖先。在希腊作者处，一个较适合亚洲人而非欧洲人、完全受制于最高权力者个人利益的暴力统治形式的理念已经出现。在近代让·博丹处，这个专制概念被当成一种未和二元东西对立重叠的统治形式的普遍分类。这种二分法要到孟德斯鸠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理想类型的对立出现后，才占有优势，并以比孟德斯鸠更加尖锐的标准，被分成合法与非法统治的对立。对此，出现了以历史经验与具体理性之名对过度意识形态化示警的声音，如伏尔泰、伯克与吉本。[173]在一个几乎找不到任何活生生暴君的时代，他们得到试着在细节上反驳专制理论家论点的东方专家的支持：詹姆斯·波特爵士、安奎特-杜培宏、夏尔·德·培松纳、伊格纳克·穆拉甲·多桑、查尔斯·威廉·鲍顿·鲁斯、修道院院长格罗西耶等人。这个反击虽然在科学上难以反驳，但自18世纪80年代起，却未能切中政治的核心问题及思想的大环境。现在涉及的是受到殖民统治的印度的组织、奥斯曼帝国可能的分裂及中国体系的逐步瓦解等问题。律法问题退居幕后。东西方所谓的文明鸿沟变得重要起来。
一个论点上简化的专制主义概念，如沃尔尼在论战中所发展出的，正好合适：专断统治、无知及行政与经济上的错误管理，被包装成一个较无理论力量但宣传上有用的现代化蛮族老调。那是解放的修辞基础，自对抗提普苏丹的最后一次战役与法国1798年入侵埃及起，便伴随着欧洲强权在亚洲及非洲的所有武力干涉活动。前提在于抛却孟德斯鸠的环境与气候决定论，也放弃一种新的人类种族学还原论。东方绝非因为炎热及“东方性格”的弱点，而永远受到奴役。1792年，威廉·琼斯爵士解释道，专制主义是亚洲与欧洲的关键差异，随着专制主义的肃清，亚洲民族便会开始新的崛起。[174]东方民族能够获得自由，但非自我解放。自由必须来自外界。先是在印度，欧洲人甚至自视为过渡的现代化专制君主与立法者。如此一来，启蒙时期的专制论述在拿破仑时代成了解放式的帝国主义的借口。他们曾经相信自己的暂时过渡地位，离后来欧洲超人有其永远统治地球低等民族的无可置疑的使命的学理，还有一大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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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
文明人的休戚与共
孟德斯鸠不只根据政治关系的组织形态来描述政治关系，用他的话说，不只根据其“形式”——他认为还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原则”，以主流心理倾向的形式渗入整个共同社会当中。如此一来，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国家形式学说便跨入政治社会学中。在君主政体中，决定一个社会道德氛围并标志出前政治空间中人类关系的是荣誉，在专制政体中则是恐惧。此外，孟德斯鸠和其他作者也认为，在专制政体下，绝对的统治与隶属关系会再现于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中。例如，后宫之内由君主、负责守卫的宦官以及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依附于后宫的女子所构成的从属关系，正是一个政治状态的微型宇宙。苏丹的宫廷结构重复着国家的结构。
这是重要的观点，但在描述真正的社会关系时，仍是一个过于粗糙的工具。孟德斯鸠自己在《论法的精神》其他部分中发展出更接近掌握社会化形式的概念与假设。他所提出的最普遍的上层概念，便是民族的普遍意志。这个民族最普遍的特征由“气候、宗教、法律、统治原则、过去的模范、风俗与习惯”构成。[1]这些要素各自的影响视个别情况而定。风俗与习惯是“普遍的”，追溯不到任何明显的创始人的意志，也就是所谓“自然长成”的制度，而法律则可溯及立法者的意志：
风俗和法律的差异在于，法律多半规范市民的行为，而风俗规范人类的行为。风俗和习惯的差异在于，前者涉及人类的内在行为，后者则涉及外在行为。[2]
孟德斯鸠接着思索法律、风俗与习惯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文明独特的原因在于三者一致，而且还有宗教的因素。这种几乎无法由外破坏的坚固的多重价值体系，至今仍令所有征服者害怕，亦如孟德斯鸠清楚所见，阻碍了该国的基督传教活动。[3]
对这样一个“社会学”观点而言，风俗最为重要。它是私人生活的社会法则（个体被当成人类，而非尽国民义务的公民），和传统的举止规矩（习惯）的差别在于风俗操控着人类的内在动机。[4]尽管18世纪后半叶，只有少数作者遵循孟德斯鸠狭义而精确的风俗概念，但他建议的术语却开启了理解类似“整体社会”这类事物的可能性。注意到孟德斯鸠赋予其类别普遍的适用性很重要。在他的专制理论中扮演重大角色的欧洲与东方的差异并不适用于他的社会学说。他并未像19世纪习以为常的那样笼统地说到一个“亚洲社会”。在他的书中，人们也未见到研究“异类”或“外人”科学的特别民族学概念，就像作为研究“我们”的科学——“社会学”一样。孟德斯鸠的社会学说，在文化上具决定性意义，普遍，可资比较，反历史哲学，强调经验而非规范。所有文明中的社会既成状态或可能状态会被观察到，不会被纳入进步哲学的阶段连续体中。
孟德斯鸠同样是18世纪的一种思想运动的共同发起人。这一运动不只收集与归纳民族学的细节，也探索在团体中人类共同生活的特殊规则。像17世纪纽伦堡的百科全书家伊拉思摩斯·法兰奇斯奇（Erasmus Francisci）那样大量收集所有文化的奇珍异品与各类人种，甚至到了1778年还能在苏格兰博学的凯莫斯（Kames）勋爵处见到，并且方兴未艾。[5]另外，现代民族学的基本观念——透过人类团体亲属关系体系来界定人类团体的观念，特别是那些带有“原始”性格的还未诞生。孟德斯鸠还未使用19世纪社会学所勾勒出来的我们今日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概念。在他提到社会的少数几处，他指的是近代一般用法上的“人类结盟存在的事实情况”[6]，也就是孤立生活，或非社会的单身生活的反面。这并未改变他——及他之后的其他人——将这个想法成熟发展为综合理解像“民族”或“国家”这种单元的物质文化及依循规则安排的共同生活。
在18世纪，这种理解也被不断试图运用于非西方的社会。这不能只被称为“原始的民族志”。[7]例如，这或许可用在斯特勒对堪察加半岛伊捷尔缅人的描述上，但欧洲对中国社会等级或印度种姓制度的评论便无特殊的民族志成分。在安土重迁、有书写文字的高级文化范围中，有的是类似文明人休戚与共的东西。基本上，非欧洲社会被纳入可信赖之物的诠释范畴中。他们是异类，但可和自己的比较。要到19世纪，特殊的“东方社会”或“亚洲生产方式”的理论才出现。
城市
欧洲人最为熟悉的便是城市。那是多数造访亚洲的欧洲人士见到的第一件事物：特别像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果阿、苏拉特、加尔各答、巴达维亚、澳门、广州或长崎等海港城市。如果说这些城市有些许共同之处，那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亚洲性格，而是一种在欧洲根本见不到的文化与民族的异质性。除了广州及长崎的欧洲人被当地人隔离外，欧洲人只构成了当地肤色、风俗及宗教混合体中的一个成分。许多这类贸易地区都是移民城市，贸易较少由当地人进行，主要掌握在外籍侨民手中。1805年，甚至在广州——当地的中国人以贸易手腕见长，并至少控制着东南亚的外贸——克鲁森斯腾船长还能观察到以下现象：
对外国人来说，广州这个贸易大城特别有趣，因为在此可以见到几乎世界各民族的人。除了来自欧洲各国的欧洲人外，也可发现多数亚洲贸易国家的人口，如亚美尼亚人、穆斯林、印度斯坦人、孟加拉国人、帕西人（Parsis）[8]。他们大多数从印度由海路来到广州，也循同样的途径回去。[9]
亚洲大多数贸易大城都有类似情形，大陆内部的中心城市也一样，如蒙特斯图尔特·艾尔芬斯通在1809年造访白夏瓦[10]后，便难忘地写下该城缤纷的街景。[11]宗教宽容在亚洲城市中多是通则，而非少数例外，宗教被当成可以忍受的意识胜过欧洲。在17世纪70年代，也就是约翰·洛克写出《论宽容》（Essay on Toleration，1689）（1689）之前，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土耳其打来之前称士麦那）除了约十五座清真寺外，还有七座犹太教教堂、三座天主教教堂、三座希腊正教教堂及两座亚美尼亚教教堂，在英国、荷兰及热那亚领事馆中，各有一座小教堂。[12]贸易精神与宗教开放助长了老练世故，这是欧洲人做不到的。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便认为这是马斯喀特（Muscat）[13]阿拉伯人的特质，塞缪尔·特纳甚至在一名从未接触过西方人的不丹喇嘛身上见到这种老练。[14]
除了多元的文化性外，彼此相似的东方城市少有使他们和欧洲城市区分开的特征。18世纪亚洲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开罗、北京及江户（东京）——显然比欧洲的大城幅员辽阔，人口也更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都会之下，还有许多大型城市，特别是在中国、日本及部分印度地区。勒孔德教士认为，中国有超过八十个像里昂或波尔多这种规模的城市，并在1696年即已描写到欧洲没有的现象：一个城市集中地区，即在长江下游处。[15]亚洲城市里的交通很少利用嘈杂的马车，铺有石头的街道很少见——部分也是出于同一原因。在大规模规划时代前的欧洲城市似乎是在任意发展，但许多亚洲城市已让人感到规划周密。北京尤其突出，其方正的布局成了其他多数中国城市的范本。杜赫德认为，见过其中之一，便认识了所有城市。[16]在暹罗的首都阿犹他亚，棋盘式的街道与运河十分醒目。[17]在理论上——但实际上并不一直如此——奥斯曼帝国的城市采用围绕着主要市集与大清真寺的同心圆来布局。在伊斯兰东方，建筑、庭园与艺术喷泉和谐一致，不时令人眼前一亮，让像大马士革、阿格拉或伊斯法罕（在其1722年被阿富汗人毁掉之前）等地区成了人间天堂。东方大部分的日常生活都在街上进行，不像欧洲，至少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旅行人士不断见到并描写在作为社会空间的街道与广场上的群众，也包括在这空间中甚少抛头露面的女性。最后，关于东方城市中的良好“治安”，亦有不少评语。[18]
多数城市记述都是印象式的，但有时会有一份完整的地形与建筑记述出现，如夏尔丹的伊斯法罕及地理学家德利尔与平格里根据耶稣会修士的报道所撰述的北京。[19]像泰沃诺或尼布尔这种对日常与民俗生活特别好奇的旅行家，便在巷弄及市场上观察到许多充满活力的场景。然而，只有少数在特定城市有长期居住经验的欧洲人才能窥见屋后的情况。特定城市社会的社会学分析因而罕见。更罕见的是根据白尼尔已提出的建议所做的研究：不能只观察城市本身，而且要连同其周遭环境。[20]塞缪尔·戈特利布·格梅林对阿斯特拉罕的记述便是其中典范。[21]
巴达维亚的殖民社会学
城市生活的社会学最早在易于接近的大型的欧洲人团体之处发展起来。巴达维亚尤其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帝国的首府由于其双面性格而让人感到有趣：一方面，这一热带地区试图模仿荷兰的城市风貌，因而如莱纳从游记中读到的一样，冒出“一个世界上最美的城市”。[22]而另一方面，如许多人所见，施行殖民统治的荷兰人的生活方式受到热带气候与爪哇环境的腐化。这名修道院院长又表示，巴达维亚的一万名欧洲人当中有四千人“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23]来自家乡循规蹈矩的访客，如1640年至1687年间多次来到巴达维亚并深入描写该地社会的尼可拉斯·德·葛拉夫医生，对殖民者在此地的生活方式感到愤怒，他们奢华浪费，豢养情妇及由此而生出的许多欧亚混血儿童，接纳亚洲习俗，如荷兰妇女嚼槟榔、妇女的懒散无知与对奴隶过分残暴，将所有的劳力工作全数交给他们。[24]
德·葛拉夫的殖民社会学经典将早期旅行家的印象综合成一整体面貌。基本上，18世纪的访客证实了这位医生所勾勒出来、远离欧洲典范的混血社会的印象。由于该城的奇异风貌，巴达维亚的社会关系似乎特别适合唤起一种社会志的需求。直接来自欧洲的人在此见到的不是印象中真实亚洲的奇特面貌，而是一个种族混合的阶级社会所造成的令人吃惊与意外的异化现象，并在荷兰后期巴洛克的舞台上出现。18世纪末，疟疾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贸易的没落，严重削弱了欧洲人口的活力，以致在库克船长的眼中1770年的巴达维亚看起来像是污秽恶臭的狂热巢窟[25]，那里的白人全都是死气沉沉的样子。[26]1793年3月，前往中国途中停留于巴达维亚的马戛尔尼使节团成员，在早餐之际已见到大量的马德拉白葡萄酒、波特酒、波尔多红酒及荷兰啤酒，对一个宛如罗马后期一般堕落的殖民政权的生存意志感到怀疑。[27]乔治·伦纳德·斯当东爵士面对着这些现有政权完全依赖习惯、恫吓与殖民的臣民间的种族与政治分裂，背叛了文化与民族的人们，带着一种努力开疆拓土、传布文明的帝国强权的高傲蔑视态度，描述着这个彻底混血的阶级：“他们脸孔是欧洲人的，但肤色、性格及生活方式更接近当地的爪哇人。”[28]
英国观察家对当地的中国人更有好感，尽管他们几乎没有法律权利，随时担心1740年的大屠杀再重演，却掌控着殖民地的经济生活与部分外贸关系。中国人勤奋、知足、节俭、重视家庭，具有原始资本主义的心态与道德观念，尽管他们爱吸食鸦片及赌博，却比施行殖民统治的荷兰市民阶级的放荡生活更合英国市民与贵族的胃口。
近距离的角度：阿勒颇的城市生活
18世纪亚洲受到殖民统治的大都会，就连加尔各答、孟买或马德拉斯，都无法像巴达维亚那样引起社会学的高度关注。不过，只有少数欧洲人能在殖民空间外充分观察到城市人口中不同团体的日常生活，勾勒出一个城市的社会面貌。[29]毕竟，他们缺少了今天城市历史研究所需的统计资料与社会学概念。[30]因此，亚历山大·罗素1756年出版的两册《阿勒颇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Aleppo）便显得弥足珍贵。1753年接替他在阿勒颇的英国公司医生职务的异母弟弟帕特里克·罗素（Patrick Russell），在1794年出版了增补甚多的第二版。[31]这个方案得到许多支持与关注。塞缪尔·约翰逊十分推崇第一版，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将其译成德文；尼布尔、班克斯及索兰德（Solander）支持帕特里克·罗素这位威廉·琼斯爵士、威廉·罗伯森及亚当·斯密的友人，修订亚历山大的作品。
罗素兄弟属于当时在亚洲问题方法论上相当谨慎的作家。1734年至1740年，亚历山大深入奥斯曼帝国，之后从1740年至1753年住在阿勒颇，而帕特里克则从1753年到1771年住在那里。他们丰富的经验绝未诱使他们概括论述奥斯曼帝国甚至整个东方。亚历山大反而在第一版前言中，强调作者的认知“只限于单一城市及其周遭地区”。[32]两位兄弟认可一些过去的旅行家，但发现早期大部分文献在描述某个地点，如伊斯坦布尔时有所欠缺，此外，这些文献既未彻底观察个别社会阶层与团体间的差异，也未顾及当时民族习惯的变化。认为东方静止不变的一般看法有碍中肯地去观察现实情况。[33]这种强调各种观察的时空及社会特点和关于东方的流行还原理论形成对比。
罗素兄弟观察到欧洲旅人的视野之有限及所带有的偏见。他们特别不相信大量经由叙利亚赶往圣地的基督教僧侣及朝圣客。他们很清楚，只因为他们的医生身份，他们才能见到许多不同环境，让他们能够将一份关于阿勒颇这个多次受到瘟疫袭击的城市的动植物及流行病情况论文——这是亚历山大原来的计划[34]——扩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全景图像。1753年，在罗素估计18世纪约有23.5万名住民的城市中——今天的研究将该数字减半[35]——除了英国公司的15位工作人员外，只有8户英国家庭（1772年只有4户），因而这位英国医生有充裕的时间照顾当地病患。[36]这两位医生尤其能够进入许多内宅，这是其他外国人无法进入的地方。
这部作品一开始便相当仔细地描述这座城市：城中的街道及广场，建筑及花园，气候及来自邻近地区的粮食供应。读者可以好好周游在城市与乡间，能够想象出阿勒颇的面貌。紧接而来的社会图解章节，首先处理一般的居民（数量、语言、外貌、衣饰、社交生活），跟着深入观察个别的种族宗教团体：穆斯林、“法兰克人”、当地基督教徒及犹太人。罗素兄弟并未只着眼于风俗图像，尽管他们对这一点最感兴趣，同时也去了解经济背景，其中厚厚一章完全在谈土耳其人的市政府。关于阿勒颇的欧洲人部分，在精炼的记述上，类似从德·葛拉夫至桑伯格的巴达维亚殖民社会学的出色成就。至于有关当地环境的章节，在18世纪的亚洲文献中，可以说独一无二。只有无可比拟的夏尔丹能和他们匹敌，如果坎弗能多观察日本的话，也会取得类似的成就。直到1817年，斯坦福·莱佛士的爪哇记述与修道院院长杜波同一年关于印度的作品，在细节的细腻程度上，才能匹配。
就算罗素兄弟反感许多阿勒颇的怪异事物——胡子式样、淫秽的木偶剧及压迫农人等[37]——他们仍坚持客观，尽量不带偏见。在他们的书中，几乎察觉不到视阿拉伯伊斯兰民众为“蛮人”的异化刻板印象。面对欧洲的批评家与喜爱笼统论事的人士，他们不断为东方开脱：公开蔑视非穆斯林并未阻碍宗教及良知上的相对自由以及尊重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士。[38]妇女困于闺阁只见于理论上，而非实际现象。[39]阿勒颇的男子论及他们的女性时，就像欧洲习以为常的那样，十分合礼矜持。[40]吸食鸦片的情况，绝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普遍。两位作者跟着继续展现他们典型分辨差异的能力：
吸食鸦片在君士坦丁堡比在阿勒颇来得普遍，好在这里至今认为吸食鸦片和喝酒一样有伤风化，只有少数人公开吸食，多半是些不在乎自己名声的人士。阿勒颇最易沉迷于鸦片的人多半和司法判决有关。或许这要怪罪于那种恶例。因为每年君士坦丁堡会派来一位新的判官，他或他属下在首都所沾染上的惯性行为很少不会受到认可。在这里，这种不法行径无伤大雅，几乎不会阻碍仕途。[41]
在阿勒颇吸食鸦片者绝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总会找出医药的理由。
书中也不断强调风俗会视情况适应叙利亚的具体状况。书中对公共浴池的描述和称颂便着重突出了这一点。[42]对公浴生活的描述也让罗素兄弟能够表达出他们一直感兴趣的一点：私人与公共空间的界线。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显然否定这种区分，认为专制君主的权力的确渗透到所有的生活范围中，因此在家庭与宫廷生活间，社会生活不可能开展开来。不过，现在所呈现的是，阿勒颇各阶层女性都会进入的公共浴池构成了一个女性群众的空间。1717年，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即已观察到[43]，现在则表达得更加清楚：
浴池几乎是女性公开聚集的唯一机会，让她们有机会展示她们的珠宝首饰与美丽的衣服、和熟人见面，并交换家中琐事。当时最受欢迎的浴池，最能吸引远道而来的女子。她们看似不经意地坐在长沙发上，尽管之前并不认识，也能很快地交心谈话。[44]
公共浴池是个小型社会，有自己的规则、象征、等级、分工方式与禁忌。低阶层男性的公众空间是咖啡屋，社会精英的则是他们住处的接待厅，他们可以互相拜访，讨论政治与社会事件。内宅闺阁不只是保留给女性的私人领域，也是一家之主的私人领域，主要功能并非如欧人所幻想的那样，是个放肆的性爱场所，而是“一个神圣的避难之处，只处理急迫事务”。[45]不像欧洲的市民社会，在这里，外界事务不在门口结束，而是在内室结束。
《阿勒颇自然史》在勾勒当地情感的自然与社会史上也很可观。不像在关于异族的文献中所出现的静态民族特质的假设——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等——亚历山大与帕特里克·罗素坚持一种在特定民族中也涉及不同宗族与个别社会团体的文明过程。因而，奥斯曼的官员在正常状态下“文明有礼”，根本不像人们不断读到和在欧洲舞台上见到的那样专横粗鲁。他们和社会的下层人士打交道时显得随和，只有顶撞之际才会令他们勃然大怒。在地位较高的人士面前，他们的行为显得恭顺殷勤。专制主义肤浅的心理学以畏惧来解释这一点，但罗素兄弟仿佛读过了诺博特·伊里亚斯（Norbert Elias）[46]似的，知道这是一种情绪控制：
他们有自己的感情，但掩饰起来。这是一种控制情感的习惯性能力，只要练习就能达到。因此程度不同，视个人在其生活经历上运用的机会而定。这些中年的奥斯曼官员，慢慢从默默无闻到位居要津，都深谙此道。[47]
这是宫廷人士的情绪表现，既出现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面前，也展露在其代理人——阿勒颇帕夏的宫廷中。商人或乡间的阿拉伯人行为完全不同。单纯市民的一般举止“故作严肃”，随时会大发脾气，准备开始骚动的样子。那什么是阿勒颇式的、奥斯曼式的，或东方式的？这里我们得到的答案也是社会学的，而非种族论的：基本上没太大差别，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及文明中，宫廷的性格类型基本上和商业中的行为举止类似。[48]例如，如果阿勒颇的穆斯林与“法兰克”商人不互相怀疑，弭除双方间的社会距离，那他们很快便能“更加中肯地为对方着想”。不过，这两位冷静的医生明白，这一点绝不会出现，主要是因为犹太人与当地基督教徒身为穆斯林的死敌（他们认为这并非没有理由），不断唆使欧洲人对抗他们。[49]文化上的误解打乱了并非不可能的机能与阶级统合。
罗素兄弟驳斥了过于简单的东方专制主义老调，但基本上并不反对将自己的风俗观察扩展成为一种政治社会学。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情况，主要特征在于一种层层叠叠的专制统治。苏丹之下，帕夏或总督有如绝对君主，其下还有阿加等统治阶层。宫廷人物受到压制的奴仆性格类型再现于各个层面。在欧洲的君主制中，“宫廷之恶”集中在首都，而在奥斯曼帝国中，则表现在各个小型的行政单位上。由于18世纪奥斯曼上层的奢华欲求增加，贪污侵占事件——讲得更明确点，即向富有的臣民勒索保护费——也日益增加。[50]
至此，只是几个相当一般的说法。不过，后来关于阿勒颇政府的章节对这种画面做出修饰：帕夏并非完全不受控制；他们不得判人死刑、没收私人财产；而且百姓可以到伊斯坦布尔控告他们，且成功机会甚大。[51]罗素兄弟并未任由欧洲的意识形态模式掌控他们的自由判断意志，也通过他们严格的经验论，避开了连沃尔尼这样的大人物都卷入其中的观察与高度推理的两难处境。例如像暴政与专制主义这种承载了长期西方意识史与过于东方化幻想的类别，包括的并不是社会权力的实际状态，而是显贵、奴隶主及其他地方领袖在国家体制外的地位。他们同时是民族的剥削者及代言人，居于棘手的中间位置，不仅可以自行图利，亦可有助于“一般福祉”。[52]分析像现代政治学亦未基本掌握的“利益”与“结盟”等类别，促成了罗素兄弟放弃东方专制主义的幻想，比安奎特-杜培宏或穆拉甲·多桑的法律论述方式更加成功。就算伊斯兰奥斯曼法律的崇高原则经常受损，但权力所在的力量的真正抗力会促成：
尽管民族权益经常受损，但实际上依然比在一般认为人民不过只是专制政权奴隶的政府下所期待的情况，来得更加公正。[53]
最后，人民暴动一直具有修正作用。在苏丹眼中，省区爆发的饥荒暴动或抗税，必然导致帕夏颜面尽失。
亚历山大及帕特里克·罗素以一种前所未有、绝未转成挖苦与冷漠的沉着态度观察叙利亚及——尽管他们聪明地避开整体情形——奥斯曼帝国中的社会关系。没人像他们那样成功地避开了将国家、社会、宗教、民族性与民族特质画上等号的错误做法。孟德斯鸠在理论上发展出来、接着被自己粗糙的专制概念所打消的大部分差异性，在《阿勒颇自然史》中保存下来。这个完全脱离单纯异化的“原始民族志”文本属于欧洲社会学未受适当认可的奠基文献。其中的个别结果是否被今日之东方研究所证实，就像托克维尔的美国分析是否“正确”一样并无关紧要。罗素兄弟的声音仍可跨越两百年，类似卡斯腾·尼布尔或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写自君士坦丁堡十分印象式的信件[54]，因为它们保有人类的大度豁达。在最后一些批评奥斯曼上层人士的性格构成中的黑暗面时，罗素兄弟保证，他们最不想做的事，便是把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当成集体的刻板模式来宣传。在他们逗留阿勒颇的30年中，他们不断在各阶层人中遇见“无比诚实与正直的人”。[55]
奴隶
1720年，穆罕默德·艾芬迪（Mehmed Efendi）以奥斯曼帝国大使身份前往法国，任务之一是交涉释放触犯国际法而被扣留在法国战舰上的奥斯曼奴隶。[56]这些人（其中80名最后被释放）过去在君士坦丁堡也是奴隶，被法国战舰捕获。几十年后，据说在意大利与其他欧洲国家仍有土耳其战俘被当成奴隶的情况。[57]1763年，亚当·斯密不得不指出，一些矿工及盐场工人在苏格兰仍然过着奴隶般的生活。[58]启蒙运动时代，易北河和比利牛斯山间的欧洲并未完全免于奴隶制，即如1771年约翰·米拉所定义的法律上的绝对束缚[59]。但值得注意的是，放眼全世界几乎只有在西欧，奴隶制才并非重要人口的生活条件。同一时期欧洲人的泛大西洋奴隶贸易与美洲殖民地的奴隶经济却达到发展高峰，形成令人吃惊的对比。在加勒比海的蔗糖岛上，特别是英国与法国的蓄奴政权的残暴程度，只有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可以比拟。从孟德斯鸠到孔多塞等启蒙哲学家批评这些情况，却无法以自己的反对意见稍做改变。直到贵格会教徒发起的废奴运动才促成了人们改变意识，慢慢消极看待奴隶制，政治的解放过程也随之而来。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便是英国国会1807年禁止非洲的奴隶贸易，1834年，在大英帝国内释放了78万名奴隶。
在此背景下，能够一提的只有亚洲各处都可见到的奴隶制度未被视为亚洲社会中特别怪异与令人憎恶的这一点。引起人们悍然反对的有两种现象：一是在荷兰的巴达维亚城中，压制来自较远岛屿的印度尼西亚人——但绝无爪哇人——从亚洲角度来看，便是异常严苛的奴隶制度[60]；二是阿拉伯商人供应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所谓东方奴隶贸易，特别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色阉人”[61]（像中国及交趾支那等国靠阉割自己的臣民，便能满足基本上集中在统治者宫廷中的需求）。
从吉尔吉斯草原到缅甸，从土耳其到日本，旅行家不断发觉类似奴隶制的依附关系，却从未在这里的任何一区——或许中亚一小部分地区例外——视其为影响深刻的社会经济体制。就连批评东方最猛烈的批评家都无法否认全世界只有欧洲人在推广蓄奴社会。整体来说，一般认为亚洲奴隶的待遇比欧洲殖民政权下的好。他们是家庭成员，往往会被视为需要小心照顾的威望物品。随着逐渐把欧洲人漂白的废奴运动的成功，关于亚洲奴隶制残余形式的评价跟着转成负面也就不足为奇。[62]
逐渐简化的专制理论认为多数亚洲国家的臣民是奴隶，也就是国民的对立面，因而运用一种狭义的法律或社会学的奴隶概念，便可看清亚洲类似奴隶的关系根本无足轻重。克里斯朵夫·麦纳斯试着透过通史的论题来缓和这种矛盾，他认为专制主义愈加严苛，（狭义的）奴隶的待遇也就愈好，因为他们是专制君主用来镇压人民的理想工具。[63]像杜尔哥、亚当·斯密及约翰·米拉提出的“大型”奴隶制理论也难以和亚洲的例子产生关联，但他们想间接说明亚洲的社会关系。1766年，杜尔哥便表示，在建构大型国家方面，奴隶耕种并不经济。[64]1763年，亚当·斯密证明佃农制在经济上一直优于奴隶制，提醒绝对君主体制——他举莫卧儿王朝、波斯及土耳其为例——必须在结构上对抗农业奴隶制，以削弱以之获利的精英；统治的专制性格正好展现在对付人身私有制上。在蓄奴制的民主体制下，奴隶的遭遇最为恶劣。[65]苏格兰启蒙运动后期的学生约翰·克劳福德表示，完全发展的专制政体最好透过一种人身自由的小农体制来确保其稳定与税务需求。[66]对他而言，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爪哇。
不管如何去解释，被许多人视为不折不扣的政治压迫地区的亚洲却不是一个人身压迫的大陆。就连国王强迫臣民义务劳动——在近代中国是无法想象的——的暹罗，都有这种差异，因而反驳了那些笨拙的专制理论者普遍奴隶制的说法。1691年，据西蒙·德·拉·卢贝尔解释，暹罗的住民既非自由民，亦非奴隶：
暹罗国王的奴隶与其自由臣民的区别在于，他让奴隶为其工作，保障了他们的生活所需，而其自由臣民每年要为其尽六个月的义务劳动，而未得到任何报酬。[67]
尽管像暹罗及缅甸等国有严苛的劳务，但亚洲根本没有类似加勒比海蔗糖岛屿或沙俄那种毫无法律保障与极端依附奴隶的政权。奴隶未在亚洲任何国家构成多数人口。
观察历史最为犀利的“哲学家”对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感兴趣：奴隶掌握政治权力。埃及的马木留克佣兵便是最为显著的例子。[68]自9世纪起，在中亚草原游牧的土耳其部落受到奴役的成员被安插成为阿巴斯哈里发的贴身侍卫。他们逐渐扩张自己的权位，在1250年于埃及建立自己的国家，1516年至1517年由于奥斯曼的入侵而瓦解。18世纪早期，马木留克佣兵在政治上再度崛起。到了世纪中，埃及出现了一种类似新马木留克佣兵的军事阶层，他们虽然名义上臣服于奥斯曼帝国，但实际上却是自治状态。欧洲观察家对这种几百年来不靠自然繁殖及贵族世袭，而靠不断补充来自格鲁吉亚、高加索及巴尔干的年轻基督徒奴隶而绵延下来的社会团体，深感着迷。[69]离乡背井的无根年轻奴隶，在一种不断篡位僭权的情况下统治：他们同样谋夺苏丹的合法权力及相应贵族的社会地位。在旅行之际仔细研究过他们的沃尔尼，称他们为“成为专制君主的奴隶民兵”，认为他们之间不断的斗争，实现了霍布斯式完全无政府的自然状态。[70]1805年，被尼罗河新独裁者穆罕默德·阿里消灭了的埃及马木留克佣兵政权仿佛黑暗中古时期的一个奇特残余，但也证明了暴政体制与全然无序状态的紧密依附。
掌权的博士
在欧洲人眼中，马木留克佣兵政权并不依循贵族世袭原则的特色，而是具有东方色彩。一名马木留克佣兵之子并未继承——在人们的理解下——其父的政治及社会地位，只是身为统治阶级的子嗣，衣食无忧而已。新进口的年轻奴隶男子在抵达埃及后，便被纳入伊斯兰团体内习武，不断晋升至高级职位。难道这不是再次证明，东方社会中完全没有稳定与开化的贵族要素，或只依赖像孔子与穆罕默德这样的宗教创始者的后裔？弗朗西斯·培根及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便已视缺乏贵族为专制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
当时若曾有过任何实地接触所造成的认知震撼能够令人用比较社会学的方式来回头检讨欧洲社会体制，那就是17世纪的一项认知：许多高度发达的亚洲文明即便没有欧洲视为理所当然的贵族阶层，照样可以“运作”得相当顺利。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实际情况一目了然：除了一个在政治上无权、在18世纪逐渐无足轻重的满族贵族外，中国并没有贵族，而满族贵族是靠皇室封禄而非自己的财产生活。那里没有贵族王朝，没有封建制度，没有统治者的领主裁判权，没有封建劳务，没有大地主，除了皇权中心外，没有宫廷社会，没有骑士文化，没有等级代议机构。如果1817年一本英国青少年读物表示中国有九种贵族[71]则非空穴来风，因为文官等级事实上分成九等，扮演着欧洲社会贵族——或至少是法国旧王朝“穿袍贵族（noblesse du robe）”[72]——的角色。
一些让欧洲知道中国特有社会制度的耶稣会教士也看到了这一点。然而，耶稣会修士的报道削弱了发现一个没有贵族的高级文化给人的震撼，他们未像其他旅行家那样大惊小怪。耶稣会修士是后封建的成就精英，自信与地位来自他们的知识能力。中国的“文人”同样如此，可被当成资格相当的同侪来看。他们长年苦读，娴熟古文，跟着参加分成三级（地区性、省区、京城）竞争激烈的国家考试。通过第一级考试的人获得初步的身份资格，也就是一些欧洲评论家所谓的学士，可以晋升到拥有法律特权的“士绅”精英团体中。不过，只有通过中央的殿试，取得“博士文凭”，才有资格——但仍非必然保证——担任全国地区行政与中央朝廷少数的官僚职务。这些职务和“士绅”头衔一样不能世袭。每一代都必须重新接受国家举办的大规模科举考试的考验。[73]
欧洲没有相类似的情况，但让人想起教会内与升迁机会[74]相关的社会关系。这已在中国传教活动先锋利玛窦（1615）及1613年至1637年游历过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葡萄牙教士阿瓦罗·赛门多（1642）精彩具体的方志中清楚描述过了。[75]赛门多坚持把中国官员这个社会成就精英阶层视为“贵族”，一种知识及艺文的贵族。[76]1679年，一位匿名的德国作家指出：“他们（中国人）以个人，而非血统来认定贵族。”[77]1585年，门多萨（Mendoza）已在近代关于中国的一本重要书籍中发现，西方没有相应的对照物可以完全涵盖中国这个特点：对中国人而言，中国官员就像贵族，尽管我们宁可把他们当成博士。[78]两个在欧洲分开的社会特征，在明代的中国重叠在一起。
把官员视为中国“贵族”的人，是出于教育读者的动机，让其读者进一步认识异国，或真的视中国社会为一般通用标准形式的一种变种，也就是难以想象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制度。这类想法在18世纪变得越来越少。愈来愈多的作者看重中国社会这种独特之处。找寻理想公社的人便会特别欣赏社会上层和国家顶级骨干合一的现象。不同于欧洲，属于古老等级的土地贵族及在欧洲近代国家扩张之际兴起的新的城市职能精英之间并无差异。换句话说，中国没有来自国家以外的地位与权力的世袭财产。这个体系相当完美，几何比例令人满意：尤其在废除类似明末宦官专权的非理性干扰现象后，便完全由考试机制及皇帝意志这两极来决定。
17世纪的观察家对通过博学与终身学习便可以在中国换取社会成就这个观念的印象特别深刻。不过，只有天真的狂热人士才会相信无私的求知欲助长了这种学习的热情。社会制度如此架构，导致学习成了唯一的晋升机会。“由于中国人的命运，”1696年勒孔德写道，“完全由其能力决定，故而终身致力于学习。”[79]18世纪，人们迷恋着一种负责、清廉及为民谋福的理想国家行政机构，吸引了像尤斯蒂及魁奈这样的作家，他们和多数的同时代人一样，信息主要来自杜赫德。[80]若批评中国在这些“崇汉”的文献中被理想化或许有其道理，但未触及核心。一方面，18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官僚体系或许真是世界上运作最为完美的；理想化因此绝非毫无理由的重估，而是现实的延长。另一方面，1735年杜赫德的概述和在1749年普雷沃斯特的游记汇编第八册广为普及的中国报道令欧洲对政治体系成就而非合法性更感兴趣的理论家［如法国的重农学派及德国的公安学者（Polizeywissenschaftler）与政治学者］能首度精确掌握行政管理与统治艺术（今天政治学意义上的统治）的问题。中国似乎展现出一个组织良好的父权国家的能力，且儒家的国家伦理（17世纪80年代起，可以读到其重要文献的译本）替欧洲古老的君主为其臣民良善牧者的理念提供了一种意想不到的额外助力。
在中国缺少贵族这一点不再具有争议后，便完全视个别欧洲评论家对欧洲贵族的态度，来决定是否要对这种欠缺表示遗憾。以埃德蒙·伯克的角度来论述的人士，视大地主为文明进步的标志及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必要保证。[81]相反，詹姆斯·密尔与杰里米·边沁等功利主义的其他代表人士，视贵族为一寄生阶级，将缺少贵族当成现代化的一种优势。在这种背景下，可以看到将权力和身份从世袭财产中分开，并结合知识与博学是否合理的一般性问题。[82]这个答案逐渐变得肯定。
不过，与此同时关于中国官员逐步腐败的报道（并非无的放矢）日益增加。[83]只要全欧洲一直密切观察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接受审判一事，英国在印度贪污腐败的问题便成为议题，抨击中国的状况因而显得虚伪。[84]但在18世纪90年代，康沃利斯勋爵肃清并重建英国的殖民行政体系后，早已背叛其理念的中国文官政权似乎便要面对亚洲一个新而优越的理性国家组织，其推动力量是苏格兰、英格兰及爱尔兰土地贵族的贫穷年轻子嗣。这个在贵族领导下组织合理、运作公正的行政体系成了衰弱文人无理、腐败及无能的行政体系的对照。原则上，中国官僚体系的理念几乎未受批评，亦未被视为毫无价值的异国对象，而是这个体系自身在事实上的退化。
“文人”这个教育贵族式的精英阶层，乃是中国社会组织中最醒目的特征。不过，社会的其他部分呢？《通史》一书在中国发现三个阶级：官员、文人及平民。[85]在这里，可以清楚看出官员与其广大的招募基础（“文人”）的差异，或许还被稍微夸大了些。不过，和“平民”有何关系？1735年9月，教父帕瑞宁写自北京的一封长信中，清楚说明平民并未像一些观察家对印度的了解那样，被切割成封闭的种姓。[86]可惜这封信到的太晚，无法赋予杜赫德同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更多社会学的实质内容。帕瑞宁要大家注意，不该把像“种姓”或“部落”这种类别未加斟酌地从一个亚洲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却强调比较的认知价值。正是和欧洲比较后显示，除了官员外，中国社会和欧洲社会一样，分成了商人、农人、工匠及离群索居、遭到排斥与声名不佳者所构成的下层阶级[87]，几乎没有职业世袭的现象。中国人子承父业并无法律及风俗上的压力，其中少数亦是出于自愿。积聚些许财富的工人或工匠便试图从商，之后还将自己在商贸中取得的财富拿出来让儿子准备国家考试。[88]在东南亚、澳门或广东便可观察到中国人是勤奋的商人。在中国可以自由从事贸易，整体而言，经济不会受到怠惰及不事生产的贵族拖累。[89]
植物学家皮埃尔·普瓦沃是18世纪少数对中国农业现状感兴趣的旅行家。在1763年及1764年于里昂发表的报告中，他便对中国的效率及现代性甚为推崇。中国与某种程度上的交趾支那，可以说能够充分照顾不断增加的人口，并且对欧洲来说，许多地方可以当作成功农业社会的典范。国家支持农业。中国没有奴隶（不像暹罗、马来亚及欧洲殖民地）与专制的土地独占，只有在稳定的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自由劳动。游手好闲普受轻视；女性在生产上有重要贡献，不会被锁在深闺；税赋额度轻微、固定；社会晋升几乎不受血统与他人特权的阻碍；不像欧洲那样让宝贵的土地成为贵族的狩猎保留地及非经济活动所用的马场。[90]普瓦沃显然认同魁奈的理想中国，他是其重农学派的信徒。然而，他分析的倾向并非不合情理。他只是夸张描述一个社会的面貌，特征在于没有封建的农业关系、具有高度垂直的社会流动与相当普及的工作伦理：中国是亚洲市民的劳务社会的乌托邦。歌德有自己的类似看法，他在1827年1月31日读完一本不久前约瑟夫-皮埃尔·阿贝-雷慕沙翻译的中国小说后，对艾克曼表示，我们熟悉并很能理解其中角色的作为与感情：“他们的一切明白易懂、寻常普通，没有夸大的激情与诗意，和我的《赫尔曼与多萝西娅》及理察森（Richarson）的英国小说十分类似。”[91]
种姓制度：宗教束缚或社会乌托邦？
对其他亚洲国家有无贵族以及对其抱持何种看法的话题，亦被人们激烈讨论。然而结果从未确凿清楚，几个实际的例子便能说明这一点。东京（北越）的体系似乎最为接近中国，至少在世袭的武官类似贵族方面。1807年，当地的社会分成壁垒森严的官员与受统治的百姓。[92]在缅甸，贵族自治可在专制体系中运作。[93]暹罗一般被视为波斯以外最为专制的亚洲国家，没有考试制度及官僚体系这种社会形塑机制。如一名出色的该地专家所见，由于同时缺乏贵族阶级，以致运气与君主脸色这样不稳定的力量可以决定社会地位的升降：“富人在当地被尊为显贵，财富的数量与君主的宠幸程度甚具意义。”[94]波斯没有贵族，只有暴发的显贵这个事实，导致夏尔丹无上的权威不断被中伤。弗莱尔认为当地的社会地位晋升只能依靠奇迹，而非成就。[95]在印度尼西亚，虽然按照专制主义的理论见不到贵族阶级，但克劳福德仍然加以描述。[96]
奥斯曼帝国中的贵族问题得到深入辩论。大家一致认为当地没有世袭贵族，哈默-普格斯塔也只承认一种功勋贵族。[97]研究关于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学文献便揭露出一种被大量专制体制问题所掩盖的认知。就连深信专制无所不在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奥斯曼帝国中有相对的高度垂直流动。皇帝使节布斯贝克，奥斯曼黄金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欧洲权威，已在16世纪中期勾勒出一个功绩社会的图像，有能者可以晋升高位。[98]这种分析不断被证实。奥斯曼帝国有个竞争流动的社会，“品行端正的市民”享有良好声誉。[99]商人及许多类似希腊人、犹太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少数民族成员，拥有易于致富的机会。吉本和他人赞扬土耳其禁卫部队，至少在其发展全盛时期，视之为一种后封建的功绩部队。[100]尽管组织完全不同于中国，奥斯曼帝国依然展现出类似精英阶层流动的特质，两个体系和欧洲大部分严格的社会等级截然不同。
不过，在亚洲也可找到其他的极端体制：一个阶层森严的社会，人类生来就有终生相随的社会地位。许多欧洲人在中国及奥斯曼帝国所注意到的垂直社会流动在这里并不存在。至少在印度教的印度社会看起来正是如此，印度虽有广大地区被并入伊斯兰征服者的社会，但那两个社会仍然泾渭分明。
在17世纪，从等级社会的欧洲来看，中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流动及开放的社会关系，令人吃惊与陌生。18世纪，当欧洲重要国家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时，印度种姓制度的森严阶层反而愈显怪异，也逐渐近乎不雅。欧洲世界观的架构要素更加强了这种对比，而印度的例子最为明显。
早期欧洲人描述与理解非欧洲文明社会实际状况的尝试，直到孟德斯鸠及苏格兰与哥廷根的启蒙人士之前，都是运用原已在欧洲中的概念：等级、身份、贵族、农人等。以中国的例子来说，这类概念虽然过度将国外的实际状况拿来配合当地的情形，但至少自耶稣会首批报道出现后，谨慎的观察家便能相当出色地运用修正过的欧洲概念来判定非欧洲社会的特殊之处。此外，在完全指涉亚洲社会关系、无涉欧洲实际状况、源自欧洲的概念的次级语意学范畴中，出现了类似“官员”这种概念，许多认识来自近代欧洲最早的亚洲观察家——葡萄牙人。
其中一种便是“种姓”。这个字眼首先广泛随意地用来指称许多亚洲社会的可能存在的人类集体。直到18世纪，与世隔绝和内在的同质性，甚至生物学上的纯正等含义，特别且更加精确地凸显出来。不过，这仍不意味着把种姓制度完全视为印度的特有之物。直到马克斯·韦伯与他之后的学者，“种姓制度”被定义成一种无涉文化的社会学类别，类似“阶级”这个概念的特例。正如1812年孔拉德·马尔特-布伦所言，种姓“是个完全属于一种特定职业的世袭阶级”。[101]他认为这种现象是近代亚洲所独有的，但不只在印度，也可在波斯、阿拉伯及埃及见到。1835年，相当懂得建构概念的历史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克·德·鲁杰蒙定义道：“如果出身血统彻底决定了个体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身份，那这样一个阶级便是种姓。”[102]这类种姓基本上出现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型中。
在德·鲁杰蒙那个时代已经盛行一种观点：首先，“种姓”是典型的印度产物；其次，这个现象与当地的宗教紧密结合。外界从此以“印度教”这个集合名词来涵盖当地宗教，但此称呼并不符合当地人的整体观念。[103]这种将印度社会“异国化”，亦可说是“人类学化”的做法，在18世纪逐渐完成。
第一份根据长年亲身观察、描述印度一个地区社会的文献，出自巴塞洛缪·齐根巴格。这位德国哈勒城虔信派的传教士由1706年至1719年去世止（享年36岁），活跃于丹麦的小殖民地德伦格巴尔（马德拉斯以南）。[104]齐根巴格学习当地的泰米尔语，能说会读。和当地人密切接触之际，他进行着社会与文化研究，密切观察当地社会。他寄回欧洲的报道只有少数在当时出版。哈勒传教中心的编辑不希望齐根巴格对印度人及其社会与宗教生活的深度同情未经过滤便流通到读者手中。1711年，齐根巴格以手稿形式寄回哈勒的作品《马拉巴异教徒》直到1926年才付梓。他对泰米尔人生活与想法的其他面向的兴趣，甚于他们的社会组织。不过，从他简短的评注中还是可以汲取类似西南印度社会学的东西。[105]齐根巴格发现他所研究的社会主要分成许多职业团体。他对“所有团体在公共政治事件上平等参与的机会”[106]深感着迷，并较为强调泰米尔社会的开放与弹性，而非其阶层森严、束缚个体的强制体系。他甚少提到“种姓”，更未谈到“种姓体系”。齐根巴格的（南）印度因而是种“开放”社会，和同时期描述到的中国或奥斯曼社会制度没有根本上的差别，也未比行会结社的封闭欧洲更加现代。[107]
印度这样一个裹在种姓世界的理想类型的单纯画面，源自作者们缺乏巴塞洛缪·齐根巴格那种长期经验与语言能力兼备的报道文学基础。孟德斯鸠在一个关于印度的短评中，赋予这个画面强烈的特征：不同于欧洲，印度的宗教深深烙印在社会制度中。这导致个别的种姓相互之间感受到一种恐惧的荣誉［孟德斯鸠玩着法文“荣誉”（honneur）及“恐惧”（horreur）的文字游戏］。如此一来，其他社会中自然的等级制度便跟着失去作用：有的印度人如果不得不和他们的国王一起用膳，出于其种姓的理由，会觉得丢脸。在欧洲，上层人士自然得负起照顾穷人的家长式义务，在这里则见不到。[108]像多数人一样，伏尔泰更加谨慎，强调难以概括论述非伊斯兰的印度：这个次大陆“有20种风俗与宗教各异的不同民族”。[109]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人们来回摆荡在这两种看法之间：伏尔泰主张区域文化的差异，是“完全不同”的欧洲在印度所不想见到的，而孟德斯鸠积极主张统而论之，认为一个包含这个次大陆最为独特的种姓制度的同质印度文明的存在为其关键。[110]
关于印度非伊斯兰多数人口的生活信息分散在大量的欧洲报道文献中。在18世纪，并无类似夏尔丹的波斯、杜赫德的中国、拉·卢贝尔的暹罗，或白尼尔这位较无体系、偏爱叙述的作者笔下的伊斯兰莫卧儿这类综观印度的大作出版。被尘封的不只清教徒齐根巴格的重要印度手稿，还有耶稣会修士贾斯同-洛宏·库杜后来在1817年被修道院院长杜波剽窃利用的《印度的风俗习惯》（Moeurs et coutumes des Indiens，1777）。至于耶稣会修士寄自印度的《耶稣会士书简集》，由于缺乏简明的摘要，只能个别研究，并补充上荷兰、英国及法国的资料。[111]这样欧洲学者才能取得差强人意的印度社会图像。在耶稣会修士的信简及游记中会描述或至少提到许多让20世纪人种学及社会学发端的印度种姓。[112]
不过，企图清晰勾勒出印度社会图像的人对分成四大种姓或等级的做法往往已觉足够：婆罗门、武士、商人及仆役/工匠/工人。修道院院长莱纳在自己的印度速写中描述了这样一种四个种姓的社会，十分清楚易记。他告诉众多的读者，种姓源远流长，亘古以来没有改变，并证明了印度高等文化无与伦比的早熟，但对“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言，却是最为可能的障碍。[113]莱纳也往往称种姓（对种姓而言，并非完全错误）为“阶级”，强调宗教所决定的全然封闭的社会等级，但也指出规避这种体制的可能性：暂时的朝圣之旅及托钵僧不断被纳入“僧侣”之中的情况。[114]
莱纳这位既激进又如其评价一般捉摸不定的启蒙分子，在1770年批评种姓制度时，显得相当节制，视其为一种夸大的等级社会。几年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及自然研究者与旅行家皮埃尔·索纳拉特的评价更加尖锐。斯密认为种姓制度是印度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但绝非关键性的）阻碍因素，这个强制机构扭曲了自然的资本所得与劳动力的合理市场价格。[115]而索纳拉特似乎在其印度之旅中所见不多，却将种姓制度评为一种集体非理性的展现，并非法掩饰住人类天生平等的事实。[116]莱纳的信徒与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友人奥古斯特·黑宁斯（August Hennings），将经济与哲学这两种异议出色地结合起来。这名丹麦官员可以接触未出版或只以丹麦文出版的在德伦格巴尔的丹麦文-哈勒文传教报告。黑宁斯大力赞扬印度人特别是泰米尔人在科学、艺术及手工技艺上的天赋。虽然他们在实现自己的价值，却变得愈来愈不完美，这完全是人类自身的原因导致的，而非人类学上的。在黑宁斯眼中，种姓制度并非永恒的宗教体制，而是历史进化中阶级统治所形成的工具，它切分社会，经由伊斯兰及后来欧洲征服者在印度大部分地区所强化的专制政体，更进一步促成个体间的孤立分裂，结果虚化了精神与灵魂，瘫痪了社会生产力。“野蛮的统治”要为此负上全部责任：
不鼓励合群，反而完全切断社会关系，不唤醒集体的思索，反而孤立或分化人类。因而30个印度人无法完成10个欧洲人便能完成的事，他们几乎没有工具、机器与类似的东西，品味与创意完全停摆。[117]
因此，黑宁斯并未——像他因反殖民主义态度而受推崇的模范莱纳那样——视种姓制度为印度文明不可动摇的传统本质要素，注定不断僵化，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中病态的畸形现象，必须透过改革甚至革命来清除。179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官员查尔斯·格兰特经由基督教的平等原则——而非自然法的——得出类似的结论：种姓制度是种极端奴役的工具。[118]
尽管有这些评价，令人讶异的是，在启蒙运动时代依然可以发现许多捍卫印度种姓制度的人士。这是指，埃德蒙·伯克佩服那种构成认同种姓从属的强度。[119]修道院院长佩林，一名杰出的当地专家，视之为一种优点，认为不但根本没有麻痹灵魂（如黑宁斯所认为的那样），各个种姓，包括最不起眼的种姓，反而能让成员为自己的团体、传统和年龄感到骄傲。[120]库杜教士称赞种姓制度透过法律、风俗与纪律，在成员身上所施展的成功的社会控制；因而，印度人透过一种内在的自律，而未不断回归到野蛮状态。种姓制度也因此缓和了专制政体的影响，因为国家并无借口干涉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社会生活。[121]最后，高等的婆罗门种姓宛如一种印度的贵族，不同于法国贵族，他们透过严格的族内通婚戒律，避免了不幸的婚配及世俗化。[122]
库杜接着在一般的思索中触及了自己保守的社会解释含义：血缘关系只结合了家庭成员，却不足以“制造出市民社会所需的互助与支持”。[123]因此，人类必须在更大的群体中联合，才能发展与捍卫共同的利益。人类间的关系必须牢不可破。“印度的古代立法者”成功为此树立典范。1777年，库杜与其编辑戴斯沃克斯在巩固的种姓制度中，并未发觉任何印度的落后征候，反而见证了一个良好的制度。[124]种姓制度促成“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戚与共。这种解释正好和黑宁斯的对立起来。种姓制度似乎成为抵制社会分化的最佳保证。最后，赫德与修道院院长杜波还增补上个别种姓之间弥漫着绝对宽容的精神的看法。每个种姓的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特有的面向，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宗教上获得幸福。[125]
褒奖种姓制度并不特别有趣，只不过是保守的法国教士的情绪抒发。不过，启蒙运动时代最受敬重的一位史学家威廉·罗伯森在1791年他后期的印度作品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罗伯森采取可以预见的启蒙论述，表示种姓体制的确在人类间竖起“人为的限制”，借此规定了“人类精神的自然活动”。[126]在这种体制中，天才难以出头，但社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鼓励天才。透过种姓划分，一般人获得合理的分工，其能力固定在他们能够全力施展的特殊职业上。这样便能解释印度出色完美的手工技艺以及供给当地消费与出口的丰富商品。[127]
然而，对种姓制度给予褒奖的罗伯森和库杜这样的作者仍有基本的差异：法国耶稣会修士认为种姓制度是种普遍的典范；而那位苏格兰史学家则认定种姓制度只适合前工业时期的印度，生活在完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欧洲人对此感到十分憎恶是可以理解的。
19世纪初期，这种相对论几乎难以令人接受。1784年，在威廉·琼斯爵士的加尔各答亚洲协会的博学成员所推动的印度新研究基础上[128]，两位完全不同的哲学批评家同样严词谴责种姓制度，影响久远。在詹姆斯·密尔的《英属印度史》（1817）中，其第一册主要是系统研究印度文明，种姓制度简直是个面目可憎的东西：“那个制度比其他自私及变化无常的制度，更能成功地压制人性的福祉。”[129]捍卫种姓制度者，一般视印度的伊斯兰征服者为蛮族，面对“印度教”社会的抵抗束手无策，而詹姆斯·密尔这位并非穆斯林的特别友人的人，反而认为穆斯林拥有较高的文明：尽管有不可分割的专制体制，但缺乏种姓限制与欧洲式的血统贵族让伊斯兰体系有机会透过成就来晋升。因而，完全可以明白他不满英国的那些尝试——特别是1793年的永久让渡法案——在种姓制度外，设立类似一种以新土地贵族为主的阶级结构。[130]
密尔任意将婆罗门笼统解释成“教士”，以使其能反对启蒙运动时代所有的教士的欺诈修辞。历史上，只有在印度，教士才能取得控制大多数人口的思想与行动的力量，并保有这个时代误置的力量直到当代。[131]对密尔而言，种姓制度是在其他许多标记外，另一个古代社会制度抗拒进步的标记。对于浪漫主义认为印度贤明的婆罗门“立法者”在人类早期规划出一种完美的制度而后来退化的这种看法，詹姆斯·密尔这位当代导向的改革者与敌视古代的人士并不感兴趣。
在密尔的书出版不久后，黑格尔便十分详细地讨论到种姓的现象。在那类批评前，他致力于在广泛与最新的资料基础上做出客观的描述；因而，他不只知道密尔的《英属印度史》，也知道像修道院院长杜波及印度学家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的最新作品。[132]尽管兴趣与前提完全不同，黑格尔最后还是得出类似詹姆斯·密尔的结论。当大家提到，在中国无限的皇帝意志前所有臣民一律平等时，印度的世界则建立在一种天生的基本不平等上。在种姓划分这种无可动摇的基础上，人对人“仿佛自然事物”，[133]社会变得不可捉摸与不可改造。黑格尔不是从自然法的或基督教的平等观来反驳种姓制度。类似亚当·斯密与奥古斯特·黑宁斯认为种姓制度阻碍了经济发展的看法他也不太在乎。首先，他反感的是由个体天生注定归属于一个无法自由选择离开的团体来进行“自然的”而非出自“风俗的”社会化。[134]全部的生活由规定主导，无人敢以理性去质疑：“对印度人而言，需求是最无意义的。出于自我自由意志的一切，全被印度体制隔离开来。”[135]在这类情况下，人的主体自由与个体良知无法产生。其次，黑格尔惦念着（英国殖民之前的）印度那一种跨越个别生活共同体的法律体制。[136]对他而言，中国是一种松动、没有结构的文明，在皇帝的意志与一些相当一般的道德原则中虚耗殆尽；印度则是一种存在差异性、拥有独特的超结构、绝对化的文明，而这清楚地表现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上。
整体来说，近代第一批造访印度的人便已注意到种姓制度，它成了旅游文献中的一个标准题材，并在一些作者处——尤其是齐根巴格与库杜处——成了社会学或民族志的研究客体。种姓制度起先是众多印度社会景观中的一个要素，但在18世纪后半叶，逐渐成为西方印度图像的焦点。莫卧儿王朝与其社会团体的没落导致印度更加“印度教化”。印度教印度的社会学核心似乎便是种姓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在19世纪早期欧洲人的认知中，更简化成为种姓体系。
种姓制度的评价经过多个阶段。对像齐根巴格这样的传教士而言，只有当种姓制度似乎阻碍了他们的传教努力时，才会令人起疑。随着1748年孟德斯鸠的短评，新的批评阵线展开，在身份、传统与精神分立导致的个体束缚与人类天生不平等的基本假设中，人们发现了一种社会生活自由组织所有可能的反命题中最粗暴的一种。直到世纪交替之际，认为种姓制度可以取得正面的体制价值的声音大了起来。类似的观点，后来仍可在浪漫主义的小范围等级关系的理想意念中找到，但无法撼动黑格尔及哲学上显得粗糙但在英国殖民与学术环境中颇具影响力的詹姆斯·密尔的评断。种姓体系成了新世界史中印度反常的特殊途径的标志。[137]
修道院院长杜波应可对此盖棺论定。他从库杜教士处抄袭有关婆罗门的章节，这行径无法令人谅解。不过，我们不该忘记，1825年出版的《印度人的风俗、制度与仪式》（Moeurs，institutions et cérémonies des peoples de l’Inde）还包含许多材料，似乎是这位修道院院长亲身的观察，其中包括《论印度的悲惨状况》一章。[138]杜波在此完全脱离主导他作品的种姓观点。他以在当时亚洲文献中显得独特的精准笔调描写印度的贫穷与悲惨。他表示，许多欧洲人赞叹印度出口的精致布料与手工物品，但他们并不知道，大多数东西都是在残破的土屋中制造出来的。杜波从这些观察中发展出一种涵盖八个收入阶级的阶层模式，并十分清楚地分别将经济与生活方式纳入其中。他从赤贫阶级开始记录，赤贫阶级的财产价值不超过120法郎。据他估计，他们约占印度半数人口，从事粗重的农业劳动。种姓体制以外的贱民及几乎所有种姓制度内的人与游牧民族都属于这个阶级。横贯种姓体制的社会金字塔顶端，则包括富有的城市商人及长年在政府机关任职、可以累积大量财富的男性。杜波这一摒弃异国色调、看来十分现代的当代印度社会学，正好散落在一本详细描述种姓运作、让人感到印度是个陌生世界的书中。
封建制度
欧洲观察家对亚洲社会状况的论断不只受制于观察的情况及认知的视野，自然也受限于制式的观念。一位保守的天主教教士，类似于库杜，认为完美的社会只能是等级与阶层安排合理的社会，他能比一位哲学观点激进的平等主义自由派人士，类似詹姆斯·密尔这个基本上视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的世袭为非法并因此与英国贵族的特权搏斗的人，更能从种姓制度中找到正面之处。关于亚洲封建制度亦有类似的对立反应。这一端，像埃德蒙·伯克这样的社会浪漫主义者，推崇印度大公，在他看来，他们就像英国上层贵族，是稳固的基石。另一端，像皮埃尔·普瓦沃这位早期市民社会的经济理论家，认为马来亚古老寄生贵族的好战精神为该地经济落后的主因，并以毫不封建的中国的典范体制来加以对比。[139]
起先，在近代早期，“封建”概念只局限在贵族的采邑制度。1748年，孟德斯鸠将之扩及领主体制，视之为地方领主对人身自由受限的臣民的一种管辖。伏尔泰则提及一种封建体制，特征在于国家权力被无数小型暴君瓜分。这种“无政府状态”遍及整个欧洲；在某些国家，如法国及英国，则被强大的君主政体或一种混合的宪法取代，但在德国仍一直存在至今。[140]基本上，孟德斯鸠视封建制度为欧洲所特有，正如他视其对立体制——专制政体为亚洲的特产一样。伏尔泰则认为亦可在亚洲见到这种现象。如此一来，他踏出了“通史类型概念的第一步”。[141]
旅行者通过相对而言虚弱的中央政府无法压制住或置身在没有统治者的封建共和中的强大贵族[142]以及一种烙印在整个社会或至少其上层阶级中的尚武“骑士精神”来辨识封建状态。这类关系不只在马来亚人处见到，在阿富汗人、锡兰人、锡克族、马拉特人、库尔德族、切尔克斯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处见到，甚至在塔希提岛，都可发现。[143]17世纪早期的欧洲观察家不断对像中国与越南这样的专制官僚非封建骑士的国家感到吃惊，但1800年左右，东方封建制度反过来成了中古的奇特残余或欧洲边陲地带不断固守下来的古代回忆。詹姆斯·巴伊·弗雷泽在他仔细研究的尼泊尔，想起了他的苏格兰故乡：
那种在封建体制全盛期主宰着苏格兰高地的状态，地主宛如君主，只因野心或贪婪作祟，便袭击邻人。[144]
正如苏格兰人，印度的马拉特人与其分散的指挥结构最后也败于组织严谨的英国军队。当代的观察家视马拉特人为“一种军事共和，由各自独立的领袖组成”[145]，和中古欧洲或近代的神圣罗马帝国类似。当黑格尔1822～1823年描述到“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建立之前印度古代松动的“封建状态”时，总结了这个画面：一个争执不睦的武士种姓与依附其上的“好战分子”，不断和公侯及其臣民流血搏斗。[146]
在这类态度中，封建制度被当成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形式。总爱发表大胆言论的约翰·理查森甚至认为封建制度源自亚洲，后来才被引进欧洲。[147]在个别情况中，有些分类尚无定论。印度的公侯，尤其是在莫卧儿“专制”优势瓦解后，是否如伏尔泰所言（印度被“30位暴君”统治）及詹姆斯·密尔所否认的那样，是种“封建”精英？[148]后来在19世纪，当这个问题基本上不再提出之际，英国的殖民领主却抱持着浪漫的幻想，认为在他们统治下遗留下来的印度公侯是种封建贵族。[149]
不过，有个国家的封建体系却能存活至今：日本。杰出的日本专家弗朗索瓦·卡龙在17世纪60年代即已描写到一种体制，虽然有个有效的权力中心（江户的幕府），但其下却有一个自治诸侯的阶层（大名），他们周围又有附庸。[150]幕府绝非全能，受制于法律，不能任意处理诸侯的财产，只能部分管辖他们的领地。他也不像中国皇帝，有中央官僚体系辅助。在孟德斯鸠处及依其权威而来的专制理论，如修道院院长莱纳的理论，日本成了专制关系的另一个例子。长期以来，安格贝特·坎弗几乎是关于日本问题的唯一的重要权威，但并未像自己描述伊朗那样，彻底描述日本的政治体制。因此，可能会出现对这种专制的误解；我们可以以此方式来解释坎弗的材料。
1769年，路易·卡斯蒂永这位独立人士已指出，日本地方诸侯与贵族的重要角色完全不属于专制体制的特征。他的说法相当令人讶异，完全和当代的倾向背道而驰：几乎从地中海到中国海的整个亚洲都受到专制的奴役，日本虽然没有欧洲的科学与风俗习惯，却有我们的法律与自由。[151]卡斯蒂永表示，日本有世袭贵族，有武士道精神。雄心与荣誉——不同于孟德斯鸠的专制政体[152]——驱动着人类。简而言之，日本人是亚洲的英国人。[153]亚洲国家只有日本的制度与民族特质是近似欧洲人的。日本武士的形象在其没落后风靡了欧洲，19世纪对佩剑武士的兴趣更加高涨。不过，在18世纪已可看出，日本这个国家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亚洲文明更接近欧洲的特殊角色。
面具与感情
社会学分析不一定要分析团体、阶层与阶级，如“宏观社会学”那样。18世纪时，人们易于接受社交活动、交往形式、人类相互之间的精神活动。[154]世纪中期起，基本上在法国与苏格兰思想家嘴中的“市民社会”，不仅被视为没有国家干涉的空间，个体的利益可在其中自由竞争[155]，亦被视为在合乎某种规格的角色行为外抑制下来的激情与细腻的感情的范畴。在1800年左右人们常可听到这类观点，即认为现代欧洲优于其他世界——亦优于欧洲古代——的特点在于社交形式的温和与注重礼貌。欧洲人是较能体贴他人的社交人士。欧洲社会多是结合在个人个性的精准调校下，而不是外在习俗的强制下。欧洲人可以达到更高程度的个人化。决定这一点的是一种至今主导我们对亚洲人的看法，并被社会人类学者杰克·古帝（Jack Goody）扼要表明的人类学差异：“他们有风俗，我们有感情。”[156]
这种看法和主流观点一个重要的变动有关。早先关注风俗，或如德默尼耶的书名所示，风俗与习惯，前提在于每个社会都受独特的规则操控。风俗是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的过程，尤其是烹调享用食物及特别庆典的筹办：婚礼、葬礼、宗教祭仪。16及17世纪的游记，往往相当谨慎与详细地在异国社会这种遵守规定与仪式的层面上多所着墨。[157]18世纪后期出现的社交关系概念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映出这种制式的行为，并从外部加以探讨。现在探索的不只是规则，也包括不同的社会受规则操控到何种程度。知道这类差异存在，便已是一种新的认知。
例如，这种变化可从对中国人彬彬有礼的评价变化上看出。自近代第一批中国报道出现后，毫无疑问，彬彬有礼、淡泊宁静与今日大家所说的高度感情控制便是中国人或至少是文人阶级的特征。1735年，杜赫德教士这样建议：欧洲访客应该也要控制脾气，不要动怒，免得在中国人面前颜面尽失。[158]约1670年，道明会修士纳瓦雷特即已注意到，中国的一切都有行为准则，没有冲动行径，由于规定清楚，亦少有争执。[159]杜赫德强调，中国人的稳重与和蔼绝非天生的民族性格，而是长期社会化的结果，“因为他们绝不缺乏性情与机灵，但他们早就学习要控制自己”。[160]不过，如果进一步认识中国人并建立亲密关系的话，那交往接触“就和在欧洲一样亲密无拘”。[161]中国上层人士衿持有礼的行为，宛如一副公开场合的面具。杜赫德对此并无异议，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的文明概念。
1793～1794年，约翰·巴罗跟随马戛尔尼使节团造访中国，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尽管只见他在大言不惭，而且充满偏见，但对研究中国人的社会学来说，书中仍然包含了值得注意的看法。巴罗注意到中国人的本质与他们的社会面具之间的鸿沟要比耶稣会修士所观察到的更巨大，而杜赫德正是依据他们的报道完成自己的中国百科。公众与私人行为差异甚巨，几乎所有清帝国官员，
不管是满族人，还是汉人，在我们的私人宴会中，都表现得无拘无束、随和与平易近人，多半和颜悦色、非常幽默且健谈。只有在公众场合中，他们换上官员该有的严肃，按照成文习惯表演各种行为。[162]
这些观察类似杜赫德的描述，不过在这期间评价已变。社会生活（或至少其公开可见的部分）的仪式化，现在不再被当成中性的中国特色，或被捧为高等的文化成就，而是社会僵化的指标。“刻意保持距离”不只决定了两性与亲子关系，也决定了整个社会生活。[163]根据巴罗的分析，中国缺乏后来托克维尔所称的社会关系，在公众生活中，几乎也没有促成休戚与共及缓和利益纠葛的结社、协会或宗教团体。年轻人特别深受其害：
年轻人没有机会随便聚会、一起跳舞或从事其他社交活动，不像在欧洲，可借此摆脱生活中不断工作或退休后的痛苦与抑郁。他们甚至连保留给礼拜的假日都没有。他们的宗教行为也主导他们孤独自省，即使在家庭生活中亦如此。[164]
巴罗认为中国人的孤立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分化——主要是专制国家机器的社会操控——造成的结果。因而他和孟德斯鸠的思想脉络一致，视专制的“原则”为恐惧。不过，他晚于孟德斯鸠半个世纪，具有清楚的市民社会概念，一个不只是摆脱政权操控的社会。对他来说，中国是个孤单多疑、戴着面具的社会，注定停滞与精神贫乏。[165]
18世纪后期经常提及的无可比拟的西方文明，依旧被视为多礼与精致，即相当懂得社交艺术。英国的咖啡屋与庄园及巴黎沙龙的交谈艺术便为其中一支。大卫·休谟是社交艺术首屈一指的理论家。在他看来，古代那些受到研习与推崇的演说大师显得拘谨粗野。对他来说，古希腊罗马是种喧闹与雄辩的文明，一种诵读与制式讲演的文化，相反，现代欧洲则是一个对话风趣的合宜文明，一个强调独白，一个注重对话。[166]如其他人所注意到的那样，正式的交谈亦是欧洲以外的文化的特征，至于中国，还不只如此，在那里，无孔不入的书写文字让辞令口才相形失色。[167]阿拉伯人的辞令艺术也高度发展，如威廉·琼斯爵士所言，和口耳相传的民间诗歌关系密切。[168]传教士毕沙榭赫的观察惊人：在东京对付沉重的国家劳役，唯一的机会几乎在于透过得体的言辞来讨好官员，因此东京的民众从年少之际便要学习场面话。[169]
欧洲的观察家面对这类成就态度矛盾。像在马来亚的法庭中，辞令艺术一方面令他们大为佩服，在他们眼中代表着娴熟言词者的文明能力。[170]另一方面，这种艺术属于西欧有过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沟通在那里大部分诉诸文字，戏剧以外的口头文学荡然无存，法庭用语则交给特殊的律师。惬意交谈与制式的修辞改良成为自由对谈再次证明了现代欧洲的优势地位。
然而，并非所有的旅行者与亚洲评论家都同意西方的生活比东方的平均状态更加易于忍受。1792年至1796年，在苏丹与小亚细亚间深入周游的著名的非洲与西亚研究者威廉·乔治·布朗，其1799年出版的游记最后一章的1800年德文译本章名为“东方和欧洲生活方式与幸福的比较概观”。[171]布朗先是比较了不同的民族类型：欧洲人好动、好大喜功、乐天活泼；相反，东方人懒散、严肃、缺乏想象。这种差异并非来自人类学的自然状态，而是出自不同的教养。两者各有优点，在对待女性上同样适用。将女性关在闺阁，因而只有男性参与的“社会娱乐活动”要较欧洲贫乏，但省掉许多麻烦。于是东方没有欧洲那种令丈夫可笑、女人受到蔑视与情人可怜兮兮的通奸行为。[172]东方人际交往的沉着泰然和欧洲的焦躁不安相比，自有许多优点。大家少有争执，不太拘泥于形式，且较无面子压力，不像那种主导沙龙文化的文艺人士之争。东方人在饮食上常见的节制遏制住了那类欧洲典型的盛宴。布朗不是一位热衷于美化简单与自然风俗的人，而是位开放的观察家，试着实际评估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各自优点。
在文化差异下诞生的社会学
在18世纪的亚洲文献中，高质量的社会学文本不断涌现。这些深入研究异国文化的作者并未试图做出简单的二分法，而是尽量如实描写自己往往亲身经历过的异国文化生活方式。这些早期最优秀的社会学家有谁？17世纪重要的旅行家可算是先驱：白尼尔的莫卧儿王朝、夏尔丹的波斯、赛门多的中国。在18世纪及19世纪初期，没有一份欧洲文献能与亚历山大·罗素及帕特里克·罗素兄弟关于阿勒颇的作品在社会图解的丰富程度上相媲美。不过，仍有一些人接近这个标准：马斯登的苏门答腊，艾尔芬斯通的阿富汗，奇克帕翠克的尼泊尔，库杜、杜波及布坎南的印度，科夫勒的交趾支那，马尔科姆的波斯，尼布尔、尧贝特（Jaubert）及沃尔尼的阿拉伯近东世界。
沃尔尼这位启蒙知识分子团体“观念论者”（Idéologue）的成员可以说是他们其中最优秀的理论家。他的理论贡献在于“生活类型”（genre de vie），即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在法国，这个概念影响重大。在20世纪初期的人文地理中，特别是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及其学派中，他变得异常重要。显然，沃尔尼以谨慎无比的方式，多次运用这个概念，而未失之抽象。[173]“生活类型”是一种范围，介于整体社会及其结构层次与观察社交这种微观角度之间。这个概念经由只从研究非西方社会才清楚取得的认识中得出结论：社会差异不只在于等级——根据身份、阶级与阶层而定——亦在于空间、种族与生活方式。论及“生活类型”，便在于描述后来所谓的“环境”。对沃尔尼而言，这个概念处于自己两种一直息息相关的大型观察方式之间：自然状态，即自然环境，与政治状态，即一个地区的政治社会关系。在一个地区内，有可能出现许多差异甚大的“生活类型”：叙利亚的城市士绅与乡间的贝都因人，埃及的马木留克佣兵精英与阿拉伯农民。如果沃尔尼要得出结论时，并不会担心最为普通的历史哲学观察与粗糙的东西对立。不过，“生活类型”这个观念让这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集中关注所观察的社会关系。“东方”并不可见，只能架构。相反，生活方式可以亲身研究。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初期的海外旅行家，便是这类生活方式及其物质前提条件的经验科学的先驱。亚历山大·冯·洪堡与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174]由于他们，新世界成了地球上社会学描述出色与分析细腻的地区，至少到19世纪中期。此外，还有许多最优秀的亚洲研究亦有助于社会学在文化差异的精神下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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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女性
最大的差异
东方访客最感吃惊的便是欧洲女性的地位。1720年至1721年，奥斯曼帝国特使穆罕默德·艾芬迪逗留法国期间在一份报道中记下他的经验，算是第一份土耳其官员致力于了解西方的文件。穆罕默德·艾芬迪对法国个人生活大部分都公开进行、私人领域甚少受到重视感到讶异。男女两性不仅在家中一起用餐，甚至也一起出席公开晚宴。女性出入剧院与歌剧院，参加舞会，在自己的闺房中接待男性宾客。女演员在舞台上自由表现感情。在各种公开场合，女性都受到尊敬与爱慕；甚至国王都对她们彬彬有礼。在他看来，巴黎因此是座比伊斯坦布尔更加热闹的城市，因为街上可以见到各阶层的女性。[1]在其他范畴中，文化差异不会如此鲜明。
欧洲的亚洲观察家所见雷同。“我们和东方人的最大差异，在于我们对待女性的态度”，伏尔泰在《论风俗》（Essai sur le moeurs）的结论中写道。[2]如果游记作家在自己的报道中补上几乎是必备的女性章节，也是考虑到读者的口味。观察家几乎全是男性。在1830年之前，只有极少数女性亚洲旅行家的作品出版。重要的科学报道没有出自女性之手的。东亚、中亚、西伯利亚及波斯全是男性的领域。洁明娜·金德斯利在印度报道，信中流露出狭隘的殖民心态。[3]和她全然相反的是打破传统的爱莉莎·费（Eliza Fay）。她出身寒门，嫁给一名1780年起在加尔各答高等法院执业的律师，但他很快卷入债务、阴谋与感情纠葛中。爱莉莎离开了他，回到伦敦，从事纺织品贸易，买了艘船却爆炸，第二艘则差点沉没。爱莉莎1816年去世，享年60岁，她死前最后几年在加尔各答的事，我们一无所知。似乎她在死前发现可以靠游记赚点钱，便提出在死后把她的游记信件卖给加尔各答的报纸以偿还她所留下的债务。[4]爱莉莎·费的信并未遵照任何旅游文学的文学格式，也未要求要达到任何科学上的精确或哲学上的深度，反而呈现出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她的时代出现了许多重要的信件，”小说家福斯特（E. M. Forster）称许道，“但少有如此忠实反映出原作者性格的。”[5]
在近东，果断中立的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一枝独秀。身为英国大使夫人，她在1717年至1718年了解了伊斯坦布尔（不久后便多加报道）。克里米亚半岛上那位天真的观光客伊丽莎白·克蕾文女士[6]无法和她相提并论。在启蒙运动时代的亚洲旅游文献中，女性几乎默不作声。就算在文本中也很少见到她们发话。卡斯腾·尼布尔这位能够记录下说话细节的幽默与客观人士在一个小段落中记下了少见的例外一幕。1762年9月，他在苏伊士附近经历了这件事：
众所皆知，阿拉伯人最多可以同时拥有四名妻子。多数人有一位也就心满意足，而且终身如此，只要这名妻子一直满足丈夫的意愿。我们的族长贝尼·扎伊尔德有两名妻子，一名住在我们扎营的地方，管着仆役，另一名住在另一处，看着枣树园子。当他拜访朋友或到苏伊士打水赚钱时，或送货到苏伊士或开罗时，他的两名妻子便打理家务。我们的邻人太太是营地中最重要的女子，下午时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女子大驾光临，送给我们一只鸡和几个蛋。我这时已在东方待了相当长一段日子，如果不算开罗的舞女的话，还是第一次和伊斯兰女子说话。这些阿拉伯女子不愿进我们的帐棚，全都坐在外面，但都背对背靠在一起，可以舒服地互相聊天。她们最喜欢我们说欧洲的事，尤其是一名基督教徒只能娶一名妻子一事。我们酋长的妻子抱怨道，她有位情敌；她最不满她丈夫更爱另一位，因为她先嫁他，另一位却随时都快乐的样子。[7]
尼布尔在这一个小段落中触及决定东方女性知觉的不同主题：一夫多妻制、爱情、仆役的角色，也包括工作自主。一如往常，他不像其他一些旅行家所乐于从事的那样采用浮夸的“哲学”评论，亦未强力推销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
感官的国度
旅行者间对亚洲国家的女性被禁锢于室或在城中街头上可见的程度如何的话题争论了许久。戏剧性的例子并不缺乏。1766年，金德斯利女士在巴特那报道，那里不久前有女人和孩子在一间起火的闺阁中殒命，原因是她们怕家长及丢脸，不敢逃出。[8]先是和波斯国王有关，接着也出现在其他场景中的故事，不断被传述，大约是君主的女眷出游之际，当地超过六岁以上的男性都得离开街道——夏尔丹说道，大家全都逃开，仿佛有头狮子跑出来似的——而好奇偷窥的人，便会遭到鞭打甚至砍头的内容。[9]这种会受处罚的窥视禁忌（波斯文：qoruq）以正反两种角度证实了相同的情况：不是女性被藏匿起来，便是改变私人与公众关系，强迫臣民自行藏匿。由于欧洲的见证人既见不到关在闺阁里的女性，亦见不到成群在轿子中出游的女性，最多只能围着亚洲女性深居简出的人数规模打转：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见到多少位女性在街上出没？强制把她们“关”在墙后，只是个不断重复但未被证实的说法。亚历山大·罗素回答得巧妙：在伊斯兰世界无法证实女性和权力无关，是一种和欧洲在划分公众与私人领域的看法不同的结果。但是，他的说法未受重视。[10]
由于人们对闺阁及后宫[11]所知不多，最多只有像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或德·托特男爵的岳母那样的人才能瞧上几眼，因而出现各种想象。一名欧洲营造师傅曾将扮成工匠的安格贝特·坎弗偷偷带入伊斯法罕国王后宫不让人起疑的外翼地带[12]，但他主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观察建筑物。就连善于查探的夏尔丹对后宫也所知有限，只能做出少见的大胆假设。[13]至于小型的私人闺阁，还比较容易打探。孟德斯鸠在《波斯信简》中便已将注意力从教养王子、宦官斗争及母后权势所在且等级体制巩固的政治机构的统治者后宫转移到一般东方女子的正常闺阁上。[14]
那里并未提到苏丹赛利姆一世与莫卧儿大君奥朗则布所拥有的2000名女子，甚或明末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人，亦无萨非二世国王的400位女伴，或18世纪苏丹在后宫豢养的300多名女子。[15]每位君主的后妃都有自己的宫女，因而皇宫都被这个大型的女性世界占领。阉人的数量可以说明国王的后宫与一夫多妻的民宅的差距：在夏尔丹那个时代，国王安插了3000名阉人，而在大型的民宅有6～8位，一般民众则甚少多过2名。[16]
不过，正是这种拥有6个女人与几位打理家务的阉人的结构促成了看不见的恶习。从严肃的游记报道到只稍以异国情调遮掩的色情读物，满是闺阁与女性澡堂中情欲生活的幻想、女同性恋、阉人的性关系及年轻女子因欲求不满而做出的残暴行径。[17]再来，便是欧洲人认为亚洲人由于气候、情欲与性格懦弱而注定放纵感官的观念在作祟。就连强大的专制君主也是欲望与激情的奴隶。波斯人尤其放荡无度。正如和许多其他作者不相上下的约翰·弗莱尔（John Fryer）所写：“他们胜过发情的动物。”[18]后来，威廉·马斯登就事论事加以反驳，认为外在高温虽然唤起欲望，但也同时削弱体质，以致令人同情的亚洲男人无可救药地落入欲望与肉体可否满足欲望之间的陷阱。[19]
公开的同性恋（当时叫作“鸡奸”）似乎也是一种兽行，人们尤其认为这种行径在奥斯曼上层人物（如在禁卫军之间）、埃及的马木留克佣兵、阿尔及利亚的海盗，以及在布哈拉[20]、日本及佛教僧侣间十分普及，而马斯登则认为苏门答腊没有这种难以形容的恶习，甚至连这种字眼都没有。[21]据说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暹罗的出色代表尤斯特·苏腾（Joost Schouten），在“鸡奸”被认为是十分正常的暹罗地区喜欢上了这种行径，并养成习惯。1653年，他在巴达维亚因为这一点而被处死。[22]索尼尼（Sonnini）提到，人们在埃及公开和动物性交。[23]
许多证据表明，那种视东方为性失控与性反常的另一个世界的观念，也可能——显然关系密切——反映出自己受到压制的欲望。在锡兰遭遇船难的罗伯特·克诺斯认为那里没有妓女，因为所有的女性都是妓女。[24]认为苏门答腊的女性是世界上最贞洁的威廉·马斯登指控（当然不只针对克诺斯，还包括许多其他人）旅行者靠着港口妓院来模塑亚洲女性的图像。[25]因而，这种情形一直重复出现。
这类图像在18世纪还未具有在19世纪后期异域词汇中那种突出的重要地位。除了好色的观淫癖这一解释外还有冷静的机能性解释。哈默-普格斯塔的恋童癖政治社会学便是一个杰出的例子。按他的分析，奥斯曼宫廷中侍童的角色和性并无太大关联，而是14世纪末期起获取丰厚封地与高位的途径，即“平步青云与获取财富最有效的方法”。[26]有时为了补充宫中侍童，因而对基督徒发动战争。哈默-普格斯塔几乎不做讥讽，平静说道：“奥斯曼帝国的高官来自这个园圃。”[27]
从把女性关在闺阁这一点衍生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基本的评价共有三种。首先，一些欧洲旅行家揭露了一种对一夫多妻、贩卖女孩与女性留在家中的男性的共同认识，表示东方女子凋零甚快——孟德斯鸠认为她们8岁便已成熟，20岁算是老迈[28]——必须换上新血以顾及男性自然的性需求。[29]其次，常常可以听到一种具有理论味道的苛求观点，其普及多半归功于孟德斯鸠：在炎热的气候下，女性易于轻浮放纵，因而必须关起来，以保护男性，并避免女性不受自己自然欲望的控制。“这些国家，”孟德斯鸠说，“需要的不是规定，而是门闩。”[30]威廉·乔治·布朗推测，在中古欧洲，骑士浪漫主义理想暂时满足了一种类似的目标。不过，之后这个未被制度化的解决方式跟着瓦解，在当代便显示出基督教的婚配绝对不能驯服女性。[31]孟德斯鸠认为，亚洲是两性隔离最成功的地方，女性的品行最纯洁。[32]这位完全不相信女性且不愿让她们影响政治与时代精神的法官基本上认定隔离与奴役女性没什么可受指责之处。他视此为亚洲无可避免的专制体制的合理规章制度及合乎逻辑的弥补措施。正如孟德斯鸠已在其《波斯信简》透过文学笔法所描述的情形，不受控制的女性会削弱男性的性及政治权威。
再次，其他的欧洲评论家则认为闺阁的作用在于保护女性不受男性侵犯。闺阁可令从未学习过的女性独立，至少得到最低限度的照料与保护及一个一目了然的生活空间。[33]捍卫奥斯曼人最强烈的穆拉甲·多桑却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就是在每个“家门”对两性进行隔离，而且“家门”与“家门”也保持距离（他指的其实就是家庭），让人几乎没有机会私下见面。个别闺阁间的互访亦不常见。这一切阻碍着东方市民社会的形成。公众几乎全是男性，他们缺乏作为私人基础的活络的家庭联系。[34]
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对闺阁的解释最为特别。1717年至1718年，她写下1763年才得以出版的土耳其游记信简，提到自己亲自拜访过不同的闺阁与女性浴池。这种特权般的观察角度赋予她的记述特殊的分量，她活泼的风格则导致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位扮演记者角色的英国女性贵族到底有多可靠还悬而未决。她信件中所传达并且受到多方认证的真实情况，看来必须以一位自觉解放的女性的视角来观察。她在亚得里亚堡（今埃迪尔内，Edirne）与伊斯坦布尔提及的情况相当符合这个自我图像。
玛丽女士乐于闯入陌生环境，并嘲弄同样在东方的欧洲女子那种谨慎与保持距离的态度，是位激烈批评把奥斯曼土耳其文化体系视作“异国”的女士。她尤其喜欢反驳那种把东方女子视为男性奴隶、兴致勃勃到令人作呕的（男性）幻想。玛丽女士相信，土耳其妇女可以和欧洲女性一较高下：……土耳其妇女至少和我们一样机智、谦和，甚至自由。[35]玛丽女士这位大使夫人所见到的奥斯曼上层女性，很谦和，也就是在礼仪、教养与品位上不输欧洲女子。早期欧洲的报道多半夸大她们的依赖与无助。在闺阁中亦有规则。男子不能任意登堂入室。基本上，闺阁是握有权力的重要女性与母亲的领域，她们可以任意驱使自己的奴隶与仆役。富有的女性拥有受到法律保障的财产，在物质生活上亦是独立自主的。[36]对这些妇女而言，尽管有名义上的严格监控，自由仍意味着可以轻易出轨。
18世纪早期知识渊博的土耳其专家约瑟夫·皮顿·德·图内福尔已指出判处通奸者死罪绝无法遏止土耳其妇女红杏出墙。[37]玛丽女士更进一步表示，土耳其妇女比英国或欧洲大陆女子拥有更多的情色自由，主因在于她们于深闺外所戴的遮脸面纱，保有一种特有的匿名身份，偷溜出去和情人幽会再简单不过：
显贵妇女很少在情人前暴露自己的身份，而且难以查出，无法猜出和其交往半年的女子姓氏。可以想象，在一个不怕情人泄密的国度，少有忠贞的妻子……[38]
玛丽女士得出结论，土耳其妇女基本上是奥斯曼帝国中唯一自由的人。[39]该强调的是，这出现在孟德斯鸠建立女性从属与政治专制间的知名关联之前。在这种意义下，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的自由概念尚无政治意味。
家庭范畴
玛丽女士那些只出现在她信件中少数段落的土耳其妇女生活记述留下了互相矛盾的两种影响。一方面，这平衡了把闺阁墙后神秘事件异国情调化的过度夸张；另一方面，这些大量描述美女、华服与漂亮内室[40]的记述创造出一种19世纪东方绘画仍乐于使用的视觉材料库。安格尔（Ingres）或德拉克罗瓦（Delacroix）的白人女奴在今天往往被视为男性凝视下“殖民”女性躯体的猥亵例子，然而，矛盾的是，这亦要归功于那位时年28岁的英国政治家的女儿揭秘的好奇心——借以避开所谓女性窥视癖的说法。[41]
18世纪欧洲文献中更加详细与深入的闺阁分析却是男性视角的产物，出自阿勒颇的领馆医生亚历山大·罗素及其弟弟帕特里克。他们把《阿勒颇自然史》第一册中闺阁为私人范畴的评断扩展成两大章。[42]这个文本抵触了20世纪后期所有的“后殖民”理论，摆脱了所谓欧洲世界观无法避免的典型。我们已经知道罗素兄弟是一对能够设身处地为人着想、洞察力强的社会学家。他们并未认为闺阁是个情色之地，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社会场所。他们借着医生的权威进行研究，并十分清楚地描述着观察阿勒颇女性闺房的各种机会。这两位欧洲医生在多年定期访问而更熟识后，会被带到遮掩住脸部的女病人前，不过亦被其他只想说说自己小病痛的妇女蜂拥围住。这样一来，他和她们对谈，被他的固定病人留下喝咖啡，接着不得不说到“法兰克国”，尤其是那里女性的生活。罗素兄弟并不认同闺阁女子缺乏教养并压制欲望的一般看法，反而高度推崇她们的才智与专注：“她们的问题总是触及事情的核心，而她们对完全不同于自己的风俗的论断，往往明智独特。”[43]
罗素兄弟纠正了早先描述闺阁生活者的过度论断，但未和他们论战。孟德斯鸠《波斯信简》的欧洲读者期待在闺阁中见到的残暴甚至凶杀相当少见。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热烈谈论到的私密与匿名爱情亦非典型。在当时近东的大都会阿勒颇，20年来几乎没有任何感情出轨事件；监管女子多半十分有效，加上妇女相互牵制，使得情色的密会近乎绝迹，而显贵人士亦要冒着被勒索的危险。[44]
罗素兄弟努力彻底了解事物，对此类讲求实际的表面现象感到不满，可谓独特。基本上他们几乎质疑所有直到玛丽·沃特利·蒙塔古与孟德斯鸠的欧洲作者那种未说出口的基本假设，即认为在炙热的阳光下，东方人欲求过度、不断发泄情欲，只有依靠外在束缚才能制止。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在女性的例子中，“那种固有的端庄从小受到母亲呵护，后来则避开恶意的殷勤，深深促成女性的举止合礼”。[45]而且，土耳其男人亦不像西方幻想的那样热情，懂得诱惑的艺术。
亚历山大与帕特里克·罗素把阿勒颇城市显贵的闺阁——伊斯坦布尔苏丹的后宫不是他们的主题——描绘成一个舒适，甚至有时如田园般的居家空间。他们是欧洲观察家中，唯一赋予这个空间易于理解的人性与市民特质的，例如，男主人有时探访闺阁，只是为了和自己的孩子玩耍。[46]女性闺房另一个非情色的迷人之处在于和出入闺阁的——常常是犹太或基督教的——女布贩子及多半来自沙漠地带的保姆交谈。从这些不用遵守严格遮面规定的女子处，闺阁的女人，有时也包括男主人，能够获知城里有关政治与生意上的有趣话题。保姆尤其享有“在男性面前直言的传统特权”。[47]在闺阁中，一直都有人见人怕的人物，男孩已从父亲那里习得面对女性之际的高傲语气，但罗素兄弟以细腻的心理分析来观察，认为粗声粗气展现出来的男性权威只能在绝对不受质疑的地方保持下来：
男性或许认为，这种举止最好表现在威权较难保有的场合，而不是在依附他们的男性家庭成员处。只有在隐退时，他们才敢展现习惯在人前隐藏起来的温和，因为那会有损自己的尊严，这些人——至少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在露出俨然的威望之际，才会服从。[48]
在此，这两位社会观察家遇到了瓶颈。因为就连医生也无法触及隐退的私密范畴，因而只能将其他文化的人类当成社会生物，无法察知只在其真正本质中展现的质朴。因此，罗素兄弟对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的“性格”这种一般甚受欢迎的陈述显得相当保守。如何才能辨识出来？那就应该认识性地批判跨文化的典范建构。
罗素兄弟如何评价把女性“关起来”这件事？第一，他们认为这并不像一般所说的那样严格，因为闺阁中的妇女有许多出游机会。第二，她们并不感到特别难忍，因为她们不知道其他的情况。[49]第三，闺阁生活受到不成文规则规范，妇女不会降格成为任人摆布的受害者及工具。第四，年老的妇女不会遭到驱逐，反而可以得到安稳的照料，理想的情况下，甚至有机会成为德高望重的妇女。[50]第五，大多数阿勒颇的男性都是一夫一妻，根本无力供养成群妻妾。简而言之，经常被提及的文化差异并非关键，而奥斯曼帝国的婚姻与家庭生活并不比其他国家更不快乐。[51]
在欧洲，亚历山大与帕特里克·罗素关于闺阁的论述并不具代表性，反而是本章开始之际引述的看法更加典型。还有其他的变量。从完全优生学的观点来看，在闺阁中，特别是土耳其人的闺阁中，会纳入“其他各个国家的女性”。从选种的观点来看，这比在自己的团体中繁衍更加优秀。因此，今日的土耳其人比种族单一的希腊人更加漂亮。[52]让《阿勒颇自然史》在那个时代显得独特、把闺阁当成社会场合的深入讨论，显示出东方妇女被夸大的异国化并非不可避免，而且并未受制于划时代的论述模式。罗素兄弟认为，土耳其妇女完全知道在许多欧洲人眼中构成西方精致社会高等价值的东西：家庭生活。[53]
“老婆很多”
关于闺阁的论述多围绕在性与权力、公开与秘密之间，而其人类学基础——一夫多妻制，基本上被当成人口统计的问题来处理。长久以来，“一夫多妻”被视为伊斯兰与“异端”宗教的一种缺陷，基督教欧洲因为没有这类情况，所以在道德上便显得优越。这一点似乎是东方的一个普遍特色，因为就连作为所有君主典范的所罗门王，如圣经所言，都拥有700名正妃与300名小妾。[54]一夫多妻制在亚洲四处可见。旅行者觉得有趣之处，尤其在于理论与实际间的出入。例如，中国的法律与儒家道德原则鼓励一夫一妻制，但家中合法的妻子和许多地位次等、欧洲人称为“情妇”的女性，在大户人家中共同生活，人人认为理所当然。相反，欧洲人知道可兰经——启蒙运动时代欧洲最重要的可兰经权威乔治·赛勒认为里面的规定既严格又合理[55]——允许男性娶四名妻子。不过，一方面，大型闺阁背离规定，必须在可兰经外的法律传统中确认其合法存在。另一方面，这绝不意味着每个伊斯兰国度都要利用先知开启的机会。例如，在克里米亚鞑靼人处，就连贵族亦很少见到一夫多妻。[56]不只约翰·戈特利布·格奥尔基造访过的喀山鞑靼人有具体的反对理由：“女性，”这位杜宾根的学者报道，“在采买和消遣上非常宝贵，但数目多了的话一般会妨碍家中平静，所以大多数男人只有一名妻子。”[57]
传教士最不满一夫多妻制，不只出于神学上的理由。在中国，实际运作而非宗教鼓动的一夫多妻制所造成的女性孤立，成了基督教宣扬福音的重大障碍之一。他们不能直接和女性交谈；企图接近她们传播福音，可能酿成丑闻。[58]中国家庭生活的特点比所有其他事物更加有损于中国的理想社会形象，特别是离婚容易与童婚。耶稣会修士无法隐瞒这类事情，但以正统儒家礼教所宣扬的贞洁端庄妇女图像作为对抗。直到19世纪中国的情色文学慢慢被认识时，情况才变得相对起来。在那之前，闺阁纵情的幻想几乎只和伊斯兰世界有关。中国人的一夫多妻制显得无害平凡。
不该忘记的是，欧洲人看待性与肉体的方式反而会让非欧洲人感觉刺眼。在中国，自愿放弃子嗣，也就是独身不婚的观念，在社会上并不可能，亦令耶稣会修士大感讶异。公开裸露人体是种禁忌。当葡萄牙使节送给康熙皇帝一面周边饰有裸体水妖造型的镜子时，引起皇上震怒，外交危机一触即发。直到南怀仁修士这位重要的教会外交官说服皇帝，表示水妖只是一种鱼类时，情势才缓和下来。[59]这段插曲说明了德默尼耶1776年在其民族志百科一整章中所解释的事：裸体与羞愧的概念并非天生，而是特定的文化建构。这位作者质疑一切文明过程中所谓的进步，亦否认羞愧与文化成熟程度间的任何关系：新西兰人的礼俗让人想到欧洲人体贴无比的庄重，尽管他们认为吃自己的敌人不算什么。相反，塔希提岛的住民有着类似的文化程度，爱好和平，但在性上完全没有顾忌。[60]
基本上，启蒙哲学家同意一夫多妻制是众多婚姻与性生活合法形态中的一种，不过却有违细致的深情感触，因而无法展露丰富的人性。大卫·休谟在一篇常被引用的文章中如此表达。[61]孟德斯鸠虽未像后来常见的那样，否认东方人有能力提升动物般的性欲，不过，他指出，在一夫多妻制下长大的孩子，得到的母爱比父爱多，因为没有人可以把感情平均分配给20个或更多的孩子。[62]休谟和孟德斯鸠一样，并未进一步视一夫多妻制为文明的障碍。[63]不过，孟德斯鸠已受道德评论家指责，一再强调自己不想为多配偶制辩解，只想解释。[64]他认为那是炎热的气候导致的结果，并自认，他为伊斯兰在亚洲比基督教更受认同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释。[65]不过这还需要补上人口统计学的说法：炎热的气候下，女孩的出生率高于男孩，因而一夫多妻制自然吸纳了过剩的女性。孟德斯鸠引述安格贝特·坎弗来自日本京都的统计以及一份荷兰的相关报道，表示爪哇万丹王国中，女性比男性多十倍。[66]虽然认为一夫多妻为亚洲固有制度的人士乐于重复这一论点，但不见得各类读者轻信不疑。尽管坚定的经验论者威廉·马斯登敬重这位大哲学家，但他仍然认为这类计算方式是错误和离谱的。[67]
在18世纪后半叶，一夫多妻制的人口统计学角度盖过了对这现象旧有的宗教与道德关注。1762年，约翰·大卫·米夏艾利斯委托丹麦的阿拉伯远征队研究“一夫多妻制对人口增减的影响”。[68]唯一存活下来、可以撰写报道的研究者卡斯腾·尼布尔一如往常地以经验与正常的人类理智来回答：一方面，东方的“老婆很多”现象不像欧洲人估计的那样普遍；另一方面，根本没有统计学与“政治算术”来精确断定人口关系。[69]第二点导致无法理性判断一夫多妻制是否有助于人口增长。问题本身的切入点的改变要比答案更重要。
18世纪早期直到孟德斯鸠及1753年概括这类思考的苏格兰神职人员与哲学家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等作者担心当代世界的人口稀少。[70]毫无疑问，从伊斯兰文明来解释似乎最为简单：该地人口贫瘠。杜尔哥与沃尔尼认为原因在于政治压迫与一夫多妻制，而那又是受伊斯兰滋养的专制体制的结果。[71]在爪哇，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却得出该地的一夫多妻制根本无法抑制一个不幸受到当地与荷兰强迫统治所阻碍的人口发展的结论。[72]
到了18世纪末，大家较怕人口过剩，而非人口贫瘠。整个近代，中国众多的人口令人讶异佩服。企图诋毁中国的人便以无法取信于人的方式，否认耶稣会教士引自中国数据的庞大人口数字。关于中国人口急遽增长的原因有多种推测，今日的研究仍未最终解决这个问题。1785年，修道院院长格罗西耶从过去的思索中得出结论，并列出16个自然的、文化的及源自风俗、有助于中国人口增长——尽管饥荒不断出现——的因素。[73]其中包括国内长期和平、税收轻微、领养普遍或士兵亦可结婚等事实。格罗西耶并未直接提到一夫多妻制，但有触及“女性孤单”的问题，因其基本上只在照顾孩子。[74]不过，约1800年后，中国的众多人口逐渐被视为弱点与负担。这时的印度亦是如此，人口增长加重而非减轻了群众的悲惨境况。[75]
在这种评价改变之后，可以见到有关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思维的基本变化。针对孔多塞与威廉·戈德温这样相信人类日臻完善的能力和信奉地球拥有可以养活各种数量生物的力量的乐观哲学的人，罗伯特·华莱士则先指出人口无限增长会造成的生态限制。[76]1798年，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英国的神职人员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发展出人口潜在增长率与人们赖以维生的物质潜在增长率不同的自然法则。如果马尔萨斯只想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则，那他可以不用长篇大论。不过，他也对这个法则如何在不同文明中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实行以及社会发展出何种机制来抵制的问题感兴趣，这令他成了世界各地旅游文学最为专注的读者之一。因而他的《人口论》，特别是1826年最后修订的第六版，成了有关所有大陆再生产行为、人口政策、家庭生活与妇女地位的材料与论点的宝库。
首先，马尔萨斯研究社会和环境并非一直自然和谐，而是会一直繁殖，但食物供给依然不变的现象。他几乎在亚洲各地都观察到这种行为方式，以此解释在许多游记中读到的多数人口的悲惨情况。他的典型例子基本上便是沃尔尼所见到的沙漠阿拉伯人。对他们而言，伊斯兰所鼓吹的繁殖乐趣会被族长的政治利益继续加强。首领的权力与声望基础在于部落的人头数，因而他有义务近乎不择手段地增加人口。[77]马尔萨斯并未赋予一夫多妻制重大意义，他认为一夫多妻制有不同的影响。在沙漠阿拉伯人处，一夫多妻制加快人口增长；在土耳其人与城市阿拉伯人处，一夫多妻制则减缓人口增长。[78]
马尔萨斯的解释不像孟德斯鸠的推测，带有强烈的自然人类学味道。他几乎完全舍弃亚洲人特别是亚洲女性有强烈肉欲的老套说法。不是性欲，而是宗教、政治与战争宰制着所有文明的再生产行为。只在少数例子中，才可见到人类应该只在能够养育孩子的世界里生育后代的理性观点。阿拉伯人不受抑制的繁衍，便是极端非理性的例子，只有另外一种透过部落战争相互大量毁灭的非理性行径才能与之抗衡。[79]当这类战争导致男性数量急遽萎缩，一夫多妻制便无可避免。在中国，文化价值标准要求与受国家鼓吹、未被战争削弱的人口繁衍状态已冲击到无法增加、就算中国人无比勤奋亦无法提高农产所得的农业资源。[80]相反，奥斯曼帝国并不缺乏这类资源，但或许因为专断但柔弱的专制政体无助于农业空间发展，结果导致这里长期的人口萎缩，情况更因黑死病与其他疫病而雪上加霜。[81]对马尔萨斯来说，中国西藏地区因而成了亚洲的例外，因为这里——也只在这里——有意限制人口繁衍，以适应贫乏的自然条件。在他看来，藏族人展现出只有欧洲中上阶层才有的理性节制。[82]
跟马尔萨斯一起，一夫多妻制的论题从历史哲学与有关东西文化差异的讨论中消失，成了因果分析的人口统计学体系中的众多因素之一。一夫一妻的基督教西方与一夫多妻的伊斯兰异端东方的对比不再那么突出。现在真正的解释方式是：一边是欧洲核心国家的富裕成长，一边是经济衰退（土耳其、印度）或停滞（中国、日本）。在这种文化差异认知的经济化中，一夫多妻制只是许多其他解释因素之一。
正如在许多其他的论题中所见的一样，阿诺德·赫尔曼·路德维希·赫伦亦是一夫多妻制问题中表达出启蒙运动时代社会学语言的最后一位理论家，但绝非毫无原创理念。他的《论古代世界重要民族之政治、交通与贸易》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样在那十年间出版。赫伦研究一个从孟德斯鸠到沃尔尼不断被碰触却从未好好阐明的论题：专制体制与一夫多妻制的关系。对此，孟德斯鸠说法谨慎，只建立了类推，没有因果关系：
……奴役女性完全符合乐于滥用一切的专制的精神。因此，可以在各个时期的亚洲见到家务奴役和专制同时存在。[83]
法国的专制主义理论家乐于从气候或征服活动上来解释这种无限个体统治的特殊形式的源头。一旦王朝的政治架构成立，专制原则便由上而下入侵整个社会。每个家长表现得就像苏丹一样。相反，赫伦认为专制体制是由下而上构成，其最坚实的基础便是一夫多妻制。在赫伦看来，一夫多妻是个独立的变量。出于“我们这里所不明白的发展原因”，“中亚重要民族”中的“家庭社会”是由一夫多妻制决定。因此“家庭美德”不能发展，其所期待的结果——爱国心与自由的市民意识——亦无法展开。[84]
一夫多妻必然造成家庭专制，因为这令女性成为奴隶，男性因此成为主宰。因而公民社会在这里不是由许多家长构成，而是家中暴君，他们自己专制，又愿受人专制。盲目下令者，亦善盲从。[85]
家长和专制君主的差别，在于家长并不自顾自地沉溺在自己的激情之中，而是“关注整体的维持与延续”。这种德行让他成为丈夫与父亲，以及公民与捍卫祖国的战士。[86]主张一夫多妻的人士绝对无法成为公民，这无疑与专制君主的自以为是相差无几。一个人在亚洲，社会地位愈高，闺阁及其重要性不断增加的整体机制就更加重要与强大。到了最后，一些宛如神祇般崇高的大君反而成为女性与宦官的傀儡。如此一来，赫伦眼前浮现出牝鸡司晨的最终恐怖景象。[87]
如果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蔓延到家中的一夫多妻制的话，“那种完全无法接受的情况必定也将跃然眼前，于是除非东方民族全盘改变家庭生活的组织，否则就无法改良专制体制”。[88]但他们为何应该全盘改变呢，而且宗教不是已经赐福于既有实务了吗？因此，赫伦只能面对一种无法避免的厄运。他的家庭关系宰制的专制体制比孟德斯鸠的气候宰制更加严格。如沃尔尼所见的那样，亚洲绝对无法摆脱这种体制。不过，这种体制也绝不会像孟德斯鸠偶尔担心的那样，跨到欧洲来。赫伦让人安慰的信息表明，“欧洲的道德观念让欧洲免于亚洲专制的桎梏”。[89]欧洲最大的世界史资产便是一夫一妻制。那是基督教的一种成就吗？赫伦并未回答这个问题，但苏格兰的怪人凯莫斯勋爵已有答案：在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与刚果的基督教徒间，人们倒是在认真地实践一夫多妻制。[90]
工作、自由与牺牲
并非所有的亚洲女性都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女奴”，因而亚洲女性成为欧洲人眼中同情与窥视欲望投射的对象。她们并非全是她们主人的交易商品与财产。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大谈特谈土耳其闺阁女性中比较幸福者的情色自决，而赫伦则怕女性统治，这是爱德华·吉本曾经说过而所有暴君逃脱不了的“闺阁丝网”。[91]自白尼尔起，大家便已知道不只是在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的女性在政治上亦有过短暂的非凡影响力量。[92]然而，在中国、日本及东南亚并未见过任何类似的报道。吉本可能不知道中国的女皇帝武则天（执政期：683-705），认为整个亚洲史除了半神话的塞米勒米斯（Semiramis）[93]外，只有一名女子以过人的才智克服了亚洲的“奴隶惰性”（亚洲气候与风俗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奴性怠惰）：叙利亚女王芝诺比阿（Zenobia），她在公元272年公然反叛罗马皇帝奥勒良（Aurelian），因而导致自己的国家巴尔米拉（Palmyra）灭亡。[94]此外，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有少量关于亚洲国家女性参政的报道。至于亚马孙女战士的存在，几乎没人相信。
不过，更显著的是，女性的表现丝毫不是“典型亚洲”式的奴性卑恭，女性的待遇并不像闺阁典范所要求的那样不堪。在西藏有一妻多夫制，即一名女性同时嫁给多名男人，基本上是和几位兄弟共同生活，并且居家做主。伊波里托·德西代里有关这种关系的早期描述混杂着憎恶；孟德斯鸠在杜赫德教士的作品中读过；1785年，修道院院长格罗西耶根据中国的资料报道此事；1783年，塞缪尔·特纳船长造访西藏时，对这种家庭生活方式印象深刻。[95]特纳并未将所见妖魔化，亦未保持着态度冷静的民族学者的距离。他的论断清晰肯定：一妻多夫制适合西藏的特殊状况，有助于贫瘠的土地避开最大的困境：人口过剩。基本上，这个制度有助于总是彬彬有礼、控制自己激情的藏族人移风易俗。亚洲几乎没有其他地方如此善待女性，和印度相比更能清楚说明：
和她们南方的邻居相比，西藏女性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除了自由不受局限的特权外，她们还扮演着家长与丈夫伴侣的角色。女性不能老是指望她所有的丈夫都在，因为他们不时要去务农或经商。不过，每个丈夫的收入全都纳入共同家计之中，只要工作尽心尽力，都会受到家人衷心的接纳。[96]
女性并未无所事事。正如伊波里托·德西代里在18世纪初即已观察到的那样，西藏妇女担起农业劳动的主要重责，不停工作，直到筋疲力尽。[97]在亚洲各地，女性在农业、手工业与商业中任劳任怨，欧洲旅行者往往没有察觉这一点。相同的情况尤其在东南亚被不断报道。如17世纪中期，男性游手好闲之际，暹罗的妇女则在工作。[98]在暹罗与越南，女性也掌握了大部分的贸易。[99]这种情况抵触了政治与家庭专制关系密切的理论，不过似乎没人察觉。莱佛士在其详细的爪哇农业分析中，不断强调女性的成就。对女性在农地上的工作的评价几乎和男性等高，衣服则完全由女性在家中生产。家庭靠着“共同努力的果实”[100]维持。约翰·巴罗爵士表示，越南女性负担主要的田间工作，中国部分省份亦是如此，她们甚至亲自犁田。[101]在游牧民族处，女性也照顾动物、加工动物产品。印度女性甚至担任建筑工人，而且一般说来——至少艾尔芬斯通这样认为——那里的“工作几乎没有性别差异”。[102]在日本沿海，如坎弗所言，到处都有“鱼女”潜入海中寻找大叶藻——一种昂贵的美食原料。[103]
女性的声望与地位绝非各处都像女奴这种陈腐的论调所认为的那样低下。不过这种论调却是根深蒂固，从稍微有利于女性的生活条件往往都被视为例外这一点便可看出。如果有人表示土耳其男性轻视他们的女人，“几乎不把她们视为理应具有才智的人类”[104]，那在其他地方便会冒出相反的情况。罗伯特·波西瓦船长确认罗伯特·克诺斯旧有报道中有关锡兰妇女极端不知检点的道德意识一事，但他宁可视之为女性的自由：“一名锡兰女性几乎不像一名女奴，在丈夫眼中，更像欧洲俗称的夫人及伴侣。”[105]就像在越南一样，女性的工作往往换来更多的人身自由。[106]1812年，和欧洲相比，一名传教士甚至做出偏袒亚洲的比较：
[东京（北圻）]的女性绝不像世界许多地方那样，在家中成为女奴及囚犯，她们也不像一些欧洲国家的女性，在法律上只能依附从属。在劳动阶级中，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样平等工作。在上层阶级中，她们忙于自己所能忙的活动，令自己高兴。……她们享有极大自由，虽然很少外出，但可以随意拜访她们的女友。[107]
在缅甸，女性虽被自己的丈夫轻视，但在生产上不可或缺，且多半掌管着家中财务。[108]
因此，细心的旅行家注意到整个亚洲女性的工作成就、职业、法律地位及自由空间。然而，这些观察往往附带地散落在报道之中，无法构成一个整体印象，来否决女性受害者角色的反面图像。女农或女商人的图像，无法和闺阁的神秘魅力与焚烧寡妇的惊人效果相比。
自欧洲的第一份报道起，即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以来，焚烧寡妇就成了印度文献中的一个标准论题。这种仪式性“追随死者”的特殊形式相当令人瞩目，因为——不像同样令许多欧洲人憎恶的奴隶制度——这在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内及和欧洲比邻的伊斯兰地区从未有过。[109]焚烧寡妇是一种印度教印度的特征。不过，这种行径其实很少发生，也绝非多数或所有的寡妇都会被烧死，但这基本上无法从报道中看出。[110]而且，在这个例子中，人们也难以厘清众多的游记描述中，何者是亲眼所见，何者是参考文献中的资料，而何者是天马行空、加油添醋。尽管这种现象的起因备受争议，但基本的场景一直未变：（往往还年轻的）寡妇、家庭成员、主导指挥的婆罗门、群众；安置好的遗体、火堆、助长火势的燃油。美女与死亡、自愿与强制、传统压力与个人痛苦、仪式与犯罪：这些对立导致焚烧寡妇这个仪式令人无比着迷。[111]
在欧洲，很少有人支持焚烧寡妇的行径。人们很少坦然表明印度这种规范淫荡与弒夫女性的行径有其必要的观点。[112]自从欧洲不再公然焚烧异端与女巫后，焚烧寡妇的行径便彻底成了印度令人悚然的特征。有些报道强调寡妇乐于从容面对无情的命运或狂热赴死，因而自愿的问题甚受瞩目。启蒙运动时期的作者多半视寡妇为周遭环境的受害者。如果出现肉体上的强制行为，情况便一目了然。白尼尔已将监控整个仪式的婆罗门描述成魔鬼般的怪物，不怕把受迫的女子送上火堆。[113]不过，就连寡妇的自愿赴死亦让人怀疑，那看来并不太像自由意志——从启蒙运动的宗教病理范畴来看——而是盲从与迷信的结果。由此看来，寡妇并非肉体强制行为的受害者，而是一种蔑视人类的文化体系在印度这里清楚展现其古代遗风与卑劣道德。[114]然而，1829年英国殖民强权在孟加拉国及1830年在孟买与马德拉斯总督处，两方都有印度人参与的废除焚烧寡妇的大型辩论，并非完全源于法律、道德与基督教价值的观念。容忍焚烧寡妇的行径，出自可能因殖民当局施行禁令而导致骚动不安的实际统治考虑，或从尊重当地“古代”风俗的文化相对论上来解释。[115]在早期印度学中，还包括了焚烧寡妇是否源自印度正统与传统的文献中的问题。这个观点曾在捍卫与批评这个行径的双方论述中具有非凡的意义。在经师学者的论战背面，女性权利与人权濒临消失。[116]
进步：殷勤的标准
在本章开头所引述的伏尔泰的观点——东西方的最大差异在于对待女性的态度，指出了一个讨论女性这个论题的大型框架：文明的进程。
约从18世纪中期起，在基督教、其他的一神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及“异端”的宗教三种世界中，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规范样本，俗世的三个模式：野人、蛮人、文明人。不过，这个范畴不像宗教团体属性那样明确。在从火地岛高贵的野人到巴黎的沙龙仕女、英国贵族及德国教授的整个人类“精致化”刻尺上，有着细微的层次与无明显界线的过渡。如何断定野蛮到文明的那一步，如何界定文明达到的程度？东西方的差异最后是如何冒出的？有一种包含了伏尔泰的提示，并在女性的地位中见到一个重要标准（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的思考方向，借以测定社会生活的质量。
在18世纪后半叶，这个标准才逐渐清晰起来。在旧有的民族学文献中，如德默尼耶1776年所总结出来的，详细讨论到婚嫁习俗、性生活、婚姻生活与离婚。[117]孟德斯鸠之前也已读过许多这类文献。不过，这些人类共同生活的层面未被视为社会发展成功的标志，无法从各类风俗习惯中特别凸显出来。所以，首先出现于1742年的大卫·休谟这位启蒙全盛期全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重要启发者的一些简短想法，都陈述在他的《论艺术与科学的兴起与进步》（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一文中。休谟从人际交往形式的优雅与精致来探索现代的优越性。他不太愿意认为“现代殷勤有礼的观念”可以彻底解释文明进步。[118]休谟所谓的殷勤有礼是一种两性之间体贴行为的特殊形式：经由男性自觉的慷慨来修正自然带来的差异。
由于自然赋予男性较为强壮的身心，因此胜过女性；因而，他有义务尽可能透过其慷慨的行为，并在面对女性所有的爱好与想法时，有意体贴及礼让，来缓和这种优势。野蛮国家则通过无情奴役他们的女性来保持这种优势：他们禁锢、殴打、贩卖与杀戮她们。不过，一个文明民族的男性则以高尚但绝非模糊的方式来展现他的权威：透过礼貌、尊敬、礼让，简而言之，透过殷勤有礼。[119]
1761年，休谟在其《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这部基本上是论述欧洲文明兴起史的作品中，概述殷勤有礼的形成过程。他视之为封建中古最重要与最经久的成就。封建制度赋予军事随从的独立，在骑士与男爵中唤起一种新的荣誉感与保护弱者的意识，尤其是女性，那是之前的文化史中所没有的。对领主的效忠转移到两性关系上，表现在一对一的比武与马上竞技理想中的政治独立与个人化，并产生了骑士精神。[120]这种文明动力的结果，来自连休谟都认为相当黑暗的中古时期。在近代君主体制的宫廷社会中，这种典型的行为得到进一步改良。
其他的苏格兰思想家也都承袭了休谟的分析。1767年，亚当·弗格森指出在国内范畴中使用暴力的限制与合理化以及文明国家社会交际方式与男性对待女性的去暴化，并和休谟一样，认为这种发展的起因可回溯至中古的骑士精神。[121]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之外，苏格兰启蒙运动第三位重要的社会理论家约翰·米拉首先特别在社会生活的整体状态下，赋予妇女地位一种代表性意义。1771年，他在作品《社会等级区分之观察》（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in Society）中以一种两性关系史重建了从蛮荒之初到欧洲取得现代成就的社会通史。[122]米拉引述一般的游记文献，但只用在相符的目的上。换句话说，他不理会文化差异，只对有助于构成人类共同文化史的共同特点感兴趣。东西方的对立，在他及休谟与弗格森处，无足轻重。对米拉来说，现代欧洲好不容易摆脱掉的野蛮状态是种普遍状态，不仅掌控着地中海的古代世界，直到现代亦掳获住整个亚洲。几乎在所有的苏格兰作者处，见不到东西方截然敌对的文字。在他们眼中，欧洲达到了一种其他文化长期来看亦有可能达到的文明程度。对他们而言，作为文明动力的基督教仅仅代表了次要的意义。
亨利·何姆（Henry Home）这位苏格兰的法学家与文化理论家，在1752年以凯莫斯勋爵之名被聘为高等法官，并在1774年出版其主要著作《男性简史》（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这本书同样建立在苏格兰共同的思想土地上。在冗长的“女性进步”（Progress of the Female Sex）一章中，他收集了各个时代与世界各地的材料来证明他的看法：“之前只被视为兽性情欲客体的女性，今日被捧为忠实的女友与可爱的伴侣。”[123]不过，凯莫斯比他的苏格兰同侪更加强调一夫多妻制阻碍文明的力量，有时在他（正如后来的赫伦）看来，人类的大地图只分成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两种范畴。他补上一个重要的观点：在野蛮状态下，女性只是交换与贸易的商品。在“野蛮”阶段，全世界只有欧洲北部国家已避开一夫多妻制与妇女买卖的诅咒，因而后来有资格推展文明。[124]凯莫斯也因此脱离苏格兰的框架，因为他后来开始运用不受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重视的孟德斯鸠的气候理论。在凯莫斯勋爵眼中，欧洲“现代”（如休谟所言）的骑士精神之所以可以发展，是因为基督教之前便已抵拒一夫多妻制的威胁[125]，而其前提则又是一种抑制住男女兽性自然欲望的气候。因此，凯莫斯认为亚洲人和非洲人摆脱自然束缚的希望，显然要比其他苏格兰哲人所论断的更小。在凯莫斯勋爵笔下，殷勤的标准具有决定论的味道。
总是特立独行的约翰·理查森——也是一名法学家，不过是个英格兰人——以一种亦有可能出自吉本这位对文化比较的合理性有锐利观察者的异议，来对付这一点：如十字军东征所显示的那样，不是也有一种近乎欧洲基督教的东方伊斯兰骑士精神吗？那不是比地中海北方的骑士精神甚至更加悠久吗？那不是在阿拉伯人及“鞑靼人”处，促成类似的女性高等地位吗（理查森试图证明这点）？[126]一夫多妻制在东方的意义——那和气候没有太大关联，在冰天雪地的堪察加半岛上亦存在——不是被欧洲旅行家过度高估了吗？[127]
约1800年后，在苏格兰人的影响下，有关两性关系的看法被强化成为一种运用在具体社会上的判断标准。英国世纪交替之际在“哲学”上最具野心的旅行家约翰·巴罗爵士，表述出一个原则：
我们或许可以订出一个不变的原则，即一个国家社会中的女性情况会促成一个相当合理的标准，来检视这个国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128]
所有印度事务的哲学判官詹姆斯·密尔则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规律：“野蛮民族的女性通常地位低下；在文明民族中，她们变得高贵。”[129]这类句子不断重复着一种欧洲人的自吹自擂：文明人重视女性，重视女性的便是文明人。跨到那种简单的等式——野蛮=亚洲与文明=欧洲——只要一小步。不过，这种规律性是否便是合理的？在密尔的《英属印度史》出版前几年，君士坦丁堡聪明的商人托马斯·陶顿对此便有自己的看法：欧洲人的土耳其女性生活观完全错误，被对伊斯兰的偏见所扭曲，被“过度的想象力”弄得荒诞不经。[130]至于所有的欧洲人纯洁文明，只不过是种传说。欧洲不是在古代便已受到亚洲的强大影响，后来在十字军东征之际再度受到影响吗？从希腊到波兰及俄国的东欧人与东南欧人的风俗习惯，不是弥漫着亚洲的特质吗？奥斯曼帝国中不该被视为“奴役”女性标志的女性隔离措施，和西班牙女性从那个混合的社会中被分离出来，并无太大差别；莫尔人（Moors）的影响在这里暗中起着作用。[131]日耳曼妇女受人敬重的地位，后来演变成“骑士近乎受到膜拜的殷勤有礼”，再次塑造出现代欧洲的性格，陶顿对此也很推崇。[132]不过，这类风俗与性格模式并非放诸四海皆准，只有出自自然增长的文雅精致，才具有价值，才会永存。因此，企图将东方女性从其所谓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在陶顿看来是荒唐愚蠢的事。相反，在他看来，俄国皇室的伤风败俗不过是有违自然、强制一个半亚洲社会西化的结果，一个令人作呕的奇观。[133]在理查森和陶顿这样的观察家评断下，文化前提完全不同的文明都有可能尊敬女性。这种尊敬有着各自的文化内涵：西方女性显然被视为男性追求的伴侣，而土耳其文明则赋予身为母亲的她们无与伦比的爱戴。[134]殷勤的标准所指涉的，不是特定文明的进步，而只是一般文明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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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时代转折：欧洲中心论的兴起
思想的悬浮状态与新的隔离
18世纪是一个小欧洲与大亚洲均衡的时代。在长期抵抗土耳其强权后，欧洲转而开始反击。然而，在18世纪60年代征服孟加拉国之前，欧洲仍无法在东方帝国的世界中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只有北亚的开发，也就是在沙俄帝国辽阔的外乌拉尔地区的开发在几乎不动声色地稳定进行着。近代亚洲的国家体制瓦解和欧洲的干涉毫无瓜葛。例如，英国人根本没有促成奥朗则布的莫卧儿王朝垮台，他们只是懂得利用奥朗则布覆灭之后的情势。在满族人于1644年征服中国后半个世纪，大陆型部落社会对其他种族的突围和欧洲人的海上入侵一事在亚洲史中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因素。
在17～18世纪，欧洲人凭借效率极高、拥有武装力量的垄断商社将亚洲沿岸地区纳入了全世界的贸易网络中。海外运输航线从也门与波斯湾延伸至面对中国东海的长崎港。经由好望角，亚洲的贸易世界和大西洋的贸易世界整合在一起，经由西班牙人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马尼拉航线，和美洲有了联系。不过，不能说欧洲人单方面主导着亚洲贸易，强行贯彻自己的规定。当地的船运既是可怕的竞争对手，亦是不可或缺的伙伴；欧洲人慢慢才在亚洲各港口间所谓的“区域贸易”（country trade）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至于在广大的内陆推广欧洲产品，一直需要依靠当地商人来进行。只有在一些例外案例中，如香料贸易的某些领域，欧洲人才能直接掌握令人垂涎的出口商品。亚洲国家的制造商利用欧洲需求增加的机会，大幅扩张了贸易量，如茶和棉布。在18世纪末，整个中国和印度地区专门应付出口欧洲的贸易。介于提供原材料的亚洲与供应工业成品的欧洲间的殖民易货关系，此时尚未出现。亚洲在和欧洲之间的热络贸易中所得的利益，特别是东方的贸易顺差，完全抵销了东印度公司“代理人”的粗暴掠夺。1820年左右，当部分西欧地区已开始工业化之际，亚洲与大洋洲的人均收入，大约仍有西欧与南欧的一半。[1]欧洲与亚洲的贫富差距在之后几十年间才急遽拉开。
权力方面的均衡和经济方面的互动，与认知并无相对称的关系。近代欧洲被证明具有学习与求知的文化氛围。在欧洲人以刀枪和炮艇征服亚洲之前，他们造访亚洲并以笔墨攻占这个大陆。在卷帙浩繁的旅游文献、东方文献译本及图像与艺术品中出现的亚洲深受瞩目，成了一般人类科学的观察场所：一种当代大哲学家奠定基础的英国—苏格兰式的“人类科学”（science of man）、一种自然科学色彩强烈的法式“人类科学”（science de l’homme）以及一种对启蒙运动后期世界观有着典型贡献的德式人类“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2]相反地，亚洲人对欧洲的兴趣不高。亚洲人对西方的短暂的心理开放以及对欧洲人的好奇高峰出现在康熙后期，大约在1690年至1720年，而不久后的奥斯曼“郁金香时期”（1718-1730）也是昙花一现。只有成为仅次于朝鲜的全亚洲最难接近的国家日本，靠着进口大部分是荷兰文的书籍，而有着系统性的欧洲研究。这种研习外在世界的态度，是几百年来吸收中国文化所留下的遗产。[3]
因而18世纪的均衡并非建立在欧亚相互之间的感知当中，而是存在于欧洲自身的意识下的矛盾心理与论断范围中。欧洲把东方幻想成一个童话般的对照世界，同时以新的经验科学来进行研究，创造出殖民主义与紧随而来的殖民主义批判。由于教条主义暂时从欧洲的世界认知中消退，这类对立与矛盾便显得特别清晰。一方面，17世纪欧洲人对亚洲宫廷与城市的辉煌及富有的吃惊讶异转成了质疑。旧有亚洲母体文化的魔力被打破。[4]但另一方面，19世纪欧洲人肤浅的优越自觉仍未萌芽。亚洲文明——起先主要是中国，后来是印度——在思想上提出的挑战似乎值得辩论。变换角度的实验、试着任意采纳非欧洲“另类”的观点、自己价值标准的相对化等并不只是写作上的技巧。认识异国的理论、旅行的理论和用于评断游记——文化间最重要的信息媒介——的出色方法，都同时预防了天真的人云亦云以及缺乏根据的胡乱臆测。因此简单的二分法不太能够令人信服。约1790年之前，几乎没有人在“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整体范畴间发觉到鲜明的对比，更别提一种互相排挤的互不兼容或文化冲突。如果有人刻意强化二者之间的对比——例如孟德斯鸠于其专制学说中，在方法上明显展现出来的意图——便得容忍不留情面的批评。
亚洲的历史是18世纪欧洲人所热烈关注的课题，但它还没有像人们即将在19世纪看见的那般，于欧洲统治世界之际自成一格。一个弥漫着西方近来独特进展的历史新概念，并不只在对照欧洲的过去之际得以发展，亦在亚洲当代的背景前发展出来。欧洲脱离古代欧亚大陆这个整体，成了历史哲学的中心主题之一。此外，还有第二个主题在继续发挥作用：亚洲马背上的战士被彻底驯服。驯服这种好斗驰骋的“历史的基本力量”还是新近的事，在爱德华·吉本看来，这是近代最令人鼓舞的伟大成就之一。千百年来一直有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及土耳其人的威胁，到了18世纪仍有“战争彗星”纳第尔·沙阿国王宛如天灾一般的武力肆虐。印度海达尔·阿里（1722-1782，印度迈索尔王国国王）反殖民的努力自强与世纪交替之际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的类似意图早已属于另一个新的时代，属于针对欧洲权力扩张的反应。在其中，亚洲的动力已非一种草原风暴，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现代化。尽管运作不甚完善，却已是采用西方手段克制西方强权的开端。19世纪，日本便是这一策略的大师。
在欧洲，多元的亚洲社会受到仔细的观察，但既未被强制纳入“野蛮”的狭隘模式中，亦未被挤入特殊的人种学论述中。一般的比较社会观察尚未被区分为研究自我的科学（社会学）以及研究异类的科学（民族学）。在坎弗、罗素兄弟、尼布尔或沃尔尼等旅行家看来，文明亚洲的制度与生活方式成了一种刻画入微的社会志所探讨的对象，而在孟德斯鸠或亚当·弗格森等理论家看来，这些成了从文化差异的精神中建构社会学的动力。观察一个并非无法用相同标准来衡量的异国文化会加深对自我的了解。只要欧洲社会形式的特殊之处愈能和亚洲的区分开来，就愈显得轮廓清晰。只要欧洲还不认为自己无与伦比，亚洲就可和欧洲互比。一直要等到18世纪末，才开始如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所言，盛行“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比较以及以现代为中心的历史回顾”。[5]
史学家赫伦与哈默-普格斯塔及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与亚历山大·冯·洪堡所属的世代仍然保有好奇、评价坦率与尊敬亚洲人的特质。赫伦与哈默-普格斯塔在前几章中经常出现，至于洪堡与李特尔则可以稍提一下。洪堡只从晚年的俄国之旅中认识亚洲；他对这个大陆着墨不多，而留下的少量文字则多半是有关物理地理学的问题。他于1808年对墨西哥的记述成为现代社会分析学的奠基文献。想象一下，如果他有机会以同样的经验和认知态度来面对一个亚洲国家，不知会产生什么作品[6]。卡尔·李特尔从未踏上亚洲土地，但他身为最后一位综合欧洲近代早期亚洲知识的大师，所产生的意义是无论怎么样都不会被过度高估的。1832年，他开始出版的《地球志》增修第二版却是关于大亚洲地区的历史文化地理学，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一部在空间生态脉络下亚洲文明的历史。[7]直到20世纪中期，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所著关于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划时代作品中再次重现了李特尔深远的见识。李特尔克服了德国旧式“统计学”与政治地理学所屯聚的庞杂数据，进行耗时费力的工作并依据实务经验来发挥想象力，描绘出作为历史“个体”的亚洲的文化地貌。李特尔相信上帝创造的人类需求有其合理之处，并对人类共同体适应既存的空间与气候的成功，或尤其是失败的尝试深感兴趣。由于他基本上采取功能主义式的论证，也就是剔除文化运作方式与社会制度和当时特殊的自然环境间的关系，于是并不会在民族性格与种族特质的范畴中进行任何思考。在生物与地理决定论的矛盾中，李特尔的立场鲜明，他不认为环境因素具有因果机制的影响力，宁可视自然与地貌为人类存活保障与文化开展的活动的舞台与防洪堤。如之前令他受益良多的赫尔德一样，李特尔否定一种可以让他论断文明的绝对观点的可能性。在他眼里，文明的差异不在其实质价值（像其“文明”程度），而主要在于其处理有限资源成功与否，也就是其环境管理程度。
然而，自18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哲学式”批评家反对赫尔德的异议的声音愈来愈大。他们和在一些旧有游记中粗暴的亚洲恐惧保持距离[8]，并要求通过仔细的研究与冷静的理性推论来触及事物的本质。在怪人康奈立斯·德·博之后，自然学者皮埃尔·索纳拉特为第一位持这种态度的真正代表人物，后来哲学信念完全不同的作者亦持这种态度：旅行家暨观念论者沃尔尼与功利主义者巴罗，或亚洲评论家暨苏格兰阶段论理论家詹姆斯·密尔，基督教历史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在某些方面差异甚大的黑格尔，他们的论断似乎清除掉了任何一种意图的杂渣。亚洲文明现在上了法庭，接受所谓合理性、效率及正义等不变的标准的判决，在其他地方亦接受面对基督教时的坦诚标准的判决。
1825年到1850年，对古代亚洲及中古亚洲的研究形成了新的学院专科，只有少数特立独行者，如史学家及长年担任孟买总督的蒙特斯图尔特·艾尔芬斯通，会捍卫近代亚洲的尊严。[9]而与此同时，人们延续至今的对亚洲的兴趣，从历史写作、政治经济学、政治理论或社会学的论述中消失，视界集中在欧洲，因而也失去了比较的尺度或维度。[10]
把导致这个结局的发展全然说成从一个“正面”过渡到一个“负面”的亚洲图像，似乎过于肤浅。最好视之为一个缓慢的隔离过程，视为从一种把欧洲的优越当成一种推论假设、可依个案修正的综合性欧洲中心论，到一种以欧洲优越原则为前提的排他性欧洲中心论的运动。约18世纪80年代起，这样一种在语意学层次上的“自述”的基本变动（卢曼）便和实际的隔离结合起来：例如，在欧洲强权的外交实践中，奥斯曼帝国被东方化；克里米亚鞑靼人及伊斯兰世界边缘的其他民族的异国情调化；将印度人从东印度公司的司法部门与高层管理中排挤出去；或欧洲使节继续拒绝屈从当时亚洲的宫廷礼仪。在绝非粗暴的帝国主义者与高傲的欧洲中心论者马戛尔尼勋爵1793年9月14日跪拜乾隆皇帝一事中，这种新的距离最为醒目，而早期所有的欧洲使节都在龙椅之前跪拜三次。[11]
欧洲和亚洲保持距离，但同时逐渐深入干预。英国人谨记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教训，他们由于和有肤色的臣民过分亲密，丧失了白人的主宰魔力。大家希望像罗马人一般来统治，而非希腊晚期由于东方的诱惑而覆灭的希腊人。
在欧洲断绝了启蒙运动时代欧亚文明固有的休戚与共关系的特殊意识兴起与胜利的背后，1800年前后那十年，即欧洲的分水岭时代，隐藏着思想史上的全面移转。当时心态上的世界地图也起了变化：一个我们今天所知的欧洲意识在此期间形成，这也是一种欧洲在各大洲与文明间的地位意识及西方后中古国家间的认同保证的共同点之一。排挤隔离与自我定位，同时携手并进。欧洲在非欧洲的投影屏幕上勾勒自己。愈是接近异国文化——不论是在印度、埃及，还是高加索——欧洲的秩序观念就愈受到挑战。科学的殖民紧随着武力侵略并非偶然。正如近来在沃尔尼身上所体现的一样，个别旅行家一定的方法论记录转换成了殖民国家或占领强权的系统数据收集，特别是在印度与埃及。[12]亚洲文明的去魔化，随着人们企图夺走其秘密而展开。
对东方文明而言，亚洲的去魔化夺走了其神秘的固有特性。东方文明成了科学猎奇的对象，成了洞察事物的学者专家与善于组织贯彻的行政管理者的责任。去魔化解决了含义模棱两可的问题，分隔了不同的世界，阻碍了跨界与角色交换。确认18世纪20年代一名中国耶稣会修士的真正身份并不容易，教会往往在此徒劳无功。北京宫廷中的耶稣会修士到底是欧洲人、特定国家的成员，还是一名国际精英？是基督教神职人员、自然科学专家，还是儒家的学者？19世纪的传教士几乎没有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是异端狂徒中的西方救赎者。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卡斯腾·尼布尔或约翰·路德维希·布克哈特之所以在旅行之际穿着阿拉伯服饰，便是认为这样比较相宜，对东道主来说比较礼貌。至于19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如理查德·伯顿，则是因为听到残暴的狂热分子威胁英勇的旅行家的故事而刻意装扮。这些高人一等的嗜权人士，隐匿身份混到当地人之中。
去魔化亦窄化了理智的活动空间。尼布尔的幽默及吉本的讽刺（一有疑惑，他便对文明人大加挞伐，而非野蛮人）转成了冷嘲热讽和高傲的丑化。欧洲先天的优越毒害了理智的优雅品味。然而，持续的做作高傲忍受着自己鲜明的对比：过度的东方狂热。不过，对东方狂热的人士在寻求亚洲当代生活现实中所显示出来的深刻的真实性时，往往还是欧洲中心论者或自恋人物。
1800年变革之际发生的事引发了许多讲究的解释。引进“分水岭时代”这个概念的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强调认知的短暂化与加速化，米歇尔·福柯强调图表式分类的思想被有效强度的发现所取代，尼可拉斯·卢曼强调古欧洲语意学的终结，而马丁·托姆（Martin Thom）则强调一种新式的种族民族主义的酝酿与出现。[13]每一种解释都隐藏着和我们主题相关的重要建议，但并未积累成一致的整体看法。在以下收尾章节中，并没有1800年左右的欧洲意识的一般理论，而只试着从更丰富的角度去描绘出现在1780年至1830年之间的论述性过渡的图像。
从阿拉丁的宝库到发展中国家
透过和经济相关的评价，人们可以清楚看出这个过渡。17世纪时，大家激动地报道着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和阿格拉宫廷中难以想象的华丽。1675年，塔韦尼耶表示苏丹的财富令人难以置信。[14]随着这些宫廷的辉煌褪色，东方的奢华会腐蚀道德的忧心加重后，显得俭朴许多、看来治理有方的中国皇帝成了世界最富有的君主。对像白尼尔或葛梅里·卡雷里及一些传教士等旅行家来说，印度某些地区大部分的穷困人口引人注目。[15]不过，像中国、日本、暹罗及交趾支那等国家，一般人口的富裕程度直到18世纪中期都令人印象深刻。[16]古代亚洲较为肥沃的一般概念似乎不断被证实。毫无疑问，这类报道和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访客并非恰好来自欧洲最为富裕的地区，如荷兰、法国心脏地带或南英格兰，他们一定对亚洲许多地方的生活标准留下了良好印象。热带或亚热带自然环境导致那些娇惯、安逸怠惰的人们不需勤奋工作便能积累财富的印象，逐渐被亚洲国家的农业、园艺及水利建设的成就所掩盖。[17]1818年，还有人提到日本人是世界最优秀的农人。[18]
这类正面的评价只有少数存留下来。1817年，詹姆斯·密尔证明了印度农业——确切来说是印度教徒的农业活动——原始曚昧。[19]修道院院长杜波谨慎分析后，得出印度是个发展中国家的结论——但仍是一个文明国家：“……世界所有文明国家中，印度最为穷困悲惨。”[20]这自然反映出了一种实际上的没落，可由当地史料加以证明，但这时评断标准同样起了变化。在西欧受制于经济发展趋势与经济结构的饥荒情况愈少见的状态下，饥荒在亚洲的存在便愈醒目。如果1770年至1800年间袭击印度的大饥荒可以部分被当成本土经济问题、部分被当成英国东印度公司经济政策的结果来讨论[21]，那在同一时期中国益形严重的饥荒显然便是中国内部的现象，而非任何外界的干涉所造成的。捍卫中国的人士发现自己陷入被对手狠狠利用的难堪境地。中国逐渐成为粮食不足的国度。[22]
新的经济科学亦推波助澜，将亚洲金碧辉煌的世界去魔化。最常见的便是欧洲的理性观念批判亚洲的非理性，如夏尔丹指责波斯人太不节俭[23]，或相当准确地注意到的中国人的礼尚往来并非对等，而是根据送礼者身份来判定价值。[24]如欲从更合乎经济理论的角度进行观察，就应该避免轻率地依据肥沃的田野和统治者用于炫耀的宝藏来推断全体国民的财富与经济潜力；同时应该尝试从表象的背后进行观察，18世纪60年代的旅行家、植物学家及重农学派学说的代表皮埃尔·普瓦沃，便是首位实践这一点的人物。普瓦沃到过印度、中国及许多东南亚国家，对宫廷的奢华表象没有感觉。他在许多例子中指出，适当的气候与肥沃的土地并不能保证农垦成功，只有继续结合一种奖励性的经济政策，并制定保障法律上的自由农可以彻底享有自己辛勤成果的农业法，才能促成人类幸福。[25]因此，普瓦沃反对专制政体与君主所有制，反对奴隶制度、强制劳动、农奴制度、寄生的贵族、游手好闲的僧侣、独占与过度的税制。他在中国及越南部分地区，见到了符合自己理想的、在温和家长式君主统治下、拥有财产保障的农民营利团体，但亚洲其他部分并没有这类团体。[26]他对莫卧儿王朝、专制的暹罗、无政府的柬埔寨、封建的马来亚及受到殖民的爪哇的经济制度的评价毫不留情。
普瓦沃视农业为民族财富的主要来源，并以植物专家与农学家的专业眼光评定当时各地的社会关系。他是首位在自己的报道中不特别重视令早期观察家无比着迷的亚洲城市与手工业的旅行者，因而成了视亚洲为农业大陆的创始人之一。普瓦沃重农主义的报道与观察的焦点不是辉煌的城市，而是农村的社会关系。
后来亚当·斯密学派与政治经济学派的旅行家采纳其他的理性标准，着重关注资金使用的效率（在印度公国处，只见到挥霍滥用），认为暹罗与交趾支那的国家强制劳动从成本运用评估的角度看毫无意义且中国及交趾支那的义仓不再只是男性家长式救济与防灾的手段，而是扭曲市场的囤积行为。然而，有些亚洲国家在这新学说之前的表现一点都不差：例如，奥斯曼帝国的自由贸易或中国没有典型的“济贫法”（Poor Law），都备受赞誉。[27]一些重要的理论家——亚当·斯密、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让-巴蒂斯特·赛伊（Jean-Baptiste Say）、詹姆斯·密尔与其子约翰·斯图尔特——已在全世界发现经济发展失衡这个刚刚出现的问题。历史哲学家长期专研亚洲国家“静态”的大问题，在亚当·斯密的静态经济理论中找到了至今最为讲究的思想演绎，而这本身又是财富构成条件的重要学说的一部分。让-巴蒂斯特·赛伊和其他人继续发展这些思考。在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对莫卧儿大君传奇华丽的惊讶之情到了1830年这个时期结束时，成了一种颇为谨慎的低度发展理论。[28]此后，需要解释的主要现象不再是亚洲的财富，而是其相对的落后状态。
没落 退化 停滞
在19世纪早期，世界经济发展及划分动态与静态落后国家的理论成了关于停滞与没落的旧有论述的最新论述模式。我们无法在这里描绘这个论述的众多枝节，只能勾勒出几个面向。
“野人”不曾体会历史，也没有自己的历史，这是出自古代史料并于18世纪获得广泛认同的陈腔滥调，只有少数人质疑过。野人缺少历史可从一个负面证据来断定：他们没有留下痕迹——没有废墟，没有铭文，没有书籍。这种缺少痕迹的现象，在亚洲比在欧洲以外的其他世界更为罕见。这个大陆满布着早期文明的遗物与残骸，这一现象需要加以解释。许多这类废墟显然源自近代，见证了军事动荡与那种法国大革命前多和亚洲而非欧洲有关的“革命”。其他的遗物与残骸，似乎见证着远古时期。在亚洲的极端现象令人讶异或震惊：一方面，欧洲人不断注意到缺少废墟的现象，特别是在中国、日本与朝鲜。那里常见的木造方式导致寺庙与宫殿很快成为火舌、昆虫或有机朽坏的祭品。只有少数建筑超过400年或500年的历史。缺乏古代文物使得习惯废墟的欧洲人易在显然古老但没有标志的文化空间——不同于北美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中迷失。[29]另一方面，这里存在着自然巨大、完好无损的文物，宛若巨人的反废墟，几乎无法想象会是人类所建，似乎可以同时抗拒自然气候、地震与历史洪流。1585年，门多萨已指出中国的长城结合了人造之物与地质上的自然过程。[30]1664年10月3日，当约翰·迈克尔·万斯雷本见到埃及金字塔时，他的惊愕更为典型：“见到金字塔，几乎让人呆惧，无法想象那些巨大的石头怎会堆得如此之高。”[31]后来其他的旅行者便未如此天真。沃尔尼记下见到金字塔时的矛盾感觉：讶异、惊骇、佩服、尊敬，感到人类渺小。不过，很快他就对专制君主逼迫人民进行这桩惨无人道的工程的无限权力与残暴感到愤怒。[32]不过，大家一致认为金字塔及长城并非废墟。[33]只有少数欧洲人见过长城18世纪已经颓废的内亚段落，几乎没人认同爱德华·吉本实事求是的观点，即认为这座边界长城毕竟已很少用来抵抗蛮族。
在18世纪的认知中，金字塔与中国长城是超越历史、独一无二的永恒古迹。废墟象征兴衰无常更为典型。早在考古挖掘开始之前，亚洲已有整座的废墟城市与废墟景观，规模是地中海以北的欧洲所没有的，其中包括小亚细亚的以弗所（Ephesus），叙利亚的巴贝克及巴尔米拉，而最重要的是伊朗的波斯波利斯，至迟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便不断有人描述与评论。[34]在开始研究波斯波利斯的雕像与铭文之前，并在其中发现典型的东方古代之际，大家关注的主要问题类似诸如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0年有何权力烧毁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夏宫这样的主题。在有些人恼怒亚历山大犯下这种破坏行径之际，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杜博斯（Dubos）一直认为亚历山大有权摧毁这座他认为并不美观的宫殿。[35]至少没人质疑破坏者的身份。波斯波利斯的废墟是位希腊征服者的作品。然而，亚历山大城的废墟毫无任何神秘与诗意之处，毫无任何可以激起深刻反思之处：自17世纪50年代泰沃诺造访而为众所知之后，就是一个巨大荒芜的废墟。[36]1817年，一名旅行者表示：
还未进城，周遭道路所经之处，就见到一片凌驾在这个废墟国度其他地方所见的残破景象。大部分地区都是毁坏的屋子与倒塌的神殿。在近来的蹂躏下，遭到光阴摧残的古代华丽遗址凌乱不堪地堆弃着。[37]
从废墟到瓦砾堆经历了一个难以阻挡的过程，总有一天会达到形销骨毁的程度，想象力再也无法生根立足。当“整体的规模”无法辨识后，废墟也就失去其美学上的魅力与历史的表现能力。[38]在亚洲，比较近代的遗物往往会是这种下场。欧洲旅行家不只在近东，亦在满族人征服后的中国，在阿富汗入侵后的波斯及纳第尔·沙阿国王1739年袭击过的德里与其周遭——在那里，1399年帖木儿的破坏还未完全清除，便见证了战争或地震的“最新蹂躏”。[39]近代欧洲人也已在亚洲留下废墟，如葡萄牙人与荷兰人荒废的碉堡。整个国度，特别是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有形面貌完全被毁[40]，一名激进的启蒙分子视整个古代世界为独一无二的大片废墟，建议移居唯一可以重新建设的美洲。[41]这里废墟隐喻的其他含义清晰可显，让-雷纳尔将当代印度人的风俗视为一片废墟，而赫尔德说到中国“在其半蒙古的组织中像座古代废墟”[42]时，也用到这个概念。
基本上，由于观察家缺乏熟悉西洋古代及中古文物时显而易见的传播脉络，亚洲的废墟便少有机会成为具有美感的观察对象，成为一种超越空间及兴衰无常的愁思载体及吟咏废墟的浪漫主义。这样一来，和亚洲省思有关的历史哲学式反思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可以粗略将其分成三个主题：没落论述、退化论述与停滞论述。
没落论述运用于古代有关王朝兴衰的观念中。自古以来，理解这种活动便是历史写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文艺复兴时期因为循环史观再度流行而改头换面，被纳入启蒙运动的史学之中。[43]其最后的代表人物之一哈默-普格斯塔声称没落为“所有王朝的宿命”，在将自己所撰的奥斯曼帝国史纳入循环的模式时，便运用到古典宿命的语言。[44]
在近代初期的亚洲，这种思维模式的含义比较接近现实政治，而非历史哲学。在16世纪末，和奥斯曼人的对峙便已逼使没落论述思维模式在土耳其强权雄伟的建构中寻找其弱点与第一批裂缝。从一开始，有关奥斯曼帝国的没落论述便带有一种强烈的经验论腔调。波斯萨非与印度莫卧儿王朝的衰亡要比奥斯曼帝国的缓慢衰败来得急速与意外，以致欧洲观察家只能扮演后知后觉的编年史家角色。莫卧儿政权1707年后的垮台之所以正好引起众多关注，是因为任何可能的解释都会涉及欧洲新领主的自我合法过程与掌握未来的理论。[45]例如，谁在军事过度扩张与奥朗则布这位虔诚的穆斯林开始宗教迫害中，发现莫卧儿溃败的关键因素的话，便会建议英国人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对印度臣民宣传基督教义。[46]没落论述以自己为出发点，来处理个别的亚洲案例——还包括18世纪后期对葡萄牙与荷兰帝国瓦解的看法。[47]直到18世纪末，个别的案例汇整成亚洲没落的整体景象：见到欧洲统治世界时代逐渐来临的人得意扬扬，但指控南亚及东南亚废墟遭到自己与异国征服者愚蠢破坏的反殖民主义批评家则显得悲戚。[48]
帝国没落论述的基本模式源自古代，但涉及亚洲，则是在近代扎的根。吉本以拜占庭没落的重要解释搭起一座桥梁，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layfair）甚至发展出一套令人瞩目的帝国衰亡的普遍理论，甚至今日的研讨还能从中学得某些观点。[49]不过，这种普遍性并不典型。例如在印度，这种论述的代表人物只对近代莫卧儿王朝的命运感兴趣，而非古代辉煌的印度教文化。相反，退化论述正好关注古代印度教文化，该论述立足于黄金时期的古老神话与新的文化成形理论之间，其基本观念相当奇异，但可简单概述如下：事实上，今天我们视为野人、蛮族或令人精神紧绷的伪文明人的民族是远古源头早已完全无从考察的高等文化的后裔。哲学家天马行空增补添加的东西，洁明娜·金德斯利以简洁的方式陈述如下：
印度教徒最初的宗教体系无比纯粹，他们现在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亦无比明确，因为现在整体存在于该民族无法领会的奇特仪式之中；我们可以坚信不疑地说，许多婆罗门自己都做不到。[50]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作者处已可见到退化论述。他们并不把航海者在美洲见到的野性当成人类逐渐脱离粗野的原始状态，而是古代高等文化凋零之后的产物。野人因而成了自己过去存活下来的无意识废墟。[51]在18世纪，这种观点主要转移到印度身上。这里似乎可以提供一个原本纯粹的宗教之光后来被迷信与仪式扼杀的例子。人们多半认为这是一种内在堕落的漫长过程，而非蛮族的灾难式入侵。在18世纪中期，欧洲人尚不理解梵文、对古代印度一无所知之际（比古代中国的知识更加不如），伏尔泰便已大谈特谈古代印度的智慧，并在约翰·柴番尼亚·霍尔威（John Zephaniah Holwell）这位印度专家处找到奥援。[52]当18世纪80年代，威廉·琼斯爵士领衔下的古代印度语言学研究展开后，即使孟加拉国亚洲协会圈子不像立场雷同、学识较浅的捍卫者那样负面评价后来的印度教徒，这个观点也获得了新的养分。
退化论述背后并无循环的时间观，而是一种不连续的线性时间观。虽然这只不过是一种文化高度发展之后最为衰弱的阶段，但是如果必要的话，不连续的图表可以轻松解释对现代亚洲的冷漠现象。同时，欧洲人可以自觉责无旁贷，单独或和当地人共同行动，以便再度唤醒失落的文化实体，并为当代开发这种实体——一种听来像是“东方学的”方案。只不过它之所以在19世纪初期的脉络中显得具有颠覆性，是因为这个要被重建的高等文化并非基督教世界的。[53]
在1800年前后那十年，印度诠释的范畴多半不脱退化的论述[54]，并结合了有关语言、诗学、艺术与智慧起源的推论，结合了雅利安人神话和原始民族的假设[55]，促成新的史前史与地球史理论。
这个“修订的”观念，即所谓的部分经由经验认知得来的古代纯婆罗门文化退化论，仍有争议。例如，歌德与黑格尔便不想知道任何当代浪漫主义同侪的原始神话幻想。埃德蒙·伯克则认为今日印度有目共睹的退化并非因为早期文化力量的过度丧失，亦非伊斯兰外来政权所导致，而是近来欧洲殖民分子备受谴责的行径的结果。[56]新教的印度政治人物，厌恶狂热抬升印度异端的行为。詹姆斯·密尔，这位激进的启蒙分子与现代化人士，把印度传统说得一无是处，认为“退化论”仅仅是亲亚洲人士虚弱的退守态势[57]，今日可以观察到的精神奴役状态便是印度文明一直以来的状态。密尔是位亚洲停滞观的坚定信徒。
停滞的论述和退化范畴中的一种思维有着基本差异，其中一个是以人类的进步发展和其在现代西欧达到高峰为论述前提。只有和动态对比，才能断定静态。“停滞”是个文明历史的概念，并不表示一个停滞的民族缺乏重大活动与政治事件的历史。相反，统治人物的不断更换，一系列的“革命”，这些完全可能和停滞状态一起出现。停滞多半指的是风俗习惯、知识与情绪特质、统治形式与生活方式长期以来未曾改变的状态，指的是一个民族或整个文化圈子的物质生活与思维能力仿佛停滞不前。至迟从18世纪中叶开始，这个理所当然一直有着细微差异的观念就已经成为欧洲世界观的公共观念。
这时欧洲人未累积足够的长期观察来真正证明其他民族与文化的静止状态。标准的论点来自当时的旅行经验与古代的文献：现代阿拉伯人和圣经中的早期祖先的生活方式完全一致；在近东旅行，人们仿佛见到“同样的人”，见到“和摩西与先知们说过话的人”。[58]在印度，阿里安（Arrian）[59]和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60]的作品仍可有效描述该地的社会关系。[61]詹姆斯·密尔（通过一段对他来说辞藻相当华丽的段落）甚至想把当代的印度人想成整个东方古代现存的代表：“当我们今天和印度教徒交谈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和居鲁士时代的迦勒底人和巴比伦人，和亚历山大时代的波斯人及埃及人说话。”[62]
爱德华·吉本不但是当代“哲学式”史学家中心思最为敏锐者，亦是一名相当仔细的经验论者，他避开了这类大胆的推论，选择在唯一文献证据中还算不错的案例——拜占庭帝国，将其当成社会僵化与文化停滞的例子。其他人就不那么谨慎，断言游牧阿拉伯人的风俗和三四千年前的一样[63]，或中国人今天还在演奏和“他们襁褓时期”一样没有旋律、不太和谐的音乐。[64]自然没有人清楚知道这类事多半是各自无关的陈腔滥调。就中国的案例而言，耶稣会修士在西方传播一种观点，即当地非常古老并拥有久远历史文献记录的文化已经僵滞，陷入毫无变化的自我认同状态。但耶稣会修士其实完全依照了中国人的自我诠释——说得更精确一点，他们所参考的对象，就是影响深远的13世纪的理学家。至少在此，停滞论题并不只是欧洲的“发明”，而比较像是吸纳了“异类”对自我看法的图像。比其他欧洲人更加熟悉东亚与中亚史料的学者德金或身为制图师对中国疆界不断变动了然于心的让-巴蒂斯特·当维尔，便敢小心修正过度夸张的静态论题。[65]其他人的论证方式比较偏向理论：以现代的方式来说，一个文明的所有类别体系一起僵化并不可信。拿孟德斯鸠的划分来说，风俗继续发展，而法律原地踏步，以致中国古代的律法不再适用于现代的中国人，难道不可想象吗？[66]
诊断静态的社会关系，可能结合着不同的评价。因此，（所谓）东方没有流行时尚很有可能被当成一个优点。因而，“打扮狂”与“挥霍欲”可被避免，已专门针对外在环境发展出来的完善的服装艺术，亦不致遭人随意破坏。[67]马斯登表示，苏门答腊人对欧洲人变换时尚的速度之快感到讶异，认为这些衣物毫无用处。[68]亚洲人审美眼光上的保守可被单纯视为热爱旧有之物，缺乏政治变动则被正面解读为稳定与治国艺术高超的表征。[69]但自18世纪60年代起，这种评价愈来愈少见。1764年，约翰·约阿希姆·温克曼在《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r Altertums）中将希腊艺术的逐步开展和埃及人与波斯人——尤其是在人像描绘的固定与单调上——相互对照。[70]风格变化成了西方优势的另一个表征。风格是时尚的精炼形式。
像生动活泼与死寂僵化、积极创造与思想不孕、改革与固守恶劣的传统这种对比愈来愈尖锐。在新的发展思想光芒中，无人为停滞状态辩白，稳定成为一种恶习，在这时出现的语意学区别中显得更加清晰。当人们以一种行动与依附主体的语言来描述欧洲的历史时，却在表述停滞与落后的亚洲社会上运用机械的或生物学的有机隐喻。1782年，皮埃尔·索纳拉特视中国文化为一种缺乏想象力与天才的重复文化：一切都机械式地或根据常规在运转。[71]不久后，赫尔德勾勒出一个忙碌空转的类似画面。他提及一种“（儒家）伦理学的机械装置”[72]，认为中国人的“内在循环”“正如冬眠动物的生命”。[73]原先那张个别民族只有细微差异的人类大地图，被再度复苏的东西对立所取代，并在自然与历史的对比中重新被诠释：东方的历史是消极的、接近自然状态、类似植物的，一种声音单调的机械，简而言之：漫无目的，没有意识；只有西方的历史才进入道德欲求的高等世界。
在发展理论的高峰，即在孔多塞，特别是在黑格尔处，这种对比被处理得更加细腻。黑格尔前所未有地从历史哲学来神化今日欧洲的优势，并努力正确看待受到经验论小心论证，甚至超出赫尔德的特征，而在哲学上贬低亚洲文化的当时人物。[74]这种历史哲学式的排他与历史科学式的包容的结合，并无结果。19世纪的典型应是质疑停滞状态的机械式绝对化，甚至——在赫尔德处即有了规模——论及亚洲民族是“缺乏历史”的及被世界史的运行排除在外。[75]认为斯拉夫人没有历史的人表示，他只是打算把世界史主体的活动圈子缩小。最佳的解释充其量不过是与“缺乏历史”的理论相关，即亚当·斯密和让-巴蒂斯特·赛伊的静态经济理论，这类解释几乎未曾超出少数经济学家的圈子，并只在卡尔·马克思后期的“亚洲生产方式”论述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一些零星的意见中才开始触及历史与历史哲学。
在这三种试图理解亚洲历史的论述中，停滞论述是19世纪影响最为广泛的论述。在几乎所有亚洲帝国向西方帝国主义投降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殖民战略家深信拥有避开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先驱者悲惨命运的良方后，帝国命运的循环模式似乎显得无足轻重。至少大英帝国应该打破兴衰的厄运，永垂不朽。从思想上来看，文化的退化论述落入了边陲地带，在此时，新的东方学科及1810年左右、随着英国年轻的巴格达总督克劳迪斯·里奇（Claudius Rich）首度探勘而展开的西亚考古学[76]，赋予早期黄金时代切合实际的光辉。退化观念在不受科学控制的浪漫主义的神秘地底过冬，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混血”的种族堕落学说才再度复苏。似乎只有停滞论述符合时代精神与科学的认知。从此不断有新的证据证明，亚洲已无法和成功接踵而至的现代欧洲并驾齐驱。
从文明理论到文明化使命
把人类分成主动、可以宰控历史的西方与消极、没有历史的其他地区的野蛮世界观，并不是伏尔泰、吉本、施洛策尔、弗格森，或甚至特别强调所有文化特质与内在价值但同时导致后来某些简化现象的具有双重性格的赫尔德等大思想家差异甚大的想法的唯一遗产。另一条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思想史脉络指出了“文明”概念此一主导思想。
启蒙运动的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概念是普遍的和一元论的，根植于人类所有民族与种族尽管外在各有差异却具有相同资质的观念中。因此，将个别民族排除在世界的演进过程外并不可能。“野人”和“蛮族”及主要但不是完全在欧洲所见的“文明”民族，同样都参与这个演进过程。像“原始人”与“原始民族”这种显然具有歧视意味的概念尚未通用。野人的“粗野”或许令人反感，但几乎没人否认他们未来发展的潜力。今日的欧洲人难道不是恺撒与塔西佗所描述到的野蛮部落的后裔？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在1789年耶拿就职演说中生动表述出这个历史图像：
我们欧洲航海家在遥远的大洋和偏僻的海岸的发现，让我们看到既富教育意义亦有趣的景观。他们为我们指出我们周遭各式各样教育程度的民族，就像不同年纪的孩子围着一个大人，因为他们，让他忆起他自己过去的样子和他的出身。[77]
对席勒而言，历史是一种“教育”的历史，对其他人来说——像杜尔哥及苏格兰启蒙分子——历史则是物质生存方式和法律的历史。不过，还有许多其他的概念，而几乎所有概念都认同人类可臻完美的理念，并相信个别民族与民族团体会以不同的速度经历往往被视为一系列阶段的人类文明化的进程。而且，总是有人先行，有人迟到。这种情况可由环境条件这个最终机制，而不是人类学或文化的缺陷来解释。如果后来者有足够的远见，可在先行者中认出一丝自己可能的未来，而先行者反过来，可在落后的民族中见到自己朝气勃勃的过去：既是证明自我实现者的对照背景，亦是在对可能的退化示警。
当文明化按部就班发展而非突然受到神祇或先知的干预时，重点便在逐步分级的描述与命名上。旧有的三个等级：野人、蛮族、文明民族，显得粗笨。苏格兰的阶段顺序：猎人—牧人—农人—商人（商业社会），有点“可以运作”，但这已经设定一个并非大家都能认同的物质文明理论为前提。至于通史，并非国别史的总和，而是“文化史”或文明史，自18世纪60年代起，轻易受到全欧洲的认同。基本上，几个早期重要的国别史叙述——特别是大卫·休谟的《英国史》（1754-1762）与威廉·罗伯森的《苏格兰史》（1759）——都是以国别为例子来说明文明化进程的历史。[78]然而，18世纪80年代，博学的英裔爱尔兰神职人员乔治·格列戈里（George Gregory）已思考到，是否人类的文明史之所以只限于早期阶段到农业合并与国家巩固之际，是因为之后多少受到偶发因素的影响，国家的性格益形强烈。[79]不过，这种方法论上的质疑，并未损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当孔多塞1793年描述出人类自最初部落形成的思想发展所经历的十个时期时，这时进程达到高峰。
各个文明历史的差异，主要在于历史的记载者是较为关注文明的形成，也就是人类彻底的驯化[80]，还是如休谟、罗伯森与吉本，着重于古代后期开始的欧洲文明发展。[81]至于各个文明化中的内涵与动力为何的讨论，同样也有众多观点和参与讨论的人士。弗黑莱与伏尔泰最先点出可能有独特的非欧洲的文明化途径，而对于吉本与施洛策尔这样的通史学家而言，这一文明化途径就在当下。耶拿的东方学家约翰·哥特弗立德·路德维希·柯泽加腾（Johann Gottfried Ludwig Kosegarten）是一名歌德研究世界文学时就教的权威人士，他在一个相当重要的试验中，勾勒出一个根据大量史料知识但具有启蒙意味的“哲学式”理论的东方文明史：一个和威廉·罗伯森著名的欧洲史分析匹配的东方对照物，便是西罗马的灭亡。[82]柯泽加腾的东方在地理上从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所在之地直到印度，他从最初部落结构的形成、早期立法者的活动、宗教、仪式与祭司阶层的出现，一路追溯亚洲社会的发展，直到他所称的“社会与风俗状态”的文明发展关口。[83]他避开过于大胆的推论，基本上援引那些不同民族的旧有“律书”来描写东方高等文化的共同之处：一种具有效率的农业；一种差异甚大的手工业分工；社会阶层体系的塑造；无所不在但影响不大的奴隶制度；好客的义务与互助；尊老与重视女性等。在这条东方整体的发展途径中，他区分出不同的变量，比如祭司主导与武士主导的社会。东方的近代史保有许多这类早期的特性，不必然面对停滞。至于变动，一直可以被观察到，但绝不只是一种进步的变动。例如，古时身为阿拉伯人的妇女比后来的享有更多自由。[84]柯泽加腾草草勾勒，便已心满意足。他并未大幅编写自己在某些地方类似赫伦的东方社会史。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他——或许自觉反对黑格尔不久前在柏林讲学中所说的——再次在无法以西方标准衡量但仍构成人类共同历史一部分的亚洲独特的文明进程中描述亚洲。这本书在黑格尔去世的1831年出版，读来仿佛一份18世纪的文献。
随着时间演进，文明概念隐匿的标准不断被清楚凸显出来。1787年，威廉·琼斯爵士认为所谓的文明只是“自己国家的习惯与偏见”[85]，他的相对论在世纪交替前便已落伍。那和以二分法来区分文明人与非文明人无关，这种区分在这个时期末才开始，也就是约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828年宣称伊斯兰根本没有创造任何文明之际。[86]至于一个较为普及、认为个别民族会达到不同成熟程度的统一文明发展过程，基本上能够更加完善其观念，暂时排除了严格的二分法。问题其实更在于，根据当代西方多数人的理解来断定一个特定人类团体和完全扩展的文明的远近关系。这个指标可以是时间上的，像沃尔尼，他精确指出埃及马木留克佣兵的思想停留在12世纪，而该国其他地区甚至在10世纪便已停止。[87]或者，我们设想一个文明程度的刻尺，每个民族——就像今天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一样——都有一个特定的刻度。对此，自然需要标准，或如今天所称的文明程度指标。因此，文明并非在粗暴的对抗下所谓野蛮的对立面，而是层次细腻的文化成就。
在英国作者处，这类思维方式有其特殊意义。16与17世纪时，英国人即已试着确定他们和部分受他们殖民的近邻——野蛮爱尔兰人的距离。1800年左右，对英国人而言，综观他们在亚洲势力范围与邻近地带的关系变得重要起来。从现在起，大家觉得有必要“指派每个社会一个在人类关系大链条中该有的位置”。[88]在休·莫瑞（Hugh Murray）1808年的陈述中还回荡着“生物大链条”的旧式宇宙观，在这个时期却去生物学化，转型成为社会与文化分析的工具。显然，一个文明程度指标可被轻易解释成为一个种族指标。不过，于18世纪末发端后，这在1830年后的时代才出现。
和同侪沃尔尼与乔治·弗斯特一样，深刻体现了科学与“哲学”旅行家于一身的启蒙运动后期典范威廉·马斯登，便是这种层次细腻的新型文明含义的创始者之一。他1783年完成、1811年最后一次出版的《苏门答腊史》中的关键段落，值得在此详加引述：
在市民社会刻尺上确定这个岛屿住民的等级，并不容易。尽管他们和欧洲文明国家所达到的程度相差一大截，但他们和非洲及美洲的野蛮部落的距离，几乎也是一样巨大。如果我们把人类概分为五种类别，其中又再细分成无数次级类别，那文明的苏门答腊人可以归入第三种，其他的则归入第四种。
在第一种类别中，我自然会把一些古希腊黄金时期的共和国纳入，还有奥古斯都时代及其前后时期的罗马、法国、英国及近100年来其他高度发展的欧洲国家，或许还包括中国。第二个类别必须涵盖承平高峰时期的大型亚洲帝国：波斯、莫卧儿王朝及土耳其，此外，还有不同的欧洲王国。除了苏门答腊人及东印度群岛一些国家外，我还把北非国家与阿拉伯人中的文明人算入第三个类别中。第四个类别，有较不文明的苏门答腊人及新发现的南太平洋岛屿民族，或许也可算上墨西哥和秘鲁的著名王朝。鞑靼部落与地球上不同地区、知道个人财产与任何一种既成的臣服形式的所有民族，要比加勒比海人、澳洲人、拉普人（Lappen）及霍屯督人高上一级。这些民族全都展现出人类最为原始与最不体面的形象。[89]
尽管马斯登后来对他的文明程度标准发表意见说，就算是建立在广泛的历史与民族志的认识基础上，他的划分还是印象式的。这种划分值得注意的原因，是它仍然避开了严格的东西二分法。欧洲显然已经位居阶层的顶端，却必须和亚洲社会共同分享最上面的两个等级。甚至中国“或许”属于最高类别。一些欧洲王国——马斯登或许想的是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及东欧国家——并未优于近代的伊斯兰王朝。这个划分跨越宗教、肤色及民族性格。同时，克里斯朵夫·麦纳斯已开始架构的白种、美丽及主宰民族与深色、丑陋及效命民族的区分[90]，马斯登这位文明理论家毫不知情。马斯登也区分文明的全盛与没落阶段：不是罗马整体，而是奥古斯都的罗马才够资格；不是所有文明都被拿来互相比较，而是历史上具有明确文化状态的文明。
在世纪之交，“文明指标”开始攻城略地时，几乎没人坚持马斯登分类方式所具有的深思熟虑的多重面向。现在都要求审查明确。1804年，约翰·巴罗并不满足于讲述自己1793～1794年陪同马戛尔尼在中国的经历。不，他的目的在于让读者能够得知“中国在文明国家指针上的等级”。[91]该强调的是，中国在这里仍然属于文明国家，现在一切全看文明或非文明的程度。这个刻尺亦使人得以观察活动，进行比较。巴罗解释，俄国100年前在彼得大帝统治下，开始脱离野蛮状态。再过100年，“俄国的和平与军事艺术会在欧洲国家中扮演一个突出的角色”。[92]中国的情形相反：在2000年前，便已高度文明化，但现在精疲力竭，几乎没有发展能力。[93]在现在的情况下……正如大家应该注意的，在巴罗眼里，中国绝非命中注定停滞或没落。或改革，或出现一个中国的彼得大帝，可能可以拯救中国。巴罗的观点亦在许多其他记录亚洲世界的执笔者身上重复出现。当马尔科姆写到波斯，密尔写到印度，艾尔芬斯通写到阿富汗，莱佛士写到爪哇，克劳福德写到暹罗、缅甸与交趾支那，沃尔尼写到叙利亚与埃及，或托克维尔写到阿尔及利亚时，他们都在探索当时的人民或特定的种族与社会团体的文明化程度。在某些案例中，那是出于实务上的理由。明智的帝国立法者，必须正确评估出安置他的制度的社会关系。
迂腐的人直截了当列出民族排行榜，少了马斯登的犹豫谨慎。1834年，克劳福德说道，按照文明程度，缅甸人远落后于印度教的印度人，也在中国人之下，但和暹罗人与爪哇人处在同一等级。他们优于印度尼西亚东部岛屿的住民，但克劳福德怀疑是否可以这样比较。[94]旅行家迈克尔·西莫斯不是一个迂腐的人，在1800年就已发现进行明确的调查问题重重：“在他们某些状态下，缅甸人展现出蛮族的残暴，但在其他情形下，却呈现出人性与文明生活的柔性。”[95]这里流露出启蒙运动高峰期的嘲讽语调，仿佛有可能赞美食人族的善良，并认为亚洲民族旗鼓相当，有时甚至显得优越。[96]
于是，在19世纪早期，启蒙运动时期普世的文明理论与文明历史变成了现代化初始阶段的一种理论工具，用于排出地球上各个社会的等级高低。无论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还是在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这位重要的文明史学家成为政治要角的法国，那个标准都没有受到质疑。这时，一个文明理论架构出来的欧洲优越感成了帝国扩张的新借口。特殊意识变成历史使命的意识形态，文明理论成了文明使命的信念：进步的欧洲有权，甚至有义务，在黑暗的亚洲实践普遍的进步价值。[97]法国大革命扩张式的使命意识为这种干预需求打下基础。旧有的国际法基本上排除掉的，此后都显得可能：当专制政体或非人道传统的沉重负担尚未引起抗议活动时，便支持人民起义反抗难以忍受的暴政，甚至从外部介入。
直到18世纪末左右，根据不同情况，殖民式的土地占领各有不同理由，如出于经济目的、公侯荣耀、强权竞争下的安全预防措施、正义之战的自卫手段、侵占“无主”土地的权利，或教会传教任务等，却没有出于博爱动机的。其实启蒙运动在莱纳、狄德罗与伯克身上达到高峰的殖民主义批判，便已烙印上博爱的特征。1793年，孔多塞以他们的精神写道：
仔细看一下我们在非洲及亚洲活动与殖民的历史！而你们会见到什么？我们的贸易独占，我们的背信弃义，我们对其他肤色的人类或其他信仰的无情蔑视，我们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非分要求，我们神职人员过度的传教瘾与阴谋！你们会看见，这一切如何摧毁了我们的启蒙运动与我们贸易的优势首先带给我们的尊重与善意的感情。仅凭这一点，就不用怀疑现在时候已经到了，对那些民族来说，我们应该不再是破坏者与暴君，而是他们有用的助手或高贵的解放者。[98]
孔多塞这位反对奴隶制度的积极斗士，很认真看待这种指控与期待。他期望东西南北未来能够共同合作。不过，这些“高贵的解放者”该在何种情况下，抱持何种意图出现呢？这是关键所在。
主张所有文明与宗教基本上平等且所有非暴政的政治体系几乎都同样合法的激进相对论排除了帝国主义权力运作的合法借口。这是安格贝特·坎弗、埃德蒙·伯克（至少在印度问题上）、赫尔德及康德的观点。在比较模糊的状态下，大多数启蒙运动的作者都主张这个观点。就连孟德斯鸠都不呼吁对东方专制发动圣战，对他来说，某种程度上，东方专制只是固定气候条件下的一个产物。相反，白种人天生优越的学说，以强者享有征服权与特权为理由，替侵略与并吞找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借口。这个学说成了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高峰时期的基础。上述两种极端立场的差异源自一种态度，而其实际影响约在1790年至1830年之间达到高峰。这种态度在理论上则遵循一个标准的文明概念。
启蒙运动后期以文明指标为主要概念的文明理论是动态的。地球上各种社会的价值阶层并非固定不变。不断抽离行动影响力的地理气候与人类学种族的条件，只对发展落后的情况负起微不足道的责任。往往天生的巨大潜力未受利用主要是由人类导致的，因而可以修正：专制体制与宗教“迷信”紧紧禁锢着亚洲，阻碍了科学、艺术、创造精神与工作动力的开花结果。来自西方自由国家的“高贵的解放者”（孔多塞语）可以松开发展的闸门。
这是一种内在的与实际的思想锁链，基本上不需要宗教与道德助力。但如果再加上一种基督教的使命意识及——如有影响力的印度政治家查尔斯·格兰特所为的——对异教风俗进行道德上的改革的方案，更能加强这种干预的活力。[99]在文明上突进的西方干涉之所以是必需的，是因为大家并不愿意信任社会发展会缓慢成熟，而且亚洲民族在百年来甚至千年来的政治与精神奴役状态后，无法从专制体制与迷信中自我解放出来。孔多塞的“高贵解放者”因而必须——如1798年在埃及的拿破仑——自动自发地积极表现。他们有权推翻暴君与违反国际法的人士，如阿尔及尔掠夺奴隶的海盗政权，减少宗教的“过度行径”，并引进现代化所需的法律制度。既存的殖民体制应该以此方式改革，致力于移风易俗与臣民的经济福利；当英国人在好望角、锡兰及爪哇（1811-1816），继承了他们眼中荷兰东印度公司自私自利与堕落腐败的殖民事业时，同样视此为他们的任务。在其他例子中，似乎可以对付顽固的当地政府：德国启蒙主义分子克里斯蒂安·威廉·多姆（Christian Wilhelm Dohm），一名女性与犹太人权利的勇敢卫士，在1779年已要求以武力打开德川幕府“不自然的锁国”，让日本人接触“文化与启蒙”，而全世界可从贸易中获利。[100]对付迈索尔邦的提普苏丹这样恶劣的暴君或热爱自由的希腊人的奥斯曼镇压者，必要时可以进行武力解放的干预行为。如果欧洲人自私地保有他们新的运气，将会显得无耻。1823年，大印度学家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在皇家亚洲协会成立之际宣称，文明源自亚洲。现在，现代欧洲有义务与机会偿还债务，并由欧洲负责亚洲的文明化！[101]
认为启蒙运动后期的文明理论架构要为大英帝国、法国与俄国18世纪90年代在亚洲与北非所展现出来的新侵略负责，可以说是愚蠢的。那些只是在充分解释这个发展时应该考虑到的诸多因素之一。不过，我们不该忽视在实际世界中观念、价值与行为态度变动的结果。拿破仑与欧洲民族主义勃兴时代再次巩固的欧洲特殊意识，导致一个矛盾的结果：一方面，这促成一种欧洲的自我中心主义，在受教育大众的意识中，把亚洲边缘化，并将世界主要文明的集体自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它为俗世化的“使命感”意识形态开启了施展空间，并要求在阿尔及利亚到日本之间，于那些充满危机、衰弱不振的亚洲与东方国家完成“文化使命”。
帝国主义绝非启蒙运动的过错。没有别人能够像伯克、莱纳、狄德罗、康德或洪堡等人那般，于欧洲开始统治世界之初提出贴切的批评，并急于做出指控。不过，其中仍存在着某些关联性。那个自认为世界上最有成就与最人道的文明，不会仅是坐等亚洲登门求教。他们赋予亚洲他们的法律，在教育使命的时代中——从威廉·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勋爵拯救印度寡妇不被烧死到在东亚引进优雅的外交礼仪[102]——态度认真严肃、吹毛求疵，且不会草率轻佻。约翰·格奥尔格·格梅林、爱德华·吉本、威廉·琼斯，或卡斯腾·尼布尔的游戏嘲讽态度，消失不见。亚洲必须受到统治、教导，经济上被利用及科学上被研究。亚洲是份工作。此后，启蒙运动时期无忧无虑的欧洲，背起了白人自行加诸己身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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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后记[1]
《亚洲的去魔化》写于1997年，并于1998年10月被列入“C.H.Beck文化学”（《C.H.Beck Kulturwissenschaft》）系列。时隔12年，出版社得以再度出版这本售罄著作的新版。新版著作的正文没有进行改动。笔者只在参考文献上对该书进行了必要的扩充，补充了新的文献资料来源和学界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对书中提及的众多18世纪的作者有了更多了解（比如Wiesehöfer/Conermann 2002；Haberland 2004）。最重要的是，新版在寻找文献资料方面有所加强，这些文献资料能够让人认识到亚洲对欧洲和欧洲人的看法；也许未来和一些惊喜就在这里蓄势待发（Osterhammel 2002）。本书暂时无法避免在理论上建构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zentrismus）。或许在数十年后会有人书写一段内容丰富的，关于18世纪欧洲人和亚洲人的相互认知的历史。
本书旨在促进一系列课题领域的发展和辩论，读者也会有同感。其中，本书独特的阐释和整体论证思路目前无须进行修正。可是，当站在2010年的立场时，又如何能把自1997年开始的探讨语境推到2010年呢？
欧洲启蒙运动的全球视野
欧洲启蒙运动越过欧洲，把目光投向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一点并不是激动人心的新闻。长期以来，人们就通过孟德斯鸠的旅行见闻读物知道了波斯，从伏尔泰的赞赏和有争议的颂扬中知道了中国，从莱辛的兴趣中了解了伊斯兰教。在70年代和80年代，思想史学家和文学史学家揭示了18世纪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最新参见Zammito 2002）。在那些流行的时代的总体概览中，少数人找到了入口；对于专业人士，诸如教科书的作者，以及对全体大众来说，启蒙运动是一场纯粹的欧洲的思想运动，其中心位于法国、苏格兰和德意志各诸侯国，并且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内容是对当时欧洲的境况进行批判。由在欧洲启蒙运动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哥·文图里（Franco Venturi）对启蒙运动绘制的这幅传统图像——现在早已过时——在当时就遇到了一次重大的“全球性”竞争。首先是文图里的学生爱德华多·托塔奥罗（Edoardo Tortarolo）用一种开创性的新综合法（1999）将启蒙运动者对地理、外民族以及从“野蛮”到“文明”之间的不同等级的痴迷，纳入了启蒙运动的总体图像之中（之后还有Pocock 2005；Outram 2006）。
今天，启蒙运动是多中心的这一点比先前更加清楚。启蒙运动并非只将其来自巴黎、格拉斯哥或者哥廷根的耀眼光芒映射到欧洲的众边缘地区；在欧洲，到处都有“有自己的理性之地”（《Orteeigener Vernunft》）（Klaus/Renner 2008；此外参见Butterwick u.a.2008；Hardtwig 2010）。在启蒙主义的全球画像中，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有根本性的重要性。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属于那个时代最典型的哲学家。在利马（Lima）、加尔各答、巴达维亚或者开普敦，人们创造性地接收了来自欧洲的推动力。在18世纪80年代，有威廉·琼斯爵士典型特征的孟加拉“亚洲协会”是世界范围内最重要且博学多才的文化纽带团体之一。耶稣会传教士里最聪明的人留在了中国皇帝的宫廷内，他们与早在莱布尼茨时期的前任一样，被敬为引领欧洲智慧的信使（重要文献来源：莱布尼茨，2016）。
从某些观点出发，这些渠道是密集的现代“网络化”（《Vernetzung》）先驱，通过这些渠道，有关欧洲之外的地区政治局势与社会状况的知识，有关那里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的知识到达了欧洲。在欧洲，这些知识被整理、评估和归档，陌生的事物被展示出来（Collet 2007）。植物学和动物学从考察旅行活动里包含的剥削中，以及殖民地的收集中获益匪浅。伴随着人们关于热带的知识的不断增长，自然的多样性首先变得清晰；当地的分类体系汇入了欧洲学者构建的一些规则里。18世纪的聪明人和学者研究并加工着源源不断的来自全世界的数据。众多知识文化超越遥远的距离，彼此相互关联（Schneider 2008；Porter著作里的诸章节，2003）。欧洲启蒙运动受到“世界”的影响，反过来也跨越了欧洲大陆的边境，发挥了自己的影响。
启蒙运动的这幅“去地方主义”图画在尝试一场超越自我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因此在当下多次尝试以世界主义为目标的先锋姿态展示自己。在相关讨论中，有一种与之完全对立的评价。根据这种观点，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启蒙运动非常明显地展示了一些并无吸引力的特征：希望在认知领域征服一切空想，通过规则和计划行使权力，无顽固文化意识的普世平均主义，除了自身规则之外对一切规则的否认，“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zentrismus），一种归根到底是男性的认知视角等。从这一观点看来，启蒙运动一向为人称道的宽容成为一种被鞭笞的虚伪，它把帝国的统治意愿强加给了理智的好奇心。这个多次采纳了反革命动机和浪漫主义思想的根本性批判不能被全盘否定。一种有良知的怀疑保护了18世纪的自我理想化（Selbstidealisierung）不被人过分狭隘地追随，至少直到今天，人们才恼怒于大多数启蒙运动者对买卖奴隶和奴隶制缄口不言。然而，9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多次言及这个目标外的东西。人们并没有详尽地了解18世纪对殖民主义批判的赞同（Muthu 2003），在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人类学持不同看法和之后出现的19世纪生物学上的种族主义之间建构过度的、延续的血统学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带着哲学上必要的谨慎来对待这些文字（Carey/Trakulhun 2009）。从总体上看，欧洲的启蒙运动的声望仅带着少量的伤痕战胜了攻击。在18世纪，无人能符合如今最严格标准下的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这只能让那些完全不考虑当今大力推崇的历史语境的人感到惊异。在《亚洲的去魔化》这本书里，人们可以基本通过辩论发现一种说明：在排除近乎垂直的等级制度和鲜明对比的情况下，为符合时代要求的世界公民和全球化的秩序观念这两者寻找更早的例子，会把一个始于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终结于最后一位伟大的启蒙运动者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时代引领到过去。
旅行与殖民主义
欧洲对非欧洲人的描述，以及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的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殖民主义整体气候的影响，或者更严重的，被污染（参见Lüsebrink 2006）？与一个过于抽象的殖民主义概念相反，人们在此应当坚持概念的区分。毋庸置疑，18世纪也勾勒出了——正如它之前的那两个世纪一样——在欧洲长期、不间断的侵略里一个特别的阶段，一个欧洲帝国纷纷建立起来的重要时代（Darwin 2007）。因此，无论如何，在对特殊状况的评判中，一个关于普遍的、欧洲扩张动力的暗示不会被剔除。在18世纪，欧洲的殖民主义在亚洲有两个核心区域：东南亚（最重要的是当时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和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和南亚（当时荷兰的殖民地锡兰和18世纪60年代以后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占据的部分印度的区域）。在另外两个亚洲区域，欧洲的殖民者相对不受阻碍地积极推进殖民进程，他们无须通过殖民的方式占领土地，并且能够达到建立殖民统治组织这一步：一个是英国海军和法国海军之间进行平和的海军竞赛的太平洋；另外一个是早在19世纪大规模移民垦荒进程开始之前，就已经以一种前殖民方式融入沙俄的西伯利亚地区。总的来说，除此之外的亚洲地区都没有欧洲的殖民统治。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无须畏惧欧洲。日本成功地远离了所有来自西方的外国人。亚洲中部对于欧洲人来说非常难以到达。奥斯曼帝国很明显在领土问题的立场上有所退步，但依旧在自身境内实行君主制。因此，人们无法把19世纪晚期亚洲在更高程度上屈服于欧洲的独裁统治的情况，映射到19世纪之前的那个世纪里。
身为旅行者的人可以很好地了解到真实的权力关系。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18世纪前往亚洲旅行的欧洲人（只要他们公开地出版了受到关注的记录）并不是其自身经历和见闻的被动记录者，或者不可信的浮夸吹嘘者，而是具有较高能力的学者和非常理智的权威专家：在路上的哲学家。这些人应当能够依托帝国的条件，安全地在陌生殖民国家的保护下行动。然而，除了上述地区，在亚洲其他地方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在印度尼西亚，也只有在较大的岛屿上才是如此。詹姆斯·库克和其余的海上探险旅行者总会随身携带武器，并且他们在船上并不会被攻击到。在别处，这样的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有生命危险的。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国人关闭，在日本，欧洲人的每一次行动都受到国家最为严格的监视。由此，尤其是在亚洲，人们不应当过高地评价18世纪的帝国特征和殖民主义特征。除了帝国架构中不均衡的权力范围之外，在那里的欧洲人开始在西亚、阿拉伯地区、伊朗、阿富汗、中亚、缅甸、越南、暹罗（泰国）、中国和日本收集数据和那里的思想体系。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的辩论和东方学
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就是爱德华·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的专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us）。在此之后，关于东方主义的谈论再也没有停止过。2009年，该专著更新、更好的德语版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即使在德国，人们对这个专题的兴趣依旧未减，并且或许新版是对以前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的内容领会不到位的必要补充。该专著如同一个囊括其他书籍的图书馆，没有来自萨义德的动力，这本《亚洲的去魔化》也无法写成。原创且可信的萨义德很难与这些影响广泛的文字完全分离。这些影响不仅仅归功于《东方主义》这本书本身的学术质量，早先已经有批评家们就这本书的界限和内在矛盾提出，这本书开篇的章节很精彩，但很快就陷入了对东方学家的人身攻击上，这些东方学家在今天外人几乎完全无法理解。《东方主义》并不是一部系统的专著，也不是一部精心构思的大师级作品，它以基础不稳定的经验为依据，它里面的理论并不像70年代其他的一些著作那样独特（Ashcroft/Ahluwalia 2008；批判部分见Varisco 2007，Schmitz 2008，Irwin 2006）。在萨义德的众多追随者中，没有人能在高要求的理论方面继续发展萨义德的思想。虽然后殖民主义明显地溯源到萨义德，但是它恰恰至少在德国也一样能追溯到其他作者身上（比如Homi Bhabha），并且在今天更像是众多影响的融合（一个很好的导论：Castro Varela/Dhawan 2009，此外：Young 2003）。它从独特的语言代码中获得自己的身份，从思想的严谨性中得到了任意形式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性否决。
在《东方主义》出版了30年之后（并在作者于2003年去世的多年之后），一种最初的政治和道德动力减弱了，它曾通过以色列来反对巴勒斯坦的行为，用帝国主义来针砭所谓的英国与法国东方研究的帮凶。在科学政治方面，在萨义德主义对美国众多的文学研究和亚洲研究部门的一种近乎霸权主义的观点上，一个借助卑鄙的怀疑手段进行的、美国新保守派的反击在2001年9月发生了（依据萨义德生平和影响：Schäbler 2008）。可是这一切并未促进德国人对萨义德读物的阅读。更确切地说，这里有两种现象值得人们注意：第一，一些东方学学科已经不再有学科性的不确定性了（比如，最恰当的例子就是伊斯兰学：Poya/Reinkowski 2008），而此时在其他学科看来，一种应有的、彻底对“东方学的”自我定位认识的怀疑尚未开始。在萨义德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之间横亘着沟壑；同时，社会科学找到了其所处的调解位置或更强大的被重视的地位。第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使得一种以普遍的文化学为定义的文学研究，能够极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权限。尽管在一些著作的创作者看来，这些作品是学术性的和非虚构的，但不能视这些文章为想象的、含沙射影的、幻象的，总之是一切想象力的产物。人文科学的全部历史也会由文学家裁定，在想象方面，这些文学家具有最高级别专家的特点。此外，当在此涉及谈论“外国风格”（Fremdheit，适时地说，也就是“跨文化”的自然）的时候，无限的机遇对“他者化”（Othering）或者“相异性虚构”（Alteritätskonstruktion）的追踪就开启了。由爱德华·萨义德揭示的文章结构的策略能够通过一个又一个例子证明：通过“物化”对“他物”进行具体化，归因于不可改变的“本体”，对历史的行为能力产生的“作用”，或者干脆从史实本身对外国的女性化带有轻蔑感，等等。
关于这种方式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成果把萨义德自己首先在19世纪举例说明的问题置入了其他时代，并且从东方主义的视角看，这些成果不仅在欧洲“发明的”东方国家里发现了萨义德的问题，还在欧洲范围内（Jobst 2000，David-Fox u.a.2006），甚至东方自身（Makdisi 2002）发现了问题。在此期间，许多类似的研究忍受着这一过程不断重复的单调，它没有取得多少令人惊喜的成果，这些研究也传递了残酷的气氛、谴责，有时甚至是对以往作家的公然抨击，对文章内容之外关于文化边界思想产生的条件的无知——这里的边界自身对于其他地方来说是再度被建立的，甚至在诸如商谈之类的实践中边界也一直在被重新建立。
因此，《亚洲的去魔化》这本书（尤其）是被爱德华·萨义德激活的，但是在展开部分沿着其他道路前行。本书的第一部分（“知识之路”）并未在文中论述欧洲对亚洲的介绍，而是提出了在何种情况下，关于亚洲的知识——“知识”能够在更广泛的意义下被使用——究竟如何产生？人们所见、所想和所思的活动空间是如何形成的？欧洲人和亚洲人是通过哪一种方式相互融合的？哪些思维模式和“理论”通过传统方式传达，并且属于18世纪欧洲人认知上的保留剧目？人们可以使用哪种文学类型和哪些媒介，哪些会被修改，哪些会直接更新？怎样——人们觉察到来自远方、无法考证的报告是一个大问题——产生信任以及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权威？知识如何从在当地被仓促写成的笔记中，沿着交流的纽带传播到欧洲的读者手里，甚至传到他们感兴趣的后代手里？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真实的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历史关系再次环绕，这是本书无法详尽描述的地方，但是作为背景，这些问题必须长期存在于此（Blussé/Gaastra 1998，Libermann 1999，Murphey 2008，Demel/Thamer 2010，Osterhammel 2008，观点的相互作用：Gunn 2003，Grandner/Komlosy 2004）。
第二部分（“当代人与历史”）以一种更为传统的方式——用挑选出的主题和传统主题（Topoi）的历史——完成了。由此，与第一部分里对跨文化知识的逻辑分析相比，评论家们表现出他们更为强烈地被这些主题和一般概念所影响，这是因为笔者坚持原创性。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一个时代的理论历史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学术理论尚未形成。在1830年——也就是在不危险的时间点，此时叙述也结束了——之前，欧洲的大学还没有汉学和日本学的学科文化和课程设置，并且，只有在一开始时才有印度语言和文化学（可以理解为梵语学）或者阿拉伯语文学，更谈不上宗教概念甚于语言概念的“伊斯兰学”。爱德华·萨义德感兴趣的事物与他的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不同，他对近代早期的原始东方主义（Proto-Orientalismus）兴趣寥寥。他看到了——在这件事上人们可以追随他——拿破仑1798年至1801年的埃及远征，通过这一远征实现的近东研究开启了关于东方的讨论，这一尝试的开端靠近了权力，并且同时提出了获得学术威望的要求。正如批评家们经常发现的那样，19世纪，德语地区的东方学发展在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这蒙蔽了萨义德，他因此拒绝了一个对他的论证有很高价值的案例分析，这个案例分析可以验证他对在帝国的相互争斗中东方学专业人士的政治参与的评论的正确性。一些重要的专著在过去数年里对德国的东方研究进行了仔细的重新设计，另外，这些专著指出了从考古学的相邻学科，经神学理论到艺术实践，环绕其中的嵌入现象（Mangold 2004，Polaschegg 2005，Rabault-Feuerhahn 2008，Wokoeck 2009，最重要的：Marchand 2009）。由此出现了一种对不同研究领域的总体印象，与政治的工具化进程相比，这一印象总是能够在有学识的超凡脱俗的行为上被发现。为19世纪晚期高度专业化的大学教授与本书描述的旅行者和冒险家塑造的关联甚少。只有在位于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我们才能在西亚、中亚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帝国争斗中找到一种相互影响的动力和一段令人回忆起18世纪下半叶时光的冒险（Trümpler 2008）。
亚洲的去魔化与新“崛起”
“去魔化”这个关键词使内行的读者想到了马克斯·韦伯，一位荷兰的评论家抱怨这个概念的表述不够准确，并且不适用于被当作受到严谨关注的综述性的入门书籍（Jürgens 2001）。然而，对一部为大众而写的思想史和艺术史作品来说，它不能故意踏入韦伯-诠释（Weber-Exegese）的复杂领域，并且从著名的社会学家的不同出发点，把一个对于专著而言变得恰当的“世界”的去魔化思想剖析为一个长期的进程。人们更多这样认为：在被理解为始于1680年的、漫长的18世纪进程中，从欧洲人独特的视角看，亚洲文明失去了它的神奇。虽然从安东尼·加兰德（Antoine Galland）翻译的《一千零一夜》（1704）的历史篇章，到威廉·贝克福特（William Beckford）的恐怖小说《瓦席克》（Vathek，1786），东方依旧是一个美丽的意象，但是除此之外，同时代的对亚洲社会理性的描述和分析尝试着展现这些亚洲社会及其政治体系和宗教实践是如何“运转”的。人们绝对不能笼统地把欧亚地区的非基督教国家归纳到与“欧洲”或者“西方”相对的“亚洲”或者“东方”等总称里，而是应当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从比较的视角进行描述和讨论。施洛福（Schroffe）的“东西二分法”在18世纪产生，并且很少被使用，它仅仅尝试把亚洲从历史运行的空间推到一个“去历史化”的特殊空间，把亚洲推到世界史的一条旁轨之上。
当马克斯·韦伯在其晚期作品中通过“理性的经验主义认知”把世界的“去魔化”阐释为世界“在一种因果机制中的转变”时（Weber 1920，第564页），这正好与18世纪下半叶欧洲启蒙运动家的目的一致。与此同时，“异化”（das Fremde，在此是年代错位的范畴）绝对不会通过异域化而被转变成为一个神秘的“他者”（Anderes）。为此人们多次增添同样的、来自理性分析与评估的思考方式，这也是人们用于判断欧洲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思考方式。亚洲去神秘化，并且在一种统一的、认知的连续性中，亚洲变得可以被理解。由此，这为阐释其他文明的欧洲的后现代批判设计了一种困境：人们批评欧洲的亚洲观察者既普遍狂妄又否认“差异”；或者相反，通过“他者化”过度放大了差别，也就是东方主义。这两种简单、极端的观点都遗漏了历史发现的冲突情境。
18世纪晚期的亚洲去魔化进程与一种新的评价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世纪中期的数十年，一些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日本，有时也包括阿拉伯沙漠地区的居民，对一些欧洲人来说值得称赞，或者说对于欧洲都堪称典范，所以在欧洲人的意识里，世界的文化霸权被重新排序，亚洲人排到了仅次于欧洲人的位置。对亚洲进行侵略的阻碍变小了；这个大洲看起来需要建立其秩序和使其文明开化的欧洲人，越来越多进行侵略的人相信这一点（Barth/Osterhammel 2005）。直到大约1760年，殖民主义还是美洲的特别机遇，现在，它在亚洲已经是可以设想和实现的了。去魔化的亚洲是一个有智慧的、受压迫的、最终被统治的亚洲。这当然不是人们纯粹从理性上能够阐释的变化。18世纪中期以后，欧亚大陆内部权力政治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对欧亚大陆的西方有利。
在占据优势地位的欧洲的认知里，亚洲从此再未被重新妖魔化。尽管有弗里德里希·吕克特、施莱格尔·柯勒律治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兄弟（Friedrich Rückert，Schlegel u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尽管在法国有关于东方的资料，尽管在罗西尼的歌剧中有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尽管有卡尔·玛里亚·冯·韦伯，19世纪（早期）风格转变的亚洲浪漫色彩相对而言也不再如18世纪时那样有趣了。在19世纪末，荒诞的亚洲画面有两个方面尤为突出：一个是对充满威胁和疯狂的亚洲“黄祸”（《gelben Gefahr》）的恐慌；另一个是有永恒“智慧”（《Weisheit》）的亚洲，人们可以从东方的圣贤著作中学到这种智慧——这是当今“新纪元”爱好者（《New Age》-Vorliben）信奉的中国的神谕符号的起源。这两种变化都是一种利基现象（Nischenphänomene）。商人和殖民地行政官员谦恭的现实主义占了上风。对整个亚洲或者它单独的文明的热忱很少被唤醒——像18世纪早期，从莱布尼茨经伏尔泰，再到威廉·琼斯和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这些欧洲的智者认识亚洲时所怀有的热忱。
现在，18世纪被重新提起，成为当下的潮流。世界的等级发生了变化，根据一些观点，它向充斥欧洲的西式傲慢和优势地位的时代之前的时代靠近。本书最后一章大致概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缘起，这种欧洲中心主义观已经与当下的世界关系不符了。一方面，欧洲人必定要决定：他们没有理由为了一种中性的、文化上的相对主义牺牲自己的道德价值、法律价值和政治传统。另一方面，人们为（西部）欧洲和北大西洋西部这些区域绘制的意境地图（mental maps）并不是未来最好的导航工具。人们很难忽视的是，欧洲不可能总是在所有方面都是更好的（来源于大量文献，特别是Delanty 2006）。当回忆起18世纪欧亚之间的均势时，人们不应讶异地把中国于21世纪初在经济领域和国际政治领域的（再一次）崛起当作一种奇迹，而应当把这一情况理解为中国回归到了其在18世纪的历史性常态。欧洲人不应对认可亚洲与欧洲属于同等级别感到困惑。历史上，亚洲曾经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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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emir，Demetrius，Fürst（1673-1723）88，128，165，184
Caron，François（1600-1673）130，158，343
Castilhon，Louis（1720-1799）65，153，342 f.
Chambers，Sir William（1726-1796）206
Chamisso，Adelbert von（1781-1838）141
Champollion，Jean-François（1790-1832）36，105
Chappe d’Auteroche，Jean（1722-1769）113
Chardin，Sir John（Jean）（1643-1713）13，32，37，68，77，87，111，166，180 f.，184，198，203，223，237，275-84，288，293，314，317，331，334，347，351 f.，383
Chateaubriand，François Réné de（1768-1848）107 f.，152，182
Chaucer，Geoffrey（um 1340-1400）137
Churchill，Awnsham（？-1728），und John Churchill 186，188
Clarke，Edward Daniel（1767-1822）259
Clarke，Thomas Brooke 290 f.
Cleyer，Andreas（1634-1697/98）174
Clive，Robert（1725-1774）117，228
Cochrane，John Dundas（1780-1825）110
Cœurdoux，Gaston-Laurent（1691-1779）151，334，336，339，340，347
Colbert，Jean Baptiste，Marquis de Seignelay（1619-1683）47，56，166，280
Colebrooke，Henry Thomas（1765-1837）172，338，402
Coleridge，Samuel Taylor（1772-1834）236，414
Condorcet，Marie-Jean-Antoine-Nicholas Caritat，Marquis de（1743-1794）213，286，322，362，393，395，400 f.
Cook，James（1728-1779）60，88 f.，94 f.，116，120，178，194，315
Cook，Thomas（1808-1892）37
Cornwallis，Charles，First Marquis（1738-1805）299，328
Court de Gébelin，Antoine（1728-1784）70
Craven，Lady Elizabeth（1750-1828）257，350
Crawfurd，John（1783-1868）83，132，134，157，168，236 f.，275，287，290，324，331，399
Cromwell，Oliver（1599-1658）233
Cromwell，Thomas，Earl of Essex（um 1485-1540）274
Cuhn，Ernst Wilhelm（1756-1809）193
Curzon，George Nathaniel，Marquess C. of Kedlestone（1859-1925）221
Dalai Lama，Neunter（1806-1815）126-28
Dallaway，James（1763-1834）167
Dampier，William（1652-1715）152，237
Daniell，Thomas（1749-1840）177
Daniell，William（1769-1837）177
Delacroix，Eugène（1798-1863）356
Delisle，Guillaume（1675-1726）45，248
Delisle，Joseph Nicholas（1688-1768）178，314
Demeunier，Jean-Nicholas（1751-1814）19 f.，65，75 f.，343 f.，360 f.，370
Desideri，Ippolito，SJ（1684-1733）101，128，182，253，347，366 f.
Diderot，Denis（1713-1784）13，66 f.，400，403
Dinglinger，Johann Melchior（1664-1731）297
Dohm，Christian Wilhelm（1751-1820）402
Domitian，römischer Kaiser（r.81-96）272
Doughty，Charles Montagu（1834-1926）138
Dow，Alexander（1735-1779）171 f.，297
Drummond，Alexander（？-1769）110
Dschingis Khan，Ghengis Khan（1155-1227）16，59，77，202，213，221 f.，233，244，251，254 f.，266，273
Dubois，Jean-Antoine，abbé（um 1770-1848）150 f.，317，334，336 f.，339 f.
Dubos，Jean-Baptiste（1670-1742）58，386
Du Cerceau，Jean-Antoine，SJ（1670-1730）223 f.
Duchet，Michèle 267
Du Halde，Jean-Baptiste，SJ（1674-1743）100，169，184，187，203，206，247 f.，253 f.，256，300-2，314，327-29，334，344 f.，366
Du Mans，Raphael，OFMCap（1613-1696）131，166，282
Dunbar，James（？-1798）71 f.
Eckermann，Johann Peter（1792-1854）330
Eden，Richard（um 1521-1576）185
Elias，Norbert（1897-1990）319
Elgin，Thomas Bruce，Seventh Earl of（1766-1841）107
Ellis，Henry（1777-1855）89，153
Elphinstone，Mountstuart（1779-1859）84，102，141，157，178，180，193，299，313，347，367，380，399
Engelhardt，Moritz von（1779-1842）259-61
Engels，Friedrich（1820-1895）269
Falconer，William（1744-1824）200，264 f.，267
Falk（Falck），Johann Peter（1727-1774）121
Fassmann（Faßmann），David（1683-1744）224 Fay，Eliza（1756-1816）249 f.
Ferguson，Adam（1723-1816）13，19，70-72，75，199，239，245，264，289，372 f.，378，394
Fessler，Ignaz Aurelius（1756-1839）214
Fichte，Johann Gottlieb（1762-1814）66
Firishta（vor 1572-nach 1604）171
Fisch，Jörg 186，368
Fischer，Johann Eberhard（1697-1771）114
Flachat，Jean-Claude（？1720-1775）88
Fontenelle，Bernard Le Bovier de（1657-1757）32，58
Forster，Edward Morgan（1879-1970）350 Forster，Georg（Johann Georg Adam）（1754-1794）13，57，60，84，155，180，191 f.，194，198，397
Forster，Johann Reinhold（1729-1798）57 f.，60，110，116，129，155，191，194，198
Foucault，Michel（1926-1984）23，24，28，382
Fox，Charles James（1749-1806）298
Francisci，Erasmus（1627-1694）311
Francklin，William（1763-1839）204
Franklin，Benjamin（1706-1790）106，406
Fraser，James（？-1754）224 f.
Fraser，James Bailie（1783-1856）152，341
Fréret，Nicholas（1688-1749）395
Friedrich Ⅱ.（«der Große»），König von Preußen（r. 1740-1786）78
Froger，François（1676-？）69
Fryer，John（？-1733）331，352
Fullarton，William（um 1755-1808）230 f.
Galland，Antoine（1646-1715）32，56 f.，68，236
Gama，Vasco da（1468/69-1524）57
Gatterer，Johann Christoph（1727-1799）20，48，216，249
Gaubil，Antoine，SJ（1689-1759）88，93 f.，167，178，202，206
Gautier，Théophil（1811-1872）236
Gemelli Careri，Giovanni Francesco（1651-1725）109，112，152，165，300，382
Georg Ⅲ.，König von Großbritannien（r. 1760-1820）97，198
Georgi，Johann Gottlieb（1729-1802）166，255 f.，360
Gerbillon，Jean-François，SJ（1654-1707）88，116，247，253
Gervaise，Nicholas（1662-1729）198
Gia-Long，Kaiser von Vietnam（r. 1802-1820）273
Gibbon，Edward（1737-1794）13，46，57，58，59，77，171 f.，199 f.，202 f.，206 f.，214-16，218，220 f.，226，235，238，243，251，265-67，273，308，331，366，373，377，382，386，388，391，395，403
Gladwin，Francis（？-um 1813）171
Gmelin，Johann Georg（1709-1755）114 f.，121 f.，141，154，168，248，255 f.，314，316，403
Gmelin，Samuel Gottlieb（1744-1774）115，120，18o f.，256 f.，261
Godwin，William（17456-1836）58，362
Góis，Bento（1562-1607）96
Goerres，Joseph（1776-1848）197
Goethe，Johann Kaspar（1710-1782）199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1749-1832）36 f.，85，143，171，181，190，199，330，390，396
Goldsmith，Oliver（1728-74）69
Golius，Jacob（1596-1667）185
Golovkin，Jurij Aleksandrovič，Graf（1762-1846）100，151
Golovnin，Vasilij Michailovič（1776-1831）98
Graaf，Nicolaas de（1619-1688）198，315，317
Grant，Charles（1746-1823）226，336，401
Greaves，John（1602-1652）105
Green，John 186.，189 f.
Gregory，George（1754-1808）395
Grimaldi，Filippo，SJ（1638-1712）159
Grosier，Jean-Baptiste-Gabriel-Alexandre，abbé（1743-1823）100，171，183，197，302，308，362，366
Groskurd，Christian Heinrich（1747-1806）195
Grueber，Johann，SJ（1623-1680）96 f.，126，184
Gründler，Johann Ernst（1677-1720）79 f.
Güldenstädt，Johann Anton（1745-1781）115
Guignes，Chrétien-Louis-Joseph de（1759-1845）183，303 f.
Guignes，Joseph de（1721-1800）170，220 f.，250 f.，273，391
Guizot，François（1787-1874）400
Guthrie，William（1708-1770）53 f.
Gylles（Gilles），Pierre（1490-1555）152
Hager，Johann Georg（1709-1777）57
Hager，Joseph（1757-1819）126
Haidar Ali（«Hyder Ali»，1722-1782）228-34，278
Hakluyt，Richard，d.J.（um 1552-1616）185，189
Hall，Basil（1788-1844）90-94，100
Hailey，Edmond（1656-1742）113
Hamel，Hendrik（1630-1692）90
Hamilton，Alexander（vor 1668-nach 1733）77，89，101，109，132，148，165，406
Hamilton，Francis：siehe Buchanan
Hammer-Purgstall，Joseph von（1774-1852）13，41，51，53，76 f.，106，111，129，143，145，152，157，165，181，197，221，243 f.，269，271，331，353，378，388
Handel，Georg Friedrich（1685-1759）240
Hanway，Jonas（1712-1786）65，225-57
Harris，John 186
Harrison，John（1693-1776）94
Hastings，Warren（1732-1818）66 f.，102，171，196，298，328
Hauff，Wilhelm（1802-1827）236
Haven，Frederik Christian von（1727-1763）136，157
Heeren，Arnold Hermann Ludwig（1760-1842）52 f.，55，199 f.，201，216，364 f.，372，378，396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1770-1831）36，199，212，233，252-54，306，338 f.，342，380，390，393，396
Heinrich Ⅳ.，König von Frankreich（r. 1589-1610）104，272
Heinrich Ⅷ.，König von England（r. 1509-1547）271
Hennings，August（1746-1826） 328 f.，335 f.，338
d’Herbelot，Barthélemi（1625-1695）56 f.，68，185
Herder，Johann Gottfried（1744-1803）48 f.，62 f.，66，68，197，199，250-52，256，268，336 f.，379，387，392-94，401
Herrmann，Friedrich 191
Herodot（nach 490-nach 430）104，152，243
Hintze，Otto（1861-1940）21
Hippokrates（um 460-um 370）55
Hirschfeld，Christian Cayus Lorenz（1742-1792）200，206
Hobbes，Thomas（1588-1679）244，288，325
Hodges，William（1744-1797）153，177
Holwell，John Zephaniah（1711-1798）389
Home，Henry：siehe Kames
Homer 244
Hooke，Robert（1635-1703）146 f.，178
Huet，Pierre Daniel（1630-1721）250
Hüttner，Johann Christian（1766-1847）131，193
Humboldt，Alexander von（1769-1859）13，36，37，43，52，66，68，84，85-87，112，116，125，160，164，18O，183，198，199，213，242，348，378，403
Humboldt，Wilhelm von（17672-1835）163 f.，199 f.，407
Hume，David（1711-1776）75，346，361，370-73，395
Ibrahim，Osmanensultan（r. 1640-1648）216
Ingres，Jean Auguste Dominique（1780-1867）356
Innozenz Ⅳ.，Papst（r. 1243-1254）158
Ivan Ⅳ.（«der Schreckliche»），Zar（r. 1547-1584）243，271
Izmailov，Lev Vassilevič（1685—1738）44，121
Jartoux，Pierre，SJ（1669-1720）94
Jaubert，Pierre Amédée（1779-1847）347
Jefferson，Thomas（1743-1826）406
Johnson，Samuel（1709-1784）199 f.，203 f.，216
Jones，Sir Harford（1764-1847）96
Jones，Sir William（1746-1794）63，106，129，135，143，156，169，171-73，191，226，246，273，308，316，337，346，389，396，403，406
Justi，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1717-1771）72-75，77，79，219 f.，280，300，327
Kaempfer，Engelbert（1651-1716）30，83，99，116，121，152，166，174 f.，179，191，196，198，203，223，276，277，317，342，352，361，367，378，401
Kalidasa（4./5.Jh.）172
Kames，Henry Home，Lord（1696-1782）311，366，372 f.
Kangxi，Kaiser von China（r. 1661-1722）32，100，130，169，173，223，235，273 f.，300 f.，361，376
Kant，Immanuel（1724-1804）60 f.，66，68，199 f.，401，403
Karl Ⅴ.，deutscher König und römischer Kaiser（1519-1556）272 f.
Karl Ⅻ.，König von Schweden（r. 1697-1718）213，271
Katharina Ⅱ.（«die Große），Zarin（r. 1762-1796）45，78，115，117，257，305，366
Kindersley，Jemima（1741-1809）181，349，351，389
Kirkpatrick，William（1754-1812）102，347
Kircher，Athanasius（1602-1680）94，126，177，182
Klaproth，Julius von（1783-1835）85-87，100
Kleemann，Nikolaus Ernst 257
Knolles，Richard（um 1550-1610）197
Knox，Robert（1641-1720）146 f.，196，271，353，368
Ko（oder Kao）Aloys（1734-？）119，159
Köhler，Johann Tobias（1720-1768）194
Köprülü，Fazil Ahmed Pascha（1635-1676）274
Köprülü，Fazil Mustafa Pascha（1637-1691）274
Köprülü，Mehmet Pascha（？I575-1661）274
Koffler，Johann，SJ（1711—1780）347
Kolumbus（Cristóbal Colón，1451-1506）89
Konfuzius（Kong Zi，551-479）176，325
Kosegarten，Johann Gottfried Ludwig（1792-1860）396
Koselleck，Reinhart（19323-2006）382
Kotzebue，Otto von（1787-1846）94，141
Krašeninnikov，Stepan Petrovič（1711-1755）114，239-41
Krusenstern，Adam Johann v.（1770-1846）95，99，130，313
Krusínski，Tadeusz Juda，SJ（1675-1756）223 f.
Kubilai，Großkhan der Mongolen und Kaiser von China（r. 1260/80-1294）273
La Condamine，Charles-Marie de（1701-1774）116
Lahontan，Louis-Armand de Lom d’Acre，Baron de（um 1666-1715）182
La Loubère，Simon de（1642-1719）32，74，152，198，324，334
Lamarck，Jean-Baptiste de（1744-1829）195
Lamb，Charles（1775-1834）126
Langlès，Louis-Matthieu（1763-1824）166 f.，195，198
Langsdorff，Georg Heinrich von（1774-1852）203
Lapérouse，Jean-François de Galaup，Comte de（1741-1788）88，95
Las Casas，Bartolomé de（1474-1566）242
Lavie，Jean-Charles de 284，286
Lawrence，Thomas Edward（1888-1935）138，264
Le Comte，Louis，SJ（1655-1728）99，198，301，313，327
Leake，William Martin（1777-1860）107
Le Gentil de la Galaisière，Guillaume Joseph（1725-1792）113
Léguât，François（1638-1735）150
Leibniz，Gottfried Wilhelm（1646-1716）16，47，54，79，97，158 f.，173 f.，213，407
Lenglet-Dufresnoy，Nicholas（1674-1755）100
Lepechin，Ivan Ivanovič（？-1802）115
Leyden，John Caspar（1775-1811）129
Li，Jacobus（？-nach 1802）131
Lind，James（1716-1794）94
Linné，Carl von（Linnaeus）（1707-1778）120，175，178 f.，199
Locke，John（1632-1704）32，199，218，276，313
Longobardi，Niccolò，SJ（1565-1655）88
Lucas，Philip 158
Ludwig Ⅺ.，König von Frankreich（r. 1461-1483）274
Ludwig ⅩⅢ.，König von Frankreich（r，1610-1643）274
Ludwig ⅩⅣ.，König von Frankreich（r.1643-1715）32 f.，70，101，166，271，275 f.，282
Lueder，August Ferdinand（1760-1819）213
Luhmann，Niklas（1927-1998）378，380，382
Macartney，George，Earl of（1737-1806）81，86，100 f.，124，131，134，149，178，193，203，303 f.，315，380，399
Machiavelli，Niccolò（1469-1527）276，325
Mackenzie，Colin（1754-1821）117
M’Leod，John（um 1777-1820）90-94
MacPherson，James（1736-1796）244
Magalhães，Gabriel de，SJ（1610-1677）99
Magellan（Fernão de Magalhães，um 1480-1521）89
Mailla，Joseph Marie-Anne de Moyriac de，SJ（1669-1748）171
Mailly，Jean-Baptiste（1744-1794）55
Malcolm，Sir John（1769-1833）85-88，102，104，117，221，226 f.，232，233，274，299，347，399
Malik Schah，Seldschukenherrscher（r. 1072-1092）273
Malte-Brun，Conrad（1775-1826）55，59，191，333
Malthus，Thomas Robert（1766-1834）199 f.，206，363 f.，385
Manning，Thomas（1774-1840）126-28，132 f.，141，153，l82 f.
Manucci，Niccolao（um 1639～um 1717）184
Marlowe，Christopher（1564-1593）219 f.
Marmontel，Jean-François（1723-1799）75
Marsden，William（1754-1836）155，163 f.，165，190，198，238，347，352 f.，361，397-99
Martini，Martin，SJ（1614-1661）169，198，217，272
Marx，Karl（1818-1883）393
Maurice，Thomas（1754-1824）217
Mayhew，Henry（1812-1887）268 f.
Mazarin，Jules，Kardinal（1602-1661）56，275
Megasthenes（4./3.Jh.）391
Mehmed Efendi，Yirmisekiz Çelebi（vor 1680-1731）322，349
Mehmet Ⅱ.（«der Eroberer»），Osmanensultan（r. 1451-1481）271 f.
Mehmet Ⅳ.，Osmanensultan（r. 1648-87）272
Meiners，Christoph（1747-1810）49，58，155，199，201，226，289，296，302，323，398
Mendelssohn，Moses（1729-1786）335
Mendoza，Juan Gonzalez de（1545-1614）327
Mentzel，Christian（1622-1701）174
Menou，Jacques Abdullah，Baron de Boussay（1750-1810）111
Messerschmidt，Daniel Gottlieb（1685-1735）114，248
Michaelis，Johann David（1717-1791）159，162，178，361
Milburn，William 152
Mill，James（1773-1836）155-57，161，182 f.，232，273，299，328，337-39，340，342，373 f.，380，383，385，390 f.，399
Mill，John Stuart（1806-1873）155，355，393
Millar，James（1735-1801）204-6，322 f.，372
Mir Wais，Afghanenführer（1673-1715）224
Molière（1622-1673）258
Moltke，Helmuth von（1800-1891）82
Montagu，Lady Mary Wortley（1689-1762）181，318 f.，322，350，352，354-57，366
Montanus，Arnoldus（um 1625-1683）177
Montesquieu，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de（1689-1755）29，46，60，68-70，74 f.，76，77，79，143，181，199 f.，201，239，245，251，267，275-96，298，302，306-8，310-12，321 f.，332-34，339，341-3，345，352，354，357，361-66，370，377 f.，401，405
Moorcroft，William（um 1765-1825）121，141，184
Moore，Thomas（1779-1852）143，236
Morier，James Justinian（1780—1849）41 f.，55，96
Mouradja d’Ohsson，Ignace de1740-1807）106，111，275，307 f.，321，354
Mozart，Wolfgang Amadeus（1756-1791）34，104
Müller，Gerhard Friedrich（1705-1783）114-16，256，261
Müller，Max（1823-1900）150
Münster，Sebastian（1488-1552）176
Muhammad，Stifter des Islam（um 570-632）266，325
Muhammad Ali（Mehmet Ali）（1769-1849）111，232，325，378
Muhammad ibn Tughluq，Sultan von Delhi（r.1325-1351）271
Munro，Thomas（1761-1827）299
Murad Ⅰ.，Osmanensultan（r. 1360-1389）272
Murad Ⅳ.，Osmanensultan（r. 1623-1640）165，272
Murray，Hugh（1779-1846）397
Nadir Schah（um 1688-1747）65，212，221-27，230 f.，234，271，282，297，377，387
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55，97，105，116，126，202，220，225，277，233，303，308 f.，401 f.
Narai，König von Siam（reg，1656-1688）33，101，273
Navarrete，Domingo Fernández，OP（1618-1686）184，300，344
Nero，römischer Kaiser（r. 54-68）272
Newton，Sir Isaac（1643-1727）94
Niebuhr，Barthold Georg（1776-1831）198，201
Niebuhr，Carsten（1733-1815）13，31，81 f.，83，84，89，106，111，116，121，135 f.，138，148，152，155，157，159，167，179，182，198，226，262-64，314，347，350 f.，361，378，381 f.，403
Nietzsche，Friedrich（1844-1900）12
Nieuhof，Johan（1618-72）177
Norden，Frederik（1708-42）105，135
Nurhaci，Mandschufürst（1559-1626）274
Ockley，Simon（1678-1720）170
Ogilby，John（1600-1676）53
Olearius，Adam（1599-1671）143，177，198，257，273
Orme，Robert（1728-1801）273
Osbeck，Peter（Per，1723-1805）132，157
Osman Ⅱ.，Osmanensultan（r. 1618-1622）
Otter，Jean（1707-1749）227
Pagès Pierre Marie François，Vicomte de（1748-1793）262
Pallas，Peter Simon（1741-1811）45，113，115，121，178，179，198，249，251，255 f.，259-61
Panzi，Guiseppe（1734-vor 1812）78
Parennin，Dominique，SJ（1665-1741）130，205，329
Parrott，Friedrich Wilhelm（1791-1841）259-61
Paulus，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1761-1851）202
Pauw，Cornelis de（1739-1799）148 f.，203，205，302，379
Pennant，Thomas（1726-1798）194
Percival，Robert（1765-1826）368
Perrin，Jean-Charles（1754-？）123，336
Perry，Matthew C.（1794-1858）196
Peter Ⅰ.（«der Große»），Zar（r. 1689-1725）44 f.，103，114，230，232 f.，271 f.，399
Peyssonnel，Charles de，sen.（1700-1757）305
Peyssonnel，Charles de，jun.（1727-1790）215，258，260，305 f.，308
Phaulkon，Constantin（vor 1650-1688）33，216
Philipp Ⅱ.，König von Spanien（r. 1556-1598）271
Pingré，Alexandre Guy（1711-1796）314
Pinkerton，John（1758-1826）189-91
Pitton de Tournefort，Joseph（1656-1708）181，198，355
Plant，Johann Traugott（1756-1794）19，298
Plath，Johann Heinrich（1802-1874）255
Playfair，William（1759-1823）388
Pocock，J.G.A. 28，265
Pococke，Richard（1704-1765）105，107，198
Poivre，Pierre（1719-1786）95，168，329 f.，341，384
Polo，Marco（1254-1324）96，189 f.，197 f.，269
Porter，Sir James（1710-1786）106，307 f.
Poser，Heinrich von（1599-1661）158
Potemkin，Grigorij Aleksandrovič，Fürst von Taurien（1739-1791）257
Potocki，Jan，Graf（1761-1815）85
Pradt，Dominique-Georges-Frédéric de，abbé（1759-1827）60，62
Prémare，Joseph de，SJ（1666-1736）128
Prévost，Antoine François，abbé（1697-1763）177，187-90，192，195，207，250，328
Psalmanazar，George（um 1679-1763）204，206
Prichard，James Cowles（1786-1848）196
Pückler-Muskau，Hermann，Fürst von（1785-1871）37
Pufendorf，Samuel Freiherr von（1632-1694）
Puškin，Aleksandr Sergeevič（1799-1837）143，236
Qianlong，Kaiser von China（r. 1736-96）70，78 f.，81，86，153 f.，273 f.，300-2，380
Qin Shi Huangdi，Kaiser von China（r. 221-210）300
Quesnay，François（1694-1774）302，327，330
Quincey，Thomas de（1785—1859）236
Racine，Jean（1639-1699）32，143
Raffles，Sir Thomas Stamford（1781-1826）117，121，238，272，317，362，367，399
Rajasimha IL，König von Kandy（r. 1635-1687）271
Rama Ⅰ.，König von Siam（r. 1782-1809）217，275
Ranke，Leopold von（1795-1886）20 f.，198，214 f.
Ray，John（1627-1705）178
Raynal，Guillaume Thomas，abbé（1713-1796）66 f.，195，199，251-53，292，298，314 f.，334 f.，342，387，400，403
Régis，Jean-Baptiste，SJ（1663-1738）203
Rémusat：siehe Abel-Rémusat
Rennell，James（1742-1830）103，117
Revett，Nicholas（1720-1804）107
Rezanov，Nikolaj Petrovič（1764-1807）130
Rhodes，Alexandre de，SJ（1591-1660）101
Ricci，Matteo，SJ（1552-1610）326
Rich，Claudius James（1787-1820）393
Richardson，John（1741-um 1811）292，342，373 f.
Richardson，Samuel（1689-1761）330
Richelieu，Armand Jean du Plessis，Duc de（1585-1742）274
Rikord，Petr Ivanovič（1776-1855）98
Ripa，Matteo（1682-1745）119
Ritter，Carl（1779-1859）19，178，186，197 f.，199，249，378 f.
Robertson，William（1721-1793）19，55，67 f.，215，274，307，316，337，395 f.
Robson，Francis 230
Roe，Sir Thomas（um 1581-1644）276，297
Röttgers，Kurt 268
Rogerius，Abraham（？-1649）172，177
Rose，Gustav（1798-1873）182
Roubaud，Pierre Joseph André（1730-1792）273 f.
Rougemont，Frédéric de（1808-1876）332
Rouse（auch Rous），Charles William Boughton（1747-1821）296 f.，308
Rousseau，Jean-Jacques（1712-1778）19，59，199，203，239，244
Rubruk，Wilhelm von，OFM（um 1215-1257）189
Rückert，Friedrich（1788-1866）37，414
Rühs，Friedrich（1779-1820）193
Russell，Alexander（1715-1768）und Patrick（1727-1805）13，316-22，347，352，356-59，378
Rycaut，Sir Paul（1628-1700）32，68，106，143，158，197，293
Ryčkov，Nikolaj Petrovič（？-1784）115
Sacy，Antoine Isaac Sylvestre de（1758-1838）269
Safi Ⅰ.，Schah von Persien（r. 1629-1642）272，279
Safi Ⅱ.（auch Sulaiman Ⅰ.），Schah von Persien（r.1666-1694）180，272，280，352
Sahin Giray，Khan der Krimtataren 258
Said，Edward W.（1935-2003）11，18，21，24，53，409 f.
Saladin，Sultan von Syrien und Ägypten（1137/38-1193）55，273
Sale，George（um 1697-1736）170，359
Salmon，Thomas（1679-1767）177
San Bartolomeo，Fra Paolino da（1748-1806）194
Savary，Claude-Étienne（1750-1788）105，145 f.，181，182，289
Say，Jean-Baptiste（1767-1832）385，393
Schah Jahan，Mogulkaiser（r. 1628-1658）273
Schall von Bell，Adam，SJ（1591-1666）131
Scheuchzer，Johann Caspar（1702-1753）30
Schiller，Friedrich（von）（1859-1805）394 f.
Schlegel，Friedrich（von）（1772-1829）197，380，397
Schlözer，August Ludwig（1735-1809）20，61 f.，95 f.，178 f.，199，203，394，396
Schmidt，Isaac Jacob（？-1847）215，249
Schouten，Joost（？-1653）353
Schrödter，Joseph 125
Schulin，Ernst 11
Schwab，Raymond（1884-1956）12
Schwabe，Johann Joachim（1714-1784）188 f.，202
Scott Waring，Edward 204
Seetzen，Ulrich Jasper（1767-1811）151
Selim I.，Osmanensultan（r. 1512-1520）272，352
Selim Ⅲ.，Osmanensultan（r. 1789-1807）307
Semedo，Álvaro（Álvarez，1585-1658）99，327，347
Semler，Johann Salomo（1725-1791）181，202
Shaw，Thomas（1694-1751）123，166，179-82，198，207，262
Shelvocke，George（vor 1690-nach 1728）89，153
Shivaji，Mahratenfürst（1627-1680）228
Sicard，Claude（1677-1726）183
Sidotti，Giovanni Battista（？-1714）98
Sima Guang（1019-1086）171
Sloane，Sir Hans（1660-1753）30
Smith，Adam（1723-1790）66，199 f.，245，264，316，322，324，335，338，373，384 f.，393
Smith，Andrew（1797-1872）157 f.
Sonnini de Manoncourt，Charles（1751-1812）353
Song Yun（1752-1835）131
Sonnerat，Pierre（1745-1814）180，205，379，392
Spittler，Ludwig Timotheus（1752-1810）48
Sprengel，Kurt Polycarp Joachim（1776-1833）194
Sprengel，Matthias Christian（1746-1803）191 f.，195，231
Steller，Georg Wilhelm（1709-1746）114，121，123，239-41，312
Staunton，Sir George Leonard（1737-1801）85 f.，192，205，315
Staunton，Sir George Thomas（1781-1859）85 f.，303
Strahlenberg，Philipp Johann Tabbert von（1676-1747）45，114，248
Stuart，James（1713-1788）107
Sulaiman Ⅰ.：siehe Safi Ⅱ.
Süleyman Ⅰ.（«der Prächtige»），Osmanensultan（r. 1520-1566）47，273
Symes，Michael（um 1753-1809）84，132 f.，238 f.，399
Tacitus，Publius Cornelius（um 55-nach 115）277，394
Taizong，Kaiser von China（r，626-649）300
Tarkapanchanan，Jagannatha 173
Tatiščev，Vasilij Nikitič（1686-1750）45
Tavernier，Jean-Baptiste（1605-1689）32，77，87，152，165，166，182，223，276，297，382
Temple，Sir William（1628-1699）71 f.，199，213
Tennant，William 181
Teshoo Lama（Panchen Lama），Dritter（1737-1780）138
Textor，Johann Wolfgang（1693-1771）199
Theoderich，König der Ostgoten（r.474-526）235
Thévenot，Jean de（1633-1667）121，166，276，314，387
Thom，Martin 382
Thornton，Thomas（？-1814）49，147，307，374
Thunberg，Carl Peter（1743-1828）82-84，99，167，194 f.，317
Tiberius，römischer Kaiser（r. 14-37）277
Tieffenthaler，Joseph，SJ（1710-um1770）97，226
Timur（«Tamerlan»，um 1336-1405）202，218-21，233 f.，271
Tindal，Nicholas（1687-1774）184
Tipu Sultan（«Tippoo Saheb»，1749-1799）125，228-32，299，308，402
Titsingh，Isaac（1745-1811）170，191，303
Tocqueville，Alexis de（1805-1859）198，271，322，345，348，399
Tokugawa Ieyasu，Shogun von Japan（r. 1603-1616）274
Tombe，Charles-François 110
Tott，François（Ferenc），Baron de（1733-1797）112，218，258
Tournefort：siehe Pitton de Tournefort
Turgot，Anne Robert Jacques（1727-1781）199，285-88，290，324，362
Turner，Samuel（1759-1802）65，84，102，122，125，139，144 f.，148，167，179，253，256，366 f.
Valentyn，François（1666-1727）185 f.，196
Valéry，Paul（1871-1945）52
Valle，Pietro della（1586-1652）198，273
Van Braam：siehe Braam Houckgest
Van Hoorn，Joan（1653-1711）119
Van Reede tot Drakenstein，Hendrik Adriaan（1636-1691）174 f.
Varenius，Bernhard（1622-1650）75，197
Verbiest，Ferdinand，SJ（1623-1688）253，360
Vergennes，Charles Gravier，Comte de（1717-1787）160
Victoria，König yon England und Kaiserin von Indien（r. 1837/1877-1901）222，299
Vidal de la Blache，Paul（1845-1918）348
Virey，Julien Joseph（1775-1846）286 f.
Vlad Ⅲ.（«Tepeš»，auch «Dracula»），Woiwode der Walachei（um 1430-1476/77）271
Vogel，Johann Wilhelm（1657-1723）95，165
Volney，Constantin-François Chassebœuf，Comte de（1757-1820）54，105，117，140，152，154，160-64，179，181，182，198，264，2B8-90，305，307 f.，321，325，347 f.，362-64，378，380 f.，386，397，399
Voltaire（1694-1778）13，15，26，45，178，199，203，213，220，223，243，247，250，292 f.，296 f.，306，308，334，341 f.，349，370，389，394，395，405
Walckenaer，Charles-Athanase（1771-1852）76，190，195，286 f.
Wallace，Robert（1697-1771）361 f.
Wallenstein，Albrecht Wenzel Eusebius von（1583-1634）232
Wallis，Samuel（1728-1795）88
Wansleben，Johann Michael（1635-1679）105，386
Weber，Max（1864-1920）21，332
Wellesley，Richard Colley，Marquis（1760-1842）160，229，299
Wieser，Friedrich von（1851-1926）17
Wilkins，Charles（1750-1833）172
Wilks，Mark（1760-1831）232，275，285
Wilson，Horace Hayman（1784-1860）182 f.，184，195
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1717-1768）107，392
Windisch，Ernst（1844-1918）173
Witsen，Nicolaas（1641-1717）185 f.，247 f.，257
Wu Zhao，Kaiserin von China（r. 683/90-705）366
Yang，Étienne（1733-？）119，159
Yongzheng，Kaiser von China（r. 1723-1735）300 f.
Zenobia，Herrscherin von Palmyra（r. 267-272）366
Zeune，August（1778-1853）249
Zhang Xianzhong（1605-1647）271 f.
Ziegenbalg，Bartholomäus（1683-1719）79 f.，333 f.
Zimmermann，Eberhardt August Wilhelm von（1743-181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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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nteurer 108-10
Abgrenzung，kollektive 70 f.
Ägypten 47，216 f.，324 f.
Bereisbarkeit，Bereisung 104 f.
als Teil Asiens 31
Napoleons Éxpedition d’Égypte（1798-1801）21，105，116，162
Afghanistan，Afghanen 96，102，141
Invasion des Iran（1722）34，104，212，216，222-24
Affektkontrolle 319 f.，343 ff.
Afrika，Afrikaner 69 f.，110，119
Agra 314
Akademie，Plan einer sino-europäischen 173 f.
Akademie-Expeditionen，russische 115-17
Aleppo 97，316-22
Alexandria 104，386 f.
Algerien（La Barbarie）104，242
Amerika，Eroberung von 67，245
Anarchie 104，122，237，244，288
Andaman-Inseln 238 f.
Antike und Asienwahrnehmung 25 f.，36 f.，45，48 f.，63，107 f.，242
Apodemik 157 ff.
Arabien，Araber 123，212，262-64，346，363 f.
siehe auch：Jemen
Arabienexpedition，dänische 116，159
siehe auch：Niebuhr（Carsten）
Archäologie 393
Aristokratie 325 ff.，330 f.
Fehlen einer A. 325-29
bei den Tataren 257 f.
im Osmanischen Reich 331
siehe auch：Feudalismus
Arzt，Reisender als 141 f.，316 ff.
Asiaten
in Europa 119 f.
zitiert in europäischen Texten 77-80，350
«Asiatische/orientalische Gesellschaft» 311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312，393
Asien
Begriff und allgemeine Aussagen 30 f.，41-63
Menschentypus «der Asiate» 55-57，233
Quelle der Zivilisation 52 ff.
Asien-Europa 375-82（Hauptthesen des Buche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18，54 f.，57，377
machtpolitische Verhältnisse 22，32-36，375 f.
wirt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 53 f.，58，59 f.，375 f.
Asienbild，europäisches，allgemein 15 f.，16-18
Asienwissenschaften 12，20 f.，21 f.，23，36，164，264
Astrachan 314
Aufzeichnungen 157 f.
Authentizität，verlorene 65，241 f.
Autopsie，Augenschein 151-54，I56 f.
Ayudhya 314
Barbaren 70 f.，77，226 f.，235，242-46
Barbareneinfälle：siehe Nomaden
Batavia（Jakarta）42，64，89，110，121，314-16，323
Bedrohung Europas aus Asien 16，212-15，246
Beobachtungssituationen 137，139-42
Bergvölker 269
Bildungsreise 107 f.
Botanik 161，174 f.，179
Briefe aus Asien 178，181
Buchara 77
Buddhismus 253
Bürgerlichkeit，asiatische 330，331，384
Bürokratie 295，299，301-4，327-29
Burma，Burmesen 83，101，216，324，330，399
Byzantinisches Reich 391
Ceylon（Sri Lanka）22，108 f.
Charisma 219，221，224 f.，227，299
Chengdu 271
China，Chinesen 16，33 f.，35，43，72，82，148 f.，232f.，315 f.，364，384
Bereisbarkeit 99-101，300
Kenntnisse über 32
Zivilisierungsgrad 243，398 f.
politisches System 300-4
Gesellschaft 205 f.，325-330
siehe auch：Jesuiten
Chinesische Mauer 43 f.，124 f.，386
Christentum 90，100，121
siehe auch Mission
Cochinchina：siehe Vietnam
Damaskus 314
Degeneration 244，315，389 f.，393
Dekadenz：siehe Niedergang
Delhi 212，222，225 f.，387
Demographie 361-64
Demokratie 241，266 f.
Desillusionierung 124 f.
Despotie，Despotismus 104，153，233 f.，271-309，319 f.，401
tatsächliche Despoten 271-75，301f.
D.in Europa 46，230，271，274 f.
D.im Zarenreich 305
D.und aufgeklärter Absolutismus 231
Europäer als Despoten in Asien 298
Montesquieus Idealtyp der D.276-78
andere D.-Theorien 284-89，364 f.
Ideologiekritik der D.-Theorien 289 f.，292 f.，295
empirische Kritik 290f.，293-96，306 f.
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 36
Differenz 28 f.，und passim
Diskursanalyse 21 ff.
Dolmetscher 33，128-34
Donkosaken 256 f.
Dragomane 106，129 f.
E.I.C.（East India Company）64，103，132-34
Edo（Tokyo）313
Eigentum 240，245，265，277，280 f.，293，296 f.，302 f.，327
Einhorn 144 f.
Elefant 98
Elementarhistorische，das 212，246
Emotionalität 91-94，127 f.，141，318 f.，343-47，357-59
Empirie in Asientexten 24，27，32，69 ff.，152
Entdeckerfreundschaften 138 f.
Entdeckungsgeschichte 27
Entzauberung 12 f.，381 f.
Enzyklopädismus 56 f.，164，185 ff.
Epochengrenzen 31-37
Erstbegegnungen 88-94，238 f.
Essentialisierung 54-57，233
Ethnographie，Ethnologie 19 f.，56，65，75 f.，117，158，238 f.，239-42，253-55，261f.，311f.
Ethnozentrismus 68-77
Eunuchen 323，352
Eurasien als historische Einheit 16，52
Europa
Abgrenzung von Asien 41-51
Dynamik 58-60，137，390-93
historischer Sonderweg，Überlegenheit 27，53 f.，57-63，71 f.，72-75，289，308 f.，343，365
Hort der Freiheit 58 f.，277 f.
Wertegemeinschaft 47-51
Europabilder-und kenntnisse，asiatische 76-84，90
Europäer in asiatischen Diensten 110-12
siehe auch：Jesuiten in China
Europazentrismus passim，bes. 20 f.，21-27，35 f.，62 f.，375 ff.
Feudalismus 228，258，303，340-43 siehe auch Aristokratie
Forschungsreise 112-18
Fortschrittsdenken 68，245，370-74
Frageraster 158-63
Frauen 318 f.，347，349-74
Fremd-und Selbstbeschreibung 23 f.，391
Fremdenfeindlichkeit der Asiaten：siehe Gastfreundschaft
Fremdheit 24，28 f.，48 f.，81 f.
«Frühe Neuzeit» in Asien 32
Gastfreundschaft/Fremdenfeindlichkeit 82 f.，102 f.，122 f.，140
Gebräuche（les manières）als soziologische Kategorie 310 ff.
Gelbe Gefahr：siehe Bedrohung Europas
Gelehrtenkommunikation，internationale 18 f.，178
Gentleman-Ideal 87，92 f.，140，168
Geographie 44-46，144，249
siehe Lokalbeschreibungen
Geräusche und Stille 164 f.
Gerechtigkeit gegenüber dem Fremden 75-77，147，293 ff.，321 f.，373
Gesandtschaftsreisen
europäische nach Asien 99，100，106，117，124，140，177 f.
asiatische nach Europa 119，322，349
Geschichtslosigkeit 393
Gewalt，Grausamkeit 220 f.，222 f.，225 f.，243，249 f.，271 f.
Ginseng 94
Glaubwürdigkeit von Reisenden 203-8
Globalisierung，frühe 18，59-63，64 f.，286
Goa 165
Golkonda 216
Great Game，anglo-russisches 104，127，211
Grenze zwischen Europa und Asien 41-46，51
Griechischer Unabhängigkeitskampf 35 f.，50 f.
Große Nordische Expedition 114，239
Großer Kanal（in China）123
Habitus 319 f.，344 f.
Harem 141，166，279 f.，310，319，323，351 f.，353-59
Hermeneutik 24-26
Herrschertypologie 271-75.
Hierarchien，gesellschaftliche 245，332 ff.
Himalaya 96，101 f.
Hinduismus 23，79 f.，339
Historiographie，europäische über Asien
Darstellungsformen 76，170，188 f.，221，231，267
Forschungsstandards 169 f.，202，220，232
Hochasien 248-50
Höflichkeit 92，344
Hören，Hörensagen 163，164-68
Homosexualität 353
Hottentotten（Khoikhoi）73 f.
Hungersnöte 383
Idealherrscher 218 f.
Individualisierung 343
Ikonographie 176 f.
Imperialismus 27，49，58-62，211-13
siehe auch Intervention
Indien，Inder 34，67f.，123，125，155-57，212
Bereisbarkeit 102 f.
britischer Kolonialismus 22，34 f.，117，133，172，217 f.，228-32，298 f.
politische Verhältnisse 296-99
Gesellschaft 330-40
siehe auch：Mogulreich，Marathen，Sikhs
Information über Asien，Ausmaß 89，99 f.，105 f.，117
Innerasien allgemein 211-14，246-55
intellectual history 24
Interesse an Asien 18-21，68
Intervention in Asien 49 f.，116，400-3
Iran，Iraner 34，89，131，166，221-27，330 f.
Bereisbarkeit 103 f.
Zivilisierungsgrad 244
politisches System 278-84，324
Isfahan 314
Islam 266 f.
Istanbul 51，89，105 f.，313
Itelmenen：siehe Kamtschatka
Janitscharen 306 f.，331
Japan，Japaner 16，35，66，82 f.，166，402
Bereisbarkeit 98 f.
Europastudien 98，376
Landesabschließung 33，60 f.，98，130，312
Zivilisierungsgrad 242
Gesellschaft 342 f.
Java，Javaner 22，33，35，399
Jemen 81-83，89
Jesuiten in China 30，78 f.，88，97，99-101，130 f.，140，148 f.，169，253 f.，300-2，326-29，381
Justiz：siehe Recht
Kairo 82，104，313
Kalmücken 261 f.
Kambodscha 101
Kamel 43，123f.，266
Kamtschatka 110，114，239-42
Kannibalismus 23 7 f.，243，399
Kanton（Guangzhou）86，99，126，140，312 f.
Kapstadt 42
Karawanen 42 f.，96，97，109，123 f.
Karlowitz，Vertrag von（1699）34
Kartographie 27，44 f.，46 f.，95，116 f.，169
Kasten 23，330-40
Kaukasus 43，89，237
Kavalierstour 106 f.，166
Kirgisen 43
Kjachta 43 f.
Kleidung von Europäern in Asien 111，137 f.
Klimatheorien：siehe Umweltbedingungen
Kolonialismus，europäischer，in Asien 22，139，259-61
Kolonialismuskritik 60 f.，66-68，69，125，242 f.，315，400 f.，402 f.
Kommentierungsweisen Asiens 30 f.
Kommunikation，gestische 91 f.，134
Konstantinopel：siehe Istanbul
Konstruktivismus 23
Kontextverfremdung 68 f.
Korea，Koreaner 90-94
Korruption 303 f.，328 f.
Kosmopolitismus passim，bes. 18-21，24，29 f.，68，148
Kotau（ketou）134，380
Kreuzzüge als Kulturkonflikt 55，77，243
Krim，Krimtataren 16，246 f.，257-61
Küçuk Kaynarca，Vertrag von（1774）304
Kulturentstehungstheorien 250 f.，389
Kulturtransfer 64 ff.
Lamaismus 251 f.，253
Landwirtschaft 329 f.，384
Langeweile 97，125
Laos 101
Lebensstandard in Asien 281，329 f.
législateurs 218，219，233，245
Leistungsgesellschaft 326 f.，331
Lernen von Asien 54，74 f. 173 f.，302
Lhasa 96，126 f.
local knowledge 168-75
Logistik der Fremdbildproduktion 28
Lokalbeschreibungen 31，99，103，107，117，160-63
Macau 99，140
Machtanalyse，soziologische 321
Maisur（Mysore）228 ff.
Mamluken 289，324 f.，397
Mandschuren 33，212 f.，217，247，251，252 f.，255，300
Manila-Galleone 109
Marathen 89，103，228，231，299，341 f.
Mesopotamien 97，125
Methodisierung von Reisen und Beobachten 114 f.，147-64
Migration nach Asien 120
Mimesis des Reisenden 139-39
Minderheiten，ethnische und religiose 55，57，236 f.
Mission，Missionare 33，64，79 f.，102，360
siehe auch：Jesuiten
mission civilisatrice 60，66，217 f.，299，308 f.，400-3
Mobilität asiatischer Gesellschaften vertikale 326-330
horizontale 137
siehe auch：Nomaden
Mode 392
Modernisierungspolitik in Asien 103 f.，233 f.
Mogulreich 34，297 f.，324，388
Mongolei，Mongolen 97，212，219，244，250 f.，254，261 f.
Multiethnizität 43，46，89，102，255
munshis（in Indien）133 f.
Musik 240，391
nationale Asienbilder 29 f.
Nationalismus，kultureller，in Asien 17 f.
Naturmensch（l’homme naturel）：siehe Wilde
Navigation auf See 94
Nepal，Nepalesen 96，101 f.
Nerčinsk，Vertrag von（1689）130
Niedergang（Asiens）17，35，53 f.，387-89，393
Nomaden，Nomadismus 246
als historische Kraft 16，43，212-15，253
Lebensweise 253，261-67
Anti-Nomadismus 267-70
Öffentlichkeit 314，318 f.，345，349，351
Ökonomie，moralische 281 f.
Opium 20，36，318
Oralität 164-68，346
siehe auch：Sprachenkenntnis
Orientalismus 11，18，21-27，53，55，409 f.
Orientalistik：siehe Asienwissenschaften
Osmanisches Reich 16，34，165，216，288 f.，364，384
Bereisbarkeit，Bereisung 104-8
Abgrenzung von Europa 46-51
politisches System 304-8，320 f.
Gesellschaft 316 ff.，331
Niedergang 34，47，304，388
Ostasienkompanien：siehe E.I.C.，v.O.c.
pandits（in Indien）169，172-74
Peking（Beijing）97，109，313 f.
Persepolis 386
Persisch als lingua franca 132 f.
Perspektivenwechsel 64 ff.，78 f.，137，140 f.
Peschawar 313
Pferd 122 f.，236，266
Phantastisches Asien 142-45，235 f.
Philhellenismus 50 f.
Philippinen 22
«Philosophische» Betrachtung Asiens 149，154-57，160，171，188，379 f.
Physiokraten 302，384
Piraten，Korsaren 77，96，104，268
Plagiate 181 f.
siehe auch Reiselügen
Plausibilität von Berichten 143-45，152 f.，168，202 ff.
Polyandrie 396 f.
Polygamie 359-66，372
Portugiesisch als lingua franca 132
Pressefreiheit 303
Primitivismus 46，64，244，255
Pyramiden，ägyptische 104 f.，386
Rassismus，Rasse 11，13，18，58，71，251 f.，397，398
Recht，Justiz 73 f.，237，278，282，306 f.
Redekunst 346
Reisebeschreibungen
Editionen 30，126，183 ff.
verlorene 183 f.
als literarische Gattung 36，37，179-83
als Erkenntniswerkzeug 177-79，207 f.
als Quellen für fiktionale Literatur 68 f.，14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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